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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与理论观
李幼蒸学术文稿（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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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著


      “李幼蒸文稿系列”发布前言（2020夏）
（2020夏）

《李幼蒸文稿-卷1：新世纪学术评论》

《李幼蒸文稿-卷2：未来符号学方向》

《李幼蒸文稿-卷3：仁学伦理学思考》

《李幼蒸文稿-卷4：中西学行纪实录》

《李幼蒸文稿-卷5：阳明学与理论观》
由于读书、查考、笔记等计划中的研究工作持续如常，本人 目前尚难抽出时间对已暂时编入5卷本（暂定）《李幼蒸文稿》的文章、笔记、报导等 文稿进行编辑、整理或出版，这些中文文稿都是写于新世纪20年的。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和需要，决定先将大致按类初步汇集的这五卷文稿稍加分类整理，先行发布于网上，除供有兴趣的读者随意参阅下载外，主要是为了通过此汇集旧文方式保存住文稿，它们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本人的学术实践活动和思想变迁历程。近二十年来累计的这些单篇文字，虽然都是专门著译工作之外的“副产品”，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其特有的学术思想上的参考价值。因为它们都反映着本人毕生在古今中外学术互动研究生涯中的直接经验、日常反思以及个人感悟，遂可提供不同于当前国际学界思潮的独立观点、批评和展望。国际人文学术生态今日几乎完全受制于职场制度规定与市场行情，在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大方向下出现的各类“学术预制品”，自然与本人特立独行下完成的学术作品，在方向、方式与后果上颇为不同。五卷本文稿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学术批评和学术活动报道范围，涉及中外文史哲艺各领域内的理论性与实践性问题，系统地表达了有关学术方向、作风、态度与方法方面的评论意见，其中颇多相关于个人几十年来投身于仁学伦理学理念之提倡及国际符号学运动之推广的学术实践过程。也由于这些个人性学术努力具有的独特性，因而较少获得职场学界之报道，为使一得之愚有机会贡献于国内外人文学理交流，今试以此方式在网上自行发布，以期参与当今与未来的思想交流。即使这样微小的个人性努力，在互联网发明以前也是办不到的。这些独立性学术网文得以产生和独立存在，可以说全赖新世纪的互联网发明之赐。
作者为什么会将仁学伦理学不仅看作是未来世界普适人本主义伦理科学的基础之一，而且看作是未来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方向与动力之一，其理由和根据在诸卷“文稿”中都有大量讨论，读者可以看出几十年来作者相关构想的变迁和成败经验。这些具有六十多年个人思想史根源的学术观察和构想，也许在多少年后，当世界学术跨学科、跨文化理论交流进一步发展后，会获得国内外学界更多的理解及采纳，也未可知。不过，此类期待，从来不是本人长年治学的动机所在；本人的学术生涯纯然源于个人兴趣，至于其学术市场化际遇如何，谓之身外之物可也。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人文学者和著述家，无不将个人毕生著译成果作为“已完成的价值”，期待其长久流传下去。与古今中外学人态度不同，一者，本人明确意识到人文学术思想为人类集体努力过程，个人短暂一生努力，仅只是人类学术大海中之沧海一粟，因而，个人的努力成果只可能是一时性的、探讨性的“试做”，其意义完全取决于其参与整体学术建设的“有机性或相关性”，其功用不过是供代代后来者参考，或可有助于后来学者在人类未来学术实践中有所“扬长避短”。质言之，个人毕生的学术努力，不过是为了增添公共学理认知上的“普遍可参考性”而已。然而人类学术思想发展的整体成就，绝非相当于任何时期人类现存学术成就之总和，而应视之为长期的、变化中的、不断扬长避短修正中的panorama和边界不断延伸的horizon。人类学术思想必然是个人与群体在不断自我批评、自我革新的变化中的一个演变过程而已。
这些反映着作者治学整体主义观的学术文稿, 与个人中外正式著译出版物的方向之间具有一致性。为什么四十年来要花上半数时间来翻译、绍述现当代西方理论经典著作呢？向百年来一直弱于现代化文理研究的中文学界推介新知新学新理固然是目的之一，而此类“中西人文理论交流”的（特别是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史间的有机沟通的）目的，也是为了未来可使中华传统中含蕴的仁学伦理学精神与理论基础可更有效地影响到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也就是，只有当国学现代化了，才可期待其在现代世界激活其埋藏了几千年的精神思想潜力。当然，这样的创造性的学术实践志向是难以在目前国际全面制度化了的文教职场内实现的。因为前者的目标朝向着“精神真理”，后者的目标朝向着“物质利益”。虽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知不可为而为之”呢？读者或可从这几卷文稿中了解到本人对此艰困时代挑战之回应态度。
这些未曾充分编辑整理的文稿，大多数最初都是以网文形式发布网上的，而且多数都未曾正式出版过，但也有少部分取自个人已发表的刊物文章和著译序言等，这是因为它们或者未曾编入纸质版文集出版物中，或者因其有助于对文稿主题之阐述，故也一并收入。同样由于暂时没有编辑时间，诸卷的文章在内容分类、时间顺序上不仅未加严格排序，而且在内容文字上也未曾校订，故愿将此5卷文集暂称之为文稿。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对这些文稿进行正式的调整、编辑、删削及增补。这些二十年来积存的文稿的主题方向，与本人四十年来学术著译规划，完全一致，可以相互“说明”，故亦将本人主要著译书籍清单列于本卷之末，以供了解作者特殊的治学角度与方向（可粗略概括为：“中国古典文史”与“西方现代理论”的汇通探索）。本人第一本译作《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和毕生头两篇文章（“胡塞尔”与“列维斯特劳斯”）（北京人民出版社）都是出版于1980年，至今也恰恰过了40个年头。趁此机会不由再次感谢已故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杜任之先生、哲学所所长孙耕夫先生和所人事处曲敬先先生，可以说他们协同一致地将我一举“拔擢于”府右街旁“陋巷”，使我在“文革”甫结束后得以一步踏入高等学界【这是我后来得以介入国际人文科学主流界的必要条件！必先具备“制度化系统内的身份”，才有条件参与高端学术活动。今日世界没有人再承认“独立思想者身份”，如今哪里还会再有如古代稷下、雅典学园时代般的“思想自由”！此又为孔子师徒当初万难料到的人类新文明之新发展了！】，并继后又无私地（今日不可想象）将我首批送至国外高校访学（同时还破例用了哲学所名额将妻子从宁波调至北京教学单位），遂使我有机会从此可有条件为人类人文学术发展事业克尽一己之力。在哲学所十年，又恰逢80年代最为学术宽松时期，我遂得以基于其前二十年来的独立积学，完成了个人生命新开端之“学术准备”；也应庆幸我是于“反右”前的五十年代度过中学六年时光的，故在中学阶段获有大量时间几乎未受严式制约地沉浸于“个人阅读世界”。如果生于今日国内外“读书为就业、就业为发财”的时代，我必不复为我矣！随着网文“疫期学术随笔5”的上网和此5卷本文稿的近期传网，本人四十年来的学术著译工作与二三十年来的学术评论写作或将就此告一段落，剩余时光将可专心于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毕生最后一项“人本主义伦理学”中英文专著写作了。迟暮之年，岂可必言其成！而以“学为己观”幸度一生如我者，成与非成，非所虑也。写作就是研读，研读就是思考，思考就是写作。“仁”于其中矣！全球疫期间记于旧金山湾区陋室。（2020年8月5日）
【补叙】“文稿系列”最终幸获兰州“甘肃云腾电商公司”刘宗龙先生慨然允诺,代为处理文稿排版事宜，近期可发布于网上。特此衷心感谢。本系列文稿虽均写于暮年，却无不反映着作者一以贯之一生的精神志向。此植于个性的精神志向或早于七十多年前即开始蕴育于抗战期间兰州黄河边度过的三年初小时光（其后牢记兰州十里店三事：土坯墙，枣树林，羊皮筏）。与刘先生结识后竟偶然知悉自己也曾是1942年“西北师院附小”初建时的首期小学生。今以此电子文集之“技术性”发布地-兰州，亦可谓以此象征方式 “回归故地”。精神上“重回兰州”意象实大于此。本人几年前构思的“新仁学研究”网站也正是由刘先生的公司代为制作的，当时也产生过学术“立足黄河边”之想。如今复以此“虚拟机构”作为本电子文集的网上“虚拟发布者”，其“非正规性”中岂无深意在焉？在今日“印制出版”意味着“出售”的时代，“网上发布”即可意味着“无关于交易”，从而象征着思想交流姿态中的“返本归真”。在此意义上，不妨说，此亦为在全球泛商业化时代将思想表达“去金钱化”的一种逆时代性的“个体精神实践方式”。思想“去商业化”的意思又岂止于此，其中更含有“非具及时交流性”之意。这类“不务实际”的个人学术议论文章，并非一定不可想方设法促其“正规出版”，然而复生意义何在之问？今日世界为制造“畅销书”（best seller）时代，即“思想成为商品”的时代或“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相比之下，“网上发布”也相当于实现了一种 “去物利交换性”之意。于是，所谓人文学术电子出版方式之“虚拟性”，还可更深刻地表现为：非期待于“现实读者存在”之意（或所谓“读者”不过是技术上引导作者“写作”的一种功能性假想角色）。也即，写作实践可并不期待于主客间的实际交流也。或曰：此亦“古已有之”。非也，以“藏之名山”与“继往开来”自励者代不乏人，乃因彼时前后时代无别，无尽后世必有来者。然而，今日世界突临数千年文明以来之巨变，人类之智慧发展，正在朝向着以其不断增高之智慧，通过日益增强的技术化程序，逐步异化着固有之人性。今日“高科技”对于文明之冲击，实已百倍强于百年前“机械化”之冲击。彼时出现了“现代哲学”与“现代派文艺”之积极的、创造性的“对峙”，以期有以匡正。而今有能力“对峙”高科技之文明压力者安在哉！在未来泛机器人时代，人类“物性异化”趋势将以加速度弥漫地球，人类将因此一代隔于一代，“互不相应”。从逻辑上说，今日作者何可复寄望于明日之“识者”。如是，今日写作何为？此乃相关于今日写作与交流关系中内涵着的“虚拟性”之深层意义。于此未来文明巨变深不可测时代，此一“互联网虚拟性”遂凸显出一种现实的功能性：内心面对着作为“纯功能性角色”的假想读者群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迎合“未来读者”（为此须先知读者为何？），而是为了满足“自我表达”这一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需要。（不免想到中学时代座右铭：自我实现。所实现者非外之物而为心之物。不过是自我实现此“自对自对话自由”而已。）其实在的意义是：在未知客观条件下坚守已知主体实践力的、一种确具现实可行性的思想发布方式之选择。于是幼时故地兰州遂不仅象征地而且实在地再次成为本人“新仁学理想”之言志地；而刘先生则在技术上助我摆脱了此一“选择困境”；完成此电子版文集之“兰州发布”。【8月18日补叙于本地3.3级地震之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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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技工商文明时代人文学术何以自处？——疫期随笔5（终结篇）：再论阳明心学与现代学理的相关性
【文前课题选列】

百年来中国历史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及其至今的影响

抗日战争以来的知识性耽误，其全方位历史效果为何，人文学者应如何不断反思自我补救之道；学术不可能“平地而起”，自我虚实辨析意识即良知学。此一个体基础欠缺非个人之责乃历史之果，对此视而不见即属集体性“自我欺瞒”，集体性虚荣，其导致的损失直接落实于个人，而个人复在集体性遮掩其弊风气中同坠此历史文化盲区。阳明学提出就是为了要破此集体性迷障：认识真实的自己，才是个人真实学术增进之基础。所需只有一事：排除世俗虚誉，对自诚实。所谓“勇”，即直覩自身缺欠之勇力，个人及群体均如是。如自欺欺人，色厉内荏，乃因无勇也。诚者必有勇！

传统文人好名习气及因而形成的拉帮结派意识及思想垄断倾向何以阻碍学术发展：貌似前进实乃停滞；抄袭性之文本积累事实（出版量增加）并非实学发展之证

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商业化功利主义导致全球文人人生观的庸俗蜕变，此为文理发展呆滞的根本原因，而制度化心灵对此视而不见

当代西方人文科学世界的全面商业化、精神文化去势化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当今人文学理的全盘西化将既阻西学又阻中学的发展；准买办式（泛抄袭式）治学生态可从根本上戕害中华精神文明的未来真实创造力：民族精神文化创发元气之萎缩

两千年仁学传统中最为古代士人及今日学人忽略者即其“耻学”；耻学非仅相关于一般品德问题，而是特指仁学座右铭：“君子以不知为耻”。此一命令句将善恶是非上的“求知与无知”之对比设为最高伦理精神段阶，其深刻历史意涵，早已为现代功利世界弃之于不顾。古人有求知之志而乏求知之方，今人有求知之方而失却求知之志。此乃世界人文科学失去前进动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无思之知非真知也；以H1域内之真思取代H2域内之真思，可在技术上误导人文学理内“知”的动机与方向；何谓两域中恰当之真知深思？其判准即在于是否真实地贯彻了知行合一。遗憾，当前西方主流人文学理根本还触及不到此一普适人本主义的、深刻逻辑心理学的问题。

【前言】

现将疫期以来笔记稿中的部分文字再行编缀一文，权作“疫期随笔”系列之终结篇上传于此。关于染疫、防疫、克疫等紧急世界生存危机问题，属于H1域内当前最为紧迫的人类历史性挑战，自不待言，我等除遵照合理规定以求自保外并无其他良策。反之，作为学人“分内”之事乃属H2域内课题。然而二者之间的外部关联性在于：从H1内之巨变今亦可察探H2内之深层隐患。两天前报载来自各地的数万青年汇聚柏林，抗议政府疫期政策干涉人民自由，并倡言所谓瘟疫世界爆发纯属虚构，意在借此管控人民自由也。读此新闻，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叹。百年前人文理工科学世界第一的日耳曼民族，今日竟然会出现如此“狂妄无知”青年勇士！此一可在世界各处看到的“思维无厘头”现象及其背后意涵，终于在世界瘟疫危机的“激发”中暴露出来！过去几十年世界怎么了？科技工商与社会福利越进步，青年人的“时代精神蜕化”也竟然正比例的越强化。这说明了什么：广大青少年耽于电脑游戏、网路搞怪、吃喝玩乐（包括物理吸毒与虚拟吸毒（电子鸦片）），将严肃的社会现象、人文知识与独立思想视为迂腐无用。结果，他们失去了基本的观察力、认知力与判断力。柏林青年这次以其“行为艺术”震撼了世人。（从中颇可反思德国是如何从一战前的头等精神文明大国突然蜕化至二战野兽阶段的！）我更关心的是：在时代风气只知“赚钱谋利、吃喝玩乐”的大环境下，青少年中间还怎么可能再出现人文学界的“真读书种子”呢？此一新闻暴露的时代现象，还不是与功利主义时代群众自私自利的普遍倾向有关的问题；而是与更为基本性的、普遍性的、却本质上比自私自利更严重的时代青少年问题：无知与愚蠢（不排除其沽名钓誉、逐利有方的才智，而此才智竟使其最终不识自身生命安危之真实因果关系为何！），却因群体共性效应而自信满满。今日更甚于往昔的是，当代世界青年，与以往历代青年不同的是，他们大多都是“多维制式化的”产物，取代了此前“浪漫青春期”的是“竞技游戏期”，所以才会将“互联网上个人形象搞怪”当做是“时代新潮”（以为“最新的”就是“最前进”的，以为可以据此即以其“无厘头言行”“傲视”传统，这岂非是显露着一种“青春傲慢病”？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多少次“青年时代的躁动”，它们一次一次地白白耗费着生命与时间！而时过境迁后又集体地一一忘却了早先因狂妄无知而带来的“青春错误”。）在此基本社会舆情层次之上的时代文明病症---唯利是图，于此一世界全面大瘟疫危机时代，竟有进一步暴露。我们人文学术界经常视之为理性精神楷模的科学世界，竟然也已被商业化时代唯利是图人生观如此深刻地渗透。几年前从台湾中研院院长陷入“生技欺诈”的事件中，我才首次注意到原来医学、医药学、生技工程学等是如何胆大妄为地利用科学技术来弄虚作假、追名逐利。医药界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人类天使，如今成了科学家借助人类病患谋利而不惜故意戕害大众人命的手段（商人化人格渗透科学事业后遂可使科学效果彻底变质）。此类丧失了基本人道主义精神的竞争求利垄断集团，其内心之黑暗、行为之龌龊，真是让天下人大开眼界（而世人还将他们尊为促进人类福祉的高尚精英！）。自然科学界的弄虚作假风气已然如此，再回看我们自己的人文领域，也就不足为怪了。幸好人文科学不成气候，缺乏实力和实效，欲为非而无能，差可成为文人安全寄生之地而已（或因此一彻底人性异化而甘愿将人文学术变态为纯粹追名逐利之忽悠工具：追名之具，逐利之具，岂有他哉！）。百年前，如果“西方现代派文艺运动”是对工业文明和金钱时代做出的情绪性反动，那么今日的相应反应则已完全是理性的了。科技工商文明之“进步”，突然将人类带至自我毁灭的边缘；不仅指“从外部”，而且是“从内部”。后者的人性变异性将导致“人将非人”：导致非人化的原因，一是经由“软件”（彻底私利化即“由人级退化至兽级”），原因之二是经由“硬件”（如比尔盖茨等逐利扩势无边的科技大亨们竟然会提倡将晶片植入大脑，通过无限提升人的“工作效能”以加速人之本质的机械化）。软件如果可使人“倒退”至“去人化阶段”，硬件则可使人“前进”至“超人化阶段”，既从心智层又从社会层将人类社会通过此双向操作改造为“科技工商动物世界”（当初仅称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今日必须加上“科技”的功劳了）。当地球上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全方位地促成着由科学技术引生的人类生存危机时代，人类理性还意识不到当今文明挑战的实质是：人类文明是否应该后无止境地发展科学技术呢？对地球上的生存危机视而不见，不关心如何解决“地球上的人的问题”，却超越人本主义立场地痴想着如何移民到外太空去？这不是精神有毛病是什么？或者，这也正是疯狂人类积极于“去人化”努力之表现乎？人类文明的“进步”绝对不仅是“科技工商进步”。人类生存价值观问题才是我们于此历史空前疫期应该反思的最高问题。我们人文学理学者是不是应该怀抱此精神视野呢？（2020-8-4）

1. 为什么要再反思“80年代”？（回忆重入社会后头十年的学界体察）

我的“出道头十年”也恰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那时我与小我二三十岁的学界“新青年”同为新知新学新理运动的参与者，大家方向相同而作风迥异。后来才认识到此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性的，即彼此此前二十年的生活轨迹迥异。学界新青年一代的共同特征是普遍“出身于文革十年”，读书较少而经验甚多。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热情高涨，勇于进取，团团伙伙，进取有方。这大概是得宜于其文革期间形成的各阶段人际斗争锻炼。由此获得的经验，一旦时空转换，即可将经验由“武场”转换到“文场”，而积势逐利的策略性智慧经验如一。果然，其中才智过人者纷纷通过土洋科举渠道获得了“出身”资格。场地，方法虽然大变，而动机，目标如一。如我多次指出的，80年代带来的国内“竞争逐利条件”恰恰与国际社会普遍兴起的竞争谋利商业化大潮节拍一致，“十年”间获得的特殊经验甚至于还可以运用于国际，而显示出“逐利竞争智慧”具有的人类普适性。结果，无论是求知好奇心还是真理探求欲，在此国内外堪称一致的“文化商业化”环境下，最终都被约束于学界体制内“按规则逐利求胜”的市场化格局之内了。

本来这也是人情之常，何足深论？然而从一种“历史社会学”角度回看此一历史大转换的头十年中的“文场风云”，可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今日学术成就的价值和未来的应取方向。凡是喜欢怀念“80年代”者，其着眼点为“环境宽松度”，而非治学态势及其成果的“正误度”。为什么我总是提醒警惕此类“80年代颂”？因为担心其后几代会将其学其成果视为后世进学之“基础”；虽然他们是当代学术史在时间上的“起源”，但绝非可视其为当然的“基础”。无他，大家都来自一穷二白的“十年”，从头做起，而在多快好省原则指引下，求快，求成，求胜风气充斥于学界，不论中学与西学。而按此方式形成的一代“80年代学长”，照律一概赢得了头衔和职位，因而获得了学场“权势”，并据以成为引导新一代学子的“导师”。一般而论（少数例外不论），这样的“传承关系”也就决定着其后“学术积累”状态。而在此职场外衣包裹下形成的“新学术建筑”其筑成过程如果仅仅是“十年”，那么这个在职场外衣下的建筑物之“基础材料”为何，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此建筑物会不会是如我目前在美所住的的“预制屋”般有“上层”而无“基础”呢？

以上质询的“敏感性”在于：职场功利主义时代，学术价值成为了职场权势具有者之“功利手段”，对于任何“商品”质询其品质都会有损“老板”的利益（虽然有功于消费者的利益）。这类“学术社会心理学”观察与研究，虽然大有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却必然同时引起学术权势者的反感与集体性抵制。不妨说，这样的学术生态才是今日全世界人文科学难以健全发展的关键所在。人生观的不同！“诤友观”根本无法劝谕于今日功利主义学界。如果上面对大陆80年代学术复苏时期的批评可获得当时海外各地华裔学者的某种“同感”，那么当我的分析将观察对象转为他们时，则会遭遇更大的讥讽和抵制。以往几十年我的有关谈论甚多，不赘述。对于他们，我的观察兼涉两方面。一是，他们意识不到两事：1）50年代后的港台学术不再是49年前民国学术之“延续”；表面上是内容与方向上的连续，但其多方面环境的巨变导致其学生生态根本失去了1937年前的“文化学术环境”，其产物必然变异，故不可以为发展了若干大陆不再有的传统式作品就以为是在“延续民国学术”。实际上，客观环境的大变导致海外华裔人文学术也与“民国学术”发生了另一种相对性的“认识论断裂”。

那么民国时代不是更与明清时代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吗？是的，但那次是一历史上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文明大转向”，由于“儒学修养”本身内涵着仁学伦理精神和学术创发潜能，在历史全方位的突然转折中，无数民国读书种子遂完成了一次 “异质性精神文明间创造性的对接或综合”。【此处所说的是“儒学的潜力”，而不是儒学的内容；儒学传统的伟大性在于其精神性潜能，而非在其历史上完成的学术话语本身。所以民国学人多能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躯壳”。此一历史事实不容错比为当前某些“儒学界”（留存其躯壳而弃置其精神）。】这是“认识论的断裂”，但不是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割席”，其“断裂”中蕴涵着一种细密的“古今中外汇流之精神动力学”。其中的“古今中外互动关系”处于连续性的、创造性的“化合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此种“历史文化人类学的”奇迹呢？因为那时民清之交时代大批具有文史哲仁学素养的君子学人（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出现了生于清代而长于民国的两代优秀读书人），他们（源于中华民族精神中“潜伏着”的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又都勇于在认知上与制度上“弃旧迎新”（梁启超是此一中华历史巨变期最重要的典型；读者注意：“典型”之所以是梁氏而不是留学博士，其中之解释学意义极其深远），所以才会出现历经二十年的“五四时代新文化期”。【汉学家们由于理论知识极其薄弱，不能够从意义、功能、结构角度观察分析历史，结果一切都从政治角度分析得失取舍，而对于政治学术的认识又仅只能够从其“新闻学层次”的表面观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深层“政治动力学分析”！识者当可从此评断中理解我所说的H1、H2分界观。国内外学界始终未能越过历史现象从功能上划分出“五四时代范畴”的社会政治史研究类别和其文化学术史研究类别。结果导致世界上“各类中国学界”在政治社会分析与学术思想分析两方面的认知混乱。为什么他们不自知？因为他们集体地生存于泛汉学自留区职场内，将其中肤浅形成的“认知共识”，通过学术霸权经营，运作为职场谋生之具而已。不求“深真”而只求“浅成”的话，余下的要务就只剩下将任何偶然形成的“共识方向”加以权威化，通过学界权术关系用以变相垄断学场而已。 】

那么台湾牟、唐、徐、方诸公不正是我上面盛赞的那一代读书人吗？一方面，我所指的是“读书人全体及其创造性互动关系”，而不是此整体中的少数国学优秀人士。不论在一个场域内多么优秀，个别人的潜力只能在整体环境内显示其生命力。新儒诸公当然是海外“硕果仅存”者，其本人之努力与学术成就无人可以否认，但关键是他们不再生存于37年前北平、沪上，可受到不断出现的新知新学新理的冲击与刺激，从而可激发出创造性的“认知应变”了。“困于孤岛”后，其人只能在大大窄化了的环境下“单线”延续自身方向已定的知识“积累”。其“海外花果飘零”之宣言，也恰可表明在“现代知识论”上他们多么“单薄”，那种学术民族主义情怀固然反映了价值观情感，但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现当代社会与世界现状“机制”的不了解。（欲以其H2逻辑处理H1域内问题，或根本混淆着两域）其理论性的整体弱点的含义是：首先，他们不属于“民国学术”的理论前沿探索者类别，而是大致类似于首创“以情害理”的熊十力思想系统之洋化变体，其次那个战前民国学术时代虽然从思想史角度应该大书特书（但不过是就其“幼年成长期”而言的一种成绩肯定），但远远未达成熟期。我们称赞那个时期，仅只是指那是一个有条件进行创造性发展、改良、提升的学术环境而已。（所以对于中文系出身的现代思想史学者们打算通过追溯“大师脚步”来夸大学术思想史的时代性价值的立场，虽有重新引介前辈学术成就之功，而如倡导“今日”应以“当初”为基点“重新来过”，则属误导青年了。须知，不应把当时的“一时完成的半成品”夸张为“长期有效的完成品”！）新儒诸公，一方面（群体性地）不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亟待扩大与深化。（因为他们的理论修养多只限于一定程度上熟悉西方哲学史或现代英美实用主义，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十几类必要的新学进展所知有限。这是自然之事，当然不可苛责。但他们对自己理论上的局限并不了解，甚至于为传统儒家的“玄学假大空”风格所囿，误以为自己已然中西兼通、无所不知，对不知者则妄加贬斥。此一民族性自大狂风格就是由熊十力带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为意识形态上身处地缘政治上的西方系统，遂以为自身的现代理论框架也自然地近于同类，其实港台当时有限的现代学理输进状况具有明显的“学理史地偏颇性”，至少其现代社会科学的跟进，远超过其现代人文科学的改进，但自严复、胡适两代起，民国学人对此区别尚无清晰意识。此外也暴露了其学识的另一种局限：不知道区分汉学作为西方少数族裔ABC学和现代世界人文学理主流间的高度学术范畴性的混淆。同样由于其学理范畴辨析不精（不知区分H1与H2），竟然以为在汉学系讲些西方大孩子似懂非懂的“儒学”，就等于“吾道西矣！”此种不应有的误识，又进一步暴露他们性格中的“色厉内荏”特征（中国读书人的千百年老毛病）：不是向内（心）求真实自强之计，而是满足于浮表的“自我快意”（类似于今日网上所说的“口炮党”）。【无论是熊十力还是其弟子牟宗三，仅从其内心含有“五百年后又一人”的“抱负”看，岂非动机上悖孔之甚？如果把这种学术思想浮夸风透过几代弟子传播天下，今日又以阳明心学名义煽发之，这是在推进中华精神文明还是在“瓦解”仁学士精神呢？】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义理何等简明。而我遇到的几位台湾史学家，竟然一致地流露出一种对该格言的颠倒版之信念：“吾爱真理而无奈吾更爱吾师”（一笑）。多年来我遇到不少聆听过牟先生教诲的三代新儒后学，他们对牟先生的尊敬是诚恳的。（不似他地师生间往往只维持着相互利用、拉帮结派的关系）这是一种从小学生时期养成的尊师、敬师习惯。之所以应该对于自己曾经从其收益的老师怀有敬爱之心当然是人情至义。理由在于：老师曾经为你辛劳付出并对你为人治学态度多所教诲。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情感关系。但是此种“敬师观”根本无关于老师的学术评价问题（古代私塾时代，大多数老师本是落第儒生，弟子敬师，乃因其“教授着一般知识”，而非因其在平均的意义上“道高一等”）。学术水平相关于全体学界状态，千万个教授中仅从一人受教，该教授的学识只是千万人之一的学识，自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如是，为什么不能对乃师的学术加以客观评判呢？当我看到我的台湾史学家朋友在我当面与其讨论其师的学术时，一位前文化大学的史学家对我坦言“我决不能妄评牟师的长短”。我在台北街头听后“一愣”！难道这就是海外儒学宁肯依附国际汉学“维生”而失去了仁学者求真精神的证据吗？（有趣的是这位牟师弟子在阅过他要求我预先提交的讲演提纲后，就将我次日在文化大学历史系的讲演借故取消了。我在台多次遇到此类“把戏”，不过一笑而已。只是叹息，“新儒家弟子”们的胸襟如此，哪里有什么古儒士之风呢？为人师长而心里边时时拨搭着小算盘。当初北大清华读书人会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把现代师道当成了“古时孝道”，这岂非类似于古代儒教社会之“移孝为忠术”之遗存乎？当然，我也肯定看到一些台湾朋友此种“尊师”心态之真诚，我想那是出于一种自幼养成的教育习惯，其“失”不在其“德”，而在其“智”。难道这不正是我一贯批评的“以情害理”风气吗？当然也还有另一种不属正面的情况：学界比高比低惯习。兹不论。简言之，无论对于民国学术还是港台美华学术，对其研究、绍介、肯定其学术成果并研习其所长，都是我等后学必需要做的事；但如因此而提倡将此两大学术思想史资源作为我们今人治学之方向、方法和根基，则属误导认知之偏见，其效果只有一个：导致今人人文学理研究会长期保守落后下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海外新儒家几代“导师”们的理论性基础，基本上停留在民国时代或国际汉学自治区水平，不可由于他们是大陆以外的华人名家学术就可（放心地）视为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之“自然基础”。不存在这样的、基于历史血缘性意识的民族学术之“自然”。

【申论】最近才有机会翻阅我于80年代在北京购藏的几册影印本文科《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出版于1969年，蒋氏去世前数年），对于其中不少理论性条目的撰写颇为佩服。对于民国时代能够出现王云五等“学为己，必为人”者，尤为感佩。其中不少年轻写手似乎都是留美学人。我本人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几个条目的前作者以及70-80 年代承担述评式文字的编者和作者，比较之下，可说60年代蒋先生在世时台湾一些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和文字水平颇可称道。我一边翻阅，一边遗憾未曾在当时购书时即予翻阅，而特别将此体验与我对主要走英美路线的港台“人文科学”（包括新儒家）的批评对比，更加认识到：今日应当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英美人往往不称之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而是称之为“人文学”[the humanities]）在结构与功能上加以区分。（当然不可能在资料类别上区分，二者传统上原是几千年混合存在的，二者的“合理区分程度”是近现代以来逐渐明显的，而区分的“必要性”尤其是发生于二战之后，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一国在社会科学水平上的层阶与其在人文科学水平上的层阶是不一样的。至今将二者混合处置的自然大有人在，而我从符号学-解释学角度看，对于中西人文学理比较研究来说，二者的区分必要性的理由最为明显。（2020-8-4）

以上论述不仅在华人学界必定引生普遍反感，而且在国外学术社会中也会是同样的。对此我已经谈得太多了。一般反感的主因是，批评的主题是学术功利主义，因此必然触犯着学人的职场利益和自尊心。今日学术商业化的一种表徵是：用（勾心斗角）商场上（表面上）的“和气生财”来维持学场上的“秩序”（生意运作环境？）。为什么学界要比高比低（大师、学派崇拜都是供此之用）？因为要维持自身“学术商品”的价值，批评学则必然导致贬低学术市场“价格”。本人反复强调，本人的批评反省立场，绝对不是要肯定某些学术、否定某些学术（因为一切学术都只有相对性价值，都是“半成品”，都有待成为“较好半成品”而已），而是针对着学场及学人的态度和方向的。至于批评的触角自然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更有甚者，越是对于师承的、专攻的、熟悉的学术，越要施以客观严格的批评。不言而喻，按此，岂非恰恰是首先最要加以批评性检视的，正是我们直接受教的内容？也就是最为敬爱的老师的学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明确教诲：要将师生关爱感情与相互检视批评二者加以严格分开。当陈述此各域后，不要将其误解为要“打到一切学术权威”。“学术小道”是什么？是指职场内争名夺利、拉帮结派、以学谋私，以学营势；此一“小道”今日在全世界都已成为“大道”（人人争走的康庄大道），因为商业化功利主义时代个人间“竞争求利”目的，已被公认为“天经地义”。为了竞争求胜，必然要讲求方法策略，于是从逻辑上看，商人化竞争手段必然须纷纷施用于学界，首先包括必须自言“本身商品”最佳，此间哪有“自谦”之意。因此，“致良知”根本上是逆时代之风的要求！（2020-7-25）

2. 传统语言的歧义性及其与现代理论思维含混性的关联

现代人之文史哲思惟活动的技术性难点在于：首先，须要借助几千年积成的传统字汇来对古今中外混杂的话语对象进行现代化的“思想合成”，因此面对着一个表达工具和被表达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这样的普遍性任务可说明我们所说的符号学和解释学角度与方法，并非是什么标新立异之学，而是一种“泛语义学性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新思想工具；其次，中国现代学人进而需要区分思维实践之不同认识论层次，因为两三百年现代化的到来已然在传统社会文化史、现代社会文化史和未来社会文化史三大史域中形成了严格的分界；此即，现代人对于过去历史的认知方式，对于当前历史之介入方式，以及对未来历史之展望方向，他们分属三大不同的“思想实践论系统”。我们不拟在此对这些问题详细讨论，仅据此对前面诸多批评性意见做一合理的“自辩”。例如，将海外新儒家一代的“功过是非”继续按照上述三个不同的实践域来加以分辨。当我们赞许新儒家前贤在现代化社会环境中坚持引领后学坚守及继承中华精神文明之几千年遗产的工作来说（属于第一域），当然对之应予积极肯定（如有批评则在于：民清一代前贤大概低估了现代化功利主义环境下后代学人之时代性通疾——急功近利，从而难以真实“践行”仁学古训）。我们对之的批评相关于第二、三域：今人应该如何“实践于”传统文化遗产现代研究领域？后者相关于三域中实践论关系（相关于今人与传统、与未来的关系）的问题，必然要大不同于古人所说的“承先启后”故训，因为该类古训是相对于古往、现今、未来三界构造性一致的不变传统历史社会而言的。所以古人可以谈“数典忘宗”之罪，而今人徐先生等则不宜续谈之！将古与今基本上视为一连续性直线展开，应属时代认识论滞后之“抱残守缺”误识，结果不惟不能“有效地”继续发扬民族精神文化，反或成为有力阻碍其提升之“利器”。（“读死书，害死人”，因其思维方式多据经典规范进行，从而必失去瞄准现实的自由思考意志）例如今日该如何理解两千年前所说的“孝学”呢？对于“继承亡父之志”而言，即应对“志”字变通把握，因此字可有多指：动机，目的，方式。今人应该继承于传统的是其动机（即动机层上的心志），而非泥指古人之具体目的或方式，此即“与时俱进”之确义。“进”者，进化，进展，进步，其内容必不同于古代社会中生存之祖辈之学行内容，而必应坚守者则为古人之“心志方向”（而非其贯彻其志向的古时实践目标和方法，因具体实践内容必当是不变志向与屡变环境之间有机互动之结果）。现代新儒家者，往往逆反为之，所继承者为其“历史旧迹”（儒学儒教行事内容），而所遗之者反为“永恒心志”（乃由孔孟仁学实践学体系综合确定者，非仅只个人从中择其偏爱或方便的条目予以绝对化“泥执”者）。（请看现当代国内外“儒学界”的急功近利、争名夺利风气，一点不比他界为少！可知孔孟精神与此实无任何关系，不是谁“重复着孔孟话语”就是在践行仁学思想者。）今日移住欧美之新儒家后学们，不过是“现代型的教授”而已，其人格构造与宋明君子早已南辕北辙，而所谓传统文史不过相当于他们加以 “使用”之职业化材料与工具【我早已指出，新儒家辈因认识论立场迟误，不能区分“运作材料”与“运作机制”间的异同关系。决定学人治学范畴的是“运行机制”，不是“待用材料”。如是。如何还能仅因“材料相同”彼此即可视为“同道”呢？】。牟唐徐一代人格因未经西化洗礼故其在第一域（体验与传承传统文史）内的方向导引之功岂容后人轻忽。在严格的意义上我曾指出瑞士耿宁是对阳明学精神切实具有直感的少数西方学者，而大多数其他汉学哲学家对于阳明学不过是仅能理智性的把握而已；有趣的是，他所受的西方哲学科班训练，竟然使其反自限于以传统儒学方式来领悟阳明学思想，于是西方哲学科班与中学的儒学科班间之“制度性结合”（也就是现代西方职场与古代中方职场的“制度性结合”），使其未能超越双重传统上的“泛哲学本位框架”，结果其人之国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止于第一域，虽然这样的学术造诣已非其他汉学家得以企及，而其在现象学与阳明学间的比较研究则可惜仅止于描述性层次（从技术上说，其“失”在于未介入现代解释学和符号学领域，而将现象学哲学视为其现代理论之基础）。当涉及到将阳明学纳入第二域时，就须牵及古今中外之认识论-实践论的层次分辨与混淆问题。如欲在此超越第一域实践而有效进入第二域的实践，就反须首先（不是急于向外，向西，寻求任何并不相关的“理论性知识”之“伪支持”）深化自身对于中华精神文化精髓---心学或诚学---之沉潜度，即在心域动机学层次上自反批评性地粹炼良知意志。再次强调：所谓阳明心学是指学者“对自之学”（故非仅限于古人之良知行迹；今人须分别良知之内外不同轨迹，内者必不变，外者必因变）。新阳明学，不是为了向“局外人”（大多数国人与外人）介绍古人历史故事之学，而是向自身及同仁质疑批评与互励共勉之学。为什么在此第二域内为学反更艰困呢？因为阳明学所强调的良知学与现时代世界所普行的功利学，可谓直接对立。此所以名之为“挑战”，名之谓“勇学”。古人话语遗存可按不同方向加以 “使用”。良知自然是指个人内在心志，不是指职场外在知识。

在第二域中的认识论挑战，主要发生于“中西文明对峙与汇通”领域。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我们即打算在中国现代化百年纪之际象征性地呈现此一在人类文明思考层次上有意义的时代课题。【如已报道，本人作为双边会议组织者间的“中介”，一方面须说服西人乐于面对“中西文明对话”这样的使持文理优越感的西人或有不安的题目，另一方面须通过另行组织非官方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用以超越“外语界领地局限”，广邀人文社会科学各科学者与会，以有意义地完成该“学术界行为艺术”---真正跨学科对话之象征性实验。】“百年，南京，中西”，此三大关键词，在象征的层面上可谓意指无穷。广而言之，三千年来，中华精神文明之“类别”或可以“文学”概言之，西方精神文明之类别或可以“哲学”概言之。于是，中华之“文史哲宗艺”，均可归入“泛文学范畴”，其本质为形下“伦理情志学”；西方之“逻辑，修辞，神话”，可归入“泛哲学”，其本质为形上“伦理分析学”，西人古代丰富之史诗体，神话体，修辞术等虽应属于现代文学科内容，而其思维倾向均朝向于超越性领域之因果分析性。中华之情志文化传统与西方之析理文化传统，自二十世纪充分交汇后，共同形成了人类精神文明全球化发展之中心域。此中心域内之内容即指双方文史哲宗艺遗产，而非指今日已完成其全球化之科技工商法政之“物质化文明主体”。不同史地背景下的不同文明实体，在物质化认知和行为层次上易于形成相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无论是在先所说的“无产阶级无国界”，还是今日所说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均可概括为“技术化、商业化、功利化之无国界”。不想百年前康有为之乌托邦大同说可首先实现于人类物质文明层次。对于此一当前物质化文明主体言，人类间没有认知和需要上的异见，试看各国媒体之统一头版版面无不以“经济讯息”作为社会生活之第一关切。此一全球化之人生关切的统一化，可导致人类较易于完成协同一致的物质文明史的共同展开。与之相比，我们说的“精神文明目标”则彼此大异其趣，其中充满着意义观、价值观、伦理观、信仰观、美学观、真理观诸方面的异质性思考，此因各自根基于不同文明的历史，来源于各文明体间千万年来形成的、充满不同形态冲突争斗的史地差异性。在物质性生存领域，人类或许易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在精神性生存领域，彼此的差异性如何演化为互补性与合作性，自为本世纪最具挑战性又最为难以克服的时代重大课题。虽然此一大课题的存在被人类对物质性建设及物利追求的独一重要性关怀所遮掩，而具有历史视野的“识者”对其存在的实在性岂容无感或视而不见？我们的海外新儒家思潮，如能从这样的广度、高度进行观察和反思，即须首先超越功利主义时代职场化的局限性和权威们的垄断性。今日“为士者”岂可不勇于面对中西两界精神文明大会通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这又哪里是仅从“重读中华旧籍”的选择中即可完成的呢？难道新儒家一代形成于民初三十年间西学初起时期的中西现代化知识汇通经验，已足以成为一代代后学持为不变经典与治学的基础了吗？
西方文明的泛哲学特质所含蕴的思考与行为的逻辑性特质，最终导致其成为科学技术与商业法制之文明创生地，此种在理论思维与社会实践两个层面上的逻辑理性，今已成为全球各地予以顺应之科技工商文明大方向之基础，各种不同的历史文明，包括中华文明，不仅均采纳了此一发展方向，甚至于部分地可后来居上。而具有同样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之泛文学精神特征，却反因进入现代化的科技工商文明阶段后，而与自身的精神文明传统失去了积极性关联（对其进行的被动性宣扬与职业化利用除外）。【这也是早年严复、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等惋叹中华传统精神世界逝去时表现出的“时代性伤痛”；他们因未能升入更高认识论层次来扩大视野以重估此历史性转折之多重意义为一事，而其哀叹步入现代化世界后的中华传统“精神文化”之伦理性消失则为另一事。】殊不知，此一历经三千年的中华泛文学性创造遗产，其实（正因为其与现代西方开启的物质化文明之间表现出的鲜明异质性）包含着其潜在的巨大精神性创造潜能，今已在西化的唯物质主义大潮下难以复苏。中华泛文学文化史是世无其比的人类文明奇迹之一，其三千年来在方向、风格、形式上的结构与功能的长期一致性，以及在其朝向心学情志方向的仁学伦理情怀的持久性（从古诗经至明清史学），实为中华士精神之永恒的潜在载体。但是不可讳言，我们再也不可能延续那个唯美主义式的（经史子集，诗琴书画）的伟大三千年文化史了【其精神文明的价值端在于此，哪里是什么古玩建筑等物财类遗存（还不要说，这些物财珍宝都是帝王将相霸权谱系之历史文化符号了）能够取代的】。我们可以对此精神文化遗产进行模仿，但现代人之人格已经彻底被物化，故只可描慕其行迹，岂能复得其神韵（在观赏明代文人行书、草书之秀美飘逸笔迹时，深感其源头在于其“心”，而那个古典美学时代已然永远逝去，如今有书法天赋者，形或近矣，神则难似；“境去心亡”，心之不存，言何慕古？王、陈之叹源于此也。）。但是，正是历史解释学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作为不可改变的现代人，我们该如何最佳地“继承”或“发展”此一伟大民族精神文化遗产呢？这就又须回到前述的域1域2的区分。精神文化及其现代人文科学形态义属域2内的历史实践方式，自应在来自西方文明的科技工商物质化建设主流之外，将来自中华文明的仁学伦理学纳入“中西学理汇通”，以抵制功利主义世潮之精神性侵蚀。仁学不仅是人本主义之学，而且是现实主义之学，学者依此须首先面对现代世界现实的方方面面，学所当学，思所当思，在研学目标、动机、方法上强化“两学”之主导性，用以振衰除弊，复使中华精神文化传统可有力地发挥其伦理启蒙的作用。所以现代国人学者该如何处置域1实践与域2实践（后者本质上即是“古今华域”与“古今西域”间的一种多维互动关系），不是一个勤于“博闻强记”即可解决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一个与朝向于未来就业前途的学场系统相关的问题。君知否，阳明学或新阳明学，必然是一个于职场外平行提出和分离实行的人生使命，其要旨岂可仅从复述阳明文字（以应现代科举）得之？心学者，（非“心经”之类）乃指于职场外“重新立心”之学。其结果归诸于信仰、意志、方向等创造性实践学之根基问题，而非仅指熟知其言行字面而已。这才是“中华历史精神”之现代性意涵的最深与最高境界（其基底为“心”而非为“物”）。
西方文明之“泛哲学文化”，曾开启了近现代科学文明，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科学。此三大科学系统最初难以在其他非西方文明世界产生。这样的无可反驳的客观事实，伪民族主义者因以争强斗胜为心而常予否认，实际上却因不懂中华精神文明之精髓所在反而全方位地沿着片面的“物质性全盘西化”方向趋进，从而越来越轻忽中华精神文明的价值。所遗者“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之“精气神”，所求者乃为可变现为国际商品化“物财”的“历史古玩”。我们正是要在此一有关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大关节”处，来把握新阳明学之深意。（朝向纯物质化物财的文明目标，还是朝向兼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文明目标；更准确说：兼有二者而必以精神统御物质的目标。）百年以来我们无可挽回地离开了中华传统文明世界而踏进了由西方文明开启的现代科学世界，在此“域2”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全面引入现代科学三大系统，本中华精神文明遗留的精髓——伦理心志学，勇于后来居上，在物质性与精神性两大领域（而非仅满足于成为西方物质化文明主流之“单一化顺从者”）参与承担人类文明前沿挑战【此物质化文明未来包括了如今全人类视为最高等级的“机器人世代”、“太空征服”、“基因改造”、“AI程控”等“纯物化目标”；如是，十九世纪马克思等经典思考中的人本主义“人学课题”亦将不复存在？】那么，我们面对的时代问题中最切要、最艰难者究竟为何？本人多次指出，由西方文明文化方向制导而今已成为全世界遵行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片知识领域，已成为人类生存史上的积极成就，各种不喜工业化文明的乌托邦、现代派、怀古派文士们的唯美主义畅想，均无法阻止此一科技工商化文明继续发展的大方向。唯独在同一科学化时代潮流中形成的现代人文科学领域，因涉及各文明世界中的前科学化的文化遗产以及忽略了人类文明历史全体之精神性需要，遂呈现出多方面的窒碍难行局面。两大文明均在各自的域1中功利主义地“使用着”传统人文遗产，而在各自的域1域2关系学中尚未摸索到二者之间相关的“大关节处”所在。西方学人当然不同意此一批评意见，因其在半个世纪来的“科技工商”极端化发展的局势下甘于成为学园寄生者，从而越来越弱化或丧失了坚守真实科学理性的意志，并呈现出“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之颓势。而更为深刻的“学理异化生态”则表现为其难以更改的“随波逐流”之惰性。此即，在学术文教全面职场化、市场化的局势下，学者思想家者流之人格也日趋“商化”和“小家子气化”。后现代派貌似反叛主流，其随波逐流之迹恰流露于其按照职场环境与市场行情来经营其“被法定规则容纳的”所谓“异见”（不过是同一框架内可被容许之异向点缀而已）。后者实行的“市场内有效的之‘异见’”，恰足充当着“文化市场多元化表象”中的文化学点缀搭配角色，其批评话语的“修辞学尖锐性”遂可成为主流学区的一种边缘性装饰。于是，在此域2领域，中华士君子（非指古典意义上“学富五车”者，而指不堕古君子“青云之志”者；要点在其心志，而非在其事迹，前者似“虚”而为“实”，后者似“实”而为“虚”，此即所谓历史解释学的读法，国学者望慎思之！），其视域、对象、层次、方法，必然与拘守域1内之功利主义章法大不同。【2020-6-10/15】
3.  阳明心学作为推动人文科学革新之“动力学”
为什么今人生存于“现代西化了的唯物质主义世界观”中，反而要返归几百年前东方的“唯心主义人生观”？因为前者的文明社会生态受制于受动性的机械主义，后者则处于前现代的主体相对自主域，包含着更具能动性的自由选择力或主动创发力。科技与市场的盘根错节网络，已然成为世界唯物质主义发展方向之决定性基础。貌似处处增多的人类自由其实时时受制于固定市场机制化程式之左右。现举一个例子说明之。西方大媒体企业的采访风格，看似自由至上，而记者绝非纯然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其言行举止一要受到“老板政策”的约束，二要受到大多数“被准技术化了的”、“被准庸俗化了的”读者大众趣味性向之约制。后者对于其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向，甚至于更具有直接的约制力，因为民主社会最终须重视多数民众的正负向反应。什么是今日读者大众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专门技术性人才”，除了精通各自“专业知识”以外，对于分外的社会、文化、学术知识普遍失去好奇心，其真实兴趣就是专业以外的“吃喝玩乐”。“不读书，不看报”导致书店关张，报业倒闭。但是他们虽然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古典文学等知识没有兴趣，但人人对于政治论题都有自然形成的“直观偏见”，并按此“一偏之见”（=自由？）做出各自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殊乏充分认知根据的）抉择。他们的兴趣和性向正可决定着舆论市场的“行情”。要点在于，其社会认知能力普遍片面化的技术化大众，正因其知识窄化，故最易受到各种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话语蛊惑而成为彼此之间争执不休的舆论乱源。于是，媒体与大众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关系，背景复杂的媒体机构，一方面须跟随迎合大众兴趣倾向，另一方面又恰可成为大众兴趣倾向的“相对制造者”。如考虑到媒体老板与财团的关系，决定记者思想行为的相关参量也就更为繁复，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就离“独立知识分子”立场越来越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记者招待会上那么多提问的问题质量都如此“平庸”，甚至于颇多相关于日常大众生活话题（为了迎合、符合大众兴趣）而少有具“因果深度”之问。当然此无关于媒体人之教育程度问题，而是反映了“全球化金融资本”控导时代媒体知识人与学园学者们的“心态”，是如何受到多方面的客观力量制约的。于是我们看到，“大众”，一方面容易受到蛊惑力量之左右，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共同生存状态形成的集体倾向和社群气氛，又容易盲目信从社群共识而愈益失去个人独立判断意志。难怪海外“68年”风起云涌时代，其社会文化精神会如此混乱与肤浅。而正是从那时起，人文学术思想理论化潮流突现，国际符号学运动也“趁机”崛起。近来反思当代国际人文理论诸流派的真实学理价值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应该从现代历史、社会文化史、人文社会科学史等组成的整体背景上考察理论流派话语之正误是非问题，岂可被理论话语修辞术之“逻辑性诱惑”吸引而歪曲了自身的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的科学立场。本人前文讨论之所以从“现代派绘画”谈起，正是欲从基本处反思“理论性话语形式”本身与人文科学理论的真实关系为何。
阳明心学或新阳明心学（阳明学加一“新”字，一是意在使用上区别于历史上“阳明后学”之准禅学或日本武士道者流将其视为争斗心术之偏见，而是强调阳明学在人类新时代文化学术环境中的可能作用），当然是将其作为传统思想载体的民族性扩展为一种具人类普适性的、朝向“人能弘道”实践论的心力启动学。今不争之事实为：今日“中华民族”之百分之九十九人都不再学、不再熟悉“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儒学典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知识教育和职业内容，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文明的“数理化”知识，它们与在现代国际通行字汇中无其定义的“儒”字，没有任何关联性了。【“儒”仅是社会文化史上的“特称”，一如“秦皇汉武”。胡适一代早先的“儒溯源学”，仅只具有片面的史学意义，不仅尚未涉及相关的“字义符号学分析”，而且该类据传承文献考据而得的“字源学结果”也根本不具资料可靠性。如是，汝辈之意是欲将儒道仅适用于中华民族之百分之一、百分之零点一人众乎？也即，使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中国范围内，使其发挥的作用越小越好乎？亦或欲使其根本不可能在窄小的“国学职场”之外发挥任何普适的建设性作用乎？】在促进“儒学研究现代化”事业中，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前面所说的“材料”与“机制”之别；也即，是将其作为现代研究的“材料对象”还是作为“研究方法”（运作机制）。如是后者，也就是预先限缩了其学的范围、目标、方法，使其不可能沟通于现代世界人文科学全体？（如果“国际交流”仅只指“民族学术自留地”与“国际学术自留地”之间的极窄域对话，此种对话的学术意义为何，岂非不言而喻。）反之，如果能以现代科学理性可接受的方式从其庞杂史料中抽取出“有生力量”，使其有条件在现代人类学理世界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以促成“人能弘道”之科学目标，局面则将根本不同。【一个不尽恰当的比喻是：现代化的“中医”应该设计来只应用于中国人，还是应设计来使其也可应用于各国人呢？如果回答明确，那么“国学”呢？】其实，“国学现代化”之效用并不局限于学术界，甚或可相关于人类精神文明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如今采行的完全是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引导的物化文明方向，而如可同时纳入由仁学、阳明学导引的中华伦理精神，岂非人类文明史上之一大幸事。尽管惟物质主义文明在科技工商引领下已成不可逆转之大趋势，在此全球化趋势下大多数“技术化了的人类”都将永远无关于高等精神文化事业了，因世界大多数人已注定仅只将金钱势力、吃喝玩乐、荣华富贵、出人头地视为人生之最高幸福及其保障（注意：各古老文明中产生的信仰体系，无论在天在地，均把“物质性享乐”视为人类之“唯一”理想形态，而中华文明的仁学信仰系统则将人间“至乐”定位于精神领域，即将“不断提升‘人之为人’的知识”[故名之为“仁学”，即“人之学”] 视为最高幸福[神化乌托邦的幸福观则只包含着永恒的物质性快乐，其起源学当然与蛮荒时代人类少吃少喝的物理性现实相关]。出世[天堂]与俗世[十九世纪乌托邦试验]之间为“场域”之异，而两域之“幸福内容”完全一样，都是与物质性享乐相关的）。在仁学伦理学和阳明实践学熏陶下形成的少数真实“好学者”，自然可如出世信仰者般不为俗常所囿，决意在综合了古今中外学理精华后献身于精神文化探索事业，并在国际主流学术制度之外，为人类提出既不必违逆科技工商时代不断追求物财的趋势（大多数人之需要），又可另行开辟提升精神文化追求（少数人之需要）境界的方向。
为达此使命，我们当然首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者，角度和方法也。我们先须以百年来的“国学考据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现代化我们的“传统文本对象构造”本身，使其可有效参与现代科学理性思维交流过程。例如，我们须先将研究思考对象（古典思想载体）之单元、目的、方法、实践域等予以“微细化与系统化处理”，以减少传统词语歧义性造成的误解。继而须对现代人文科学职场视为权威依据的名家理论典籍系统予以客观批评的考察，以使学者获得创造性思考的条件。再者可将古往今来一切思考对象纳入现代标准的科学理性（当然是人文科学特有的）框架内加以“度量衡统一化”，以形成不同语言媒介传统之间的“可对话性”（此即符号学与解释学步骤）。其中万千须待革新或调整的“原理共识”中，最重要者即为道德学与伦理学（将两学重新分别，为本人所一贯强调者，有如分别 “儒学”（属思想史）与“仁学”（属伦理学）二类学科范畴般。最后，凭借中学者可独擅其长的中西综合理论观，亦应不受来自古典西学的“哲学基础观”之局限。西方哲学自从分划发展为现代三大科学系统后，已分析地融入三学之内，“改道而行”。原初之“形上学”、“本体论”等逻辑性、伦理性“拐棍”亦应退守于“科学史、思想史学科”，不必再介入三大科学领域。其实不仅自然科学早已将其排除得干干净净，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至于三千年来积存的人文学术材料，古典哲学固然为其主干之一，但一如前面对于现代儒学学科之辨析，中西古典哲学当然都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材料”，但不可再成为既定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了。
本人（在若干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多次宣表此理）今日强调此二古典逻辑性学科仅可在“思想史学科”内发挥其直接、间接作用，并自然地永远成为现代人文科学之主要研究对象，但不可再被持为立学之“基础”或“前提”。（一如本人强调，“儒学”、“经学”者自然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对象，但不可再成为现代国学学术之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与“方法”。新儒家们在“对象”与“方法”之间的思维混淆，正是他们难以跟进国际新知新学新理的技术性原因。）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其实本人早已多次谈及的中华仁学伦理学及阳明心学之现代认识论功能的问题。孔子间接地、孟子直接地、阳明更直接地加以“接力完成”的“仁学伦理学”，实已呈现出人类文明史上独具一格的“永恒现代性价值观”，并自然成为现代人文科学所切需的“伦理心学”之原型之一。在内实践伦理心学层次上深耕者，并不自然导致在外实践道德实学上有成者。只有认识到二学之间并非 “一脉相承”，才可发现并运作其中蕴含的不同功能。在本文不拟论及的比较文明史研究领域，地球数十万年来形成的“人种形态”以及几千年来形成的“史地人种”，均为大自然之自然产物，均可有限地沿用黑格尔之“存在合理说”也即“存在自然说”解之。对其观察、理解、评价，均须按照不同的实践学认识论进行，此即：按域1内之“评价坐标”和按域2内之“评价坐标”，为两套不同的思考原则。例如，对各地千万年来存在及实行的“奴隶问题”，不同历史研究基点，其结论自然不同。例如，连古代文明典范之一希腊罗马均有其“正面的”奴隶论，今人已视其为人间大恶，但如以今日观点妄评古代是非，则属时代误会。须知即使在西方历史上，直到几百年前还将“俘虏”视作合法奴隶，更不要说其他文明落后地区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文明化的政治学生态不过存在了三四百年而已，其前几千年东西文明史上存在过的各种不义不公不仁现象可谓举不胜举。如均欲以今日文明标准为几千年历史中的“冤案”平反，可行乎？）。在此情况下，顺便指出，我中华仁学早于两千多年前即高唱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之“人学价值观”（“始作俑者”之论何等伟大）。正是本此人本主义价值观，才会产生先秦孟子说及秦后历代士君子之斥秦说。秦代主观上之恶与其客观上之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用，应该视为两个历史界域内的两类不同的课题，不可浑说之。而历代同一制度下延存之历代士君子之通过“秦恶话头”以“借古讽今”，以及宋明理学家屡述“孟后无真儒”，在在均可暗示伦理心志之存在与其是否可转化为社会道德性效果，亦为两事。主体伦理心志为一事，主体道德行为为另一事，后者相关于不断变化中的知识结构，技术条件，社会状态，历史趋向等。古人“君子小人说”及“诛心论”等封建专制制度时代之“为政以德观”，虽然今日饱受现代法制观之诟病，而此一古代“善心并不一定连接善果”之普遍事实，其“政治学”的落后性，并非可直证动机论本身之不当，而仅可证政事因果链中的必要认识论环节之历史性缺失，其原因在于古代物质性与社会性相应条件之不备。而动机论本身之有效性，今日已甚少相关于法制化的社会政治领域，却可依然涉及古代尚未成型之人文科学文化。今日研究者必须对人性及历史的不同方面之因果关系予以真正科学性的分析。这正有待于现代学者依照人类现代化科学三大域之知识成果综合处置之。而此类涉及价值观、信仰观、历史观的“哲学性问题”（取其传统的全面性、系统性、根本性、伦理性而言），哪里是我们的物质性生存对其依赖的世界科技工商权势界可加以正确解决的呢？（但今日对此施予决定性主导的正是“物学家”！而我们人文学者本应为与之平行存在的“心学家”，却反因疏漏于“心之学”而渐趋式微。）
【2020-6-18】
4.  阳明心学之镜反映出的现代国际人文科学之蔽
本人提出的从古代“泛文学形态”解释学地转化至现代“人文科学形态”，就是一种在实质上继承、复兴、升华中华精神文明遗产的合理尝试。此一创造性转化的历史实践，也正好衔接到新世纪人类文明的特大挑战和使命：在科技工商文明即将成倍地在物化的大方向上进入太空探险、基因改造、晶片植入以促生“半人半机”之人造物种变异以及在地球上全面无限强化商业化文明的时代（在这些时髦发展中，试问，还有没有任何中华传统精神文明的因子在？因全部科技工商发展动力最初完全来自西方文明），不甘心中华精神文明遗产被彻底物化为商业化时代之“商品”的士君子们，该如何本阳明心学精神于根基处奋起，勇于、誠于直面时代人类最大精神文化发展难题？此一期待，自然只可发生于职场文化之外，为此才需要提出勇学、诚学、心学这类与“物学”对峙的心之思惟方式，所面对的“物学之挑战”，首先即指如何面对国际人文学界所深陷其中的学术泛商化蜕化之势。
阳明心学与结构分析法的结合这一思考方向，虽然几十年来都在本人不同的意识程度上展开着（当代思想史家请查考本人自1977年来诸次与开放时期各种舶来新潮不同的课题选择，以及这些因时制宜随意选择间所贯穿的统一脉络），而其较明确的认知，只是在最近十几年来才渐渐浮出（意识之）水面。前者的要点相关于反省和批评之主体意识强化，后者的体现主要指“三学方法论”的选择。本人一直践行的“真符号学精神”表现在一种更为切题的如下问题上：由于伴随一生的“蠡清语义”自觉以及不可避免地生存于自然形成的“历史歧义语言海洋”中，现代化的人文思维智慧，就必须“变通地使用通行的语汇”，即实行一种通过“旧符号”来表达“新意义”的“语用符号学式思维法”。对于思维语言的这样一种自调整习惯，首先就施之于最为看重的现代理论方法上。因此，来自西方的最为本人看重的一些理论流派（如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的“价值”，就须依据理性原则（而非依据国际权威意见）予以合理、合实地予以重估和总结。而造成各种人文理论体量臃肿的根本原因则是现代功利主义职场学界的广义“拉帮结派”惯势：在一个学派商标下，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仅只沾边或根本不沾边的“学术旁支”。须知，这样的国际学派生态是有着“深而难测的”背后势力支撑着的，它们直接控制着职场方向和方式。我们为了合理改进和修正的科学性实践愿望，就会直接与学者个人间的职场-市场局势相关联，后者从而（甚至于有意无意间）可“震慑”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学者思想家之方向选择（谁让我们时代弥漫着崇尚名势的风潮）。我们于是陷入了一种“二元张力场”：处于科学探讨实践与学场权势压力之间的永恒冲突中。正是在此规则绵密的现实运作场内，在此被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权威有效控导着的“学术世界”里，我们可切实体会到所谓阳明心学之“功用”何在。学者如果不能首先回归良知基底，就难以凝聚主体之真理实践力源。而一种历史的“吊诡”是，恰恰是反映着一般社会进步性的“法制生态”可衍生出一种“副作用”：依（外域）法而（外域）行，即可自动践行外在设定的游戏规则，而不必再诉诸个人伦理心志结构控导的选择作用。职场要求的“合法性”规定，于是为人文学者提供了一种“功利正当性”和“良知自闭性”效果，从而可轻易地忽略一种传自古远的自省机能：誠勇心志之“三省吾身”。换言之，学者能否首先发动独立判断性意志，以检讨学术界通行法规之合理性（国际学界惯势为：只问“规则为何？”，不问“规则合理根据为何？”）？当我们发现长期以来喜爱、遵行、阐发的重要学派及学人之实践方向方法有误时，而且当主流学派及领头人都是因国际学界权威系统认定而被普遍遵行时，是否应该对其独立质疑和勇于改进呢？最近几十年的情况显示，上述人文科学界之方向偏差日趋严重，而各地学术文教职场被其控导之势则日趋僵固（因前者之权势增长性带动了后者之应用功利性）。就本人而言，自然是对国际符号学界的观察最为直接。“符号学精神”的双特性——既是检讨他学之批评性工具又是不断检讨自身之方法——可方便于我们举一反三地将批评性思考施用于古今中外一切人文学术课题。
千万不要误以为以上所言仅只是涉及对于学界历史权威之价值的普遍重估问题。这也同是几十年来本人一直对港台学界同仁解释的立场；识者不应将通过提高认识论层次以便全面检讨二十世纪以来各地文史哲成就的主张，庸俗化为“比高比低”的问题（遗憾，正是那些沿着现成制度阶梯得居国际学界名位者，特别习于维护制度化治学法的合理性，并以己度人地拒绝一切有关学术制度本身的批评）；三十年前我即宁犯众矢地向百年来西化过程中具有欧美文科博士者说：博士相当于“秀士”而不是相当于“状元”（胡适是否拿到哥大博士竟可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反映着那个时代我们对中西学关系认知还多么幼稚？）。其实我所关注的是中华高级精神文化现代化发展使命的瓶颈所在问题（怎么能将如此严重的课题“落实”于如此边缘性的汉学学科领域呢？），而人文学者的素质问题，正是相关于此一巨大文明使命的唯一承担者之资格问题。如果民族情绪性地普遍倾向于“自行拔高”学养段位以自慰自得，那将成为阻碍中华民族人文学术现代化提升的第一罩门（惟知职场升等与追求国际名位，罔顾“读书人”之求真本分）。现在，当我们的学术使命自然须扩及、升至全球化层次时，我们的更为重要的反省与批评，已经远不止于是针对国人，而且须针对于各国学界闻人了，大家均须面对人类人文学理危机之现状并思有以作为。为了迎对此历史性挑战，迎战者是否应该先对自身“治学装备”具有自知之明呢？当然，只有当今日士君子拥有这样的“心怀天下”心志（不要将此伦理性抱负“具体化为”儒教时代之官场行迹，儒教对孔孟的异化策略就主要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将“孔孟之真天下”，具体化为君王的“家天下”；重复言之：所指者应为“古人之心”，而非应指“古人之事”，否则即属“泥古不化”），才会诚实面对此一民族精神文化升扬的历史使命真谛，才会认真关注自身之“装备质量”问题。阳明心学之“心事”在此，致良知者指此。故云，“人能弘道”其前提即为“致良知”。【现代“儒学家”必须首先克服现代建立起来的“儒学职场等级系统观”，即打破学界“论资排辈”形成的“既封建又资本的”跨国学术权势垄断系统。】
当这样的阳明心学实践联接于现代符号学结构式思维方法论时，才会滋生一今日国际学界所无之“扩大眼界”任务：纵向的，对于各文明历史上之自然文化积累，均应视之为材料资源，而非视之为科学“成品”之永恒库藏，如是，历代公认之“学术思想权威”仅只代表着该时代之一时性成就，这些历史上公认之学术思想价值，今日均须依据最新提升改善的认识论-方法论工具，按照科学理性原则，对之加以重新检讨（如此方可不为传统的权威权势系统所桎梏）；横向的，对于现代国际公认的诸人文学科及其体系的构成，亦应进行现代科学理性化的再分析与再评定（即不为当前职场-市场权势系统所诱导）。其实，这正是本人在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提出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新论”的观点之一，其方向、内容、范围之广大深远，自然超越了百年来国际符号学界所营建的理论规模，并直接“冒犯”着当前国际符号学理论权威和直接得罪着国际同行。例如，首先公开“冒犯”两位已故符号学大家西比奥克和艾柯的“绝对权威”地位。试想，这样的违背国际学术方向的人文学理视界，如果没有在先的“心学历练”，能够会有投入批评性实践之觉识么（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可谓合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符号学历险”之隐喻。何谓“历险”，表面上指“未知领域内之‘探险’”，而根本上指即须对峙于学界历史性及市场化形成之学界权威势力也）？【顺便补充心迹：如今在我较有把握在国际主要学刊上发文之时，也在我确信计划中之文必可在国际符号学界引发另一次认识论“颠覆”之际，在准备了一两年资料待着手时，却仍觉得这样的“国际场合作为”的价值，仍然赶不上我的着眼于人类人文科学未来发展构思的努力；前者国际性之“实”，不如个人性之“虚”（由于时不我待，遂有鱼与熊掌之辨）。为什么？前文已告：不会产生现实纠偏效用：人们或许“认可”你的析真之辩，但人们必定仍是“好官我自为之”，因为全世界学界职场人都已深陷制度化格局，被“以学谋生”的功利主义“绑架”，从而不愿“越雷池一步”，以至于损害了毕生生计。这就是现代人之宿命。再者，我说的“符号学精神”与学界说的“符号学学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有如我说的仁学也与“职场儒学界”为完全不同的两事一样。“职场”本身的“逻辑”才是决定着现代儒学走向的“决定力”，而绝对不是所谓儒学思想本身。国学界朋友由于大多数对新知新学新理“浅尝辄止”，根本未进入现代结构功能性思维层次，遂必受制于国际职场逻辑。】
本节所谈，并非意在鼓励学人好高骛远，借挑战权威来标榜独立或高明，而是提醒人文学者注意一项普遍的认知误区：人们往往把“学有专长”与“辨析真伪”混为一谈，由于所谈“对象”均为由共同语汇表述的社会文化历史内容，此类词语的历史模糊性与多义性往往成为自欺欺人之“烟幕”。这就是我发现为什么反而是以研究社会文化历史为专业的人文学者，就其对社会性现象的观察认知而言，其“辨疑识真”能力反而可能较科技工商人士、政法人士为弱？固然，原因之一较为明显，因科技工商政法人士属于“务实派”，直接以社会现实为认知与实践对象，故可习于察证与践行，而文史哲宗艺文士则多以“书本”或“符号”等非现实物（而非以社会性现象本身）为其认知与实践对象。【这就是何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社会文化政治评论家角色开始时多由前者担任，此一局面今日已彻底改变，文士辈因不谙实务多已淡出于、汰除于社会评论界主流，二次大战前作为新闻舆论主力的“思想家”，“文学家”，今日哪有机会再出现于报纸版面上呢？半个世纪以来可称之为“当今世界文豪”者，可说连一名皆无！谁之过？文士乎，社会乎？文士也！】但此处想要指出的一点是，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之社会现实观察力之相对弱化的一个隐蔽性原因，其实反在其“博闻强记”或“学有专长”。换言之其所学所记的前人经验与理论，因已成为职场安身立命之基本，故与自身观察思考活动易于融为一体，并往往以之（如习惯于尊为大师、恩师、基础等）作为“深层或高层”之理论性伪依托。【其中的极端情况易于理解：二十年前我曾举出过，台湾一立法委员在德拿过博士学位，主题是康德哲学，于是每每以自身思想有康德哲学为根基而自傲。我却立即察觉此类言行方式之“虚假忽悠性”：一。康德与你谈及的政治问题何干？康德哲学本身为什么可成为当然的“根基”。后来发现大陆学界人文学者以康德、黑格尔等“权威”作为社会政治类辩论中之“论证基础”或“自信根据”者亦大有人在。其中的“水分”更是多不胜数，此皆因竞争市场中大家皆欲“附大师骥尾”以鸣高之故！这是一个全球人文学界内普遍存在的认识论滞后性或幼稚化倾向，无他，时当功利主义时代，人文学界惟知求利而非求真！“大师营造术”，无论大师为真为伪，均将其“商标化”，借以“拉大旗作虎皮”，忽悠老百姓。】此处所谈不是相关于此类依洋、依古自重取利者（援引朱熹、王阳明以自重者同然），而是指人文学者因泥于职场所学前贤话语而有意无意间沿其思路进行观察分析，等于在思维与外界对象之间插入了一道栅栏或折射版，反而因此而松弛了直接面对现实对象之理性意识与意志。（我们人文学者须警惕者为：生存于职场制度内，越是依训练而成为“专家”者，就可能越会弱化了其直视现实真相之能力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对于科技工商政法务实派而言，其对社会性现象之因果关系的认知虽然可能比“文士们”更为准确，但其所失在于：其识真层次不免流于经验性及行为层表面。而真正较为完善的社会性认知的科学实践当然应由“合格的”社会人文科学学者来承担，如果后者能够不受其在现代职场功利主义生态之拘束而能强化其科学实证性立场的话。【在同样的意思上我们谈论符号学的时代意义：如果你仅只跟随时髦，随波逐流，所谓符号学就是最为虚而不实的职场游戏；如果首先养成坚定科学求知态度，从根本做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符号学就会成为重要求知利器。然而处处都抵不过“学派势力炒作家”的法家智慧术，其要在于：充分细腻地“玩弄”人性中内置的趋利避害自私心，以使其最终必“坠我彀中”。】
百年来逐步加强的学术职场化结果，一方面促进了人文学术与学生学者就业维生水平的经济上的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学术之作为职业化工具的性质之深化，其与人文学理自身的自由发展目标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同时，在国际社会日趋工业化、商业化、科技化的全局下，结果是人文学界职场人也愈益惰性化为职场“操作员”（而不再是独立思想家），所言所行必然受到职场制度、规范、规则之系统约制。大体来说，此一多元约制系统含四个类别：职场系统，市场系统，权威系统及历史系统。这些来自不同系统而被综合地汇聚于文教学术实践场的结果，导致几千年积累至今的人文学术话语资源，成为诸控制系统所施予限定化、规则化的材料。人文学术话语材料按照不同学科格局被加以规则化的重组。相应的，学生学者成为在材料之上按照既定规则与程序进行“再编码”的操作员。之所以称作是“学术操作员”，因为其“实践样态”必须按照既定规范、规则、程序进行，其实践的最终完成仍须获得既定权威标准之“验收”（其为人称道的“独创性”，也必须不违既定规范系统）。现代化职场学生学者之“学术训练”，于是首先须学习诸规范、规则、程序守则，而其“话语编码”（语词重组=文本）之“质量与水平”，自然也由既定技术性标准在各阶段上予以检核。最近以来，我越来越感觉，看似天马行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们”的作品，岂非同样受制于此四大系统之约制，甚至于恰是此后现代主义学术制度化之“标准产物”：学术实践成为了脱离各类现实的纯粹语言游戏。游戏云者即学术实践含蕴着游戏规则之意也。与普通游戏规则不同的是，学术语言游戏存在于客观前定的“大规则框架”与实践层的技术性“小规则变体”内。后者即为学者思想家所可“自由施为”的“小天地”，而此“自由”之“合格性”（有效性）仍须受制于外在的四大系统综合体（孙悟空与如来佛掌心关系之喻）。【2020-6-7】
5. 总结：阳明心学对于现代学术实践论的意义
阳明心学在传统时代的具体作用与其在现时代的具体作用之间的实践差异性与“读解转换性”，即是新阳明学提出的理由之一。其实儒家一切典籍都是儒教历史环境的产物并在历史上被应用于该环境。必须认识到，现代历史与传统历史之间发生的“革命性断裂”不仅涉及实践论也涉及认识论。人类两段大历史之间思想意义的“转换性读解”的必要性，正是解释学概念提出的缘由之一。在现代世界里，H1域内所需的智慧与动力根本无关于阳明心学（我们不应该把王阳明治世武功中的“用术”方面，与其四明讲学的“用心”方面，混为一谈，因前者关乎人际斗争胜败问题，后者关乎学术思想真伪问题），其现代性普适意义竟然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可相关于人类H2域内。此意义之重大还在于：西方思想史上尚无相应的伦理心学含具此“实践理性动力学”系统。【自然宗教信仰史上的各种“起信”与“行信”等具激发力的现象多不胜数，但其出世性方向与实践界域（H1）与阳明心学的纯粹经验性的“实在与实证”方向（H2），本质上不同，故前者必逆反于现代人文科学，而阳明心学则必可与之契合。两类“启动学”虽然均含有感性与理性的因素，而一者为感性驾驭理性，另一者为理想控导感性，因二者的“动机与目标”不同也。至于康德的所谓“实践理性”之论域为“心界”而非“行界”，其所追求的为一种“思维自协”意识，不仅非关于H1域内之行，也不关于H2域内之“行”：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动力学。】对于H1-H2历史路线模型，前者之场域充斥人际冲突关系，后者之场域则基于人际合作关系，两种“实践论逻辑”根本不同（前者内，争斗双方都须运用“法家策略”，后者内，双方均须秉持“仁学义理”），各自引导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实践方向与内容；前者关系到物质性生存之安危与利害得失，后者关系到精神性生存之意义深化与价值升扬。个体行为兼涉两域，其人性格倾向及行为方向颇可表现于如下二者之比例关系上：以其H1支持其H2，也以其H2支持其H1。
这样的“新天下学”含义（不再相关于H1域内之“事”，而是相关于H2域内之“行”），一如王阳明时代，当然关系到作为“地球人，历史人”之先定的限制性。历代学人不得不应对“两面人”问题：生计与志业。二者绝不一定相互支持，历史上二者反而注定地要相互冲突（概括而言，其本质为“人性”内含两极间的“自对自冲突”）。我们从王阳明人格构成中的这两个侧面可以具体地揣摩其心学象征主义之蕴意。今日通俗阳明学往往将其心学与其事功学串联在一起，融为一体，实则，此人格之双面性（官吏与思想家）绝非“一体”，而是一身内之“两体”，此一人格张力倾向自然为自古以来中华士君子所分有。阳明先生戎马倥偬之际念兹在兹者为：何时可重返山林与弟子们研讨（入世的）良知学【而非出世的“佛学”。这是基本的认识论分界线，如混为一谈，阳明学当然也就与现代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实则，其学之“激发力”机括正生发于“儒、禅、仁”三极交叉点上的张力关内，卒以仁极制导他极而直接上续孟子之“仁心学”】。读者或继续反驳说，正是王阳明本人指出须将良知学之“知行合一”教谕体践于家国事务。然则，此一作为历史人之阳明，自然须“依赖”时代传承之“儒家知识”来阐发知与行两阶合一之义。而其对心体本身之深思度早已超越儒教儒家公私实践之必需（两千年儒家之官私实践只要最终体现为 “忠于行”即可），而“朝向于”一向内之“深潜处”。所谓阳明心学之奥义重在于其“动机学之朝向性”本身。此一心学之践行步骤虽然实现于行为层面，而其象征性“意指”（signification）足以标志其“心志方向性”。读阳明心学，重在读出其学行实践朝向性之复合蕴意：其事为一，其心为另一，不是后者支撑前者，而是前者体现后者。彼时因属前科学技术时代，读书人只得满足于“泛文学式畅想”，其思想性、理论性实践尚处于朦胧状态，未曾形成可在两域合理推进的可行轨道。而现代化世界之今日，已然进入无可挽回的“全方位科技时代”，士君子必须真实而智慧地研习如何应对此一来自现代科技化世界的永恒压强，也即如何平行地构想和践行中华精神文明史复兴的历史使命。
为什么本文要不无夸张地使用古人“士或士君子”的民族性名号以自励自勉呢？其实此一修辞性字面选择也可视为阳明心学在实践学层面上的一种延伸。首先这是要促使学人在自我定位上完成一种正向的“人格分裂”：将求利人（职场人）与求真人（士君子）两个不同的“实践身份”加以“内分离”，使得同一肉身因地制宜地承担两个不同“实践机制”（对于国际同行而言，本人此一想法必彻底无效）。不如是，我们将难以客观看待国际职场内通行的学术实践轨辙；我们将难以摆脱“照猫画虎”式的准抄袭式治学法，因功利主义职场文化必然促使我们力求“多快好省地”获得国际性标准之承认与加持。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与接受H1域内作为世界共识的科技工商生存大方向，像大多数人一样成为职场人，另一方面，按照中华精神史上的智慧学传承，我们也应体认到，中华人文学者乃系中华民族仁学伦理学传统的当然“继承人”，勿使此中华文明史上的最高成就淹没于来自西方文明的唯物质主义世潮中。凭借“跨域互动的实践论智慧”，设法将职场事业与求真志业“协同展开”（可谓一身承载“两心”），求其最佳综合实践效果，如可毕生“尽其在我”为之，即已达“成仁之境”。为此，仍须在心理上重温古人于物质艰困极境中反逆向高扬精神之志的艺术，才可切实体验何谓生命之真谛：于困境中体验求真之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阳明心学就是“为士之学”。仁学是“人学”，是“何以为人之学”。【马克思女儿为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就是人！”十九世纪欧洲是浪漫理性主义的时代，虽在科技工商事业鹊起之初，空前绝后的“十九世纪文学”可以说都是有关“何以谓人”之思考。所以当历史上突然出现“金钱至上观”时才会引发全欧有识者之一致批判。我们的科学分析要善于区别学者之“动机学”与其受限于时代环境与知识论状态而提出的方法论内容，不是一回事。动机，环境，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故不可据三变量之一即以机械方式对不同历史现象做统一式论述。】那么“士”与“人”何别？人为“应朝向至善者”之泛称，而士则专指向“善”（此为“真善美”之代称）者特具的志意之坚与践行之勇。“知行合一”并非泛指“践行一切意愿”，而实为专指：践行尔之良知（必为善而非为恶）良知学即为善学而非功利学也！“士”之字源特征原指战士之“勇武”，仁学特将其用于刻画文士人格，从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塑造了“以勇为文”之理想仁者特质（故“士君子”称谓的流行因其兼含文武二意素，而将“刚勇”施之于“学养气度”，此为宋明理学家特有之精神特征。封建时代自古即有“死忠说”，其要在一“情”字，宋明两代儒士难以在H1域内有为如昔，而在H2域内则特倡一“死节学”，其要在一“理”字。此一虽无救于颓世之“节义观”，却可在心学层次上延续着中华仁学史传统。至于古代“忠君观”与“义理观”间之分合辨析，可参见本人有关文天祥与黄宗羲最终生死抉择含义之辨析——《儒学解释学》下卷）
故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术界之“士学”，其义即为“力行尔之良知”。就今日人类文明环境言，人文科学所需之“良知”首在于客观上认清其“标准，方向，现状，方法，实践”诸层面之总体关系，并据以为个人学术实践进行独立定位。正因此类“人生观”断非可自然产生于今日现代化职场者，故有志于学理革新者须仰仗阳明古学以激发今日心志。今日学人之知识范围超出古人千百倍，而今日学人之“心志”去古人岂止千百里。今日士君子正须古今补全，以古人之志求今日之学（如以今人之“志”用古人之学则大谬矣！）；此之谓“古今”，此之谓“中西”。
（2020-6-1）
· 2、致良知而人能弘道——疫期学术随笔4：从现代派实践与其理论解释的分离性谈起
居住于世界第一染疫大国，份属第一高危人群，危暮之年遂识人生确有朝夕之变。如今交通阻绝，人各一隅，业有未竟，而念虑如前。疫期闭门读书于我非难事也，学有所思，思有所疑，遂有所记。现择其相近者连缀数则，虽用自省，亦可质证于同道，遂复成一文如次。【2020-7-14上贴此文】

1. 危难情境与孔孟勇学之义

今日报载，世界染疫总数已逾千万（补：今已逾一千三百万），死亡总数已达50万（补：今已逾57万）。考虑到统计数相关于检测、待测及漏报状况，疾控中心推测，实际染疫总数或以10倍计，如再考虑到方兴未艾的疫情继续发展，最终或将趋近于甚至超过于西班牙大流感的规模，此一推估非无可能。而就其波及幅度言，又远远大于百年前那次天灾，因其传播今已遍及地球各角落，可谓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上之空前浩劫，且仍在迅疾蔓延中。此外，疫情亦正全面改变着人类文明的生存样式；我等地球民除依规避疫外，也只能听之任之，无可作为。历史上无数文明危机，不论天然还是人为，虽各有原因，往往只能归诸于客观命运之播弄，所谓“人定胜天”不过是就历史整体而言时的期念之语。凭智虑而能自全者，无非见微知著，及时趋避而已。古人所谓“命”即指此人力难以预防的“客观生存危机”，而决定其波动轨迹的无数“变量”则为自然与历史互动力学场中之不测因子，万千突变均为场内（含H1）诸未知因子合力之结果。其中多有人力不可违者，智者亦仅能辨析“不可为”与“可为”二者之分界，施予相应策略，以达“最合理的”（不等于“最佳的”）避害求利之择。认知与抉择的互动关系问题，正是中华几千年来积成的“心学”主题之一。对于客观上必不可为而强为者，非智者之择。即如力倡勇于为的孟子亦有“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类限缩之言，其义反足以表达仁学之“智勇兼全观“，故可比喻为：士君子应慎择其可行应行之“实践域”，如A域之不可为，不害其于B域仍大有其可为。孟学为大勇有为之学，而其勇学智慧则表现在应求“有意义之勇”。（顺便说，其“勇学分类学”对于“勇”字之解，远精细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勇字辨析。）如以诗学象征法读解《孟子》，其于H1域内之议论均可、均应“解释学地”转换为H2内“心学”之论议。（其denotation 都是H1域之事，而其劝善之言因“故意”违背人性恶现实，故其connotation不过是为仁学之H2域提供关于H1域对象之真实而已。）于是，在此“另一精神文化世界”内才找到了“必有可为”的精神历史之存在空间。【再如民族精神先师孔子最终亦只得选择“退于鲁”，从[不可为之]H1域撤离而转进于[大可有为之]H2域，遂为中华民族开通了仁学精神之真历史实践场，此所以在两千年的“兵荒马乱”之旁，可成功筑成了中华精神文明史轨迹。】无他，历史人生原有二事，非仅一事也。仁者自有其于苍茫大地中独立精神生存的人之“道”，此道非彼道，更非“弃绝人间、大言出世”的出天之道。故仁者非倡“无为”者，乃倡“大有可为”者，甚或须以智仁勇“三全德”于我之本域孜孜求其不可须臾延宕者。所谓“素其位而行之”，按明喻法谈及H1内之“一时性本分”话语，经隐喻法转换（今名：按解释学读解），则成为H2内之“永恒性志业”经典。【对国学家：能从《孟子》文一时之直意读出其内涵永恒性寓意，即可免于“泥古之讥”；对反国学家：同理，即可免于“无识之讥”】而世人常因“以情害理”，时时混淆“两域两事”，于不可为处欲为，而于大可为处却无为。实则，于可为域，岂止有为，并须急为，“造次必于是”方是两千年来古贤哲之代代不惧安危、“急于有为”的民族不朽精神之表徵！何谓“造次必于是”中之“是”？通解或答为“急于救世”。如是，孔门岂非自我矛盾之甚？因“于不可为之处强欲有为”者可云智乎？此一伟大格言中之“是”字，非应指H1内之“事”，而应指H2内之“志”。在《论语》的解释学读解中，仍然须据其“言事”之文，读出其“言志”之义。故其“是”字表面上指“敏于事”之（政治）“行动”，而其深层义上指伦理性“心志”，真实不可须臾离者，指心非指事。世情多舛，岂可时时于H1内“有事”可为？却必可于H2域内时时“有志”可为。

仁学作为态度伦理学，句句均相关于如何锻炼士君子之“心质”。所需自强不息者，此一“心地”之锻炼也。至于建心后何为，“予欲无言”云者，正可“虚其实指”，以待后世君子沿仁学指南（于H2域）因地制宜地投入独立的代代精神创新之人类洪業，而非质实地确指士君子个体应欲于“战国乱世”有所为也。“知不可为而为之”须与“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合读（论语格言均须按“相反相成与相辅相成”方式中使“指令句”具体化），故其践行之“实践域”为H2（退于鲁后之“为”）；那么至仁者天祥例何解，岂非亦是在H1域内“知不可为而为之”？答曰，其“事”固然在H1内，其“义”仍然“实存于”H2域内，其“事”（= 为中华文明史上曾达最高文化水平的两宋之存亡而抗拒侵略者蒙元）虽无救于国危，而因其合于“素其位而行之”反可最有力地在H2域内具体化为仁学伦理精神大“义”（以一身“代表”一国，慷慨就义，以示“文明不屈于野蛮”之民族精神）。至于大量信守仁学信仰而沦为“遗民”者，如马端临，胡三省，因“不在其位”并因“无位”而可直入H2域而续成并开启明清“浙东伦理精神”。所谓“无位”不是指“无职无能”以投身抗敌，而是指“无位”以天祥方式完成其H2域内之“民族节义”。“义”之方多矣，彼尽其烈，尔尽其恒，皆士君子也。《论语》义深而文简，复因后世帝王逐一曲解私用之，历代儒士得其精神文化层深旨者寥寥。无他，古代读书人虽可部分“行之”，却因历史条件局限而难以深入“知之”。顺便指出，如果原始仁学对应于远古中华精神史环境，那么全球化今日“新仁学”所应扩大对应者，自为全人类精神史环境。（仁学非仅中土之学，因其为人类历史上 [既于中土域内又于地球之上，故既属中华又属世界] 最先出现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其普适性正基于其人本主义根源也。）【记于2020-6-28】

2. 现代派文艺之实践与理论分裂性的认识论启示

度过了我的中学“俄国文学期”后，在转入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文艺兴趣方面开始全面朝向了未得其要而急欲探求其实之“现代派文艺”。人类自十九世纪末起即已进入了处处革新的“现代期”，居于“现代七艺”之核心者，其实并非杂糅古今思想的现代派文学，也非本属非具象性的音乐艺术，而是抽象派绘画的突现（指后期印象派以降的全新发展）。在欧洲文化的此一大变动中最为突显的现象莫过于绘画艺术，二三十年间真正发生了“文化革命”的领域正是绘画：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各类具象性绘画，突然间纷纷转向各类抽象派画风，其共同特点首先是在画布上极力排除各种自然物象，相关美学议论曾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摄影技术的出现只是一种“导火线”，此一文艺革命潮流的原因牵扯到历史巨变的方方面面。）个人的观察特别集中于从“旧世纪”法国后期印象派到“新世纪”早期南欧立体主义过渡的关键一二十年，而尤为引起注意的则是主要发展于俄国的构造主义流派，因创自文学重镇俄国的画家们颇善理论化反思，遂为观众开启了一扇试图感悟新颖文艺之门。世纪初，时当新与旧全方位交替之际，画家与观众同受到“文化冲击”，亟思有以解释。画家与理论家的文字性解释令人将信将疑，而遍及东、南、西、北欧的青年一代画家们纷纷“倒戈”，自动卷入此一最具“革命性意义”的画作革命，乃系无可争辩的重大文化史事实。绘画世界出现了“革命性的断裂”，在少数先锋派画家与广大观众和美学家之间于是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后来居上的最具文艺天赋的俄国民族精神之表现尤为突出。所谓“革命”，所谓“断裂”，所谓“鸿沟”，不仅指现象，尤其指“心理”。先锋派画家们正在“扑捉”的“真实”，却成为广大“知识分子”难以即时产生同感的困惑，然而也只得被逐渐“裹胁”，随波逐流，此因人人皆知，伟大浪漫的十九世纪及其前之文艺复兴以降的“传统”，正在被工业革命新世纪所取代。今日回顾百年前这一新旧交替期出现的相关思想与理论，突然因其我注意的是，该绘画革新实践的事实性表现与相应的理论化解释之间的“不合辙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好观念性思考的画家本身的“理论解释”与其画作表现事实间的“分离性”。（他们自己的观念性解释，不过是与绘画革新冲动相伴随的一种思想波动之流露）。所谓美学哲学家类的批评者之解释话语则最属无谓，甚至于多属附会之言。【本人在几十年前撰写现代西方电影美学时，参考最少的就是所谓“电影哲学家”或“电影美学家”的谈空之论，这就是为什么“符号学美学”，“符号学文学理论”和“符号学电影理论”等思想曾经很难被西方权威美学刊物重视的原因。同理也可以描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思维沟通障碍”。传统哲学各门类中最为欠缺理论性价值的就属哲学美学了。因为“学界掌舵者”多是学园内按照既定哲学教程培养出来的“饱学之士”！问题正在这里！】作为外行观赏家，为了进入画家的内心世界，我们当然最重视一些爱好理论的画家本身的理论性解释。特别包括那些在天资上脚跨传统与现代两界而意在沟通二者的革新画家之自我分析话语。【至于从传统观点或意识形态角度对于先锋派画作予以简单化指点是非之论，自然不在考虑之列。如卢纳恰尔斯基等对现代派文艺的批评，因彼辈将文艺视为他域活动之工具，自然无与于绘画本身发展的时代认识论问题。】其实当时许多标新立异派别和诸多“宣言”都曾企图用文字和“论理”对其纯视觉变形作品予以“解释学的转述”。这些文字性表达都曾确实在艺术界产生了激发作用，但今日重新回顾时，只能说那些表白仅只是“与内在画作冲动平行流露的文字副产品而已”。特别是那些世纪初欲将其抽象派画风革新事业夸释为于工业文明新时代开辟新世界观、新人生观的哲理性宣言，其实不妨均可将其归之于前一世纪的乌托邦精神勃发之一种新世纪异变形态。而一些能避免将美学混淆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画家的理论分析，当然更具有真实美学性价值，如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两位最具有理论性反思力又最具有绘画天赋的大画家的论述。虽然他们的“理论分析”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两界精神交融”之实例，其理论话语价值仍主要在于激发画家创作激情的功用性方面，而非切实提供了视觉美感与价值思维间互动关系上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启示。本人感觉，画家理论家们的作画冲动与其自身的理智性文字发挥，其实来自同一心域之分离的“两区”，彼此之间虽欠缺“沟通语法”，却存在着“技术性互动功能”。如今我们或可以符号学分析法来探求二者之间的某种“意指关系”，如果国际符号学潮流能够认真开辟“内省心理学方向”的话（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方向则与此无涉）。

最近在重新翻阅当代德国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画册时，重读了赠我此画册的英国先锋派电影制作者和理论家吉达尔（P.Gidal）为该画册撰写的理论导言，不尽又想起四十二年前初次接触吉达尔文章及其本人的往事。1977年下半年起学术文化界开始融冰，我在北影图书室内部油印参考材料上发表的两篇结构主义电影理论译文，引起了刚刚恢复工作的北京电影学术界的关注，其后《电影艺术译丛》编辑部开始约我翻译一篇吉达尔的长文“结构唯物主义电影的理论和定义”（1975）。译毕交稿时曾与主编夫妇谈及当代欧洲电影理论新潮现象，由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为六十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法-意抽象美学新潮”，时当中国文革爆发之际，十年来的隔绝世潮使得文艺理论界对于此突然朝向“类似哲学式的”新西方文艺理论方向无从把握，一时无法把握。编辑部一方面欲在刊物上开始译介西方理论新潮，另一方面，在甫开放时期心存谨慎，于是主编仅因发现吉达尔该长文标题中含有“唯物主义”字样就将其列入选题。而在看到译稿后，几乎不知所云，无法正式刊出，只得向我道歉（是否另付了稿酬我完全不记得了。如今那一代人，包括研究苏联电影的家兄李小蒸、研究西方的姐夫周传基等，如今多已作古）。后来，编辑部另约我撰写了一篇关于结构主义电影理论的述评，刊于《电影文化》1981年末某期。可以说，我是从“电影结构主义”正式开始符号学研究的，1982年赴美访问的主题之一也就包括了符号学电影理论。作为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挂单”后，发现该校电影系设有电影理论研究班，遂前往试听，并与主讲教授西特尼谈论了我当时对于涉猎仅5-6年的结构主义和电影理论问题的看法。当他知道我译出过吉达尔该文后竟然告知了吉达尔。吉达尔来访纽约时立即邀我在NYU附近咖啡馆一唔，极其兴奋，以为遇到了远东“知音”。【正如七十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知道我译出了他的《野性思维》一书后大感“惊诧”一样。虽然无论理论人类学还是先锋派电影，我当时所知甚少，而其中根据及涉及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却一直是我的私自研习对象。北图1977年资讯开放后，我利用“北影资料室集体借书证”，通过密集研读了十几年来出现的各种理论文献，得以迅速把握了六十年代以来西欧各人文学科出现的各种跨学科理论思潮的新方向。文化人类学和电影理论这两大六十年代“显学”正是典型的跨学科理论领域。】虽然对于我这仅只是一次“美好的误会”，但他却执意视我为一名（潜在的）“知音”，因该文内容艰涩在电影理论界少有同好。我虽甚少了解先锋派电影本身，他所使用的各种理论工具，包括符号学，却也都属我的研究范围，我们之间也就有了交谈的话题。我将与他交谈与交往视为了解一般先锋派艺术的大好机会，特别因吉达尔既亲自制作电影又爱好理论性思维。在纽约一年半期间，因吉达尔和西特尼的关系，在NYU电影系周末观摩室和纽约先锋派电影小剧场颇看了一些先锋派或现代派电影，对于有关“电影与政治”关系的抽象派电影之涵义与价值，尤为好奇。我坦白告知他，我在他的纯粹抽象性（执意消除具象性象征表达）视觉电影和他宣告的“左翼政治性意涵”之间，看不出任何“可理解的联系”。即使如此，吉达尔并未放弃我这位“潜在的对话者”，几年后他竟专程从伦敦来西柏林看我，似乎对他的抽象视觉式理论表达和我的伦理理论思考之间的沟通意义，仍怀有某种期待。后来我和妻子旅游伦敦时还曾去他家作客，才知道他的同居女友是比他更为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我感谢他始终愿意向我提供相关抽象派电影之理论性内涵的独特想法，但却越来越增加了我对其艺术实践（电影制作与理论分析的相关关系）方向的不解（怀疑？）。后来接到他寄赠的里希特画册，我得承认，里希特的“色彩奏鸣曲”画作系列（排除了任何线条与造型）的确极具视觉美感，而吉达尔为其撰写的理论性序言，今日重读时却仍然“感觉”不到二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性”。然而画家和理论家两人却心心相印（吉达尔本来就是绘画出身），颇有相得益彰之概。作为外行观察家的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欠缺此类“艺术直感”而妄议其短长，但仍须将其列入对于现代派文艺整体内加以思考。然而，先锋派电影现象，虽然连大多数电影家都欠缺兴趣，其产生根源和存在方式，却是现代派文艺革命潮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其值得探索的意义最可相比于现代派绘画。

近年来在系统反思平生所学种种的是是非非时，感觉最具挑战性的“现代派课题”仍然应以抽象派绘画的“意义”问题为核心。这些天在重读《构造派概念:从立体主义到当前的构造派艺术史》论文选（1989. Willy Rotzler）时，发现十几年前初读时勾画的文章重点与今日的感觉已颇为不同，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样的古老问题，甚至于发现了新的切入点。罗兰巴尔特一代的结构主义文艺解释学对于最具关键性的视觉艺术问题方面的关注其实有限。【作为现代文学思想家及理论家，其重要性也在于兼具文学与理论两端，二者的结合才使得其“文学理论”具有适切的有关现代西方文学衰败根源的启示性。巴尔特作为本色作家，却既不写诗也不写小说，遂呈现了人文精神之“去叙事性与抒情性”之时代倾向。而另一方面，法国本土文艺的“现代派革命倾向”与德国、东欧、北欧的“纯抽象性冲动”不同，以至于直至三十年代渗入各类文艺领域的超现实主义蔚为风潮时，其画派的文学性、象征性、情绪性的“依恋”仍极深固，这样的“法国泛文学性民族精神”与执着于“去文学性”的东北欧纯粹抽象主义画风形成了对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电影艺术发源地之一的法国始终对“先锋派电影”兴趣缺缺。以及始终以“哲学性内容”为主题的法国存在主义战后会立即成为思想界主流。】当然在国际符号学学会，“视觉符号学”各域属于符号学界最具有建设性的探索领域（其重要性远超出理论符号学），然而其形式主义大方向却不免轻忽了“形式与内容”这一经典难题。后来居上的世纪初俄国文艺理论家们均关注此一领域，但如今我们也只能视之为历史上重要创始者之一。他们打算克服的古典与现代的“革命性断裂”之理由（化），其“解释”大多相当于“画风描述”而已。其实，现代派绘画新潮中的一切理论性探索，均可归诸于广义的“形式与内容”问题。正当我们一方面继承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技术”，一方面须克服其“唯形式主义”偏颇时，继之而来的却是精神方向与之相反的“解构主义”。【顺便一提：无论是符号学学者还是外语界出身者，如果将所学视为未来积极提升个人学养之“起点”的话，那么不论是结构语言学理论还是外语工具，都是通往学理认知提升的极为有用的“学术利器”；但如出于职场功利主义而将二者视为国际上随波逐流之方便手段，则最终所得必微，因外语知识不过是工具而已，据以变相抄袭为学自然甚易，而有识者岂可为之。同理，符号学工作如仅指追随国际“职场著名符号学派”亦步亦趋，所失尤著。此一提醒相关于一切中国的现当代西方理论研究者，因为不难发现非西方学者太容易将“译作”与“绍述”作品视为自身完成的“理论成就”了。此一普遍存在的非西方学者之“自我欺瞒”习气，将成为未来东方人文学理（中，日，韩）创造性发展的严重阻碍。】

结果我们看到，造成绘画革命运动的原因、后果、理由此三者之间往往习于分离立论，彼此不必有 内在“逻辑性关联”，虽然彼此可有外在“因果性关联”。画家们的现代派历险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非先因观念性认知改变而推导出了画风改变，其改变源于画家视觉艺术本能之“下意识迸发”，而其后伴随的“意识界理由”却属于另一心理生成渠道。“理由化的理论”的确实际上“促发”着绘画行为之改变，而二者之间的“生成关系”纯属外在性的。最为突显的例子是未来主义，由于其包含多个文艺类别，当时影响强烈，可谓一战前最具煽动性的“文艺革命号角”，因其“理由化理论”最为明确又最相符于背离传统大方向的事实。然而今日回顾却最显空疏，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性感召力。【提醒注意学界、文艺界一种现象：职场业者习于将历史上一切一时出现的著名流派视为“完成的价值”，依时序列入“思想史、绘画史、电影史”等等之内，作为文化史上永恒认可的“历史宝藏”，结果它们成为了其后文化学术市场化运作与控导之基石。】但我们须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世纪初欧洲文艺思潮大转向时其伴随的语言理论的确“引导”了或“激发”了新文艺创作方向。该理论话语与其文艺实践之间的实用主义“关联性”才是今日研究者重要的主题之一。此外，与世纪初陆续会集于巴黎的来自欧洲他处的现代派绘画派系不同，前述二三十年代最具法国本土特质的超现实主义，类似于上个世纪的法国印象派风格，对“主题内容”始终采取加以变形而非予以排除的态度。这是与法国文化中的“泛文学性精神”密切相关的，因此其艺术与思想始终结合较密。（却也因此，我认为，在现代派绘画史以及现代派电影史上其价值最低，因为其兼顾变形及观念二者的“结合术”显示了过多的人为做作的痕迹。）

二战以后艺术实践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分离性趋于明显，文艺理论分析的精细性较战前传统哲学美学型大为提升，其中尤以符号学结构主义方向创新显著。正因侧重于形式面分析，其分析方式的“逻辑清晰性”超过了其前许多“世界观型的”现代派理论。但是其形式分析的成就是以其忽略了形式与内容的相关性这样的传统课题为代价的，人们开始满足于纯形式面的理解。许多文艺理论家不再是文艺家，文艺家也不再需要“理论性装饰”，二者各行其是。理论家对作品的解释不一定（多半不）切合艺术家作品之旨意，艺术家自我的观念性表白也不一定（多半不）具有一般可理解性（往往相当于一种用“公共语汇”表达的“私语言”）。如果从几千年的西方艺术史角度看，并具体比较古今画家的“生存方式”与其画作风格的“社会学关系”，情况将尤为复杂。试想一个最为直截了当的画界情景：少数天才画家均凭独特艺术本能作画，而其“美学价值”却一方面相关于多数无此本能的观众之眼光（特别是早先一些先锋派画家都将自己的创新之作联想到对于时代突变和未来展望这类乌托邦式思想，目的甚至于在于“改造精神，改造世界”，或为未来社会提供生存方向这类大而无当的“主义”），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和艺术市场关系密切的“评论家，鉴定家”的趣味。然而，更为关键的是，画品最终的“价值”取决于买家的趣味，而富有的收藏家的禀赋与创造性画家的禀赋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性。于此，绘画的“文化身份”骤然显露出其不确定性，因其美学价值与其经济价值在市场操作层面上实在难以区分，此一“分合关系”则直接相关于“穷画家”和“富买家”之间的难以解释的“价值论关系”：为什么天赋画家作品的价值最终要由非文化人的“巨商”来决定呢？再者，只有当画品取得了其市场价值而成为“名画”后，相关的评论解释才随之成为了重要美学评论。而画作艺术与其经济价值的关系，并不类同于画作内容与其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更有理由质疑各种先锋派画作的“理论性解释”的真实学术价值，虽然该理论话语可能的确具有一时激发画作创新的“作用”。本节所谈其实并未涉及与现代派绘画相关的“何谓视觉艺术的‘意义’及‘价值’”等问题本身，而只是略微描述一下视觉艺术冲动与画家文化思维的关联现象。但是文艺现象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有内在的相关性，不要忘记，人文思想最初正是产生于原始造型艺术与诗歌艺术的。十分明显，本节所谈都可纳入符号学-解释学研究领域加以继续探讨。

回顾现代派艺术初起时诸“运动”与诸“宣言”的共同点是：普遍抛弃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从早期印象派到晚期印象派的过渡提供了此一倾向的展开路线，而抛弃晚期印象派的“具象残余”（或：“非客体化”）则为“抽象派”进场的正式标志。至今成为经典的立体主义画派欲通过“将具象主题变形”以弱化或去除“再现现实”的痕迹，并有力提出了“将内容作为形式”的范例。然而构造主义的出现将此“内容”进而“贬损”为仅余线条而已。那么作为绘画之“灵魂”的色彩呢？它是内容元素还是形式元素？康定斯基的相关探索最有启示性，既牵连于“表现主义”又进而欲弱化其“情绪性因素”，因“情绪性刺激”亦属“传统内容”之组成部分。然而，在阅读其理论性论述时仍然感觉，其语言性表白也只是其画风实验的一种“描述性重复”而已【其人在十月革命后一度由德返俄，因无产阶级革命后最初几年意识形态还处于高度宽松混合期，直到斯大林主义获胜后，他才与许多其他现代派文艺家离苏居欧。革命成功后最初两年，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蜜月期也尚未结束。二者长期亦敌亦友（其故可溯源及“第一国际”时期，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研究课题），曾并肩作战抵御白军及外国军队，至苏维埃保卫战胜利，无政府主义者才被逐出俄国。顺便指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俄、法 “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世纪初现代派绘画精神突起的重要社会文化根源之一。此一思潮的“内容性”与同时兴起的现代派绘画的“形式化”之间有何关系，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的主题。】我越来越感觉到，画家的所谓“解释”往往即其“自我翻译性重复”，而此一艺术实践与其“理论支持”的“关系学”却应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项目。

厌恶具象性表现的原因之一为摄影技术的出现，后者直接摧毁了“再现性”的必要，而其引起的画坛巨变之背景因素远不止此，而是牵扯到“科技新世界”的突然降临引致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的松解并造成画家们的“作画冲动机制”突陷混沌之境。当时出现的多元艺术主义，特别是绘画、雕塑、建筑的三元关系已成为现代艺术世界的主要实践领域（直至包括战后所谓装置艺术的兴起）。继而在三维雕塑作品上象征地表现“第四维”时间与动态的现代派艺术普遍的冲动，终于可“具体地”贯彻于电影艺术中了。这就是先锋派电影产生的技术性前提。随着电影技术的迅速发展，两维、三维、四维表现幅度问题自然促使一些画家转入先锋派电影这样的全新艺术门类（“动态绘画”与“电影艺术”的结合所引发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思考，自然涉及到电影界的“文学与电影”、“电影与政治”的关系这类问题，此处不论），内容与形式的辨析更趋复杂化，也相应地促进了战后符号学美学的重要发展。为什么吉达尔会提出使人误解的这个“materialism”名词呢？“唯物主义”和“唯物质主义”是一回事吗？早在构造主义时期，“物质”范畴即与“材质”混同出现，材质作为物质性实体即被超越二维绘画实践的艺术家们“看上”,将其归入或形式或内容的范畴之内，先锋派电影尤其擅长于此。对“材质”的特殊感觉，以及对“生成机械”作为“动态材质”的重视这类“结构观立场”，已将形式与内容此一永恒思辨提升到另一高度。然而四维“先锋派电影”门类作为“电影”之属，始终须面对难以摆脱的“叙事性纠结”。而两维抽象派绘画和三维现代派雕塑则可在免除叙事性干扰的艺术条件下，继续其在静态作品中象征地“加入”“运动维”之实践。结果仍然是抽象派绘画门类最适合研究者观察和分析凭艺术本能作画的画家们在形式化层面上追求各种“变异”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如果凡“呈现者”均可称之为“内容”，广义材质（画纸，石刻，颜料，银幕质地，摄制机械效果，明暗效果，音响等等不一而足）也自然包括在内。那么，如此普遍的 “去具象性”冲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早期一些抽象派画家们排除了文学与绘画的联系后，开始热衷于绘画与音乐的结合尝试。（音乐范畴始终是抽象派绘画向执着于“准文学性绘画”者阐释其“去内容性”[具象性+叙事性]之美学合理性的样例。）本身为抽象性的音乐形态也就一直成为抽象派画家的“楷模”，“色彩与线条”作为基本元素编织而成的“视觉文本”，当然可类比于声音与节奏元素编织的“听觉文本”。“准音乐式绘画”观念可以说始终是支持抽象派绘画坚持其艺术实验的现成楷模，音乐模式的自然存在为抽象派绘画的“正当性”提供了持久的支持。以至于连不具有绘画天分的一般观众也会习惯于里希特这样排除了线条（作为“最低具象性痕迹”）的纯色彩交织画作。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美则美矣，其美学性意旨究竟为何？画家们于此“洞见”到的“深度”，直通画家躁动本能的一种（甚至于自称是非情绪性的）“深度”，与思想家、理论家们“思维”到的“深度”不是一回事。同理，我们可以观察“信仰传统”（经文，仪式，戒律）与其后世相应“神学解释”之间的“相关性”。

【2020-6-10/20期间】

3. 国际主流人文理论危机与阳明心学之介入 

上节关于现代派绘画与先锋派电影的谈论，不过是阅读思考中出现的若干“标题”之摘要，并非用于专门讨论。为什么最近以来我会进行似乎与我如今的学术思考方向相去甚远的现代派文艺理论再思考呢？如果说几十年前努力于观察和研习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以期扩大、提升、深化对现代派理论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认识，那么在如今试图全面反省平生认知所得之“品质”时，焦点已然侧重于“破解”二者之间的认识论关联上了。更准确说，目的并非在于深研已非我之主要对象的文艺理论本身，而是反思与其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文理论问题。现代派绘画之理论解释话语问题，正可作为一般人文理论基础分析的基型之一：这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一般问题，并也对应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发现国际主流人文理论话语中的“不谐、不恰”之处，岂非正可作为对现代人文理论批评的切入点？（亦属“察其言观其行”）我在重新细读绘画理论分析文字时，如今侧重于发现文字义理与视觉图案间的“不相应点”以及推测画家作者为什么要如此进行自我表达之“下意识缘由”。但作为一般观赏者和批评家，我们虽然欠缺艺术家之本能，也多能直意上理解“欧洲世纪转换”这二三十年期间迸发出来的绘画革命之理由化表白，但也发现了（特别在借助于其后百十年来的新理论分析工具后）其中存在有两类“形式与内容”问题。一类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色彩与线条结构）与“内容”（意涵）的关系问题；另一类是观念性话语（形式）与视觉艺术表现（内容）的关系问题。前者的“内容”存于“形式”之中，可暂且不论，后者的内容与形式则完全分离。此一事实可启发我们比较一些人文理论的文字织体与其宣表的思想及指称间的貌似合辙实乃具分离性的相关关系。这样的话语倾向特别相关于伦理学思想与理论领域，自然涉及到哲学及诸多相联学科。现代符号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侧重于形式与内容问题的精细化研究。

上述现代派文艺中的“形式与内容”间不相应例，岂非以不同样貌涉及现代文化与人文科学理论生态全域？语言与意义，视像与解释，行为与说明，信仰与理由等等，岂非均可由此角度加以细察相关两项间的“相符性，相应性，一致性”问题？

我们的批评性考察也就扩大及提升了一层：对于已证错误的理论话语，也就不仅限于指正其实证性或逻辑性错误，还须进而考察该理论话语与与之相应的动机、目的、对象、行为等的“联接与对应方式”。也就是进而探讨，尽管二者之间并不相应，即其理论性解释与其实际内外行为间并不相符，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有某种“语用学的”及“行为主义的”有效联系。在此，“有效，合理，必要”等副词则是具有真实所指的。“两项”之间的“非逻辑性”并不妨碍两项之间存在有“实用主义的相关性与因果性”。最简单的例子可举原始部落文化中的信仰习俗与其相关神话解释间的关系。同理，在更高级的文化层面上，同样的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尽管其内容面与形式面的复杂化。简介至此，读者可以明了为什么现代派绘画这样的“简明现象”会具有此类扩大的启示性了。

按此，我们再来看今日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的“构成分析”，就可较易发现其“理论”与其“行为”之间的不相应表现，并可继而越过其理论话语本身来分析理论家为什么要如此如此这样主张、推断、评价和行动。（例如，萨特的社会政治活动与其各种纷杂的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为何？注意：在此课题中，相关的不再是二者的非相应性，而是为什么会有二者之间的“搭配。”其设问方式也相同于我们对绘画冲动、行为、效果与画家自身的“思想性解释”的考察：一问，二者相应否？二问，为什么会有二者的“同现”？）同时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判断为“不合适”的理论性解释，仍然会具有存在的力量（理由）和意义（尽管此意义或目的与其提供的理论化解释并不相应）。以往我们的批评性研究多从外部环境与关系角度着眼，考察泛商业化大环境如何控导着人文科学理论方向，如今我们进而认识，其存在的稳定性远不止此，而是也相关于其“内在的稳定性”。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学派”均可提出并延存，尽管其科学性内涵不无可疑。于是，对于我们的人文科学革新化发展的构想来说，困难性又增加了一层。原来学者群体的治学生态的稳定性是具有着多方面的内外制约条件的。上述“内容与形式”的普遍性倾向，其实反映着一种客观上复杂的定向制约网络。其中决定性的客观力场机制，并不弱于儒教历史上的制度化的客观决定性。明了此一学术生态学肌理后，具有革新学术意愿的学者们也就更进一步地需要再思主体伦理意志力强化的问题。我们所说的阳明心学也就相应地丰富化了其内涵。

以上所论在于呈现所谓时代人文学理危机竟然牵扯到更为根本的、潜存于意识基底的认识论挑战。所指出的西方实践家与理论家的模糊思维状态，虽复证其不可成为推动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之理论基础或工作前提，却足以启发深省，促使我们再次体认批评性、建设性思考之艰困性。而科技工商市场化时代造成的外在学术实践障碍，更从外部深化了内外实践环境的复杂性。面对着如此艰难的认识论突破之挑战，遂再次意识到学者心志淬炼之首要性。只有首先向内强心，方可践行人能弘道信仰，以激发出顽强心力，用以应对时代艰难的历史使命。所谓“人能弘道”，致良知是也。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对人文新理努力研读，知其所言，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反思其理之“实指”究竟为何？如果我们一生努力仅只结局于记住众多前人理论话语（博学多识指此），以应对职场工作之需，岂非在根本的治学态度上失去了进取意志？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质量上的“识真”，而非在于数量上的“积多”；仁学的“察其所安”，是安于“识真”，而非满足于“知多”。由此，（复可见中华仁学之意义深远），进而，也并非“安于”“多知多识”（因浩瀚宇宙，无穷历史，何言多识？），而是“安于”主体朝向“识真”之态度或方向之“正确性”（客观学理内容之真伪可不断变异，而主观学者之“态度方向”古今恒一！）。仁学之价值观，虽云“朝向”客观实在，而主体实可自决者不过是思想实践中之“态度端正”而已。主体所应三省吾身者在其态度与方向，而个体实际所知所得，受制于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故必时时在发展修正之中。按此严格伦理性治学观检视今日国际人文理论资源，我们岂非只可合理地视之为未来漫长世代继续思考、检验、改进的“半成品”？请看今日国际学潮方向与此准则相距多么遥远？特别在此学术全面商业化世代，当一切重要学术成就均被视为后人借以逐利攀登之工具时，自然纷纷将选择之派系首脑加以“神圣化”，“权威化”，借以增高其市场化的“价格”，以使其可最大效益地为我所用。【2020-7-25】

4. 学人人生观与治学方向

历代学者，不论古今中外，自然会于晚年回顾一生学术努力之得，一者“慰藉平生”，一者期以贡献未来。然而人文学术纯属人类集体事业，所谓个人之“传承作用”，并非应指如何将个人所谓独特贡献流传后世，以期将个人身后名长留于世，反而应指如何将平生所学所论加以重新批评性检讨、修正、整理，借以越过舆论成见及市场宣传而将相关人类学术现状之真相加以坦直呈现，留诸后世备考。【如果按照国际主流人文科学方向与学风，学者们无不期待按照“学场既定游戏规则”完成毕生独特成就以获盛誉；而按照仁学人生观，其座右铭应为：人类集体知识发展过程中，所谓“成功”自然不必在我。质言之，如果成功指求客观真理，也就难有你我之分，只有当其指职场个体成就时，才会因市场化竞争机制作用而有彼此高下之分辨。】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此为当然之义。试看古代文士，其为人称道的“温良敦厚”风度竟多表现在为逝者撰写的大量“墓志铭美言”上。（名人文集中充斥此类“不实美言”，实为中华文士“为德不卒”之一种缺憾）对于传统“文学时代”的文人来说，如此相互慰勉，虽属人情之常，岂非透露其温良有余而刚健不足、重“情”有余而重真不足乎？然而对于“人文科学时代”的学者来说，我们看到，国际名家各以理论话语标新立异，欲以“个人独创性作品”流芳百世，于是“求万世名”竟成为今日国际主流学界名家的共同个人主义人生观以及世界学界之普遍共识。今日之“人文名势”必与国际学界权威制度化结构及文化市场化机制密切相关，其实际判准为“个人间竞争取胜结果”，并非“合乎客观理性之程度”。而竞争规则，价值标准，学术功能，均为人际关系网络中人为制定的。学者如以获得此类社会性赞誉为个人学术成就根据，必然须采取“配合、取悦、合辙”的治学观与人生观，其自我“平生总结”也必须协调于整体大环境。否则，所谓“身后名”将必被社会泯灭。一个相应潜规则为：大家必须遵照历史上流传的大师经典系列及其权威性解释之框架治学，也即采纳学界既定价值观体系，以期成为制度化学术系统中“合格成员”。

为什么自然科学家们视为当然之理者——此即：后来者须不断检讨、验证、改进、革新在先科研成果之真伪，绝对不会盲从于仅由历史性成绩所形成的永恒真理系列——人文学者却要视之为“大忌”呢？【自然先不谈已完全被商业化竞争主义彻底俘获之“以科学谋私利”的普遍倾向，也不谈科技界广泛存在的各科各业学霸垄断、欺压后进之普遍学风，更须排除大量不时被揭发的拉帮结派、弄虚作假的科学犯罪现象。因总体而言，毕竟客观存在的自然现实与普适科学规则，最终可成为科学技术前进的逻辑性保障。】为什么千百年来人文学术界的“名家内容”都要被一锤定音地永久置入“历史先贤祠”内加以膜拜呢？结果杰出人文学者的毕生愿望就在于期盼挤入“历史先贤祠”以留名万世？人类的人文科学事业如今窒碍如是，难道不正是由于此类“追名”（如果不必加上“逐利”的话）风习之作祟吗？因此，对于国际前沿人文理论，我们一手要重视、研习之，另一手要发现不足、错误而批评之，既学所当学，又须对前人差误予以修正，岂可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利用大师名号以图私利？这样的风气不改，人文科学学者将永远只能是科技工商新时代的“寄生者”，彼此在“专业圈自留地”里“抱团取暖”而已。作为曾经积极向国内学界推介国外符号学学术者，当国外同行最终发现我对此国际学团持此学术批评性态度时，当然极为不快。彼辈终必看出我无“拉帮结派”兴趣，根本不重视以学术活动参与“哄抬”国际学术帮派声势的集团意识【我们如果了解，即使在自然科学界，权威、学霸们主导的科学控制圈是如何影响着青年科学家之前途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是非纠纷如何层出不穷的，就更可以想象同样而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如何存在于人文学界的了。在彼，毕竟存在有客观科学标准之把控，在此，却并无明显一致的学术标准限制，故拉帮结派、弄虚作假起来就更加“顺风顺水”了】。于是，我的学会临别“纪念”首先就是要指出几十年年来他们所谓的“大师”者，其实多属名实不符，虽然各有一定成就，但远远不足以作为符号学理论实践的“学术求真基础”。（青年学者追随名家路数乃因获其“真理感召”，还是源于其可提供学术市场认可的“竞争价值”呢？）我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与之比高比低（他们一定如此视之，正如港台美华汉学界一样），而是为了符号学事业的建设性发展。（在其他领域内道理同然）于是，本人四十年来的译介撰述工作无不以批评性态度检讨先贤成果，动机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有一个：不拘国际名势潮流，力图独立客观地检讨自我认知积累。如果不努力呈现学术真相，如何可有助于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之发展。为此必须在人文学术界剔除千百年来盛行的“人治”而像理想的自然科学界那样采行“法治”（非指职场行规与市场律则，而指科学理性原则）。这样也就必然会轻忽学界关注的个人间“高低贵贱”评比的惯势，而力倡人文学术界内之“天下为公”的伦理理念。（《论语》所言，虽针对于个体而实朝向于整体）。因为，一旦将历史名家“升等”为“大师”，就会产生万人视之为模仿、利用之方便，从而失去独立进取之意志。不论学界大家历史名号多么响亮，学者只应以誠为怀，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因为，学术目的并非是为杰出个人评点功劳，而是为人类集体积累可靠之知识。自然科学是怎么做的，人文科学也应该如是做。

现在，可从我自己的选择来说明一下如今人文学理交流的“理障”为何？当然，此问乃针对在职场制度内按其规则论学与欲在该制度外自由论学二者之间的“可能关系”问题。其实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准备撰写一篇对于“国际符号学生态与理论方向”的总结性文章。作为《Semiotica》刊物通讯作者，此一全面批评性文章仍然是可能被再次接受的（否则也可发表于其他刊物）。但是虽然积存了一些相关笔记，竟然始终落笔兴趣不足。不是怕再次得罪国际同行（我正欲“得罪”之，以向其中少数可能识者提供反思之材料），而是深切感觉到：不管批评性析论多么有力，深刻，有说服力，最终也是“没有用处”的，即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学者多只欢迎“职场有用”之信息而已，国际学界如今完全被“泛商业化大潮”笼罩，人人爬行其内，追求小名小利，根本不识“何谓大道”！现代文化人之精神已被彻底“去势化”，只知“职场求成”，不识“学术求真”。【试看如此严重阻碍着任何学术革新理想价值的时代特征：自由时代看似诸事可行，而如已知凡不合“预制棋盘规则”之言行将注定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用时，那该是多么令人沮丧与尴尬之处境？特别是当已知“应为却难为者”乃直接源于由科技工商文明方向所决定的人文学者人生观时；以及当了解学界受众已被机械时代形塑为可自动拒绝“理解”任何不符棋盘规则的革新言论时，任何勇于追求理想的构想还有意义吗？这却也正是考验与历练学者心志的关键性机会。】可以说，今日的人文学理的反省、批评、对话，都难以在任何国际主流场域进行，因各“对话场”均已被“权威系统”及其确立的“游戏规则”所控制，并直接连通于学术市场机制。今日的严肃学理思考如仍欲力行之，岂非只能遵循仁学之“只问其义不问其功”的古训？况且，思想交流之困难何止于此？时当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正全方位地从其历史上的主导地位节节下坠之际，科技工商控导了文明全域，复当准机械人世界正在日日逼近，文史哲宗艺的精神文化必将逐一系统萎缩。更为关键性前景是，世人自幼开始的纯技术化（或为科技，或为商业）课程内容，与前述精神文化毫无关系，痴迷于编程和电子游戏的学童何来时间阅读“中外古典”？凡此种种，自然都增加了萦绕心际的“交流何益”之叹。然而万千障碍之前，拂而屡回者仍然是“虽不可，而必为”的另一种惯性，此非他，回归“阳明心学”是也。与科技工商智慧学不同，阳明学之智慧学惟只相关于何谓人、何谓人生、何谓价值、何谓“知不可为而为之”等“生存义理之问”。如今，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文明历史角度，对于人文学界传统、派系、大师们的作品进行批评性检视，都会被视为争名夺利之举；大师作品不再是反复研究的科研对象，而是按照现行游戏规则成为“使用”的偶像。而此游戏规则完全是历史上人为偶然设定的，后世学者只得成为棋盘上（职场内）的依规运作的棋手，据以在棋盘上毕生努力于“合法地”成为大小赢家。但是国际人文学界“权威经典系列”以及据其形成的治学规则系统，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难以逾越的“固势系统”，其运作机制多方面地与学术市场机制相联，成为自幼矢志追求名利的学子学人必须遵行的客观势力环境。其历史上的“求真精神”基本上已被商业化大时代的“求利方向”所取代。对于有志于现代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学者而言，遂可再次体认到，我辈如今所须面对的不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人生观问题。

【2020-6-30】

· 3、新阳明学与中华士精神之时代性——疫期随笔3：论人文学理认识论-实践论之类别混淆
【小注】
 日前台北诚品书店总部关闭，直接标志着严肃人文书籍出版销售事业之衰退，也间接暗示着人文科学研究及写作生态之萎缩。“兴趣-思考-研究-写作-出版”的现代学术文化流程发生了时代性断裂。其本质是：技术化时代绝大多数人对于传统人文思考方式失去兴趣，人人趋于务实、技术、金钱、以及感性游乐。加以：学术与文化界内遭到商业逐利化风气之全面渗透，业界被市场化文化所控导，如果连国际自然科学事业（教育，科研，就业，出版）都不时传出科学家们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事，就更不要谈人文学界了。什么“核心期刊”，“版面费”，“出版资助”等等内藏的“潜规则”，无处不在宣示着纯粹人文科研文教事业之变质。在此国际学术功利主义大趋势下，“学问和写作”都成了职场攫取名利的工具，而其攫取方式不再相关于真实科研学术，而仅只相关于学人操弄市场游戏规则所需之能力。如确，人文学者还有必要费力费时读书和写作吗？大哉问也！一切均取决于“人生观”！其实，中华传统文史几千年于艰难困苦磨难中孜孜以求者，即为如何维系及传承仁学人生观的问题（无此即无所谓中华精神文明之创造力）。换言之，孔孟思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在诸多历史性困顿中如何可独善其身的问题。否则哪里会有什么仁学精神？仁者，就是指任何情况下有能力与众不同、勇于人弃我取者。“穷且益坚”今所引向的“青云之志”，当然不应再是指封建时代腐儒所期盼的荣华富贵，而应（解释学地）指在国际人文科学危机时代如何“当仁不让”地献身于“挽狂澜于既倒”之时代使命。疫期两三月间断续记下之随笔文，冗长芜杂，今暂截取片段整理上网。虽云私人杂录，岂有不质证于识者之理乎。（2020-6-7）
【1】
当代世界海氏、德氏前后两代非理性、反理性“大师”，在全球科技工商金钱至上文明框架内，实“有功于”将“思想家”从世界社会文化论坛上有力地赶下舆论舞台，遂使新世纪精神文明的核心—现代化人文科学—蜕化为纯粹职业化工具，卒使其停顿或丧失了参与人类精神文明重建的创造性潜力（此所以我在2012南京国际大会上称后现代主义理论为科技工商世代之代表性哲学）。中华文明新时期以来, 重新恢复了三千年精神文明传统之延续及介入三千年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之共建，并觉识到，“其命维新”之历史深意实在于积极参与全人类精神文明进步与升扬之时代使命（而此一人类文明使命如今正在世界上被普遍抛诸于脑后）。最为当今有识之士担忧者为：当此惟物质主义全球化新时代，即使在貌似繁荣的国际人文理论领域内，所谓权威性领军者，亦普遍坚持此类价值观-认识论盲区，更不要谈科技工商主流大佬对于 “精神文化价值”之彻底蔑视了。而人文理论“伪大佬”们结果正中了“世界阿Q主义风习”，干脆于“文科职场自留地”内满足于“好官我自为之”。本人去岁出版的英文文集序言中，先是谈及人文理论遭弃之不公世情，而重点则在于指出（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地”）当今国际人文学理主流之滞后不前及丧失创造性动力的严重事实；意在指出：今日百弊待兴中具第一优先位待决者为：破解国际性“理论权威神话”！当然，尤为严重者为：并非是学界如“追星界”般确因迷惑与偶像而神魂颠倒，而是看准了“权威大佬”具有的市场价值。新时期最终的判准并非是新创之“后现代主义实体”，而是其所承载的泛市场价值。
【2】
人类文明中的“物质性建设展开历史”与“精神性建设发展历史”，彼此只有相互外在性关联，而各自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实践逻辑和评价标准。昔贤多昧于此实践学分界，以至于多将材料、对象、目标、程序、技法等等参量在两套平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完全不同功能混为一谈，卒以在精神事业实践中屡屡失焦（以为学者在H2内之实践目的在于服务于H1内之任务，并因此将两域中之现象与问题实用主义地随意混淆，而实际上学人经受着H1域内起伏不断的波澜冲击，视之为统一的“生活焦点”！H2内的实践者遂被H1域内之问题所缠绕，其实践学之混淆实源于其“心思”之混乱）。百余年来，尽管曲折反复，中华文明人文学理认知现代化的逐代提升，当新时期开启了世界之门后，差可触及古今中外汇通过程中的认识论-实践论之前沿视野：此即指，茫茫大海航行中朝向遥远理性主义彼岸的、与时俱进的舵盘及时调整任务，以及历史上初次意识到推动中华精神文明延存的士精神，其怀持目标不仅须向前使其广之天边，且继而尤须使之向后回溯其始源；中华学人应在世界性的时空全域，重新思考和策划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升扬之使命，并在此历史空前的视野扩大后来重新设定本文明精神文化创造之新使命。因为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变化之速之巨，已数百倍地大于以往千百年，当然也远远超过伟大的十九世纪——现代化的关键准备期——之认知视域。正当科技工商的文明大轮飞速向前滚动、不可遏制之际，命运之神，通过历史上遍及全球的空前灾疫，突然迫使人类文明全面停顿了其难以遏制的物质化生产活动。当此历史危机时期，我等如扩大版的《当今十日谈》中之角色，得以趁此“逝者如斯”中的“历史间歇”，在与时更新的认识论高度上，得以重新反省何谓“人”、何谓“精神”、何谓“意义”等早已被科技工商人士弃置之不顾的、人本主义精神文化的本质性问题，以及如何提升中华士精神之新实践学，以期有条件践行大疫之后新时代人类新人文科学之创新发展使命【这些H2域内之具永恒性、本质性的人类高端生存使命，与H1内之光怪陆离、翻云覆雨之节目，没有任何“逻辑性关系”。不识二者间之价值观-实践论上的区别，就无以进行创造性学术实践】。
经此诠释，今日所谓新阳明学之本质，岂非正须理解为一种“新士学”乎？所谓新阳明学及新士学，所不同于其旧者，端在于不可误将其等同于“博闻强记，依古自安”或“因循守旧，附势蹈虚”，而必应精粹于：“遇险而兴，知危勇前”！阳明心学，乃继孟子之后的大勇之学，其勇首先在于深具“自反归真”、“矢志惟誠”的“心之勇”（此即：坚实对自之勇；懦弱者必自欺，“自反而誠”非勇者莫为！），因非如此勇决即无以践行新时代之士精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士勇形态。重温“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之问，岂可仅只敷衍以“风檐展书读”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对象、任务、目标和方式。所谓“古道照颜色”乃指其“精气神”，岂可泥执为言语思想之重复？西人难以深悟现代化时期之“新士节”，古今行迹虽必相互别异，而沿同一仁学方向直面时代精神挑战使命，其理必一：此正为中华精神文明得以代代真实延续之真髓。此之谓新时期之致良知，此之谓新时期之知行合一。（本人自“文革”时期喜读《传习录》起匆匆五十余年，以之验证于古今中外文理，渐渐意会到中华古代阳明学，经解释学的“重读”后，已在世界人文学理视域形成了其“2.0版”，此即所谓新阳明学。其启示性功能已达无远弗届之境。2017年本人参加崇义县阳明学大会时曾获颁“北京阳明心学文化中心”顾问虚衔；虽虚而实之，放言如是，读者鑑之。）【2020-4-27】
【3】
我们要反复强调，对于当代及未来精神文化复兴与发展来说，东西文明中的传统文史哲形态，必须转换为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的人文科学（参见两年前在兰州-北京的《龙》刊物、山东《国际儒学论坛》上的鄙文）。既然是解释学的“转换”，必然既须上连中西古典下接当代理论前沿。而此一新时代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展望，必然不应再自限于职场各专业之范围及眼界，也就是此一历史性的“解释学文理认识论转换”，必然要超越国际职场既定内容、规程与方向。具体来说，首先的挑战恰恰是朝向于如何不自囿于国际现行学术权威系统设定之内容、程序、方向。由于百年来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学习西方自然是不可免的发展步骤之一，因此上述认识论-实践论飞跃的要求，也就直接面对着历史上形成的强固深厚的西化惯势。【本人三十年来的游学生涯，可以说处处经历着此类涉及生存与进学前途的直接挑战。自然，本人几十年前在北海边“北图”读书的经验，方便了我在国内外学界坚持了自主研学之方向并因而积累了客观的观察经验（所以我才有相关体验独自如此主张）。而读者诸君大概无不自学生起即须思考、适应、创造未来职场机会等问题，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朝向国际最高标准及方向，因而自然背负着强大压力。1984年访学回来后，连当时所科研处人士都有人为我不曾趁机转读学位而觉得可惜，而我在欧美两年间对此连一丝一毫兴趣都没有。当时所在意的是如何尽多地访谈西方一流哲学家，理论家，以增加直接观察了解机会和学所当学。至于科班头衔（古代所谓正途出身资格）这样的虚荣，早自1960年即已根除之！】正是由于此一弥漫全球、渗透各界的国际权威等级结构之客观庞大学场势力的存在，我们今日才须反诸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中之“孟王心学”，深汲其隐藏的历史生命力，以期回溯 “初心”（即致良知），从而树立坚强之主体意志力。卒可以中华历史上主观的伦理心力学，对峙于全球化时代客观的学场力势学。这样的对阳明心学之复兴，无论在实践场范围上还是在实践场对象上，都是远远深广于古典阳明学之实践界域的，此所以名之曰“新阳明学”——一种初心回归学。
【4】
要点是：返归初心，而非返归经典！港台牟、唐、方、徐、钱等为生于清末之君子人也，故其感染其数代后学者，端在于其养成于“黄金时代”之“君子人格”，而其尊古主义的治学方向和内容均在于返归儒道释经典，包括作为“论部”的语、孟、传。后者虽为谈心之文，而诸文已饱受历代儒教意识形态之诸多“外部增解”，故“返心之学”首应在诸传统心学文本之上剥离历代儒家之“应世曲学之迹”，归反纯粹心界，用以触发学人独立之心志，继而复行另一仁学原则——与时俱进，以期在全新世界条件下规划理论与实践之创新方略。徐氏所言“数典忘祖说”，实应指具永恒伦理意义之仁心原则（由文本返归内心），而非应泥指该原则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之实践策略（泥执于历史文本实意）。未能区分根本原则与历史实践，将二者混为一谈，可谓当代“新儒家”在认识论上的普遍的认识论-实践论缺失。现代化思维与传统思维的差异，不是表现在经典话语之背诵传递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家攀入的“认识论水平”上。有无此种与时俱进的“认识论层级意识”，可作为“新旧学者”性格区分之标志。为什么两岸民国时代出现的诸“大师级学者”普遍不能进入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等思维方式，当然与个人之才学和知识无关，而是与不同时代所引发的、或明或隐采行的认识论-方法论有关。所谓“与时俱进”主要应指认识论层级上的不断反省和提升。如果没有学术思维认识论的自反意识，就会自然地将依照惯习研读书籍本身视为“学问事业”，其实质不过是积累就业资历以及“读书自娱”而已。而认识论意识首先就在于区分：“以学谋职”（=古代的读书做官）和“以学求真”的两种治学方向。当学界职场化普遍化后，学生学者可能根本就不再有一个独立的“以学求真”意识。其根深蒂固之心态自然改为“以学求用”。（多年来我收到青年学人来信问学几乎无一不是出于寻找“求用”之捷径”！）而其中最佳者也仅只是“以学求乐”而已，其所谓高尚之“用”，亦不过是指求个人精神欢悦。（自然，能够以学求乐者已属凤毛麟角，故我常常惋叹如此多学有专长的退休学人弃置平生所学一敝屐。今日全世界把休闲和旅游视为人生重要节目，殊不知，此为何等自短宝贵生命之“时代病”？）
当九十年代我在访问法国高等社科院时年鉴派史学家勒高夫对我说的关于“认识论”的话，非常恰当地反映了该词新定义的特点之一：不再是指传统的“主客关系辨析”，而是指“理性上恰适的认知方式”。即指一种人文学理认知上的“合理运作意识”，其要点即在不断更新的知识理论发展基础上进行的不断合理化地重组思维方式。（当然年鉴派的历史认识论上的贡献不能掩盖其囿于欧洲中世纪史所带来的“对象域窄化”之缺失）对于我们的现代国学研究而言，这个新知新学新理上的范围之掩盖，包括哪些人类知识部分呢？仅只是中华传统文史哲经典及民国时代一知半解的德国古典哲学吗？新儒家前辈们未能在治学大方向上面对古今中外全域带来的中华精神文明复兴上的自我窄化效果，岂能以“数典不忘宗”自解？我们对前辈学者的“客观评估”当然不是要忽略其（今日世界上已乏见的）人格之优秀（此正是产生于所谓“黄金时代”者），而是要“情有可原地”认识到前代学人所自然难免的“认识论盲区”：（按照本人的说法）即混淆了H1和H2的实践学界域之分，遂妄以为其于H1领域内之回归古人之“精神志节学”可有助于H2领域内之士精神之发扬。此一时代普遍之认识论混淆，也正可反映在“中华文化复兴大业”这样的大而空的文化范畴之流行上。所谓文化“黄金时代”仅是一相对性概念，所称赞者为民清学人几十年来表现出来的史所罕见的中华文化传统具有的精神创造性潜力，而非指其所达及者之绝对性水准。汲取其精神性源泉及学习其新旧交替时期的探索经验为一事，而将其视为几十年后今人未来发展方向及方法则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事。前者为正，后者为负。此所以我们对先贤的学术评价必为有正有负，视其为今人可借以避蹈旧失以利前行之“参考资料”，而非视其为今人前进之“基础”或“框架”。持后一态度者貌似“尊重前辈”，实为“利用前人（之大名）”以谋今（人之私）利。 “数典忘宗论”纯属违反科学精神的封建主义余毒。何谓“宗”？宗派，权威脉络，历史传承等等。无不相关于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各种学术思想上的“权势团体”（含创始者、继承者、跟随者等形成的历史宗派势力），后者又无不相关于权威们历史上（儒教史上）依赖的帝王将相控导系统。新儒家者，不识古今社会文化环境之大异而一味强调勿“数典忘宗，数典忘祖”，是何用心？欲使今人之思维方向与方法，继续受制于皇权时代之精神与物质的权势框架，以导引今人成为现时代“无用之人”乎？导引地球村新世纪人文学者不思进取、依古自重、自甘滞后，此可称之为阳明学者乎？
旧学或国学中的准理论部分（非指文史哲宗艺全体），有如“精神瑰宝矿源”，其中“珍珠”或占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不仅不降其身份反而愈见其贵重），其中砂石或占十分之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现代国学思想理论研究有如沙里淘金，其中有理论性价值者（非指具美学性、历史性价值者）不可能再指“矿源全体”，而应指其中夹杂的“瑰宝”部分。今人为了从古人的“砂石”中提炼“黄金”，需要具有现代科学品质的提炼工具，这就是现代新知新学新理；这就是指：现代国学必然是古今中外比较研究的过程，而并非专指“旧学本身”。问题在于什么是现代国学所需要的“提炼工具”？那当然不是仅指外语工具而已，而是必然涉及现代三大科学系统。（而“黄金时代”贤者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明确分界尚且不明，更谈不到进而意识到社会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之别）现代三大科学系统在认识论上的异同关系，无论是五四时代学人还是海外战后新儒家一代都是不清不楚的。别忘了，民国学界仅只延存了三四十年，49年后的海外延伸部分，已然根本上不同于“民国时代”了。（在H1域内沿用的名号，岂能续用于H2域内？海外新儒家们千万不要误识此“伪连续性”。海外港台学界与大汉学界根本不同于民国学界，二者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截然不同！然而却以为存在着前后高低的演进关联，特别是海外就业职场的“高低”被误识为文化学术的同一“高低”，学界遂长期满足于此种“高低贵贱”盲区，最终以海外职场生态上的顺遂作为自满自足的“集体共识”。由于集体失去了诚实自反之“心学”，遂长期陷入海外寄生式学界生态所内植的职场实用主义。大陆几十年的特有学术生态则从外表上有助于巩固海外华裔人文学界的自满自足；殊不知那又是陷入了另一类“范畴混淆”。而本文立意之深广，其实远非技术化了的国际文科职场标准所可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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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提及而不可能详述的重要民国思想史现象是：前辈思想家最大的时代性局限是未能明确西方哲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认识论关系”，以至于他们在处理社会政治性经验材料时均可采取符合时代社会科学水准的方法，而在欲上升至更高的理论性分析水平时就会显露其因此认识论局限而导致的理论思维含混性。无论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新儒家均如此，此因他们由于上述局限而在西方哲学和所谓中国传统哲学之间随意随情游移，自视为中华精神传统独一传人，因为达至中西汇通之境，实际上则是（非意识地）逃入了概念混沌境地（因思维含混而达伪自安之境）。不久前我因了解了国内关于民国时代宪法学家张先生的讨论而特别注意到此一思想史上值得关注的过渡时期之“思维形态”：张某在法律学层面完全取实证性科学思维方法，而其选择的“哲学方向”竟然仍然是新儒理学。一方面，在其法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关系上，肯定存在着“认识论衔接空隙”；而另一方面其始终朝向于中华玄学大方向的实践方向，则蕴含者一种重要的伦理性情怀。后者的自身重要性表现为中西比较学者在旧学“矿砂”中切实感触到其中夹杂着“金子”宝藏，但民国时代学者们（以及今日仍然受制于传统形上学-本体论框架的哲学家们）并未掌握开发金矿之工具。简言之：就准理论性（或伦理性）思维层面言，儒教或儒学有如“矿砂”，仁学或心学有如“金子”，不知从儒学矿砂中“淘金”——分离出其中的仁学伦理学，就会始终自囿于旧学中的历史性局限而难以在现代认识论层次上解决古今中外伦理实践的汇通问题。因而张氏的（形下）普适宪法学是因实际需要而成的“社会工程学”（属H1域），而其持以为基的“形上理论基础”则仍止于中华特有之旧学（属H2域）。两学之间根本欠缺逻辑性关联，而上一代学人因未及跟随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进展故有此普遍缺失。我们决无意于苛求前辈（他们一代已经做到了其“最佳”），而是要避免后世因时代误会性而欲以之为“基础”。（这就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学术思想界纷纷直返民国学术思想而未能提升认识论高度以重建学术基础。这也同样是源于混淆了H1H2两域实践任务之不同，在前者，学术是实用性工具，在后者学术是科学性事业。文革甫结束后，海外华裔学界纷纷返国“献策”，以为国内长期封闭故好意地欲将海外高级职场内之“新知”输入，而未知国内旧时期仍可有超越职场而经营于学场者，结果彼于H1内所得者与我等于H2内所得者，已不属于同一认识论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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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之所以在两千年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即为其可使善读者在儒学文本中（借禅家之心学象征性读解技术）体念仁学三维之心基，此之谓“心学”，也即指：透过“客观经传”以反诸主观本心（而非以中途滞留于文本而足）。如滞留于经传文本之“实”（有如滞留于昆曲中之“事”），则必为皇权时代儒教学术制度化格局所拘执（而只能重复史上皇权时代之陈规），有如现时代为国际学术等级制度化力势所控导（以顺从如今世界金权之意志）。良知者，拥此心基之谓；也即由外归内，由客观回主观，以首先确立“主动发心用心”之基地，以之作为面对客观庞然大物对象时有以为根基者。无论古时之中华经传还是今日之国际理论，必然都属今为士者之必学对象，而其学应指“取其神”而不可“泥其迹”，即应视之为“知之源”而非应尊之为“心之归”；也即汲取其良能而摆脱其成规，因后者无不含其历史上形成的“语用学之暗线”，用以导引职场治学之方向，卒以权势控导之“利学”取代仁学理性之“义学”。如若不然，就会误将成千上万只会“复述”或古或洋经典文本字义的“准操作员”（有如中西远古时代之“知识分子原型”——“书记员”一般）视为今之“学者”，也即成为各种“大师文本”之“定向使用者”或完成职场程序者。此类学者或多能博闻强记（自可以此“技术”充任职场业务）而不善思索；其人“以多知多学为能”，确足以“应对新举业”，却不知如何在复杂千万倍之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下进行学术思想上的创造性思维。这才是今日世界人文学者理论家们共同暴露出的普遍“精神去势化”趋向。而当前国际所谓“思想家”者之所以不再“上的了台面”，首因其弱化了、失去了真实创造科学理性性思想的“动能”。而学界鼓励学人个体在权威学霸控制下，在既定市场框架内，各逞其“标新立异”之风，以此形式上的“个人独创性”取代理性真知的创发性。此类职场、市场内技术性的“独创性”，却可成为国际人文职场内维持高级“自我欺瞒之理由”。（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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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阳明心学的一项具体衍伸施为甚易把握：古今中外人文学理著述汗牛充栋，全集，选集，专著无不可成为后人继续研学之资料来源。然而，往日杰作均为昔贤在当时资讯及社会文化条件下之一时性产物，其内容意指及价值亦必然受限于当时之主客观思考著述条件。今日学者之主客观条件已大别于往昔，当其“风檐展书读”时，必然以具今日主客观条件之主体“交流于”昔贤之特有思想观点，故今日之读解效果，必为古今不同思想源泉间之汇通与比对。后者之“读解效果”取决于今人自我努力及意志活跃之程度。如仅按职场要求满足于复述、概述前人、外人话头，即无以创造性地利用前贤成果。此种“博闻强记”式的治学法，今日遍及世界文教各科。根本原因之一正在于学界将“原著”视为义理与价值固定不变之“金矿”，只须努力挖掘之即可自然获得“知识财富”。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文教界全面职业化后，传统人文学理资源均一一成为职业化运行之“手段”，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以学求真”之传统精神。世界人文学理思想日趋呆滞，此为其学术文教生态之程序技术化凝滞的结果。越是名校（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越是如此，因其越来越可以其规范、规则、条件之技术化严格性和知名度带来的权威性作为其职场市场之基础，并因将其学场与职场、市场紧密融合而形成了国际学术权贵集团联合体。
正是在此关键处，正是在此国际人文学界生态之顶层，我们看到了阳明心学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只有促使学人思想家首先勇于“退居本心”，进行根本性的自我心基整顿，之后才可面对古今中外一切学源，独立自主地，根据人本主义理性及伦理学原则，重新构建自身“学术外实践”的各级步骤。所谓良知之勇，即表现为敢于面对（而不是躲避）今日国际标准下形成的人文学术权贵势力。本文所谓“学之勇”，不仅含朱熹所云的自强之猛烈，而尤应指面对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权势之“不惧”。此外，我们的问题成为：如何可促使人文学者首先“正视”其自身之真实处境、问题、背景、目标？如何能促使学人勇于认知自身的“缺失”？二者是一币之两面。在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我们到处看见著名学者之对“他力”之抱怨、批评，却鲜有对自身或本派、本团体之“自我批评”。【而此一自然产生的“不平之鸣”正足以巩固身处的职场团体之凝聚力，也就是有助于职场生态的稳定性！为什么说此一倾向仍然源于H1H2的实践学混淆呢？因职场集体抱怨属H1内之功利主义，而自反自励属H2内之科学精神。仁学之以“不知为耻”的“自耻学”，为中华古士学精义之所在。正是此一耻学可成为良知学之动力性机制。】因为，他们正是成长于、顺从于自己所对之抱怨的环境制度下（竞争主义现象），甚至于有意无意地将后者视为安身立命之前提。学界客观力势学的“辩证法”巧妙地表现在：学人之自我批评就相当于批评自身以之为基的“生存选择前提”！此外，西方人文理论家们之所以难于自我反省，表面上在于“个人竞争主义治学观”，而此一功利主义的自保态度又恰是该客观制度所鼓励的个人“不溯根本”之被控导的治术。只有当回归本心后，学人才可能跳脱制度性惯习，而重新反省和重组相关的治学方向与方法。具体言，回归初心的一个直接效果正是复苏理性思维以之为标志的自反、自责、怀疑的态度。产于初心的诚学心态，岂非也正是指：排除物利制约关念而朝向真知真学之“良知”？良知即初心，也即古人所说的正心诚意。在此，同样的，不可泥执于口号。儒家所谓的“正心诚意”非即为我们所说的阳明学之良知，而是特指体现在儒教之“服务皇权之法规程序”中的“中规中矩”。此处儒家之“誠”，之“初”，之“良”，其实均非真指“本心”，而是指践行于儒教实践程序中的“具体化心志”（见《大学》），而非指“纯粹心志”。阳明学方家或问，难道不正是朱熹、王阳明均借助“《大学》章句义解”以表其思想旨意吗？正是在这里，我们要理解所谓“历史解释学”是什么（绝对不是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玄学）？我们正是要从朱王对话的儒家“话语媒介”中透视其“精气神”，即越过其当时的儒学、儒家世界的儒教客观条件察觉其隐在的（未必为朱王自身意识到的）最深意指者，并据以体察良知究为何物？我们要从其“儒学话头”中读解出其超越（历史上形成的）“儒学媒介”的内在永恒意涵。为此我们才需不断将宋明理学与先秦仁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更彻底的人本主义伦理心学溯源学。（可参照鄙著《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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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翻来覆去申说的看法，绝对不是出于民族功利主义立场，而是非常客观的、符合经验因果理性的结论。甚至于，或令当前儒学者不解的是，本文立场乃主要基于对当代西方人文学理潮流之批评考察。当代西方人文学理的职业化发展导致其日益脱离经验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后二者正是“人文科学”之本质。（可惜，自古至今，人文思想学术中的最大发展阻碍就是术语的普遍混用。由于术语大量意义叠合，交替使用，导致人文学理争论中的普遍无序性。符号学的思维特点即：善于觉察和运用语言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此与所谓媒体符号学或认知科学符号学等的方向迥异。何况，媒体学是一门文化工程技术，并非一门新的人文学理。）当代西方一流人文学理思想家的普遍扭曲思维倾向是：以既定程序之技术性严格性取代了思想语言意指的切实性。此一普遍倾向导致其在主体与客体两侧之“去实指化”，而转趋于学术文本世界本身组织之“强精致化”。在此后现代主义虚无化过程中，人文学理不再成为人类理性认知的利器，而成为职场争强斗胜之工具。
新阳明学的“新”字，一方面是为了与近现代以来将“心学”视为名利场上之“心战”心理学工具相区隔，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与明末以来的“后阳明学谈空”之风划清界限。虽然在相关理论开发展望上可与抽象的现象学心学及拉康精神分析学等，在“认识论战略层”高度上挂钩，以显示其现代化思维的潜力，但绝非无关于现代社会文化世界的功利主义方面。我们所说的新阳明心学，不仅并非无关于现代学术思想世界现实，反而是为了更深刻、更精细、更有效地强化或提升学术思想的真实践性。还原至“心底”，是为了通过重构“心物沟通”渠道，以更完善地经营人文学理世界。其含有的“勇学”，在此表现为：可不受职场、市场、权威、派系所组织的国际人文学术控导网络之设定框架之局限（此一预建职场运作框架与程序，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内嵌着方向、方法、效果等决定性机件的） 。简言之，新阳明心学的良性实践学“功效性”，乃是为了导正人文学理朝向真实科学性、合理性、人本主义伦理性的发展而在内外实践程序上“贯通”的一种系统化的“可实践性”。我们以往提出的大量例子都可说明这种良性的“功效性”的动机所在。一项具体的结果是：学人应该对职场需要与科学需要之间的区别增加明确的意识。这样的意识才有助于不必将国际公认的文教等级规定误视为人文科学之科学理性价值的对应物。为此，学人在阳明心学的激励下才可去除商业化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学术等级势力观。同理，对于古今中外的世界公认“大师话语系列”，都须加以独立的批评性的一再重新检视，并促其与时更新。我们如何得以有此自信和勇气呢？阳明心学的“功用”正在于此：不是按照职场势力场去接受权威们认定的现成价值标准，而是在理性的轨道上（而不是在各种神话的传统上）独立营建个人的科学价值观基础。一个直接的切入点是：对于自身一向对其最为接受的、最为尊崇的学术思想成就，反而更须不断加以重新检测，以改善个人认知储积的真确性与前后一致性。（反之，那些将选定大师用作个人职场竞争之“工具”者，必然不愿、不敢对其加以重新检视，以免“损害”了此一“竞争学商标”之市场“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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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近年来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张力感为：一方面通感所需知识门类及程度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素来最看重的认知对象一一产生“再评价”的冲动（一种此生不及完成而仍需毕此生余力以“求仁得仁”之）。于是才体会到，或许应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改为“学如不及，愈加疑之”。例如，本人存留其较多著作的理论家福柯和利科，都已成为我加以系统再认知和批评的对象。福柯的理论性价值，本来是现代西方尼采以来的“怀疑论”（而非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并非可成为典型的现代怀疑论）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但我近年来越来越对其内涵的“怀疑论价值”感到“怀疑”。利科本来是我最推崇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但在细读过其总结性的厚著《记忆，历史，忘却》后，反而对其“临终前的总结”颇感失望，并涌现了大量与之“质证”的念头。（均存于该书阅后批注上以备用）这两个人是当代西方公认的“思想家”，即其思想内容可扩及时代价值观、伦理观、认识论全域【胡塞尔虽然是专深的哲学家，其专深性至今无人可及，但我们不能称其为典型“思想家”，因其心理学专深有余，而社会文化涉猎面却极窄。】。这两位被业界普遍认可的思想大家，却同样受制于职场和市场的预制限定性（这是当前西方学界权威们绝不同意的看法），因而他们的“时代性的批评总结”的“力度”是不够的。【几年前我在网文中提到过曾与1982年普林斯顿哲学系研究生今已成为退休教授者在湾区重逢之事，他曾力申福柯是当代世界第一思想家，我自然不以为然，彼此也就不必再继续交谈了。我在2014年索菲亚符号学大会离会宣读论文时，对国际学会理论家们的哲学本位主义大方向以及符号学界的偶像艾柯之学术方向进行了根本性批评。所有这类批评都源于察觉到：当代西方思想家和理论家们都因职场固化生态之故而程度不等地脱离了真实理性化大方向（“理性”—相关于认识论、伦理观和信仰观；绝对不是可以随意放弃或弱化的。）】
对于当代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批评性态度如此，对于百年来的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批评性意见又岂容讳言。对于前贤的“贡献”当然要承认和研习，但对其达至的学术程度更须有客观的评价。本此态度，本人对于海外几十年的新儒家思潮之批评性研究，无不出于同一动机（可叹一些海外华裔人文学者因自持其洋学资历与统战加持之双料优越性，而始终受制于比高比低、以势压人之积习！吾等为所当为，心怀学术复兴“新天下”之志者，岂会有兴趣与彼辈纠缠。而仍不时以之为例说明是非曲直时，只是为了提醒后学免蹈彼辈“学格自我矮化”之覆辙。此亦为H1H2混淆实践学立场之又一例：彼辈追求H1内之“名位”，吾辈追求H2内之“学理”，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也）。因而，我们怎么可能将所谓“黄金时代”三四十年过渡期的成绩，视为中华精神文明上的“典范”呢？我们对其加以肯定的是前辈奋力治学之精神，而不怎可能是对其阶段性成果之全面肯定和继承？现代“文史哲”三域中，主要形态为：哲学与史学为“学术”，文学则主要为“创作”。“现代小说形态”是舶来品，是二十世纪欧美小说的模仿品，怎么可能将其视为什么具有永恒价值的国人成就呢？中国古典文学，成熟于特定文明史环境内，诗词曲赋的确具有其今已冻结了的永恒精神价值。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美学问题。中国的现代哲学是在对西方三千年哲学传统的初步了解后的半模仿品，其引介、整理之功有之，而距离创造性发展还很遥远。如冯友兰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整理之功恒在，而其“新理学”部分可以说鲜有可取。这并非是对文革一时失足之冯氏的学术之苛责（冯氏之失在于：其人毕生以当世“大儒”自诩，并为陈寅恪先生“加持”，却如此轻易抛弃儒者应有之持守。其事之要，实非相关于冯氏其人，而是代表着以儒者自视的知识分子一代集体之失。试问：海外新儒家如易地而处有以别乎？鲁迅、胡适等昔贤于时穷之际有以别乎？治古学的现代“教授”，已经不再是古时“为士者”。这是一个相关于中华精神文明变迁的时代性大问题。即使我称之为民国最后一位“儒士”的梁任公，问题依旧如是。），这是时代文化学术条件的自然结果。现代中国哲学，和我们说的儒学、仁学、阳明学等中国古典理论或伦理学不同，仅只是在几十年来初步研习西方哲学史后的“一时习作”。黄金时代“文史哲艺”的客观表现，相对而言，当然是人类文明史上无出其右的伟大奇迹—中华传统伦理精神与西方现代科学理性之间的快速有机汇通；其速度之快，方面之广，可充分证明中华民族精神之伟大创造性潜力。正是因此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个黄金时代的一二十年。客观来说，民国时代最具有切实学术价值的正是史学，或“旧史批评学”。（如49年前史学界的书刊，因史家言之有据，读后必有所得）。这当然不是什么文人间才智高低的问题，而是与选择的课题领域有关。简言之，国故学中的史学处理的主要是对古史材料的批评性研究。这是大致属于语史考据学的此一基层史学工作。一方面史学的现代化程序必然从语史考据学基层开始，因此合乎现代人文科学要求，另一方面在此领域恰好是民清前后中国学人所最能胜任者。古史辨派的开风气之先的贡献正在于其课题与方法选择的恰当性。而复因战后两岸四地新起学人都是在现代化教育制度下成长的，都失去了民清时代学子唯一具备的“文史语言条件”。此所以民国史学家的研究具有了长久性学术价值。（这是战后赴美教授中华文史哲的几代人根本不具备的，因为他们既是在新学制下完成中小学教育的，到美后的文化学术环境迥异于中华传统人文社会。而在欧美教授中国传统学术所需的传统知识程度，比起民清学人自幼天然形成的四书五经学养，不可同日而语。）现代中国文学，主要指模仿性创作而非现代化水平上的文学研究（何况连中国西学界对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认知水平，直到改革开放之时还是非常有限的。）。现代中国哲学事业更是首须完成两个战线上的准备工作：继续深研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系统整理中国传统理论性话语材料的内容和形式。无此预备性工作，单只在含混的古今中外文史哲文本上“随意发挥”，是难以进行有价值的“哲学性创造”的。何况现代化今日，即使在西方，何谓“哲学性思考”的现代意义，都尚在需待彻底批评检讨之时。【在此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思考角度上的重要区别：传统理论性著述（所谓哲学）的历史美学价值和其现实的“理论再生产”潜力为两事。我们此处所谈为后者。】海外新儒家几代的主要工作为企图综合中西哲学，而此一实践首先涉及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本身在科学时代冲击下所经受着的自身重重危机，这些根本不是在西方大学拿到个博士学位就可以有条件深入发展的。现代中国哲学事业是一个必须全面经受现代化学理革新的问题。早期新儒家熊十力因风格近古，其著述之美学价值高于第二代企图汇通中西哲学者，而二者之现代“再生产潜力”均因欠缺“现代化创新之认知性准备”而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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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讨论与辨析均可纳入本人提出的H1H2分界观加以说明。在中西传统历史上H1H2当然是存在于相互混合的经验表现中的，特别对于前现代化时期的（即较西方文明更少倾向于分析性思考习惯的）中华传统历史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的符号学和解释学思维方式就是要处理如何综合处理两个历史阶段中的有机思想贯通的问题。之所以反复举新儒家思想运动为例，就是因为其显然欠缺此一认识论的“跨界步骤”，故仍然将H1H2的不同课题混为一谈。其海外所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任务明明是一个H1域（政经法军与科技工商领域）的（造势）问题，而其相应提出的亦哲亦史的“新儒家思想”在现代世界则应属于H2域。此一论域范畴的含混性当然源于其意图直接绍续古代“祖宗思想”形态。因为“儒家”与“儒教”之古代形态都是混存于二域的，其本质上的“区分”只是隐在地表现于“诸功能性层面”上，虽然自古至今其隐在的功能性区分均已存在却只有在现代化时期人们才有认识论工具使其出现于意识层。【我们的仁学与儒学之区分即为此一分析法之结果，而坚持守旧思想的儒学界同仁因受传统儒家弊端之一（狂妄自大）所误，遂自以为读了圣贤书就自然近乎“圣人”，即幼稚地以为可借古圣之势以掩蔽自身新知之失。】几十年前我即指出，海外新儒家思想方式之时代误会性，导致其当时在两域中的实践学失焦：一方面在H2领域全面放弃直面时代人类认识论挑战，另一方面，作为H1的意识形态工具亦失其相应的实践学内容。简言之，古代的思考与实践的方式，不可能直接搬至现代运用。在此，我们还须进而扩大观察范围，发现一个更加不易觉察的认知与行为的混淆方面：即使对于同一现代世界的社会文化内容，也有一个适当分界分域的认识论-实践论的革新问题。一方面，新儒家的认识论局限性直接相通于国际汉学理论性层级之一向被高估的问题（其华裔骨干多与港台新儒家派系相连），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科技工商法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诸领域的各自短长，千差万别，因一切依据学界物质化力势强弱为标准，从而形成了以甲类“现代化标准”取代乙类“现代化标准”之“伪现代化认知”。即同样源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含混性，结果，本来是高唱传统义理至高性原则者，却在实践层面上完全取机会主义的“务实观”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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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新符号学角度还是从新阳明学角度来思考，其共同的思考方式首先在于摆脱国际学术职场既定框架的局限性。“跨学科”就是指“超越学科分际”，“致良知”就是指越过外实践回归“真善美初心”（而非指职场内形成的诸既定价值形态）。二者的内外结合，可使我们同时扩大视野与深化层次，并洞悉当今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之实情及其内在的痼疾。如果学人没有在认识论-实践论上的此一“框架革新意识”，就会自然地为国际职场与市场流行的规范与规则所预先框定。这也是与本人提出H1与H2的历史界域区分思想密切相关的【关于H1H2概念请参见本人此前若干中英文论文及本文涉及的诸例】。在此随笔文中只能将思考要点简略提示如下：当今人类人文学理思考中普遍存在的非科学性、非合理性、范畴混淆性，首先即源于学人未识H1H2两域在各自历史逻辑A（客观）与实践逻辑B（主观）间区分的必要性。简言之，A即指社会性、物质性的实践历史，B则指学术性、精神性的实践程序。在前现代化时期二者在经验直观层次上普遍混合存在着，而在价值与功能层次上则清晰度不同地彼此潜在地区分着（通称之为“历史”），但随着现代化以来，科学理性发展以来，二者在价值功能层次上的区分日趋明显，而在经验直观层次上的传统混合性存在则日益导致相互冲突。时至今日，当前国际学术主流趋势中的根本问题正是发生于此：A与B二者一方面在实践领域选择上继续混同，另一方面在实践逻辑上彼此缠绕，相互扞格（即混淆H1与H2二域之分界，并混淆二域内之不同实践逻辑）。我们再简明言：两域中的参与者在领域、对象、目的、方法上仍然受到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形态之拘束，未能将其予以清晰划分。举例言：新儒家派的根本性差误是：1）未能使自家“身份规定”现代化（科学家与政治家在“身份”上是不同的；学园教授与各类社会性活动家的“职能”是不同的）；2）未能认识H1H2二域中的实践任务不同，企图像前科学时代的古人（知识人与官吏的混合体）那样在B域内“直接处理”A域中的课题（如欲用“哲学方式”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导致在AB两域均乏相应实效。【本来应该是：学人在B内较准确深入地完成“认知与评价”研究（科学性课题），后者可作为活动家在A内实践的参考资料；因为：科学研究的“理性逻辑”，并不等同于在社会活动中对之施加的“功利逻辑”。所谓“书呆子”就是指将二者混为一谈者！即：以为将书房里思考完成的“理论”可“直接”应用于社会现实，有如理论物理可应用于“工程物理”般。】按此，新儒家们以为自己在课堂中创发的“西化儒学”可以作为未来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改造的“方向与蓝图”，而不知当后者接触A域内实践者后，将立即介入“人际冲突关系场”内被加以“意识形态式的利用”，使其服务于A域内社会政治规划内的目标。B域内的作品在A域内仅只作为A域实践力学场内的元素之一，后者在A域内的“用处”可能根本无关于其原本在B域内预想的内容。而又由于B域内学者“类别误会地”按照其所想象的A域内的课题构思因而脱离了B域内所适用的原则与方法，结果并未完成其在本域中所应进行者。例如，新时代的新儒家本应该按照人类文明最新人文科研成果重新思考、设定学术课题，将“历史儒学”仅视为现代科学研究对象之一：“传统学术”（这才是现代国故学的实意，可惜胡适，傅斯年等学术均属 “为德不卒”）。同时，按照新时代科研程序，也应该将A域内容和其活动本身作为客观研究对象之一的“现代社会”，按照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施以客观研究。所谓素其位而行今即应指人文学者应该在B域内按照B的实践逻辑完成其作业（包括对A域的研究），而不应进而将自己在B域内完成的理论直接施之于A域内。（此问题属于“不当越界”[类别混淆]，而非指“跨学科”；尤其错误的“实践学策略”可举名实不符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为例，如罗素，萨特等。他们都是犯了这类实践范畴混淆的毛病，其在现代史和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与价值”都需重新评价）。疑问或在于：为什么古人“可以”，现代学者却“不可以”。此只因古人尚无足够发展其历史任务的相应知识论条件，而现代人已然有可能将AB两域的混合实践加以尽量清晰的分离，使之在两域内相对达成符合各自需要的目标。另一方面，当然任何“能人”都可以选择在两域内同时安排其实践计划，如是，则该人须兼具处置两套逻辑的相应准备，在两域内分别施以两套实践程序，而不能以“一套逻辑”混用于两域。但人们往往只用一域的逻辑来处置两域的不同课题：或仅具A域内资质的媒体人或政治家意图进行B域内学术课题研究（如十九世纪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即以自身的政治选择纲领作为普适哲学理论），或仅具B域内资质的学人意图在A域内进行社会性活动。（十九世纪欧洲乌托邦者即如此）。
【11】
以上的“实践学二分法”虽然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表达，但直接相关于当前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与科技工商政法现实间的“普遍扞格关系”。二分法的提醒，不仅不是要“脱离现实”，反而正是也为了促进两域内实践计划之各自完满的进行。虽然，按照我们的精神文化创造第一性立场，仅只是B域内的积极进展本身即是人类文明的肯定性成就。反之，仅只是A域内的活动内容，如无关于精神文明的进步，即属虚掷光阴。如我们翻看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内、王朝间的人际冲突记录，其中绝大多数都相当于生命耗费，绝无任何价值，除了作为史学研究材料的价值外；不论生前如何呼风唤雨，一如过眼云烟，转瞬均一一消失于无影无踪。而B域内之精神文化建设活动则可永恒地留存下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之基石。而为了A域内的积极发展又何尝不需要首先在B域内对A域内容进行精准研究，虽然此一科学认知性过程只应完成于B域。而其对A域内课题是否产生正面效用则属于A域内实践者之任务。因为，B域实践场的“行动逻辑”（科研与精神文化创造）与A域内实践场的“行动逻辑”（争权夺利与娱乐文化）完全不同，例如，在B域内之单纯“伦理性与科学性”实践论（仁学与理性），绝对不能采取A域内之实践论，因后者必然进入人际多维面争权夺利冲突场（古代“泛法家智慧学”即专用于A域，却绝对不能适用于B域；同理商人文化属于A域，却不能适用于B域；再者，宗教信仰属于A域，却不能误用于B域，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把信仰学的“精神层面”与学术学的“精神层面”混为一谈。试问：今日信徒科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能否援引其信仰中的神话寓言作为其科研程序的一部分呢？）。
在不同的领域内和方式上，当前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当然也包括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中的“认识论-实践论困境”均源于类似的原因。所谓人文科学理论应该强化其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倾向，其意指类似于我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提法。其中所谓现实，所谓理性，都是相对于该科学实践本身的“科学性原则”而言的。所谓关注“现实”并不是指学者（如上所述）意图将其科研规划按照其施用于社会性现实的倾向而言的。现象学哲学的科学化发展，不是指应该根据其“应用于”社会现实改进计划之谓，而是指其如何在自身固有的实践场内进行更具经验实践性和（心理）现实指涉性的理性思考。所谓存在主义，由于是非理性哲学，其文化功能相当于“诗学或泛文学”（进而可归入泛艺术学），但不再可归诸于古代的“泛科学”。也即不可被视为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界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而只能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应成为其方法论内容。（儒学亦如此）本人近年来发表的大量论述所涉及的人文科学理论危机问题，均可纳入本文框架内加以重述。当前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根本问题即表现在其既无补于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历史发展（B域内），也无用于A域内课题的正向改进。（再次重申此一认知辩证法：A域内的实践提升的确需要B域内的实践提升，但两套“实践学提升”各有不同的章法，而二者之间的“间接性关联”则属于第三类实践学智慧的提升，对此本文不拟继续展开了。）
按照上面的讨论，读者可以理解，我们面对的学术问题多么重要又多么复杂艰难，二者却均不为现代国际人文科学主流所理解或接受（本人去年的英文文集即为二十年来对国际主流人文理论，尤其是欧洲大陆哲学，提出的一种 [跨学科、跨文化立场上的] 认识论挑战）。原因在于国际学术的现代市场化异化，使其失去了自反、自励、独立自强的意识与动力。这就不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学人人生观的实践论问题。我们提出的新阳明学的根本性目的正是要面对和解决新世纪未来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目标这样的特大问题（因此远远超出了国学或比较学术研究范畴）。本人将新仁学、新阳明学以及“新士学”贯通一体的构想，因过于复杂，本文不及整理完成，暂止于此，余容续发。（2020-6-7）
· 4、新阳明学和新符号学——2020疫期随笔2：危机即转机
【序言】
今日报载，美国在最好情况下也会死亡10万-20万。稍有不慎，死亡数可达120-200万。按照任何一种估算法，我等“耆老”均首当其冲。可以说如“中招”即会有二分之一机会离世。为此，连偶尔去超市和药房均属风险。幸好稍有准备，粮油肉暂无问题，略可虑者为蔬菜。一切的一切都突然暴发于三两个月间。此次历史上空前的庚子年瘟疫大危机，也间接促成了“文明全球化发展之危机”，因无国可“独善其身”，今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球村世局，与各国不同制度身份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性。战疫需要封城封国，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则导致：有供可无需，有需可无供，国际经济交流一旦发生“滞障”，多比诺骨牌即可顿时“瘫痪全球”。此次大瘟疫突显人类命运一体之现实。随着各国失业大潮陆续发生，接着自然就会出现 “温饱问题”。我们这一辈亲身经受过“三年”的人，因得益于城市“29斤配给制”得以幸运生存下来，对于“温饱问题”却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今日视频中观看到印度成千上万贫民因失业与惧疫而徒步逃离德里时拥塞于途的画面，解说者告知他们已遭遇到了饥饿问题。这样的真实画面，哪里是我们一两个月前所能够想象到的呢？美国专家纷纷预测，此次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总统语）的情况将比1929年大萧条严重许多倍。
如以“哲学家”立场来看，当人类突然坠入“危难极境”后，身体性惊恐之余反而会不自觉地转向人生意义之再反思。对于本来即将离世的老人来说，能够在死前参与人类五千年有史文明以来的此一空前历史性大灾难，岂非也是一“千载难逢的生存体验”？如此超高级的人类文明，如搭积木般，竟可突然自行倒塌。文明发展越加速，危机竟可越严重！最高级人类文明竟然难敌最低级的无生命病菌之威胁。千万年历史上常常是野蛮人战胜文明人（中土近如元与清），如此历史悲剧毕竟发生于人与人之间，而如今高科技文明时代威胁文明存在的竟然是非人类。人类历史上的大灾大难无数，包括成吉思汗一代那类纯属“动物性的能量发泄”【我们伟大的宋朝精神文明就是最终被其子孙摧毁。读者如果读到成吉思汗临终前极为坦率的告子孙之有关“人生最豪迈之志向为何？”的恐怖遗言，即可体认一些史家盛赞的所谓历史上的“英雄伟业”究为何意。】古代中西许多大哲在天下大乱或灾疫肆虐之际的“人生反思”，则是在己身突陷存亡不定之刻仓促间闪过的“余生小结”。客观发生的或人为或自然的灭顶之灾，均与自身之“自由选择意志”无关。如何在大灾大难下、须臾存亡间“坚守其志”，亦可从论语所说的“岩墙之下”比喻中领悟古人在“如履薄冰”历史张力场中维持其积极性生存之睿智。论语中此一貌似不合孔孟刚勇精神的“示弱”隐喻曾引起青年时代我的困惑，后来才渐渐体会到其中所含的“历史认识论”之深意，甚至于启发我产生了H1、H2的历史实践域划分的灵感。据此才可进而体会什么是论语“素其位而行”的伸意，也才可进而正确把握“荷莜丈人”与“孔子归鲁”故事喻示的历史哲学。退隐齐鲁乃因既不能参与法家之权争，亦不能循道家之高蹈。而仁学之创造性实践观仍须体践于 “造次必于是”的警句中。孟子学与阳明学遂可据此而开启了仁学之“实践力学”（孟子之“勇为学”，阳明之“力行学”）。先秦时代这样的个体自由选择岂非与己身无能掌控的客观历史压力直接相克？然而仁学实践学的“辩证智慧”正是贯彻于此一客观张力环境之内的；所谓“勇”学，即指勇处于此张力压强下之谓。此一实践学选择对象之所指不再相关于外在之物境，而是转而相关于内在之心境。今日阳明学者一定要认识到，心学虽源自孟子，而实根于论语；孟子之仁学体现在政治道德领域，而孔子之仁学则贯穿于生存全域。退居齐鲁意象，于是标志着中华精神文明的一个历史性转捩点：在社会政治领域与精神文化领域之间设定了认识论-实践论的一种relevant分界。二者在历史存在中的表面混合性内含着“深层精神实践”的独立潜流，后者遂可在几千年腐朽封建专制社会中延续着平行而精进的精神生命。由于此为根植于人性善源之生命冲动（泛称之“人性”，乃由“兽[之]性”与狭义的“人[之]性”共同组成），故可超越历史时空而贯穿于文明历程。如今，深植于人性深处的中华仁学精神，由于其所具有的这种人本主义普适性，在地球村之科学时代，遂可、遂必与现代化社会人文科学文明汇流。前科学时代中华精神文明产生的仁学，历经二十世纪的繁复体验，在参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之后，遂有能力发现当今人文科学事业中的弊病所在，并历史性地成为了人类人文科学革新探索中的“新木铎”。
当中世纪黑死病末日观笼罩全欧时，西方文士哲人之文学性情感动荡与伦理性仁学的危机反应不同。今与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事业合流展开的新仁学及其实践学核心新阳明学，当此人类生死存亡之际，仍必秉持理性化的积极生存态度，思所当思，为所当为。所思所为非局限于一己短暂生命，而是寄托于人类命运全体。此一新世纪新时代，既是科技工商医空前发展的大时代，也是文史哲宗艺历史上首次有可能趋向于理性化全面科学提升之前夕。在此次人类历史上空前摧毁性的大瘟疫过后，现代人类社会及其生存方式必将发生彻底变化。其中之一即为：人类应该彻头彻尾地重新反省人类文明之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此人类全局性反省与革新的过程中，人文科学的水准或将在“劫后余生”之际创造性地改善其独立发展之进程。一向专注于物质性建设及感官性享乐的现代人类，当此空前灾难形成的“历史断裂”之后，在物利追求和感官享乐的唯物质主义人生观（此一导致人类蜕化为“经济动物”的人生观）所推动的历史流动中断之后，或许才会更正确更深刻地悟识到人类文明发展中精神文化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才会重新恢复对生存之意义、价值、方向的更为完善的思考。【写于2020年4月1-2日】
【问题的提出】
今日将仁学与符号学相提并论，在国际学界（包括西方理论界和国际汉学界）不妨称之为纯属 “一家之言”。本文作者早于十几年前即已如此设题；如今进而提出“新阳明学”和“新符号学”，并复将二者相连并论，难免继续遭受标新立异之讥。阳明学加一“新”字，只是为了强化“伦理性内实践”的朝向性，符号学加一“新”字则是为了强化对人文科学“制度性外实践”的全面性扩大。当隐居自学二十年后于1977年末初进北京最高科研学府时发现：我当时的所译所写均不可能为所内外一级教授们读解！于是意识到这是源于彼此的“治学心路历程”完全不同。前辈学者“博学强记”必胜于我，但彼此在“认识论层次”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时代距离性。例如，海内外前辈学者及其后西方文科科班出身者，当时几乎普遍难以接受“语义符号学”及 “历史解释学”的思维方式。此差异性主要源于作者未曾经受中外科班定式化的“思维训练”，因此可毫无成见地在古今中外人文话语世界自行探索更为有效的思想义解方式。要点在于：根据多维理性立场得以 自由跨越学科界限地在古今中外学术话语中进行分类、分析、综合、重组有关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系列。研读对象人人大同小异，而彼此的治学的态度、目的和方法则可非常不同。如果今日认识到连作者与之来往的西方各学科同行对于同类课题的理解和处置也会如此分歧，关键正在于彼辈曾经受过系统的定式化训练以及受制于客观的学术市场环境！此外，与他们的更为根本性的区别则尤其表现于人生观与治学观上。西人之所以难于深入把握仁学及阳明学，首先还不是受阻于语言障碍和意思理解的层面上，而是反映在如何组织自身学与行的习惯上。现代学人必须遵循职场“规矩”与“渠道”行事，以最终成为职场人“教授”为目的。本人虽然同样研读现代理论书籍（而因长期在中外职场外的独立研学经历）却可“不合时宜地”重复着与古人相同的“内实践”程序。现代中外西方职场化了的学者如何能够逆反于时代职场制度性轨则而仍领悟遵行古东方贤哲所教诲的“学为己”、“择善固执”及知不可为而为之等人生观呢？内在性格与外在偶然际遇的结合，使我一生在学术性层面上经历了体制内外、古今内外、华洋内外、中西内外、理史内外、欧美内外以及德法内外等不同学理界域间的自由交叉的思维历练。本来是因人生苦短、行事多艰而不得不坚守“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治学态度，如今相当于“现代黑死病”的大瘟疫正笼罩全球并无情吞噬着成千上万生命的危机时刻，“知不可为而为之”座右铭也就加深了其教诲之深度。
【新符号学】
试看，如今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文化领域内，哪里还有什么“文史哲”置喙之地呢？换言之，仅仅过去三四十年来，不少前沿西方思想理论家们，都或被贴上“白左”标签，或被人们视为大言不惭、沽名钓誉之徒。任何哲学家再也无法享有当初罗素、萨特等人的“思想家”光环了。然而，这些文史哲宗艺理论家们的所谈所论，岂非也正是中文世界百多年来所谓“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等时代性大课题的主要内容？人类文明的内容和方向正在彻底改变中，担任“社会文化主角”的不再是“思想家，理论家”而是“科技家，实业家”了。全球“文史哲”都被圈入学场藩篱内被科技工商“包养”起来，从此虽衣食无忧却也不再能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了。列宁如生于此时，必不至于因疑惧“现代西方哲学”之危害而要将其定性为“反动资产阶级哲学”了；也因此之故，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年中因官方将其“除罪化”反而导致了后文革一代学人一时间对其趋之若鹜，视为借以争强斗胜、出人头地之利器。那么，现代西方哲学是否真地已经蜕化为无足轻重的自娱清谈了呢？与其相连的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是否也已失去了高端学术性和精神文化性的价值了呢？
以上相关问题，作者多年来论述甚多，而要明确问题之实际内容为何，却需首先防止词义岐异导致的不必要误解。因为人文学科内的标题字义均可有多种解释或规定，解释与定义不同，回答必然不同。我们多次指出，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言，并无类似的疑问产生。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今日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自然大为降低，这是一毋庸争辩的事实。如果按照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看，对其内在学术价值的贬低是自然的。而从精神文明发展角度看，也如我们多次指出的，对于以上质问应有三类答复：1）它们在今日学术社会中的“地位”当然较古代大为降低了；2）它们固有的学术生产性潜力却仍然极其深厚，而且其相关知识积累程度也已空前丰富化，正待迎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后的另一次人类知识科学化突进的机遇；3）但它们的科学性发展的现状却严重滞后于时代要求，前途如何，学界避而不谈却迷茫如昔。在此，首先应该进而将同一标签之所指区分为二：一是其当前学术社会通行的现实内容，另一是其应有的理想内容。此正可以“科学”一词为例说明之：古代之“科学”一词自然也有其具体内容，而此内容与此词今日所指的内容则根本不同，我们可试将后者称作是前者于当时的“理想内容”。哲学，符号学，人文科学等等的用法也完全一样。因此，“理想内容”并非指“空想内容”，而是指“未来的现实内容”。本文所谈当然是后者，而非前者。我们现在关注者不是按照现行体制内的标准和方式来品评其是非得失，而是在讨论今日现实学术应如何朝向未来理想目标而发展、革新、改善的问题。后一问题当然也同样面临着上述两种不同的“所指”，因此就不会是相关于如何在现有国际学界规范与体制内进行学术提升的任何实用性问题，而是相关于如何按照理想的标准和方式对其革新、促其真正科学化发展的问题。此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设问层次。本文至少意在促使读者从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设问类型。一方面，仍应看到，无论是哲学专业还是人文科学全体，人类的相关知识积累都达到了历史上空前丰富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今日有客观条件讨论其全面革新发展的理由。就中国人文学界来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那时人文青年学子（无论清华北大）之学风与资质都远远超过今日，但是所谓“黄金十年、二十年”时期中国学界尚无客观条件（即现代化人文知识积累及掌握的程度）进行今日提出的全球化的、全方位的现代化人文学术科学化发展问题。正是由于百年来代代学人的知识积累，新时期以来两岸四地才可空前地突然跃入世界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也就是在自然科学渐与世界主流合流、社会科学（政经法）全面坚实前进时期，人文科学思考也自然将视野拓广至世界前沿，甚至于在中西互动比较研究领域内后来之东方学者已能有所创新先行。此外，这也是新世纪呼唤中华精神文明履尽其参与促进世界精神文化提升之责任的时代（人类文明的目的不仅在于无限增长衣食住行之程度，也应在于认真提升人类文史哲艺文化之水平）。正是从此一远远超出胡适鲁迅时代所能理解的新时代理性精神之高度，我们才会有条件积极主动面对人类文明何去何从这样的精神大方向问题。时当世纪大瘟疫攻击全人类生存之际，也即当疫后人类文明形态必将大幅度调升之时，我们也突然增加了客观理由，更为严肃地思考此一调整人类精神文明方向的全新历史使命，包括与其本质相连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发展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国际人文学术的格局、方向、方法亦步亦趋、顺流而进呢？因为如作者多次指出的，如今人文科学理论的各科“内容”都已在市场制度化机制下“演化为”职业化运作材料或手段；也即从其传统上的客观求真目标转为了当前职业化求成目标。一方面，在此运作格局下，人文科学理论的“内容”将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按照功利主义目的加以编作的话语工具，遂导致其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功能均一一日趋弱化。而就人文科学全体看，特别是在各科内部较具经验实证性成就的部分看，此一职场化趋势的副作用则在于：由于通过职业化过细分工和专业技术性精化以提升职场竞争能力的需要，人文科学现代化所急需的学际整合问题反难以推行。就连“符号学精神”本身，今日在国际符号学界也被普遍地忽略和歪曲着，可为其证。对此，本作者分析批评甚多，可参照。本文所提出的“新符号学”概念，则是指在通常“部门符号学”场域之外设想的一种全面跨学科整合研究，后者涉及更宽广领域、更长远视野，并处于更高端认识论与方法论层次上。按照“现代符号学精神”，新符号学意在于人文科学整体内，首先摆脱科际专业化藩篱，勇于探索学科间的理性汇通之道，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文学术传统的现代科学化提升，以期最终形成 差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驾齐驱而独具人本主义性格的、真正科学化的“新人文科学系统”。在人类五千年各文明中人文学术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性的对话、交融、修正、整合等革新性学术实践，这才是当前“理论符号学”的第一重要目标！
简言之，所谓“符号学”其实应指以当前人类人文科学系统为基础和对象领域所进行的“跨学科理论研究”。因此在广义上，所谓“符号学思想”应该是不同程度上各科人文学者均需、均可接受者。我们几十年来一贯强调的正当符号学方向，都是这类“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进行的、在诸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进行的比较的、综合的理论性研究”，用以区别（如今国内外通行的）任何通过歧义性“符号”概念或其变体随意挂靠到现存“符号学职场”上去的各种实用主义方向的学术项目。当学术对象包括非欧美文化学术传统时，作为跨学科研究之外延的“跨文化研究”，同样须遵循上述原则，而且内容和方法自然更为复杂，并必然以“中西比较学术中的跨学科实践”为基础。没有现代中西比较理论研究，就不可能有中国符号学研究。后者正是建立在中西学术传统汇通的基础上的。“符号学”是一种研究方向和方法的简称（因此虽相关于语言学却不等于语言学），其分析对象则是古今中外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符号学学科”。
在上述为符号学精神与原则正名基础上另行提出的“新符号学”或“制度符号学”领域，则属于一全新的学术范畴，甚至于比“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哲学”的学术层范畴更为宽广和深刻：其目的乃指相关于对人文社会科学全体实行的“跨学科的批评、比较及整合”研究。换言之，即对人文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再次重申：它不应包括单纯的“社会科学”，后者作为实证科学是不必纳入符号学领域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将西比奥克提倡的“自然科学方向的研究”归入符号学领域的原因所在。这位已故匈裔学者是几十年来推动“国际符号学学会”功劳最大者，但也是最不了解什么是“符号学精神”者；可以说他是把国际符号学的大方向带歪了的主要人物之一。符号学是“对付”意义含混领域的研究，故与各种精密科学及准精密科学无关】的基础、制度、社会文化关系、学科系统、理论系统、权威系统、运作方式、市场关系等等（简言之，包括其软体硬体的人文学术制度系统全体）所进行的综合科学性分析。此一有关符号学制度分析的新理论框架，将可成为人类人文科学彻底革新改造的“操作性基础”。由于这样的全面学科解剖观念与当前国际符号学职场现实相距甚远（因不是在后者的框架内按既定成规进行的各类研究，而是将“后者全体”作为对象进行的批评性、解剖性、整合性的研究），本人近年来在国际学界试图提出此一概念时，虽因“新颖”而受到一定关注，却完全不可能被采行。本人理论的前提是自由的科学性创造性思考，而国际学界实行的是在现行学术制度框架内按照既定规范与方式进行的“合乎标准”的职场学术行为。此次全球化疫情灾难后人类文明形态必将经受重新反省、调整和改革，我们正可趁此历史大变局机缘再次提出此一虽不合职场生态轨则却有可能触动学人良知理性反思的全新人文学术认识论观念。人文学术，也须和自然科学一样，必须与时俱进，与时革新，也须“换血输液”不断强化其理性化思考和有效创造的内在生命力。
【新阳明学】
那么，如此超前的人文科学革新目标又何以与中华精神文明中的新仁学与新阳明学进行有机对接呢？只有对当前国际人文学术现状及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了解后，才会认识到此一学术理想主义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其实行的艰难性。其所面对的历史上空前的障碍在于：全球化之今日，人文科学已发展为一完整的职业系统，在其中学术与学人之生活基础已然紧密结合，人文科学如今成为了学生学人赖以维持生存的职业工具或途径。作为职业化工具，此一学术职场系统的目标已具体化为社会上“维持有效就业的方式”，因此其内容、方向、基础、程序，都是呼应着全社会“市场供需平衡”原则规定和运行的。而相关诸参量也都是遵循文教市场化规律而人为规定的，于是其基本原则已不再是遵循着理性化的“客观科学标准”，而是遵行着“客观市场供需标准”。人文学术的内容成为了职业化职场机制运行的材料和手段。在此文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性目标（作为维生方式）与科学性目标（作为精神志向）形成了结构性分裂。这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理性主义年代所根本想象不到的（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甚至于直到今日，人们仍然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二系统混为一谈，不了解什么是“内容上的融通”与“运作上的区别”）。此一结构性功能分裂的严重后果，作者已经甚多陈述，兹不赘。但如对其不加重视，听任人类文明中正待发展的“人文科学”日渐转化为“实用性的的职业化方式”，那么它也就越来越起不到在科学理性水平上认识人类生存、认识人本身、认识人之历史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有效知识性手段。古代之“哲学”的本质即“求知明理”（应指理性之知，科学之理），此一泛称作“哲学”者，随着自然科学的成熟而扩大化、丰富化而最终发展为现代人文科学及其理论，且已拥有两三百年持续成长史（直到晚近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学术机制经济化之前）。但是，上述的结构性分裂实为人类精神文明面临的重大挑战（因人类正在异化为“纯经济化生存”之物种）：理想“人”本应成为马恩心目中的“全面发展提升其精神素养的新人类”（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典范”是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本主义”方向的“全能思想家”，而不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的惟物质性财富追求者）。不约而同，中华精神文明的古老道德性理念“仁学”，也是朝向着心怀精神志向的“君子人”之“东方人本主义”目标的。古代朝向精神理想世界的智者们，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科技与经济日后可以无限地膨胀到今日人类难以充分控导的地步（如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竟然可轻而易举地被生物链上最低微的病菌加以毁灭性的打击和摧残！）。然而中华智慧启示我们：危机即转机，转机需智慧。来自西方的高科技“物化智慧”之前锋，于是遇到了来自远东的伦理性“心化智慧”之根源。我们要从此一人类文明史上的“心物互动”中来深化体会所谓王阳明“心之学”的时代意义所在。
关于阳明学的现代性问题，本人自文革时期起即加以思考，岁月匆匆，数十年后始终在探索之中，最终认识到其“现代性”实乃指通过象征性的解释学读解法（symbolic hermeneutics）来体悟其学中论及的“心”之“功能结构”。在物的“行为机制”外，平行地存在着心的“动机机制”，前者决定着人的物质化生存方式，后者决定着人的精神性生存方式；在客观经济决定论之外存在着主观心志决定论。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应该形成平衡的发展关系。今日世界人文科学职场中生存的学者学生们，如果不情愿成为被经济化机制加以绝对制约的“职场力学场内既定程序操作员”，如果仍然有志于延续人文精神传统而参与提升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人类文明之另一精神文化革命，就会产生阳明学之“回归初心”之良知冲动。此即反身探索本心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求真事业。如果这样，就会在学术职场文化之外另辟一条平行的精神自反途径，也即在基本心志层上坚守意义和价值的人本主义朝向性。古代中西哲学之起源都是以伦理学为依归的，而今新时代对伦理思考的方式将与时俱进地也必须根基于人文科学理论全域；犹有进者，古代单一智者作为个体思考本位，在全科学时代必将扩展为集体思考本位。从本质上看，今日发展和提升的人类集体思考本位概念。岂非更为符合仁学精神？具体来说，今日的新阳明学之思考方式，由于不再限于古典禅宗式之个体沉思，相关心学主题也应转化为“人文学理思考之正当方向问题”。今日再期待什么个别天才“圣哲”来为人类开明启智的幻想不仅是幼稚愚昧的，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今日世界上所谓欠缺“大师”的时代，也许正是反映着集体思维本位到来的徵象？现代符号学思维当然只能是建立在集体性智慧实践基础上的】。而在如今空前错综复杂条件下所能够有意义提出的“致良知”课题，也只能是指诸个别良知学者，在人类知识集体范围内，在调准个人思考方向目标上，也即在最深刻的心志层次上，产生的“知行合一”意志，而此个体性的知行合一意志又必然是朝向于于人类视野全局的。于是：良知学者即可不再被动地受制于 “职场机制之定式化约束”，而能够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人类文明今已首次获得了不难解决普遍温饱的科学条件）仍然有勇气、有智慧地提升个人生存的精神目标，人文学者之致良知即指其对此精神性目标之醒悟。此一精神境界当然只能够以向内发心方式达至，这样的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上所独有的“心学实践学”，历史上始终潜在于良知学者之内心深处，而可不时因外界偶然机缘而勃发。
【内实践学三维互动图式】
所谓新阳明学的提出，作为一种最深入的“核心还原论”，并非出之于某种东方民族主义之畅想，反而是不折不扣地基于现代科学认识论之逻辑性推论。正因为此一推理基础牵扯多方面的跨学科、跨文化思考，首先即须“辩证地”在国际现行主流学界惯势之外来理解与实践。虽然早在2012南京国际大会的发言中作者已然对其“点题”，借以在既为国际又为国内的学术环境内，客观地留下文字记录，即使确知国外学者听众根本没有知识论条件把握其深意。而其中包括的对当前国际人文理论方向的根本性批评的“前提”，更是国际同行根本不能接受的。由于在经济化、法制化、职业化环境内“依规治学”，国际学者怎么会对其据以安身立命之“制度性基础”进行批评性解剖呢？因为他们的所学、所思、所写，都是与该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的，甚至于根本上即是其产物。而另一方面，在几百年来的自然科学教育的影响下，哪里还有通过“由内及外、由心及物”的渠道进行学术思考之余地呢？况且本人所使用的国际通行术语（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都是经过本人在跨学科跨文化层次上根据理性实践学立场予以修正与调整的。其中一触犯時讳的效果即：首先应将国际上认可及依赖的诸学术大师之“学术权威性”予以相对化和“阶段性评价化”，用以松弛国际学人习惯上遵行对历史学术名著之绝对性信仰。几十年来的中西学术交流中的观察使我最终认识到为什么彼此难以进行顺利对话，其中硬体性的障碍正在于：现行职场定式化运作程序是内在地与今日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方法论相冲突的。虽然此一科研方向抽象地为国际学界所公认，而睽诸实际，国际学人大多因功利实用主义人生观而不意识地依违其间。我们为什么非要采用国际上仍然生僻的“阳明心学”字样来标志一种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心学实践论”呢？理由之一在于：其实践学思维的特点之“朴质性”可排除胡塞尔学所有的逻辑学和本体论等复杂的纯粹理论性，从而可更“单纯地”在“心行互动关系”的“内实践学层次上”中滋生出一种“真实行动”激发力（知行合一）。（胡塞尔的逻辑心理学存在于认识论层次上，可谓无关于社会实践论课题。存在主义对其进行的实用主义歪曲，与胡塞尔学的本质无关。注意：学界往往用同一批词汇，通过人为性“语法变通”，对其施行不同功利主义目的的运作。）
现在，我们可将阳明心学的“内实践行为图式”加以具体化表达，在其“核心深处”（心之最深层：“初心层”）relevantly设定了含有三轴向的既分离又互动的“内实践论三维互动图式”，此“初心层”之三维即：真伪维，是非维，善恶维。按此，实践（行）首先是指“心之行”，是指“心端”上的三维实践域内的互动协适之“（内心之）行”。当在认识论-实践论上整顿好了此核心关系域后，才可将“知行合一”的“心（之）动力学”，逐次贯彻于不同层次的外在行动世界。此外，在心之次深层次上也存在有“智（之）心”三维互动图式，即利害维，得失维，胜负维。“初心层”（仁心层）是伦理价值层，“次心层”（智心层）是功利计量层。此外还有内实践之第三层的“决心层”（勇心层），这是将前二者综合后形成的的、行动之前的最终“心志决断层”。此内实践学的三层次描述了仁学“立体性内实践”之全域，后者亦为H2内所需之运作逻辑，而伦理价值性的“初心层”为其根本之根本，无此初心层即无真实的精神文化实践。而在H1内的运作逻辑中，初心层表面上或有或无，而多非无有，而余下二层中的“智心层”则为其真实的基本层，古时代可以法家智慧方向为其典型例子。如简化言之，H1必有利害维与胜负维，H2则必有真伪维与善恶维；睽诸历史，前者实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即使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量上的差别，后者则为“人”所独有，故人之本质为伦理性生物（而身体性劳作与争斗性机巧均非人之本质；更不可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性动物”来定义人），此所以古代哲人智者无不以伦理性思考为毕生精神历程之依归。
如此坚实地营建其心志力源，人文学者才可望不受历史惯习性、社会制度性、异化人格性等外在制约机制所约制，从而得以在恢复自由思想意志力后，按照 人本主义的伦理理性思维原则，来探索、设计、创建新人文科学理论的模型。如无上述重组之“初心”，学人必将继续在职场顺势逐利而行。而按照阳明心学，学者首先要加以克制与排除的，就是为学求利、求成、求胜之“俗心”。这样的“阳明心学”的象征性用法，当然无关于阳明时代儒家士子的具体心言行实态。而是相关于阳明师生心言行话语上的“动机朝向”与“内实践姿态”本身（作为古典话语之解释学读解效果），其所言所行不过是前者之历史性表达中一时性载体而已。解释学的读法就是指：在今已过时的儒教思想话语中察觉其中的“心志朝向性”和“心行关系性”之普适性意涵，将其抽离出来予以一般化表述，用以主宰学者之现代人文思考实践。
【申言】
如果我们不须将当前国际学术话语的“秩序性”视为当然的治学基础，更其不能将服务于帝王将相时代的封建专制时代的思想内容视为今日之科研规范。我们反对治学过程中的或对洋或对古的“准抄袭性”（复述性，转录性），这是与以上阳明心学原则一致的。正是这样的新“正心诚意”态度，可使我们不至于落入或洋或古之历史学术轨迹“窠臼”。在学术实践上，当摆脱了唯利是图的庸俗治学观外，自然也到了继而摆脱一项来自传统的陋习：崇拜大师，盲从权威。二者均反映在学界追逐国际名著的死板成规上。一切中外古今名著都必然是我们的重要研读材料，但同样也正是我们对之须进行检视、批评、改善的主要对象。按照新符号学认识论，此一提醒绝对不是要“轻视权威”，而是要认识到，他们的著作大多都是在单学科内完成的阶段性成果，都是有待于首先在单学科框架内继续加工的“半成品”，以及继而在跨学科理境中进行多维性革新发展的基地。而传统的“名师崇拜”陋习在于：将学星、大师名号视为自身可加以利用炒作之工具，用以作为个人与团体变相拉帮结派、招摇忽悠的图利筹码。此一趋向在如今全面商业化社会更被变本加厉地强化及普遍化。于是在几千年的学术世界宝库中分门别类地排列了各式各类的“名牌商标”以供后代学术竞争团体择优取用。可以说，在本人几十年来最加推崇的著名国际学者中，也没有一位名家可以夸颂为“学术完人”的。【按此理解，海外华裔学者夸张其大师的绝对性学术贡献是多么幼稚；此一评价方式的幼稚性其实根植于民初自然产生的人文学术不成熟性；以及他们未能严格贯彻孔孟“学为己”人生观，遂将人为封圣的大师们视作后人借以攀登的廉价手段。这是什么态度？不仅是投机取巧，实为人格“软弱”与“丧志”表现！传统上将人文学术成果等同于历代名人名著之汇集的惯习，是违反现代人文科学的真实科学性精神的。】认真的研读不仅应表现在对于原著本义的准确理解上，更应表现在对其优劣和功用的评价性检讨上，为此必须首先沿学为己原则努力扩大深化精神视界和积累现代理论知识，为此自然不得受制于职场限定的实用主义的治学轨则。这样才有希望一代一代地向前推进中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事业。因此，自然科学家们的惯常做法也应当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家效法的标准。试看哪有一个认真的自然科学家不是严格检讨前人之失而急于变动改进的呢？科学就是怀疑，就是批评，也就是不断的反省与革新！（如果以为研学就是评比“大师等级”，哪里还会有今日突飞猛进的现代自然科学世界。但是，我们人文科学家就非得逆反于自然科学标准而将客观学术真理追求歪曲为“名师崇拜专业”吗？）然而如本人以往经常谈及的，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时代，“竞争生态”自然会倾向于诱导人文学者利用“名牌效应”，以便将其用为学界争强斗胜生态中之攻伐利器。今日网路时代出现的市场化 “网红打造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说明此一现代文化学术竞争文化肌理之明确例证。 “打造明星公司”毫不掩饰地教授着如何弄虚作假、哄抬“市场知名度”的各种技巧。难道在学术职场内“名势集团经营术”在本质上与其有何不同吗？。
时当个人与时代突然间堕入生存危机情境之刻，本文所谈岂非仅属不合时宜的谈虚蹈空之论？其实非也。如果认真理解H1、H2的历史界域之分，即可在二者的外在因果关系中悟察出各自独立而平行发展的不同“实践域”。两套历史文明实践域中的价值、方向、目标、内容、方法等完全不同；学者个人身处两域，自然负载着两套不同的行为选择和思考策略。一本仁学之“朝闻道”精神，人生第一目的本在于“识真”，知而后快，知而后足。然而此乃指“诊断层”上的思考，而非“处方层”上的思考。今日学人如对此划界正确体认，将有助于学者个人重组个人最佳学术实践方案。这也相当于两千五百年前古仁学所喻示的“素其位而行”原则；“齐鲁意象”不是在求“解方”，而是在H1H2张力关系中探求合理“设问之方”。仁学即人学，即关于“何为人”之学，因求诸己而端正为学方向，然后沿着精神文明发展的此一大方向来维持住学人之向真心志。复因个体沧海一束，仁学所深教者仅在于学人心志方向之正确性，而非在于鼓励学人求知路上多多益善，争强斗胜。阳明学则为此继而细化了个体努力之节目。历代古贤哲在意识层上固然不得不在时代条件下根据外在加予的一时性内容与轨则而进学与修为，但在其学行表层之上可显露出其心志向真、向正、向善之“成色比例”。历代仁学所传承的此“核心成色”之延续性本身，可实际体践仁者心志方向之集体传承性。远古仁学及其阳明心学展开得以有效延存至今即因此之故。其学具有的人间普适性，岂非正可验证于今日人类文明突陷历史生存危机之时刻。
【截稿于2020年4月8日，于命运未卜之危机时刻；今日湾区疫情稍缓，而国际疫情正“方兴未艾”，纽约昨日一天即死亡了800人！】
· 5、世界瘟疫危机前的人文遐想：疫期随笔1
任何人在庚子春节前都不会猜到，一两个月间地球全体会突然面临着集体生存威胁。一个多月后的今日人类才猛然意识到，人类 “有幸”要再次经受一次类似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时期或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大灾难”。原来病疫的伤害力可能会远远超越大战与地震，人类面对着“看不见而要你命”的死敌。哈佛专家预测，人类将有三分之二人口感染，而疫情的超高致死率将会产生可与1918灾难相媲美的死难后果。一向“足不出户”的我，对于今日号召“闭门思过”的新生活方式，自然足勘应对。近日在重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时，也会联想到新世纪人类历史意义何在的问题。对于以往学者们对于历史意义的探索和分析，以及他们对历史过程中的精神生活价值的颂扬等等，在已经符号学-解释学洗礼的我看来，都难免于犯有“前符号学的思维含混性”。本人近年来较有独见的历史观在于区分出了人类历史存在中的两条发展轨道，可简称之为：社会物质性的（阳的。A）与文化精神性的（阴的；B）。二者实现于同一地球空间，“物理上”混合在一起，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外部的积极互动关系。但从本质与功能上看，二者各有不同的存在和展开机制，各有不同的目标和价值体系，几千年来（从人类的“准动物阶段”进入文明萌发阶段以来）彼此“潜在地”维持着一种平行的发展，相互之间“在本质上”可谓互不搭界。从人类文明史全局看，在物质性的波澜起伏的历史路线上，轰轰烈烈，潮涨潮落，而又逐一及时烟消云散，仅仅留下不再有生命力的物质性痕迹（今日所谓“文物”和“遗迹”等）；反之，在精神性的历史路线上，虽然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却能将其内在的生命有效积存下来，构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永存基础。“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即人的真实存在性，完全定义于其创造性的精神生活之有无。
几乎所有的历史哲学都要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来探索其中的精神意义。本人的历史符号学研究的一项独见即在于将二者辩证地分离思考，区分出其间“内在本质联系”与“外在互动关系”，并据以思考历史精神价值的含义。我曾在回忆文中谈过，第一次读王造时译的《历史哲学》时是在1957 年秋由津赴京奔母丧来回的火车上。而到1959年到北图读书后，在学校期间最讨厌外语的我终于认识到，外语是吸收新知新学的必要工具。而激励我学枯燥外语的方式之一即每周一去北图目录室翻阅西文和日文新书书目。（请注意：在“反右”后，北图仍然源源不断进口西方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而且借阅不受限制，包括无业者如我！）刚开始学德语不久的我，一日借出雅斯贝尔斯新著《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1958出版）。面对着厚厚一部德文哲学大师新著，真是既兴奋又失落，因不知何时才能“进入”其思想大厦内部。（对我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研读新知新学新理，花时间学外语岂非是在浪费生命！今日人们疯外语和秀口语，自然出于与我完全不同的动机。）在那时已然脱离了迷恋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时代的我，遂有了心力开始关注“想象世界”之外的真实历史世界对象。（阅读史上的中间阶段即大量阅读历史名人传记）对于那时初识历史重要性的我来说，按照逻辑性推论而关注于这样的时代课题：人类精神追求和人类历史命运的关联性如何？理论上，人类可能由于原子弹的出现而突然“喜剧性地”同归于尽，还大地一个“彻底荒芜”。如果那样，如果危机近在不久未来，我们在精神生活追求上志在高远者又该如何自处呢？对此，前原子弹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历代思想记录都嫌不足以教谕人们该如何面对人类危机了。不想，大家就在相互毁灭的威胁中匆匆又过了60年，人类生存仍然安然无恙。也即，人类已然习惯于生存于“恐怖平衡时代”。但在探索历史意义的研学过程中，社会物质性历史与文化精神性历史始终应是相互融通的“历史合体”，直到我于几年前在《semiotica》上提出了历史理论新解后。【这大概是自幼倾向于“分离性思维”的我之最主要课题应用了。分离性思维的本能遂使我毫无困难地最早从《语言学译丛》的索绪尔断片译文中初步把握住了“能指”和“所指”间分裂的理由。而直到今日英美派的所谓符号学学者们因受其实用主义-行为主义思维局限遂难以真实把握此一“记号”概念的“意指的分离性”。所以中国的英美派外语学者才会简单化地将sign译成“符号”，并据以简单化地统一理解复杂的符号学理论问题。】以上的往事回顾是为了回到今日突然降临的历史性“新冠瘟疫”所造成的精神性冲击事件上来。看来真正造成恐慌的还不是足以地球自我毁灭十多次的核武器【90年代初在德突遇苏东瓦解时突然到来的潜在“核危机”，即人们立即担心苏东核武会流逝到恐怖分子手中，而他们和有理性而相互敌对的政治家不同，都是“厌弃”现世生活而打算“裹胁”着全人类一块与其“升天”的！记得那时我是第二次实感到了人类毁灭问题的可能性。】从威胁度来看，黑死病，大流感，新冠瘟疫，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类之敌，是要消灭我们这个物种。如是，面对这个“社会物质性历史上”的断崖式危机时，我们的成功延续了5千年的“文化精神性历史实践”，又该何去何从呢？然而在历史观念革新后的今日我看来，这岂非是另一次考验我们这些人类精神文明创造参与者的认知与意志的历史时刻？面对着死亡威胁，我们还能够平心静气地“素其位而行”吗？但是，文明史几千年中无穷无尽仁人学士难道曾经有能力掌控其物质性生存状态吗？历史上有多少大思想家都是在物质性生活朝不保夕危局下积极地、创造性地生存着呢？如果物理上，人的本能是尽可能多地存在着，那么，按理，精神上，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更应同样积极地坚持其精神创造性的生存姿态，而不应因物质性威胁的逼近而丧失了精神性积极生存的意志。此之谓“尽其在我”。顺便一提，《论语》一书早就将人生际遇的方方面面都归纳进了此一“精神性生存智慧秘册”之中。它当然不是个别人的什么天才创作，而是其文创生前的千百年间民族精英们（因此与代表帝王将相的《五经》精神在本质上不同）的集体智慧结晶。但是，倒也难怪，什么是“符号学-解释学地读《论语》呢？(两千五百年前中华民族的第一部“著述”，如此之久远，又如此之新颖，这取决于我们的“读法”如何，我们的主观状态决定着“历史读物”呈现出的文本样貌。)”今日不再是将其作为“表达面”的“社会政治内容”（A）予以直意地把握，而是象征式地读出其在涵指层次上的另一更深更具普遍意义的“内容面”（B）。按照二十世纪人类积累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理前沿，A与B之间虽然充斥着外部的互动效果（尽管此类外在的相互影响和冲击可能激起强烈感应，甚至于涉及生存安危），但二者各自不能“影响”或“介入”对方的“构成逻辑”。（客观上，A不可能“直接”[内在地]推进B的发展；B也不可能“直接”[内在地]推进A的改善。）
于是，同样是“符号学解释学”的语义精细化特点，要我们进而蠡清“精神”一词的不同内含。在“精神世界”的金字塔构造里，本人当然将作为现代名称的“人文科学”视为其“顶层”，也就是作为精神历史轨迹上的至高价值目标，后者必然是理性的，经验的，逻辑的，人本的，（简言之）科学的，因此它并不包含通常所说的“体育精神”，“文艺精神”或“宗教精神”之类范畴（应该说，它们属于A， 不属于B；它们依存于、服务于A，虽然和A一样都是B的研究对象或材料）。其实这些一般文化现象中的精神旨趣，也是物质历史轨迹上的内容。它们大多是“参加”物质性历史过程的，是其组成内容的一部分，也即担负着其部分的构成功能。而“人文科学”的性质与之完全不同，前者是实用性的，行为性的，追求物质性目标的，必然涉及人际斗争的（源自并复杂化于：struggle for survival）；后者则是纯然理性的，思维性的，认知性的，颇可属于“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按照A读法，此“道”既是其社会物质性目标又是其途径；按照B读法，此“道”则是其精神文化性目标和途径。人们至今仍随意玩弄着此汉字的歧义性。】。这个道不是指任何“应行之者”，而是指“应识之者”。同一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同时介入AB历史域，也不同程度上（或有意或无意地），或分离或混合地参与AB二逻辑的不同实践，尽管AB域外部互动密切，两种行为逻辑永远并不在各自内域互动，即互相不能影响对方。这样的貌似人为做作的“分裂症理解法”，其实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因果分析问题。
二十世纪是人类的人文知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着巨大改变的时代，是在大方向和方法技术上，在受到数学自然科学深刻刺激后，而发生的全面彻底革新的时代。其革新性是十九世纪思想家们尚根本体会不到的（由于自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增长速度呈几何级跳跃规模，而进入新世纪后更是“疯狂地突飞猛进”，这哪里是我在中学时代深深倾慕的欧洲文豪们所可能预测其万一的呢？，虽然他们也是为其准备着相关的基础。）为了“体悟”（而非仅只是“利用”）此一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大方向的思想大变局，必须同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对其综合的把握之。也就是从人文科学各个部门的具体更新与人文科学全体的结构性关系这两方面把握之。然而，非常自然的，大多数学者都出于职业性实用需要，对任何相关知识仅只是“利用之”及“玩赏之”，为此人们必然会按照既定学术社会制度性轨道及市场化决定力“循规蹈矩地行进”，因此也就谈不到在此二客观决定性机制之外去独立组织个人的其他学术实践。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在此全球化时代学者之人生观已被“全球化地”演进至“学术求利观”，以之取代了传统的“学术求真观”。而学术社会则通过其权威性共识语境，硬将“利”字解释为“真”字，从而制度性地（因此可形成潮流地）“安抚”着人文学者偶尔会反复呈现的 “不安良知”。
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实用主义地”生存于、工作于“现成存在的、公认的（即实际具有可行性的）学术软硬制度性框架里”，故必以其内嵌的规范、方向、方法、程序作为选择和实行的“正当标准”。实际上这些“程序系统”都是具有复杂的他力决定性背景的。其实在的功能首先在于有效保证职场运作过程的顺利展开；此一职业化制度性规定也自然符合于已被功利主义时代彻底塑造了其实用主义人生观的职场人之本身需要（求实利的人间共识）。于是，现代人文学术的内容虽然充斥着前述各种具有进步科学价值的因素（相当于各种形态不同的“砖瓦”），但用其进行的各种程序和完成的预制成品，则都是学术市场所认可的（可被合法验收的）被构建物（此“建筑物”是按照职场规定的各种实用设计图所依功利主义之规构建的）。新时代提供的现代化材料或元素（学术对象）本身，自然大多含具着前述科学性成果，而对其进而加工的方式和目的（科研结果）则是依据当代权威性新规而人为设定的程序和“图纸”所完成的。可以说，其中隐含着两套不同的“加工路线和策略”。而科技工商主导的功利主义时代所促成的社会全面职业化生存方式，导致人们忽视了二者的分别。这就是本人此前大量评论中所谈及的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危机”问题。所谓危机即指职业化格局必然为人文科学带来的偏离性、实利性的科研实践之人为限定性。后者的影响必然反映到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论诸层次上。
因此。职业化功利主义意识首先即形塑了人文学者的时代人生观：求利、求名、自慰自安、自我欺瞒。【以最真诚的“外现方式”掩盖着自身最深的阿Q精神的法国萨特，可谓时代之典型】“真诚”是指什么？是指“自我真实道白”吗？那么什么是“自欺欺人”呢？先自欺成功才可更有效欺瞒他人。那岂非是一种更圆熟的伪善技巧？为什么孔孟二人都偏偏要和并非大恶的“乡愿”过不去？甚或要将其视为实质性的“大恶”？这是从其社会文化性效果来说的，而非特指其人心态伪善性的“自意识度”。最深的学术伪善，是特指深具“似是而非”（以紫乱朱）影响效能者。方法论上的似是而非，因其社会性成效带来的伪客观性支持，卒至于达至自我心术和心态的“自我欺瞒”。后者可获得情绪和本能的掩护，遂可“问心无愧地”自以为在从事着“学术向真”的事业。实际上其中充斥着各种被（或许无意识地）自我隐瞒的的部分。为了（多半也是无意识地）强化此种隐瞒的效果，主体必定时时刻刻为本身自利意图进行不断的掩盖和修饰，并正因此而使得具高修辞性美化的话语表现更可产生对受众的情绪感染力（伪善比真诚更易打动人，所以演员都需化妆，所以“后现代派”特重语言修辞性表达的装饰性），从而客观上导致其学术伪善性带来的进一步负面效果。我们重新解释的“阳明心学”正是一种针对当今此一人文知识分子心理痼疾的“心理治疗术”。其治疗对象不仅是人文学者个人，而且是人文学术全体。之所以称之为一种“心学还原论”，即首先使学人“暂离”学界之共识：以达成职场成绩提升为目的，而是首先“认清自己”。按此，最终的判准就不须直接触及本人行为之“好与坏”问题，而是排除“好与坏”判断而直问“自我心际”之“真相”为何？自我之“治学初心”为何？
耄耋之年如我，近年来颇可“自慰”者为：愈加体认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之真意：此并非仅在于满足“贪知”（另类[不无儒雅性伪饰的]“贪得”），而是在屈指可数余年中逐一达至“知自己之无知之所在”的、因自誠而欢心之境。即努力将平生为学所得逐一有所总结，列出已知未知的合理界限，以最终不负“学为己”之自期。胡塞尔毕生专注于一座逻辑大厦的构建，而始终自认为是一名“开始者”，此非表现出其谦虚，而是表现出其为学一生胸怀之博大精深。此一壮言非我等可妄加比附者。我所说的学为己之“自誠明”，是学者人人所可为、所应为者。 “尽其在我”格律中之“尽”字，其义既深切广。自以为入“已尽”之阶时，经阳明心学之自审，或可察及诸种私隐自蔽之微细。福柯毕生憎恨天主教神学式的强制自审自责的客观权势压力（这是他批判西方思想史上“主体论”的主要理由之一）。而新阳明学之“自审”乃是为了在 “自对自反思”中洞察任何自我隐蔽之肌理，用以首先因自我纯化而“坚强自身”。（自利是一种“意志软弱”，虚荣是另一种“意志软弱”）。阳明学的“向真心志学”是双向的：一者向外伸扩，另一者向内沉潜。此一对外求真和对自求真的双向求真实践，使自我卒可达至内心净化之始源，用以监督、矫正自身求知实践中的方向正确性。和一切古今功利主义治学观不同，仁者从不以“奋力攻学以求超越他人”为治学观，因此从来不必与人争比，甚至于也不必与己争比，即并不以至老回顾一生时以自身学业有成而自慰。什么是真实仁者的“只问其义不问其功”？此即将真正相关的（relevant）标准定为“方向性正确”，即仁者以维持自身实践中的“方向正确性”为荣，而不以自身知识量上的得失为虑。（孔子之“射仪比喻”为此）也就是，我们不再关注自己之“所得几何”（学问之大小，荣誉之高低等）问题，而是关注于自己去蔽近真努力方向上的“成色几何”问题。
这两年来，当我将几项基本学术计划逐一完成后，时间宽裕下来，于是“不无欣慰感地”终于有了“自我还书债”的机会。即可以把长年累月在眼前“转悠”的架上待读之书籍（有些足足“跟了我”几十年而“无缘相会”[除了各前言后记外，这是每得一本新藏书必然要在当晚一睹为快的]），依轻重缓急逐次加以选读，尤其是西方古代史、中世纪史部分。之后要进一步读当代欧洲历史理论新论，但已是在大大不同于70年代末初遇年鉴派和结构主义时出现的的那类天真信任感了。可以说，在进入此最终个人总结期时，不是像中外传统学者那样忙于为自身专学画上尽量完美的句点，为毕生研学予以系统总结，并关注着如何安排其未来的有效传承。按照我的治学观，按照我对人类人文科学历史的认知，以及经过仁学-阳明学的内心洗礼，我之“总结”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达成任何具体课题的完善性或终结性工作，而是根据自身的观点与立场，为毕生涉猎的、必然是仅作为阶段性成就的诸多人文学理的成就与基础的“认识论-价值观之朝向性”，做一真实的描绘。由于个人治学的特殊性，这一态度当然不同于大多数中外人文学者，后者多于最后时光急于为自己的“休止符”多加美饰，以备其独特结论可于身后继续传承。这样的态度，自然含蕴着一种前提：对自身完成的学理研究予以肯定性判断，使其作为一项“成品”永远可在身后继续维持其生命力。而按照我的基本上是认识论批评性的治学观，而只能将每一主要的“成功作品”视为人类漫长人文科学建设历史上的一件件尝试性、仅具阶段性成效的“半成品”。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此最为重要却最欠成熟的关于人及其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将任何这类优秀“半成品”即仓促地视为后人应继续顺其路径工作的“基础”或前提。而我们以往的中外大师及其后继者们又有哪些人不是这样看待其所依傍的思想系列的呢？在本人有限的经验中，反而是要首先为心仪跟随或积极关注的重要思想作品尽先试图察知其弱点、局限、谬误所在，以便为其“去盲信化”，“去神圣化”。首先，这是为了克服由于自身的或许不成熟偏好而对大师作品的价值夸大，以至于造成自身的认知误差。结果，反而是，自己最推崇的学者和作品也正是个人对其可能的缺点最需挑剔的对象。（恰因其重要，所以特别值得对其“挑剔”）那么，人们或许会质问我：“何以对所谓仁学伦理学加以如此肯定的推崇呢？”特别是，除了百年来两岸三地抱残守缺的儒学信徒外，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家们首先加以批评和抛弃的不正是此类帝王将相时代的残余封建主义思想吗？对此类问题我已多有解释，此处不容赘述。仅需在此重申：我以上所谈的对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具体成果，而仁学伦理学的目标则是学者“生存及治学态度学”问题，这是我们在做任何学术思考和研究时的态度学前提。二者不是一回事。我甚至于将“仁学伦理学”名目与“伦理科学”加以区分，后者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部分。至于为什么不仅是前科学时代甚至是前学术性时代产生的此一原始“态度学”会有此“思维性特权”呢？对此，我也在拙著中详尽阐明过。而且，此一判断，自然不曾妄言此“仁学解释学”为我个人之“创造”，而只能说是我个人对其现代化解释学方面的探索结果。其“作者”为谁呢？它当然不是个人性的发明。（古代帝王的“封圣”作为是为了神化其自身统治特权的绝对性）《论语》文本对此已然智慧地作答：它是人性、人类性、民族性、精神文明性的“共识”，是晚周之前千百年民间智者历经千辛万苦在商周王者的斧钺下点点累计的民族性良知荟萃，终于积成为嗣后两千多年间中华精神文明在封建帝王将相压制下得以“曲线完成的”精神性生命之流。它是动力源和方向盘（古人将其誉为“明灯”和“木铎”之时，所谓“千古如黑暗”之所指又为何呢？），但这些还不是现代化今日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木铎，是指基本前提和价值标准，此为人性本能的自然存在，是外在于学术研究实践的。而当中华文明进入地球村和现代期后，才与“科学知识”交遇，二者的化合效果前景突然显现出来。结果，这个前科学时代的人性真纯智慧反而可成为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实践的“态度方向盘”（当然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南），它足以成为检验人文科学学理大方向的“新木铎”。
为什么我们要对古今中外传统上公认的“大师”加以普遍“去圣化”呢？这是为了克服古今中外的各类功利主义治学观。不仅是指传统上的“读书做官论”，而且包括一切怀着“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此非指其诗学的实意，而是喻示今日法国天才们的“独创性追求”）或立志要为“人上人”的学者思想家。因为这类个人出人头地的抱负，都会牵扯着大量党同伐异操作，从而在“知名度”上融入各种华而不实、以伪乱真的阴暗伎俩，从而通过“名著”名号一代代影响着后代学者，使其一开始就遭受到种种隐在功利主义偏向的误导（导向前人为后世设定的吸引其入彀的修辞学诱饵），以至于浪费了不少青春时光。（一个人一生应有多少自知之明智慧来逐渐清理这些少年青年时期被误导的认知性障碍呢？而如只为了沿着任何现成渠道追名逐利则自然无须虑此）我们当然要合理地挑选历史学术遗产，但要客观地看到其正负两方面，即使最为肯定的智慧宝典，也须知其弱点所在，可不至于（因个人急功近利而）对其盲目遵信，从而阻断了对相关学理继续改善与提升的机会。
以上的种种看法与感怀，已在本人二十年来的各种论文与散论中分题叙述过。这些论述中尚未结集发表者，在稍空时将会重新编辑分卷出版。本人一生治学游走于各专学之中、之间，而卒未以成为专家自期，今日看来，良有以也。我的“任务”就是本着仁学-阳明学立场，点评各种专学在大方向上的偏正得失，为此必须首先摆脱学界积非成是的权威等级制度带来的共识。直到今日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即使在当前国际主流学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如此之难，学人礼貌言语的背后充斥着唯我独尊、为利是求的惯习。此等学界积习，我是在八十年代国外访学时首先从海外华裔学者处察觉的。那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华人间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现象。一方面他们甘愿在洋人主流系统之外、之下做心安理得的“小老弟”，一方面他们又以高等华人资格妄以未来中华学术指导人自居。由于几十年来的社会格局巨变，很快我就察觉到一个关系到中华精神文明发展问题的“认识论风险”：正是不少一些妄以“后胡适时代华人权威”自视并被其派系喉舌极力“公推”者，其实，（由于学术社会学上的时代史地变异化的影响）他们恰恰正是在国史学养和西理学养上双双被耽误了的几代人（职场名利观掩盖着他们的良知本能）。而仅仅由于百年来中华文明现代化历程中自然滋生的洋高华低之社会观感，他们遂可以学历、语言、职场等“洋资历”具有的“实用性价值差”，而全面影响着新时期中华精神文明未来的方向。这该是多么令人担心的一件大事。原因正在于，不论是两岸四地大众还是他们本人，都以为他们所拥有和展示者，是真实确切的，是当代华裔人文学术界的最高峰。由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认知局限性，他们在学术制度长期内生存所获得的自信和公信事实，也的确使这些未来中华精神文明发展的“指导者”，真地以为自己在“文化移植环境”内形成的学识才是中华精神文明未来应取的具体途径。这样的共识其实反映着一种普遍的时代肤浅性，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暴露出的共同态度学偏差正是：在西学，他们永远甘居国际学理主流之下流，在中学，他们由于普遍欠缺民初学人自然具有的深厚国学根底而未能正确估计和研习现代学术文化黄金时代留存下来的国学文史哲的真实学理价值（此一局限性也部分地源于他们为了适应西方教学制度的需要而对于民国学术遗产采取了削足适履般地不当取舍）。除了以上“自废武功”的主观态度方面的问题外，客观来说，根本的问题是：由于以西方学界内的少数族裔教养学层级的学术水准为标准，他们的真实“精神生存环境”也就局限于此制度性的狭隘框架内。物理上，他们生存于国际环境内，精神上他们却生存于自己的“汉学”教室内。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广度，当然无关于其身处史地环境，而是相关于其“研读”的深广度。（现代文科教育的职场制度化的普遍流弊是：用人为设定的学人等级资格取代了真实学养幅度。“文科博士制度”是一个未来必须彻底加以检讨的问题。“博士”这个名号简直成为了“去良知感”的制度化利器！）
在过去与港台新儒家文化和欧美汉学家文化接触和相互讨论的经验中，我发觉彼此根本的差异点是：不仅眼界上的不同，对象上的不同，而且首先是态度上的不同。我因而很早就不自觉地（也许自觉地）“冒犯”了他们在几十年来的特殊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共同信仰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是将最高价值和方向置于纯粹理性和理想本身的最高端，而是凝聚于他们视为价值与信仰之具体体现者和代表者的时代职场权威典范（即大师们）上。时代带给他们的各种“具体性”倾向（在政治、学术、文化各方面）限制了他们的“思维高度”，而那些大师们在艰困困境中一直伴随着他们，慰藉着他们，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偶像。所以，对于一向欠缺大师偶像崇拜情结的我而言，听到他们不是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是说“师道不可违”时，这才意识到彼此过去几十年来毕竟真是天南海北各存一方。对“师尊”的批评，会被认为是对大师的“不敬”，会将批评者视为“狂妄”。他们因此根本意会不到为其师尊价值定位的“客观根据”为何，从而透露出一种“范畴性混乱”。严格说，战后七十年中港台美华思想意识，由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观，处于“时代政治性视野垄断”的认识论局限 中。他们那时未能超越政治化的世界，以期将人生思考扩至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人类“大视野”，以便可直接从时代最高理性高度吸取理性营养来弘扬未来中华精神实践的规模和层次。举例来说，那时他们将“复兴中华文化”具体化为政治性目标，岂非正是暴露了其认知视野的局限性？（这也是前述AB逻辑互混的例子之一）
本人对于他们最大的“冒犯”则是，我多次指出，因生存时代不同，尽管其国学学养高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后来的学者们，二代新儒家大师们的本质性缺失（正是此种认识论缺失使其不具备展望中华精神文明现代化构造的资格）恰在于他们未能勇敢地履践“仁学精神”，虽然他们毕生沉浸于丰富的国学资料中。如果健在，他们也必然根本不能理解我今日所说的仁学解释学为何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只有按照来自西方的新知新学新理[这些恰恰是他们不了解也读不懂的，自然也是贺麟、冯友兰、熊十力一代人读不懂的]，我们今日才能够更真切地体悟《语孟》之时代含义。）本来情况不必是如此。如果没有日人的侵略，学术黄金时代得以自然延存的话，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当然也就颇有机会根本概观。如果那样，仍有一“不敬”推断会引起港台朋友的不快。此即：如时空倒置如此，牟、唐、徐、方 等战后港台学人也不会在现代中国人文学界占据文史哲界的中心地位了。这就是我反复提醒的：虽然思想史上可以称得上是黄金十年，黄金二十年等等，但全面客观来看，那时一切新知新学新理还都是处于初级引介阶段。如果四十年后，仅仅由于时代性的延搁，从“文革”一无所有解脱出来的新一代就像突然发现埋藏瑰宝一般，对之夸大其词地追捧，我们就又陷入另一自误陷阱。正是为了更好的吸收那一伟大过渡时期出现的百花齐放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对其正负两方面的成果同样认真看待。为此，新一代青年学者当然更须一方面有效地“继往”、另一方面建设性地“开来”。为此，自身的“补课”更是第一要务（因从几千年的传统时代进入科学性的现时代）。后者又取决于学者的自知之明和治学诚意。如果学者不客观认识到自身环境带来的历史性知识局限而一味热衷于师生团伙经营（就像八十年代大批急功近利的知识青年那样借助稍有洋听闻即以敢以洋学带头人自居那样；或由此辈继后带出的下一代青年才俊那样纷纷通过国际学场的功利主义经营来谋求国内学界地位那样），那么所谓新知新学就纯粹成为了“夺利之具”。何况知识多，并不等于就是“知识分子”，也许不过相当于是“资料存储器”而已。
中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同于其物质文明的发展，也非可简化为对其传统人文系统予以语言表达上的更新换代而已【白话文运动与传统知识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将此语言工具技术上的通俗化改革视为中国知识上的进步观点，反可反映五四时代理论思维方面的初级性。一如时至今日人文学界和媒体界仍然以三十年代的文学或杂文学界的时政讽喻视为我们新世纪思想与理论的楷模。这是何等的认知性滞后现象？而对其盲目鼓吹者正是根本不了解现当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何物的“泛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一代是通过经营网路点击率来博得“知识领袖”名号的。】中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必然应指中华传统人文文化与世界现代科学文化的全面深入沟通，必然是一在西学与旧学两方面的积极扩大提升的研读过程。在此过程中又须避免被动抄袭式的对西亦步亦趋，而应积极的、批评性的（因此即积极避免受其负面表现拖累的）认真掌握。我们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积累各种知识材料，而是学会在人文领域深入及提升科学性思维和探索的方法。本人自“文革”结束进入学界后即本此立场，一方面参与引介国内百年来少知的重要国外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关注各重要新知新学新理间的错误及偏颇。为此必须避免职业上“站队”和“跟风”的意识，而坚持为学须惟真是求，因此将辨伪视为求真之伴侣，所持标准从来不是权威个人，而是努力直接上溯至理性和逻辑原则本身。这样，即使对于大家所最为尊重的《论语》，也须首先对其“辨伪存真”；对于《传习录》则须为通过现代的符号学-解释学方法论工具，以在古代话语间挖掘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代义理。
回顾个人60余年的独立求学经历，新时期很快选定的 “新三学”（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治学工具，也须首先通过批评西方各权威及流派之党派成见，为其重新设定适当界域，包括对自己最重视的三学中的权威的各自长短进行客观独立的评断。如本人所译《胡塞尔著作集》各卷的译者前言后记中所论；如既包括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人格的尖锐批评，也包括对我称之为二十世纪西方第一哲人的胡塞尔的最流行经典《危机》所做的批评性解剖。对自己最为推崇的西方学理的批评性检视，正如对海外新儒家一代的批评性论述一样，都是出于同一动机和目的：通过此类理性化的检视与修正，以使得所得知识具有更可靠的理解根据和应用价值。而对一切古今中外的重要知识遗产的不断批评性的重新整理，正是为了使我们以及后代继承的知识和方法更为有效，以期在现实及学术的观察和分析中更有可能提升因果判断和价值评判上的有效性。对于古今中外经典，如果不经过这样的理性化、科学化再整理，我们就难以使得古今中外人文思想的遗产朝向真正科学化的目标推进。如我在《龙》期刊上所说的，历史上的古典文史学术，今日都应将其逐步纳入现代人文科学系统，使其有朝一日可成为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齐头并进发展的人类知识体系。
按此立场，不论是现代职场内以学谋利的治学观，还是古今中外一贯的以学进行“争名夺利”治学观，都会阻碍着传统人文思想提升为现代人文科学的时代目标。我的一些港台朋友们，由于均将当前国际主流学界的规范和方法视为吾人均应跟随效法的权威标准，自然对于我的上述观点难以认同。而大家对于国际标准的认同又都具体化为对职场等级制度的遵从，从而简单化地都以职场专业内之通行惯例作为治学标准。然而，国际人文科学的职场化、市场化的机械化发展，或将成为人文科学创造性革新发展的莫大障碍。本人去年出版的英文文集包括二十年来的学术批评文章，其中不少都是历经挫折才得以在国外发表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几部仁学专著，没有一部会被海外专业出版社接受，因为其“研学方式”颇违相关国际职场内的惯例）。为了推销独立的观点，我自然也会在介绍中按照国际学人可理解的方式转述宗旨。如我的《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英文目录发出时，曾引动国际符号学学会前会长的兴趣，却因中文障碍无法阅读。但当他看到我的稍后英文文集目录及前言后，大感兴趣，并决定为其撰写述评。他甚至于语气模糊地说“你的观点对于我们学派的符号学存在主义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关系。”不知他是否意会到，我的观点是根本上与其经营了三十年的北欧学派的符号学本体论立场对立的。学会秘书长也接受了书评的写作，然而同样不知其读后对于我的“吃里扒外”立场作何感想。正如学会会刊主编多次接受了我的对于国际符号学主流的批评文章时，不知如何看待我对当前国际符号学运动偏颇大方向的批评？即使是对于作为我四十多年来第一专业——符号学——来说，我对其当前学术构成及方向进行了结构性的瓦解。这是在“爱护符号学”还是在“戕害符号学”呢？学术批评和学术吹捧，何者为当？如果从港台朋友的观点看，我对于西方学术主流的批评态度是否和批评新儒家的态度一样属于“学术冒犯”呢？与港台美华学人的生活态度与治学态度之所以如此不同，因为他们习惯于将求知与评比等量齐观，使学术质量与学者的“身价”相牵连，使学术正负评断与学人高低贵贱相牵连；当初尼采、萨特等成为知识分子偶像后，其人俨然被视为人间之“上帝”！为什么人文知识分子始终需要崇拜对象，就像是歌迷、球迷需要崇拜偶像一样？学人如不将理性本身当做“第一原则”，用以衡量任何学者之得失，自然容易流为“大师崇拜”的制造者。于是，人们不是不断自我强学，使今日我胜昨日我，从而必然导致对前所肯定者发生犹豫、怀疑和批评，这岂非在表示着自己在研学进步中呢？对于我来说，也正是在意识到屈指无多之时，反急于“清理认知账簿”，以便及时能够对以往肯定的 论断一一重予 “苛求”，并 对其标以程度不等的“疑问号”，用以明确这些新知新学新理，尚属于人类知识整体发展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者。不过，在此应该明确一个认识论上的层次概念：具体课题判断的得失为一事，研学方向上的得失为另一事。有鉴于新世纪已成为人类几千年人文科学思想大清理时代，在万千尚待人类未来探索、验证、扩大、深化的人文知识之汪洋大海中，惟一事有可能“准客观的”加以普遍确定，这就是治学大方向的问题；也就是在大方向规定上的“非黑即白”问题：在迷信和科学之间，在求真和求利之间，在理智主导与感情激动之间，以及在求善与作恶之间。有识者和有志者，应该努力蠡清现代人文科学建设中不同方向间的分界所在，并于此方向性是非判断层次上完成其最终的“察其所安”。而这正是仁学使我们有可能达到的人生理性化精神提升境界。所谓“闻道”，不过即指此认知方向性上的确定性而已。我们难以在具体课题研究上一锤定音，但我们颇可在思考努力方向上以及生存态度上“一锤定音”。远古第一书《论语》之所以在千百年后显现其现时代意义，正应按此原则理解。
     **       **       **     **

如果我们真正切实地体悟到了AB区之功能上的分界，所谓“素其位而行”和“尽其在我”，也须在此两大不同的行为逻辑区划出心态界限，这样就不至于在价值、因果、期望、决断等方面使之相互发生不当的交叉和抉择的混乱；就会合理地达至“察其所安”境地。就会在AB外部混乱交叉之际维持住B域实践中的心理边界，从而可乱中有序地为所当为。按此，学者首先应切实体认：人文学术思想活动乃人类集体事业，个人之生存与努力不过是其中一小环节而已。于是我们不仅必可因此克服个人主义，并因“整体性的精神生存挂靠”而扩大胸怀与眼界，而且会因此“整体性归类”而明确了一己运作之可操作领域，从而使得所思所想更增加自信和自决意志。
今日报载，美国专家最新的估计是，此地将会有一億左右人口感染瘟疫，最终导致离世者可达48万人，其中“优选”者自然是80岁以上的慢性病患者。我等均属其列。几十年来人类对科技发展的最大责难都落在核武竞争上，如今才体验到为什么本世纪最前沿科学是生技类。人类精神文明才几千年，当雅斯贝尔斯的“原子弹忧虑”渐失其心理威胁性时，人类文明却又多方面地陷入了更严重的“前途未卜”：电子科技在彻底改造着文化环境，晶片技术在逐渐侵入大脑以至于可从“内部”改变人性机能，并进而制造出人类或许难以驾驭的机器人世界，宇航事业在地球本身问题还在混乱不堪之际而将人类心愿裹胁到外太空的未知世界探险中去，而基因工程则则在微观世界内企图根本瓦解历史上形成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本质；现在，也许当这一切高科技疯狂事业都还来不及实施之时，人类具有的最高物种智慧不意间竟然遭遇到 空前“物种存在的危机”？然而，这些物质世界的巨变都属于A域，其课题完全不属于B域的“职能范围”。此次世界瘟疫大灾变，虽然足可与黑死病事件与西班牙大流感事件相提并论。然而从历史哲学角度看，此一A域中的巨变，虽然也必是B域中的重大“思考对象”，但仍并非其“实践对象”。后者仍然不必因此外在的巨大冲击而丧失了本身的“专业职责”。反之，此一外部冲击恰足以考验B域实践者之“心灵定力”，特别是对本来即已来日无多的吾辈来说，所谓“学为己”之教岂非正可验证于此人类危机时刻？
这两天本人突然产生撰此随想文的念头，其实缘于一件身外小事的刺激。几天前本人突然收到早已失去联络的“中西比较哲学学会”的通函，涉及到新章程修订的原则等问题。此学会为二十年前任教于附近圣荷西州大哲学系的早先哲学所同事牟博先生所创，他曾聘请我担任顾问之一，并请我协助邀请一些欧洲哲学家加入顾问团。那时我正在国际符号学学会框架内计划参与中国的符号学推进事业。而所谓符号学，也可以说是最广义的“比较理论研究”，所以代为联系了一些欧洲学者，如保罗利科，瓦登菲尔斯，霍伦斯坦，以及真正的比较哲学家瑞士耿宁等。牟博则亲子邀请了戴维森，罗蒂等美国名家，以及港台出身而在美国哲学系受教过的华裔哲学家，如刘述先，成中英，以及夏威夷“中西比较哲学刊物”负责人等。顾问团体可谓颇具规模。不过，那时的我，对于西方学术职场文化认识尚浅，并不了解学会该如何运作。慢慢才知道，大部分会员均为中美哲学职场内的职业化教师，学会的运作方式和方向几乎完全被纳入职场文化之内。结果，这个多元身份的顾问团最终仅只成为了一种“点缀”，他们对于该学会的既定学术方向方式等问题毫无影响力。至于我本人与该学会日后的几次“接触”，如我以前网文中已谈及者，还遭遇了几次失败的尝试。一次是学会领导将我在中国学界举办多学科的中国比较哲学会议的建议加以拒绝（他们说只计划在不同哲学系内召开小而精研讨会，对于“大会”没有兴趣。如果这样，邀请这么多顾问意在何为呢？）。另一次更“严重的”冲突是，七八年前一位新任会长公然拒绝我到他曾也担任其领导的“现象学会”去讲演“现象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现任学会会长拒绝其学会顾问前往进行学术交流的咄咄怪事。【回复说：要我出具前往讲演的“单位介绍信”，然而又找补一句：即使出具了介绍信是否可被“批准”前往讲演也未可知！可谓“严拒”意味十足。在我将该咄咄怪事公诸网文后，该会长曾托牟博首任会长转告我，该次拒绝均属他人授意，非其本意云云。国内现象学集团早已成为拉国际帮结国内派以垄断话语权的典型现象。可以说，胡塞尔的哲学人格对于他们这些历经文革洗礼者没有任何影响，现象学的“专业术语”玩弄，成为了他们追求集体私利的工具。像我这样在新时期率先引介胡塞尔学者，遂成为他们南北集体排斥的对象。然而此一新时期学界风格之“一景”，恰可成为我们体认“以学谋利”和“以学求真”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事经多年后，该学会又突然出现在我的邮箱里。由于事涉建会初期之理念问题，我遂偶然起意对于最新学会领导及现任顾问团发出一封“公开信”，以委婉表达自己对学会发展方向的意见。虽然类似意见在我的其他中外文章中表达得更为全面，但此一公开信的撰写动机仍然在于可就哲学职场环境再次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学术真理追求标准问题和职场集体利益谋求问题。我早已了解，如此明晰的设问区别，很多职场人根本意识不到，甚至于认为是无谓空谈。即使明知如此，有鉴于牟博先生（他也许是中国“西方哲学领域”内唯一对我采取“合作态度”并曾多次邀请我参与学术活动的例外西学学者。）诚恳态度，我遂按照自己的独立学术观“借题发挥”，再次简明地表白了对于今日国内外哲学职场人思考方向的批评意见。现将该公开信附录于本文之后，供有兴趣读者参考。由于公开信受者都是哲学界职场人，我当然未曾像2014年索菲亚符号学大会上的“告别讲演”中那样对“西方哲学系统”的时代性困境，深入解剖与批评。而这些对当代西学理论的批评看法则是与本人的新仁学观点息息相关的。当此大疫袭来之际姑以此不合时宜之随想文充作即时心境之记录吧（即：一方面时时警惕着致命瘟疫的突袭，一方面照旧思考着“不切实际”的问题。生存现实与精神生命间的乖谬编结，岂非正是吾辈时代之特征？古人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实乃无所事事时代之“随意畅想”，我辈今日所处之张力情境中，张力两侧之压力均属最真切之“生存实在”。）【作者匆匆停笔于2020年3月8日晚于旧金山湾区】
【附录：致国际比较哲学学会负责人信，谈学术观点】
An open letter via a reply to Dr. M.A.Foust and in retrospect over the beginning of ISCWP

 
Li Youzheng, one of original advisors of ISCWP

 
 
Dear Dr. Mathew A. Foust and all colleag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ly reply. As you know,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ny fields are always involved in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complicity. In the view of the present discussions implicative of current general academic conditions, please permit me to compose an open letter by this chance to re-clarify my position concerned and to express my personal opinion about comparative philosophy in general further.

 
As a participant of the advisory team of ISCWP since its formative period maybe I’d better talk more about its background from my angle; namely in disconnection from any consideration about professional-business. As an old independent philosophy researcher with over 60 years’ ceaseless practice in China, Europe and America, like most of you, I started from Mach, Russell and Vienna Circle since late 1950’s. Later my analytical interest was expanded to larger modern Austrian theoretical horizon in 1960, including that started by Husserl.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aroused a high interest of Russell who even shew an intention to give it a book review but failed. In my interpretation, even if in such a narrow field of “logical philosophy” or “logical semantics” the sufficient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logicians could be blocked by some innate “disciplinary demarcation”. It’s well known that as so profound a modern logical thinker Husserl himself was not familiar with current mathematical logic either. If we say that is because the two logical masters obviously belong to different analytical lines, then how could we interpret the fact that even within Husserlian-directed phenomenological circle most of his earlier followers, despite taking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as a new foundation for a promis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lmost all of them refused his little bit later finished masterpiece “Ideen I”. That means, Husserl himself carries out two phenomenological projects with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focuses and operative frames at two stages. Precisely, those theoretical procedures function along different “disciplinary-tracks” at a micro level. (The same reason could be suitable to interpret different phenomenological tastes between the American-analytical-lined phenomenology and the self-consciousness-central lined one despite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general title: phenomenology). While, according to Hao Wang，“Ideen I”was even highly appreciated by K. Goedel, who, as the great analytical logician, could pay a serious attention to this Husserlian theoretical kernel---structural anatomy of consciousness and egoism---in separation from his own scientific-logical way. The above mentioned sophisticated theoretical divergence/conflict among colleagues working under the same scholarly category hints a basic problem about the epistemological-exchanging obstacle existing in the apparently same professional field that could contains a variety of special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that would obstruct consistent or coherent theoretical dialogue among their players; let alone so many contemporary academic schools and trends sharing the same but merely historically formed traditional category---philosophy. For example, the titl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popularized in America presents a rather misleading perspective about the untrue existence of unified phenomenological way of doing philosophy.  And the generally accepted myth of the so-called twin-masters Husserl and Heidegger in the artificially unified phenomenological stream, according to my judgment, is also ambiguously misguiding with respect to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true continental philosophical picture today. The fact is, the two thinkers are even essentially oppositional to each other at main levels despite their sharing a lot of basic terms. 【terms look like bricks that could be used to differently structuring】 Even the self-claimed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directed field “international semiotics” also contains mutually oppositional and unbridgeable schools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s although they pragmatically prefer to accept it for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al benefits. With respect to “philosophy” as such, as well known,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nglo-American and the continental philosophies (each of the both insists on representing the orthodox-philosophical direction) exposes the existence of innate disciplinary-institutional obstruction under the current rapidly changed modern intellectual contexts.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major semiotic subjects, as I personally emphasize within IASS. Simply, we are lacking in communicative common denominator in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and the semiotic purposes to find the way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ve intelligibility among different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in the world. It is a pity that the American-directed semiotics based on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sciences completely neglects this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semiotic way of thinking.】 That means, current philosophical and other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s of the humanities are universally faced with an unavoidable epistemological/pragmatic challenge caused by disciplinary-institutional demarcations. In neglect of all above explicit and implicit dialogic obstacles the genuine creative or reformativ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would be naturally retarded. The present-day academic pragmatism, however, tends to disregard or even cover this general theoretical challenge of our high-scientifically changed times.

 
In light of the above brief explanation, the same difficulty concerning the so-called comparative western-Chinese philosophy as “a field” could be doubly serious and challengeable. With respect to their language, composition, structure, function, utility and style, these two “world of philosophy” are totally differently organized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intellectual histories. The ideal for attaining more satisfactory level of performing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ical exchange, instead of mere activities done in the practical-directed sinology, in future, should be one of scholarly efforts of comparative scholars. That was why I could immediately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idea about ISCWP aroused by my old colleague Mou Bo when we got together by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note: We had been colleagues at Philosophy Institute, CASS, in 1980’s; and in late 1990’s Bo tried to have found me through asking Richard Rorty, who had then moved to Stanford and I also just settled down in Bay Area at the same time. Rorty had been my sponsor when I visited Princeton Philosophy 1982 and later I introduced his thought to China mainly through translating his Philosophy and Mirror of Nature 1987, as part of my then efforts to help pushing forward Chinese-American philosophy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a pity, however, that Rorty had no interest in my main theoretical interests: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and structural-semiotics. By the way, I’d like to emphasize here that these three theoretical directions are extremely applicable to reinterpret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traditional humanities in terms of modern intelligible language.】
 
According to my stance, comparative Chinese-western philosophy should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vertheless most difficult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ndency (not onl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but also that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continental) of the designed society, as an advisor invited by the founding president Mou, I indeed helped him to have invited some distinguished European professors as advisors of the new society. I remember there were at least four people invited through my recommendations. They were:

   * Paul Ricoeur, the editor/writer: Main Trends of Philosophy, published by UNSCO, translated by me before my visiting Princeton and Columbia 1982. Despite being a selection of scientific reports it indicates an extensively interdisciplinary-directed horizon. Ricoeur is one of rare western philosopher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outlook.

   * B. Waldefenls, a former president of German Phenomenology Society and a famous expert about comparative German-French phenomenology

   * E. Holenstein, a leading Swiss philosopher，a comparative philosopher in connection with semiotics, 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

   * Eso Kern, one of leading comparative philosophers about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Indian-Buddhist/Confucian ethics

 
All of the four are comparative-directed philosophers in a large sense (even Rorty is also an important multi-comparative philosopher engaged in pragmatic/analytical/Heideggerian/mostmodern-literary study) and they are either specialized or interest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So in my original opinion ISCWP could be a base for launching a freshly adventurous attempt towards organizing the multi-comparative intellectual/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rrent western philosophical/theoretical frontiers and the classical Chinese humanities centralizing in ethics; namely, to attempt to arrange the task of modernizing “sinological philosophy” in a modern and large enough intellectual context. 【It is a pity that this special advisory arrangement has not functioned really till now. A basic functional confusion between the advisor and the member could be better reexamined in future, I think.】 Thus，this efforts can indicate why I could be engaged in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ISCWP while I had been busily engaged in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cross-cultural humanities theories on basis of IASS framework.

 
Why the so-called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ly this imported title should refer to the entire quasi-theoretical though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ities; “Chinese philosophy” is obviously interdisciplinary-directed by nature.) could be theoretically interesting universally today? As well known, almost every great western classical philosopher would take ethics or moral philosophy as one of their last stages of life-long philosophizing.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my own particular intellectual practice, philosophy and ethics should be separated epistemologically as two scientific fields. In other words, the ethical is by no means limited with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frame; there should be a new discipline of “ethical science” in future which must contain all past related philosophical wisdom but still further much more beyond that. This proposed disciplinary separation is extremely connected with comparative Chinese-western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al thought is, far from being a mere marginal learning in the world academy, certainly a very original/instructive/inspiring source implicitly useful to any modern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n ethical problematics of mankind. However, like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quasi-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the historical-transmitted formulations of its intellectual discourse created/accumulated in pre-modern periods should be (at expressive plane) modernized so as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ble with other related modern theoretic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his is also one of our tasks about the so-called “Chinese semiotics” that has been a preparative vehicle helping carry out the linguistic program to firstly increase its expressive acceptability and substantial intelligibility within the current social-human scientific contexts in our current globalized world.

 
But as everywhere today, I find,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humanities since 1960’s, the traditional scholarly idealism of thinking for truth has been totally transformed to the present-day academic utilitarian pragmatics; accordingly, scholarship firstly functions as the means to be used to search for professional benefits within the organized institutions. In this regard, the philosophizing today works on two different levels: first, as the professional instrument or material to be used by professionals in a purely utilitarian way, which is rather restricted by related institutional rules and academic marketing; second, as the mission for free intellectual/spiritual creation, as numbers of great intellectuals di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garding comparative western-Chinese philosophy (this can only be grasped as a tentative dialogic platform rather than as a well organized yet scientific-operative body till now), if it is directed to the former, that’s one thing; if it is directed to the latter, that is another thing. And the two mutual-conflicting motivations for doing philosophy are almost objectively determined and required. This pragmatic dilemma is of course something beyond possible solution. It is the recent discussions arou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ISCWP among colleagues made me go back to its original story.

 
The above self-statement could hopefully present an informative reference for more critically reflecting the epistemological background of comparative theoretical dialogues. According to my own semiotic point-view, the semiotic analysis also contains a significant task: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the humanities. And my own study about humanist ethics, which is deeply link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ethical thinking, is certainly part of the comparative western-Chinese philosophy. So I’d like to take the chance to re-present a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my own point-view in our field. After all, semiotics is also an all-round comparative study in relation to all areas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Attached here is a recent publication of my English paper selection concerning the similar subjects for possible comments of you.

 
Li Youzheng

**  **    **

The Letter of Dr. Mathew A. Foust to Li Youzheng

 
Dear Li Youzheng:

 
Although it is never happy news when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steps down from the Advisory Board, I want to let you know my positive impression of your message. Thank you for you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n this decision, your past years of advisory service to ISCWP, and sharing your current work. Your work on humanist ethical theory seems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to consider. As for your translations of Husserl, I do not know much of his philosophy, but understand that his phenomenology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Western thought (and perhaps not unlike that of William James, with whom I am more familiar). 
 
Wishing you the best in these and future endeavors,

Mat 
 
--
Dr. Mathew A. Fous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Co-Dir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Coordinator, American Studies

Central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1615 Stanley Street
New Britain, CT 06050, USA


· 6、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本文为作者参加2017-8月江西崇义县阳明学会议时提出的论文。此文将收入明年出版的会议文集内，现已先行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总第5期。】
【附文】用“得鱼忘筌”进行比喻性说明
             李幼蒸(
论文摘要：
本文主题为古典阳明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间的关联性问题，作者企图参照现代解释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一方面深化我们对于阳明学构成及功能之认知，另一方面以期由此促进中国伦理心学与世界人文理论革新任务间的思想交流。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论域，今日宜于从其传统上的社会政治方向之外实践域，转化为现代人文学术理论之外实践域；阳明学的“良知学”则将从其传统上的准宗教性之心学，转换为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心志学和心术学。阳明心学的解释学分析将使其进一步有条件介入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之理性化发展事 业。本文并对作者提出的中国历史解释学概念，给与了进一步说明。
       英文摘要
Title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earning of Innate Knowledge of Wang Yangming regarding the modern humanities
       from a hermeneutic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philosohy of Wang Yangming, learning of consciousness, learning of Ren-ethics, modernized scholarship of the State earning，hermeneutics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possibl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and modern human scienc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epen our knowledge of constitution and function of Wang Yangming philosophy on one side an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lassical Chinese subjective ethics and the renovation of global human sciences in terms of modern hermeneutic-directed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ragmatics. Wang Yangming philosophy about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should shift its traditional focus on political-moral praxis to that on the modern  scholarly-ethical praxis. Wang’s learning of the Innate Knowledge will change its ancient quasi-religious learning of consciousness to its modern ethics of will and conscience regarding the practices of the humanities. A modern hermeneutic analysis of Wang’s learning of consciousness will make it more effectively be engaged into the current task of rationalizing cross-cultural human sciences. The author also explains his special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in the paper.

关键词：
阳明学，心学，仁学，现代国学，解释学
  **  **  ** **

（1）序言
当前海内外广义的阳明学学术，可以在不同领域，从不同方面，为了不同目的，进行不同类别的研究和应用，从文学赏鉴到理论探索，从人格颂扬到历史追念。本文企图在学术理论层次上，对古典阳明学具有的现代思想理论价值和意义，包括其在国际人文学术界具有的巨大理论性和伦理性激发潜力，进行探讨和推断。
关于阳明学的重要意义，思想史上学界可参照不同阶段、领域、角度进行各自相应的研究与评估。阳明学研究可大致包括如下类别：
明清历史及儒家思想史上的研究和评价；
民国时期中国思想史上的研究和评价（现代评价1）；
1949年后海外华人学界的研究和评价（现代评价2）；
1949年后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和评价（现代评价3）；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及东方汉学界的研究和评价（现代评价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和评价（现代评价5）；
当代国际比较哲学界的研究和评价（现代评价6）。
这些古今中外对于同一思想史对象——阳明学——的不同研究角度和评价类型之间存在的差异性，除了相关于各自的认识论立场间的区别外，还相关于各类研究系统所处的历史时代、知识条件、学术目标间的不同。但是从“科学学”角度看，诸“现代评价”间的共同性在于：均将阳明学视为人类人文学术界内的某种专业：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对其进行的各种高度评价，其相关范围也多限于特定的中国学术史领域。当然，近年来国际比较哲学界的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主题深化和扩大的研究，开始从世界哲学和一般伦理学角度来思考中国阳明学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分析哲学、解释学、现象学、宗教哲学等与阳明学的比较研究，也渐渐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但是，从阳明学“评价学”角度看，由于汉语语言学的限制性，国际阳明学研究的主流至今主要限于国际汉学哲学界（包括作为其主力的西方华裔学术界）。国际汉学虽然在学科制度上属于西方文教体系，但其研究对象的语言和历史内容之特点，使其在主题选择上仍然密切相关于广义的“中国学术”类别。而所谓“中国学术”的主体，当然应该始终看作是现代中国学人所组成的学术集体。
此外，不论从国际汉学角度还是从国际比较哲学角度看，其学理基础均应为“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这样的国际阳明学研究也就成为“国际哲学”大类的一个子类。这是迄今国内外的阳明学理论界或阳明哲学界共同的实践区域。（当然，一般阳明学还涉及与其相关的文学、文化、宗教、历史、语言等领域，它们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不同，今已渐渐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说，哲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类型，今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理论研究是平行地存在于“人文科学大家庭”内的。所以今日我们应该根据当代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总体的新局势，来重新思考古典阳明学与现当代哲学及其他多元化理论资源的关系，为此即有理由超越职场内现行的“国际阳明学哲学”学科范畴，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相关科研系统与学理基础。当我们扩大了观察和思考的角度后，未来阳明学理论研究的范围、类别、关系、影响，也均将相应地成倍扩增。中国阳明学理论的学术目标和任务，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也应因此获得空前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从当代跨学科人文科学理论角度，对于古典阳明学内含的重大深远的时代学术思想价值进行简要论述，并对根植于中华精神文明史深处的阳明良知学与深陷时代思想危机的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的实践逻辑性关系进行阐明，以期指出阳明学今日潜在的思想理论价值，不仅直接地相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现代化提升问题和中国人文科学建设事业问题，而且也间接地相关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之重大使命：这就是，国际人文科学理论方向的调整问题和人类伦理科学重建的问题。本文作者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中国伦理学研究者以及现当代跨学科理论（特别是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探讨者，借此国际阳明学大会之机，拟从当前世界人文科学整体危机角度，来概略地综述一下所谓解释学的阳明学心学的研究，对于克服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方向偏失的任务，具有着重要的认知学功用及实践学启示。
（2）当前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危机
本人作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研究者，几十年来追踪探索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危机现象（从七十年代末以来阐述英美科学派哲学和欧陆人文哲学的冲突关系入手）。本人参与的符号学研究（与当前国内外所谓“媒体符号学”的流行学术没有任何关系），目的在于以此跨学科理论作为解剖和克服人文科学理论时代危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所谓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思想理论倾向之泛滥以及时代性的“物化”学术背景之制约：此即非理性哲学的虚无主义（本体论玄学，后现代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机械化思维，以及遍布人文学界的职业化功利主义。这三大特点导致人文理论界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人文学术求真求实的传统科学理性目标，并在商业化学术市场规则的制约下渐渐转向为追求职业化成就的实用主义目标；简言之，即理论家们普遍采取了在职业化制度渠道内以“求成”来取代传统上的“求真”的科研目标。人们不再观察和思考何谓社会、历史、思想、学术上的“真实”，而是集中于思考如何在专业制度化规范和程序中更有效的运作以便 “获利”。这样的人文学术趋向，某种意义上，可比拟于马克思思想所批评的“理论异化”倾向。在全球化时代，此种学术功利主义思潮自然具有其特定的 “理论基础”，即“哲学类基础”；然而今日西方“哲学”，也开始从其传统上的“向真”思维，转向了“制造社会成效”的实用主义思维。而在学术市场化的强烈制约下，此哲学专业的“实体”，实已“物化”为固定的职业制度化的教学规范和实践程序（它们不是直接相通于客观的真理目标，而是相通于各种非学术性的外在学术市场内的制约势力），并运作于由历史上有限数量的“大师话语”作为“权威认定的”学术材料基础之上；换言之，学人心态不再独立地触及、探索、跟踪各类“真实”（真理），而是“机械地”遵从着功利主义导向的诸固定职业化规范和程序，以期保障自身学术成果“符合”学界既定的权威性标准，从而有利于个人获取在职业体制内的名利收益。简言之，当代西方哲学文化已从传统上的瞄准“客观真实”，转向为瞄准在学术市场上取得其使用价值的“权威话语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现代人类自然科学发展的总方向下，当代人类人文科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重要时代倾向为：从近代科学时代以来的纵向专业式深化研究过程，渐渐偏向于横向的诸专业间的互动和汇通过程，于是二十世纪以来（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后）开始出现了所谓的现代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理论”倾向。于是，与十九世纪以前古典时代的人文学术思想结构不同，由哲学“引领”人文学术诸学科并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元演绎逻辑主义时代已然一去不再复返（其实，马克思学术思想之所以至今仍被视为现代欧陆人文理论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之一正在于马克思思想具有的这种最先提出的跨学科[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之间]研究模式至今仍然保持着其深刻的时代认识论启示性），也就是人文科学大家庭内各学科门类两百年来各自均已独立地发展创新了适合于自身学科特点的理论成就（以至于出现了：历史理论取代了历史哲学，文艺理论取代了美学，伦理科学取代了道德哲学，如此等等）。于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始终存在着“狭义哲学史”研究和“广义跨学科哲学理论”研究这两大不同的哲学学术版块。遗憾，英美狭义哲学界，由于固守着现代职业化藩篱，以至于长期地忽略了哲学和其他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间的各独立理论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而是满足于以单维学科性哲学理论来为变动不息的多维学科理论“奠定”其逻辑基础；实际上，今日西方专业化哲学生存于自身的封闭性职业圈内，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在规范与规则上具独立可操作性的“哲学话语运作机制系统”（所谓哲学专业内容），从而全面忽略了哲学与各类客观现实以及其他学科理论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另一方面，所谓欧陆哲学，虽然偏重于哲学与文化现象的关联性研究，战后欧陆并出现了符号学运动和解释学思潮等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方向。但是在同一社会学术全面商业化发展的态势下，欧陆哲学和一般跨学科理论自后冷战时代以来，也同样受到了人文科学“职业化功利主义”的压力，也开始放弃了六七十年代中兴起的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运动，并渐渐脱离了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大方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和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全面理论萎缩化趋向。前者较为明显（如海德格尔-德里达一派的反理性主义虚无观），后者因受到虚夸的“符号学科学”名号的“掩护”，各种符号学学术机会主义通过表面上运作“在先大师话语”（作为学术市场上取得了“使用价值”的商业化品牌），而将“符号学”仅仅作为其学界竞争中的“学术名牌商标”，并集体地遵循着肤表的形式化游戏式研究。实际上，今日国际符号学运动已然全面违背了现代符号学运动创始人提倡的跨学科人文理论精神，成为了现代学界追求特定学术私利的“行帮式团体”。自从已故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为符号学学术“奠定”了今已失去其影响力的所谓理论基础以来，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创造性探索事业可谓已然终结（本人近年来不断在国外符号学刊物上对此符号学事业危机进行独立的批评论述，可参见文后参考书目）。结果，在英美派内，符号学的“伪理论”形态特别表现在所谓 “认知科学”领域和媒体广告学领域中；而在欧陆派内，符号学理论则纷纷在寻求着“二手的”的哲学本体论形上学“基础”，以作为自身欠缺理论深度的学术之理论装饰。几十年来，本来作为当代跨学科人文理论探讨最前沿的国际符号学运动，今已成为学术理论商品化发展的典型领域。本人参与组织的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可谓在国际符号学发展史上画上了现代符号学运动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句号”。
（3）中西学术理论交流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经历过两次“中西思想密集交流”时期：二次大战前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时期。前者处于现代化初起时期，宜于泛称为“中西思想交流”阶段，后者发生于战后世界人文学术进一步分科发展之后，宜于称之为“中西理论交流”阶段。在此，“理论”一词暗示着此类思想理论交流，实际上是在现当代人文科学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更加具有学术制度化和学科有序性的诸人文理论间的交流。此种中西交流的场地和领域，一者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发展”，另一者为“中国学界对现当代西方人文学术各科成果的认知与评判”。二者均可促使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积极面对着上述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之发展成果。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以来，中国人文学术是一个从早期留日潮流转为后来的欧美留学潮流的过程。百年来的中国人文学界的欧美留学潮流遂自然成为新时期两岸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和方向规定之基础。由于多年来侧重于对于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的批评性研究的立场，本人多次提醒国人应该客观看待百年来文科理论学术留学文化中的正反两方面效果。正面效果显而易见，在此毋庸赘言。而所谓“负面效果”则是今日阳明学良知论学者应该特别予以正视者。我们上节指出的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界的“危机”与“问题”，都是来自西方主流学术的。中国的文科理论留学学者，由于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如果对于所学的西学理论仅能随波逐流（一因“学生”的知识大多低于“老师”，二因历史性“中西价值等级观偏见”导致回国留学生们多倾向于长期继续依附“洋导师权威”来作为自身在国内学术发展的根基），为此我们一来欠缺主观条件积极参与国际人文理论的创发活动，二来也难以有效正确地借鉴西方高端学术理论中的积极成果，以提升中国自身的人文科学理论水平。
几十年来海外新儒家思潮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身处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导致他们系统地忽略了上述现代中西学术思想交流中的诸难点，并（或许仅为下意识地）采取了功利主义方向的“学术民族主义”（即抱残守缺的）态度来处理中西学术理论交流的方向性和方法性问题。因此，他们以为可以将前科学时代产生的中国古代思想理论话语直接比较于或“对峙于”在内容与构造方面与己迥异的现代西方思想理论。结果，他们以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德性和思想性的准理论话语，可以直接地，简单化地被“插入”其构成已与中国古代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与学术世界。其实，此种简单化的中西思想理论互动观，也是建基于现代西方学术制度化藩篱之内的。他们以为，作为西方学术世界非主流的“汉学”即可成为我们“现代国学”的“西方对应者”，并以此为标准来推进“中华文化思想复兴”。（此种相当幼稚化思想的当代发展，表现在台湾中研院曾经打算将堂堂中华人文思想的现代化研究伟业，纳入作为西方偏学的“汉学自留地”之内，如副院长已故张光直先生提出的所谓“将中研院办成另一世界汉学中心”！如此一来，一方面导致了将中国人文学术建设事业，结构性地矮化为、蜕化为“准学术殖民地化形态”（因为“汉学”是西方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并非中国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暴露出中研院中“汉学家式的”理论眼光是多么狭窄（此因他们长期结构性地自外于西方主流人文科学理论系统之故）。同样的，具有化学科学思想的研究院领导人，竟然丝毫没有关于人文科学内容与功能的科学结构观，认识不到 “中国传统科学之现代化任务”和“西方汉学”在结构、内容、目标上的根本差异性是多么巨大，前者比后者的规模和基础可谓大过百倍（此事可证，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性眼光仅限于自然科学领域，此种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根本不同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岂能越俎代庖？）。因为，“汉学”是西方学界内的少数族裔文化的非主流学术，而现代化的“中华国学”则是正有待其全面现代化科学发展的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
上述指陈的目的在于：今日中国人文科学和国学现代化的发展都需要全面深入掌握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而这种“深入的人文理论之掌握”，在在需要大大超出现有的“文科留学生水平”。固然，中国人文学界的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认知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留学生”的学术水平，问题并非在于“留学”反而有了“原罪”，而是由于历史阶段性的中西学术等级观偏见和世界人文学术商业化异化导致的趋炎附势人生观之膨胀，促成了文科留学生的学术实践态度与功利主义治学方向的方向选择，使其难以在人文学界坚持非功利主义的正确向前进。我们说的“随波逐流”，自然主要是指学术实践态度和方向上的“随波逐流”，如果中国学者们将当前处于危机中的西方人文理论主流当做权威性的治学标准和依靠，用以作为国内人文各学科理论发展方向的指南，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华精神文明的现代人文学术事业的有效提升。十分明显，在当前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风气下以及在学术市场竞争化的压力下，人文学界如进而采取各种“西方捷径”（今日外语至上论的提倡者，反而可能成为鼓励人文学术理论界抄袭模仿的“方便工具”），积极跟随西方人文学界内庸俗化的或媒体化的（因此更易于仿效和“借用”的）学术时髦，将其当成国内学界扩大自身利得的“捷径”，结果（外语和留洋）就会反而将“好事”（留学）变成了“坏事”（追名逐利之便利性）。此种隐患不仅存在于“西学界”，也存在于“国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结果，会了外语和有了西方学位，反而更方便于学者采取急功近利治学观和依洋自重策略。其危险性还不仅在于因此而盲目地传播着各种廉价的舶来理论话语，而且更在于可导致学界“心术异化”之效果。此类现象也正是阳明学者所最应加以关注者，因为阳明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心术学。
正确地掌握现代人文科学主流理论，不仅是为了增扩我们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知识，而且也是为促进国学研究现代化事业提供有用的新工具。如果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和运用中，满足于浅尝辄止或跟随有偏差性的治学方向，就会必然损害我们的国学现代化研究事业。因此“中西比较理论研究”的任务包括两大方面：扩大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增加国学研究现代化的科研工具。此一现代比较学术研究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含括三个方面：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研究需要增强各种现代科学方法论工具；后者则有赖于中国学者深入全面地正确掌握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如果学者仅只满足于在研究中形式上并列中西学术话语，进行表面上的比附（以其历史性久远的特性对峙于西人的理论化逻辑性），就不仅无助于国学的理论化提升，而且会进而损害学界对于传统国学精华的体悟和继承。那么，为什么我们也不能像海外新儒家（任教于西方学界一事根本无关于其实际科研水平）那样经验主义地借助传统思想话语本身（夹杂着西方哲学名词的点缀），使之与西学理论话语“直接”比较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在近40年前引介现当代西方解释学理论的往事。“解释学”（有人译为“诠释学”）在八十年代初最初被引进时，曾经在两岸四地学界引起高度兴趣，以至于比较文学家和西方汉学界均有人急于将汉代释经学错解为“中国诠释学”，以显示对此我们“古已有之”。我曾对之多次加以驳正，但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如此习惯于廉价的中西比附。虽然钱钟书先生也提到过西方思想史上的解释学一词，但他并无专门的现代哲学基础或现代理论背景来深入研究这一主题，自然也就和现当代两岸四地华裔哲学家们一样，并无机会掌握“现代解释学”的特殊理论性意涵。当代解释学理论的内涵其实已经超越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圣经释义学和语言文学释义学层次。当代解释学本身有其自身“扩展化”或“丰富化”的过程。首先，现代西方解释学特别是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以来的所谓哲学解释学之创立（所以早在1985年《哲学译丛》在委托我组译一辑“解释学专辑”时，我即选择了“哲学解释学”主题）。当代哲学化后的解释学的流行开始于1960年代，并首先导致西方解释学传统的理论深度较历史上用同一名称所指的一般意义解释方法论大为深刻化。然而，现代解释学思潮的进一步流行，还因为由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按照当代现象学和跨学科理论方向所做的进一步扩解（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办的解释学研讨会上，作为主讲人之一的我本人，即曾以利科的哲学跨学科方向的解释学类型，对比于参会的德国哲学家主讲人提出的德国思想史上的解释学类型；可以说这是在跨学科理论方向与哲学史理论方向之间的一次认识论对峙）。但是，保罗利科由于其所持哲学本体论理论本位观的限制，仍难以超越哲学中心论以进而朝向多元化跨学科的解释学理论发展方向。虽然正是利科本人促进了解释学和符号学乃至现象学之间的互动研究。在此认知基础上，本人在游学德国并担任“儒学解释学”写作项目期间，遂对此学科名称“解释学”，沿着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进一步加以推展，使之不仅摆脱了西方哲学本位主义，而且将所谓“解释学”的典型场域，从（由西方人文学术中心主义所规定的）哲学、宗教和文学领域，大幅度地转向了历史理论领域，并在学术战略层次上使其原有的西方思想史场域扩展至中华思想史场域。所以本人自那以后使用的解释学一词，不仅特别指“历史解释学”，而且尤其指“中国历史解释学”。对于本人来说，“解释学”开始和符号学一样，成为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更适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组合（本人一系列中英文著作此后均以联词“解释学-符号学”为标榜）。在研究现当代西方“历史理论思想”和民国阶段中国具批评性的史学思想家著述的基础上，历史解释学遂成为本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史的主要方法论工具。因此在本人的研究中，所谓“解释学”主要即指一种跨文化的历史理论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名称。这样的发展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尚未予以同样关注或认同的。（如美国《历史与理论》的主编及负责中国史学部分的编委之一伊格尔斯，因为其欠缺现当代欧陆符号学认知（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传统是难以对于非西方文化思想的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研究工具的），尚不能超越当前欧美以历史哲学型范为基础的历史理论形态，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进而理解中国传统史学和思想史学的现代理论化提升的研究。一般来说，他们仍然将传统的历史哲学和现代历史理论相提并论（出于西方学界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意识），而不了解二者之间今日存在着认识论方向性上的根本性区别。尽管伊格尔斯作为东欧出身的历史理论家曾经在六、七十年代对于欠缺理论思考兴趣的美国历史学界提供了同时期欧陆的历史理论思想，但其人理论研究到了美国之后即停止了发展，如同早年的俄国结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的经历一样。在此应当指出，当前美国历史理论形态是前解释学-符号学阶段的。
为什么对于“解释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在八十年代初的两岸四地人文学术界的老一辈专家们会对之感到如此陌生呢？（自然也是受教于美国哲学系的港台华裔汉学家们感到陌生的）这一生疏感同样关系到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欧陆符号学的理解（严格说来，英美符号学并非“本色的”符号学研究；正如相当多现代欧陆思想理论移植到美国学术思想界后就被“创造性地”加以简化和通俗化一样，欧陆符号学更是如此，以至于法国符号学和美国符号学长期以来均为现代符号学运动中的“宿敌”，虽然二者均有各自的偏误性倾向）。简单来说，解释学-符号学侧重于传统学术思想话语的多重意义结构分析，而非满足于传统上对于思想话语的直接意指之把握。然而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按照字面直接地把握言语意思，传统语词的多义性和混合性因此未曾经受细致的语义学分析（语义学的精细化发展涉及到思考“单位”的细微化，而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思维惯习较不习惯于进行往往是发生于心理域的微观式理论思维。由于同一原因，在现象学领域内能够理解《逻辑研究》前四卷者，对于2013年发表的修正版后两卷及《纯粹现象学通论》即可能难于进入）。更重要的是，历史话语的意涵是与多方面变化中的时代社会文化条件相联系着的，古代话语产生的时代环境及功用与我们当代相应的时代环境与学术功用大为不同，故对于同一历史话语的古今理解必然有所不同。一者，现代分析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我们对于历史话语的多重性“本义”达至比古人自身可能达至的更为精确的理解；再者，古今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也必然引起对同一话语的“语境意义”之变迁。可以说“辩证法的解释学”提醒我们，我们是以现代的认知条件对于古代话语进行“现时态的”再读解的。但也正是解释学立场指出，这样的古今读解差异性双方，却也必然“分享”着同一话语的“意义基础”。这个意义基础既有其“能指学”的固定性方面，也有其“所指学”的变通性方面（符号学中所谓的“直指”[denotation]和“涵指”[connotation]的区分性是与历史环境的变迁相联的）。因此，经此解释学-符号学的处理后，对于同一古代话语，我们既可以进一步精确把握古今一致的意义内容部分，也可进一步精确把握古今不同的理解方面。对于这些普遍潜在地存在于历史话语中的古今理解“一致性”和“区别性”之把握方法论，也成为本文所说的历史解释学的组成部分之一。
以上极其简略的说明，其实关系到本文无法进一步讨论的诸多学理背景：如西方传统人文学术，西方现代跨学科理论方向，东西跨文化理论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历史学的特殊语义学构造等等。读者或许以为这样的论述是否在故意将国学现代化研究加以繁琐化呢？首先，解释学-符号学的中国历史理论，自认为比西方哲学方向的国学理论研究更加科学化和具有可适切的可理解性；其次，只有在如此深入探索之后才可真实把握传统思想的理论潜力和其现时代性理论价值。归根结底，引导我们进行国学现代化研究的动机和目的，绝对不应是按照学术民族主义方式进行的、源于“以情害理动机的”、实为自我学术矮化的立场。这样的学术立场企图仅只通过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推销中国历史话语的“独一美学特征”，却并不可能在国际人文学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影响力。反之，我们的跨学科的国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正是要高扬中华传统精神文明的深刻伦理性内涵，使之对于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此严肃的科研目的，学者必然须坚守先贤启示的“厚积薄发”心态，而非功利主义时代的“炫才浅露”心态。为此，我们首先要通过知识论的真实革新来贯彻“学术自强”之决意，然后实实在在地对于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的方向和方法进行批评性的科学探讨。为了有助于理解此一主张，我们只得再引用我一再批评过的海外新儒家思潮为例。老一辈新儒家学派的西学理论知识仅只来自战前民国阶段现代化初起时代的有限知识资源，由于现代化初起时代尚欠缺对于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全面深入理解，所以仅以该时代条件允许他们获有的西方古典哲学知识作为其中西哲学及人文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为此，他们一方面未能以之对于国学本身的语义学和实践学获得符合现代科学水平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也就难以对于中国思想史上的真正精华部分进行准确的把握。在此情况下也就更不可能进而考虑中西思想理论之间的合理关系问题。他们之所以仍然可由此而产生理论思维上的自足感，乃因“掉入”了另一“窠臼”：现代人文学术职业分化产生的“学术势力系统”具有的“掩护性”：即人们误将在作为西方偏学的汉学内获得的、其课题范围有限的 “职业化成就”（按照职场内人为规定的学术规范判准），当做是“吾道西矣”的伪证明。此种心态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按照阳明心学来看，正在于学者由此产生的“自我膨胀”意识以及其通过其长期教化而在学界产生的弱理论化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本质上出于功利主义的这类学术民族主义态度之直接可见后果是：在台湾学界也于八十年代起“走向世界”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的新儒家哲学基础，根本未曾使他们有知识能力进入当代西方人文理论主流世界。同样的，此一结局为该派学人集体地加以有意地“略而不计”，结果则是按照西方学界职业化的功利主义来“走向世界”（即错身于汉学职业），但又自我安慰地热衷于为该派进行所谓的历史贡献“定位”！他们始终未能真正按照良知学高度和深度，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现实，勇敢地达至内心“自誠明”境界，而是希图通过同仁间、师徒间的“合作互利”来进行树碑立传，以期不朽，从而根本上落入了孔子所言“是闻也，非达也”之“诚学陷阱”。于是，他们虽人人必能“力学”（这和当今海外人文学子厌弃“力学”的人生观倒也不同），却因受到学界争名夺利欲念的促动，遂远离了良知学的教诲。“现代阳明学”的主要任务其实正在于倡导现代“诚学”（阳明学学术之主要目的是朝向于学者自身品质之提升，而非仅朝向于围绕阳明学文献进行技术性的运作或文学性的赏析），决非为意在为今人提供任何“依古自重”的机会（有如古董学中越古越增值）。实际上，现代阳明学的功能主要应在于使之成为人文学者一己良知提升之触发力。
（4）现代阳明学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本文特别从阳明学在世界人文学术界和人类伦理思想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力进行论述。因此本文主题并非相关于思想史和文献学研究或由阳明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研究。大致而言，本人五十年来对于阳明学的兴趣含有两大方面。一是国学方面：阳明学是本人提倡的仁学解释学研究中的核心部分之一，阳明学被视为仁学实践学的最高发展，并在由孔学、孟学和阳明学构成的仁学史主轴中加以定位。二是国际学术方面：阳明心学被视为有效触发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学”之一。后一结论源于本人对于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在全球商业化控导下难以沿着科学理性发展一事所进行的长期观察和判断。此种根源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物学”所导致的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生态之偏向，或可由中华传统理性主义的“伦理心学”加以平衡。如此，所谓现代阳明学的时代任务就远不限于中土学界，而是可扩及世界人文学术理论界；现代阳明学的意义也就不仅相关于中国国学的现代化提升目的，而且也相关于包括世界哲学在内的人类人文科学整体的科学理性发展的任务。正是由于赋予现代阳明学以如此深广的时代性重任，我们必须首先更为严肃地、严格地调整现代阳明学的“治学观”。此种治学观的自我调整实践本身就是现代阳明学的一种奠基性工作。由于现代阳明学的任务的空前扩大化，我们进而必须相应调整自身的治学观。此一学术任务的重大与深广，自然不可要求诸个别学者独立地去完成相关全部的研究工作，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一种治学观上的“正本清源”和“返璞归真”的前提条件，后者将自然地促进学界集体合作研究风气！今日伦理心学还原论的必要性，首先缘于全球化时代的功利主义意识之泛滥。只有通过此种心学还原论方可促使人文学者朝向于真实的“良知”境界努力，为此我们必须汲取阳明心学的真实价值和“动力”。此种伦理性的学术实践动力，方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正确治学方向的引导和推力。
以上对于阳明学或阳明心学身份特点的描绘，相当于指出今日阳明学研究的两大不同方向。一个是广义哲学思想史及文献学方向。按此方向，学者针对阳明学思想遗产及其历史影响可进行纯粹文献学式的研究，其成果当然可为一切现代阳明学研究提供可靠学术资料。另一个是本文至此为止所宣导的“理论性和伦理性研究”方向，其中除了作为中国仁学和儒学思想史的现代化研究之外，还广泛地涉及现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实践学方向问题。本文的主题尤其相关于第二方向中的后一部分，即阳明心学和现代人文理论的关系问题。（至于其中尤为重要的现代伦理科学的专门主题，则暂不纳入本文考虑之列）凡选择阳明学的理论性研究方向者，可同时关注中华阳明心学与包括现代西学在内的现当代世界人文科学整体发展方向的关系性问题；也就是注意到，现代阳明学应当勇于成为现代世界人文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的学术眼界的扩展，自然大大超越了当代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围，而是须直接接轨于世界主流学术理论界。阳明学理论研究任务的大幅度扩展，如前所述，自然暗示了集体性研究视界和分工合作意识的要求。这样的传统治学观，不言而喻，当然不可避免地直接抵牾着现当代西方人文学界行之有效的个人主义治学观（以追求个人业界任何一种成功为目的的治学观）；也即，认真的阳明学者必须克服现代学界功利主义的治学观。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克服全球化时代必然到处滋蔓的个人功利主义治学观呢？简言之，这就是“返归阳明学”！或返归阳明心学，或在学术实践领域树立真正的自我良知学。这样的阳明学治学观似乎含有一种内在的循环论：首先通过阳明学来自我正本清源，然后通过此自我学术思想实践达至学术实践中的“良知境界”，以此相对获得的“良知心力”，来面对中西人文学术中的学术研习风格，并在学术团体（相当于古代书院团体）内形成集体分工领域，经此良知学在学者个人心态上的彻底贯彻，以有助于学者个人达到求知方向上的正确意识和实践习惯。现代阳明心学还牵扯到另一种实践循环论：先是通过来自西方科学传统知识以促进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化革新，由此可首先提升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水平；其次，通过此有效提升了其方法论的新国学和新伦理学，来更有效地把握和批评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伦理性基础之欠缺以及促使其朝向人文科学科学理性方向之发展。
阳明学和仁学伦理学一样，其“成就”或自我满足感，从来不是按照功利主义的相互竞争成绩来判断的，而是按照自我学术实践方向的端正性来判断的。这就是仁学者必可达到的“无入而不自得”心态与境界！那么，这样不合时宜的劝导难道不是一种现代西方学人难免会加以揶揄的“阿Q精神”吗？正是在此明显不合国际学术市场化时宜的情境内（国际学界人人争名夺利，我等阳明学者反而要淡泊名利），阳明学者才可体会到真正的良知学精神之所在。
（6）阳明心学和人文理论危机之克服
所谓历史和思想史的“现代解释学理解”，大致也含有两个方面。二者的共同特点是今人对古语的“现代有效的意涵”，不可按照古文直意来简单化地把握。一者是，在古语读解中要从其直接表述中溯源其动机和心态；另一者是从其行动类话语本身分析其行为动机与环境条件间的真实时代因果关系性。简言之，按此读解程序，今人虽然一方面要如古人一样地正确把握其当时表达的“直义”（原始眞义），但须进而由于现代扩大化、演变化、丰富化的新环境条件和认知条件，努力追溯古语中具有永恒性的动机本源以及其行为的深层目的；在古人的“动机与目的”之间联系的“合理性”，是高度依存于时代环境条件的。有鉴于此，今人不可能仅仅按照古人的言语本身来判断其论断及建言的当今有效意义及现代价值。古人当时的“态度与行为”间的“合理性”，在现代读解中应该转换为“动机与目的”（而不是古人实现该目的的古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合理性”。这也是我们在读解古人思想时区分所谓“精华”和“糟粕”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所谓“糟粕”或“不足”或“过时”，不一定再指道德意义上的贬低或否定，而是特指历史环境变迁后产生的目的和方法之间合理联系方式的时代演变性。但是此种实践论上的区分不应妨碍我们在深层次上悟解古人言语内涵的永恒性价值，后者才是我们今人研读古语的意义所在。对于阳明学的读解也应如此处之。
无论是明代王阳明还是宋代朱熹，他们都是生存于前科技时代的，他们的经验积累，推理方式，生存目的，与我们现代人相去甚远，所以在读解他们的思想话语时才需要一种“解释学转换式理解法”。如若不然，所谓国学中的“泥古者”往往仅满足于按照古人之直意进行把握古典文本，并将其奉为思想行为的永恒教条，即将古人当时的意见和方法视为具有永恒适用性，并希图将其直接运用于今日，以至于不免遭到今日海内外国学界以外大多数人士的反对。因为古今异势，岂可于全球化之现时代一厢情愿地企图幼稚地照搬古人教条？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人欠缺人文学术界的解释学读解意识，所以也仅能从古语之直意来判断其现代价值。结果，少数国学泥古者和大多数非人文学界人士二者共同的错误，均因只按照古语之直意进行读解的缘故。后者所持的表面上的理由似乎一目了然：将过时的古代思想直接应用于现代，必然源于迂腐不堪的现代人的怠惰意识和欠缺现代科学知识。同理，今日国内外众多反对孔子思想和其经典《论语》者，也是出于同一理由，还不要说，他们并不懂得传承的所谓“孔子思想”之历史构成本身即属五花八门，其“身份”极为混杂，以至于将任何历史上人为“挂靠到”“孔子名号”上的儒道释言论都当成是“孔子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企图将其与现代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学术加以联系或应用，的确难以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因果关联性。（但是顺便指出，有趣的是，这些当前西化派思想家们却对其他宗教神话中的非理性话语大开方便之门，认为西方“神话”中的故事型论述，竟然可比中华《论语》中的经验主义的理性论述，更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反过来看，国学界的泥古者，包括海外新儒家，其古学信仰中的确含有其合理性方面，这就是已故刘述先先生等对新儒家教义坚守的原因和理由所在：他们对于相关古语的“悟解形态”具有一种正面的“含混性”。即，他们的确真切地感受到、体悟到古语中仍然蕴育着现代思想感动力。这是海外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新儒哲学家们之所以能够在西方环境下长期持有儒学思想信仰的心理根源。（例如， 秦家懿 教授在西方译介和传播阳明学时必定含有的一种真诚的相关个人伦理性信仰）由于他们之间大多数人受到的现代西方教育主要是来自制度化的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系统的，对于当代欧陆哲学及跨学科理论前沿方向并不熟悉（1985年刘述先先生在组织“中德哲学研讨会”时决定邀请作为“行外人”的我参会，即因读到了我于1983年在华裔学界首先发表的关于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解释学的较系统论述的文章），所以难以理解当代欧陆兴起的哲学的及跨学科的解释学思维方式：此即，对于当前中西文史哲研究而言，现代研究者首先应该增加一个对于古代话语本身之“语义学构成”分析的必要性认知。（正如顾颉刚先生早在五四时代即曾具有的意识：在研究历史典籍之前，应该首先分析“传承材料本身”。所以我称顾颉刚先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符号学家）如果留学欧美的中国哲学家们当初能够不固执于西方哲学制度化窠臼本身，而能本“儒家”面对学术思想天下的气度，同时关注当代欧陆人文理论新思潮的动态（而不是“以情害理地”纷纷偏重于到海外去搜寻中国传统学术资料，从而自五四时代起即忽略了国人对于世界前沿理论性思维的关注），就会悟解到：特别对于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古代话语的现代理解方法而言，必须超越那类“泥执”、“固守”、“盲信”的保守治学心态，而应按照新时代的前沿理论提供的新理解力资源，不再是“直线式地”，而应是“立体式地”，首先把握古语本身的“意义构成”，即首先更深入精确地认识自身的研究对象：古代文本。如果这样，学者才能够克服上述古今思想间的“扞格性”问题。也就是，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沟通，应该按照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分门别类地有序处理。为此就须认知，同一历史话语单位是一综合性的语义复合物。我们现代人应该首先将其加以合理地分解，看清其结构关系，然后从中还原出其含有的永恒性（超越历史时代限制性）的思想理论价值。
现在再回过来看本节最初提出的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满足于直意地理解和直接地应用古人思想，但我们绝对有理由“间接地”、“涵指地”（at connotation level）从中汲取其“精华”部分。此方法，也即上述的两种“合理性”间之解释学转换。就阳明学而言，所谓阳明心学的现代解释学的理解，即在于把握其学所具有的永恒性意义和价值部分；具体来说，应该从产生其学和其学借以表达和实践的当时宗教性根源和儒教社会政治学根源与“话语外表”中，还原出其纯粹伦理性动机学部分。也就是将阳明学放在仁学伦理学传统内考察其学之纯粹伦理性侧面，而非其学含有的发生学之禅学背景和其社会实践学的儒教背景。能够与现代科学时思维水平相一致的不再是其宗教性侧面和政治性侧面，而是其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本体部分。后者由于摆脱了古代宗教性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性牵扯，可还原至人本主义伦理学场域本身，遂可使其与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合理的“重新挂接”。这也是所谓国学解释学的另一目的所在：如何通过此类还原法将古代思想合理地“再挂接”至现代社会、文化、学术的相关方面去。
将阳明心学安放至仁学伦理学思想史框架内加以把握，这样的主题即体现于思想史上人人皆知的“朱王之辨”中。朱王之辨的历史公案，今日也完全可以放在国学解释学内加以重新分析。朱王异同，不过是在同一仁学立场上各自采取的实践策略学的重点上的“次序性之别”：心术与学术，何者在实践次序上宜于置于“第一”，何者宜于置于“第二”？两人当然均兼有二者。古人思维欠缺精细化表述，后世传人甚至于囿于家派纷争旧习，或者故意夸张其异，或者故意鼓吹其同。现代科学研究者自然不可再满足于古人那种直观的含混性辨析法。但是，如从国学解释学角度看，在深层次上朱王之辨的确含有一种甚至于是“普适性的”实践智慧学。此一所谓“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普适性，甚至于可相关于当前世界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问题。对此，国际汉学界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还远远未曾领悟，因为他们大多固着于“国际汉学自留地”的保护主义，一向与西方思想理论主流界“划清界限”，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自我保护策略（不言而喻，这种保护主义的治学态度本身就是违反阳明学精神的：怯于面对思想理论之“强敌”！）。我们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提及当前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危机”之存在，根本不是出于西方人文学者惯常所持的同一批评性观点：人文科学不受全球化社会重视，经费日减，影响日衰等等。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家（包括现象学家，解释学家，符号学家）大多不肯正视，不肯承认，此一人文科学状态每况愈下现象，首先源于现当代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本身中即存在着严重的治学观问题和认识论问题问题，其中最根本者即为前述普遍的职业化、制度化的功利主义所导致的人文科学大方向之“非科学化”倾向！在此一“心与物”的互动关系方面（在社会存在与意识存在的关系中），人文理论家们深陷职业制度化泥淖难以自拔，大家只能在学术市场上和职业社会中随波逐流，逐利而行。当“求成”（=求利）取代了“求真”而成为了人文学界治学观中的第一原则后，“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学术实践结果必然导致人人视趋利而行为全球化时代之“当然”，故而因此离学术真理目标渐行渐远。本人在2012南京国际哲学大会上指出海德格尔为二十世纪人类理性主义的第一思想敌人时，并非不知道，其人思想在战后反而在欧美各地愈演愈烈，乃因西方“物财第一”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意识形态，将其制造成“学界名牌”，对其加以功利主义的炒作之故。后现代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正是时代唯利是求意识形态潮流之必然产物。面对着世界人文理论主流的发展危机，我们现代国学革新派思想家们反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的中华精神文明蕴育的仁学伦理学思想之世界性机会的到来，以及作为仁学实践学最高发展的阳明心学（良知学）和知行合一学的深刻责任之所在。在此世界性学术思考框架内来看待仁学中的“朱王之辨”的关联性时，一方面我们可突显此一公案的“眉目”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进而理解到了仁学和阳明学具有的巨大时代意义。今日世界人文理论困局的“解套”，岂非正可牵连到现代阳明心学吗？现代世界人文理论家们即使理智上认识到了此一“理论困局”的存在以及对之超越、克服之必要，但竟然系统性地欠缺了相应自我革新的行动力或自我更新的勇气力。学者们深陷于时代造成的职业化功利主义轨辙，难以自拔。因为：他们没有相当于仁学伦理学和阳明心学这样的思想史或心灵史资源。正因如此，几十年来西方学术思想理论界竟如此一致地（包括非理性主义和机械理性主义二者）将伦理主体学主题加以系统地压抑和排除，结果导致大多数西方人文理论家们成为趋炎附势和随波逐流者。其所谓理论创新仍然自限于现存的客观制度化轨道，以至于所谓“创新”的标准本身仍然是该轨道系统内的结构性产物。改革开放以来，百废待举、积极奋进的中国新一代人文理论家们，岂能跟随这样的“国际潮流”亦步亦趋，自我矮化，并自行阻断中华精神文明与时俱进、重新振发的历史机缘吗？
今日阳明心学的时代意义，远不限于将历史思想家王阳明视为为今人提供了哲学诗作品的历史名人或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国学、史学职业化运作的有用材料，而是认识到其中含蕴着如此重大的、具有时代性、国际普遍性的伦理精神性价值和思想理论潜力。细读朱王之辨史料，我们可以进一步细致地把握阳明学主张的“心在学先”的那种看似具偏见性的主张所隐含的认识论、实践论深意。简言之，按照伦理性心学立场，如无正向心志，所谓“学术实践”可能根本无关于主体的伦理心志学建设，学问到头来可以仅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而已（其实历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将学术思想视为追求个人功名的手段，故一向招致有识儒学家的贬斥）。如此，读书多何益？王阳明采取的直观思想表述方式，绝非要客观上表达对于知识研习的要求，因为知识学习乃《论语》文本第一字“学”所强调者，实乃“不在话下”之谓。王氏却要在此老生常谈中特意强调“心志为先”的一种实践次序学上的“逻辑必要性”。即：学术知识的掌握是主体伦理实践的“多少问题”，而心志的存失则是伦理实践的“有无问题”。按此再来观察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困局问题，情况并非相关于学者在技术程序上认识不到克服困局之道，而是学者思想家没有足够强大的独立意志力来逼使个人朝向于此克服理论困局之道。产生于中华精神文明史上五百年前的阳明学，以其古朴方式提出了“直攻自身心志域”的良知学。此“不学而能”之良知所具有的心学本体还原论，岂非包含着一种面对一切学术制度“外在压强”下的主体 “自强技术学”？
（7）人文理论实践观与“知行合一”新解
按照前面所谈的解释学还原式理解法，今日读解、运用阳明学，在实践场域、实践目标和实践方式上，必然不会等同于阳明话语中的直意上的诸所指意思。阳明学作为知行合一说，其强调实践性的立场，从发生学角度看，原初或曾体现于类似于禅宗宗教性的“心理体验论”，或体现于对于儒教社会的道德行为格式之遵行态度。按照我们的解释学还原论，前者今日应该纳入仁学伦理学的心志学系统使之朝向“伦理性纯化”（摆脱其隐在的、导致阳明后学虚无论的宗教式方面，从而可朝向于仁学内在实践学）；后者应该摆脱历史上固定社会环境条件的古代实践学方法论约制，将其古代社会实践学（外在实践学）部分从原初的社会政治场域转向于现代人文学术领域。一方面，从其隐在的宗教性倾向转入（纯化为）人本主义心志伦理学场域；另一方面，从其明在的儒教社会政治实践场转入现代人文学术理论实践场。前者的“去宗教性”和后者的“去政治性”，正为今日阳明学的现代解释学的两大学术实践论原则。后者的内涵一定会在我们国学领域引起不同的异见，然而却是本文特别要加以指陈的一种“阳明学解释学之必要性”。简言之，全球化、太空化、电子化、生化科技化的今日之传统国学或儒学研究，难道还能够拒绝与时俱进并违背着马克思的社会进化原则，而要在人类全新时代自行嵌入前科学时代的儒教封建主义社会政治规范和教条中去吗？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还不能提供我们更合理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建设，而只能逆历史前进潮流地返归古代封建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去吗？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直意地把握和贯彻孔孟朱王当时提出的实践场域、目标和方法，而是应解释学地、合理地将其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思想，还原至具有人本主义永恒性的伦理动机学和实践智慧学本身，并进而将后二者与新时代存有的各种新物质条件及知识条件重新加以“挂接”，以在中华精神文明体内部产生学术生态的一种“老幹生新枝”般的“中华伦理精神复兴”气势。儒学或仁学的“精华”是其人本主义伦理学及伦理实践学“本身”，而非是历史上表现、体现该“精华”的认知性和实践性“历史载体”。这是阳明学解释学的一种新实践论表达：在实践学的场域、目的、方法上实现上述解释学转换。
作为现象学研究者和现象学和阳明学比较研究学者，本文作者在此新研究领域之开创伊始拟指出，在未来人类新伦理科学建设中，阳明心学将可能与“现象学心学”产生积极的互动。在此，我们结合上述阳明学解释学观念仅只指出，作为阳明学实践学核心的“知行合一”观，亦将从其外在社会政治性实践学之“知”观与“行”观，进行“双还原”或“双转化”。前者之“知”将还原为“对心之知”与“对学之知”，后者之“行”将还原为“对心之行”与“对学之行”。对后一“学之行”而言，由于现代阳明学之新知识论必将与现代新知相联接，故所谓阳明学之“行学”，将特指学术实践中的伦理性的“力行学”；对于前一“心之行”而言，由于一门独立性的现代伦理实践心学的必要性，其“行”将特指“心域”内之“行”。我们知道，在胡塞尔现象学心学中，心理场域内的任何“动作”也被称之为“行为”（Akt, act）。 于是在心理场域中的此词与外在身体性之“行为”使用着同一词。于是在心域出现了“根源”与“行为”的二分法。心域的真实“动作”也被看做是一种“行动”，一种从静态的“根源”处滋发或触生的“动”的时间过程和结果。按此比较性分析，在古代社会外在领域内体现的“知行合一”，将被还原为在人类永恒性心域内的微型“知行合一”。所谓心之“知”，在此非指知识之知，而是特指对真切之价值观之“体认”（即“良知”）。此体认既是价值之滋生，也是价值之“落实”（充实）。二者之“合一”（体认之知与体认之行的此二侧面间的叠合）就是心域内的“知行合一”表现。
表面上看，此一对于知行合一的心学纯化论，似乎大不同于阳明学所力申的教诲：将良知学践行于各种日常行为的外在性的知行合一论。今日，在对此阳明学原始主张正确理解后，由于时代条件的全面化巨变，我们须要将囿于当时实践社会与认知条件的阳明学之“社会实践学”，合理地转化为今日人文学术界的“学术实践学”（因为所谓现代主观社会实践学，由于客观的社会法制化原则之确立，已然大幅降低了个人道德责任观之时代政治学意义。社会正义的维持主要基于客观法制化的约制条件，而非主要依赖于个人主观的道德意识之提升）。经此实践域的转化，知行合一论将体现于主体内外两个场域：心域和学域。前者是主体的心志结构的确立（正确动机和目的机制的心学建设），后者是主体的学术实践上方向和方法的控导（正确行为方向和方法）。这是我们对本来体现于社会政治实践场域的原始知行合一说所进行的现代解释学新解，其重点即：一方面从其准宗教式的内域转化为伦理性的内域，另一方面从其社会性的外域转化为学术性的外域。
（8）结论
以上的阳明学解释学论述，表面上对于古典阳明学的表述方式和应用方式做了较大的改变，而实际上，看似改变的解释、理解和应用的所谓阳明学解释学转化论，实际上反而进一步突显了良知学和知行合一学之本然的核心本质，此即其心学之核心。上述两种还原或转化程序都是朝向于心域的实践学形态。古典形态的知行合一之传统社会政治实践论朝向现代人文学术理论伦理实践学的转换，结果反而极大地增扩了阳明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意涵，并本质上更加符合原始仁学“治天下学”的宏伟抱负。同时现代解释学的阳明学形态将可成为超越狭隘国际汉学形态的、具有连接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目标的一种中华精神文明的强而有力的“软实力”。现代仁学伦理学和阳明实践学的解释学革新的发展，将在学术深层次上有助于在国际主流人文科学理论领域突显未来中华伦理学思想的世界意义和价值。这样的深厚学术理论目标，当然不可简单化地联接于任何个人的学术实践目标。这一看似“不切实际”的扩大的阳明学术实践论，反可有效质证今日泛滥的学术实践观中的个人主义，而可有助于中华学术世界在个人治学观上的正本清源目标，以有效地返归中华传统仁学伦理价值观。所谓弘扬中华精神文明思想，主要即应指学者个人在治学伦理学立场上恢复古代贤哲的“诚学”心态，而非指在表述和方法上泥执于其传统话语意涵或对之加以机械式误用。一方面，我们应该在价值观和实践观上效法先贤，另一方面，则应与时俱进地在方法论上促进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革新。如果是人们反而反过来行事：一方面，在人生观和治学观上违背先贤的伦理性心态，而另一方面，又在认知上和应用上仅只模仿或沿袭过时的古代认知和应用方法，那就成为了学术实践上的双重性本末倒置。在现代化国学革新运动中，所谓“精华”和“糟粕”，前者主要应指古人之诚学心志，后者主要应指其过时的知识论和技术性条件。
经过如上解释学的理解，阳明学有助于促使中华仁学伦理学成为参与现代世界人文科学重建的伦理实践学指南。通过此类创造性的中西思想理论的解释学汇通，最初偏重于向西学理论学习的中华伦理学思想，有可能和有必要成为在现代人文学术世界之上的一种伦理性“元理论”。如同本人2013年在西北师范大学演讲时指出过的，原始仁学及其阳明心学实践学发展将可成为有效“介入、引导、监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方向的学术伦理学基础。在此意义上，几千年中华精神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将可成为今日世界人文科学和伦理学革新发展的导向盤和推动力。这将是中华精神文明传统在全球化时代发挥其仁学精神价值观引导作用的一种伦理信仰学根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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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得鱼忘筌”进行比喻性说明
——对象因果联系整体; 非必然性：
认知：勿忘联系性（接受历史现实）；实践：应忘（去旧筌，建新筌）
——对象因果联系整体；必然性
认知：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实践：勿忘（鱼筌的恒久性）
（1）得鱼忘筌——因果关系
这个古人智慧成语通常可有正反两中比喻法，取决于此成语中对“忘”字的理解：“勿忘”或“应忘”。但实际上此成语整体共含三义：
此因果关系：鱼与筌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有鱼具才获得了鱼。“鱼筌不可分”是指：有筌才有鱼，二者不可“独存”：没有无筌之鱼，也没有无鱼之筌
应用此关系1：但鱼筌仍为两事，筌是获鱼的手段，鱼是用筌的目的，但存在有不同的鱼，也存在有不同的筌；在此因果链中当“鱼”端固定后，可在不同的“筌”中选择最适合该鱼者作为获鱼工具；捕鱼第一关键在于确定何谓所需之鱼；得鱼忘筌就是指：鱼筌关系中鱼是“主”（目的），筌是“辅”（手段），鱼（最需之鱼）永远不变，筌可（须）与时更新
应用此关系2：“筌”的类型和质量，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不同所以作为捕鱼手段的筌也各有不同，与时俱进就是指要随着时代不同而不断选择最好的鱼具，以最满意地达到获鱼的目的。因此不可把一个时期的固定“鱼筌关系”，即所用之固定“筌”，照搬到另一个时期。在新时期必然需要寻找更良好的新的筌。此一比喻的重点是：精确认识何为“鱼”（最佳鱼），准确认识和制作最佳的新“筌”。“抱残守缺”即是讽刺人们不识此义。
鱼筌二分法的相对性：鱼筌比喻的所指可随意，原则是分辨二者间因果关系的历史临时性及人性永恒性。按此区分，历史上的鱼筌今日或应分开或不应分开（勿忘，应忘）
（2）精华与糟粕二分法
历史现象必然含好坏两方面，其综合遗产中可以精华和糟粕区分之。五四时代“反封建思想”战后在海外被普遍反批评，认为是将“美好传统”加以抛弃。当时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和今日提出的“重振孔子仁学思想”之间是矛盾的吗？“社会文化现代化要求”和“提倡孔子精神”是矛盾的吗？“区分儒学和仁学”与“提倡优秀儒家文化”之间是矛盾的吗？这些貌似相互矛盾的口号之间根本不是对立的，如果我们首先将其中相关的鱼与筌及其相关关系性质加以定义的话。争执双方是否首先应该明确一下何者为鱼，何者为筌？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何种关系为必然，何种关系为非必然，这些都不是一回事。
古代优良政治制度：梁漱溟和钱穆先生都提出过这样的说法。这应该指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人物、某些作为产生过今日看来仍为可称赞的社会效果。在此，其效果如为“鱼”，当时的制度、政策、人物、条件等“综合体”即为“筌”。我们在认识该历史事件时，当然要重视该特定鱼筌关系。但有关针对该历史事件的正确认知为一事，该历史事件中的“当时可赞鱼筌关系”是否能够用于今日呢？作此判断者是否在此区分了鱼与筌各为何事？那个制度（筌）在当时产生了好的效果（鱼），我们同样需要的同一种鱼就只能照搬那时的筌吗？“孔子”和“孔家店”为两事，正如基督信仰和教会为两事。同理，古代历史上展现过的美好生活形象与产生该形象的具体环境条件也是两事。这是指：前后两端当时结合为同一历史事件，是指“鱼筌不可分”，无当时之筌即无当时之鱼，但这不等于我们为了得同一鱼而只能袭用当时的筌；而且多半是不应这样因循守旧，因为今日环境需要的是适合今日条件的筌。复古主义的错误就是未能明确区分鱼筌关系。
仁学和儒学的区分：提出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当然关系到要将其中的鱼筌关系搞清楚。以为二者是一回事，即强调鱼筌一体性方面（因果关联性）；认为不是一回事，当然因为对二泛泛之词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化区分。“提倡儒学”者采取的是鱼筌一体论角度，即同时考察古代鱼筌关系这个整体历史现象，这当然是对的。此时的认知对象是“鱼筌关系全体”。而提出区分儒学与仁学时，是实行的第一阶“鱼筌分离论”，即首先搞清其中何者是鱼何者是筌。通俗而言，是要区分仁义道德（伦理性内容）与当时产生仁义道德的综合手段（制度，学说，法律，政策，条件，人物等等）。这二者是一回事吗？仁学与儒学的二分法当然是简要的说法，是要将这两个历史上“重叠的事实”加以分离，以突出对目的和手段关系的各自认知。此时主要将“儒学”当成了“筌”，将“仁学”当成了“鱼”。儒学在此被加以扩解，不仅指思想、学说，而且包含封建制度和封建学术意识形态。孔子的仁学是在封建主义儒教综合体内加以片面贯彻的。二者虽然“重叠”，但可分离。因为孔孟文本不仅和五经文本，而且和帝王制度之间都并非一回事。而今日儒学研究的对象当然是“孔孟、五经和封建制度的历史综合体”（三位一体：伦理思想，学术制度，政治制度）。那么，三者之中哪个是“鱼”？人们自然会首先排除封建制度。困难在于不易在孔孟（伦理学）和五经（学术制度）之间加以区分，但二者是不同的。《古史辨》一代证明所谓“五经”根本不是孔子编订的。仁学和儒学的区分论还含蕴着先秦思想和秦后学术的区分论。
（3）朱熹和王阳明异同论
两人之间，以及相当多古代学者思想家各自的认知总体组成之间，都是大同小异的。在讨论两人的不同时，首先也要蠡清其间的鱼筌关系：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二者对于封建制度和五经学术都是百分之百共同接受的，其真正区别是：如何可更有效、更真实地促进学人的人格提升：主要通过读书启发还是主要通过真诚自省？更准确说：读书和自省二者之间的各自分量比例与实施次序的问题。也就是人格形成的方法论问题（筌的选择问题）：偏于理智认知主义，还是偏于情感直观主义，等等。他们的“鱼”则是一样的。
其实，考察古代学人，任何人都是需要同时兼备二者。朱王之争的要点是实践中的“轻重缓急”最佳排序问题。但结合到现代科学，我们突然发现了王阳明学具有的特殊科学性一面：良知学是强调在理智认知之外的平行性独立心志努力的必要：尊德性（良知修养）有如“催化剂”，如无此催化剂，道问学对于人格养成可能缺乏效力：单读书不足以成人。
良知学：导致儒学中鱼筌关系的细化：在其“微实践”（心学实践）中之“鱼”不仅不泛泛指儒学，也不泛泛指仁学，其心学之鱼是专指心态（不指学说和道德教条，更不知外界条件，如制度），而儒学、仁学、制度、典范等等均属于“筌”类别。良知学是从儒学、仁学向心学的一种还原论。
（4）今日阳明学中的鱼与筌：阳明学的两个类别
学术研究：作为文献学家和思想史家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进行客观研究，这是一种国学任务或汉学任务；其目标和过程无关于学人自身人格问题，而相关于认知正确性问题。对于此一任务来说，鱼（目的）是客观认知学理，筌是现代知识手段。
伦理实践：作为今日学人自身人格建设的方法论方式，此任务与前者不同，目标和方法都不同，其要点不仅在于客观认知阳明学，而是如何践行阳明学。前者是认知，后者是“仿效”。后者正是按照王阳明时代治学路径进行实践。现代国学家和传统儒学家的目标和条件完全不同，传统儒学者是实践者，今日国学家是研究者。研究者不必须成为亲身实践者。所以现代教授不再是古代士人；教授在读解古书时的感动不等于朝向成为古代儒士实践家发展。对于良知学实践者而言，鱼是“自身具备良知”（而不仅是客观了解良知学），筌呢？
现代良知学实践论者往往按照朱熹的“道问学”方式来达到阳明学目的，结果适得其反。朱王之辨正是区分于此。那么是不是可以采取海外新儒家泥古主义，企图重视遵照阳明教导来致良知呢？阳明的良知学的鱼筌关系问题中，也有一个当时“实行模式”和现代可行模式之间的区别。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据阳明学的自身描述首先在其中区分其鱼与筌来呢？对于“了解”当时的阳明学实践，当然是将其鱼筌整体作整体研究（在儒学、中国思想史、中国制度史的整体），目的手段一体研究。但对于“借鉴”其经验来重组今日更适当的“筌学”来说，自然也不必照搬古人。不过，首先，相关的“鱼”不能变，我们的鱼（良知）和阳明本人的鱼必须是同一类鱼，但我们的筌，应该在阳明的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各种新的条件，进行重新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今日获取阳明之鱼的目的。但是良知学的鱼筌关系，不同于儒学仁学的鱼筌关系，它不涉及社会历史层面，而是涉及文化心理层面，后者具有超出历史的恒久性。对此，我们的鱼筌比喻则须强调“勿忘”：即强调良知学的进境与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永恒性。
别忘了。良知学的鱼，不是儒学全体的鱼，其规模要小的多，心学比仁学和儒学的场域都要“小”，仁学（孔孟）和儒学（五经等）都是阳明之鱼的“筌”之组成部分。我们通过阳明学所获得的鱼也只是指心态、心志、心术。至于其他现代相关精神需要，则须求之于他学。不过，重要的是认识到，良知学的场域虽然极小（不可视见），其主动性能量却极大。正是此种良知能量（发动力机制）才是今日需要“实践类阳明学”的主要理由所在，其意义不限于中土，也可波及世界。
鱼筌二分法（A-B）是相对的。对于古代，在较大整体内，读书为筌，德性为鱼；在阳明学还原论后，尊德性实践本身（心学）仍可细分其鱼与筌。对心学的现代“认知”来说仍须将此对象细分其鱼筌(a-b)关系，但对心学之“实践”来说，必须将a-b视为整体之鱼，即在此心学内部强调其鱼筌（a-b）的一体性，即其不随历史与时间而有可能分解。按照我们的鱼筌比喻，此关系中之“筌”含大小之分，大筌须忘，小筌不可忘。此即，诚学之直观式内省法(a)为达至良知（b）的必要条件。例如，博学强记方法就不是心学的超越时空的必要条件，而知行合一原则却是。
与五经学相对，阳明学是最狭义心学，孟子是较狭义心学，论语则是广义心学。我们把论语、孟子、阳明称作仁学体系，此一仁学就是广义心学方向的伦理学，因所言都是“尊德性”为何及如何达成之事，都是从秦后社会制度和儒学学术等外在因素（A）脱离后的读书人内在的实践过程，其直接目的是实践者的态度与心志的树立。在此仁学（作为儒学之内学）范围内，其方法（a）与其手段（b）的联系方式是不可变的，与外在历史环境无关的。这样，对于实践者来说，仁学和心学都是鱼，古今学术知识和社会条件都是筌；而如对于仁学和心学的研究者（国学家）的认知目的而言，当然应该在仁学和心学领域内分解其鱼与筌，重新定义其所指。
2017-7-26

· 7、中西哲學互動問題芻議——論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中國人文科學理論體系（《学灯》2017年第二辑，)（2017）  

摘要】

新時期40年以來，無論國學的恢復還是西學的發展，其規模都是前所未有的，不過總結之後也發現，人文學界各個領域，特別是理論方面，呈現一些觀點混雜、認識模糊的特點，亟待反思與改進。本文強調最重要者為：在實行“走向國際”的同時，應該增強建立獨立自主的“中國人文學區”意識，即不能在全球化時代盲目跟隨國際學術潮勢亦步亦趨，以至於從根本上瓦解了中華文明固有的以學求真的士君子精神傳統。此一傳統不僅可有助於匡正學界“全盤西化”之偏，而且也可促進人文科學整體朝向科學理性化大方向的發展。本文的意圖之一為對現行國際人文學術的制度與規範本身進行批評的檢討。

關鍵詞：中西哲學，漢學與國學，學術職業化，人文科學革新，仁學人生觀

1. 客觀歷史條件與主觀認知條件

為了正確回顧現代中西哲學及理論互動關係史，我們首先應該根據當前客觀認知條件重新來為“哲學身份”正名，而為此又須先對參與“正名者”的主觀認知條件有所了解。大致而言，在對現代人文學術理論進行判定時，我們受到三類“先在的歷史前提條件”之限制，它們都直接間接影響着我們對今日國內外相關學術問題的反思與討論的結果。這三類影響中國人文學術的先在條件是：

   A。我們處在從幾千年中國傳統文明向現代世界文明轉換的百年過渡期，其中各階段的相關學術思想理論都帶有不同程度上的、在文明類型轉換過程中必然具有的“一般過渡期特點”；

   B。我們晚近以來處在中國歷史新舊交替後的四十年過渡期，其中不同階段的相關認知條件各異，可謂具有着在現代知識論轉換過程中必然具有的“特定過渡期特點”；

   C。新時期走向國際以來，我們的人文學術處在以西方人文學術體制內標準作為主要參照的環境內，具有着一種顯著的“留學文化特點”，西方人文學術現狀遂成為影響中國人文學術理論認知方向與方式的主要根源。

以上影響着人文學術素質的三重相互疊加的歷史文化環境，是我們今日討論人文理論及哲學方向時必須加以認識的，其中又以“C”最具有直接影響力。自然，以上三重先在的影響着人文學術認知條件的事實都具有其歷史上的經驗偶然性。我們的相關認知和判斷如果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上三種偶然歷史條件的影響或限制，其學術思想成果也就自然帶有時代的偶然性和經驗的片面性。如果我們不先認識自身受其影響的客觀認知條件並相應反思其學術結果，而理所當然地、簡單化地，以現行學界思維慣習進行人文學術理論的思考研究，就會意識不到我們的學術共識中含有的隱在的片面性及偏誤性。我們說三者之中以C具有的影響力最大，其所發揮的正面積極作用之外也同時帶來了一些消極負面的影響。我們如簡單化地附和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正常趨向，以為今日人文科學發展問題也可以直接根據相關的 “國際標準”（即西方標準）來決定其正誤是非，就會產生嚴重的誤會。如果當這個人文科學的“國際標準”所根據的當代西方人文科學理論本身也是充滿了問題和危機之時，我們卻想當然地以其作為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標準，並通過文教、科研、出版、評價、就業等一系列“配套規則”予以逐一貫徹，那麼學術思想上的“是非問題”也就必然具體化為一種盲目“跟隨現成國際規範、規則的技術性問題”了。正由於前述A、B二者含具的現代化知識論的內在薄弱性，C的影響力後果就會更加具有決定性。在今日全球化功利主義時代，此種中西人文學術間的因果“決定性關係”本身，還可因此加附上一種長期穩定性，以至於未來中國人文科學將沿其“走向國際”路線而越來越成為人類文明世界中的、永遠居於二等地位的“被決定的模仿者”。造成此類隱憂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在上述AB類背景下兩岸四地學界在C環境內的辨識力不足；以及，在全球商業化時代，人文學術全面職業化的發展導致人文學者普遍採取了一種職場功利主義人生觀。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內，此一“國際標準論”如果說行之有效的話，那麼對於人文科學而言，我們卻首先需要，在以當前西方文教體製為基礎的“國際標準”之外，去獨立客觀地對該標準本身進行檢驗和重估。因為，幾十年來（在留學文化框架之外進行的）廣泛深入研究，已經使我們有條件足以發現，當前西方人文科學及其理論本身存在着的嚴重問題（所謂世界人文科學危機），此類問題又是結構性地牽連到全球商業化時代的唯物質主義文明大方向對於人文學術事業造成的衝擊效果。在此情況下，如果我們只能（由於A、B歷史條件的限制）對其亦步亦趨跟隨，也就會結構性地限制了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事業。其中最關鍵的部分是人文科學的理論發展問題，而後者之中最重要的又是傳統西方哲學和現代人文理論之間錯綜複雜的分合關係問題。為了獨立而深入地認識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首先不為西方體制內的成規所拘限；為此，我們反而要首先獨立地（而不是按照西學學術權威的觀點）強化我們的西學理論研究，以及（不是按照國際漢學觀點）提升國學現代化的獨立研究水平。正是為了獲得這樣的獨立認知條件，我們反而先得按照中國傳統思想中所強調的自誠明態度，先了解一下自身當前的真實認知條件。這樣的歷史性自我認知與反思，會有助於我們在處理今日中西學術交流時知悉自身之強弱點所在，並相應地予以改進，以便能夠更獨立自主地（而不是對“國際標準”亦步亦趨地）把握到今日西學理論之是非正誤問題。換言之，對於以上問題，我們既不可能根據學術等級制度內的任職資歷也不可能從受教的國際學術權威那裡獲得問題之解答。所謂今日採行的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自誠明”態度，即體現為必須超越現行國際學界等級制度的藩籬來獨立地重建中國人文學術的新思維框架。

首先，我們建議採行一種“西學研究實踐的辯證法”：一方面積極擴大與深化對西學理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同時積極認真發現其問題所在。結果，在今日實際上仍然是西學理論主導的世界人文學界，我們一方面必須對其重視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必須在西方文教體制外設計獨立的思考與研究框架。 作為不是西學體制內所“培訓”的獨立學人，作者本人的學術活動四十年來也一直是沿着此一路線加以組織的，特別是在哲學領域。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是：在西方主流學術思想理論中注意發現其各種異同之論，在其彼此爭論中發現問題所在。作者早在1982年完成的《哲學主要趨向》（保羅利科編寫）譯稿序言中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到當代西方哲學趨向中的多重理論方向辨析之必要性：在英美與歐陸間，在德國和法國間，在法國哲學本位與跨學科理論方向間；今日自然應該再加上在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傳統思想間。（參見李幼蒸1987，“譯者前言”）這些不同的地域、學科、學派、學人之間的錯綜複雜的思想理論方面的差異性，不應成為我們只能同樣隨意地加以跟蹤模仿的“權威哲學根據”，而只應成為我們對之進一步深入認知和判斷的對象。這類在西學理論和哲學間的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辨析，是為了提醒讀者不可囿於西方哲學文教體制內僵化固定的派系分劃標準來組織自身的認知進程。作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引介的歐陸方向的符號學和解釋學思潮，正是出於同一構想；而作者在現代西方哲學中特別突出胡塞爾現象學一事，則是企圖與西方哲學家不同地突顯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一種反西方傳統形上學和本體論的特殊哲學努力（西方專家們側重於發現胡塞爾學與西方哲學史路線的一致性，本人則特別關注二者之間的區別性）。可以說，本人四十年來致力於其中的“西方三學”（解釋學，符號學，現象學）研究，均可被視為有助於對西方人文理論與哲學傳統進行批評性反思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資源（此三種理論方向也恰是最有助於中西思想交流的工具）。顯而易見，今日我們在西方思想潮流影響下形成的關於西方人文理論的認知方式，都是以現代西方哲學為基礎的，雖然人文理論的多元化趨向正在導致西方哲學學科本身成為批評與檢討的對象。（參見：李幼蒸2016（1））

在百年來留學生文化影響下形成的中國人文理論界，由於普遍以西方體制內（特別是以美國人文體制內）流行的學術思想及規格作為標準，學者的思想養成和論述方式大多以實質上“轉述”西方思想內容為主，其正誤優劣亦主要依據各自近似於西方學術權威思想的程度為判准，結果難免導致出現了“以譯代研”的“做哲學”的方式（包括學界跟隨西方慣習強調大量引證西方名家論點的所謂“合乎國際學術規範”的僵化規程，特別以台灣學界為甚）。這樣的人文理論方向自然傾向於對於西方學術理論亦步亦趨。即使是關於現代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其中不少也是在“准西學化”（即大漢學化）方向上展開的，但人們卻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地理之“東西”與“學術之東西”不可混為一談，如不應由於採取同一中學材料對象就將西方“漢學”視為與中國國學為同屬一個學術門類：實際上，“漢學”是“西學”而不是“國學”。如果我們不能區分“材料屬性”與“學術方式”之間的差別，也即不能理解：決定“學科”性質與功能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台灣中研院文科部分至今對此沒有清晰認識，可見其人文科學認識論粗糙之實情，此正因為他們都受限於其同一西方教育體制內之故（由於該機構主事者或多為自然科學家或多為較少涉及理論性研究的國際漢學家）。那些決定着此一學科混淆政策者中包括有著名自然科學家，遺憾，他們不能將自然科學研究中區分的一清二楚的“材料對象”與“方法功能”原則施之於人文科學，結果導致這樣的結果：由自然科學家領導決定着人文科學家治學方向。此一本質上由“准西學”取代“國學”的現象之本質在於：一些自然科學家以其額外增附的社會性權勢（在西方學界這是不可能之事，而在崇洋媚外盛行的中國人地區此為常態），企圖影響他們自己根本不懂的人文學術的發展方向問題。結果我們發現：往往會有一個領域的科學家會在另一個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內進行不符科學性的思維和實踐！由自然科學家領導人文科學事業這樣的荒謬情事，竟可因科學家的西學背景和中土社會地位而獲得支持。至於具有國際聲譽的漢學家，只因利用“材料同屬文科”這樣的模糊分類法，即可被認為具有有資格引導一般中國文史哲理論的科學發展問題，其誤謬性也是緣於今日流行的同一以社會地位混淆於學術資格的學界偏見。

上述兩岸四地人文學界的普遍傾向，歸根結底，也是幾十年來隨着全球化而越來越強力發展的世界人文學術全面職業化演變的結果。學術職業化導致人文教育及學術的市場競爭化；人文學術的身份變為“以學謀生”的市場化“行業”，後者的“行規”遂成為引導學術方向與方式的決定性力量。行規的運作基礎則是學術市場上“名家品牌”經營技術。人文學術的師生門為了獲得職業成功，必然要根據“市場行情”來進行自身人文理論實踐的組織，其運作結果自然成為，在方向上、程序上、形式上，跟隨“使用價值”較高的公認學術權威的思想內容前進。這樣的全球文教商業化發展的結果，於是導致在人文學界慢慢浮現了一種集體意識：傳統上的“思想求真理”意識，在操作上演變為“職場求成功”意識。所謂“成功”即是在學界市場內按照學術權威集體認定的判准被加以承認的意思（“權威認可”即相當於達至“與國際接軌”），於是如何使自身的學術工作按照現行市場化規則運作以獲得權威集體的認可，也就成為了職場內追求成功的目標。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種劃時代的認識論、實踐論上的負向演變，結果：在人文學術領域內，（職業）“求成”取代（思想）“求真”，遂成為人文學術界的一種普遍治學觀，也就相應成為阻礙中國人文科學健康發展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2. 特殊歷史條件導致“西學”與“國學”都有被“全盤西化”之虞

這樣一種根據“C”形成的當前中國人文學術理論現狀，自然也是相關於“B”與“A”這兩種相關歷史背景的。由於同一職業化-功利化原因，百年來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內容，今日主要也是根據其自然形成的或人為製造的“歷史商標價值”在今日學界發揮作用的。人們不是按照有效科學標準來重新量定現代學術思想史上人物與作品的價值，而是傾向於根據其“思想史市場”上的使用價值高低來為其估價與利用。此一當代人文學術功利主義生態之形成，也是內在地相關於“A”的背景的。在民國前後幾十年出現的各種現代化的文史哲思想創新成績，其實都是相對而言的。這些成果的本身價值（而非其使用價值）都須根據當時及今日的實際學術標準加以重新檢視。可是學術市場化的結果導致人們將其本身價值與使用價值加以分離，而純粹依據後者為諸人物及其作品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市場框架內規定其各自的“市場價值”，使其成為學界職場化操作的直接對象。而這個大體依據人物與作品的歷史上當初的“成績”（知名度）確定的使用價值，又是首先形成於“A”背景之內的。當時的學界、學者、讀者都是剛剛進入現代化世界不久、對於新知新學新理都尚在其摸索階段的學人。 這樣，不言而喻，就今日有關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領域而言，形成於B時期的當前人文學術“生態”就同時也受到“A”與“C”兩套先在條件的影響。應該理解，在檢查今日人文學者自身的認知條件時，需要細緻辨析A、B、C三類“影響因素系列”的互動關係。如果A指涉由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期，那麼B就指涉由“舊時期”到“新時期”的過渡期。“過渡期”者，表明其中的學人之相關學力受到新舊交替間的學術認知的結構性變動影響，其結果自然反映在對於西學理論認知的暫時性與初步性上。也不妨說，A與B歷史條件的存在，也影響着C條件的作用效果；當前學界共同受到的A與B的理論知識的局限性，以及突然到來的大規模西方留學潮流，導致學人欠缺足夠的認知性準備以便能夠獨立而深入地把握當前中西人文學術理論互動關係的真實情況。我們前面提出A、B、C三種先在學術條件限制的歷史事實，也就直接影響到學人本身的人生觀與實踐觀的形成。結果，相當多學人的學科本位主義視界使其難以從多個學科及其多重理論交叉角度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總體評估。

我們說過，當前兩岸四地人文學術理論及哲學的認知狀態，根本上是一個被動跟隨“國際潮流”的問題，以至於連“國學”亦不能免，因國學同樣受到“走向國際”潮流之強烈推動。那麼國學又如何走向國際（西方）呢？結果，只能走向國際漢學，而國際漢學正是西學之一種，結果就連我們的國學成就之最終標準，亦須最終決定於西學體制。但是，在此人文學術“全盤西化”的潮流中，如果正是這個當前西方人文學術理論及其哲學本身出現了嚴重問題的話，我們對之亦步亦趨的中國人文科學現代化努力又該如何呢？就此而言，西學理論主流問題較為複雜，也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本文較為關注的是作為“西學偏流”的漢學與中國人文學術，特別是與中國國學的關係問題。其實，不僅是國學，我們的人文科學及文藝活動等等都是直接間接受到國際大漢學的方向影響的。例如，中國的文藝作品要想“走向界”也必須依仗各種廣義的西方漢學“中介人”之協助，即需要首先經過他們的判斷力、鑒賞力的刪選，才能進入西方文化主流。而這個西方漢學界在西方學界正是以其“中學語言能力限制”和其“西學理論知識局限”為其雙特徵的。如果中國的文史哲藝作品需要由這樣的西方對口中介者的“監察”和“判斷”來左右其治學與創作的大方向的話（這是“走向國際”的必經之途），中華文明不是顯而易見地在自我矮化其文化學術地位嗎？應該指出，此一現象的關鍵問題並非在於依其職業化本性自然會四處追求影響力之擴大的西方漢學本身的，反而是在於兩岸四地急於“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文化市場”）的學者與文化人本身的。將國學與漢學混為一談，以及以“走向世界”為目標的兩岸四地的學界風氣，按照國際競爭邏輯，必然導致客觀上首先要高抬西方漢學的“國學成果”，並將“國學桂冠”首先頒與洋人，以完成其學術文化之國際交易（先由華人國學家在中土為洋人漢學家頒獎，以抬高其國際學術聲譽，其後再由受到中方“賜勛”的國際漢學家在西域為中方作品及人物頒獎，以增加後者的國際知名度。這樣的通過中西學術文化市場“交易手段”完成的中西“共存共榮”戰略成果還有意義嗎？）。同樣的，此類作為其實無關於西方漢學及西方學術本身，正像世界上所有職場學人一樣，他們當然是想方設法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的。然而客觀上，這樣的中西學術交流方式卻造成了一種荒謬的效果：由海外學術水平低的（在中文、中學文獻以及西方理論三方面）來間接“指導”中華文化復興事業的方向。如果這個“民族文化復興”概念實質上是指獲得“國際承認”（即如今日國產電影的“品質”的最終評價，須由是否獲得國際機構的獎項為根據一樣），按照必行的操作程序，就相當於必須獲得國際漢學的認定。遺憾，至今為止，即使在反省批評意識趨強的今日台灣媒體界，未曾改變的社會共識仍然為：一切遵照洋學歷及國際認定的等級地位判定言論觀點之“價值”。其所查驗者僅為是否按此既定評價標準是否有弄虛作假情事而已。殊不知，兩岸四地人文學界應該檢討者，主要正是發生於合乎國際體制標準的學術實踐中的問題。

3. 學術職業化功利主義與現代西方哲學功能的蛻變

在西方近代文明傳統影響下形成的今日全球科技工商主導世界文明大方向的時代，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成為此大方向內之主要思想支配力的時代，我們反而需要特別關注西方人文科學及其面對的學術危機問題，這並非是為西方計（西方人文學界職場制度趨於固化，學術批評意見甚多，但均難以觸動學界現狀。），而是首先為中方計，是出於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人文科學健康發展方向問題的考慮。今日以後現代派理論思潮與泛自然科學哲學思潮為代表的西方人文科學認識論方向之偏失，其根本原因為在全球文化學術商業化發展下傳統人文學術理論的志趣受到了根本的阻遏和歪曲，從而全面演變成人文學術職業化之發展趨向。為此，以學求真的傳統目標漸漸喪失。（參見李幼蒸2014（1），2016（2））此種後冷戰以來愈趨明顯的世界文明發展以及人文科學相應的蛻化，將成為同樣嚴重影響中國人文學術科學化發展的因素。本來為了克服此一人文學術科學化趨弱傾向而出現的國際符號學運動，在此全球統一人文教育商業化發展衝擊下，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明顯的負面例證：其本來應該採行的跨學科方向的理論革新追求，今已普遍蛻化為藉助於流行的哲學本位主義理論觀所形成的一種理論話語裝飾性偏好，結果雙倍地降低了今日西方符號學理論的價值。其中一者表現為符號學在其哲學理論方面停留在模仿性水平上，另一者體現為其放棄了作為“符號學”本質的跨學科的理論探索方向。 而二者皆因為符號學運動幾十年的職業化發展導致學者的多學科理論修養的全面弱化。二戰以來最為可觀的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的創新努力自80年代以來逐漸停滯後，其結果已然全面影響到國際符號學運動的學術理論創新之趨於停滯。可以說，今日全球符號學事業已然基本失去其思想理論創新勢頭，而蛻化為媒體界與通俗文藝界的膚淺形式遊戲（李幼蒸2016（1））。此種由學無專攻的外語界主要參與的符號學活動，也自然成為以其集體功利主義追求學界成功的一種“方便”：因為學術的通俗化有助於學術的市場化的獲利前景。四十年來本人親自體驗到了國際符號學是如何逐漸失去了其重要的理論創新能力的。不過，平心而論，此種令人遺憾的演變並非可以簡單化地歸諸於學者個人的操守問題，而是應該主要歸諸於人類文明整體發展的方向轉移以及隨之產生的人文科學形態在方向、結構與功能上的顯著演變。

我們在此同樣要指出，兩百年來，特別是一百年來，又特別是二戰後幾十年來，西方人文科學知識整體的進步，在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顯著發展的激發下，已經聚集了歷史上空前眾多並豐富的學術成果。即使我們特別加以批評的現代西方主流哲學思想，其本身含蘊的正反教益也是無比重要的。我們對之批評和憂慮的，主要是指最近幾十年來在西方迅速蛻化的理論思想勢頭，以及其逃避真理問題的普遍認識論方向。理論方向的變形和歪曲會導致其大量豐富的理論資源不能被正確地、科學化地綜合運用，以至於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全面發展的時代不能同時看到人文科學正向發展的希望。此一批評性判斷主要是根據西方主流理論思想中的反真理的和庸俗化真理的趨勢推出的。而兩岸四地的人文理論家們，由於前述ABC的條件局限，仍然是緊密跟隨着西方理論主流的方向來設定着自身的研究思考方式的。我們提到“現代西方人文理論”範疇時，不言而喻，其主體正是“現代西方哲學”。為了深入正確把握現代西方理論的內涵和功能，我們必須首先把握西方哲學的內涵和功能。因為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的發展已然提出了新的認識論研究方向，所以有必要對西方哲學的身份進行全新的評估。另一方面，對於兩岸四地中國的哲學界以及一般人文理論界，或者，對於反省A與B兩個先在認知環境的生態來說，西方哲學，特別是現代西方哲學，也是最重要的“思考參量”。因為，百年來中國人文學界的理論現代化努力，一方面着重於西方哲學的研習，另一方面着重於中西哲學背景的思考。 至於當前中國人文理論及中外哲學學界，更是直接和西方哲學發生着關係。簡言之，長久以來，今日尤甚，中國學界一直把“西方理論”主要就理解為“西方哲學”。如果我們發現這個西方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本身“問題甚多”，而我們的理論家們大多都以為“掛靠”到某西方主流哲學以作為自身理論根據即可。此種傾向和西方符號學界的理論家們的情況一樣，其本質實為：在當前學界職業化局勢下，以已經取得“市場品牌”的某著名哲學為“依仗”，乃是最省時省力而有效的“職場求成”之方式。（參見李幼蒸 2014（1），2016（1））

本人在2014年索菲亞符號學大會上，對於當前西方符號學及哲學的認識論大方向問題提出了坦率的“批評”，指出西方哲學的“身份”（identity）必須重估，因為在今日人類全新知識局面下，關於什麼是“人文理論”必須按照跨學科、跨文化的全新戰略和框架進行重新分析和研究。為此，我們確信，傳統的“哲學”身份已然失去了其歷史上幾千年享有的的學理絕對權威性。（參見李幼蒸2016（1））我們絕對不應該隨便根據某種在哲學職場內一時“成名”的某哲學派別的理論即作為我們進行人文思維的“理論基礎”。一方面，如我經常指出的，歷史上以及現當代，相當多的西方哲學之事實性判斷和價值性判斷如此失誤，卻僅因其一時獲得過歷史上的“知名度”，就被視為具有了永恆理論價值（好像：文章中加添了這些過往權威的人名、書名、引文就自然增附了文章的“學術價值”？而在互聯網時代這是一種多麼容易“操作”的學生級伎倆？）。另一方面，考慮到今日人類對於人文科學科學化-理論化革新發展的需求，學者們必須首先擺脫“哲學原教旨主義”的窠臼。自然，由於絕大多數當前西方人文理論家和哲學家們都是生存於職場學科分劃框架內的，一方面他們很難跳出自己受到的職場學科訓練規範、規則之拘限，另一方面他們出於職業功利主義考慮又必須堅持遵循既定職業規範規則以期合乎市場規律地追求其職業成功。同樣的，由於生存於今日科技工商主導一切的全球學界職場化、制度化時代，人文學者及其理論家們的精神眼界及理論想象力，也都自然地自動限制於職場化框架之內。失去傳統上獨立思想家身份與地位的事實，使他們更加無從跳脫業界既定窠臼來進行自由的理論創新思考。（其所謂“自由思想”的想象力幅度，也只能設置於學界市場內，也即成為一種在棋盤規則系統內實現的運作自由，以便因其順從着集體認可的規律與規矩，而可使自身理論創新取得其可靠的“使用價值”）面向職業目標的文教職場的高制度化，早自博士階段開始，其培養程序即傾向於成為青年學者們向學場權威立場靠攏的一種制度性安排。此外，在人文職場內，職業化、制度化的格局進一步導向學術及其理論的技術化發展方向！在價值觀與認識論錯綜紛亂的現時代，正是學術話語及理論的“技術化”可安然成為學術水平的“客觀化標準”。而此學術話語的技術化提升必然與學術權威等級制度相結合，以共同形成穩定的學術市場上具有使用價值的“學術商品品牌”。也正是偏向於技術性的內容可有效增加“商品”的廣告性附加價值。這就是學界研究學術權威作品可以沿其技術化方向展開的理由之一，結果專深學者可因而成為“職業化專家”。於是我們看到，當前西方學者討論文史哲問題的論述中充滿了自古至今“名人”的引文，好像今日的“思想生態”只能產生於、根基於歷史上諸“大師”的話語遺存之中似的。在這類機械化地“照章疊架”引文話語以製成標準論述系統的治學方式（美其名為“合乎規範”）中，真是大量充斥着無的放矢的空論或“理論烏托邦”。因為理論家們不再是將各種“現實”作為思考對象，而是將歷史名人的古舊話語遺存不僅作為其理論根據，而且乾脆就是其唯一“工作對象”：所謂理論研究就成了“對歷史學術話語”的再論述（思想家的最終“對象”不是各種社會文化學術“現實”，而是各種歷史“話語本身”；正是不少今日西方後現代理論家們公然提倡用“text”取代“reality”作為思考和研究之“object”）。於是，當代西方哲學家和理論家們，儘管在知識技術上集體地超出了古代思想家們甚多，但普遍弱化或失去了在職場制度化控制之外進行獨立的、針對於各類現實的理論思維的興趣和能力。現代學者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規劃在在都離不開制度化規定，而其“成就”的檢驗最終又鬚髮生於制度化職場之內，結果思想的發生、進程、驗定都是展開於人為規定的、制度化了的職場程序內的。著名的傳統思想家、理論家們都是今人對其進行“技術化研究”的對象，但今人卻反而完全拋棄了傳統思想家們具有的那種自由獨立精神意志，儘管後者當時掌握的知識條件遠遠不如今日。結果，當代人文學理論家們思維弱化的表現，以及欠缺面對制度化約制的態度，還不是源於上述認識論上的失誤，而是源於後現代主義時期人文學者治學觀遭受到的“商業化異化”之效果。

所謂西方哲學問題，首先即指其核心部分——形上學和本體論問題（二十年代時所謂“玄學”問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西方邏輯學本位方向的思維是否還能夠作為人文科學理論的基礎，以及哲學能否再作為一門獨立的理論學科呢？為此我們應該首先對“學科”這個詞的意思加以辨析；我們是用其指任何職業性分類還是用其指“思想理論運作場域或渠道”呢？這是兩件不同的事。符號學理論研究應該包括一門“哲學學科結構演變之分析”課題。新世紀今日，我們能不能繼續被動地沿着兩千多年前的基本理論思路來規範我們的人文學術之理論事業呢？本文作者甚至於指出，幾百年來數學和自然科學由於逐漸將傳統哲學的因素徹底地排除於其科學體系，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步。偏實證的社會科學的科學化發展也正呈現出同樣的傾向。而二十世紀後半葉人文科學的形成正是由於各學科紛紛開啟了自身獨立的理論發展，擺脫了哲學形上學和本體論的教條主義的束縛，才出現了人文科學的科學現代化革新的前景。哲學與各人文學科理論的分離性發展也反過來進一步提出了哲學與其他人文科學理論的互動關係的問題，以及當前“哲學學科”的合理範圍和任務方向的問題。 

當我們對哲學專業學者提出這類問題時，他們往往對“設問本身”意義何在尚不明了，因為他們的哲學概念就是他們目前在專業職場內所從事的法定內容及制度化程序內所形成者，這個職業化的治學資源包含着古今中外一切著名的哲學名著，以及共同的課題系列和權威集體規定的評判標準等等。哲學學科內的生態在各種行之有效的大小哲學聚會中形成了穩固的學科共識和運作章法，其中似乎根本沒有什麼學科本身的危機問題。自然，生存於哲學學科內的職業家們也不關注其他人文科學理論的情況，學科本位主義導致各學科間的互動甚少，再由於職場競爭的邏輯，學科本位的維持和封閉反而更有利於人文學術的市場化運作。同理，如果我們僅從學術職場角度思考現代中外哲學史問題，就會忽略百年來中西哲學互動的實情以及今日哲學學科內的中西哲學互動現實中隱含的問題，本文所提的哲學與理論的“危機”和“革新”的提問等，都會被視為無的放矢。於是，只有當我們跳出學科本位框架而根據今日主要來自當代西方跨學科的前沿理論研究成果來觀察和思考今日實際的“哲學生態”時，才會對其今日的學術地位、作用、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以及與人類文明的價值學方向的關係等等問題發生合理的質疑，也才會注意到哲學專業在身份、性質與功用上，古今之間已然存在着的巨大的差異性。（參見李幼蒸2016（1））

毋庸諱言，哲學在當前社會、文化、文教與學界的地位可謂每況愈下。世界各國文教事業中哲學是其規模消減最快速、且其就業機會最稀少的學科之一。固然，一方面這是因為全球文化商業化發展導致人文科學整體萎縮和地位下降之故，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哲學學科內容本身抱殘守缺（將哲學史作為“萬年青知識系統”加以代代相傳並固化於學術職場制度之內）和全面朝向技術化方向發展，不再能夠成為社會文化思想的指導力。這種情況自後冷戰時期以來愈趨明顯。而幾十年前當西方哲學還能夠對社會文化產生較大影響力的時代（如戰後頭三十年內），此種影響力又是負面遠遠大於正面。（以左派薩特與右派海德格爾現象最為突出。此二人幾十年來影響兩岸四地人文學術思想理論甚巨；我們甚至於可以設立這樣的重要議題：“左派與右派存在主義在華人學界流行的背景分析”。）即使延伸至以往百年來看，西方哲學對於西方以及對於東方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偏重社會文化現象的哲學影響，也是負面大於正面的。其根本原因正在於其本身的知識內容朝向於背離現實、實證、倫理、理性等原則加以展開的，以至於失去了“科學性的判斷力和影響力”。在此問題上，我們應該注意到一種歷史性的“認識論複雜性”：當百多年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初步接觸西方哲學時，對方的理性與科學性特徵當然對於當時中國的理論思維起到了積極的啟發作用，並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哲學思維事業的發展，並使得中西哲學互動至今仍然成為中國哲學學術的主要內容。但是這類積極的作用和影響，如前所述，也是在現代中國人文學界的整體知識結構遠遠落後於西方學界的情況下發生的，加以科技工商發展漸漸成為中華新文明的社會主要大方向而使得人文學術的進展遭受到了系統的忽略。因此，西方哲學百年前及幾十年前對於中國學術的影響實情與其本身當時及其後的實情，二者並非可以等量齊觀。也就是說，現代史上曾經產生過一定影響力的西方哲學，其“重要性”概念是含混的：一方面它指涉當時的“影響效果”，另一方面它指涉自身的“真實價值”，後者的判定則須隨着其後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繼續發展而不斷加以重新評估，怎麼可能予以“一錘定音”呢？（“一錘定音”的學界事實正是出於特定功利主義目的的人為操作結果：我們需要固定學術名人的“市場價值”，用以增加自身學術產品的價值性，故學人習於“依古自重”，因學術市場有如文物市場，“越古越有價值”。）因此那些在新時期急於經驗主義地回顧現代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等等的學術成果時，如果不和人文科學今日的發展現狀聯繫起來，就會流於經驗主義的表面化思考，結果不過成為一種純然職業化程序運作而已。換言之，今日面對兩岸四地的人文科學理論現代化發展任務而言，那類經驗主義的現代思想史回溯式的研究之價值與意義，都已大大降低了學術重要性與思想啟示性。凡是從職場學科本位主義出發為本學科、學派、學人“樹碑立傳”或“排比等級名次”的思想史工作，都可能因為研究者本身對於現代相關人文科學知識的欠缺而降低了或失去了其真正學術性價值。自然，如依靠學科本位主義的保護，這類經驗主義的現代思想史工作當然可以維持其社會文化界的影響力。必須提醒青年學者的是：新時期的“中國現代思想史回顧”的工作，是在研究者長期脫離該時期資訊後乍然“驚艷”中的經驗主義式的“今昔比較”之結果。其重心往往偏於非純粹科學性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把“現代思想史”當成了“曲線表達對今日現實之觀察及評論”的間接工具。這固然也是一種功用，但甚少相關於對於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符合當代人文理論要求的科學認知。因為研究者欠缺的還有一個對於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消化問題。（時當學界幫派林立時代，任何學術思想集體都可通過多媒體渠道致力於本派成就之“宣傳技術”，遂以獲得“點擊率”或“知名度”為其最終學術實踐目標）例如，學界是否具有區分以下三事之意識：梁啟超思想的當時意義，今人以其現有水平回顧梁啟超思想的意義，以及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條件下對待梁啟超思想進行重新評估的意義呢？也就是說，人文學界的有關人文科學理論現代化革新的思考比其現代史上的經驗主義方式的分科回顧記錄工作要遠遠更為重要。就中國現代史而言，處於AB兩個過渡期中的學術生態，更加導致此一結論的適當性。畢竟我們只有百年來的現代史，畢竟即使這百年中也遭遇到長期學術知識的耽誤，所以我們完全不需要僅只根據以往幾十年的學術經驗積累，即急於為中國人文學術前途問題規定綱目，而是需要有全面重新做起的決心。一方面我們應該補充百年來現代化發展中知識不足的部分，另一方面要積極掌握世界學界的新知新學新理。民國前後幾十年出現的人文理論上的優秀思想成果，也必須根據人類最新知識進展加以重估，以使其更恰當地為未來中華精神文明及人文學術的發展服務。如果將“民國大師”們施予固定的“含金量估值”，以期方便於各種功利主義的利用，其後果就不是在促進而是在阻礙中華精神文化的發展了。而對於掌握新知新學新理來說，我們也需要跳脫當前西方學界職場體制內的窠臼，獨立觀察和思考現當代西方人文科學理論及哲學世界的“有生力量”，而非盲目重複歷代“學術權威”所代表的學界權威話語。（參見李幼蒸2014（2））

將西方哲學作為現成的人文學術之“一般理論基礎”的資格，可以說今已根本不再具有其合理性，然而其作為人文科學理論資源的價值仍然佔據着人文科學大家庭內首屈一指的地位。哲學作為“教條主義”和作為“理論資源”為兩類完全不同的概念，而當前西方職業哲學家們對此往往分辨不清。即使他們勤奮工作如故，卻主要生存於“技術性層面”上，而忽略其“思想性層面”，因為後者必須跨出哲學學科而進入其他人文科學學科理論界內，從理論跨學科視角進行全方位的理論觀察與反思，並回訴諸於對有關現實的真正認知，才能夠有條件進行有意義的學理問題再思考。所以我們常常可發現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學家”或“哲學史家”，他們對於專業知識頗可達到如數家珍地步，但其人並不因此就一定善於在學識上舉一反三，就一定會在思想上善於溝通古今，更不一定會“理論聯繫實際地”就當前學理上和社會文化上進行批評性思考。例如，一方面我們如此關注胡塞爾學專家的工作的積極進展，另一方面又發現他們大多數人如何陷入了類似於一種“新經院主義的”邏輯技術性研究（其學術思維性格頗類似於中世紀後期經院哲學家們的邏輯思維方式）。他們的學術嚴肅性與符號學家們的學術欠嚴肅性也許形成了對比，但其“文本研究嚴肅性”是以消弱或失去了“思想對於現實與學術全局進行解釋性闡釋工作”為代價的，而其學科職場制度性的保護主義所導致的、對於集體掌握的“文本深奧學理”的技術性自滿意識，又妨礙着他們客觀地認識到自身的“適切理論性思維力之片面性”：他們誤以為自己掌握的相關技術性細節就代表着最重要的“哲學性成就”，而後者正是基於在已經制度化了的“哲學職場”內形成的一種實用主義共識（此種學界職場幫派功利主義意識會導致一種對於“學科名稱使用權”的“市場競爭”，如美國分析哲學可以說自己的學術範圍就是“真正哲學”的範圍，媒體符號學派就會通過其人多勢眾背景以宣傳其“正統符號學”資格，如此等等，此類傾向可謂遍及人文科學領域，此種學派競爭意識遂成為造成人文教育事業認知混亂的直接原因。）。當代的哲學專業人士越來越像另類技術人員，而越來越不像古代作為自由思想家的“智者”。當然，另一方面，今日西方專業哲學家們，也只能成為“哲學文本分析家”，他們甚至於不曾意識到“哲學”的身份與地位已經古今大異其趣了。  

4. 學術求真與學術求利

在前述三重ABC先在學術史背景下形成的今日兩岸四地人文科學及哲學的生態，不僅顯示出其僵固的職業化、技術化傾向，而且一直以來受制於有關學術與現實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在此，我們應該從認識論上首先區分學術與現實之間的兩種不同類型的“相關性”：學術在認識論上的“對準性”和“實用性”是兩種不同的“學術-現實關係形態”。一方面我們指出，當代哲學和人文學術理論越來越傾向於“脫離現實”，這正是其消弱其現實主義“科學性”的重要表徵之一，隨之產生的效果就是學術理論失去了其“現實說明力”。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人文學術又始終被當成了“影響現實”的工具。“說明現實”與“影響現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性質與功用，前者為人文科學應有的科學性功能，否則不成其為“科學”；而後者卻在混亂着或瓦解着學術的科學本質，特別當此種“學術影響力”是基本上以現實之功利主義需要本身來加以隨意組織之時，也就是說，當此種針對現實的“學術影響力”是出於現實的功利主義隨意需要本身而來任意規定、設計和實施之時。這樣的學術理論與社會現實間過於緊密而非屬學術性的互動關係，卻可能直接損害了雙方。因為，由於此種治學觀上的“實用主義隨意性”，學術作為工具可能被任意設計以使其直接“服務於”現實的非科學性需要，卻並非是在以學術本身的“科學性”或“合理現實針對性”來貢獻於現實。換言之，現實未曾獲得人文科學的科學性正確認知的益處，即人文科學沒有為現實提供正確的知識參照工具。而從學術一方來看，這種互動關係的實用主義導致對學術構成與功能的非科學性干擾，使其學術科學性提升難以完成。此一情況對於哲學來說更其如是。如果我們回顧百年來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最有社會文化（現實）影響力的現象來看，哲學可以說根本不曾為各種現實提供任何有意義的認知貢獻，而自從後冷戰時代以來，即當後現代主義非理性思潮泛濫以來，西方哲學對各種複雜現實的認知、批評和建議，可以說充滿了幼稚、無知、傲慢和偏見，卻因其校園職業保護主義賦予其的言論自由而不致受到反向批評。此種現象對於現實的影響為一事（幸虧今日哲學已經難以產生任何對現實的影響力了；哲學家的“現實判斷能力”的銳降，已成為今日人類精神文明現狀的特徵之一），但其進一步暴露的自身學理缺欠，也表明其自身的發展及對於其他人文科學理論可能的“作用”，會是相當具有負面性的。另一方面，准科學式的、邏輯學本位主義的嚴肅哲學家們，並不了解其自身擅長的哲學技術性部分與複雜現實的對應關係究竟應具有何種形態，而是簡單化地將其“專業理論”與其本人自然具有的日常經驗加以隨意混合，並以之作為其試圖“影響現實”的方法。此類irrelevant影響或者無效於其影響現實的目的，或者恰因其本人的“哲學家大名”而反而有可能誤導着現實。例如，正是其自我窄化其學科課題範圍與目標的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以及今日由其衍生的所謂“認知科學”）的各種“現實”說明力的薄弱性，導致了西方人文學界對其的批評以及其社會文化影響力的缺失。 順便指出，今日在駁雜不堪的所謂“認知科學”名下的、幾乎無所不及的另類北美理論界的時髦，實可作為“理論與現實”遭遇實用主義式混亂思維干擾的另一例證。（此類理論思維混雜現象甚至於深入到美國電影理論界，以至於我們可以判斷：今日西方的電影理論已經失去了其六七十年代的理論重要性。自然此一趨向絕不影響其職場內的功利主義重要性。因為這些新電影理論已經成為學位修成的必需教材而成為“學界認可的學術成果”）而這些應當加以質疑的各種不同類型的西方主流理論思潮，都反映着今日之“哲學、理論、現實”三者之間的科學化關係不清不楚的實況。而人類於新世紀的當務之急正在於提升人文科學的特殊科學性。當前哲學主流因為其身份和功能的混亂，可以說，正在對此一重大學理功能反省任務進行着某種認識論的干擾。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繼續重視西方哲學作為人文科學大家庭平等一員擁有的知識論資源，促其繼續參與人文科學理論革新的集體理論性探索，另一方面要首先“降低”其在西方學術史上享有的非學術性的傳統“尊貴地位”，以免其以其傳統上具有的“學科意識形態勢力”來對學術世界的多元化民主實踐進行誤導（可以說，對於今日跨學科、跨文化的人文科學理論方向的最大學術性阻力就是來自“哲學界”的，因為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屬於“哲學界”的理論思維模式才是最具有價值的）。“哲學”這一學科的社會性地位的降低，不僅不是意味着哲學家們的作用的降低，反而是意味着他們的新形態的學理再思考使命的開始：以其擅長的哲學知識參與促動人文科學大家庭在理論上的跨學科方向上的集體積極創新事業。 

學術與現實之間的實用主義互動關係的歷史傾向，也導致當前學界對於我們所說的人文科學危機問題表現“無感”。今日人文學術理論也表現出另外一種貌似相關於現實的傾向。當學者對於學術的認知主要來自有關學術與其本身“直接現實”（職場利害關係）的關聯緊密性大小時，學者對於學術問題的觀察與評斷都是看其對於自身的職場利益發展是否有助益而定的。這樣一種治學心態，可以說不同程度上已經遍佈於全球人文學界。而此一治學心態與思考方式又是深嵌於全球商業化社會格局與職場徹底功利主義制度內的。這樣的人文學界之“務實”治學觀，並非自今日始，而是可溯源於上世紀初的國學哲學界。正當民國初廣大人文學者紛紛投入新知新學新理研究之時，恰是我們的國學哲學界（含新儒家，新佛學哲學家）出於與西方哲學爭強鬥勝動機，不是急於提升自身一知半解的西學理論知識，而是急於找到某種中國“特有的”民族理論形態，用以“對抗於”西學。其本質完全類似於清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立場，意圖通過民族主義的學理方向設計來“解決”民族學術自尊心方面的“心理現實”問題。用民族主義哲學來解決民族精神現實問題，同樣也是一種企圖以學術來“解決”現實需要的現象。當世紀中葉中國政治現實發生巨變後，海外的新儒家派別反因此變化後的社會新現實的需要，而更為明顯地成為“解決精神現實需要”的實用主義新工具（其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完全是民眾精神教育一類的實用性宣傳，而完全無關於時代人文科學理論前沿。一方面不能區分“理論話語的社會實用主義功用”與理論之真正的學術研究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也從來不重視在世界人文理論知識基礎上促進人文理論思想研究。這樣的輕率態度，卻被另一種輕率的自滿態度所掩蓋：以為任何人文科學“洋博士頭銜”就代表着“最高級”的理論水平，卻視而不見如下事實，即“博士”只是“七八層學術等級制度中的初始級”而已。）此一發展同樣源於兩種根源：學者對於自身新知新學新理的乏知欠缺自知之明，以及歷史上“理論”與“現實”的關係一向過於直接。海外新儒家們明確地企圖堅持一種對於現實要“有益處的”理論思想方式。其結果同樣產生雙重的副作用：一方面無助於其現實的改進，另一方面無助於其理論的提升，即此種觀點的相互作用會影響到兩側的正向發展。

自海外華裔學界中廣義新儒家思潮佔據上風以來，由於同一社會文教實用主義的影響，在另一種歷史誤會的環境中，任教歐美的新儒家們（含哲學與史學兩派）將其移民留學就業的個人歷史選擇，“功利主義地”解釋為新儒家思想向西方的“傳播”（“吾道西矣！”），結果促進了海外大漢學系統的完成。 國際新儒家的另一利用含混思想進行宣傳的方式是：把作為西方少數族裔教養學科的漢學中使用的“中學材料”的存在，視為儒家學術對西方學界的思想擴散，並進而以此特殊學界形象經過“出口轉內銷”方式影響着海內外“高級儒學”（即“國際儒學”）方向的形成，以便從理論層面上一舉將“中國學術”規劃納入“國際漢學”運作圈內。其中的另一含混術則是將漢學所在地西方的科技工商水平的“高”，作為漢學比華裔學界內國學或儒學為“高”的“偽證明”。此一國際儒學-漢學多重含混術遂提供了學術與現實間負面互動關係的另一個例子：把其中國學水平明明為低的漢學說成是高於華裔學界的國學或儒學。結果也是一樣，一方面國際漢學根本無助於兩岸三地的理論面的現實提升，另一方面以其在港台獲得的“以西方漢學支配中華國學”的地位對於中華學界的人文科學的現代化發展造成了多方面的阻礙作用，既影響了中華文明的西學理論研究水平的提高，又影響了中華文明的國學現代化的發展。

冷戰以來大漢學系統發展的另一種表現是，不少具有哲學和理論興趣的西方裔漢學家或中西比較哲學家的人數漸增。早期西方漢學的文獻學-語言學方向今已朝向理論化方向轉移，特別是二三十年來中西比較哲學界與中西漢學哲學界的合流，似乎已然形成了新一代的、朝向於理論化發展的新漢學界。但是出於人文學界職業化分科框架的限制，此一學術集體仍須寄居於西方哲學職場或西方漢學職場內。我們一方面對於西方漢學界或大漢學系統以及中西比較學術界朝向理論興趣發展甚感欣慰，但同時馬上發現，出於相同的職業化、制度化學術生態演變的原因，其綜合性結果也是兼具正反面的。正面不談，其反面當然是就其通過上述兩大國際領域（漢學理論界與比較哲學界）對於兩岸人文學理論界產生的影響。它們將同時以其理論潛力（相比於西方理論主流）和其文獻學潛力（相比於兩岸國學）雙方面的較弱地位，卻藉助於其來自“西方學界”的名號，更直接方便地影響着兩岸四地人文理論界。大家共同具有的“教授頭銜”（此頭銜可將彼此的實質學術水平差異虛假地加以抹平）以及“西方來源”高於“中方來源”的國內外“官僚主義之共識”（因人們誤以為任何來自西方學界的都是較高的，包括其非西方學研究），使二者更方便於影響中方人文科學跨學科、跨文化新學術方向的發展。此種影響的方便性也就掩蓋了各種“中西比較理論”（文史哲宗藝諸領域內）本身的水平其實均低於西學理論主流和中國國學主流的“雙事實”（此種學科理論素質的“雙料弱化性”，卻被誤導性的“學科頭銜平等說”加以掩蓋住）。而其比較性、理論性的表面形象，復使其進而與我們提倡的符號學-解釋學的跨文化人文科學革新方向相混淆。而“中西比較研究”卻以其制度上的掛靠西方體制內因此具有了深廣化其西方學界背景的條件，而在“社會實踐的意識形態運作層面”上產生了歪曲乃至壓制那些企圖擺脫國際思想干擾而建立在中國學術地域內的、獨立的“中國符號學事業”的運作條件。這正是當代中國符號學跨學科理論運動中遭遇到的一種戲劇性經歷，應可引起研究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者的關注。

我們還要注意一種漢學-國學交流中產生的以偽亂真傾向。一些西方漢學家表面上對中國西學者說：“你們有自己偉大文明傳統，為什麼要特別看重西方思想呢？你們應該關注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言下之意在鼓勵中國學者減少對西方理論的研究，而促其改為向自以為是在研究同一類中國學問的漢學家靠攏。此種言論一方面混淆了漢學的“淺中學”現實與中國學界的“深中學”需要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意圖減緩中國學者研究西學理論的勢頭，以方便於（通過其在西方掌握的、被中方認為是屬於“西方主流”的帶有國際編號的漢學刊物或中西比較刊物）維持其在中學或比較哲學領域內的“兼長中西”的權威性學術地位。結果，他們就可以也以其漢學的“淺西學”來對峙於中國人文科學的“深西學”在中國人文學界中應該起到的作用。同時，在向中國學界傳播自身學術的西方理論家們，可能與西方漢學家們在此持有相同的立場：贊成那種鼓勵中國學者多按照漢學方式研究中國學問（自認為比國學更具有科學性；更可笑的是，由於兩岸的崇洋媚外環境，英語熟練本身就已經成了學理高低的標誌！以至於多年來人們會以為在西方漢學界受到的“國學教育”要高於在中國人地區學界受到的“國學教育”。以至於如此多的中國學生要到西方大學漢學界來受其“更為正規的國學訓練”!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天方夜譚？卻可以長期行之不衰？），而對於中方研究西學理論的程度提升根本並不關心，更對中方學者批評西學理論的能力最不“感冒”。二者共同的目的是：一方面將中國國學歸入西方漢學制度系統，另一方面，通過與留學生弟子的人際紐帶，導致中國的西學者的學術方向自然凝聚為宣揚其西方導師的學術權威性共識上來。今日中西人文學術理論交流的“生態問題”，已經不是學術高低深淺的問題，而是在學術運作上被導入西方學術體制內的制度性轉化的問題。這個相關於（僅作為其邊緣性關注任務的）中國學術的西方體制化現象，當然不同於西方主流學術的體制化現象。後者一切自然如常，而前者作用於中土中西學兩側的“制度性西化”，將在長期限制着中國人文科學發展的方向與方式，使其在結構上永遠處於低於西方人文學術主流和國際漢學的地位。

有趣的是，華裔漢學在西方漢學界仍然遵行着其特有的學術-現實互動論方面的實用主義治學觀。海外新儒家的史學派會因為只有華裔學者在語言上有能力參與“乾嘉考據學”研究而曾經主張華裔學者在西方漢學界應以此中國學特有的“語言優勢”在西方漢學界領域專攻此學，以進行與西方漢學家的學術競爭（完全出於在西學職場求“成”的目的考慮其治學方向，卻將其“轉輸”進兩岸偽稱其為世界最先進的國學方向）。即，在他們看來，中西學者的“競爭關係現實”決定着華裔學者的學術選擇，卻既不考慮這樣的民族主義學術選擇及其對國內學界認識論窄化的負面影響，也不考慮這樣的文獻學方向的選擇將使得漢學界的中國學者的地位永遠處於低於西方漢學理論家。 還不要說，這樣的學術方向的倡導完全是針對西方同行現狀的膚淺功利主義的考慮，其提倡者本身，因受教學成於西方學界，本來既不具備五四時代學人那種來自家學淵源的國學知識條件，也不具備與現代考古學、文獻學、文本學、語言學等等相關的當代西方新知新學新理。同樣的，這樣的粗淺的、且難以真實貫徹的所謂海外中學考據學方向，不僅一方面干擾着海外中西歷史理論匯通的科研方向努力，另一方面也以其“西學的漢學背景”，在觀念上誤導着國內中國史學研究方向，為後者的理論現代化提升造成了認知性阻礙。而這一切負面因素均可以國內外學界之“任何西學均高於中學”的偏見而被遮掩住。

5. “現實”作為“科研對象”與作為“施為對象”

簡言之，全面深入理解當前兩岸四地華裔人文學界對於自身理論與哲學發展方向的認知來說，把握當前世界前沿人文理論問題的重要性，遠遠大於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過程的重要性。因為，在過去百年來對學術、思想、現實產生過實際影響的作品與人物，該歷史影響力及其完成的相關學理，與今日具有的實際學術性價值關係已然甚小，甚至於僅只具有極其偶然的、主要來自學理問題之外的學術關聯性。例如，今日回顧二十年代的所謂科學和玄學的論爭，其當時及今日的學理價值，均遠低於其當時具有的社會歷史性價值，因為當時論辯雙方的西學認知均處於初步水平（平均來說即不過基於十年左右的研習結果；其辯論雙方的熱情頗相似於1980年代大陸“啟蒙時代”青年學子間的學術思想爭論熱情。而兩次爭論過程卻都產生了“社會知名度效應”。以至於長期以來通過媒體傳播途徑塑造出了不少“以論代學”的兩棲學人），不足以充分討論相關學理問題。再如，百年來曾經一時產生過學術思想影響力的人物，正因為該人物的學術思想水平正好與讀者大眾的相關知識水平相應，所以才會“產生影響”。這類情況再次說明學術理論自身的學術性價值與其對各種“現實”（而非對學理本身）的“社會歷史性”互動關係，完全無關於其本身學理的科學性高低正誤問題。因此，當前的各種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哲學史等等的經驗性的歷史回顧，都僅能提供有待進一步研究分析的資訊材料，卻不能即將幾十年前、百十年前的知名論述就看作是今日仍然有效的學理認知。這類國內幾十年來興起的經驗主義的現代史回顧，其起因固然相關於前述A背景，而且其為學的根本目的則是（與媒體業界一樣），朝向於（按照當前實用性需要地）“介入現實”或“施為現實”的，而非純粹（以學術科研為目的地）“研究現實”的。況且，此類造成其學術思考方向的“現實關切”還受到廣義國際漢學潮流的影響，如前所述，後者特別希望中方“partners”為其提供他們自身因中文水平的限制所不足以充分掌握的現實資訊及歷史材料。 

我們因此需要進一步認識學術與現實之間的互動關係問題，並參考自然科學的成功發展歷史，以深入體驗學術（科學）與現實之間必須加以區分的道理所在。也就是進一步理解前面提出的在“針對現實”與“施為現實”之間進行科學功能性區分的道理所在。因為我們所說的“現實”，大多指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社會性現象，這些現象並不成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所以自然科學的學理與社會性現象的分離性一目了然。可是它們恰是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因此就立即出現一個“研究對象”與“作用對象”之間的範疇區分的必要性問題。“對象”是同一個，但學術運作的“功能性”不同：一者應是“科學研究”，另一者應是“意見影響”。在科學研究領域，其運作方式的科學正當性與其可能產生的各種學術以外的“作用”與“目的”是兩件事。而長期以來，甚至於幾千年以來，人們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或者，直到現代時期也仍然是彼此的作用方面含混不清。（此類現象的本質可喻示如下：人們未能區別，兩類學術思想實踐在學術功能上的“區別必要性”與二者在社會場域發生“互動性影響”，此為兩個過程，不是一個過程。前者必應分離，後者不免混淆。）即使在人文學術現代化程度較高的西方也仍然如此。比如，無論是薩特還是海德格爾，其學術思想的“功能”都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一方面研究人類存在及歷史的客觀學理，另一方面側重於通過前者來影響現實，於是把“學術理論”與“社會實踐”混為一談，結果導致“兩敗俱傷”）。反之，分析哲學對此問題的區別性認知就較清晰，其中的邏輯學部分尤其容易將其與社會性現實相區分。但是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的科學性身份較為純潔的優點，卻與其論域的顯著收縮相關，即其“研究對象”範圍也隨之大為窄化了。今日當我們要把一切社會性、人文性、歷史性現象都列入“現代人文科學”領域時，仍然需要首先將其科學性身份、功能與目標蠡清，特別是與“社會性現實及其活動”加以認識論上的必要區隔。這樣一個簡單道理，人們往往因不同理由而對之產生誤解，對此我們只須先提出一種解釋：如果不區分“研究”與“影響”（至少把二者分為兩個知性範疇或實踐階段），那麼人類的實用主義傾向就會自然而然地對此一社會領域內的互動關係事實，加以“功利主義的逆推”：即主要思考“何種方式或手段可以最有效地對現實產生人們主觀上期待的那種影響力”，因此就會按照這樣的目的來設定其學術研究計劃。（“學術研究”當然可用於“影響現實”，但這仍然是兩個過程，各有不同的運作目標與方法上的需要；至於“影響現實”，當然也可區分在不同動機與目的下的不同“影響方式”。）其結果必然傾向於將“學術研究”僅作為隨意操作的工具或材料，以期將之“有效地”施作於現實，以期達到施作者主觀所願望的、與學術本身的科學性要求無關的那種社會性效果！此種社會與學界現象自然是雙側性的，“現實側實踐者”為一方，“學界實踐者”為另一方。對前者固然如此，對於後者亦然：以自身的學術是否有利於、有助於“影響現實”作為其學術方向、方式選擇的根據，並以此來規定學術課題的“學術價值”。即，後者不是以學術本身的標準和需要作為自身學術價值判定的根據，而是以其是否（按照特定集團或個人的利益需要而判定的）“對現實有用”，來作為評定“學術價值”的依據。人文學術生態也就自然成為了供“現實使用的工具”，而此“工具性使用”又是完全基於使用者的功利主義需要而隨意選定的，從而導致人文學術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的科學，即此一“現實關切”使其難以朝向科學的方向發展。其結果則是：“人文科學”難以或不能提供人類以正確的（可證、可測、可行的）知識系統；所提供者不過是一堆知識類話語材料而已。實際上，就如科學技術一樣，各門各類“學科”都應該有其自身的適當學理，如此才會首先在各個門類內部形成有效的知識系統，之後才談得到不同門類知識的“合作”與“有效互動”問題。

6.  職場運作的外製度化與主體價值觀的內製度化

當然，人文學術存在於文教界和學術界，即存在於特殊的職場制度內，其中自然存在有本身在文教系統內形成的規範、規則和程序，它們相對於社會文化現實當然保持着自身相對的獨立性。當現當代人文學術朝向科學化的努力前進後，此文教學術界的“嚴格化”程度也在漸增中。可是這種文教職場的制度化獨立性並未使其朝向純粹科學研究的方向發展，因為其價值學和方法論判准雖然是間接地、卻是明確地相通於社會現實的需要。首先，職業化制度使其程序必須直接相通於“具體社會現實”——如就業機構及其經費財務基礎等等；因此其文教學術內容必然要以此就業現實為目的。正是歷史上空前徹底全面的職場制度化已經決定性地促使人文學術成為“朝向社會現實”的、實用主義的學術文教事業。今日西方所說的人文科學危機首先即應指此而言。但是，導致人文科學不成其為“真科學”的更為根本性的原因尚不在其“外”，而是在其“內”。由於上述“研究對象”與“社會現實”的相互疊合的特點，學者本人除了前一就業目的導致的“向現實靠攏”機制外，還有一本人歷史上形成的、根本就是以自身研究“是否有用於現實”作為自己學術價值衡量標準的根據。此種認識論的實用主義，看似有理，實際上反映着今日人文科學危機的一種內在根源，即學者主體不能區分兩種“需要與有用”概念：“按照現實側的現狀提出的現實需要所決定的學術有用觀”和“按照學術的科學性本身需要所提出的學術有用觀”。換言之，大家沒有意識到存在着一個人文科學本身的獨立學術需要和用處的問題，結果總是把現實的需要和學術的需要混為一談，結果可能導致“互損效果”。

此種學者主體的觀點偏差當然也相關於文明大方向及其導致的流行人生觀形態——求名利權的個人功利主義。此種功利主義傾向於使得學者的自我科學性求真慾望大幅降低，並導致其“以學求利”傾向強烈地主導着其學術實踐方向與方法，從而使其進一步朝向於“對社會現實的關切與向現實主流價值觀的靠攏”，來組織自身的學術實踐。因為，求名利權的動機與目的，就必須使自身學術按照現實主流價值觀來規定其可有用於、有影響於現實，即可使其滿足於現實側的任何需要。此種學者主觀側的“現實傾向”遂與現實客觀側的“利用學術以符合現實需要”的傾向，主客兩側合流。其結果，不言而喻，成為人文科學難以科學化的根本性的“社會學式的障礙”。此種主客觀合流的生態並已內嵌於文教學術制度之內，成為衡量學術價值高低的標準；自當代泛媒體事業全面波及人類文化領域以來，媒體世界甚至於成為此種主客觀合流機制內的“互動平台”。文化界的媒體網絡（“現實”影響力評比場——報刊網絡）與商業界的學術市場（學品使用價值形成場——即學術作品之“銷售”），共同導致學術與現實的“相互使用關係”空前地緊密化。結果，一方面我們看到戰後幾十年來人文科學的科學化發展軌跡，而另一方面，同一時期我們也看到人文科學受到社會現實勢力（學術的商業化“異化”效果之一）左右的程度，趨向於結構性的擴大和強化。

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現實”也包括“學術現實”、“文化現實”、“媒體現實”。這些“行業”都具有雙重身份：相當於“球員兼裁判”——它們既是擁有勢力的制度性“現實”，也是“現實的研究者和批評者”。在此我們又涉及到另一個此處無法展開的課題：研究現實與批評現實的關係問題為何？“科學研究”使我們需要與現實保持距離，現實僅只是研究的“分析對象”，而“批評”使我們貼近現實，現實同時成為我們的“經驗分析”與“施為對象”。結果，人文學者為了實現自身的名利權目的即傾向於通過參與“批評”使自身更加“有用於（有作為於）現實”，從而自身既可成為影響“科學研究”的積極因素，又可成為溝通研究與施為的消極因素。表面上，這類“以時論代其科研”的行為是在增加着學術的重要性（實為受到的社會重視性），並偽論證着學術“價值性”的提升，實際上在此又是混淆着兩種“價值觀”：科學真理價值與“現實功利價值”，後者不過是相當於“學術言論較比合於現實側的實用主義需要”而已。此外，學術相關的“現實”當然也包括廣大直接讀者群和間接影響群，二者相加幾乎即構成了全體民眾的絕大多數，但他們都是一直與人文學術極少了解、甚至於毫無接觸者，但都成為了學術產品市場價格的直接間接決定者之一（關係到社會文化知名度之形成；相當於今日的市場“書本銷售量”和網路點擊率，二者都是在全民範圍內加以定位的）。學者如果主要在意自身的“使用價值”的增加就不得不關注廣大民眾的趣味並相對地向其靠攏；為此，必須加強學術作品的通俗化程度以期相對擴大影響力，此種擴大影響力現象在媒體上的反映（人名，書名，派別名）可以通過泛媒體文化無遠弗屆的傳播特點，而傳達至廣大（毫無現代人文理論認知的）讀者群，從而實際上增加了學術實體的社會知名度。結果，人文學術的通俗化就相當於人文學術科學化的降低化。試想，自然科學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迎合廣大觀眾興趣的想法呢？因為民眾興趣的需要與科學宗旨的需要也是完全不同的需要，因此自然科學才成為可以提供可靠知識的科學，相比之下人文科學則否。人文科學職場與從事科技工商職業的實質技術化和准技術化的廣大民眾的隱在互動關係，正是通過媒體世界中介所形成的。於是，真實的“人文學術市場”是由商業化、媒體化權力網來決定的，這個“學術市場”，由於其越來越商業化的結果，對其決定性的力量不再是完全來自學界本身，而是來自對學術活動的商業化、媒體化運作環境。這是一種今日影響着人文科學科學化發展的、來自文化市場化內部的認知方向與方法阻力。

7.
中國人文學者應有復興“以學求真”中華精神傳統的覺醒

以上批評的種種現象之產生，其直接原因自然關聯於學界的僵化運作程序與等級制度化的評判方式本身，人文學術職業中的內容、方向、方式、人事、就業、地位等等均依之而定。正是此一基本情事才導致商業化媒體界對人文學術方向的影響力日益強化。人文科學世界的性質與功能也就成為高度受制於（有用於）其與現實關係的一個行業領域。絕大多數人文理論學者均已習慣於全球化時代的職業化生存方式，大家已將依照職業規範規則生存視為“自然”，也就是將職業化框架下的學術內容和其運作方式看作是“人文科學”當然的形態，以至於意識不到也不關心什麼是學術方式、方向上的“應該與否”的問題。此種徹底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人文學術觀念，在西方已然“紮根”三四十年，很難期待其變化。“以學謀生”治學觀的意識和共識，已成為人文科學革新發展的最具關鍵性的內在阻力。而這個人文科學“生存”的物質性基礎和可能方式問題，正是由那些與人文科學無關的科技工商勢力在決定着的，後者作為“社會現實勢力”也並不關心（受其所養的）人文科學是否科學化、理性化的問題。所以由科技工商勢力設立的人文學術獎項，其評價標準反而是完全依靠其是否對（由其決定着方向的）社會現實“有用”來加以規定的。

最後我們還是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面對今日國內外人文科學面臨的科學化革新的任務，是否存在有相應的有效方法呢？我們知道，理解一個道理與遵循一個道理是兩件事。本文作者根據自身幾十年來的中外學界交往經驗確信，即使西方學人“理解”或“承認”了本文所提出來的對於人文學術及西學理論的批評，他們也未必或根本不可能進行相應的變革。因為他們只能按照體制內的標準和慣習來思考和生存，此一態勢也是由人類文明現階段的科技工商主導的總方向和總機制加以限定的。從認識論上說，他們也就難以認識到人文科學兩百年來的專深方向的發展正在要求人類進行全面橫向的溝通（制度性的限制妨礙着他們從科學要求本身來思考問題），而從人生觀來說他們放棄了傳統思想家的獨立思考意志。在此情況下，為什麼有理由期待處於ABC三類先在歷史性條件限制下的部分中國人文學者們反而會產生參與人文科學科學化革新事業的覺識與決心呢？這是因為中華精神文明的傳統精神也許對於中國讀書人的“民族精神基因”具有一種潛伏的刺激力吧！如果這樣，人們必須首先將現代知識系統與先秦時代自由獨立的思想意志（士精神）結合起來，為此需要進行一種辯證的“實踐論結合”：其一方為實踐論上的傳統求真意志，其另一方為認識論-方法論上的現代求真方向與方法。這樣兩個“理論求真”的要求，傳統上都是首先與哲學息息相關的，就學者人生觀來說，這就是與主體倫理實踐學相關的；就人文科學的理論發展來說，這就是重新認識哲學理論與其他學科理論之間的關係問題。同理，我們當前對哲學與理論的重新認識也相關於我們對百年來、幾十年來（以中西哲學互動為主要形態的）中國哲學以及人文理論現代化發展的反思的問題。百年前西方的哲學生態以及現代化早期中國哲學界對其初步的接觸，以及今日西方哲學面臨著在人文科學理論危機時代朝向跨學科理論改造的任務，促使我們必須超越西方哲學體制內的格局來對其進行更為深入的重新反省。什麼叫人文學術的“全盤西化”？本文所用的這個詞“全盤西化”與胡適當初的用法完全不同；本文不關注社會歷史問題，而僅關注人文科學的發展問題。本文所批評的“全盤西化”現象不再是指“研究與吸收西學內容”方面，而是特別指企圖將中國西學的研究方向、方式、內容、目的等盲目地納入“西方學術體制模式”內的立場；尤其是指企圖將中國國學的“研究方式”納入西方漢學運作軌道的構想。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一種學術認識論與實踐論上的“危險”：此即指中國的中西學學術都可能在方向與方法上不知不覺地均陷入了西方體制模式之內；而今日人類人文科學危機中的最大問題正是要首先對西方人文科學體制的制度化現實本身進行反思和批評。中國前往西方的文科留學生似乎也已達到空前的規模，其後果不正是如此嗎？如果我們一方面正在認真地、批評性地研究西方人文學術主流危機的問題，而在其指導下的留學生們卻正待將來依據被我們批評的西方學者的權威性以作為自身回國後的業務提升資格之憑證，這豈非就是在製造一個“中國人與中國人的對峙力學場”嗎？外語系和留學生要靠着“西學高於中學”的社會共識在中國學界開疆闢土，我們卻要對其學術特權之根據進行系統的批評，這不是立即形成了相互紛爭的局面了嗎？為了克服這種可能的衝突關係（在西學中心主義者和批評西學中心主義者之間），我們大家還是都應考慮皈依於學術求真治學觀，而非遵循學術求成治學觀。

只有那些能夠超出國際學界此類多重學術偏見的學者才能夠從人類全體文明與歷史發展角度來進行全面與深入的相關思考。應該回顧：正是我們的古代“讀書人”曾經有過這樣強烈的“為之生為之死”的心懷天下之精神抱負，儘管他們沒有相應的知識條件與社會條件來有效地實行該抱負，但學人具有求真抱負的心態本身是存在着的，而今天學人的問題恰在於他們系統地（制度化地）失去了此主觀上的雄心壯志，成為了沒有獨立心胸與偉大抱負而惟知到職場謀利的准技術化學術人員。西方人文學界是一個連續幾百年協調發展的、今已根深蒂固地被職業制度化了的職場生存領域，其學術方向與方式受到各種嚴格制度化規範的約制，極難期待其有根本性的變動。反之， “中國哲學精神”（主要指其倫理思想部分）傳統上含有學者獨立自主實踐的主張以及其來自仁學人生觀的“世界關懷”（即“心懷天下”）。此種個人本位的（而非集體制度化限定的）精神傳統（仁學之“學為己”觀），如果適當地與現代人類的知識論加以結合（所謂適當的“結合”，即不是將“世界關懷”和“學術事業”簡單化地，幼稚化地，予以“短路式的”聯接，而是理性地把握二者之間可能的“曲線溝通的”複雜關係 ），就有可能率先悟解和採納人文學界跨學科、跨文化的世紀新思維方向。其根本性理由即在於認識到一個顯而易見的自明之理：自然科學的全面成功有兩大主因：一是在其幾百年來的近現代發展方向上完成了與形上學-本體論這類傳統哲學思想的徹底分離；二是完成了“科學需要”與“現實關懷”間的認識論-實踐論上的徹底分離；即存在着一種獨立的自然科學運作的需要，此需要不受社會現實的干擾。（至於自然科學可有用於社會現實的問題，屬於“另一學科實踐領域”）學科分劃的合理性是其科學性程度的標誌，此標誌同樣可形容學者本身的思維傾向：試問哪個科學家不意識到自身課題與周邊社會問題之間的分離必要性呢？我們人文科學學者們為什麼老是將二者混為一談呢？如前所述，一者因為客觀側的學術思想史的現狀如此，另一者因為學者本人企圖“依附現實”以方便於“借學謀生”目標的達成。如今二者均已從主觀客觀兩側被全面制度化了（包括心理意識的主觀上的制度化），這才是今日人文科學發展的結構性危機之本質，其結果之一就表現在現代西方哲學界主流界（兼含理性派和非理性派）流行着一種“共識”：消除主體倫理學。然而，也正是在以西方人文學界率先趨向的此一全球化職業制度化的僵化發展局面下，歷史上也是空前地出現了一個中華文明“古為今用”的歷史機遇：中華的仁學精神傳統有可能在此人文事業全球化僵局中扮演一種極其適當的實踐論啟迪的角色，此即在職業制度化格局外創造性地恢復傳統讀書人具有的那種獨立、理性、自由的治學意識（不是指古人之“客觀知識”，而是指古人之“主觀意志”）。其意義並非在於為了和各國在文化學術上爭強鬥勝，而是為了在人類精神文明大方向上恢復其（與西人不同的）“當仁不讓”之中華士精神傳統。而此一與時更新、與時俱進的新仁學傳統，一定得是在認知準備上包含着世界一切優良知識成果在內的。據此觀點，今日人文科學現代化革新自然成為現代新仁學的具體實踐目標之一，並體現於首先克服上述兩大全球職業制度化障礙的努力上，此即：在認識論上理解“研究現實”與“施作現實”的功能性差別，致力於倡導真正科學性的人文科學體系之建設；在學人 的人生觀上扭轉其“以學謀生”方向，轉而恢復其“以學求真”方向；也就是將今日世界上盛行的職場追求“名利權”的傾向，轉化為朝向“真善美”的傳統價值觀的認同與追求。後一人生價值觀的轉變與前一學術認識論的更新之“異質性”結合，或可形成一種在世界人文科學界內獨立於西方學界的、促進人類人文科研思維革新的新勢頭。

為了促成此類人文科學界新實踐、新思維的形成，回顧百年來中國人文學術發展史，我們有必要從根本上調整中國人文科學現代化中的策略觀，其中最主要者為：從長遠發展來看，未來應該將其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和“方向”充分根植於“中國本土”（不一定是在地理的意義上，而應是在文化的意義上），其具體內容首先即將中國學界學人（至少指其中少數有志於人文理論革新者）之“西方學識積累”之形成主場地，逐漸轉移至本土來；也就是在此領域未來可大幅度地改變實行了百餘年的留學文化傳統中形成的“全盤西化”方向。此一建言的主要理由包括：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不同，其研習西方人文理論的條件百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全球化導致今日學術資訊的流通幾乎超越了國界，而人文學科及其理論的研習方式主要依靠學人自身進行的大量而細密的“獨立讀書實踐”。人文學者的培養方式不能像科技工商等技術性學科那樣須按照客觀有效的既定規則與程序進行，以至於必須在導師的指導下逐步成長。而對於文科學生所需要的那些“後高中時代的”文科基本功來說，根本不存在什麼中外專家間在其指導的能力上的區別問題。如此建言的實際理由正是為了避免捲入今日人文學術世界的職業制度化窠臼。至於高深的西方理論原典的研讀，更是需要學者們自行藉助於今日到處可以獲得的原文書刊進行，而不可能是必須依靠今日西方老師們的直接授課和在西方校園實行的“論文指導”方式進行。 （一位導師的知識與思想主要反映在其作品中，而非掛一漏萬地表現於其課堂講授中，對這些作品的研讀才是對其全面深入理解的可靠途徑）本人相信，等到中國本科生都具備了幾十年前許多重點大學都具備的外語閱讀能力後，此種建言的合理性就會更趨明顯。中國學者必須具有這種獨立治學的自信心。試看，為什麼在西方僅只是在其研究生階段獲得了某基本學科內的資歷憑證後，即在其修博階段只經歷過極其初步的“專業訓練”後，西方教授們其後就可以隨意擴大研究興趣，其擴大論說的方式豈非也只不過是“通過自學”而已？（許多西方名家的“無所不論”自信都僅只建基於其博士生階段的“一科之長”上，此一“單科專長”何以就能夠成為其廣泛“越界議論”之基礎呢？一些西方哲學大家們的言談“大而無當”豈非正是緣於此一“不合理的資格認定法”嗎：只要在一科內有成，並因此獲得了學界或社會之“地位”，然後此“地位”（等級資格）就可以當然地“生產出”眾多佳言名論“衍生商品”。此一科學社會學現象的部分原因正在於哲學學科幾千年來擁有的“萬學之冠”名號？這就是為什麼今日人文科學發展方向中一定要用“跨學科理論家”身份取代傳統的“哲學家”身份的認識論-實踐論理由之所在。）毫無疑問，“認真自學”才是“真才實學”之不二法門，所謂一科之專門訓練，是遠遠不夠的。按此邏輯，我們中國學者不是同樣可以這樣獨立經營自身任何學術思想的發展事業嗎？因此我們必須破除那種以為中國人的西學理論研究必須在西方專家指導下才能完成的社會偏見？試問，黑格爾撰寫“歷史哲學”時相關的非西學部分，如此單薄，是否他也需要受過外國專家教導其論才能更具學理價值呢？如果他不需要，怎麼中國學人就非得需要呢？我們怎麼就這麼妄自菲薄呢？我們需要的其實只是“自強不息”精神，有此，不出國也是一樣可達高深知識；無此，就是有了西方學位也不過是僅具備初等學術資格而已。此意早在1990年代我就在台灣《中央日報中山論壇》和台灣《中國論壇》上表達過，但並非為了和港台學人“爭強鬥勝”，而是為了剖析學界由於崇洋媚外而瀰漫著的錯誤治學觀。此一建言的目的，絕對不是出於任何民族主義的情緒用事，而是認為對於那些中國學界有志於畢生投入人文理論創新的學子而言，最要緊的是：一方面樹立以學求真的志向和另一方面客觀認識今日國內外人文科學局勢的真相，並相應地朝向正確方向持之以恆地為所當為，即便僅只是達至古人所說的“求仁得仁”亦可。這樣的仁學“學為己”人生觀，是今日西方學人（包括漢學家）難以理解、欣賞和接受的，卻可能是潛存於中華讀書人的心靈深處的。這就是中國學者在今日國際人文學界應樹立當仁不讓心志的一種歷史鼓舞性根源。 

本文不同於常規論文規格，因包含着多條主題線索和多元化功用，並為了節約篇幅不得不消減他人的引文；又因為本人以符號學-解釋學作為兼治中西學的獨特方法論，故主要提供了確與本文主題和目的直接相關的本人著作作為主要參考資料，以期集中闡明本人對於西學理論和漢學方向的學術批評性意見。最後，時當國內學界正在倡導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復興運動之際，其中自然以傳統優良治學精神的復興為其骨幹。有鑒於此，本文據“非知之難而為行之難”之義，特以一本人參與的一次同仁論壇系列之資訊來結束本文。2014年夏組織的該次論壇系列旨在討論如何有效促進人文學者求真實踐治學觀之樹立。名為“2014新仁學及符號學系列研討會”的中心思想即為如何在浙東史學-哲學基礎上組織一次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學科意見交流，以推動中華人文學術的倫理實踐學建設。參加該系列討論會的組織者及學者分別來自：寧波大學歷史系，浙江大學歷史系，北京“學燈”編輯部，南京師範大學外語學院，貴州大學哲學系，貴陽豫章書院，蘭州大學人文學院，新符號學論壇等。該次系列討論分別在寧波天一閣、白雲庄、貴陽豫章書院、蘭州大學人文學院等址逐次舉行，涉及的主題包括：宗羲學，陽明學，胡塞爾學，符號學，新仁學等。與會同仁均認識到，陽明學-宗羲學所提倡的中華傳統良知學，有助於促進當前人文學者以學求真治學觀的建設，僅供參考。（參見相關網文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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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学理析真系列（1）：再谈现代阳明学和书院精神
【系列缘起】
在个人学术研究实践过程中，一直缠绕着两条思路：主要学术计划的实施和不时自发涌现的学术感想之记录。然而后者并非易于落实。主要原因还不是实际上的（时间的安排，发表的条件，以及完全不为大众读者所需等等），而是心理上的：原来这类 “思绪”，并非独立自存的思想显现，而是纷纷杂杂地从隐约存在的诸相关语境中“冒出”的。于是马上面临着一个“心理技术性问题”：如何在本身混沌未明的相关“语境世界”中（实际上往往是几个语境之叠合，因而其牵连的潜在“背景”构造更趋复杂），为具体思考之“文本实现”，确立一个合理而清晰的“边界”（完整之篇章，哪怕极短）。不想，此一冲动反而常常首先成为一种施作意念上的“挑战”。 “小品文”规模的学术理论批评性文字（非专指交易落笔的学术作风类文字）难于落笔，其情况与新闻式快速“评论”写作的相对容易形成对比。因为新闻类“小品文”的形成“语境”是作者读者都已熟悉的社会性资讯，因而应时应景式的随笔文不难提笔可就。而学术理论评论的“总背景”则时时牵扯到世界性、历史性、多科性、前瞻性、心理性诸多“动态模糊领域”及其相互结构关系，遂易于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之犹豫。因此，对此类小文写作落笔的障碍实际上来自：一个立意刚刚确定，其他相关论题可能立即联想出现，成为促其“完全化或扩大化”的诱因。于是，如何为一次单独写作计划设定其文本长度和“解释力大小”的迟疑，反而使其并非易于落实的主因。同时一个不免含有“自我逃遁嫌疑”的继起“借口”是：为什么不等到将来有时间时再做全盘整体地处理呢？为什么要急于一时呢？明明社会上并不存在与之相互交流的立即需要？不过，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下来以期未来进行“整体处理”的想法中，另一个现实面问题也不时出现：来日无多，是否未来还有时间能够再从容布置呢？就在这样的两种想法的冲突中，作者近来多日犹豫之后突然想到了一种勉强折衷解决的办法：先尝试一种系列性的“学术批评随笔”写作，不视其为“定稿”，而是仅视其为未来文本规模扩大后再重新厘定之“草稿”；即不视之为一锤定音之“作品”，而仅视之为思绪之临时性记录，其中可容有若干“开放性留白”，已备未来有机会时再逐一“填充”或“修正”，并成为理想中的未来更完整处理时的“草稿”；“系列体例”的标志还可暗示，每篇“小品”潜含的未来整体性关联，从而在心理上减少“零散落笔”所附带的欠缺完整性之遗憾。同时，最主要的，即时性感想也恰是认为值得尽早告知学界同好者（实际上写作行为的“读者方”可以是虚拟的“读者理想”；今日屡遭批评的电子流行病患者们不是纷纷耽于网路虚拟世界却并不不因其为“虚”而稍缓投入吗？为什么我等学人反而要如此“实际”呢））。适当的而非充分的思想呈现，对己对人仍然是一种个人精神需要满足之积极方式，无碍其“有用与无用”。于是就在这样的实用性的貌似解决中暂时确定了学理随笔之体例，希望其具有可行性。与当初撰写《忆往叙实》一样，其可行性的要点是：写作呈现首先是“为己之事”，其次才是“为人之事”。那么为人部分的理由又何在呢？正因为毕生没有受到过以西方现代化人文教育制度为准绳的体制内训练，因而独立性的所见所思或有体制内具科班资历者可资参照之处：回顾平生，我从来都是对于重要理论资源不厌其学的，但从来也没有情绪上的“尊师意识”，如果“师”意味着对“权威”的无原则尊奉的话，而今日西学理论之“权威”已成为尤须“敬而远之”者，此正因其具有着理论思考吸引力也。（2017-10-1）
         **   **   **   **   **

月前参加赣州崇义县阳明学研讨大会（参会者多达200人左右，可称之为大会了），会前特意前往王阳明也曾参访过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再一次实地想象中体验了一下古人的“书院意识”。 “书院文化”于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伟大功能今日焉在哉！按照本人的分析，书院精神是古代仁者于儒教体制外追求非教条性(义理)、非功利性（动机）、非僵化性（方法）的个人伦理意识与意志提升的“自我精神升华之圣地”。其意涵在于摆脱读书人历来惯有的俗世功名心态，以追求自身与学友的人本主义伦理精神之纯净化。现代书院学和阳明学的复苏，当然应该指对此基本精神的理解和复兴，而不可能是指：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将古代大儒留传的人文精神遗产实用主义地转化为今日世界学术市场上追名取利之工具。此一意见本人已多次表述，此处无需赘叙。
然而今日“阳明学文化”中的可能误区其实有其自然滋生的理由：时代环境已经根本演变了，而我们的旧学“读解方式”仍大体未变。百年来的现代国学史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未能区分“精神继承”和“方法革新”的认识论问题，因为在旧学典籍里二者是紧密编织在一起的：精神即方法，方法即精神。此次我在崇义县大会上获得的10分钟发言里曾试图用成语“得鱼忘筌”来勾勒出一个现代读解阳明学的简单方法，可惜时间短暂，仓促措辞间，竟然言未达意。（我打算在以后的本系列随笔中对其再加以补述）。大意是说：我们对于仁学系统的旧学义理应该在精神层面上（而非在古代实践方式上）严格继承，而在方法上则必须与时俱进，彻底革新。而今日之“时”，也与中国古代不同，不仅包括“古今”，而且包括“中外”。所谓严格继承，就是要摆脱现时代各种世界功利主义意识，而重入古人“纯洁心扉”，汲取其信仰和志向等动机层养分；而所谓“俱进”，首先要在时代世界学术思想语境中为现代阳明学设定应该大大加以扩展的“读解语境”，创造唯有中国人才能有望完成的全新跨文化人文理论方法论建设。对于新阳明学而言，二者可谓缺一不可：精神上的回归传统，方法上的进入现代。
简单来说，现代阳明学（实指以阳明学为典型范例的传统仁学）读解法应该区分出相应不同的三个“实践段”，即现代“国学研习者”面对的三个学术实践段阶：A 。对于阳明学话语的情理综合把握力（精神继承：中国学者只须熟读古书，即可自然对其义理有所实质上的感应）； B。 对于阳明时代读书人精神世界的“内在核心”（动机，情感，志向）的真实感悟以及因而产生的亲身追求良知学的冲动（即“致良知”冲动）；C. 对于现代阳明学及其未来方向、方法及应用的创造性认知和践行（意志力的真实贯彻和方法论革新的认真体践；为此必须勇于、善于投入现代知识理论建设事业）。基于仁学实践论的“自誠明”古训，我在即将出版的本期《学灯》香港版的文章中再次坦率指出时人所忽略的学人应有 “自知之明”之智慧（在时代功利主义压力下，此种反省意识已被普遍地置之脑后。几十年来人文学界虽然知识资料日积月累，却在重“量”的同时大有集体地将“质”加以 “忽略不计”之嫌。本人越来越体认到这可能是我们今日人文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主要认知性缺失。学界很少反省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遇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华文明体的精神部分必然经历着一个自然的“演化过渡期”（发展之失衡期），其特点以三重历史性“迟误”为标志：a）中华文明之人文西学认知的历史性起始差异性【导致的中方学者的西学掌握方面的必然迟滞性；即民初时代虽然相对而言现代知识的引入成就可圈可点，但绝对而言则一切不过尚属初始阶段，这是说：不可能将“民初大师们”的贡献加以绝对化，自然更不可视之为今后前进的“理论基础”。今日依然只能或信从胡适派或信从鲁迅派的思想界舆论，只能反映信奉者本身现代理论视野之极度限缩；双方攻讦越激烈，越可暴露其自以为是心态之欠缺现代人文科学知识背景，基本上均停留于媒体人的常识水平上，故极难等今日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雅之堂”】；b）现代历史发展中诸多偶然事件导致的相应学术现代化发展的迟误性【社会物质变迁史完全不同于精神思想、学术理论进化史，故二者不可衡之以同一价值学标准】；c) 以及新世纪突然全面强化的全球商业物质化文化方向的限制性【在诸多相关限制性中最严重者反而是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理论的盲目跟随性；结果因“轻随妄进”反而难以真实提升自身的西学理论认知，也就更难进而进入中西理论比较的创造性领域】。这三类现代人文理论认知的民族性、历史性迟误性，本来是自然而然存在的，问题在于学界对此有无“具体性体认”？即是否能够联系到今日个人和团体的相关知识现状之此一“形成因”来进行反思和相应调适？【学人认真于追索个人知识教育之背景与历程，相当于世人热衷于通过“家谱”追寻自身根源，而后者明明难以为据而信之不疑，前者明明一目了然又事关利害而略之不顾。这是什么现象? 乏精神自进之诚意；换言之，仅视学术为个人职业利得之手段也。】
在当前国学现代化事业中大致包括广义国学界和广义西学界两大领域。70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国学教学与研究开始恢复。此前几十年国学相对而言处于长期被忽略时期（1960年毕业于杭大中文系的妻子，四年下来“旧学”接触甚少，那一代的“中学”界的学生与二三十年代中文系学生的旧学修养相比，是否达其十分之一都难讲，特别是“原著”阅读甚少），而七八十年代的研究生导师老先生们由于长期学业耽误，其旧学知识，尤其是其对旧学具有的新体悟能力，也是大受限制的。在此情况下80年代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一代国学学者们，除了少数在文革期间曾私自进学者外（毕竟中文旧籍不难获得，但一般人文理论知识资源则普遍阙如），其“学术事业起点”是普遍受到历史性局限的【学界个人至今对此有意无意“讳莫如深”，不愿“对己深究”。这是什么心态：心志懦弱，甘愿“自我欺瞒”】。但是，对此“事实”，个人和学界今日是否有认识和关注呢？是否注意到，此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个人与学界的知识基础的“含金量”及其与个人知识提高的逻辑性关联（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职业“等级身份关切”与真实“学养提升关切”间的区别呢？）。所谓“国学大师”都出现在五四时代，今日“无大师”的社会公认自谦语，有多少仅只流为“口头禅”？（以此社会集体性的“阿Q式自嘲口头语”来掩饰自身欠缺立即奋发图强的勇力？）有多少人认识到此一事实才是我们新时期人文学术恢复期首应关注者：即在此历史遗留基底上如何有效地克服此“先天性欠缺”以切实实现个人学力的提升以及子孙后代的学力提升？（时当全球商业化竞争时代，人文学界对相互争比的兴趣大大强盛于对个人自强不息的需求）。也正是此一时期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全面功利主义时代，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精神弥漫全球每一角落。各种学者都纷纷成为了“职场人”，而职场人的“意识”遂脱离了“识真伪”标准而转入了“求得失”目标。在此新时代格局下，学者成为职场竞争参与者，而知识的质量本身反立即退居次要地位；随着西方主导的当前人文学界职场实践逻辑，人文学者完全跟随着既定“制度”和“程序”的步骤亦步亦趋，进行其有序而有效的“争名夺利”人生游戏。在全球职业化资历主义文化的主导下，学术思想的真实质量问题反而全面褪色。所谓“国际学术标准”以及随之而定的人间等级制度，也就成为了人文学术实践的全球化准绳。知否：正是此貌似正确之轨则正是与阳明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虽然如此，我们也应同样客观地看到人文学界积极成就的一面。如以“阳明学”作为“现代国学理论”的一个典型来看，应该承认，一般来说，中学系统的学者要比西学系统的学者略胜一筹，即具有较高的达至上述“实践学一段”的潜力和成绩。因为客观上，（对于中国人来说）阅读旧籍经验本身即可产生基本的义理感悟效力，三十年来在文史哲领域形成的此种自然效果，当然是今日国学界同仁聚会时可明显流露出来的。此种心理效果是国学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基础，我们新一代的国学学者不少人都具备了这样的义理情怀，这可以从儒学界、中国哲学界、中国思想史界、中国文化史界中普遍看到，尽管这些正面成就是与普遍存在的世界功利主义格局与气氛广泛掺合在一起的，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深深受到后者的拘限。但是处于“阳明学一段”水平的国学理论家们，要想从此阶段上升至古人曾经达到的“阳明学二段”境界，尚有诸多“现代病”须待克服。在此让我们再强调一下一段和二段之间的异同。为此，可首先对比一下尚处于“前一段”（未达一段，或无意于进入“一段”）学者情况，即连一段境界尚达不到的“国学研究者”状态。例如国际汉学界和国内据其西学理论背景而兼治国学者（所谓各类中西比较学者）。由于国际学术交流的普及化，今日外国和国内学界以各种西学为基础而转入“比较研究”的学人，其中能够像瑞士耿宁那样达至一段者甚少，而此种实情却被其较深厚的西学资历、理论话语的修辞迷惑力以及对阳明学等国学理论的字面掌握之事实等所遮蔽。只有深入辨析，我们才可区分出：对于旧学文本的字面理智性把握和知情意体悟之间的差异性所在。例如，在任何国际“汉学”或“儒学国际会议”的研讨会场合，大家交谈的内容和风格都是实行于纯粹“理智层面”的。所谓讨论的“合乎国际标准的学术性”反而成为模糊了一段和二段之间界限的布幔。参与者很少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今人动辄提及向古人学习，那么我们的“学术话语讨论”与古人书院中的“义理融通交流”有什么相似处呢？现代国际学术标准化反而正可成为抵消“书院精神”的制度性障碍。如果今日国学界存在的“一段成就”尚达不到古代书院的“二段境界”，那么西学界（国内比较理论和国际汉学）的“前一段”程度就与古人之间存在着方向性和性格上的本质性差异了。二者间的区别根本上是学术制度性的，虽然也必然反映在各自的学术风格上。对于他们来说，“国学文籍”仅只是“职业化学术实践”的运作材料而已，国际标准上的那类所谓“客观研究”首先就从程序上、制度上排除了进入“阳明学二段”的需要。甚至于，他们根本就认识不到还存在着什么一段二段的区别，他们正要以其职业化普适性的“国际标准”将古今中外一律“拉平”，还美其名为“学术研究现代化”。其实这只不过是中西比较研究风格的简单化而已。这就是：学者只求对于旧学的所谓客观理智性把握，而决不要求学人自身“向古人精神境界”靠拢（你要和国际汉学大儒们谈这个，将被其“笑死”，而国内学界正在向他们的国际标准看齐呢！具有“二阶”水平的陈荣杰，因环境所迫，遂只能任由仅具一段学养的西人狄柏瑞在汉学大方向上加以制导）。
西学派的国学研究之所以欠缺达至二段的体认，当然不是个人天赋原因，而是个人选择的职业化治学方向的必然后果。另外，在当前人文学界一切向国际看齐的潜规则下，其急功近利冲动远大于中学派的国学界，因其外语“优越性”和“国际交际条件”使其更易受到参与国内外学界竞争的诱惑。这样，其“前一段”的粗浅旧学认知条件已足可使其多快好省地（借助于崇洋媚外氛围，依赖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策略，以集体个人主义的名利追求为最高人生目的）达到占领学术高地的目的【当然，外语界出身的比较学者的另一“学力基因”是: 其长期外语技术性学、研经历，使其本来就少有机会受到传统伦理精神滋养，故表现出近乎统一的个人与集体的“去人文伦理情怀”特质。此种人格倾向特别有助于其采行国际学术功利主义治学方向；崇洋媚外的整体环境又刺激了他们纷纷以表面上善于“趋附国际”的能力与表现为荣】。结果，这类仅具“前一段”水准之 “国际派学者”，反而可能成为国学现代化事业的职业化“方向盘”，因为他们颇可以其“泛西方理论”外表取代真实的“国学现代化理论”需要，遂得以利用学界大环境的认识论缺失而抢占到学界任何一种“理论话语权”。【而此类倾向的实质不过是通过速食式治学手法，通过抄袭式转述西方大师话语手段，以作为其进行国内外“理论忽悠”的修辞术而已。学术生态辩证法在于：对于“全盘西化派”来说，在借用其舶来理论资料的同时，应严防其在大方向上的误导，因为其本质上的“转输式”治学方略，是密切相联于国际人文理论权势系统的。其实今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界的一般倾向，正是鼓励“理论抄袭式思维”，所谓学术规范往往是以制度性认可的学术权威之标准为制度之规范的。然而那个惟市场化认定的权威理论系统本身，正深深陷入时代思想危机沼泽难以自处，它们正应该成为批评的对象，而非照抄的对象。在此情况下，今日国际人文理论家们反而企图通过中土的“西学快通道”以期在“东方学界”扩大其职业化成功的机会。中外双方在中土的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学术实践”，结果反可成为阻碍中华精神文明人文理论革新探讨的阻力之一。不恰当的西学理论灌输反可成为阻碍学人具有理论分析能力的根源之一。此正因为其“习得的理论词语话头”不过是转输品，而未能成为其本人真实的思想力资源。同理，今日西方不少人文理论家也是习惯于生存在“理论字面”上的文字操弄者，往往可见一些最擅长于大师理论话语传授者，也恰是最欠缺独立思考能力者。治学上的机械性跟随，到处都是最终达至以“技术性成就”取代思想能力之效果。现代的“著作等身”的真实含金量是大有可疑之处的。】简言之，那些想方设法打算把国学现代化事业转化成“西学职业化”之一部分的想法，都是对于中华精神文明现代化人文学术复兴事业的最深刻障碍。（其现实典型施为例子之一，即将广义“中华国学”现代化事业归并入广义“国际汉学”系统的那种国际文化战略。）
诚然，前述“实践学三段”，才是国学理论现代化（阳明学现代化）的真实实践场，其原则性特征应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书院精神为体，西方理论为用；将此肤浅地比附于清末倡同一口号的社会政治保守主义，乃是缘于“实践场观念之误植”，即总是将人类的社会政治实践与人类精神文理实践混为一谈的结果。本人提出区分“仁学”和“儒学”二学科范畴，可有助于澄清此类混淆，遂可认识此口号的“有效意义”正须体现在精神文化领域。人类精神历史与人类物质历史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平行分野）。此间固然也急需现代西学理论知识，但此种知识论追求是在“阳明学二段”精神引导下的有序实践，是要牢牢掌握住“中华原始伦理精神方向盘”前提下的西学理论实践。为了掌握这个方向盘，阳明学者应该努力从其一段晋升至二段，因只有达至二段才具有进而上升至三段的主观条件。而唯有“阳明学三段”（国学实践论三段）才是未来阳明学现代化实践的有效起点。我们将现代阳明学“拔高”至此地步，根本不是如牟宗三等现代海外阳明学者所根据的那类学术民族主义立场。（这样的“学术保护主义”在全球化时代适足成为消弱中华精神文明当代潜实力的方略）国内外学界都还远远未曾认识到现代阳明学具有的国际普适性潜力。我们正是在学术理论全球化视野下来客观地重估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中含有的现代化要素的。这也是我此次决心远渡万里参会以便再次申论己见的理由之一。在提交的论文中，我再次提到个人国内外符号学实践的方向（以区别于“北美科学派”和“比较文学派”引导的各种当下反符号学精神的、媒体化炒作方式的实用主义“大众符号学”），特别是体现于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中的“双面刃”旨意：不仅是以之向中国人文学术理论界显示，我们必须勇于掌握高端西学理论知识以便有条件参与国际人文理论对话；而且（也许特别是）是向国内外主流人文理论界显示：中华仁学伦理学传统（阳明学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着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伦理价值观的指导功能。对于后者，我们甚至于和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之一【符号学和现象学，这是当代西方人文学界最有“理论势力”的两个领域，也是最易于构建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国际学术山头的领域，所以我一再提出对其“重读”的主张，首先就是要在大方向上不为其现行权威势力所控制：如我几年前在西北师大讲演中提出的：视之为必须掌握的技术性成就，而对其精神态度和价值观方向则须采取批评性距离。如此方可不至于迅即被其“理论名词体系”所轻易俘获：它们都是我们要重新加以审视思考的资料学对象！】“小幽默一番”（在中土，根据西学标准，暗示其西学理论方向本身的欠缺）：指出当前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界困局的突破方略之一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而国内的西学崇拜者通过对其“功利主义的膜拜”而使其更加认识不到的今日中西文明对峙的结构性困局）：中华伦理精神文明的普适性潜力。【本人在参与组织2012南京大会期间需要克服的技术性困难之一：不得不安抚西学理论活动组织者们在文明理论世界观上对中华文明潜力的“警惕心理”（嫉妒心理），因而不得不放弃以“中西人文理论对话”为大会总标志的企图。然而其后他们最终提认出，只有和“认知上一面倒”的外语界同仁打交道，才是他们安然进军中土学界的有利渠道【虽然长期居无定所，本人三十年来参与的中西学术交流努力，都是心怀着这样一个尺度的：最需防范的就是外语理论界和国外肤浅主流理论界的“长期合作计划”的控导性，他们利用中西文化理论上的长期不平等环境，极易以此最终主宰了中华人文理论建设的大方向，这是非常可能的。[什么会议都要加上一个“国际”二字不就是可资警觉的迹象之一吗？尽管那些受邀肯来的“国际人士”，往往都只是三四流者而已]】。当他们在2012大会成功召开后兴奋之余，突然体味到个中的“理论潜台词”后，遂采取了新的交流策略。于是在2014索菲亚大会上，本人在卸除国际学会职责后竟未获得发表工作结束感言的（哪怕是5分钟的）机会。大会的结果之一就是新领导班子的理论水平的每况愈下（甚至于是有人故意安排“领导人”的低水平，以方便于实行间接控制），也是我得以此后不再顾及国际活动的“交际技术性与礼仪性层面”而可进一步坦率表达自己对当前西学主流理论的尖锐批评。其实本人的最后“告别论文”就是对当前国际符号学理论大方向的基本否定立场，而主持本人讲演者恰恰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西方符号学理论精神的国际符号学界“新领导”。】
什么是新阳明学的时代性价值的理由所在呢？如果仅只停留在“一段”上，学人只能被动地“感悟”及重复五百年来的颂扬话语而已。国际学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大潮甚至于使其难以进入“实践学二段”场域：此即指达至个人真正获得“致良知”动力的境界（从“说阳明学”进入“行阳明学”的阶段）。阳明学首先是“自誠明”之学，是指自身乐于反躬自省，检讨不足，以提升个人精神境界的实践学意识。古人优秀者均达到了二段（此即指古人较今人真诚和纯洁），但因历史、知识、技术的时代局限性，欠缺从二段进而趋入三段的客观历史条件。这样的客观条件于全球现代化今日恰恰出现了，然而另一方面，现代学人又从五四时代部分学人曾经达到的“二段”退居至“一段”（还不要谈仅处于“前一段”的国际西学派的国学和比较学术了）。但是，我们毕竟达到了“一段”（西方学者很难达此，因其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先天限制性。）所以新世纪的阳明学信奉者应该从其唯一“道问学”（追求客观知识积累）重点转入首先“尊德性”（先求自身的治学观信仰的革新）重点，以期获得个人有效的现代化学术创新实践的真动力。从二段至三段的未来认识论+实践论转化，首先就是指现时代个人之学术思想理论视野的“全球化”【当今媒体所说的的“全球化”是指物质财追求的规模和方向，我们关心的则是精神财追求的规模和方向。历史上二者是平行独立地各自推进的。诸多学术思想认识论误区都是因为不能准确识认二者之间表面上叠合而实际上分离的历史事实；人类文明包含着两套价值学系统：相关于社会物质层面的和相关于精神思想层面的】。如本人屡次指出的，这才是真正符合古代的“真儒理念——治天下学”的与时更新的新形态。否则即有重蹈海外“新儒家”泥古主义覆辙之虞。历史的“吊诡”（台湾用语）：新儒家五十年代以来一味追求民族主义精神的学术复兴，结果反而演化为甘愿成为制度上的“西学附庸”后果。为什么如此荒谬？表面上是其认知不足，本质上是其阳明学体认不深，即未能达至“自誠明”的人格深度，从而形成了几代师生一体地“抱团取暖”残局。“自誠明”的第一特征就是排除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个人自利”主义：如云“好利为私”，那么好名则更为私。好利为私，人人可见；好名为私，往往掩饰以仁义话语，甚至于不易为己察觉。【今日国际奖项制度恰成为培育人文学界好名人生观的利器，而真正自誠明者恰恰为有能力不为此等商业化引诱机制所俘获者；如是，“成功不必在我”之深刻义理已为时人彻底忘却，其所谓“当仁不让”实乃“当利不让”之代名词也！否则，学界的“志士仁人”必能从人类文明整体角度思虑个人学术实践方略，而非仅从个人职业化竞争得失角度规划学术生涯】由于现代国际人文理论界人人为达个人名势永存目标而奋力，遂纷纷弃“真理”而求“实效”，其乐于趋附世潮乃成时代必然。而此一国际人文理论学界恶性根源已然积重难返，价值观上能与之对峙者，岂非正是中华阳明心学？而现代阳明心学的真实性又必然须验之以其时代认知水准的现代性与全球实践的可行性；“知行合一”的新意，此之谓乎？
（2017-10-1）
· 9、学理析真系列（2）：宏观视野与学术现实
【本文概要】
本人自1977年起长期连续关注的（胡塞尔）现象学（不同于美德法现象学运动）、（历史）解释学（不同于德法哲学解释学）和（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不同于北美符号学），都是相关于对现当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之理解、运用、检讨和批评的。这是本人长期以来遵照仁学“学为己”人生观从事独立研究和写作之总结式感想，可供人文学术区提供与西学理论主流不同的学术思考角度和视野，以供读者参照比较。由于世界人文理论几十年来沿着职业制度化、市场化的全面固化发展，中华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在大方向和方法论上必须与西学中心主义保持批评性距离。当前中国人文理论中严肃部分的学术实践学改进问题，应该摆脱对技术性、经验性、实用性、功利性方面的集中关切性，并通过“解释学读解”首先复兴中华文明传统伦理学价值观，复结合其他文明传统中的现代知识论成果，以期突显今日人文学术革新事业中的宏观视野观念之重要性；即认识到，宏观视野并非为无用于现实学术之空论，而是可促进、提升个人具体学术实践规划的途径之一。宏观与具体/远程与近程/理想与现实，此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也应成为一切关注中华精神文明前途及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建设的学人所优先体认者。此一所谓宏观视野，今日应该是在总结和汇通三千年东西文明人文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以达成者：既非复古主义，也非西学中心主义。
     **     **     **    **    **   **

1） 人文学术理论：自由学艺还是理性科学？
在今日国内外人文学术理论争论中，最不合理却最被忽略的根源之一是：人人参与讨论的、表面上属同类的论题，实际上牵扯到各人非常不同的“远近目标”和“理论视野”，此因与各论述者之背景、立场、角度、目的、环境不同有关，故所言所论必然纷杂不一。论述内容的混杂性和相互沟通的阻隔性，遂大大降低了个人思考与集体论辩中的理论有效性。表面上看，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本质上这是人文学术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人文学术似乎一向就是“自由学艺”，各说各话，自以为是，随意表达，岂非历史中之自然？如果这样，为什么还要一起汇聚进行“思想交流、理论交流”呢？（或者如今日后现代主义者提倡的“人文理论应予文艺化”，使其仅只满足于像博物馆一样各陈所好、各取所爱即可？）如果今日人文科学理论话语被这样的内在的、结构性的混杂因素所长期约制着，我们的“自由讨论”是否还可类比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讨论”呢？如果不能，为什么全世界人文学界仍要大言不惭地将自身专业自称为人文之“科学”呢？这又如何可于几千年来行之有效、足以自存呢？一个表面上的原因是：今日人文学术只不过是职业运作之“媒介材料”；再者，因其自身构成性特质进而可成为满足学人追求个人“名利权”欲念之工具，国内外人文学界无不如此。这就是现代以来我们要改造人文学术，使其成为人文之“科学”的主要理由所在（此外，传统思想中的辩解理由之一也在于：自古以来西方大哲学家们多倾向于将自身思考历程称之为“科学”）。人所共知，此种“人文学术的科学论”观念，是难以被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所认同的，因百年来维持其“自由学艺”性的主张，被认为是“反科学派”或“厌弃工业文明派”抵御科技文明一支独大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实情是这样的吗？“自由学艺”有这种功效吗？作为此领域内传统领导者的哲学家们有这样的“抗御”能力吗？否定性的答案在此实无需申论。
在诸多相关问题反思中，本人根据对国际人文学理论界现状的长期独立观察（因此与受过西学体制内制度化训练的留学生们的看法不同），最近提出了一个有关学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根本问题：人文理论领域内部来自西方的现代博士生培养制度本身，是不是也到了应该彻底加以反省其利弊得失之时？在诸多相关疑问中最突出的一桩是：人文学术含大小千百个学科或专业，按照任何一个专业的教育目的和运作程序培养出来的最终“产品”——博士生，都仅具有该专业（即人文学术全领域的千百分之一“分领域”）内部的相关知识，其中的理论性部分也就自然具有此天然的专业限定性（博士=窄士）。学界的惯习是：在如此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培养出的“专业理论家”，当其职业化资历积累足够后，人人似乎即可有资格、有能力开始纵论一般人文理论之是非正误了。其实在必然扩大的学术社会交流中，专家们彼此根据不同的“专业长项”所言所论者，虽属“一偏之论”，却已成为国际业界共识所认可者。即一行内之“资历”，可成为纵论万行理论问题之资格“凭证”（此一共识绝非可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故连擅长“政经法”一科者如欲涉至“文史哲”等较抽象性话题，亦可常见其“越界引申”之失当）。由于人文学术理论乏公共标准，加以“自由学艺”的美称，诸多“一偏之论”竟可并行于公共学界，并在直意上形成了“百花齐放”局面（如文艺世界般）。然而令人不免诧异的是，此类“万花齐放”的诸多一偏之论彼此长期共处的历史惯习，也颇有其“可行性”，全球化的今日尤其如此。原来所谓现代“人文科学”者，其主要功用并非在于探讨合乎理性的“科学真理”，而在于承担人类社会所需的“职业化生存”任务。结果成了：“‘真理’虽难达，‘用途’仍可在”。本人在发现了莫兰那本《现象学导论》之后，之所以立即决定将其译出，就是为了在此千百年来人类奉之为探讨“真理”的第一学科“哲学领域”内，显示一下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的丰富课题、论辩分歧、莫衷一是、邀名取利、乃至投机取巧并存于其中之实态。此类看似包罗最广的人文理论领域，何人又不是逞其“一偏之论”呢？而从另一角度看，为什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实或理念不如此或不致如此呢？ 按照“学科制度与功能的分析研究”我们不难洞悉：人类科学时代，现代人文学术百年来照样行之有效，实乃因其可满足现代社会文化的职业化功能之需要（六十年代西方“学运”导致人文学界大为开放以来，此一学术社会学性格日趋明显）。在此一朝向于完成人生职业化目标而非朝向于“科学真理目标”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学术理论资源，遂明显成为了学科职业化经营之领域，其实用工具之有效性，不再直接相关于其本身难以验证的“科学真理性”，而是相关于其内容和方式可符合当前职业化目标与规定的适当性。在此职业化运行的学术生态中，附带的产物则是随之而生的“利益追求法制化”。具体来说，此一“利益一般”标称，素来包含着“名利权”三种成分（人性固有负面本能欲望之一）。而此类个人学术实践利益规定及获得，纯然为社会人际关系性的，随之形成了各种现代 “学术竞争”制度：即形成了以“学术”为媒介和渠道的、加以严格组织化的人际竞争关系场（职场）。
2） 科技文明全球化导致的人文理论困境
尽管上述倾向源于人性及社会历史本身，但实际上其大面积的“成型”乃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发展的空前后果，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学术社会全面职业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此一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倾向并非自古已然。所以本人在国内外论述中多谈论“传统求真”和“现代求成”的古今治学观上的对比性（非指彼此的学术效果方面，而是特指各自治学的动机方面；即古人虽有较高求真之动机，而因主客观条件所限，未必即可有较大之学术成就）。但是，按照仁学伦理学及仁学方向的学术伦理学，对于人文学理而言，“个人动机”问题永远是与人文学术质量相关的第一要素。无此动机论立场，即无仁学伦理学，也即无阳明心学（在此“心”即指其学之“论域”所在：也即为治学动机问题；对此，今日国内外阳明学者明悉否？）。“致良知”（以及其实践层面的“心术学”）主要是发端于、实行于动机层的。就我的观察所及，全球化时代人文学者之“问学观”，今日却极少相关于个人治学动机方面，而大多相关于既定规则性的、运作技术性的、目标获利可行性的实用主义策略学方面。其实，即使从为利益而治学的目的来说，也仍然涉及到动机层面，因其可决定学人的“利害追求有效性程度”。在概略地以“传统”和“现代”对之进行对比时，生存于高度职业制度化现代的人文学生、学者，其“动机面”是先已固定化了的（定向化了的）；准确说，其动机面，价值观和实践观等，自幼至长，均已全部组织性地“预制化”了，即其方向、渠道、规程都是一目了然地预先加以确定的，只须按照既定程序和个人利益追求方向进行“单维性”努力即可。人们会质疑道，古代读书人岂非更其如是？其读书做官论这一唯一上进方向，岂非也深印于读书人的脑海和行为实践中？然而现代“历史解释学”读解法可启示我们，对于大多数儒者来说固然如此，而历代优秀“读书人”中仍有颇多有识之士可对之产生不同方式的违逆态度和行迹（传统社会历史中今传伟大文士，一生中何人不曾遭遇过命运之忤逆？）。为什么？因为“儒家学术生态”是由（历史一时性的、为皇权私利服务的）“封建儒教”和（适用于一切人的、追求普适正义观的）“人本仁学”二者共同组成的，彼此在其历史表现中的综合性一致性外表下，隐藏着彼此深刻的内在精神分歧性。此因“先秦孔孟”与“秦后五经”在精神目标上是本质上对立的（详见本人多种相关著述），此种学术生态内部的“价值观对立性”，两千年来遂（民族下意识地）促生了众多“良知”与“屈顺”之间的冲突现象，并因之表现在文化、思想、学术、文艺创造中。今日还能为现代国人采纳和欣赏的，当然是其具有人本普适永恒性的仁学伦理观，而非服务于皇权制度的“经学意识形态”。那么，仁学方向的治学观有何特点呢？其中最重要者即其“以学立志观”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价值观与实践观（兼含理念思考与社会践行）。二者都是自幼年起至少一度地曾“前于”（其成年后不得不自然进入的）儒教轨道而存在着的。读书人因其精神天赋之差异，自然对封建社会文化生态中此类隐在的冲突性之感应度不同（“儒家”之退居山林和佛道之隐遁山林，动机上本质不同）。就理念而言，仁学是内涵着此纯洁的“以学求真观”的；所谓立志求学，首先即指树立求真之人生观和实践观，也即在世俗求利观和仁者求真观之相互冲突场内，进行自我人格升扬之修炼，以期“成人”或“成君子”。这样的“以学自强”的人格学修炼术之存在，对于读书人的治学观具有价值观上的永恒效用（五四前后“大师辈出”，其根源正在于当时人身处新旧交替时期，普遍幸运地赶上了“旧学人格学”熏陶之余绪）。试问，这样的精神成长态度，全球化时代的国内外人文学者中还有人有兴趣加以追随吗？（尤其是在学术生态彻底“法制化了的”西方学界？难怪汉学家们谈起中华旧学来多有“弃质趋形”之蔽：文字上能跟随，精神上难协同；“汉学”仍然也只是职业化工具而已）对于现代国学界学人而言，岂非仍然也有一个如何看待传统人格学（君子学）的时代意义问题，因其仍与现代个人之人文学术治学观之品类分辨相关。
以上所谈的“传统人格学”和人文学理之间内在性、主观性关系，今日已在全球化语境内被代之以“合法求利”的客观性的“现代公民学”。学人不再需要独立地完成古人青少年时期的“主体立志学”阶段。应该注意，古人的所谓“立志”是兼含精神信仰和实行技术两方面的，而今人的立志观已变成纯然技术性一侧的努力而已。此一全球化世界大方向已然使当代西方人文学界成为一全面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实用化、操作化的职场组织系统。此一全球化功利主义人文学术发展大方向，是不是应成为新时代有志于中华精神文化复兴或发展者的当然楷模呢？在诸多相关问题中与人文学术理论发展大方向最为相关的是，学术职业制度化引生的学生学人之“宏观视野”之弱化或被根本“弃置”不顾（本人在《忆往叙实》中的主题即相关于此时代性现象）。结果展示在个人眼前的、引起个人学术兴趣的主要是定向化的以学求利之现成轨道。后者如同先已设定的“棋盘”对于棋手所具有的激发力一样，其结果只表现于“按照棋盘规则进行的智慧或智力之运用”。于此之外，棋手不再有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独立建设之需要了。
3） 宏观视野观念与个人学术规划的相关性
假定读者对于世界人文学术现状具有类似的批评态度，以及对于中华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关注，那就必然要针对现代人文学术及其理论的现状进行深入反思。为此，我们的讨论就不可局限于“学术现状本身”的技术面问题，而要扩大角度和超越实务，首先关注更为根本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现实实践规划”和“理性宏观视野”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在此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表现出的结构性忽略，中国学者如不加以警觉，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华精神文明体内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的方向问题。要想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就不得不回归中华本土传统上的仁学动机学态度问题。也就是，必须从精神价值问题的根本处进行思考。而我们长期以来的学业耽误中最重要者，尚非是知识面的断层问题，而是文革后遗症所导致的学人弱化了、失去了对于“精神价值本身”的感应力（亲近感）问题（即：人文学者对于古今中外传承的“学术客体”，今日是否能有今日“古董家”对待“古董珍品”般的“珍爱”心态呢？）。为什么新时期以来学术青年极少关注个人价值伦理性问题而只关注获利技术性问题？其直接的原因之一即：对于人文话语中呈现的“人文价值”本身，干脆失却了直接感受力。故只能对其“用智”，不能对其“用心”。（当代研究西学理论者多具有此类倾向，他们在西学话语上“逐利而行”，如同牧民“逐草而居”，促动其“朝向西理”的真实动力是“利”字朝向的；西理遂成为变相的“营利工具”而已。自我掩饰之因在于，其“追逐西学时髦”是紧密地联系于西学作品的国际知名度的。“国际观”遂可成为另类“趋炎附势”观之遮蔽手段）如欲恢复传统的精神价值感悟力，根本在于“恢复”传统的伦理心志观。如果没有此伦理态度，学人间存在的，自然都是各种利害竞争关系。对此我在西方学界真是看得太多了，而他们正在成为我们的公认楷模！【今日国内处处谈“学术国际化”，其本质即“学人势利观”之强化；不是强调自我奋发图强，而是强调到国际上去“浅学急发”与“趋炎附势”！遂以获得“国际声誉”为毕生最高目标！其余不谈，此一心态岂非正与“阳明心学”的宗旨相反！现代阳明学精神正在于启示人文学者应如何从其精神上的“国际向往”返归“中华传统”！】
4） 中华精神文明遗产的精华：仁学伦理学
人文学术治学观中伦理性的欠缺，首先表现在学人对人对己均不肯面对多方面的真实或现实。我们一再暗示或提醒学人应勇于正视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史过程之实况，即与此处提出之宏观学术关切有关。如果昧于此个人治学的历史环境与基础问题，就会倾向于忽略个人直接、间接受到的学术思想史过程的限制，就会倾向于邋等而进或揠苗助长。对于老外而言，同样的问题，也以不同方式照旧存在，其普遍所持“西学理论世界第一”的教条主义，使其在认识论上轻忽了自然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不同，不知人文科学领域必须兼具东西传统，因而忽略了自身对于东方的认知肤浅性【特别是中国；顺便指出，他们如倾向于用“近东”或“印度”，或哪怕是“日本”，作为“东方”之主要代表的话，此种认知倾向中是含有题外话之“深意”的：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大致可掌握以上诸“非西方文化”，但难以深入掌握“中华精神文化”，故主流理论界不无此类“故意轻忽其存在”的心理】，就会倾向于压低东方思想传统所含的“现代理论性潜力”（自然，也只有“修正过的”解释学和符号学方法论才有助于对此有相应的现代化理解），从而自以为有能力无所不论。例如，我在较近英文文章中即指出，西方史学史上的“世界通史”门类提出的“universal”史学的观念，仅在当前西方史学界是不可能完成的；对此提出的补充论证是：西方汉学界完成的相应工作，尽管丰富了跨文化学术信息，却并同样不可能在“当代历史理论水平上”担此重任，因为他们普遍地未能进入现当代西方理论主流。【本人近年来积累的已发表的英文论文，虽然获得推荐，却难以被西方学术出版社采纳；因文章对于当前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的批评态度是不符合其“学术政治正确”意识的。这是本人自90年代在德国有过类似经历后的另一更深刻体会：在西方学界难以进行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人文科学建设事业！一来，他们不懂东方语言与历史，二来他们普遍放弃了“以学求真”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从而减弱或失却了作为地球村时代人文学术革新再造的公平组织者资格。】这是本人几十年来在跨文化符号学事业推动中所深切体会到的现象。此外，犹有甚者，即使在当前西方理论主流内部，类似的、甚至于更严重的学科本位主义（尤其是哲学本位主义）表现出同样的倾向。此种本位主义由于有利于学者依赖固定的、长期加以制度化经营的“基地”，作为其以学求名势之方便，遂普遍地表现出潜在地抵制人文理论跨学科交流的意向，而以跨学科为其学术特点标志的国际符号学界，由于同样的理由，亦同样如是，尽管他们以浮表的所谓跨学科（如哲学派、科学派跨学科与比较文学理论的跨学科，均非在诸主流学科理论之间组织的深入学科理论间的探讨）“充数”。因为所谓人文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要求学者首先在诸相关学科内部对诸不同理论成果加以“补课”和学习，为此有必要支付额外的准备时间，而他们因不舍得支付此类时间成本和随之减低在本专业基地经营其名利权目标的势头，所以均采取此种“鸵鸟政策”。【此一学术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表面上涉及个人时间有限，不可能贪多务广，而其关键仍然在于治学观的功利主义。理论跨学科策略当然不是要求“无所不能”，而是要求在专业基础之外重新设计、调整个人知识结构，即调整个人的诸科知识储积的轻重缓急比例，以有能力更适切地应对高端综合理论探索课题。而此类知识结构的调整，势将“损害或影响”追名逐利的“学术大师”们在本专科基地长期经营和发展的“增扩帮派权势”之目标。这才是理论跨学科难以开展的最真实原因之一，乃至于成为今日国际人文理论难以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最严重障碍：人文学术理论有蜕化为“学界枭雄”追求个人与帮派集体“名利权”的工具之虞！】近年来国际符号学理论界多倾向于向不同主流哲学流派靠拢，通过借势、借光以增加自身的“理论性学术之身份”。这就是我在索菲亚告别大会讲演中直攻此国际符号学潮流负面倾向的缘由所在，其未曾表达的潜台词是（因为彼洋人不可能领悟“致良知”义理）：此一国际倾向显著暴露了理论家们“色厉内荏”之实质。实际上，我甚至于点出，今日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主要负面倾向就是其愈趋明显的“反符号学精神”性格（有如我一贯指出的，海外新儒家的最大缺失为其“反孔孟精神”：因不能区分永恒精神与实践方法，即相当于违背了精神；徒徒记诵文字不能称之为继承精神），这是由各种后现代主义及艾柯等明显失偏的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家们所造成者。不过，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明了，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广大参与者在全球化环境内急功近利、趋炎附势之当然后果。一般来说，根本的根本在于：同样是动机层上的“致良知意识”之欠缺：他们总是实用主义地采取着“扬长避短”治学观。【之所以易于奏效，当然也因为东方跟随者，在百年来的崇洋媚外大环境下，对其西学中心主义的学术权威观，长期以来所持的全面崇敬和盲目颂扬态度。其实，质言之，崇洋媚外心态的根本在于理论上的无知，因所谓学术带头人者首先并无充分能力判断学术理论的是非真伪，惟能据其掌握的现实资源以经营学术权势建构目标。】
按照本人的新仁学学术观，新时代仁学伦理性意涵今日正应贯彻于人文学术理论的现代化提升事业。因为只有禀具此非属现代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仁学治学观，我们才能深入于个人动机层领域。如果暂时将以学求利、以学求成的当前国际学界通行的国际治学观排除考虑之外，我们可先来集中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志于“以学求真”时，我们该如何具体构思个人的学业规划呢？在学术实践论方面，长远宏观视野与眼前具体规划的因果关系，可体现于学者个人的近期（如10年以内）、中期（终生）、远期（未来与世界）的三层实践学战略观布局上。近期与中期均属个人之具体学术生涯规划；此处所谓“远期”，即本文所说的“宏观”，则不限于个人学术实践过程本身，在时空两方面均可无限地呈现开放性，其学术内容和时空范围可仅在认识论战略上相关于具体的近期中期内容。但正是此体现在类别（学科）、角度（民族与世界）、场域（本国与外国）、时程（过去与未来）、立场（个人与集体）中的、超出个人生存具体性的扩大视野之总体，在价值观、世界观、实践观上可高扬个人具体学术认知的水准和精神的目标，从而在本质上可促使个人学术规划升高其层次。此一三元综合学术实践观中，属于远期者虽然与属于近中期者不同，即只属于观念性层次（或间接实践层，非直接实践层），但它可反过来影响近中期具体实践规划的性格、方向、动力和水准。此一“三期论”或“三元论”，就其相关于个人实践阶段而言，也可称之为“实践学三段论”。本文此一提法的特殊性表现在，所谓三段实践观，不是完全指个人一生的三个阶段划分，而是将属于个人生涯的近中段与属于宏观观念域的“远段”加以多元化地分离。目的在于首先期待于有效扩大学者个人的宏观视野，即将个人学术实践观中的具体部分与理念性“宏观部分”加以认识论上和实践论上的合理分离，以期在本身具体实践规划之外，最大限度地（因相对抽象地，主要在观念上地）扩大深化宏观认知的规模与范围；也就是因其不受现实实施条件的限制，故易于广其胸怀，通过将精神世界领域内的“远大眼光”与现实世界的“具体处置”加以合理有益的区隔，以利于形成一宏观层次上的“学术理想观”。这样，学者个人的“精神世界”可包含两个部分：相关于自身具体学术计划实施者，和主要相关于人类精神世界全局者。一方面，此种合理的分离性可不受实施技术性难度的限制，故可在内心建构纯粹观念上、精神上的价值世界，以之作为个人精神世界的价值观框架；另一方面，可辩证地促进个人相关的现实世界（在其内进行学术计划）与精神世界（在其内建构价值理念）之间的特殊互动关系，使得后者仍可成为前者的方向盘与方法论的指引。宏观视野和现实实践之间的实践学辩证法，一方面指出前者作为理念世界，其建构规模可以不受个人实践条件的局限，因而可方便于在理念上尽量扩展，从而可使个人拥有更丰富、更深广的精神理念视域；另一方面受到主客观现实条件限制的个人具体生涯计划，虽然不可能、不必要随意“挂接于宏观视野”，却可间接地从理念世界获得有关现实实践的价值观、方向性、方法性方面的启示。在此提出此一理想与现实的互动关系问题，可供读者进一步细致思考。此外还不要说，理念世界、精神世界、宏观视野的相对独立经营和建构，颇可有助于现代学者们提升自身的风格、气度、气质等学行特质，以期在人格学方面靠近古人之风范。（当今阳明学的功用岂非正在于现代学者人格学之复建？）
5） 学术实践学的三段论
这样，所谓学术立志的“三段论”，大致有其时间长度上的区别和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视域上的区别，二者之间存在有一学术实践学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上划分三段，另一方面又要在近中段间的实际规划中同时“把握”三个实践学区段，即同时在三个时空不同的观念与实行的“透视域”中，“立体地”规划与组织自身的各实践段间的具体践行与关注步骤，在此过程中三段之间应始终不断地相互察验、相互调整，以使“远中近”三段形成战略与战术的综合的实践学关联。古人所说的为学首在“立志”，或树立“远大志向”，以作为方向与动力的基础，与此处所说的三段实践论，在精神上可谓具同构性。我们的现代宏观视野概念其实根本上来自传统读书人之精神遗产。在此容我提出一个与伽达默尔“视界融合”不同的解释学概念：中华历史话语中的“意义层分离读解法”。所谓对古人话语进行现代语义面的“读解分离”，某种意义上即指，对于作为实践型、综合型的古人之心志话语表达，在现代读解中应该施以同时性的语义层辨析，也即可从同一话语实体中按照包含的不同语义面，首先进行分别地读解，找出传承话语中隐在的不同思想类型及线路，之后再探讨诸不同思想层面间的互动关系。举例而言，古人之“立志学”（这是中华精神文明中的精华之精华）实际上为两个不同语义逻辑面的混合或叠合：最高理念与践行方法。前者内涵于中华精神本身，后者决定于具体历史环境。具体实践相当程度上为封闭型社会的认知经验所拘限，往往被古人视为“天然当如此”。因此，其崇高理念的“实践学”几千年来均泥执于具体封建社会的结构之内。但是今日的解释学细读法不难将二者加以语义学地及逻辑学地区分；虽然其封建时代的实践学型态必定永远离开了现代中华历史进程，但此一实践学的“过时性”决不妨碍其在伦理理念层内涵中蕴藏的永恒性，此正因为其传统上秉承的精神传统，本质上为具普适性的人本主义，人性主义，人类主义【这是合理期待中华精神文明有以贡献未来世界精神文化建设之理由所在！所谓中华文明遗产如果仅具民族历史特殊性，那又如何可期待其有朝一日影响未来世界精神文化之构成呢？此一民族历史特殊性又如何与全球化地球村时代的人类社会共同性协调一致呢？如无此一致性的人类交流基础，又何谈其国际精神文化之影响力呢？】。同时，跨文化解释学的古语读解法揭示，此理念层本身（所谓仁学即指此部分）含有着重大的时代性、世界性的实践论意义，包括其中内含的某种隐秘的“心志动力源”。这就是今人虽生活在科技现时代，当读阳明书时仍然会心志奋起的原因所在。当然，今日善读者，不会再把阳明学或东林派当时选择的具体实践方式（明人行其仁志的历史方式）看作今日仍应仍可重复者。如果这样理解（如海外新儒家诸公所云），即是泥古不化，即是本质上“背叛”了古人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是其“理念精神”，而非其当时的具体实践方式【该方式是我们今人借以读解出其精神实质之手段，而非可视之为可加以如实模仿的蓝图。如果识此，就不至于犯现代儒学实践中遭人蔑弃的幼稚病了】。将内在精神理念与外在实践方式区分后，才可理解为何传统伦理理念今日仍可成为今人树立远大治学目标的动力源和方向盘。在此意义上，中华传统伦理学之精华（非其糟粕），决然应该成为现代人文学术树立宏观视野的核心组成部分。
6）复苏对伦理精神价值本身之感悟力
十年文革在知识层面上的中断后果，固然是现今人文学界必须三思其影响所及并予以弥补者，而其更为严重的长期性负面影响却表现在：人文学者对于“伦理理念价值”本身弱化了、失去了“直感性”。回顾80年代开放初期，虽然新一代纷纷奋起直追个人与社会减失的知识储积，但其动机面的实质仍是功利性的，是个人利益追求驱动性的。这是精神生活停滞的文革时期的自然后遗症：将学术精神目标与社会经济目标混为一谈。如前所述，这样的特殊功利主义现象，又与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普遍功利主义世界潮流相叠合（资本市场化，已成为贯彻世界全球化的具体机构之一），成为了决定着现今人文学术生态倾向根源之一。我们提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学精神来自中华精神文明传统本身，这是与此全球化功利主义大方向不一致的，但恰恰是逻辑上合乎未来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需要的【此一部分的内在人本主义普适性，将使其同样为西方文明传统所需，如果西方学者能够充分贯彻来自西方的横向跨学科人文学术策略的话，但是为此他们先得放弃其本质上实属功利主义的学术利己主义观】。除了失去了对于精神性价值的感受力外，一个与此问题相关的、更为持久性的、源自人类全体的认知误区是：尚不认识前述由社会物质性建设与精神学术性建设所构成的双元文明史观。人们在衡量事物的价值时往往将两个不同历史进程的问题混为一谈，对此而言，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们同样不能免俗。试看战后萨特、梅罗庞蒂等带头搞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和社会运动”，他们曾企图担当所谓“公知”任务（改造世界），即试图用自己的人文理论影响社会物质性领域的现实与历史发展，结果造成了本质上“两败俱伤”的后果（法国人的法国文化至上主义妨碍着他们对此进行客观地检讨，而留学文化的流行病又要借此法国文化至上观来营建自身在国内学界的思想权势地位）。80年代的种种“文化热”和“流派热”，固然直接的原因是文革甫过后的知识缺失、欠缺自知之明、以及强烈利己主义冲动【许多经历过该时期的学人仍然感念那些简单文化学术舶来品的最初引介之功，却未反省其所造成的表面上的“文化热情”及其继后造成的学术追名逐利潮流，实源于自身文革十年彻底失学后的知识缺失】，导致企图幼稚地以任何“新颖舶来理论时髦”作为影响社会现实的工具，因而人文学者未能集中于人文学术理论本身的独立建设任务上来（学术性目标被现实性关切所“不适当地”牵引，结果双方分别受损）。而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对于人文精神价值本身的“迟钝感”（总是以其是否有当下社会效用作为衡量人文学术理论方向正误、价值高低的标准，因此未能积极复苏自身独立的学术精神价值的感悟力：结果，学人不是爱其学术价值本身，而是琢磨其是否有社会性功用。）同理，也就对于《论语》中处处透露的理念性精神价值欠缺感觉，而是仅只从其表面上的社会性功效进行读解（经典文本读解兴趣与读解者践行文本义理二者之间存在的时代人格分离性！）同理，学人自身因而“合乎逻辑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地）也失去了对于“宏观”学术视野的兴趣，即欠缺对学术全局、未来人文科学发展的真切挂念；宏观视野的欠缺，归根结底是弱化精神价值感受力的自然结果。
这是一个并非根本上属于个人道德层面而是属于时代社会逻辑层面的问题：在资本市场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公平（由法制保障的）自利原则虽成为具有其合理性的社会道德律（即人际公平竞争原则。其典型为当代商业竞争主义人生观），但是当此一原则越来越显著地侵入人文学界时，一种内在的原则性冲突就此发生：学界思想界的个人竞争（即使在法律意义上是公平的）方式，显然是以个人追求物质性利得为其动机的，它必然与传统上的思想“求义”（现代语言：求真理）原则相违背。这才是传统上“义利之辨”原则应复现其时代启示性的理由所在；也是阳明学今日突然取得其时代呼应的原因所在。从学术生态因果分析角度理论，这岂非正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者（特别是其理论家们）普遍轻忽的宏观学术战略思考的社会性根源之一？“为学求利”原则自然是以现实学术实践的策略性思考为首位的。全球化历史的发展至今，应该使我们认识到，今已到了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形态合理性的时机；应当认识到在物质性文明建设的主线外，还存在有与之平行存在的精神性文明之另一历史主线，其现代意义上的核心部分即人文理论的科学化发展。此一精神性文明的发展应该构思于为物质性建设服务的资本世界格局之外。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瞥见了东方传统与时俱进、发挥其全球化时代精神创造性活动之深刻契机，尽管深深陷入学术市场化机制的西方理论家们对此尚难体悟。因此，此一时代性、全球性的人文科学建设事业的“瓶颈”，是不可能在当前西方主流理论界获得的（西方中心论的功利主义使其极难客观看待东方文明含有的时代性理论革新潜能），而东方百年来的文科留学生文化，虽然在引介世界学术上有其贡献，而又不可避免地演化为绝对信从与宣扬其所谓西方理论权威标准，因为他们受其教育训练，认知局限于此，复须在国内依赖此一洋学历背景及其国际交际关系网，视此西学理论中心主义为其自身在国内“以学求利”实践目标之工具。于是，其语言方便性和知识技术性条件，虽然做出了相应的“技术性的学术贡献”，却在更重要的有关民族精神与文明发展的大方向方面，可能导致未来中华精神文明体成为世界“二等公民”。对此问题本人多年来多有论述，兹不赘。
7） 结论
前述人文学术实践学中的“三段论”，实际上均不同程度上相关于学者近段学术实践的战略与策略之方向和质量的确定；远中近三段，其实是一圈套一圈的：远段学术观，即宏观视野，即使不拟、不可能纳入近中段上的直接实践方案，也应纳入其“间接实践方案”，此即可作为“战略思考参照系”而成为近中段规划之重要参照框架。有此意识，才可能更为合理地思考和安排更具精神性价值的学术实践方式。此种意图之有无，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人是否具有“远段思考”（符合时代学术思想前沿的宏观视野）意识，也即是否自然而然地具有针对“远段”学术价值观的真实关切。综前所论，远段实践学中的宏观视野建设，因其与近中段之间存在的“既相关又分离的特性”，一方面可有助于个人实际学术规划的方向规定和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又可平行地、独立地、无限地构造个人的另一“精神世界”。于是，人文学术实践学的此一宏观视野观的双功能性（与现实相关性和超现实远眺性），含蕴着现实学术实践实用性和超现实精神理想性二者，它既可促进我们的当前人文学术实践的正向推动，又可提供我们对未来人文科学建设之展望。最后，面对着科技工商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文明商业化大潮，历史最为久远的人文学术及其理论，时当全球化时代人文理论日益减弱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文化影响力之时，如欲与时俱进、与时更新，不为时代所轻忽或抛弃，其自我革新事业中最关键者，岂非正在于首先树立远大的人文伦理实践观，而其实行岂非正在于不为学界经验主义所囿而勇于树立独立自主之学术宏观视野？【断续连缀于10月4日与10月8日之间，因成文于主要工作之间隙，重复言论及不连贯处祈谅。】
· 10、学理析真系列(3): 中西精神文明与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之历史使命
【作者注：本系列文根据断续记录思路而后连缀成文的方式，似乎越来越脱离“学术对话”而成为“思想笔记”风格，其主题组织趋于松散或重复，并易于插入各种私人经历与观感（虽亦间接反映着并非不重要的“学界观察之真实性细节”），不仅行文拖沓，而且未必为读者所喜读，有鉴于此，不耐者弃置之可也。】

【提要：有关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问题，以及有关人文理论深层问题，绝对不能盲目信从国际权威机构、著名国际专家、国际著名媒体人、国际知名教授等等所谓 “专业判断力”。一来，文科领域内这些受过所谓专业训练者的思想方式往往受制于其科班训练程序中的定式化规范之先在认识论限制性，二来凡占有“权威性地位”者，其观点立场，往往受制于相关权势集团的利益观之限制，故有意无意带有其未必客观的“思维方向诱导性”。其实不难理解，此类职场化专家的思维眼界和方式都是某种僵化“知识制作程序”之产物，具有其内在前提性定式化倾向。阳明心学的所谓“心学”，不过是在人类文明的新时期重新强调：面对今日历史上空前复杂的环境和问题，思考者应该努力避免基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职场训练结果带来的潜在思考方式偏见，故应首先直接回归于个人“良知本能”，以期重新塑造主体判断和选择的独立意志力，以达自身正本清源之心志升华目的，据以重新组织自身求知、观察、分析、判断的科学理性思维的品质。所以，西方传统中没有的“阳明心学”，不是外向的集体功利主义之学，而是内向的主体伦理意志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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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中华文化传统是人文精神传统

对于百年来的中西文明关系以及上世纪的各种相关讨论之切入点，特别是由西方汉学和比较文学几十年来提出和维持的种种话题，今已相当程度上失去其时代学理相关性。本系列前文所谈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等中西人文学比较研究新角度，已经导致相关观察和思考的层次、方面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结果中最显著者为：由单纯西方学术角度提出的思考论点和研究方向今已不合时宜。但是，百年来学界流传的话题，仍然广泛留存于、支配于当今现实学术职场。由于最初由日本与西方以及中国比较学者们共同构想的中西比较学理研究，实际上相关于整个中西精神文明互动关系领域，因此也相关于当代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理论实践，后者自然要求双方研究者进而采取人类文明全部人文学术资源（因此远不限于两百年来的西方汉学学术和中国比较学术）对此庞大而重要的全部相关问题进行重新反省和构思。但是，与百年前情况不同的是，所谓中西文明及学术的关系问题，再也无关于自然科学（包括医学与科技）和社会科学了，因为此两大领域原则上已然基本实现了全球普世化。所以，百年后今日的中西文明、文化、人文学术的互动关系问题，主要相关于“文史哲宗艺”等领域。本文在处理此问题时，其前提恰与前文所谓宏观视野与现实学术之间的双元学术实践观相联系。同样的，今日不论中外人文学界，以上诸课题研究都已牢牢安置于各自的职业化制度化学界轨道上，作为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国际大方向加以规定的现成教学研究的规范和规则系统，以至于其当前学术实践生态学难以再成为有效讨论课题之科学理性方式。但如前文所言，按照人文科学双元二分法（按照前文提出的“宏观视野vs现实学术”二分法，以及按照再早前文章提出的“历史哲学双轨观”[物质社会面建设与精神文化面建设]二分法），我们有理由，有必要，在各种现行职场课题系统之外进行更合理、更具思考成效的民族化及全球化的宏观性思考。我们的“人文学术实践学双元二分法”并非仅只属于无关于学术现实的“理想世界”，而是在观念与理想层次上也与“现实学术世界”息息相关；职场现实中难以立即贯彻之事实，不等于无关于现实，正相反，合理的理想恰恰是学术现实的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论、全景图之相关参照系。学者有此“理想与观念的参照系”存于心间，即可名之为研究者、思想家，如无之，则属人云亦云、等因奉此之“职场人”而已。不甘碌碌一生的人文学者，当此全球人文科学面临危机、西方学理理性冲力每况愈下之际，应当在进行职场任务的同时“实际地”（即可有效于自身现实实践需要地）构建自身的学术思想之“宏观视野”。本此立场，人文科学理论家们更应超越职场内习得的、本质上为袭取式的学术范围与研究方式，积极构建另一与之平行的、学术观念域的“精神理想世界”，并使其在时空上充分扩展，使之包括古今中外全精神文化视野，尤其是今日全世界思想主流予以忽略的人文学术理论领域。前文提出的理想（宏观视野）与现实（学术现实）的对比观，与本人近年来进一步明晰总结的（并较完整地表述于英文论文中的）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平行发展的人类文明学“双轨观”，均可相联于本文论及的“人类文明中人文学术传统的中西对比观”，后者在个人、民族、人类三个不同层次上可发挥重要的相关作用。

前文（“系列2”）按照个人学术实践角度提出的宏观视野和现实学术的实践学二分法观念，如特别从民族性、集体性、世界性角度来看，就自然触及到了中西文明、文化、学术的互动关系问题。历经百年来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导致：今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商业科学等领域内的所谓“中西文明比较观”，已然不再成为认识论上需要再加讨论的论题，因为在这些当前主流社会文化界域，已然基本上实现了内容构成上的世界一体性，所以今日才可能出现“全球化”观念。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中西文明文化关系”的各种争论，今日主要（或依然）存在于人文领域，其核心即中西人文学术传统互动关系问题以及中西人文科学发展前途问题。本文拟指出，由西方精神文明发展中最先提出的此一普适性“人文科学”范畴，其继续积极发展今日却难以设想可再期待其单只实现于西方人文学界内了；本文进而主张（其实为本人所一贯主张者），人文科学的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前途，相当程度上须待发展后的中华精神文明体的积极、全面、深入、有效的介入，才可能望其在创造性的高度上继续前进。具体来说，中国学者在西方人擅长的西学理论思维方面目前虽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与之并驾齐驱，但绝对有可能在接受、理解、运用、掌握方面接近于其水准。此一进展的主客观技术上的可能性，加以中国学者所“獨擅其（本身之）长”的对于自身文化学术资产的较充分掌握，二者相加之后，从宏观视野角度看，中国人文学术理论家积极参与本国及世界人文科学建设的潜力和必要，远比今已知者巨大。“原则上”【即当人文学者能采取仁学人生观、治学观时，而不是当获得了所谓宗教信仰时；因几十年来的国内外论者多以时人欠缺宗教信仰作为其欠缺诚挚品德之原因。此种时代人文知识分子之普遍误解，源于欠缺现代人文理论知识，从而导致不能区分“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区别，以为二者纯然为一事。不知宗教作为群众性风俗之历史形塑，多由历史上偶然重大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后天被动性因袭的社会文化习俗之形态。属于历史1的“群众信仰”为前反思式的，属于历史2的“文士信仰”则应为反思式的；而现代之反思必然依据科学理性化理论】并必可、必应成为世界另一现代化人文科学研究中心。此一预见无关于学术民族主义，而是相关于语言和历史传统掌握的技术性条件。汉语比西方语言难得多，因此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资源极难被西人（以及今日日本学者）充分掌握，故难以相比于我们（原则上）可能较充分的掌握西方人文学理的程度；而且大多数西方人文学术主流界对于中方学术也根本没有关注的兴趣。如和西方同行较近接触，就会发现他们多么不情愿地意识到：自身对于中华学术史的彻底无知之事实，原来并非仅属于无关紧要之小事（而可能是非常严重却又难以弥补的学养严重缺欠之大事），尽管他们一贯地对此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态度。

当此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商业化时代，人文学者首应关注两大认识论-实践论治学误区：“知名度追求”和“走向国际”。当人文学者，特别是其理论家，人数不足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时，却反而要以受众人数之多寡为其业界成功之指标（也即“影响大小”），那就除了采取各种本质上非学术性的商业化手法进行沽名钓誉外，别无其他可能，而其结果必然深深戕害学术本身；其戕害后果还不在于自身学术质量问题，而在于因失去学术良知和真诚治学观而消弱了民族精神自信心，进而可能蜕化为在国际精神文化交流领域内的随波逐流者。今日阳明学之提倡，大概正是为了将学术战略重心从“向国际看齐”转归“以国内为基础”，并以强化主体性自信（致良知）和恢复以学求真治学观为目的。致良知口号（在最深的意义上）必然在逻辑上是对立于“走向国际”的【即应以学术理念本身为标准，而非以任何国际流行为标准。此正因前述自然、社会两大科学原则上已然世界一体化，而作为精神文明主体的人文学术则远远谈不到“全球化”。在理念上可以期望，未来中国人文学界最应有潜力（技术上的可能性）在高端的、全方位的层次上担负此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重建的时代大任】。

2）商业化文明：“名利权”价值高涨，“真善美”价值降低

自从本人建立个人学术网站后，有时会有学界青年来信问询学术性问题。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来信中所关心者都是在所处环境内的具体性治学方法问题，也包括了解国外动态之类。无论如何，历年来接触的学界青年一代似乎极少有前文所谓的“宏观学术视野关怀”。就国内情况论，我将几代人文知识界的共同偏重于具体性、经验性、功利性学术思想问题的倾向，归之于某种“文革后遗症”——其表现似乎首先源于欠缺了对精神价值本身的自然感受力。而近年来的学界情况，据在职朋友所言，此一“重生活实际”的倾向反越来越趋于普遍。但是，就国际情况论，客观来说，这样的功利主义学习倾向，本质上也普遍存在于西方人文教育界和文科学术界。国内外人文学术界专注于实用性课题，当然是与全球学术世界越来越强化功利主义倾向有关：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与可在学场、职场给他带来实际利益的思想和建议相关的。因此，本文所要谈的中西文明与人文学术百年来的互动关系以及未来的相应发展这样的“非功利性”题目，如何可有助于今日学界呢？此一重实际、重实用的时代青年人生观特征，可明白无误地体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学生们的“惟职业前途关怀上”，而此所谓职业前途关怀，并进而具体化为对未来获取“名利权”的关注力【做名人，做老板，做富翁（历史1）；此种今日世界上的当然之理，在中西古代精神文化领域内（历史2）均为明确加以贬低之价值观！】。这样的名利权梦想者当然绝对不可能成为真诚的人文学术理论学者，而当自幼以来（不论是源于早先的文革失学还是源于今日的“电游鸦片”）即失去对精神文化价值的感受力，长大以后又身陷职业化压力陷阱中，二者的合力，遂使其只可能体认“名利权”的唯物质主义价值观，并因此而逻辑地采取了实用主义人生观。

今日中华文明是沿着来自西方文明传统的“科技工商”知识及价值观前进的，中华文明的固有“精华传统”则是指其传统“文史哲宗艺”中的优秀成果部分，但因此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类现时代社会文化多方面的不适应性而失去了其曾经具有的吸引力与积极创造性。毋庸置疑，此一现代化历史发展也是今日全面朝向西方物质化文明发展展的必然结果。虽然人类的百分之九十五大多数都是从事泛科技工商各业的，而从事高端人文学理研究的不足人类百分之一，人类精神文明之大方向却与后者更加息息相关。因为，科技工商所关注者是已成为不可逆转地朝向于惟物质财生产目标以及其相关的技术性智能，关心的是如何按照现行标准朝向于现实及未来之“如何”问题（可行性），而非按照精神理念标准朝向于现实及未来之“为何”问题（意义性）。所谓中华传统人文思想与现代世界历史趋向的不一致性问题，恰恰是这百分之一以下“文士”们所应思考的，而其思考方式自然不同于科技工商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可大分为两大部分：物质性发展和精神性发展；而如今后者在科技工商超高度发展下正遭遇着江河日下、无可创新的时代性窘境。【本人在西方学界发表的相关批评观点远远严重于西方同行，因为本人是根据客观观察实事求是的直言，而他们无不拘于职业化功利主义而不肯正视自身学理之缺欠！记得1989年6月在法国赛丽谢国际会议中心参加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刚刚完成《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著作的我本人作为参会者，在发言中提出了当时西方“电影理论”的危机现象，即麦茨之后的所谓“电影哲学”回潮不是代表着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化，而是代表着文艺理论科学观的倒退。一位巴黎新兴著名电影理论家听后反驳道：“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这些麦茨理论后继者正在继续发展着巴黎学派”。不想不久之后麦茨过世，巴黎电影理论学派正像巴黎符号学学派一样均渐渐失去影响力。而当西方电影理论中心移向美国后，其“理论思维含金量”已然大为降低，而从业者中何人不是继续宣传自身学术之成就[任何“作品”都可称作是“成就”，此“成就”之idendity是不容贬低的，因它相关于学者个人之“成功度”！]但如诚实客观考察就可明了实情并非如此！所以我在国际符号学界最早提出了人文科学领域今已将“求成原则”取代了“求真原则”，此所谓“成”者，今已完全成为了职业制度化范畴，而非学术真理范畴！此一例子仅可用来比喻当前西方人文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之“因功利主义之‘自卫心’却宁肯长期对重大课题失考而不顾”】可以说，相关于人类精神价值思考的当代文史哲理论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迷失了其科学化大方向。其大方向之“失”，首先即“失”在人生观上。持求财人生观者固然必须采取“依法求利生存观”（所谓公平、民主、自由等范畴就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此种“合法求利”人生观），而以人文学术思考为业者如持此同一人生观，其学术实践成果必然大打折扣！这就是今日世界上无处不在的一种“文明学悖论”。

再举文学为例。诺贝尔奖制度自以为在为当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把脉”，而其主要关切主要是相关于科技工商领域的成就，其中的文学项目，不过是点缀而已，根本无关于当前及未来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实质性问题【今日精神文明的核心问题必然是相关于人文科学理论工具之效力的，而文学作品创造者对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可说是相当隔膜，故根本不应再以（欧洲十九世纪时或许当之无愧的）“时代思想家”自居】。因为时当高科技时代引生的人类全方位理智化提升时代，仅只源于追慕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盛世”而虚设的此一“精神文明思考标志”，是远远不能名副其实的。另一相关误区是与“文学读者”有关的，自古以来即知：文字类消遣娱乐品（通俗文学）与精神思想探索的文字类表现品（精神思想性文学）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别的；正如“思想”、“精神”、“文化”、“信仰”等都仅是文化世界观念类别之“总称”，各自都包含着不同的亚类。岂能视为同一事物？自古以来，文学创作的确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实践领域，文学作品直至十九世纪还是人类精神价值反思的主要有效领域，此一局势自二十世纪以来已然逐渐大为改观。随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空前发展，文学想象式的综合性的（大多为“故事情节编造式的”，以“情节曲折”取悦于人的）思维（所谓“形象思维”），已不足以担负此复杂精神人文思想使命，虽然文学作品本身仍然是现代精神价值思考与研究的重要对象。不过，所谓“重要对象”是指，自古至今的全部优秀文学作品集群仍应作为新时代重要的研究对象。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明史上的最重要领域“文学”（广义而言，历史上“文学”也可包括其“史学分支”），二十世纪以来，遂有了两大分野：作品创作和对之研究分析思考的理论领域。

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研究，当与当前世界无所不在的媒体文化在技术性上密切结合后，以及当其“以业求利”人生观与当前世界无所不在的市场交易化密切结合后，其性质、功能、效果已然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变化。【我曾一度考虑过将早先的“电影理论”著作加以大幅度重写扩编，甚至于准备了不少新资料和考察了附近两大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料储备。但在进一步思考其可行性时，猛然意识到，三十年后的今日西方文艺界或电影艺术界，其构成已然大幅度不同于六七十年代了！法国电影理论界当初批判的“资本权势对文化的侵蚀”，现在不仅是当然之明确事实，而且其相关“社会文化网络”已比当初更为广泛深厚，哪里还是什么一门“电影理论”或“电影符号学”可以驾驭的？无论是巴尔特还是麦茨如生存至今日，都是不可能再以当初那种“纯洁的心态和方式”处理相关课题了。】

3）中西精神文明与人文科学的现代化

西方的人文科学因与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具“相应同构性”和“历史形成学的同步性”，也就自然成为现代人文思想学术之主要运作基地。但是就学术包括“对象材料”和“思考方法”二分法言，尽管西方理论具有上述较多“理论现代性”，但其内在性、结构性缺欠首先来自其“对象材料”的“西方文明史领域”的史地（或时空）局限性。当此全球化时代而处处必须以全世界、全人类、全历史为观察和思考对象范围时，其“人文科学性理论”就隐含着内在的对象材料的欠充分性、欠完整性（以及由之带来的与社会、人文、政治历史经验及相关伦理体验的隔绝性）。这是西方同行越来越多地自意识到却倾向于故意视而不见者，并企图借助于“理论思维”不强的所谓“多元文化研究”、“少数族裔文化研究”（包括其子项——汉学）作为掩饰其面对真实而可能感到自身文化史理论认知上的“力不从心”的手段。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坚持的“西理中心主义”，一方面坚持认为惟西方文明传统含有强大理性根源，另一方面认为自身运用的任何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传统是其他文明文化历史上所欠缺的。却并不正视：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展开已经大大改变了此一古典东西文明对立观。如果他们注意到东方各级学校所学知识百分之80都与西方学校一样，东方人民大比例地掌握了西方语言，乃至许多东方青年看过的西方翻译小说甚至于超过西方青年。对此，他们是高兴呢还是“紧张”呢？【如本人从小学三年级起开始看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西方的，到高中毕业时为止百分之90课外读物都是欧美翻译品】。

作为身处百年来中西思想融汇场中的现代中国人文学者，我们必然会同时双向地（而非如西学理论主流那样基本上是单向地）研读着、思考着中西两大历史、学术及理论资源，我们对此的“认真度”（实为自我“无欺”之程度，也即自我克服名利权欲念之意志力大小）则决定着我们对此学理问题把握的深广度。因此，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共时态地近乎演化为全球化、普世化事业，今日所谓“中西文明文化互动关系”问题，已无需将以上两大知识系统纳入文明论研究对象域。“中西问题”就成了“中西人文学术传统互动关系”问题，因为正是在此领域内不同文明间存在着有关意义、价值、信仰、习俗的实践性和认知性冲突的现象。也正是在此领域存在着人类文明全球化时代的和谐统一发展的实践学问题。

人文学者的、特别是其理论家的应有的相关态度，我在几年前西北师大的讲演中已然简要提出（所谓研习西学理论的三原则），并其后多次加以援引和继续解释，故此处不须再予重复。本文主要想从前文所谈“宏观视野”和更为具体的实践学角度，对此有关中华精神文明之核心部分——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对待与推进的问题，在扩大的中西文明对比框架内，就自身观察思考所及，进一步予以阐发。如果我们在对国际人文学界观察时，能够不拘限于各种科系和导师当前设定的各种学术实践目的、标准、方法、程序，在面对古今中外人文学术遗产储积时，能够超越“各种学术现实规矩地”去独立地思考人类精神世界与精神文化创造的问题，就会渐渐形成对理想图景和现实图景之间的合理差距性及相关关系性的真实认知。在此宏观视野下，首先到来的“新结论”就是：人文科学现代化理想，才是当前人类精神文明事业中最为切要之务。因为，看似电商时代最属“无用”的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今日仍应看作是人类文明体中同样重要的“历史进程之另一半”（当代以电子文化为代表的“新文化”，其实属于物质性感性娱乐文化范畴，它与人类精神文化没有任何内在性关系，其意图仅在于进一步强化其制造“经济动物类型的”[七十年代世人对日本人之讥讽]新一代新人类）。这样，我们人文理论从事者，以其小于百分之一的“地盘”，“负责着”（在“文化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上）人类历史上应占有的百分之50（价值学）分量的“精神事业”实践进程。这种不对称性，反而正应当成为我们感到“光荣”的理由，如何能够范畴混乱地自行按照另一类历史范畴——物质性建设领域的价值标准（而非采用精神文化建设领域内的价值标准）对之进行不当衡量而致“自惭形秽”、自觉气馁呢？

一方面，中华精神文明的理论思维潜力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就自然科学的中西互动关系言，因自然科学本身的构成逻辑单维性和自然对象与数学、医学现象的人类共同性，百年来至今已然十分成功地成为世界事实。人类的自然科学世界已经最完全地统一化了（作为最先实现人类文明统一的领域）。在此，让我们先简单地再区分一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范畴的异同：“社会科学”（政经法为基本）中偏经验性理论和实用性施为部分，属狭义“社会科学”，它们原则上也已全球“准统一化”了，或至少朝向统一化在前进，其中已较少存在认识论上的含混性。两类名实相副的“科学世界”也都成为“共时性科学系统”（排除了其历时维的参与性，即科学史学科不再属于自然科学本身；现代社会科学也是以其和“社会科学史”间身份性的明显分界为特征的），即已合理地摆脱了其传统上的“思想史背景”。而其相关于哲学基础性、伦理学前提性、乃至于语义学构成性等抽象性理论部分，则专门属于“人文科学理论范围”。人文科学（文史哲为其基本学科）与前二科学世界的诸多差异性中，在构成上最显著者不仅为其不同文明文化间的高度不统一性，而且均包含着“共时维与历时维”两域，甚至于以其（古今中外）历史域为主体。也正是在此领域，中西互动关系问题才成为极难处置的重要课题；中西文明、文化、学术诸领域内的异同关系，至今在世界上根本处于杂乱无章状态，其表面上具有的学界秩序性，不过是按照职场需要进行的实用主义技术性的制度安排而已。但是，与前两大科学世界直接相关于“现实物质性、社会性建设事业”不同，人文学术或人文科学，看似无用于“现实物质性建设”，却相关于人类历史上的“精神文化性建设”。这就是有关价值根据、生存意义、人生信仰等人生观的理性化研究的问题。当此三者作为历史过程中实用性既定系统时，可称之为“道德系统”（广义上，宗教现象亦属此部分），自古以来其要点在于其外在社会强制可行性，而无关于其根据、前提的精神合理性探讨，后者则属于“人文精神思想类”。（所以不妨把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系统的技术性知识纳入“现实物质性建设域”）人文科学如此重要，虽然在全球化唯物质主义时代失去其贡献于“物质建设”的能力，却也呈现出自身绵延几千年的混乱性或分歧性。人文学术的现代科学化理想，就是希望在新科学时代，借助于科技工商的诸多有用条件，来减少中西传统人文学术中的混杂性和分歧性，如此不仅有助于人类社会伦理性、信仰性认知的一致性，而且也继续合理有效地维持住其朝向于人类历史进程组织的“另一半”——精神文化实践的质量问题，此即合乎现代化标准的“精神文化建设”事业问题。以上有关文明史上的两大轨辙之论述，包括人文学术领域内的中西互动关系问题，也相关于我们所说的“宏观视域”观问题。

4）今日世界人文科学渐失理论创新动力之主因：职业化功利主义

为什么要有关于人文学术质量思考的学术批评和学风批评？如果不关注质量问题，“业绩”的多多益善，就可能相当于“学术泡沫”的大量制作。如只“懂得”功利主义语言（实为“自利主义”语言），人文学界朋友就会 “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粗制滥造作品实为人文科学事业的“负资产”；制造者则相当于完全在虚耗着生命。此一问题为世人所长期忽略，因其无损于职场求成（求利）目标（现实）；因为学者不关心“精神价值”（真善美），只关心“现实收益”（名利权）。有识之士要明确观察到这样的现状：几十年来采取“揠苗助长速成式”治学观所获得的相当多“产品”，由于大家有意视而不见自身内嵌的历史带来的认知局限性，遂把仅只是“大量转述‘或古或外’他人思想话语”的、本质上是重复性的工作成绩，当做是自身真实的学术创造成绩（自身取得的真实精神创造成绩与职场认定的“成绩”，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虽然都用着同一词“成绩”！）。记得九十年代末在湾区与已故前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周礼全先生[后来我适巧成为参加其追悼会的唯一“前同事”]谈及中国符号学事业开展问题，在听到我抱怨某负责学人的治学态度时，他说出了我一直记住的一句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这代表着一种时代之“共识”：只看“劳作行为”（做任何事），而不问劳作之品质！只要“做”现实学场内“行之有效”之事，就是在有效“工作”（其意义是：即可保障职业之维持）；按此，安排学生不务正业地大搞“翻译人海战术”，大量制造似通非通的理论翻译品，遂可成为“集团学术成绩”之证明！再早几年在鲁尔大学某晚与刚卸任于东海大学正在前往加拿大某大学就任的台湾教授谈到两岸三地的现象学研究中颇多参与者大搞党同伐异的“红卫兵学风”时，他推断说，随着学术活动的展开，研究质量一定会逐步提升。这两个例子中言者都未曾进一步考虑学术“质量”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学风”带来的永久性“自我学术实践之内在局限性”之宿命：因采取“多快好省的”抄袭性、转输性研究方式，为了据以确保学术活动优势或垄断地位，必然大搞党同伐异（凡热衷于党同伐异者，其学之实质必定可疑。但因党同伐异学术实践方式可确保“帮派人员”获得程度不等的名利权收益，故被成员们集体拥护！此则为“以学求成”例中最极端者），并必不顾事实地（主要由弟子即本派同道）制造本派“成绩”宣传术和伪造“国内学术发展史”。其中更为严重的负面效果却还远未被意识到，这就是，此类中国人文学者因此对于西方权威学者“在实践学逻辑上”必然采取的长期“依赖性”态度（所以拉洋关系是今日党同伐异的不二法门！时人未识：今日所谓“国际交流”难免即成为扩大化的国际性党同伐异策略之运用）。而如以为按照此类学术成绩积累，可作为未来新一代据以学术成长的“基础”，则是最严重的学术实践学上的误解！我们反复“提醒”此一后文革人文理论学术现象，往往被彼辈看作是我们作为“长辈”要与“晚辈”争强斗胜，虽然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些80年代的“晚辈”们，因其社会历练甚早，非常懂得如何与坚持正派治学观的“长辈”们争强斗胜；彼辈得自文革遗风的最突出能力即善于察言观色，“以势取人”，聚众谋势之方法多种多样，崇洋媚外陋习自然最为彼辈所充分利用。故以“专家”自诩者拉帮结派的手法必导致其上接领导，外接洋人，以形成本行内稳固的三足鼎立的跨国学术垄断集团。】其实，这类学术立场和作风上的分歧完全出于两种人生观的本质对立性。同理，为什么“长辈”有时还是要对“晚辈”之党同伐异作风加以指责？根本不是出于任何意气之争，不过是为了向广大无经验之青年后进指出人文学术现象之真伪而已。

我们出于“学术致良知”义理提出的当代人文学术自我反省之必要性，即完全出于切实贯彻“学为己”原则，甚至相关于 “功利性的学术实践技术性”问题：即，如怯于、缓于为此（“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仅其学必难真实前进，而且学者必然难以有朝向于宏观视野之志趣！我们面对着中西学术互动时代进行个人相应实践学思考时，这是根本的根本，却是学界随波逐流者素来不屑一顾者。然而没有这样的真实“爱学”态度，我们就没有能力面对精神文化世界建设中的“中西互动关系”这个大问题；就会最终蜕化为对于西学潮流亦步亦趋之辈，也即甘愿集体地成为附西学理论权势之骥尾以逐文化虚荣之蝇头小利者。

5）中国学者对于西学理论研习应有的合理化态度及方式：以现象学为例

从中西学理对峙全局看，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是不合理的，其原因相关于以下三者：a)中西两大精神文明几千年来各有不同特点及不同特长，新时期的中方学者可谓从头开始研习现代西理，那么是否因此就只能按照全部西学内容进行全面补习，因此只能亦步亦趋跟随其后呢？b)全盘西化论者由于对于西方学理欠缺深广理解，不能区别其优劣而盲目鼓吹，结果导致以抄袭方式为学，仅获其形，难及其理；c）未能根据现代西方学理手段先行有效挖掘自身学术思想所含特殊普适性价值优势，未识中西人文学术思想互动中存在着中方思想传统现代化更新后可发挥其创造性贡献之潜力，而如全盘西化【舶来主义者的最大负面影响还不是以译代研方式的被动性局面，而是因持急功近利人生观而带头倡导抛弃本民族之独立自强的精神意志】、抛弃自身精神思想传统将失却此重要人文学术资源。于是，今与二十世纪初中西文明及学术的讨论环境已然相当不同，不可能按照二三十年代初识西学理论时那样的初级水平进行优劣选择。按此，中国人文学者今日对于西方学理的研究目的和方式必然需要大幅调整，采取多元合理配置原则，“按需进行”，而非对其全面照单全收。对此，自然要处理好严格学习和批评检验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在此问题上，首先就是一个关系到学术大局认识的重新反省“西学学习观”的问题：学者既应努力对之实行学习上的“尽其在我”，又须在正当治学观引导下坚持“独立思考”（包括认真观察、分析和批评）态度（任何学习都应是积极思考性、客观批评性的学习；而职场生态则单纯地鼓励被动地遵从专业权威指示为学）。人文学者们因专业重心不同，对于相关西学理论自然在范围、类别、程度、主次上须有不同的实践学选择配置。坚守正确态度的关键即在于：朝向于理性的、科学的、客观的普适性原则，而不应出于对西学理论及其作者的盲目崇拜或功利主义利用的目的而仅能亦步亦趋，如主要通过语言翻译类工作以重复原典话语思想为足。

在此，前文所谈的实践界域二分法是与此直接相关的。个人对于科学时代必须研习的西学理论的态度，也应该首先区分“宏观”和“现实”在两个认知领域与实践层次上的不同，按照彼此目的与功能的不同合理划分出两个“实践域”（宏观与现实），而不是按照追逐知名度、流行度、收益度动机，或哪怕是单纯出于爱好心，来实用主义地随波逐流。按此策略，划于“宏观域”者（作为视野、瞻望、教养之需等）和划于“现实域”者，二者如区分合理，即可首先免除了被庞大西学理论资料“压迫”而感到无所是从、无力应对之弊。对于非专家而言，应预先即知自己仅须将一些高深理论视为“概览”对象，而非视为专研对象。但是即使是非专家，许多理论性读物如划为“宏观域”内加以“泛读”，也是大有益处的，不应因其不属本人专业即将其排除于浏览计划之外。例如，我遇到许多中文系学者学生对于胡塞尔现象学有相当的兴趣，但又“苦于”其文本艰涩以及因外语障碍而难以深入。我本人热衷于译介胡塞尔经典，可以说相当程度上正是期待以之作为大多数中国非专业人文理论家们将其作为“泛读”的材料。为此，当看到现象学引起了“哲学专业外”学者的兴趣，这其实正符合我们翻译出版的初衷。但此目的是“规定于”此“宏观”/“现实”实践学二分法原则上的。对于大多数非专家的胡塞尔读者来说（包括哲学家），只是为了供其泛读了解的需要。但是如果打算日后对其从事于专门研习，就需要另一套准备了（不在德文原文上研读，精细把握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说，其中还不仅是外语上的准备和哲学史上的相应准备，而且需要有关现当代其他知识领域的准备。至于所谓“专家”目标，也要区分其不同层次和等级。就胡塞尔而言，我们马上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连胡塞尔在世时号称“追随者”中的多数人实际上都“跟不上”其学理进展（表现出不解、批评、反对或离弃），而今日却可有如此多人反而成为专家了呢？现代职场上所谓“专家”渐多，而多数所谓专门学者也仅以对之文意获得较准确理解为足。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所谓西方“胡塞尔专家”可能“沿着其思路”进行创造性的推进或提升？至于不少人将其学的某些概念和论述纳入自身任何思想创造系统加以利用，即自动称之为对现象学之“发展”，其所谓“发展”不过指名词概念及论述之部分的“借用”而已；更严格来说不过是对其理论进行随意“联想铺陈”以作为支撑自身理论的助力。人文理论话语的任意搭配可能性，恰恰成为人文学理普遍欠缺严格性之主要根源。其实今日何种西方理论思潮不是一种“思想混搭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理论之所以总是可以在主流学界“一潮接替一潮”地“流行”于狭小市场上，正因为其欠缺真实的“普适科学性”或“有效实证性”，故思想家们多以其理论话语的修辞学制作术，作为其吸引读者和获得学界市场承认之“推销手段”。另一方面，对于所谓严肃的胡塞尔学学者，即不忙于借其话语材料进行自身理论搭建的“文献类学者”，近几十年来显著增多，对于胡塞尔的艰涩理论的把握较前大有提高。但另一方面却又滋生出其他问题：这些专深于原典研究者，并不曾因为细致跟进了胡塞尔理论话语就成为了真实的胡塞尔学思想家（因为：严格来说，真实把握了他人之思想，并非就相当于自己也已成为了思想家。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可能将这类西方专家当做是可寄托于更高精神追求之高度者！）。情况正好相反，这类理论文献学专家们自身反而很少表现出思维独创性。正如我以前曾经提醒的：胡塞尔学专家们大有成为“新经院派学究”之虞；似乎是，越严格紧密跟随胡塞尔的（他人的）逻辑思路前进，就越可能失去了自身进行独立创发的潜力。（正如以前康德学者和黑格尔学者那样，大有成为另类教条主义者之可能！）结果情况可能是：人们把技术上掌握了前辈大师思想者就当成了时代思想理论获得前进之标志！严格来说，这岂非也是一种较高层阶上的“抄袭性学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岂非正好证明战后人类社会朝向全球商业化发展的趋向已然从“元气”上败坏了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力？

我们举胡塞尔学这个典型例子用以说明中方研究者对于西学理论的研习究竟应该抱什么样的合理治学观。这个态度学问题却被有关中外学风普遍掩盖着，因为大多数研究者不过是跟随着西学理论的知名度、理论文本的推理美学、西理知识可成为有效职业工具等实用主义因素进行着自身研习。主要学者大多是原典思想的“转输者”，包括只能掌握其字面意思的翻译者。近年来我日益发现：所谓掌握了西学理论，往往即指“记住”、“熟悉”了相关术语系统、文本论述字面，之后在本行集体交流中共同重复这类名词与话语，就算是大家都“掌握”了相关理论（自然受到制度性认可）。而其本质不过是具有了一定的“记诵”之功而已，结果仅能使相关知识停留于自身真实思想能力之外。扩大而言，如果中国学界以这种方式“掌握”了西学理论（这样的“掌握”当然无碍于参与其国际交流，因不过是在西人面前再次进行“话语重复”而已；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交流往往仅成为国际学者间使用一套共同的“行话术语”，为了某种互利需要，进行着“学谊勾连”，或仅相当于实现着某种学场内之“行为艺术”！（只要参加者说出“集体性行话”，就算是在进行“思想交流”！）这对于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任务来说是一种真实的进步吗？还不要谈，此类西学理论“掌握”还是形成于各种山头集团系统中的，在本集团内维持此类学术方式恰已成为巩固帮派势力、维系集体职业利得之必要手段（“学术内容”成为了权势构筑及其维系之“媒介”）。对于这些中国西学理论界的表面现象的批评。正是相关于前述对于西学理论应有的合理研习态度的。本文对此仅只点到为止，相关意见提请学界深思熟虑者参考而已。

那么，各类中国学者对于西学理论的研习究竟应该深广到什么程度为宜呢？例如，我们当然欢迎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胡塞尔学专家，能够对胡塞尔著作进行越来越专深的研究。假以时日，或可逐渐接近西方专家的程度。对此，我则需要提醒另外一件也须了解之事。胡塞尔理论思想虽然其来有自，但随着出版物和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显露出胡塞尔思想独具一格的特点，其深度内省式理论思维可谓空前绝后，近乎某种“特异功能”之运用。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陆续研读与合作，今日对其读解的程度已然大为超出胡塞尔生前同时代人。但是需要注意，其大量讲稿和笔记往往都是思想快速前进时之即兴速记文，不仅并非都是为了有助于教学的完整作品，而且不少都是思如泉涌时的诸多断片文本留存。这些各有头绪的大量理论直觉之即时性记录，都已随其人永逝而成为难以被后人接续提炼、深化、编连之思想遗产。因此，除少数确实对于其文本进行勾玄索隐有技术性兴趣的学者外，如欲以其学理体系为“基础”进行个人某种思想理论建构，这是极少有可能性的。再者，其哲学贡献主要局限于逻辑心理学和意识结构分析方面，在其他文史哲宗艺领域，其人并无多少时间接触和思考。故其学之“专深”远大于其学之“广博”，因此其现象学与其他文史哲课题的相关性联系，虽然看似十分重要，却绝不容易进行搭建。而且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许多所谓探索性、创造性的理论家，其任何受到重视的“理论创建”，在其有生之年可能仅只停留在初步尝试性阶段，其特殊杰出思路仅只“属于”其本人。如果其成熟时期的理论成果，因非中国传统思维所长，尚需中方学者斟酌其投入研习之得失性问题，那么对于那些尚属其人创发初始阶段而后来未有发展的、技术性甚强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我们更须先行对之进行“轻重缓急”考量，而未可因其曾经具有的初步积极性成果或理论吸引力而贸然决定投入全副心力，以期对之加以继承发展。其实，一般来说，对于中方学者来说，对于即使非常重要的西学理论，也许仅需具有相应的“了解”即可，西学理论本身的创造性发展，主要还须西方学者本其固有思维特长承担，我们只须之后根据自身学术计划，对西方专家们的高级研究成果，进行相应的研习、把握、解释和运用。

因此，就现象学研读为例说，中国学者大致存在有三类方式：1）泛泛了解；2）全面但基本上被动性的把握（这是理论爱好者）；3）因特别爱好其学而欲进而成为专家者。三类研究类型各有不同的目的、要求与方式，均可选择并安排于学者整体学术规划框架内。因此，三类学者之间没有横向比较的必要性；即不是一种重要理论非得人人深入把握才叫作“正当态度”，根本不是这样。当然如果人们抛弃了人际之间互相争比的历史陋习，本来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另外，就人文西学理论的创造性思维来说，这和数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可以说这是西人传统上的长项，我们传统上的短项。就此而言，我们一方面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单项争比法”以至于产生自我气馁（其实这样的研读态度仍然源于人际争比之心理），另一方面却应在单纯接受性水平上，和忠实掌握其知识成果目的上，完成上述第二类型的研读。扩大而言，就中西人文理论互动关系问题整体而论，道理也是一样。一方面，清晰地认知彼此的长短所在，做相应的异同调整，另一方面，在未来集体合作的基础上，要在全面深入掌握彼之理论知识成果的基础上，在更宽广的框架内将我们的西学理论掌握计划纳入人类知识整体内进行更高段上的综合性思考。总体而论，全身心投入西学理论专门研究原则上是“好事”，但如陷入上述各种偏误与偏执，反而可能使之成为“坏事”；并不是必须按照西方导师的“标准教学程序”进行研习就一定是正确的；从中西学术比较学的战略层次考虑，说不定这样会导致如此结果：中方相应学者群因严格按照“西方路子”全面深陷西学理论技术性细节，结果成为次等（与西方专家比）新经院派学者，反而因此耽误了学者思想家在人生更重要方面进行其他创造性实践的可能性！一般来说，鉴于胡塞尔的两大独一无二主题——心理逻辑和意识结构分析的高度技术细腻性，以及该分析成果具有的空前重要价值，我们应该将其学的整体未来发展寄望于更擅长继续处理此类课题的西方专家们的不断努力，我们只须跟随其后争取充分“吸收”其结果。但是我们应该在对其技术性研究成果的综合全面性“意义”与“价值”的解释性方面，必须保持独立判断的立场，并做出批评性评估。凡此种种，对于不过是刚刚进入胡塞尔学门坎的中国学者来说（比起日本同行来说，我们至今取得的成绩还相差甚远，此一差距性却被“以译代研”式的字面性翻译工作的“书物实体”数量加以遮掩住了！）诚实而言，在实践学战略层次，我们应该将这些未来学术前景均归入“宏观视野”，以作为我们的思考“背景和前景”，已备将来或下一代实践学之节目。胡塞尔学爱好者也不必情绪用事地盲目“下决心”将其作为毕生专研之目标。即使多花几倍力气可能勉强与西人并驾齐驱时，却可能也像西人专家一样地为各种难以继续发展的技术细节之投入所“绑架”，从而失去了本人可能在其他领域更可发挥自身特长的宝贵时间。同时，正是按照人文科学世界学界内合理分工原则，对于西人所特殊擅长者，可继续依赖或跟随西人在技术性高端进行之成果即可（这已经是一种难能可贵之目标了）。世界经济活动需要有分工，世界人文科学活动也同样需要有分工。总体而言，中方的西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应该是对其进行“理解”和“运用”，而不可因战术上的“泥执”而导致战略上弱化或失去了发挥我们强项的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大目标！在不同文明文化学术传统间也应该存在一种分工合作观念：在“训练，设计，制作，销售，消费”诸环节间应该根据各地各人长短条件分头承担，虽然最终“成品”可为一切人所享用。

6）双轨文明史观与双元人文学术观：二者正向互动、平行共存的历史事实

关于历史进程双轨制模型所指出的事实是：表面上编织成一条整体历史线上的双重轨辙，实由两条决然不同“行为逻辑系统”分别加以制约的，其历史驱动力，一者以物质性功利原则为前提与基础（历史1），一者以精神性求真原则为前提与基础（历史2）。对于“历史哲学”而言，两条路线当然具有相等的构成重要性，但其各自的“构成逻辑”完全不同（各由不同之目的、动力、方式、过程系统组成），不能交叉换用彼此的价值标准和逻辑方法来衡量其对立方（平行方）之得失正误。简言之，二者各有不同的是非标准与评估原则（一者以“得失“为尺度，另一者以“真伪”为尺度），也有不同的动力学机制。两个历史区域中的实践学构成规则自然也根本不同，虽然从外部看，二者之间自然存在着互动关系。我们应该区别两套历史过程现象之间的外部互动表现与各自内部的实践逻辑运作；外部的互动性和内部的分离性共同构成着人类历史进程之整体。笼统而言，几千年来参与历史1的人众应为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参与历史2的人众应为人口中的极少数；但在现代化以前时期，后者的实践内容往往兼跨两域，即各自不同比例地参与着两类历史实践（一身兼任两类角色：物质社会性实践参与者与精神文化性实践参与者；如古代“儒者”作为官吏角色属历史1区域，同一儒者作为文史哲艺精神作品创作者角色属于历史2区域）。自现代化历史以来，二者的分离性日趋明显。

现在，当惟物质主义中心建设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主要生活形态后，人文科学理想事业进一步存于“历史矛盾情境”中：一方面得赐于科技工商成就，人文学术获得了空前有利的现代化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它也遭遇着全球商业化大潮内形成的职业化制度性障碍。后者在人类全方位职业化文化扩展势头中，必然也导致绝大多数人文学者争相满足于成为合格的“职场人”，而前者却也为中华古典仁学精神实践提供了进一步深化、细化提升的历史条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本主义信仰观思想传统，仁学于历史上首次有望形成为一种“普适伦理学”价值观。与一切宗教信仰系统不同，仁学伦理性信仰系统因其彻底的现世人本主义精神，故可成为人类一切历史信仰系统中唯一可与现代科学世界（特别是人文科学世界）具有逻辑一致性者；即它将在新时代历史上可空前地“体践于”人类人文科学理念世界中。这岂非就是我们的前述“宏观视野”之根基与内核？此一新仁学理念形态的确立，使其得以获得历史上另一次“精神生存”之寄所：从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域（历史1）转入人类精神文明最内里的“现代化人文科学理念”界（历史2），从而成为与现实职场内学术生态平行存在的“学术致良知科学理念域”。

真正的人文学术思想史当然是属于历史2的部分，（以学术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现象则属于历史1）。如果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双构成形态”（社会物质性进程和文化精神性进程[感官文化属前者非属后者]），也就容易接受人文学术的“双构成形态”。正是古典仁学历史性存在的实证性轨迹，为我们提供了文明双轨制展开的“历史存在观”：精神观念性存在与物质现实性存在在历史上的平行展开的不同轨迹；后者固然是“真实的”现实，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前者岂非也是另类“现实”：换言之，物质性现实与精神性现实，岂非都可理解为“现实性存在”？（仁学和儒教岂非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精神观念上二者分离存在，社会现实中二者叠合存在）人类存在之历史岂非正是如此双构成的？如是，我们就没有必要自我贬低“宏观视野”之现实性意义，本文也就比前文增多了一层对“宏观视野”的普适性解释学说明：即宏观视野本身仍然也是“现实性的”！心理、精神界的实践学（=有关任何理想界目标的思想性构建）为人类生存中的另一种“观念性现实”，甚至于是更具有永恒重要性的精神性现实。于是，“现实”就有狭义广义之分，内在外在之分，物质精神之分。孔子两千五百年前创造的“吾与点”意象，也应从其远古社会性实践域背景，升华至现代及未来的人文学术实践域背景。狭义“现实”之流通是有其时空客观局限性的，观念性现实之流通因不受时空界域限制反而可适应全球化时代之新局。“吾与点”意象岂非正是中华仁学的一种原初宏观视野之原型？仁学伦理学本身正是历史2中实践逻辑学之基础。

实际上，对于学者个人的具体实践学进程而言，存在着在宏观视野和现实学术两个领域内的“现实实践”，二者的目标、方法、形态各有不同，但都是“实行于”现实生活中者。因此，即使对于所谓难以实践于现实学域中的宏观视野计划来说，也仍然存在着另一类型的“学术实践”。所以对于任何有识学人都可经营着两套学术思想实践计划，使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合理分离性，又存在着相互关联互动性。这一认识也正是我们推动跨学科、跨文化学理的实践学“理论根据”之所在。有关个别学者的宏观视野建设，当然不是指其学应该“无所不及”，而是指如何合理调配学术内容选择与实施方面的轻重缓急、主次先后等可行性智慧。但是，正是这样的求学术真理的合理化实践学构想，也会与求职场利得的实践学构想发生冲突，其解决方案取决于学者如何看待“宏观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也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人生观、治学观问题。

自68年西方学运爆发冲动过后的几十年来，我们反而突然看到如此整齐划一地趋向于逐利人生观的西方人文学界新风向——普遍自利主义人生观与治学观的形成：68年的政治类价值观变革诉求，十年之后、特别是二十年之后，竟如此系统而彻底地转换为职场内“以学求利”之目标！【科技工商将西方青年制服得服服帖帖，如今人人都以营建“小确幸”[此台湾流行于，用于描慕今日台湾知识分子的普遍人生观特征，即“过好家庭小日子即为幸福人生”]为人生观，并均体现于关注电子技术与理财之道】可见科技工商主导世潮势力之庞大！结果，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就是人文科学领域，其朝向功利主义的时代性转化实质上就是学者人生观的转变。三十年来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理论界的功利主义大方向与其学术理论性质的关联性，正是中国学界有识之士有必要对之进行批评性重新审视的主因之一。人们并因据此重新思考人文学术规划走向国际时应该如何谨慎行事。我们的宏观视野立意之伦理性高度，其实是远远大于“国际标准”的！此意自然为今日大多数学界趋炎附势者所不知或拒决承认者。今日提出阳明心学之深意正须于此体会之！在此，一个通常的误解发生于：不能辨析国外人文科学世界的职业化制度性严整性与其学术大方向的去伦理性！对于历史2的理念模型来说，我们传统优秀文化中明明有更高端的不用，非要用当下国际历史1中的貌似观念来充数！（国际媒体文化是属于历史1的。民国时期杂志报刊上的“思想”基本上也都是广义媒体类思想，鲁迅、胡适、林语堂等的散文论述均属此类别。）

宏观视野范畴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暗示其可能持有者仅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极少数，因此必须将其“受众数目”因素彻底排除于其实践学关怀之外，从而进一步明确它与绝大多数人众没有关系，此一“小众”的比例将比仁学初创时还要大大降低，从而也间接显示了真正人文学术事业永远逆向“与时俱进”之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暗示，其当下相应“预先实践”或“先期实践”与其接近理想状态的距离具有不可预测的遥远性，从而与近段和中断的个人学术实践学场地拉开了距离，并进而显示了其内涵的实践学集体性。宏观视野的此一遥远性含有的集体性之强化，反而反映了仁学内在的高度集体性前提（人本主义即人类主义，故必非今日西方采行的个人自利主义），强化了当下实践者个人的集体性意识，从而有助于学者个人合理地减消其对个人物质性得失之关切，认识到人文科学真理决然为一人类整体性精神目标，任何个体仅只是此整体任务的参与者。个人之自我“满意感”不仅不会随之消弱，反可因此相应认识论提升而获得了从当前世界治学观自利主义解脱之机会。合理的现实学术实践域内含有一种由现实学术与宏观视野两界形成的认识论-实践论之张力关系。此种张力关系可在现实学术领域内“现实地”发挥一种学术战略与战术层次上的积极调解作用。也就是对于学者个人来说，在其做具体学术思考时背后有另一不同的理念性思想之背景与前景，（在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两个相辅相成向度间），学者可在二者之间组织其 “远近合力间”之学术实践方式。由历史事实面与未来理想面共同构成的学术宏观视野，可对学者现前学术实践产生一种持续性的理想标准之压力（良知压力），并成为激发学者于现实界产生真良知之动力场。

7）科技工商时代的中华人文思想科学化重建：再论阳明心学的时代性意义

我们反复提出，即使在此中华精神文明面对着西方精神文明及其人文学术理论的问题时，也应从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中吸取其民族原始伦理学资源，即强调关注民族“心术学”（致良知）与自身人文学理研究质量间的直接相关性。如果不深化、实践化“学为己”（此一“己”字既指个人也指民族），在对待中西人文学术互动关系上就必然减失恰当性。其实我们的各种当前对人文学术实践生态的批评都是可最终归结至此的。海外新儒家，大陆80年代急功近利下仓促提出的“文化热” 和“新三论”等（由失去十年青春期文教经历的新一代的所谓“启蒙家”概念，能够成立吗？一味忽略自身历史的负面因素，又一味夸耀自身现实的正面因素，这岂非会直接滋养人文学者的盲目自高自大，从而松弛了自身进学的真实基础建设？），以及近年来北美流行的所谓人类认知新方向的“认知科学”，更不要提新世纪以来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时髦”的盲目趋附倾向，乃至当前一股脑的人文学海外“镀金大潮”，哪一桩不透露出学者心态上的违反孔子之“学为己”人生观？哪一个不是出于功利主义的“争强斗胜”和“趋炎附势”之动机？如果避开持此功利主义偏见的“以多取胜”观，我们应该看到中西人文学术互动战略思考中的根本性问题，首先为一心态学问题（我们要反复强调，所谓新阳明学，其对治之对象即为此）。于是在此我们可再一次揣摩为什么会在西学理论甚嚣尘上时代提出一个学术思想看似“老古董”的“阳明心学”来。我们说的“仁学”和阳明心学，如前文所说，必须针对于其伦理心志学层面或动机心术学层面加以解释，以切实实现民族精神传统上的“诚学观”。此种切入点也就相关于一个在全球化现实中最为难于处理的实际矛盾性问题：人文学者今已全部纳入功利主义的制度化职场内，而阳明学提倡的是“回归本心”（致良知），而非指回归西方学术社会奠定的“职场正规制度”。今日所谓中西学术思想互动关系中，有没有比这一学术实践学上的显著矛盾性更为突出的呢？（阳明学的“根本”在于“心”，而今日学术教育国际化的“根本”在于“物”）。按照职场正规的“生涯规划”之彻底程序化，学者的动机、目的、方法、归趋，都已一揽子地被被严整规定，其中并不包括对于“中西人文学术互动”问题中的基本性、根本性反省和分析，更未相应地包括学者主体的学术实践革新意志力塑造。况且在此职场文化界，任何首先诉诸“心学基本”的伦理性回归论，都是不合于（由西方学术社会主导的）世界职场功利主义生态学的。如是，本文提出的大题目岂非相当于 “无解”！也许，本文的意义就仅在于促使读者“诚实地”面对此全球化时代精神文化命运实属“无解”之危机性现实。自然有一可能的例外：中华精神文明故土上有朝一日仍可有少数本能地倾向于真实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相应的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新阳明后学”一代出现，以积极应对人类精神文明上的严重挑战。

如果全球化时代的精神文化前途陷于“无解”之境，或必然按照全球科技工商化大方向前进，并不可避免地将人文学术越来越纳入职业化渠道而使之成为人类物质化文明与享乐性文化之“附庸”（从历史2域推向历史1 域）。从“学术现实”面看似乎即是如此【我曾幻想过，将来或有少数“富二代”因天资卓越和不愁吃穿，[并因研究高端人文学术之物质条件的日益齐备这样的矛盾现象]可成为人间极少数有主客观条件者，可于社会性制度之外，按照宏观视野理念，自发从事于高端人文科学理论研究。但就事实面考察可知，如果今日西方社会中此类“富二代”多如牛毛，却极少见有独立人文学者出现，更不见有制度外的人文理论家出现[大量存在的是自由作家或畅销书作者，但别忘了，应该将他们归为历史1]，中西文明史上古代不时出现的独立思想家类型，看来已经在全面制度化的全球化时代中永远消失。今日朝向名利权无乃人类唯一本性乎？】但是也正是在此看似无解而又主题重大的任务前，我们又可援引前文提出的“实践论二分法”，即可在集体性实践学层面，将此任务划归“宏观视野”，使其一来获得“保全”之方（使相关“理念”本身安然存在，如同“纯粹仁学”理念在两千年儒教专制制度中安然存留下来一样），二来使其以不同方式对于各人文学者之“现实学术”产生不同程度上的正面影响。理想的人文科学建设也可归入于虽难立即具体实行却有理由在观念层上维持其某种有效存在。宏观视野和人文“科学”尽管不能纳入当下实行任务，却仍然有其“现实的作用”：作为对于一切现前学术实践的认识论、战略性思考框架；作为价值观的量尺；作为现实实践成果的“镜子”；以及作为永恒的良知学“激发力”：不论学人如何按照现实制度性轨道“成功”前进，永远有这面镜子可使学人瞥见此一所谓“现实学术实践”影像背后的另一“理想学术模型”之“虚像”，即与现实学术生态对立的理想学术观念之存在，此观念上存在的理想世界虚像，亦可成为对“真正读书种子”之一枚“针刺”，激发其不断刺激个人之“学术良知”，可令其无可逃避地 “自意识到”：我在制度性规则下现实所为者，大不同于精神理想上应为者，即个人之现实成就，乃个人理想良知屈顺于客观潮势之结果。正如孔子所谓“求仁得仁”、“遁世无闷”等“生存观意象”之长远寓意正在于强调精神价值的“观念上存在”含有其现实界的某种“有效性”。试想，《论语》中何种指令可以充分实现于当时之社会现实？何种指令不是本意即为了存在于“心灵世界”的呢？精神自由乃可“实现于”个体所有之“心”的层次上，这岂非是另一种“现实实践”？不过不是社会性现实，而是个体心灵界现实以及集体性精神现实。所谓孔子思想的真实深刻意义，（不是在后来儒教加以意识形态利用的意义上）岂非在于在中华文明历史上首度创造了精神现实之内域？或伦理精神上的“宏观视野”之存在论意义？从此仁学就几千年地长存于读书种子心间，成为其人格理想之模型，虽然难以充分体践于个人之现实世界，却可隐存于人格内心，成为其人生价值观方向之指南。我们于是从几千年历代“君子人”一生行迹中颇可读解其精神理想与物质现实之间矛盾关系中之心学轨迹？所谓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心学实体”遂得以形成，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史上之内核。

现代阳明心学的最深刻意义与最切实功用在于：实践主体穿越一切历史上、现实中由一系列态度、目的、惯习、方式组成的定式化轨辙，还原到主体动机域深处，以彻底强化其伦理意志力；在全球化新时代，重新树立新的态度、新的目的、新的眼界、新的目标、新的规划。如此才有可能摆脱百年来集体地习以为常的“国际惟势主义”和“全球化惟物质主义价值观”，从而得以恢复或提升对人类高端精神价值的“敏感度”（今日世界现实是：只对黄金珠宝“有感觉”，对于精神价值“无感觉”；人间有“失智症”，人类有“失精神价值感症”）。阳明心学或“良知还原学”，其意旨即在于返归于心志本源，重塑人生态度与方向，如此才谈得到转而“重视”（即对之“有感觉”，如今日谈及对异性之“有无感觉”）个人与人类对精神上的“宏观视野”之需要。阳明学就是主体心志之学。具体来说，当前阳明心学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建设中的的必要性，根本上来自所面对着的强大西方人文学术及文化中的功利主义“精神压力”问题。由于知识论上的“向西学习的必要性”和实践学上的“自身意志力消弱性”此二者之间的“异质协同性压力源”存在，中方学界遂难以在中西人文互动学关系上采取正确有效方向，而是不论如何“色厉内荏”（如海外新儒家所示），最终不免深陷于向西方向之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前景（甚至于当二代新儒家在世时已然将儒学加以汉学化作为其“儒学西传”假象之自欺欺人口实）。此种负面前景复因本人最近屡言的百年文科留学镀金论机制之方向支配性逻辑的存在，而在民族精神文化实践心态上遭遇根本的弱化和认知智慧上的歪曲化。此一民族性危机，复因全球化时代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界的全盘自利主义商业化特点而进一步加深。因此，这就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谁是谁非问题，而是一个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环境中如何在不同层次上保持明辨是非智慧、在价值观和实践学上进行最佳选择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自然不可将同一历史过程中的物质化进程与精神化进程混为一谈，使其彼此不当地（实用主义地）相互取代，以至于用一者之得掩盖另一者之失。归根结底，具有世上独一无二特征的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不论今日如何沿着西方文明提供的方向与经验，在科技工商主导的建设领域内日日有效前进，其自身历史上的“人文学文化强项”不应令其反被轻忽弃置。对此中西人文传统互动危机时刻，正系我等中华人文学界有识之士责无旁贷予以认真应对之时。

所谓传统上的心术学、良知学的出现，其成就仅仅是表现在原始心志层上的，并相对单维性地验证于实际行为中的，因此对其多方位发展潜力和各种相关正面品质，历史上并无实证性表现和记录。即古人各种优秀心言行的实现层次属于前现代较单纯的历史世界。今日对其进行的解释学重读或激活之合理性根据，并非实证地完全以其历史上的具体表现为基础，而是将该实际历史基础和表现视为现代时期应予以多方位发展的进一步运作之基底；即今日的解释学的心学重读，所寄望的是今人在其历史“心言行”基础上的创造性提升或发挥，因此无关于该历史心学实践学基底本身今已不可验证的（仅可揣摩和想象和期待的）实际潜力；换言之，今日解释学的伦理实践学所要求的是：以该相关历史现象为一操作性基地，结合新时代各种新创生的认知和实施条件和手段，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创造性发挥，或至少展现此继续发挥之当代心志或愿望本身。此种愿望，期待，想象，相应的努力等等不确定因素，都应纳入宏观视野系统作为新时代人文科学宏观理想的构成性部分。

阳明先生在“雨霁游龙山”诗中曾勉励诸弟子云：“乡里正须吾辈在”；此一直白诗句其实含义无限。“吾辈”者，人类中百分之一以下有志于人文思想真善美思考分析者（非借助于真善美话语以争名夺利者或于历史1 中行动者），此即仁学所云有“向仁心者”。古今人性初心必同（此所以“仁学三书”价值永存），而其事必异。历史解释学告云：古人在其意识内，因时代条件所限，其“行仁之域”直意上即为“社会物质现实建设域”（历史1），如追求社会正义之活动，虽然其“初心”实质上乃“落实于”直接间接的“精神文化域”（历史2）；而今日科学时代人类认知的分门别类法更为精细，此历史进程的二分法指示，不同历史进程实践规划需有不同之方略，此所以今日新仁学只能直接落实于“精神文化创造域”（历史2）。此一历史哲学双轨制的认知，使我们可进而认识到“商业化生态”可有益于“物质现实建设域”（历史1，其规则为法制道德，以满足于百分之99人的公平自利竞争需要），但甚少相关于“精神文化创造域”（历史2）。今日西方人文思想界不能辨析此一历史双轨观，故其人文学术事业大受广义商业化原则支配，物质性的“互利共赢”成为国际人文学术活动之公认原则（结果可能导致跨国的学界权权结合垄断学之膨胀）。由于至少百分之90学人对此已习惯成自然，其学术交往多以追求自身名利为最终目的，在我看来，这是最近三十年西方人文学术理论创造性冲力消弱的最根本性原因，今日西方并非不存在积极发展人文科学的“客观条件”，而成绩名实不符的原因在其欠缺“主观条件”。中国学界如一心通过“向国际标准看齐”来发展受到国际认可的人文学术，其结果究竟如何，正是今日阳明学者最应三思其义的。（为了正确理解此一警示，当然要首先区分学术实践的技术性严格化和人文学术的科学理性化朝向性；前者属“现实学术”，后者属“宏观视野”）。那么，有鉴于此该怎么做呢？今日提出重读阳明学口号，正是认识到了“朱王之辨”的现代化新意：如无心志界之醇正和坚定仁学自我意志力之树立，任何理想性学术事业即无实现可能。人文学术岂能避免其日复一日地为世界商业化大潮吞噬之命运？学术职场内均以其功利性成功为学术成败之标准，此种“成功感”将成为阻止“致良知”萌发之根本性原因。

现代化的阳明心学即将古典阳明学纳入现代仁学伦理学系统加以整理的结果，排除了其中历史上发生的宗教性因素和实用性因素，以使其可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充分一致。正如宗教虽然可能是多数人的历史信仰习惯，但其不同于作为人文科学分支的研究宗教的现代宗教学。正如医学研究及诊疗与医务人员的个人宗教信仰必须严格加以区分一样，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科研工作程序中也不能掺入任何超越性信仰因素。宗教现象属于通俗文化领域，其产生存在理由与历史上其他文化艺术习俗类同，但不再能与现代人文科学事业相混合。宗教与艺术一样诉诸于感性，而人文科学应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完全诉诸于理性。正是本此原则我们须将古典仁学及阳明学的类宗教性内容仅作为“研究对象”，而现代化的仁学与阳明学伦理学的研究和贯彻则不可纳入二者在历史上掺杂过的“类宗教因素”。宗教所说的“精神”与我们在“精神文化”范畴中所说的“精神”不是一回事。民众的宗教信仰惯习相当于通俗文艺爱好惯习，属于人性自然之需要，而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求真”事业截然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

8）人类生活观察分析中论域范畴分类观之必要性

至今为止，我们在思考讨论人类的社会、文化、人文、信仰、学术、思想等等对象时，所使用的名词术语大多都含有几千年历史过程中留存的“语义混合性”，它们彼此之间随着变化无穷的语境而表现出各式各样的语义重叠性和使用中的义素结构变化性。此种由人类现实生活带来的语言交流中的意义混杂性，遂成为交谈双方经常产生争执与误解的必然根源。同样的现象也就自然导致关于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学术”或“科学”成为难以具充分普适性、严格科学性的主要原因。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通过摆脱了传统综合学术方式——哲学的支配，而成为真正的“科学”，自此以来其社会文化性影响也逐渐显著，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分野。而“人文科学”的名称到来尤属晚近之事，其“人的科学”本义较上世纪初的德国“精神科学”更趋精细，因前者仍然根基于“传统哲学系统”，分享着其传统的语义混杂性。六十年代法国兴起的“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不同于美国泛指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人文学”（the humanities）,是以社会文化各领域内独立发展的理论性研究为基础的。美国是现代历史上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大本营，重社会经验性、可行性等泛技术性科学思想方向，所以至今甚少使用 “人文科学”一词。也就表明他们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二分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充分理解。中国学界几十年来虽然渐渐采取了此一二分法，但主要出于学科外部划界的需要，但并未充分把握此一二分法的认识论根据为何？不难理解，两岸四地百分之八十文科留学生都是留美生。（所以我友牟博教授迟至几年前在审阅他所编辑的我的稿件时，还会提出“什么是human sciences?”问题。就是说，在美国哲学系这还不是一个含义明确的学科称呼）按照同一思路，他们“接手”的国际符号学事业完全违反着“符号学本质”而不自知（把所谓“认知科学”当做符号学，证明了这种普遍的误解。2012 南京大会前我在拟制大会节目时，看到我的文稿的芬兰会长提醒我：要保留“认知科学”项目以符合北美大多数学会成员之认知。因为，多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领导所关心的就是不论内容如何尽量扩大学会参加者数量即可！）本文前面略微提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二分法之原则。此一原则不仅在北美就是在欧洲学界也远未引起充分理解，因为相当多学者根本未曾将符号学、解释学“新解”纳入其各种“人文理论”研究策略之中。对此区分法必要性不敏感者（其共同原因是大家生存于职场学科分划区域内，受到各自学科内支配性规范的制约），如再“跨越几个门坎”涉及中西人文学术思想交流领域时，自然难以细化其思考方式了。【至于现任国际学会会长，他也曾著文讨论什么是“人文科学”[我猜测是出于我经常提出此议题而做的自家论述]，但他肯定属于最不熟悉相关论题者；正如英美派中“符号学成员”真正理解“符号学”的人不多一样，他们也必然不明确“人的科学”作为当代学科之精义。这是行为主义、实用主义、自然主义者们自然具有的思维惯势！“符号学分析”的最本色效果在于理解，思维精细化要求将讨论对象的自然的、常识的单位加以分解，而这正好与其行为自然主义相违背；所以他们干脆将皮尔士的“sign”和索绪尔的“sign”混同处理，中国跟随着们遂自以为聪明地将其全译为“符号”，还以为这正与“符号学”学科称呼一致呢！】

由于今日人文科学现代化重建涉及到如此复杂多面的重新解释和运用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将中华文明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建基于”“文科留学生知识”基础上。此一精神文化建设事业虽然也必须从基本做起，循序渐进，但应该“同时”建设相关的“宏观视野”作为眼界、方向和方法的前提与背景，这些都是绝对超出各自仅获西学理论一偏之得的知识类型和范围的。而如何在职场固化系统和程序中，不畏繁杂地形成此学界“双轨实践学”的悟性和意志，这才是今日反复提出新阳明学的意旨所在：此即必须从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中的“发心”开始！（这是当今欧美学界中所绝对不再存在的治学意识！）

人类历史进程的双重结构虽然是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但我们提出的双轨历史哲学观，乃系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以来之产物。现代化开始之前的思想家与人文学者大多不同程度地身涉两域，个人与集体的社会物质性与精神文化性活动往往混于同一历史过程。前面所说的历史1与历史2范畴，实际上是按照“功能”而非按照自然人身份进行划分的，如前已述，历史上往往是同一自然人显隐不同的分担着两种功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即社会文化功能日趋多元化，而其（社会文化）“功能”与（自然人）“身份”则渐增其分离化比例，以至于二者之间的分离趋向日渐明显。新世纪以来，人类历史进程以空前速率演变，历史实践学功能的区分也日趋显著，历史1与历史2的外部形态的差异性也就愈趋鲜明。然而至今为止国内外人文理论界主流可以说大部分尚未形成这样的明晰性历史实践区分意识和相应的学术实践方式的调整。实际上在诸多社会、文化、学术、思想领域中，已然处处隐含着两条显隐程度不同的实践学上的“心言行因果线”：一者由功利实用主义动机和目标决定，另一者由伦理精神动机与目标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历史过程线外表上编制为一体，而本质上各自滋生于、涌出于两条不同而平行的动机根源上。粗略而言，也可最简化地称之为物质与精神、社会与文化、利益与伦理（按照中国古典说法即“利与义”二分法）的对比实践系列。不言而喻，此两条历史过程线，从人类历史哲学角度看，都具有相等的重要性，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外部互动关系。此外部互动关系或为正向的或为负向的，但其外部加予的效果均不会“介入”各自的“内在发展逻辑线”，即各种外部加予的因素都须纳入各自不同的过程轨迹线内，按照各自的发展逻辑机制分别产生作用。换言之，二者虽可从外部促进或阻碍彼此的进程，但无法取代彼此的运行逻辑。（古人言“诗穷而后工”，可作为社会环境与精神创造间具相对独立性或分离性的一个简单化例示。因社会环境的形成因与精神创造的形成因各属不同的“历史形成因机制”。）

此一双轨历史哲学观的形成，得助于现代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思维，其直接结论是：历史上或文明史上存在着两套价值观系统，而非一套统一的价值观系统。历史上许多相关争论都是源于未能区分两个历史进程和两套评价体系的。我们以“宏观视野”模型表达的思考对象，自然兼具时空无限性和内容无限性，由于此种“构成之无限性”，个人之宏观视野极易扩展为集体（民族，文明，世界）之宏观视野，也就是本文关注的东西文明史整体视域下的人类全体之宏观视野。无论在哪一层次上，宏观视野“实践方”之虚拟性或非个体性，使其可随时随意纳入任何相关内容而不受个人具体实践学计划之限制。孔子所言的“知也无涯”即暗含此意，“朝闻道”之表达亦相关于此意，即凡有“知”即为一得，得于一瞬亦属一得，亦属人生快事（“快意于”吃喝玩乐），此即在一点上超越昨日之我的满足感，遂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精神部分固有的高度理想性和伦理性。世人以为中华文明因偏重于现世而不免流于“世俗”，此乃源于双重“无知”之偏见：一则对中华古典之无知。（连当年耶稣会教士们在读懂《论语》后均能够惊叹此一中华现世人本主义伦理思想未可轻估），一则源于对现当代西方理论之无知。当前海外大谈各种道德信仰问题者，不知有几人深入研读过现代西方哲学和诸科人文科学理论？（他们一般没有学养来区分同一批人文理论“话头”出现于历史1中和出现于历史2中的意义完全不同！现代神学对自然科学名词的利用和自然科学中同一名词的运用当然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行为表现）其纷纷转而求诸宗教信仰以弥补自身“文革失教”带来的信仰缺失之集体行为倾向，岂非正反映了彼辈共同欠缺着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认知？他们中间最明显的认知性缺失即在于混淆了历史1 和历史2的论域，对于“客观现象”能够提出批评，但对于产自同一历史过程的自身状态则极少自我反省，不敢正视自身缺点的普遍心态，除了暴露出集体性的意志薄弱外[因如正视自身缺欠就不得不认真设法费力弥补，而他们怕的就是“费力”二字，从而流露出没有“认真”之心；于是他们的“自尊心”就只有靠着批评他者来弥补。当然，另一方面，此一社会性现象岂非也是客观历史之产物？但他们又忘了，中华仁学的主体性正在于强调主体意志力应该在客观条件之外独立地创造精神性生存；不过，再一次的讽刺性循环论是：他们那时没有受过中华精神文化思想的熏陶，又如何能够责备他们呢？]，还能意味着什么？【那些据其国内文科学理作为自身已有相关理论知识的自信心，岂非正需要“致良知”[同样属历史2]自省？而本人提出并加以批评的现代西方理论新方向也正因为学术职业制度化造成的本位主义而不能作为深入把握当前人文科学大方向问题之现成基础！】他们以海外绝大多数从事科技工商工作之知识分子为其观察和诉诸之“听众”，遂可以任何媒体水平或畅销书水平之理论程度“妄议”如此深刻的中西文明及比较人文思想问题，其认知性误区之核心即不能区分历史1和历史2以及各自相关的实践学逻辑形态。顺便一提，本人几十年来一直强调历史名词的古典用法和现代调节的用法区分之必要性。按此，“道德学”一词属于历史1中的政法与宗教，“伦理学”一词属于历史2中的人文科学理论，二者并非一事，虽然各自指涉的内容在历史过程中极为繁复地混合在一起。至于道德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正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继续发展来提供更令人们满意的解决。因此，我们提出的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核心——根据共同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前景进行的中西人文学理比较研究本身，也是必须在重新反思相关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之后加以重新组织的。而此一组织力品质与方向的问题，我中华精神文明传统大有可以贡献于世界文明前途之伦理精神性潜力。

9）中国人文学者的民族历史重任与世界责任

让我们将以上所谈再重新归结一下。总起来说，今日人们（主要是传统型文科人士和广义媒体人）在社会文化评论中发生的普遍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论域范畴混淆”的问题。那些拘泥于社会经验实证性思考（行为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倾向）者因在本领域内看不到属于意义、价值、信仰的现代理论化思考资源，遂易于到非理性领域寻找任意一种有社会普适实用性功能的“超越性命令规条”，以作为其经验主义的社会实践学补充，复因此类论域混淆习惯而妨碍了他们进而关注和研习真正属于精神文化学理领域的思路。从符号学角度看，这样的几千年来传承的社会文化思考方式的“欠精密性”的“”原因之一即其“思维单位”定义不明确，或历史上传承的名词、概念、术语到了现代时期未曾加以“再定义”后（或思维单位“缩小”后）再运用。历史1 和历史2中各自含有的不同“思维单位系统”和“思维逻辑方式”混杂应用，我们才会看到人们将历史1中使用的“务实方”和“务虚方”（如史上统治者兼用“儒道释”作为“实虚兼用”统治策略体系；社会工作者兼用“法制”之实和“宗教”之虚作为维持社会稳定之方）中的后者（务虚方），到了现代时期被直接混用于历史2（或其中人文科学理论中的意义论，价值观，人生观）。无论是“价值观”还是“人生观”，此“务虚字面”在两域中各有不同的知识论语境和不同的思维目的。

更为深远地看，全球化及“人类化”（与各种唯我独尊的种族主义对立）岂非正期待着一种新时代的真正理性人本主义伦理学？我们于是惊异地发现我中华之仁学内涵有相关于全球化新时代“其命维新”之“神秘历史基因”？此即其漫长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现世理性人本主义伦理观！此一彻底人本主义伦理观，今可成为重新全面整理、分析、提升人类三千年人文学术遗产科学化再发展之价值观方向上的总指南？读者如欲以其“思想内容”之“封建性”质疑，是否更应该对其他信仰系统之“远古神话性”也予以同样的现代性质疑呢？如果今日西人可将其视为隐喻式伦理价值观话语来“解释学地把握”，以使得神话语言与科学语言在不同解释学层次上相互一致，那又为何对于中土之偏于现世直喻的“隐喻式话语”反而不能如是看待呢？值得注意的是，今日间接地却有力地左右着人文学术方向的科技工商势力反而是偏爱“非理性的神话语言”而不喜“理性的‘人间’语言”的，因“人之语”的经验现实指涉性可能与在逻辑实证层次上发生价值观上的“冲突与论辩条件”，而超越性的神话语言则可引起“语义指涉之超越经验性”，从而可免除与之在价值观上冲突的可能性。

我在前文粗略提到的学术实践学“远中近三段论”，其中特别把中断和远段加以区分。所以宏观视野不是指我们平常说的一生中之“远期目标”，此一常见的“远近二分法”对于任何学人都是人人必应面对之实际考虑对象，其中远与近的关系，都是放在“此生可行性”实践区段中的。而我们设定的“宏观视野”则是远远超出个人与集体的主客观可行性条件的，但恰因此而获得了观念性层次上精神价值涵义的“最大深广性”，“最大合理的可前瞻性”。正是后者可以在个人身心内“制造”出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来。虽然它在实践学上与近段、中段大大拉开了距离（如此才可以成倍地扩大着远眺的视野），但在观念层次上，在有关意义，价值，动机，目标的思考中，与二者仍可维持着精神实质上的互动关系。此一宏观视野模型对于本文所说的在民族、文明规模上的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事业中的中西互动关系来说，尤其具有适切性。这决不是仅指对古今中外人文材料之随便一种“劳作行为”本身；熟读书本并不就是“读书人”，古代之所以有“腐儒”之讥，即指此类有学而无思者，当然更指以学谋利者，后者自然会衍生“以各种抄袭方式治学者”，而孰料后者，在改头换面后，今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之新世界现实!一方面，当代中方人文学术理论，或中或西，尚流于仅通过“转述他人思想”方式进行的学术活动，而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在较高的水平上，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因其文本中心主义导致其学术方向、标准、方法、目的均被束缚于历代权威性认定的“大师话语系列”内，而非针对于各类“现实”本身。扩大而言，宏观视野不是指作为客体侧的书本材料本身之无限扩大并显示其玄远高深性，而是首先特指一种主体侧的态度、动机、目标与方法之合理再调整，用以作为形成主体人生观、实践观、学术观的“思维透视场”[perspective]。

就中西文化与学术传统的互动关系问题来看，在集体性层次上，宏观视野还涉及到中华文明体在新时代的与时共进之必要性方面，这就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其思想学术的革新目标。作为“炎黄子孙”，有义务，有条件（语言，文化，环境）承担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之现代化复兴；而作为人类一员，作为世界人，同样有义务，有可能（因百年来现代化的积累和西语相对容易掌握的事实）扩大深化对世界一切优秀人文及其理论知识的掌握。所谓比西方学者更有“义务”承担此世界性文化责任，乃因难以期待西方学者可在与我们同一深度和规模上有效承担此一艰巨任务。无论对于传统文化学术的现代化复兴（更新）任务，还是对于全面深入掌握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人文知识成果的任务，都是属于集体性、长远性的共同目标，因此也即就此而言属于“宏观视野”范畴。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民族性展望线与思考透视域中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积极介入世界精神文明发展的全景视野之展望。学者宏观视野的形成如想扩展至以中西精神文明共同体为基础的全人类范围内，首先涉及到的还不是技术性方面的难点，而是对自身伦理观念的自我挑战。这样的全方位宏观视野必然是集体性、长远性的，因此是不以个人利己主义欲望满足为目的的。今日阻碍西方人文学者理论家的深层障碍正在于其“现代个人主义”。后者必以今日商业化方式进行自我推销式宣扬（自我成就肯定=商家对自身产品的绝对肯定）为其哲学风格特点。这样他就不情愿正视、更不情愿承认自身学术实践上的缺欠，特别是战略层次上的缺欠。此外，当然也不愿面对着对于自身学术成果有质疑作用的“认识论批评背景”（宏观视野）之存在。而此处提到的各种“要点”竟然都是两千五百年前包含在《论语》中者。

有鉴于此，本文前面也企图从另一角度重申“远段”规划对于中近段规划的现实助益性，当然其效用仍取决于学者是否有超越职场功利主义规则而直接朝向人文学术真理事业的抱负。考虑到时代及学界的现实状况，我们在前文中特别从可行性角度突出了宏观视野，在与现实学术保持相当距离的情况下（与职场规矩保持清醒距离的态度下），独立创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说，如果增加了二者区分与互动关系形态的意识，可能会有益于双方增加各自的实践学效果。例如，当欠缺宏观视野时，现实学术一方面失去更高更深的认识论眼界，从而弱化、矮化了自身实际计划之水准（取法其上仅得其中）；而更根本的负面影响在于：由于欠缺含蕴更深精神因素的宏观视野，因此欠缺了创造性行动革新的意志力深度，从而或许更易于受到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崇洋媚外等满足物质私利性的诱惑。学术集体如果欠缺宏观视野而又急功近利，则必定易于在崇洋媚外气氛下受制于来自“国际权势”的不当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如将现实学术内的标准和方法胡乱移入自以为具有的非真实“宏观视野”中，结果反而可能误将随意的“博而不精”读书习惯（古代读书人颇多有此倾向者，虽然当时毕竟也有助于“爱好人文学术”社会风俗之流布，但对于今日学者来说则在应避免之列）当做是已有“通儒”教养之自我欺瞒。古代所谓“通儒”当然是按照古代知识条件定义的，该种“博闻强记”之学，完全无关于按照现代人文科学标准定义的新“博通观”（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并有真实思想生产性的主体组织能力）。

新世纪中华人文科学建设任务的可能性，除了相关于人类知识整体的进步和技术性条件的空前充备外，即使在社会物质建设性领域事项繁杂、变化多端、压力无穷状态下，仍须认识到今日人文学术实践前进之条件，基本上仍取决于个人主观性态度。如果仍然滞留于历史旧时期，一切可以免谈，因任何主观性努力都难以客观地进行。今日环境之大不同于往昔者在于：不论客观条件如何，此客观环境条件仍然允许独立主观治学条件之形成，只要学者不受制于“名利权”欲念之自我束缚，仍存在有主体追求精神文化事业的独立运作空间。非常具体地说，宏观视野的提出（对个人以及对民族的人文学术思想发展战略），首先有助于摆脱当前被职业制度化、技术化限定的治学方向与方式，至少有助于与其增加合理化距离，即为自身（个体或集体）学术实践增设一面有纵深视野的检测、批评、自省、展望的参照镜；即在现实实践轨道之旁树立另一平行的观念层、理念层的“未来实践学的虚拟轨道”（可简化地类比于今日被世人接受的网上“虚拟世界”）。这类虽尚未纳入具体实践规划却可在战略性思考层面上起着有效功用的宏观视野，使现实学术从当下起即可首先有能力抵制似乎已积重难返的崇洋媚外、趋炎附势的国际学术意识形态的控导（即不必通过利用国际人文学者之利己主义治学观以追求自身之学术利己主义），尽早树立起精神文化与伦理思想层面上的民族、文明独立性。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出于互利互惠原则而在物质化建设领域或可实行公平合作，但对于国际人文学者而言，在平日隐而难露的信仰根据与理论思维上的“西方精神文明自傲性与自信心”，是不容许其他文明体对之进行实质性“挑战”的（至于没有真实触动力的各种虚荣性文化宣传，他们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听之任之，甚至于进而给与对方宣传的方便，以通过鼓励此类民族虚荣心来从根本处瓦解异文明中真正具有精神文明创造性的挑战力。所以，不能坚守“认真”二字，才是文明体因小失大之大忌）。这才是未来精神文化全球化发展中要遭遇到的真正的“文明史冲突的问题”【根本不是如什么国外实用主义者、行为主义者肤浅地观察所倡言的“文明的冲突论”。因后者所指为文明现实之总体，而今日作为此总体基础之“科技工商实体文明”早已实现了其全球协同化；而前者专指信仰传统与价值理论思维。而西方文明对自身精神文明的自信心今日完全建立在其遥遥领先的人文科学规模上。这是不容许受到任何实质性挑战的。在他们看来文明体的精神财富的重要性远高于其物质财富的重要性！今日国内之共识也没有不同：谁会“真实尊重”一个物财暴发户呢？今日到处流行的贬义词“暴发户”可以指个人，当然也可以指集体！】

在民族前途、文明史、全球化等集体层面上，“宏观视野模型”之深意，并非仅在于强调各文明体、各民族史的“平等性”，反而是通过克服任何种族至上主义、文明至上主义以合理推进思想认知上的“学术世界大同观”。此一中国古代提出的现世人类主义思想，今应扩展到一切层面，首先应致力于促进各文明体公平探索真正合乎人类正义的伦理性认知。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目标正是朝向此理想的知识途径的。正如人类已空前地获得了“自然科学充分一体化”与“社会科学原则上可近于一体化”一样，人类的全球化时代岂非恰好应该开始其“人文科学”之科学性全球化之努力？所谓宏观视野之模型也就包含着此一促进人类人本主义科学实践论规划的意义。在此，本文扩大解释的宏观视野观，正要通过反对任何“人文理论话语霸权” 立场以在新时代倡导本民族固有的“当仁不让”伦理观【按照本人分析，我们在此问题上倒也要区分：由国际不当力势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需要而特意加以维持的思想霸权意图，以及由于国际个人主义人生观导致的学者个人傲慢心以及理论化思维确实由其开创的历史事实所引生的“永远该由西人对此领先”的偏见所造成的个人风格性霸道；然后我们才能相应准确有效地加以合理地分别应对】；其要义在一“仁”字上，即非指商业化时代在“争权夺利”中之“不让”，而是按照理想文化观中采取的正义与公平中之“不让”（“争利之不让”与“争义之不让”在价值观上正好相互对立）。在此，“不让”因而反包含着：人文学者应在树立 其“宏观视野”世界观抱负中“有能力”勇往直前！【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即指此；即不是只说不行，而是要身体力行，这就是“不让”之深意！其所以在“操作学上”必定可“行”，因如胡塞尔所示范者：观念界之积极建树不仅即为“行”，其“行”尚可能比现实界之“行”更具其生命力直接性与精神价值性！在此意义上，《论语》思想几千年来岂非一直在精神文化领域内推进其“行”中？】

十九世纪马克思社会伦理思想的主题是：世界资本权势与社会正义的互动关系问题。准此，二十一世纪的人文科学伦理观的主题是：世界资本权势与人文科学真理的互动关系问题。在几千年文明史上，人类在二十世纪成功地创建了第一科学（自然科学）与第二科学（社会科学）之后，在此第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继续创建第三科学——人文科学。与前两大科学系统相比，此第三科学系统将是最艰难也最重要的科学系统，而与前两大系统之形成期或创发期主要完成于西方文明领域内不同，第三科学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必须有中华文明精神文化传统的积极介入。为何？因中华仁学所云“当仁不让”者（其意涵在面对着当今西方学理挑战之时遂在人类历史上被空前充实化了），早已预示于两千年前，此一全球化时代之“仁学”价值观与实践观，作为人类最高伦理学范畴，岂非是中华几千年精神文化史上至今为止所可朝向的最崇高之目标？

（本文陆续写成于2017年10月15日至26日期间）

· 11、学理析真系列（4）：简论10种“历史思想”类别划分之必要——兼论某“网上史学”之学术范畴混淆性

【概要】一切社会、文化、学术等现象均为“历史”之部分，它们都是社会活动者、思考者及媒体界思考和论说之对象，可以说有史以来所谓“思想”主要就是指“历史类思考”，但这与后来不断趋于繁复化、分科化的“史学”或“历史的学术研究”不属同一社会文化范畴。然而二者的几千年混淆（借助于“历史”[history]一词自身不易避免的歧义性），中外几千年一直延存至今；甚至于此一“范畴混淆性”事实可进而成为当代（通过媒体业技术日趋发展）一些人士特意加以“利用”的工具：即特意通过混淆二者以遂行其“以用代学”的非学术性目的。其本质为：“借学术之令名，施媒体传播之技术”，以达排除“学术求真”目标而代之以“以学求利”之目的。此类中外社会文化中广为流布的“以用乱学”之现象（通过制造“知名度”和“点击率”等现代传媒蛊惑术），自有其本身之需要，性质上也非相关于学术实践任务，但严肃学术界本身亦须防止受到此类以学术为名义行其社会性造势目的之影响。为此，本文主张：学界应该大大增加自身门类功能划分意识，并克服功利主义积习，以朝向自身“以学求真”之目标。【读今日世界日报周刊一文，芝加哥地区来自大陆的某社区学院英语系教授抱怨说：虽然校园设备良好，文科学生今日极少对学科内容本身有兴趣，其借贷读书纯粹出于未来职业目的。因此，阅读文学经典并不被其精神内容感兴趣，而是纯粹为了完成学分任务。此即本人前文所说：青年一代欠缺了对于“精神价值”本身的感受力，包括“追求真理”的兴趣！然而正是在此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普遍气氛，反可成为炒家通过操弄人文思想借以强化思想认知混乱之客观条件！2017-11-12】

1. 序言

无论是“历史”还是“史学”，都是最广泛使用的、最具含混性的概念，其“含混性”遂成为各种社会界、学术界思想混乱的语义学根源之一。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即自本人初入社科院后被世界史所理论室邀请参与80年代“史学理论建设”工作起，我本人一贯强调的是：根据现当代历史理论成果，强调将历史过程(历史本身)和历史思考（历史著述）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不仅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应该如此，从学界现实看也应当如此。而与此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识别“史学”范畴本身的不同类别？最为突出的现象表现在该概念所指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上：将历代历史思考积累作为各种现实社会活动实践之智慧来源的所谓“史学”的实用性功能（作为实用智慧）和以后者作为纯粹分析研究对象的“史学”功能（作为纯学术研究）。更为重要者为，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这两类史学功能往往（大多）不加区分；甚至于可以说，即使是表面上属于“学术研究”者，其学术实质上也是直接间接含有其作为“实用智慧”的功能的（以史为鉴观）。简言之，由于种种原因，此一含混倾向可以说无远弗届，因为大多数相关历史思想及学术实践者，都是带有浓厚的实用性动机的，都是企图使其“思考和研究”可“有用于”历史现实发展的。这一实为千古一贯的倾向当然不足为奇，中国史学传统本身就带有此种特征，其典型可举《资治通鉴》书名。这部堪称中国史学史上最具有学术上重要性的专著（《史记》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历史思想”的经典文学式表达艺术，但其“学术性”不仅弱于《汉书》，也弱于宋代史学），似乎已经奠定了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在此框架下，不仅出现了各种简明体的《纪事本末》，而且引发了各种“野史”、“史话”类写作。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影响力无比广泛的“历史小说”。实际上，历史小说发挥的史学智慧启迪作用，甚至于比“正史”还要大。这是因为，小说（历史小说当然在类别上不同于其他小说）和正史共享着同一实用性“史学特征”：通过“故事”表达的历史智慧启迪术！这个历史智慧术主要指什么呢？主要指历史上相互斗争者的成功与失败的“规律性总结”及其策略性因果分析结论。就此功能而言，史事记述和史事虚构往往作用类似或相当，因虚构历史情境（如本人曾指出的，《战国策》绝对不是史事之直接记述，而可能为后人之“据零碎传说加以想象式铺陈”的虚构产物）反而可能为更有效的“历史斗争情境类型”之经验性制作：虽非事件之真实记述，但仍可作为合乎当时传说及现实经验之概括。这类传统实用主义“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情节叙述呈现人际斗争策术之得失。那么其“读者对象”为何人呢？为一切人，甚至于包括贩夫走卒，因为所谓“历史故事”正是人类每日经验到、观察到者，人人熟悉其内容，故最为雅俗共赏。现代以来，随着史学学术的丰富化，其专业技术性方面也趋于精密化，但其内容、描述、分析、展望均“落实于”日常经验性现象，迟至今日仍然为大众所最易于理解者。此外，现代传媒文化开展以来，每日“开卷”者——报纸及各类传媒

——均为与传统史学文本属于“同具叙事性”的文本，经此现代传媒式“当代史料构建学”的进一步强化，实用主义史学观遂可继续居于社会文化之主流，并间接地强化了专业史学的目的论倾向：以史为鉴的治学方向。【认为：只有“有用于”现实问题思考的史学，才是重要的史学！从而根本上混淆了“历史学”之不同类别，其学术上的副作用首先即选择性的限制了研究对象范围。】

以上所述为“以史为用”传统史学思想及其各种社会文化流变的情况。此类以史为用史学观的本质是“以历史经验作为政治实践智慧来源”的目的论。（这是我所谓的“历史1”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事件得失总结史”类型是“政治中心论”观念之体现，但它未包括对于人类“历史过程”中其他领域内的“与历史相关的”思想学术之不同目的，以为“历史学”就是“历史上人际斗争成功谋略学”，并因而将其他远为深广的文明史领域视为无关紧要【轻视精神文化史，重视政治斗争史】。除了这一缺欠外，也欠缺了对于“政治史”的现代多元学科研究之关注，竟至于并不关心与政治现象相关的各种科学研究之成果，而是将“史学”简单化地视为“实用主义地利用史料进行目的论推进”之目的，即将史料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策略表述之“修辞术材料”。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代传媒文化的发达，来进行“历史叙事编造艺术”，借以达到某种实用主义目的。这样的学术方式当然与将“历史”视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科学性学术目的完全不同。持史学政治主义中心论者对于现当代史学的科学化研究的贬低，实际上反映了另外一种“文化学术观上的反智主义”。结果，此派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却可利用传媒时代的条件，直接以其“叙事意识形态编撰术”直接“诉诸”广大非人文学界大众及学界欠缺思想理论辨析能力的学人，以达到另一实用主义目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之扩大本身！

以上辨析无关于相关学术本身之善恶是非判断。广义的“实用主义历史思想”不同程度上为一切人所共有，自然也为各种政治家和政治顾问所共有：历史知识可作为认知和改变社会的智慧资源之一。本文意在指出，在自古以来至今存在的、并最为广泛流行的此类史学观，为人类“历史实践本身”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可等同于现代社会以来与各种历史主题相关的科学学术及思想文化现象。现代化社会和前现代化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在社会物质实践（历史1）之外存在有越来越独立的精神文化实践（历史2）。二者不可、不必相互取代，现代社会的“史学”观早已大大扩大了其文化与学术实践的范围与深度，成为独立于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之外的“科学领域”。现代化社会就是各种科学实践日益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后者的范围之深广化发展，也即人类文明形态的自然演化之结果。几百年前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独立的“科学事业”的，实用主义史学观自然可一枝独秀。而当现代文明发展后，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一方面必然要受到现代化历史科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越来越与现代历史科学文化实践加以区分。同一“史学”遂可兼指此二种不同历史活动。就传统型实用主义史学来说，也存在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因其为历史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家的知识来源，而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世界的“实用主义史学”，其自身也会发生方法论丰富化演变的问题。但对于后一课题来说，其学术性演变（仍为历史1的组成部分）与历史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然“重叠性”，不应掩盖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本质差异性。一者以社会实践成功为目的，另一者以社会文化现象的科学性认知本身为目的；这也就是政治家（历史1内之实践者）和纯学者（历史2内之实践者）之间在社会文化实践学功能上的区别。

2. 历史研究类型表

我们在此将围绕“史学”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史学实践加以粗略分类，以彰显彼此之间的区别性（其相同性自然均相关于“历史”一词）。由于本文主题限制，本小节之目的仅在于呈现一份“实践类别”区分表及简要说明，但不对其展开详论。

  （A型）  以历史叙事为直接论述形式者（特点：不区分历史过程与历史文本；对历史文本进行事件描述与分析，以得出历史上人际斗争中的胜败得失经验总结）

历1 政军实践家智术思考（政治活动者）

历2 政军策略家智术思考（政治策略家，谋士，法家思想家）

历3 政军及社会历史经验研究者（古典史学家+严式历史文学家）

历4 历史哲学及类科学式历史思考（古典历史哲学家及历史规则发明家）

历5 史料分析家（考据学）和史学学术分析家（古典史学理论家）

历6 历史文学家（以史学思考形式进行类文学的史学创作者，即宽式历史文学

    家；其极端包括现当代历史小说家及影视制作家）

历7 近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式历史思考，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属之）

     （B型）   以历史叙事为对象但以相关理论分析及建构为表达形式者（特点：区分历史本身过程及历史再现；以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现实进行各种相关概念分析为目的，不直接处理历史叙事问题）

历8 现当代历史理论家（现代历史哲学分析家[英美派为主]，当代历史理论分析

家[战后欧陆“历史理论”，包括历史语言学家，历史心理学家，符号学家，

解释学家等]）

    （C型）当代广义“历史”场域（当代社会、文化、政治、学术、思想全部现象及其思想表达），在社会文化各领域中呈现社会文化史过程者

历9 各类媒体思想表达，各类社会文化学术实践表达（特点：兼指社会文化事实

    [facts & activities]及其思考成果[thought & texts]；即不对“过去”与

“现在”、“文字记载”与“事实过程”进行严格区分，从而使“史学”不限

 于传统“史学”学科[专指记载过去史事之文本]的局限性）

     （D型） 未来扩大“历史理论”综合建构理想 （严格意义上的“全史”，以人类文明体全域为对象，以社会人文科学理论全体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以跨文化，跨学科为学术实践学为策略方向）

历10  新世纪新历史理论观（特点：以前沿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成就为根据对人类

文明史全体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理性化的分析研究系统；包括全  

文明史，全思想史，全学术史中有关各类“历史现象”的综合科研成果）

**     **       **      **

以下对各史学类别再补充以简要说明。

历1） 政军实践家智术思考（政治活动者）

   此为古今中外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传统历史思考方式，也为“史学”之原始形态，带有强烈功利主义目的性，并结合以现实实践的策略性创造部分，其思想与行动结合为统一整体。

历2） 政军策略家智术思考（政治策略家，谋士，法家思想家）

   此类历史思考方式与历1同，区别在于前者不仅为思考者而且为行动决定者，这是古今中外谋士型和现代策略史分析家型（智库人员）

历3） 政军及社会历史经验研究者（古典史学家+严式历史文学家）

   此类人士为由历2衍生而来，其思考方式与历2相类，但与历1距离较远，即一方面不参与具体实践规划，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实践类别：史学学术门类。但是其思考目的与方式与前二者没有本质上不同，只不过增加了系统性和学术技术性；可纳入此范围的一个亚类为历史文学家，其学术性标准弱于本型，而加强了文学表现功能，属于古典史学和古典文学的交叉领域，也包括借古伤今的浪漫派史学家。

历4） 历史哲学及类科学式历史思考（古典历史哲学家及历史规则发明家）

   此类历史思想家在目的和形式上与前三类不再相同，虽然其“对象”仍为叙事文本，但不再以事件描述与分析为目的，而是试图发现、发明、创造历史整体的身份、规律、根源及历史发展预测。此类学术思想大大增加了独立学术分析性，其中一种方向仍然是沿经验归纳方法，另一种方向则沿假设演绎方法，二者目的均在于在宏观水平上找出“历史规律”和据以推测“历史未来”。但是基本上源于前现代科学时期的此类“古典历史理论”，因其或者是根据古典哲学体系主观演绎而成，或者是根据经验的直观性概括而来，其得出的所谓“规律”往往带有前社会科学时代的主观性和简单化特点。

历5） 史料分析家（考据学）和史学学术分析家（古典史学理论家）

   史料分析作为专门类型为历3之衍生者，其演化形成几乎伴随着历3发展，为由历3型的技术性部分发展而成（如古典文字学家和古典释经学家）；在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学科后，一直发展至今，已成为现代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历6） 历史文学家（以史学思考形式进行类文学的史学创作者，即宽式历史文学

家；其极端包括现当代历史小说家及影视制作家）

   此类学术实为广义文学的一部分，或为与“文学门类”重叠的部分，具有最广泛的文化影响功能，包括时程最为广泛，甚至于为“史学”最原始形态，不仅包括含有历史因素的远古神话与传说，后来的各种历史故事和小说，甚至于涉及诗词曲赋全领域。其历史学价值如果主要不在于严式史学，却肯定不同程度上在于“历史上的思想与生活再现”。现代化以来，此类广义历史文学类著述，随着一方面“科学家”越来越成为封闭式专业工作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商医农人士）和工农大众越来越欠缺文史知识准备，反而成为占有最大文化影响力的历史思想类别。

历7） 近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式历史思考，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属之）

   自从两百年来社会科学形成和发展以来渐渐在职业化层次上形成了“历史科学”学科类别，今已成为学院派的典型职业领域。其内容包括了上述各种历史思想类别，并一一加以规范化、程序化和职业化。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职业化的发展，其与历史现实本身的观察距离和覆盖程度，也越来越疏远，渐渐成为建立在纳入学科的历代文本资料上的既定科研程序操作者。但其包罗广泛的门类各自均积累了可观的技术性成果，直接或潜在地成为现代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资源。不过，职业化的分科结构目前显著阻碍了各门类之间有效沟通和整体合作的目标。

历8） 现当代历史理论家（现代历史哲学分析家[英美派为主]，当代历史理论分析家[战后欧陆“历史理论”，包括历史语言学家，历史心理学家，符号学家，解释学家等]）

   二次战后欧陆渐渐形成的新型历史思想类型，可称之为“历史理论”，一方面用以区分于传统“历史编撰学”，另一方面用以区分于古典“历史哲学”，其形成方式是广泛跨学科学术运动的产物，而在其相关历史材料方面基本上限于西方历史学传统，主要为欧美和中东地域，极少涉及远东区域。此类属于今日历史科学理论最前沿的类别，主要根据于以下现代学科综合而成：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考古学，文学理论等。此派对于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影响结果可举法国年鉴派史学。但是由于近三十年来“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的结合性创造成果有限，所谓当代“历史理论”主要表现为纯粹理论性论述。此一纯粹“历史理论”身份，第一次使得历史编撰学与史料学等传统学科与对其进行的“理论性分析”成为具有不同形式的学科。此一学科区分化现象自然导致传统型史学家（历史叙事本位学者）对其产生反感，但后者未能意识到此一区分源于人文理论发展之自然现象。

历9） 各类媒体思想表达，各类社会文化学术实践表达（特点：兼指社会文化事实[facts & activities]及其思考成果[thought & texts]；即不对“过去”与“现在”、“文字记载”与“事实过程”进行严格区分，从而摆脱了传统“史学”学科[专指记载过去史事之文本]的“对象”局限性）

   此类历史思想表达主要相关于当代史、当前史对象，故与各种新闻式思想（相当于当前“历史”之史料部分）几乎合一。本人在2009年芬兰符号学大会上的关于史学分类学的讲演（参见《历史与伦理》）中，特别以现代新闻学、媒体学、情报学等貌似“非历史性专业”的跨时代发展为例指出，我们必须重新进行“史学学科”分类。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有条件对于“历史现实”进行直接观察、记录和研究，已使得传统上“史学”主要研究“远古传说或以往记载文本”的情况根本不同了。这是就“史料”身份而言的，至于新闻学与情报学作为“类史学专业”与历史理论、政治科学和政治实践的学术性关联，更应当成为今日历史科学建设应当加以特别关注者。

历10） 新世纪新历史理论观（特点：以前沿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成就为根据，对人类文明史全体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理性化的分析研究系统；包括全文明史，全思想史，全学术史中有关各类“历史现象”的综合科研成果）

   这是本人在国际符号学领域内提出的一种新历史科学观，当然属于“宏观视野”，即学术建设理想域，尚非现实实践域，但可对后者进行方向性、方法性启迪。其特点为将传统上的“历史”范畴扩大为“人类社会文化生存过程”本身，因此。大大扩大了“历史范畴”幅度，也因此必须将人文社会科学全部知识纳入相关研究，以形成历史上真正的“全史”（universal history）视域【欧美人历来所谓的“通史”或“全史”，不仅在范围上有局限，而且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大有局限】。这样的“宏观视域”当然属于未来学术发展之模型，其当前准备性步骤则为强调认真贯彻跨学科、跨文化方法论，尤其是摆脱西学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性（西学理论的双视野局限性：在时空界域上和在方法论深广度上）。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东方（主要是中华文明史）部分有机地与世界各地史学传统相结合，其中包括将中国传统史学的广义“史学方法论”与现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进行真正有机的结合（符号学和解释学即是此一努力的沟通工具之一）。我们提出的具有特殊含义的“中国符号学”（或“国学符号学”）就是为此总目标服务的当前科研领域之一。（在此专门意义上我称“古史辨”一派为中国历史符号学的根源之一，其前的古代历史反思学、历史考据学与历史文字学则均可称之为古史辨派的根源之一）

此类新“广义历史观”（还不能称之为“学说”）即一种史学界的“宏观视野”，其观念之形成具相当合理性，但尚处于最初始的观念建构阶段。之所以发展缓慢之主因在于：作为当代历史理论前沿的西方理论主流受到两类客观的局限性而未能在西方学界形成此“新广义历史观”：对于东方（中国）历史和史学无法从理论上加以驾驭（汉学家仅为“前现代理论”阶段的学者），以及当代学术商业化演变导致的学科本位主义僵化现状，限制了充分跨学科理论交流的条件（国际符号学理论的衰落主要即缘于此）。我们“敢于”提出这样的貌似“大而无当”的理论观，是完全有其理性和经验基础的（为此也必须首先摆脱西学中心主义的狭隘或单维理性观，也就是绝对不能误以为当前欧美历史理论界的成果即为唯一可靠之理论基础），同时与本系列文前此提出的“宏观视野”与“现实学术”的对比关系思考有关：一方面这是全球化精神文明史发展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相关于“现实学术”本身的改善（首先与后者的方向感、价值观和方法论有关）。按照“千里始于足下”态度，重要的是学术思考方向的正确性，而非一时一地的“学术成就”本身。为此本人提出的相关之“足下”主要包括：

    1）摆脱西学中心主义立场，对当代西学理论本身进行充分跨学科综合研究（他们的功利主义治学观怯于为此，因此我们必须独立地、创造性地为此）；

    2）提出“中国国学符号学”理念以及实施方略，在用新理论工具对传统学术各门类进行与时更新的现代化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理论化研究；

    3）在当前西学理论科班领域内后现代主义泛滥局势下，不受其影响，而是遵从中华精神文明思想中的核心瑰宝——仁学伦理学，作为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指南，以恢复人文学术的人本主义科学化研究大方向；

    4）认清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物质类建设”和“文化精神类建设”的功能性划分，本“学术消长，匹夫有责”观，克服以学谋利意识，发扬古代读书人“安贫乐道”精神（比喻而言，热衷于物质享受的时人对此“迂腐之论”不必紧张！），坚守为人文科学而献身的读书人人生观。

3. 对“以史为用”和“以论带史”之某网路史学个例之点评

在十年文革教育耽误、西学译介大量涌进、全球化时代急功近利价值观泛滥、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商知识专门化、广大民众失去认真读书兴趣的时代，唯一雅俗共赏的学术类信息形态即“历史叙事话语”，其原始形态为“评话、演义”等，其现代形态为历史小说和“影视历史片”等。至于真正学术性的历史议论和学院派历史哲学等，因“隔行如隔山”而难以为一般知识分子接受，更不要说普通大众了。因长期在外对于国内学界情况孤陋寡闻，直到最近才知悉，新媒体的现时代出现了一种更为有效于传播历史思想的新体裁，其组成诸环节为：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以古喻今，未来预测，生存指南；其功能为：通过特殊传播手段迅速产生大众认知与信仰效果。作为当前的一种“社会学现象”，对其应该另有专门论述，现仅结合本文主题就其若干特点予以点评，以说明同一“历史材料”，如何既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可作为制造社会舆论效果之工具。历史上一向意指含混的“史学”，遂成为“以学为用”之名目，其 “两栖效果”（学术令名与社会影响）遂可同时遍及大众与学界。

——此一新史学体裁，其特点非仅在于其“产品”之内容组成，而且尤其在于其“传播方式”特点，后者是其学得以充分适应传媒学新时代的一种特殊创造。首先，其学由具有天才形象的作者之讲演表出，关键点表体现在该讲演体文本之“实行方式设计”（performance）本身：借助于个人超强记忆力、超快联想力以及背后团队之配合，通过“快捷海量”的口头宣表方式，传达一种“夹叙夹议式的”（历史因果故事与某种新“历史天道观”之结合）“历史专题片段”系列，其最终目的在于产生有关人类历史命运之大众信仰。由于讲述话语为人们熟悉的“历史生活”本身，故容易受取，而其取信于听众的最直接因素为“讲者”具有的“特异功能”：超常记忆力和快捷联想力。几千年历史上的快捷“取信手段”首为“特异功能”之显示，如神医显灵，灾难警示，天象预言等等；其取信效果包括依赖信仰群体之营建，以收信众间相互“传染”、相互支持之传播学效果。传统上的“造信之方”多属明显的迷信类别，因其特异功能隐含着信众不得其详的“魔术伎俩”，而科学时代和传媒时代的此一新创“史学信仰学”则具有“理性学术型”外观，其“特异功能”虽“超常”但并非“超自然”，即为具有“超常智能”者。因而其取信手段为：通过听众对其超常智力之折服产生的类同于理性化的认知信任。但在本质上，二者仍有一共同点：“以信达知”（而不是“以知获信”），支持此“信”之效果者，首先均为某种引发听众立即产生崇敬感的“特异功能”。由于讲者具超强记忆力和联想力故可在“演示”（performance）事件过程中大量迅速呈现出人名、地名、事件名之繁杂串列，遂可使得大多数并不熟悉史事之一般读者对其高度博学产生坚强之信任；而另一重要的文本构成学特点是侧重于在各类事件链之间迅速建立因果关系判断，遂使“历史故事”具有了“理性特征”和 “思想性”特征（传统“史话派”单纯讲述故事，虽然情节生动，但欠缺此类“理性化特征”），虽然大多数读者对于其因果性分析是否合乎历史情境根本没有判断能力，而“博学”和“敏捷”这两个形式上的智性特点足以引发对其历史因果链条呈现之信任。此外，在事件叙述片段中的因果关系陈述之后，又进而提出了具有“准形而上学史观”（历史上“形而上学”永远给“外行”以高深莫测感）色彩的“历史生成学规律说”：所谓历史秩序的建构，秩序消费和消失之“历史逻辑学”等，遂可进一步提升讲演系列的整体论高度，并可加深对于此历史思想的信任深度。最后，此一政治史中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又进而转移向“历史预言”领域：大胆为人类历史发展提出纯粹主观性臆想的所谓“大秩序解体观”和“小秩序合理观”（以古事作为未来演化必然性之“证明”），而其“史学根据”竟然是最粗糙的历史发生学还原论：以远古时代假设的“理想世界”作为人类未来历史发展模型（可类比于古人的“三代理想世界观”）。此一新历史哲学推理链的最后一环——预言学，为其学最为荒谬的部分（还援引并非属于现代历史理论传统的史本格勒、王国维、陈寅恪的“历史文学观”为据）。作为一种当代历史文学观本来也未尝不可作一家之言，但因其生存于现代高媒体化世界和普遍追星时代【此一全球化俗文化时代的“文体追星”现象，可成为当今广大群众失却精神文化价值感受力和人文科学知识的明确标识：为什么会有“追星”冲动？因为精神空虚，故可填充以任何有刺激力之作品】，而可导致其学之“接受学”快速流通，并可最终形成了另类“信仰团体”：即以“学术形式”为介质的一种“类信仰学”实践。这样产生的认知误导力，使得本来就不喜读书、不熟悉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的广大读者，有可能将其思维路径（实为：其传播思想之特异功能方法）“最终”导向一种“准未来学”，后者并可成为另类“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说”以及由此而形成另类“史学型教派信仰”之流变。该学之“接受学次序”可概括如下：特异功能立即引发的惊异感，纪事本末体的适当性，局部因果关系论述的合理性印象，局部历史为整体历史规律之例证说所引生的历史哲学形象，根据历史哲学提出的未来预言说，以及根据以上诸论提出的现实生存建言。在以上各“演示”环节上都表现出相应的各种“取信术”。

——按照其人论述，他似乎极其不熟悉、不了解（或有意忽略）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他读过的大量书籍都是文学类或历史文学类或政治史类的文本，于是他的历史哲学话语保持了典型的前理论性特点，其表面上的政治史方向在风格上夹杂以历史文学写作特征。其选择的读者实为学院派以外的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同样不熟悉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泛媒体世界。这个当前讨论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社会“公知们”，之所以仍然把或鲁迅或胡适当做他们社会文化批评思想的典范，反映了他们普遍地不熟悉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未曾区分“社会文化批评”和“社会文化研究”的不同思考类别，其学术关注标准往往针对于可直接地、表层地相关于社会现实说明者，而对“现实”的多范围、多层次、多类别之构成及因果关系，欠缺深入认知的兴趣。“以学为用”的治学观遂最易于引发大众之重视，这样也就最易产生学术思想影响力。其学术影响力大小是与普遍社会学术文化水准相一致的，而世人往往仅从前者判断学术实践之高低与是非。此一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术倾向，遂导致了人文学术朝向“传媒化”方式发展。泛媒体式思维直接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不同于学院派学者，后者疏离于现实而不得不依循既定学科规范与程序，因此反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不如媒体式思想家来的“切合实际”，而媒体人或公知人则由于欠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准备而使其议论只能停留于表层（时政评论多属此类）。而正是此一表面上的“缺点”，恰可有助于其产生更大社会文化影响力，获得更高的文化学术市场价值！对于判断传媒时代的媒体式学术思想来说，对于其学术思考的性质判定，因此应该同时关注其“作品”之构成部分和其作品之“演示”部分。二者并非一事，但可相辅相成，以产生其合力效果。

——该学话语之形式上特点为：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历史社会形态演化规律说，以形成其说具有的理论化外表，另一方面重点陈述了古今中外大量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判断，遂可将其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巧妙地组合为一体，学说演示中则可使二者相互趋于协适。但其宏观部分显示出明显的构成学上的主观选择性，其微观部分，虽因其原则上忽略史料真伪考证学而难以“论证”其合理性（不要说“实证性”了；他对“历史实证论”的批评表明他对此方面的学理认知极为单薄），但其重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态度”是可取的，也是大多数学院派学者因泥于“教程规矩”而容易忽略的（因制度化程序所限，职场学者的自由推理思考空间受到了限制，在西方学界亦然）。尽管其论断因欠缺学术技术性上的耐心准备可能时有失之武断的问题，但其关注事件的因果分析态度，原则上则具有其积极启示性一面，这是体制内学界也应该加以重视的。

——其学具有影射史学、以古喻今倾向。其史学具有的此类实用主义性，不仅表现在对现实进行的说明方式上，也表现在对于未来的预测方式上。在此意义上，其历史学具有明显的个人价值观诱导性，或另类“以论带史”特征。即其目的性明显影响到其思路的方向性，因此在大方向上失去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性格。此正如80年代史学界广泛流行的“三论史学”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特征一样，“理论”遂成为“实用主义的支撑现实指向目的”之装饰。当时“三论史学”之流行主因：广大青年文革失学，极其欠缺知识准备而又期待立即获得有关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真理”认知（不能据“良知意识”而耐心营建自身学养而急于揠苗助长式速成法，遂表现出时代青年之文革后遗症特点）。实际上，创论者与接受者因均属于同一知识水平，所以一拍即合【这就是今日学界往往乐于怀念80年代学术现象表现出的“意识含混性”：将学界风习状态与其知识水平性质混为一谈，从而反映了一些80年代精英们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对自身当时知识状态进行重新反省的意识。这样欠缺“自知之明”的心态遂难以切实推进自身认知之提升。真实学术不是仅仅指任何知识积累的数量本身！】按照百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惯习，一旦取得知名度，即可将该知名度本身（而无关于其学之质量）加以功利主义的利用（其国际忽悠的手法为：用西方“三论”术语装饰西人不懂的中国历史故事，而海外泛汉学界素来不善理论思维亦遂视之为中国史学方面的理论性发展！）其实按照今日史学理论认知，历史宏观模式之创造，实乃历史学研究之“大忌”，但却可对广大“理论素人”继续产生“博大精深”的伪印象。不过此一新“传媒派历史哲学”与当初“三论派”一无可取不同，其人的“智力特异功能”使其的确具有对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具有较强之敏识，也包括在处理事件因果和事件评价二者间的关系性判断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将该学的“整体历史哲学臆造”与其“局部因果关系敏识”加以分别看待。

——对于其学的不少批评性文章中也有不少涉及个人学风方面的，对此本人了解不多，但据本人最近几日密集阅读的初步印象加上阅读他人的批评来看，不排除其人也相对地沾有“文革后遗症”：即为了求快而有不当治学风格方面的问题。但因对此了解不深，我在此关注者仅为此种学者难免的“投机取巧”方式会给学界带来的负面冲击性。如我指出者，其学似乎极其欠缺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背景，而其“西方学理思想”多为直接取自西方传统历史家的和文学界的“著作”（尤其乐于提及中外历史名人之著述作为其学具有较高背景之证据，而不知这些历史名人大多属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之前的人物。传媒界和新闻界的准理论性讨论也颇习于这类表现方式），即历史编撰学类著作。这类古典“历史理论式思维”实为前现代历史理论时期的。但是据其行文中偶尔可见的现代理论思维部分，不仅非常像是仅只得自于二手资料，而且可能泛泛“掠自”他人的理论性著述而特意加以掩饰者。因为他的这类当代学术思想点评属于其学最薄弱部分。80年代以来，最为常见的“学术剽窃”往往为学界青年精英中的“聪明人”，此类人善于将得自他人长期积累完成的理论性论述，改头换面后另以更为通俗方式表出，以示该理论思想为其首先获得（还伪饰以“原文出处”。他们以为读者难以察觉真相，其实有识者和当事方不难发觉，只不过不与理睬罢了。一般来说，急功近利必定导致剽窃抄袭之风），并由于其“转述”之通俗性而可获得更大知名度，虽有可能进而掩蔽其所抄袭的原著之作用。有不少新时期的青年理论家的西学理论论述就是这样获得的。有识者则不难直接间接察觉到个中隐秘，虽然不屑于与此辈理论，但指出此类现象是为了提醒青年学者对学界善于造名的名流之学问实际有一批评性认知，如此才不至于为其学术思想所误导。

——不过，围绕着其人外语和翻译能力的问题，应牵扯出另一中西学术思想交流中的态度和方式问题：通过翻译风格来看中西思想交流问题。由于其人对于现当代人文理论极不熟悉，以及其追随者中多不属于体制内学者，所以他们根本不懂西方学术理论翻译问题之要义为何（此一翻译热捧现象，足证其信众对于新知新学之普遍无知）。从他们盲目颂扬严复翻译（顺便一谈：从其盲目颂扬王国维而根本不懂顾颉刚一事，可见他们也根本不懂“考据学”对于历史学的关系为何？）原则上看，这是“翻译外行”意图通过利用清末民初名人加以“忽悠”之故技。（以此廉价方式来拉一派打一派，以示自身高明）。严复之价值只能从中西思想交流史角度对其筚路蓝缕之功给予称赞，但绝不是意味着他可以作为其后日益发展的学术翻译事业之“典范”。这是纯粹贻笑大方之错误判断。而其人拟用半文半白体模仿严复时代“译法”（所谓“雅”），更是既不懂现代语义学又不懂何谓“理论语言特征”！文言文本身作为传统文化学术之“载体”自然绝对恰当并不可复制。将古代文史作品译为现代语体文，仅能达意而不能“传神”！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文言文具有“普遍适当性”，文言文是属于一去不复返的传统历史文化时代，正如一切古代文艺作品属于该相关时代一样，后世今人虽必须通过“古代载体”对其继续有效接受和欣赏，但绝不能将其误视为现代人亦可采用的现代思想表达工具。此人操其“形似而无神”之文言文来传达现代思想，大有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之意，绝不可取。可以断言：西文学术理论翻译工作，必须用现代语体文处理才属合宜。（至于特意用文言文翻译诗歌散文以产生另类美感效果，则属另一种翻译，自无不可。但对于思想性小说和历史书来说，用文言文翻译还是不恰当的）。

——其人对所谓“黄金十年”的否定和嘲讽，则属于其学特意混淆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例证（此与其“游士土豪说”一脉相承）。关于二次战前的政经成就，史家多有论述，但非本文关注者。本文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战前三十年中西思想交流过程中的突出成就，表现出中华读书人整体的极为优秀之传统性“为文素质”，至于作为其高潮的“黄金十年”更为中华精神文明的特殊骄傲之明证。此公对此现代化期间杰出成就的贬损，虽然源于其“政治史唯一主义”之教条观，但亦再次暴露其人对于文明、文化、历史观之认识肤浅。殊不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粹”首指其文化上的成就，并特指其精神文化创造上的成就。其人沿法家与战国术士思想创建的“唯一政治史观”，对此一历史和文明史的真正核心部分加以如此系统的贬低，而将“权力消长史”持为其“历史哲学”价值观之基型，遂体现了其人之一种夸大其词的史学认识论的“法家-雅基马弗利中心主义”。此一史学信念，如印证以其“土豪说”，岂非暴露了一种权势中心主义史学认识论。

——其学属于政治策略史类及历史文学类，不仅与现当代历史科学内容十分疏远，而且也对历史上的一切史学技术性研究不甚了了。（其论述中的所谓“经”完全不合原意，表现出为学不严肃态度。因为，既然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就应该扣紧中国历史上的“经与史”概念论述，结果其书不过是另一肤浅之“六经注我”！借古学古史材料来“表达”[演示]其个人政治史观！）其人最“天真的”说法是：对于能力杰出者，史料欠缺根本不是治史学的障碍，因有识者应善于自行营建“格局”（大意），然后可据此格局对疏漏事件细节进行随意“填充”。这样的反科学论述类同于司马迁说的“整齐百家之言”。至于所谓具格局直观能力者不需充分史料也可“治史学”的论断，正可证明其学术观与现代科学观相去多么远，我们完全可以仅据此立场宣示以证其“学”非“学术”之谓，而是“以学造信”之谓，或“以学促行”之谓。对此目的而言，当然史料多少，史料真假均无所谓，因其治学目的仅在于：利用有限史料（想当然地）组织一具因果关系形式之文本，并使其可与其宏观历史观配合，以对学界以外中小知识分子产生预想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他还在此褒贬了史家之“高低”，说高端史家本不屑于做技术性史学研究，而是着眼于其史学创造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相当于将政治家，投机家与史学家的不同功能混为一谈！）这岂非就是要将“史学”当做社会政治实践宣传之工具乎？结果显示，其学完全合于其人歆慕的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术士派史学观”！无论对于社会文化现实还是对于历史学术，此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是其学最严重的败笔之一，而其强烈的“以史用世”立场，不仅会误导正确的学术方向，也根本上会误导社会合理实践方式，结果既伤害了科学的学术方向又歪曲了合乎理性的现实行为。

——其学表达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对历史、政治、法律诸史学著述进行分类、分段、分主题的综合概述，并加以自身创造的的因果分析和评价。应该说其体例是一种并非无益的大众化史学形式，而其创造性特点，如前所述，除了其“传播方式”上的“语用学修辞术”外，还表现为在其现代“评话体”中增加了密集因果线条和宏观框架之布置。其读者、观众、听众对象是一般知识分子，大多非对口专业人士，其目的不是“研讨”学问，而是对于大多数对于相关领域欠缺知识的大众【此学如今在海外大行其道的一个外在原因在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90都是不熟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科技工商人士！其学一贯不针对于专业学者而针对于一般大众，其中难道没有其策略性思考吗？】“宣传”其史学意识形态，以达形成信仰团体之“语用学”目的。其学自然表现出“贵在自得”特点，所以不同于海内外职场内以“泛复述方式”为主的治学生态，而此一本来属于学术具创造性的优点，却被用来制造历史意识形态宣传品了。简言之，其学不仅是“以论带史”，“以史用世”，而且意在实现“聚集信众之目的”。而此信众团体成员本身都是对人文学术一知半解者且无意于主动深入研究者，而是仅以“获得信仰团体资格”为满足者，即通过共同分享派内统一术语（暗语）和理论公式，以形成特定的信仰派系（与宗教派系的形成方式不同，所采取的是知识形态的信仰类型）。

——作为当代一种实用主义史学，还具有着一种未来实践学特点，其“证史方式”则为前述宏观模式与细部因果分析之结合，既包括历史规律之一般“原则性”理论展示，又通过史事“例证法”来“喻示”未来历史发展方向之轨迹。其信仰学策略表现在：以过往历史之规律来推演未来历史之演变方向，在本质上其“学术功用”类同于一切实用主义历史哲学（天道论，宇宙论，地理决定论，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种历史规律说）。无论是这样的企图以过往历史规律总结为基础来推断未来发展方向与方式的“历史理论”（泛规律演绎派），还是历史经验主义的“以史为鉴”类型的“史学理论”（泛经验归纳派），均主张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及今人参与推动其发展的认知根据，都基于对以往历史的经验性认知之结果。这样的历史主义实践学，应该说与当代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学完全不同。人类的最新历史学认知虽然以历史经验为主要参考框架，但其一切现实历史思考和未来实践都应根据当下可掌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知识，技术，环境，手段，资料）来进行综合理性的、经验实证的运用。古代“资治通鉴”史学观是在知识、技术与生产水平甚低时代将传统经验主义史学作为其可能的主要认知工具，而在现代化的今日人类社会的主客观条件已然全面改变，在日新月异的现时代，社会实践家和历史研究者都不再可能仅根据过往历史遗产来判断和设计未来社会政治实践之方略了。在此专门的意义上，其人提出的各种“未来学”的“唯往古史学根据论”，也仅为一种新史学浪漫主义而已。不过，其史学理论虽然难以实际付诸社会实践，而其史学浪漫主义感染力却足以达成聚集信仰团体之目的：不仅是歌星需要粉丝，粉丝也需要歌星。此一以学促信史学意识形态的成功出现，如不少批评者所论，正可反映今日社会知识青年有关社会人文认知力之缺失以及体制内学者的方法论之局限。

——与不少具有史学长才（首先是具超强记忆力者）写出的优秀通俗历史书相比，此一通过“片段主题式”的概述体写作，具有比仅只提供简明叙事的“历史演义”体，更具有知识启迪性，因其主题性论述含有密集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因为其对象主要为非史学专业的青年大众，此一文体可提供各种专题性历史知识，如果仅就此体例而言，其作为对广大青年“通俗化传播历史知识”的优点颇可关注。至于各主题式论述合乎“历史真实性”程度如何为另一个问题。此一“历史专题断片式”体裁的确含有其优越性，一是将繁复历史长河中按事件系列进行“分段演绎”（如中国古史中的“纪事本末”体）。这样的方法在技术上不难办到，因市面上存在有大量通史、各国史、断代史材料，可将这类现成材料加以“选摘糅合”，制成一个一个“历史专题”再加以宣读。将分段“纪事本末”文制成易于“消化”的书面文本为一事，而将其通过当代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手段和炒作技术加以呈现，则可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效果”。这是一个属于现代传媒学文化现象【其实际有效实行，当然须配合以“团队”或“公司”的集体性运作，“口头文本”之“实现”（performance），不过是一条“新型文本制作链”的最终产品。关于“脚本”和脚本之最终“实现”的意识形态关系，可参照本人《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相关论述】。此一当代文化社会学现象，与学术本身关系甚小，而与借助于“学术材料”制作“传媒商品”的“语用学”关系甚大。简言之，因其目的不在于探讨学术，而在于进行“文化产品之推销”；即：“文本产品”为“工具”，传销获“利”（影响力）为“目的”；不是“学术实践”，而是“宣传实践”，因此它不再属科研学范围，而是属于“社会传播学”领域了（学术界对此现象的分析一般忽略了此社会文化语用学层面）。同时，在此“文化品生产”过程中，制作部分与传播部分相互分工，如制作过程大体如旧，那么当代“传播技术”则已大为发展，传播过程成为现代广告学“细腻讲究”的课题，出现了制作品之“推出术”专业。例如：通过以多取胜，以快取胜，以繁杂呈现方式制作特殊“接受性效果”，这些都是电子时代可通过特殊设计来达到的。由于“受众”难以对内容进行独立考察，结果“演示方式及过程”本身可成为历史思想“接受学”的真正决定性因素。（这可成为社会文化符号学分析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学具有明显的自我矛盾：价值观唯情主义和机械观唯理主义。前者体现在其偏好史本格勒、王国维、陈寅恪等惋叹文明衰落和预测文明衰亡这样的人生观上，后者则特别表现在其机械主义的历史发生学上。二者因其“以史为用”认识论而提出了极其错误的所谓现代“诸夏”观和大东亚日本中心观。本文不拟从任何个人价值偏好角度议论其学之正误，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点出其观点具有的严重认识论错误。此判断错误仍基于其“机械历史主义”，将古今历史情境进行机械一元论的随意比附，误将以往情境视为历史发展的恒定图式。其判断的偏误源于其“以偏概全”手段：如将百年前日本明治维新后一度发挥的东西文化沟通枢纽作用视为日本如今将继续具有此类作用的“时代误会式证明”，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误读。不懂得“此一时彼一时”之常理。当时中国与西方接触甚浅故一段时间大大得力于日本作为“先行者”的便利性，而今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沟通是全面性的，而中国文化区的学术性意义是：它将是西方精神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间汇通的自然场地。日本作为文明史上长期模仿其他文明（中华）和西方的文化形态，则恰恰欠缺了此种独立精神文化史根源。今日做此比附无乃贻笑大方乎。同理，对于所谓战国时代作为“小秩序原型”的比附，更加属于其“以情害理”之标志，表明了他对于今日文明之深度、广度欠缺全面与深入认知。将文明史视为政军中心史的立场，根本不认识历史构成的多面向性质，也不了解所谓精神文化也不仅限于传统文学式文化。其人基本上的文学式思维使其难以进入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主流领域，而其自信的根据源于其“理科生背景”的解释，则表现出了“理科生”在论政、论文、论学上表现出的另类片面性（自然科学家处理社会人文现象的片面性）。自然科学家式的社会活动家，当然可以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政治家，但不可能成为高端社会人文科学家。（西方哪位政治家会涉入此领域？）一方面他们在局部现象上倾向于较强因果分析意识，而在全局现象研究上却欠缺足够的人文社会理论之支持，反而大多简单化地诉诸于文学式畅想。（文学作品作为雅俗共赏文化，并不属于“人文科学”本身，而仅只是人文科学之材料，政治与经济亦然）不能正确判断“王国维-陈寅恪”殉清论意识含有的惟情主义幼稚的文明史观误区，而对中华文明历史上空前大变革之际出现的民国初年社会文化负面表现，与新时期展现的人类文明新视野、新格局的关系，不能对其全面深入把握与合理辨析，而简单化地以其文学式的“情”代替了科学式的“理”（何人没有“思古之幽情”？而何人能以此感情反应作为其判断客观局势之合理根据？现代派文艺为文士之价值观反映和情绪性反应，但并非可视之为对历史、社会、文化空前变革时代之理性认知与评价）。在此“文理不分”立场遂进一步导致其历史认识论混乱。（参见本人《儒学解释学下卷》）一方面他能够和余英时一样读出《柳如是别传》的情绪性流露，却不能进而判定该书应属于“历史文学”类别（自有其文学的伟大性）之事实（关于辨析历史鼎革之际的善恶是非问题之科学理性研究，不能等同于对相关主题的文学式抒发）。

——自然科学背景的人文学者，虽然在具体细节观察和分析上可能比文科学者更为精确，但对于与人类、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复杂综合现象的处理，却较比容易犯“简单化直线因果论”分析的毛病。近现代西方学界中既有黑格尔式历史哲学和汤因比式经验主义的文明模式演化论，也有形形色色的“单维逻辑的历史哲学家”，如生物学决定论，地理学决定论，种族主义决定论等。由此产生的各种历史发生学观点都是某种“规律决定论”之亚类。按照当代历史理论分析，一切泛机械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都属于“意识形态性质之创造”，根本不可能用以合理充分说明历史“发展”之脉络规则。历史规则研究，仅只是经验描述性的初级材料，远远不是最终归纳或演绎之“成品”。古典历史哲学固然无人再可视为科学论断（偶尔看到某“信徒”援引当前某西方论著遂妄言“历史哲学”正在复兴！至于将史学划分为什么“历史哲学”和“史料学”的二分法，只能证明此作者对于现代历史理论思想之乏知，其得以在网上流传，可证网络时代之发表自由也提供了“宣传性误导之方便”）。其学具有的历史发生学模式（所谓大小秩序演化论等等），除了其方法论上的落伍外，其害处还表现在其欲以其历史发生学意作为其“未来预测学”之“伪科学根据”！严肃学界本来对此误谬之论可不必理会，但其意在以此方式影响并无现代史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广大读者的企图，对于人们应该对现实和未来进行合理的思考、判断、预测和抉择的需要来说，颇可产生“观念混乱”作用。对于广大科技工商青年来说，由于他们欠缺相关文理知识，极易为其貌似科学的（发生学溯源学和单线因果关系论）的图式所诱而轻易信从（这毕竟比自身亲自花时间进学容易，而广大科技知识分子中颇有“爱好”社会人文而又欠缺相应知识准备者，由于取得“信仰”之心急切，遂易于接受此类“以学起信”之捷径！）。有鉴于此，人文学者的任务虽不属此类现实问题实践领域，但确可拒斥各种非理性史观对于人文科学的理性方向之伤害。此外，我愿提醒注意，千万别迷信任何未来学，特别是“历史发生学之未来学”！现实和未来问题，绝对应该按照当前相关经验性认知进行现实有效的经验理性之思考（即该学反对的“实证论”思考），而绝对不可轻信什么“准形而上学的客观规律说”对现实和未来所进行的独断论宣导（“大洪水论”只可视之为文学比喻，其貌似的合理性所造成的真实效果是：反而瓦解了人们有关现实思考判断的经验理性能力）。时至今日，该学术类教派竟可以此方式凝聚如此多信众，足见时代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性之长期忽略产生的严重后果。其学有关高标所谓的“参与历史”、贬低“历史科学研究”的观点，亦属于颠覆理性主义历史思想方式之谬论。今夕何夕？文明高度发展之今日，仍旧要将政治实践和学术实践混为一谈！此论尽管根本不可能有损于前者，却肯定有损于后者。其学值得学界警惕的关键性理由，不在于其社会性效用方面（根本影响不了），而在于其人文思想界的效用方面：破坏理性逻辑思维力！因为正是在此领域，科学理性的学术系统还远远未曾建立，故留下了对其加以破坏性利用的空间。

——其耸人听闻的“游士”说，则暴露了其学本质上的深刻“反智主义”（其反智主义表现在甚多方面，此文不拟进一步论列）。因他所谓的历代“游士”正是历代真正的“思想家”类别（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其所谓的“土豪”，正是历代权势人物之原型。在此，他首先严重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与文化，政治与文学；将二者纳入同一价值学体系（成王败寇体系）施予“统一轩轾”。实际上二者的历史功用截然两途：“文化思想家”朝向于精神文化品创造，“社会权势者”朝向于社会制度品创造，二者各自的“历史功能”不同。我们在此不对二者进行正误是非判断，仅只进行身份认知类别判断。如将二者纳入同一框架，将“精神文化”归为“物质文化”之附庸，岂非暴露其学最隐秘之本质：高唱历史上的权势至上主义！而古之“游士”岂非正好包含今之人文学者？难道其学之真正目的正在于向人文学界本身进行“攻击”乎？通过将“学术范畴”与“政治范畴”混淆，之后以“社会性成败”作为“学术性高低”之标尺。这究竟是要干什么？（自然此一情况也可反映，为什么其学内容表现出了对于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全面无知！）

——历史故事性特点，可成为各路“炒家”加以充分利用者。因为：世人喜闻故事情节，中外几千年史学之主体即为“史事编撰学”，也即历史故事串联学，但因古代“历史作品制作”的主客观条件之远不完备，其所谓历史著作“反映”历史之原则，根本无从充分实现。但因古代史学带有强烈实用主义性质，不过是供政军活动者获得相关经验知识之方式，故无需过分关注其学术上的理性要求。所谓史家忠实于记事，无论主观客观，自然都具有高度选择性。因此今日留存的古代史籍，只能部分地反映当时之“史事”，不仅就其观察记述之范围言，而且就范围内“事件描述之精细度”言。因此，“历史叙事”文本是充斥着“细节空隙”的。然而正是此“缺欠”反成为后世炒家的最佳利用工具：他可以任意“填充”该“事件空隙”（不仅指史书未纳入之事件，而且指已纳入事件过程之“细腻性”）。事件空隙观念更应该专指“事件因果关系描述之密度”。因为古人之观察记述本身还有一个“精细度”问题。但所有这些关注与记述的“疏漏处”，均可成为后来“好事者”根据自身主观需要加以想象发挥之场地，因此后世可对在先事件系列想象和制作无数不同的“因果关系”网链接。请注意，奥妙即在于：对此一现象无可证实与证伪！于是才有了“整齐百家之言”的作史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仅可视为“思想史”和“历史文学”类的著作。其人特别以《史记》为范本，固然立即反应了其人之治学目的不在于客观地“求真相”，而在于直观地“制造图像”。其人轻蔑技术性专业史家而盛赞“历史思想家”，其实是表现出范畴混乱，因其人志向不是为了“学术求真”，而是为了“借史生事”！在此将“学”与“事”这两个不同的人生实践类别加以混淆，其所谓“事”之是非为一事，而欲以此作为产生“贬损严格学术”之附带作用，才是引起我们担心的更主要原因。因为他在此欲以其“志在天下”的抱负“取代”学术实践目标的企图，不仅为古代“以学为用”治学观之翻版，而且为当今海内外人文学界处境堪忧之际对后者加以重击之举措，可谓相当于从价值观和认识论两方面来瓦解人文科学建设的科学精神方向。

【跋：本文写成于2017年11月10日至13日。一周前注意到此史学网红现象，经过几天来密集研读，决定将原选定之下一系列文题目换为本文题目，自然并非对该现象之全面研究，而是对其学相关于史学分类学问题部分先予点评，以期有助于促进国内人文科学与史学理论之健康发展】

· 12、学理析真系列-5：再反思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之长期效果？
 ——阳明学深义：重新核定人文学之“国际标准”
【概要】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的正面效果（在现实学术域）明显，无需论证，而其潜在的长期负面效果（尤其在宏观视野域）则鲜未世人认知。因为学界仍然不习惯于“结构性地，解释学地”分层、分域、分方面、分时效地思考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如果仅只将几年间的留学生涯视为回国后继续进行正常努力之基础，自然就不会有任何负面效果问题。但如留学博士自返国后即在目前主客观两方面现状下，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文学术商业化发展的总局势下，随众功利主义地“顺流而为”，那么在人文科学和精神文化建设事业规划的“战略层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民国初年留学文化尚不会产生的一种整体性负面影响。后者足以干扰中华精神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潜力。对此宏观视野领域内的战略性问题，即不可能根据当前“国际标准”认知，也不可能从学人对西理话语的“逻辑美学吸引力”上悟出。新阳明学的最深时代作用即在于切入此一全球化历史阶段中的时代性大课题。本系列文经常谈及“宏观视野”和“现实学术”此二对比式的实践学认识论范畴，因学者对二者的“参与”程度也决定着学者个人对于现实类别、课题类别、理论类别自发感兴趣的程度。两种立场产生了两套不同的“轻重缓急价值观”和两套不同的关注与爱憎范围（今日“幼、小、中、大、研”诸阶段的共同“应试主义”[ 论文写作和核心刊物刊载，都是变相的应试主义 ] 反映出当今学子多么欠缺“宏观视野”兴趣！为什么？应试主义的本质是因：大小学子无不“利欲塞心”！有了“宏观视野”气度，物质利益方可被视为“身外之物”，而相关于人类精神文明前途的貌似“玄远”问题，反而可成为“身内之物”。古代大文豪，大思想家无不如此。而人类历史上惟今日才把“物质财富”问题看作人生第一要务！本人在湾区度过整二十年，每日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理财之道；房价，股价遂成为第一重要资讯（其次则为影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琐事）。人，今日真地普遍成为了经济动物（而为此沾沾自喜）！那么，物化是否即是异化呢？时当全球化时代大部分人文学术已蜕化为纯粹职场营生活动时，本系列文自然仅只相关于当前及未来业内业外少数真正有志于人文理论建设事业者。本系列文的假定读者，甚至于是二十年后的有心读者，如果人在与机器人和准机器人的互动中仍然残余有“有识之士”的话。（机器人之“知”自然会与日俱增，但永远不会获得其“良知”；良知乃人之本质，良知者，伦理性之知也。技术人员只有“功利之知”，其所设计者岂能超此层级？）真正的画家直抒胸臆，根本不考虑其“买家”问题，吾辈献身于人文理论建设事业者，难道要曲意迎合“现实买家”之趣味以获取而其赞许吗？什么叫身内之物，什么叫身外之物？精神世界之乾坤岂非由之而定是非乎。
 **    **    **   **    **

今日我们在读一篇“欧美游记”或“留美日记”时可能并无多少新鲜感觉，而今日重读百年前、八、九十年前的同类文字时，却仍感津津有味。彼一时此一时，“语境”（历史，社会，文化，知识）变了，“意义效果”随之而变。但此“受取意义”有两个层面：以当时语境为读解背景和以当前语境为读解背景；二者的“意义效果”是不一样的，虽然“语境换挡”按钮都存在于一心之内。换言之，读解态度的选择，决定着读者“利用”文献的效果。对于今人阅读古籍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批评有些国学家有“泥古”倾向时，就是指他没有处理好“语境换挡”和“态度换挡”的思考行为之合理化前提问题。新时期以来，新青年一代在思考与企图重建中国新时期文化、学术、思想新方向时，曾经（其实至今依然如此）主要采取将目光直接返归于二十世纪头半叶的思想文化史，并将那时的“黄金时代”及其前后三十年视为假想的楷模，并以该历史经验作为今后文化学术重建的主要参照基础。这一“角度和方向选择”的社会学现象，反映了两桩历史事实。其发生的现实合理性缘于“十年全面失学”导致新时期青年看待“头半叶”有如“思想新大陆”一般，什么都是值得关注、反思和效法的（主要实践者多来自中文系和传媒界）；而其发生的“不合理性”在于青年一代根本不认识当时的“新语境”为何？（它不仅应当包括那时属于全然未知的世界文化现状，而且也应包括抗战以来流逝的相关历史过程本身）虽然“开放”迅速引进了世界新知新学新理资讯，但读者除了“眼花缭乱”和“盲目趋新”之外对之并无恰当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因此也就根本不能将其视为自身读解思考文化学术现实之有效语境。（后来的“以译代研”和“抄袭学术”均根源于此）反之，一方面由于本国语言、文化、历史的自然牵连性，另一方面由于对于新知新学新理的难以及时消化性，于是上世纪头半叶的文化史自然易于成为新时期不少关心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者的“当前适用语境”（此“适用性”观念，当然主要是相对于身边新现实环境定位的）。与此同时，为了深化对于新知新学新理的认知，留学潮流加倍、加速发展起来，以迄于今。此一新时期的文科留学大潮遂成为对于民国文化和现代西学加以统一化认知的“具体实践性渠道”。此一新时期的开放之举，由于语言和知识的双重限制性，首先就被纳入了一个“人为窄化”的渠道：海外华人文科和西方汉学。由于台湾几十年来的学界观感已将“华人汉学”视为“炎黄子孙”的当代最高成就标准，大陆新时期人文思想家的“有效语境”就被纳入了“广义汉学语境”，从而人为地松弛了创建新认知语境的“眼界”（眼界；即在前诸系列文所说的“宏观视野”）与势头（此一文科治学观的自我窄化，部分地源于语言的方便，部分地源于急功近利学风，部分地源于对民国时代文化史的自然亲切感，部分地也源于身处的新现实条件）。新时期以来的此一主要“汉学文化观”，由于汉学在西方具有的“学术主流隔阂性”特点所导致的知识理论范围局限性，反而使其易于在学术实践上“联接于”民国时期的“文化观”。简言之，由于“战后”世界历史格局的巨变，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地华人文科学术的普遍“理论思维迟滞化”倾向（此处不谈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世界功利主义蔓延及其主要“工具——科技工商”势力的逐日攀升所导致的人文精神文化事业的必然边缘化），
随着新时期留学文化的全面展开，文科留学人员的逐渐回国，以及现代西理知识的大量输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华人人文学界对于现当代西学理论的兴趣和知识也在不断深广化发展中。然而，和充分适应世界功利主义潮流的科技工商现象及其命运完全不同，在此世界局势下，人文学界的有效发展正经历着难以阻挡的萎缩倾向。其中既有世界文化学术的共同根源问题，也有中华文化区特有的局部性问题。学界渐渐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学术眼界不能因昧于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的成就而继续自我窄化为“传统中华本位观” 。【海外一些学术思想投机运动，意图利用广大科技工商人士不熟悉历史与人文科学的环境，并利用“泛宗教至上观”，大肆宣扬“传统封建主义”的博大精深，通过对无（人文）知识的大众进行长期宣传忽悠，以制造自身的国际社会名声为能事，其“思想上争名夺利动机”的副作用极其显著。可以说，此与中华文化学术思想现代化事业没有任何关系，可视之为另类“文革后遗症”现象；一如八十年代的“泛气功热”和“泛神道观”实属“文革后遗症”表现一样，此类“特异功能类和超自然类”忽悠，在几千年历史上无代无之。而根本不懂中华历史的西学主流对此则同样一无所知！反而简单化地将其纳入当代认知范畴，不理解同一名称之古今异义作用。其貌似“高深理论话语”反而成为掩盖其“思维幼稚单薄”之工具！】然而，如我多次指出的，此一本来极其正当的文科西学留学文化，固然在“战术层次上”必有其积极贡献，而人们却普遍忽略了其在“战略层次上”今日及未来所带来的负面性的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包含着两个部分：由于时代功利主义所导致的“持久性舶来主义学术观之效果”，以及由于舶来主义导致的对于“被舶来方学术理论”效能与方向的“高攀性”误判。这两个方面其实源于同一学风背景和心理态度：世界风气下难以纠正的急功近利人生观与治学观。对此本人近年来可谓不避時讳地曾不断予以指陈。所批评者也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现实学术”实践中的学风及其效果方面，以及由于欠缺正当“宏观视野”而导致的眼界与抱负的自我窄化，从而弱化了中华精神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潜力。
于是，本文的主题重点再次相关于不可盲从于世界人文学界主流之方向、方式、作风中形成的当前人文学术认识论和实践论趋向。之所以说对于中方学者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者是与西方学者应共同分有的关于西理主流的得失问题，而另一者是中方特有的身处“崇洋媚外”环境（其中很大一部分这类倾向表现于“留学”和“智力移民”的潮流上）中自然会有的“二度盲从”现象。为什么此处要用这个不免夸张的词“盲从”呢？我用此词特指人文学理的职业制度化文化的一种特质：今日学者只能按照学界制度规定的方向、方式、目的治学。其最自然的效果就是“精准地”顺从既定的规范和程序了进行个人学术实践。是的，我们时时听到西方教授强调的“创造性”态度，但此所谓创造性的“价值”仍然须衡量以同样的既定规范与程序系统，验证以同样的学术市场“价格规律”。文科留学生，相比于本国生，其机械跟随性倾向自然又加重一层。对于中方西理研究的特有学风问题（如以译代研，山头主义，党同伐异等），已属人所共知，本人也多次予以（虽无效地）批评，此处不赘言【为什么必然是“无效地”？因为历史上传承的一种“好官我自为之”人生观：即利字当头的实惠观也主宰着学界】。本文主要再次从“宏观视野”角度指出：当前国际人文理论主流本身问题重重，绝不可视为现成的“人文学术之当然归趋”。此一普遍趋向自然含有诸多历史性、学术性、认知发展性等等因素，但今日理论发展最直接的“窒碍原因”却是属于外在“学术社会学”性质的：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功利主义精神”形成的“职业制度化压力”，后者造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制度性僵化”倾向。中方学者由于专业范围的自然局限性，可能还不易即时把握此一须跨越好几个思维层级才能悟识到的人文学术实践论关键问题。这也是我在本系列写作最初提出的将“宏观视野”作为“认知性工具”的主要理由之一。而且重要的是须注意：不是出于泛泛提倡人文学者应该“思想宏通”之意，而是要强调所说的“宏观视野”与个人具体“现实学术”之间关系之有效性或适当性的问题。我们又进而将宏观视野要求与所谓新阳明心学观“挂钩”，这也是出于同一种动机：人文理论家，无论从长远看还是从眼前看，都应建立一种经由“吾日三省吾身”故训以返归“良知”的心理习惯（良知是相关于是非善恶的，而非相关于利害得失的。后一种反思人们从不欠缺），以便不仅能够扩大“认知语境”，而且能够随境而异地适时调节语境，以对研习对象进行更合理、更完善的认知。
人文学术的现代职业制度化生态，完成了一个学术认识论上深刻的“时代性转变”：即从（各类）“对象现实域”转向“职场程序域”。前者直接引生的“真理理性乐趣”（除了其所带来的功利收益外）遂演变为后者的“技术理性乐趣”：学术话语制作的规范性、程序性、效率目的性所产生的“泛逻辑技术性成就”，自然产生了“战术层上的”理智性成就感。不期而然地，古典的（朝向于现实的）真理性判准，也就演变成现代的（朝向于职场规范的）所谓“学术性”判准。此“学术性”不再直接与“各类现实”挂钩，而是与规范及程序的“学术系统”挂钩。同理，学界的“思想性”也被等同于所谓“学术性”了，古代所谓的“博闻强记”之“两义”遂可再现于现代人文科学领域。该成语的正面意思是“博学多才”，其负面意思则是“书呆子”（有识而乏思者）。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尽管其在诸多方面含有的时代科学进步性，但也日益显露出一种用制度化的“学术性”取代创造性的“思想性”倾向。作为西方大学体制外的观察者和交流者，我本人几十年来的独特亲身体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对于世界人文学术规范的“怀疑论态度”：学术性能够等同于思想性吗？【九十年代我对海外华人媒体上的“思想表达者”们的主要观察是：其“学”与“思”的不相匹配！“好思者”不喜理论学术，“好学者”不善切实思考，并将此一观察表诸于台湾报刊文章。但那时对于西方人文学界的深层情况所知尚浅】一种直观的认知性激发来自不知多少次冲突性经验：西方优秀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的“博学”和“成就”与其本人的“思维能力”不是一回事！有时二者间还相差甚巨！于是自然产生的衍生之问是：那么其学术性成就究竟意义何在呢？记得西南联大毕业的逻辑学者周礼全先生在湾区对我说：他觉得他一生具有的个人特殊经验（当然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经验）使其自信有某种来自特殊历史经验的判断力优势，即与海外学人相比，在现实判断力方面，此一“优势”可相对地“抵消”自身对于现当代西理认知的不足或欠缺。此类自信自然也来自他本人对于西方哲学家的类似观察。此一看法有其合理方面，自然也有其“自我安慰性”方面。【如同不少“十年误学”者的类似言论具有的两面性一样】其合理性方面即与我此处的说法一致。我曾经举我最尊敬、最喜爱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为例来说明这类问题。读者对此不要再次“误解”：此一问题根本不是出于“比高比低”动机【其实最坏的“心术”就是老要和（他）“人”比高比低，而不是认真和“己”比高比低！】其合理性方面主要由于发觉书本“博学者”并不一定是善于现实判断者。我个人的经验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者与周先生所说类似，学问多的（书读的多的）不见得（甚至于很不见得）就是善于思考和判断者，另一者是周先生尚体会不到的：专业职场内的理论学者（主要是文科理论专家），甚至于由于其专业化严格训练，反而最终成为易于失去其“认识论辨析睿智本能”者。因为他们往往将自己“专业”内习得的理论知识直接当成了其进行思考判断的“根据”和“方式”；即用“此一理论”取代了“彼一理论”（各种各样的理论范畴之误植）。这样，专业化学者不仅颇易成为教条主义思维者，而且可能易于成为认识论上的“自欺欺人”者：其论其思往往用局部的观察取代整体的认知，以及用此一局部论题取代彼一局部论题，如此等等。之所以人文学界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正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模子系统“训练”（模塑）出来的，都带有其职业化格局中产生的“专业技术化原罪”：一方面是“专业”限定了眼界所产生的对象域狭窄性，另一方面是职业化支持的竞争实用主义——职业性的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意识，可能定向地误导其论证思路。
什么叫做“人文理论”及其特殊价值所在呢？【这个重要的符号学课题，当然不是海内外“符号学界”学者们有能力思考和处理的，因为今日国内外所谓符号学学者大多数已经蜕化为人文学界的“边缘儿”，不仅大面积失去主流学理界的影响力，而且其学术实践甚至于根本违反着“符号学精神”而不自知。】在海外不断听到人文学者抱怨社会忽视人文学术的重要性，但他们从来也不先反省一下自己的“学术重要性”究竟何在的问题？人文文教事业受到科技工商主流“排挤”为一事（此乃市场经济时代之逻辑性自然，非人为地特意对其加以打压之故），而人文科学自身的“不求真正的进步”则为另一事。真正的“进步”和职业行为上的“成就积累”（著作等身）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是今日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有几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因为人性普在弱点：虚荣心和功利心使其下意识地倾向于“自欺欺人”）实际上，大多数人文学者都被职业化的竞争主义左右着，在科技工商赐予的“自留地”上“互争狭小地盘上的名声之大小”！这就是我一贯所说的：今日世界人文学术职业界在其治学观上已完全以“求利”取代了“求真”的时代现象（此与古人所说的“义利之辨”道理完全一致）。【一个深刻的观察是：狭窄专业内的技术性“求真”行为，在解释学上可能相当于在人文学理世界整体内的“求利”行为；同理，技术性的“严格”也就会在职场内被误认为即是思想上之“求真”】一门可能的“人文理论形态学”（应当是理论符号学的新分支）会显示，今日人文话语的“理论制作”，某种意义上可比喻为“理论术语组合术万花筒”，即可将历史上积累的各种“理论修辞术话语”任意搭配，以造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类“言之成理”效果不是根据于真正的“科学理性标准”实现的，而是根据于其学术思想市场上的一时“可接受性”确立的。某种“理论形态”一旦获得市场“使用价值”即成为专业职称上有用的“学术工具”，不仅达至一次性“学术的成功”，而且可成为继后“成功”之基础！不同学派、不同专业的学者专家们的彼此“争议”，表面上在进行“学术辩论”，实际上不过是各自呈现着自身“理论形态”的修辞学吸引力。【当德里达和罗蒂等在人文理论界力排客观真理观后，修辞学之成效遂被视为最终（真理）判准，而此一倾向则进一步导致将此“准科学话语”演变为“准文艺性话语”，以使其更便于（更“合法地”）发挥纯粹修辞学吸引力竞争功能】
正是由于提升了我们的价值观与认识论关怀的层次所可能引生的“宏观视野”建设，才可能使我们对于“现代西理”采取所谓“三原则”态度；由于区分了战术层的技术性理论价值和战略层的思想性理论价值，我们才不至于由于前者的必然长期处于较低层次而产生的研习忠实性之必要，而误以为在后一领域也必须对之亦步亦趋。也正是由于此一战略性思考的（仁学）智慧观，我们也应重新调整在“现实学术”规划或学术战术层内对待西理知识研习规划所应有的“适切性”，后者尤其表现为：不必按照西理现行制度化规程拘限我们自己在西理知识习得上的深广度。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许多著名经典中的西理成就都仅只是阶段性的、尝试性的、甚至于已证明为具有偏差性的作品，因而在对之进行研习时首先应有一个相应选择性和程度性安排的合理限制意识。这样，我们可不至于由于盲目“崇敬”或“误判”而以为任何经典都应当像原作者或西方学界同行一样程度地进行介入和运作。此一“西理介入”的合理性设置，应当在我们的总体规划（这就要求你先有一个总体规划观，也即先有一个宏观视野观）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的删减”，也即不可随意陷入某些文本（特别是那些对于原作者也是显然尝试性的）之“艰难复杂思惟泥淖”而不可自拔，甚而会以为这样的“忠实跟随原本”是严格治学所必需者。我们的“诚学”观必然是讲究关注全局性、实践可行性以及长远目标性的。在此意义上应该明确，对于同一西理课题对象，西人专家的自我合理要求与中方相关学者的合理自我要求不必完全一致。（因此就不须时时处处被所研习的西方专家之技术性深度过度所“绑架”，或者为其技术性艰深所“震慑”：并不是一切技术性的sophistication 都是对我们“有用的”，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用上看）此间，对此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在中西精神文化传承史上本来就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因此正当的实践法应该是彼此取长补短，分工合进，因此在各自专攻的方面和程度上也应该体现这种“课题分工”、“思考类别分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例如，某些过于抽象的人文理论思考课题我们应清晰地辨识出西方同行可能具有的“优越性”，并满足于获取其在先的理论化创新成果。同理，我们也有自身的学术思考方式的“优越性”，或可供西人借鉴研习。（至于他们如因“狂妄无知”而轻忽这种反向学习的需要，那是他们的损失，与我们的学术建设事业没有关系。）
为什么直到二十一世纪时我们才更明确地认识到这一世界人文理论发展的主要倾向呢？全球化渗透到社会文化的一切角落。多元文化论这类肤浅文化观更有助于人文理论自由主义之泛滥：只要职场成功，就是“学术真理”使命之完成！这是一个人文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商业主义等彻底贯彻的时代。此三大主义今并有效地体现于、运作于文教学术高度标准化、制度化的情势中，（职场内）“求成”标准取代了（认识现实的）“求真”标准，而只有后者才可能促成学术界朝向根本和方向问题的反省意识和批评意识。求成取代求真的过程则体现为（前已反复论述的）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求严”标准来取代思想性和识真性的“求实”标准。人文学术理论思维遂被普遍地加以技术化了【在认识论大方向上表现出的的“文艺化”和“机械科学主义化”，在具体课题实践中表现出的“技术性标准化和严格化”】。专业技术性的理性化产生的“逻辑性美感”形成了一种“真理相似性外观”，此一技术性层面产生的“逻辑美感”及其相关规范性限定，共同产生了一种学术实践过程中的附带心理满足效果，后者成为一种附加的专业化实践动力学的支持性因素，足以导致业者在职业制度化功利主义大方向下获得一种客观上稳定的实践行为惯习。于是人文学者理论家们可习惯性地安稳生活于“职业大家庭”里，并解决了职业化带来的实用需要满足。此种双重“超稳定性”（职业化智性生产规程限定性和学界专业化技术性的成就感）虽然有效地解决了“生活的问题”，但并非同时解决了“科学的问题”，现代化的人文理论家们于是生存于此自瞒性的双重价值观内：自以为在充实精神性真理思考事业，实际上却不过是在以此事业作为自身谋生之手段而已。
如果我们扩大了观察和分析的“眼界”（语境）和方式（如在伦理学、符号学和解释学层面上）就会有意识地“洞识”到当前许多西理学者的此一相关的实践学“两面性”：专业技术性的积极成就的实用性和观察、思维、判断方式的呆板性。本人最新尝试提出的一个判断是：除了上面指出的优缺点外，人文理论家们，由于其制度性规范及程序的“长期固化性发展”，其对于学人的专业研究成果为一事，其对于学人的“一般思维性向”产生的系统化限定性为另一事。换言之，专家们趋向于“定式化、制式化思维”，即不仅是按照其专业既定规程进行思维，而且由于此规程本身的限定性和规则性，其“眼界幅度”及“测试方法”也自然而然地趋向于 “轨道化思维形态”。【有如“泥法者”观察判断事务仅以规定的法条为“语境”和方式进行断案，却可能脱离了相关具体现实社会环境；也有如“泥教者”离开了人性本能和生活现实而处处按照“教义”条文对思考对象进行“衡量”或“吹毛求疵”。后者或将此教条主义比喻为有信仰或信仰坚定，其信仰之坚定与否不论，而此“信仰至上论”往往掩盖着其信仰赖以运作的背景操作功能之隐形存在】当你和一位理论家谈论他的专业时，他自然会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可谓学术专深。但此类专业式的“文本化专深”能够成为人们在不同语境内进行现实判断的认知工具吗？当然不能！所以“教授”也可能不是“见识高超”的代名词，而仅是其“专业文本熟悉者”的代名词。【符号学本质为理论性跨学科的道理即在此：单科知识未必能充分处理该专科内的问题，不要说处理其他专业和整体领域的问题了。】
按此经验我们再来看中华学界西理学术或文教方向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获得了大量现当代西理知识，却并没有区分“熟悉字面”和“掌握理论”二者之间的区别。由于上世纪“中叶50年”（即抗日战争开始年起）的两岸四地与现代西理知识的全面的或局部的疏离化，我们对于人文西理的认知，除了自然科学理论方向的人文理论研究外，大体停留在“熟悉理论字面”和“欣赏推论艺术性”的层次上。对于此种现象，业者一般视之为当然，因此种程度已足以应付国内、界内的职业化需要，因此均不以之为意。此种实用性“满足感”还牵连到对于西理原本状态的绝对信任，回国留学生们在世界人文学术舞台上甘居次要地位，固必以“导师学术”为自身治学之标准和根据，以之作为自身学术其来有自之标榜。我们以前常常说，舶来主义治学观的一个结果是：这预示着中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人文科学部分将永远属于“二等公民”。本文则进而透过此一国内现象直指其“本源”自身的问题，以期试图消弱对于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前途认知的一种“二度盲目性”。即我们的宏观视野建设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正视”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世界的“真相”为何？中方人文理论学者于是面对着的是（如前所述）双重的（而不仅是单一的）认识论/实践论挑战：（独立）研习西理知识和（与西人一道）批评西理知识。如此加重对于学界趋向的挑战性程度，正是要纠正学界青年的一种盲目“自信心”（由于个体自身欠缺“宏观视野”而易于形成于学界现实职业圈内的、并因受到专业圈内集体性认可故可稳定被接受的、一种“集体治学自信心”。而当身处职场被人为地加附上等级性“高端”标签后，其自欺欺人性并可加倍膨胀。其实，人文学理之实践学质量，与职场等级（哈佛耶鲁之类）规范性根本没有关系!人文学术职场的“权贵化”是阻碍精神思想学理发展的最大障碍。职场上的公认“权贵”其实恰恰是阻挡自由理论思维之主要“关卡”）。与此相反，有效的宏观视野，一来可有助于青年学者超越国内学界情境而真实地认识自身学术的实情，二来进而可超越“现行中西学术关系格局”，以直视国际主流理论学界之实情。前者属于“现实学术”实践范围，后者属于“宏观视野”的远景参照范围。心目中有了后者，才知道如何调节前者，即用批评性的“理念”作为职业性“现实”的学术战略性标准。此一说起来不难理解的观点，按照百年来的文科留学生文化生态，其实并不容易达到。不是此一认知本身有多深奥，而是今日海内外的功利主义导致留学生们在观念上“不敢”并不愿越雷池一步。不敢，因长期以来留学生们的“做好学生”的治学传统，使其按部就班随大流已足；不愿，因几千年“读书做官论”传统意识使其毕业后宁愿将其“洋导师学术”奉为圭臬以作为本人在国内追求毕生职业化发达之护身符。今日“致良知”口号的深刻意义在于：期待其有助于人文学者能够超越功利实用主义而回归于“心术本源”，从而可重新规划和建构自身学术实践中的战术与战略。为此，唯有具“良知初心”冲动者可为之。我们在此是指，历史上在大多数读书做官论的腐儒之外仍然代代出现过真正的“读书种子”，他们不以学术思想作为职业化谋利工具为足，而是亟思提炼心身修养以便日后或可大有作为。（至于历史上看，他们大多数最终卒难真有作为一事，则属另一历史性现实问题。此处我们所论者仅相关于其“心术境界”本身）。从中华精神文明史（这是和封建主义儒教政治史不同的另一平行展开的精神文化史）经验看，历来均有少数“读书种子”勇于不甘其世俗性存在，此正为中华精神文明传统的“历史基因”，故可有理由期待其今日仍可继续传承下去。
由于本文开篇提到的今昔“综合语境”不同，如前所述，今日读解历史文籍时应该有一个“语境换挡”（此即我所说的“历史解释学”方法之一）意识。民国头二三十年的文科留学文化的意义和当今文科留学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根本不同。今日我们对于文科留学文化的作用应该增深思考其多方面的功能与效果，不可再沿袭百年前、七八十年前的社会文化情势进行类比。（此一现代化教育学问题此处不拟深论）总体而言，如前文所述，对于同一专业，理论上说（当然排除了学术外的社会因素言）文科留学的价值与国内研读相比，差别已经不大（甚至于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在新时期初期最先获得留学机会后回国者因一时具有的外语优越性（这些“优越性”还带有文革后新时期初始国内“外语训练班”特有的时代特性），不久之后即会减弱或消失【如已故吾友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君当初即力言，据其观察，就文科理论翻译言，出国镀金者的翻译能力实在难以恭维，这不是什么翻译技巧问题，而是原文理解问题。而按我今日的理解，此一现象的要点在于：西学理论的把握功底主要在于“研读原本”，而非在于“口头听讲”，而前者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此一趋向，随着中学生的外语能力的提升，必将日复一日成为国内研读世界人文理论的主要方式】。但是本文着重提出的重新反省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的得失问题，还不是从这些实际方面着眼的，而是涉及到一个基本治学观的问题，此即如何免除“二度盲从洋学”及“崇拜权威意识”的心术学问题。我发现，今日反思这个留学文化心术学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中华精神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我们是要充分独立自主地认真追求中华精神文化的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与提升，还是满足于仅仅要将西理知识作为职业化工具加以利用或自我装饰？西理研究文化的功利主义必然易于导致盲目高抬国际主流权威的地位，遂仅以成为变相西方学术成品推销代理人自足【学术买办乎？勿谓此比喻粗鄙，二者在功能上岂非相类？不过是一为物质财，一为学术财罢了。此一现状还远远未被充分体认，因为时至今日大多数人文学者尚难以在研读原本基础上做学问，故对于能够“翻译原典”者含有某种自然的“敬畏”，而不知“以译代研”实为一相当容易的功夫。此一业绩与人之知识程度及思考力关系其实甚小】。（所谓“全盘西化”者，其失不在于其方法，而在于其心态，此心态不仅必导致其“甘居下流”，而且导致其[为了竞争取胜而]“弄虚作假”）我们再进而深入此种学术实践生态的心理背景看，此种学理舶来主义者最易不知不觉间养成一种“学术实践势力观”。正如新时期以来不少“知识精英”初具外语条件后即纷纷探寻海外“名人名著”之“品牌商标”，以便借其名势而分享其国内的“次级名利价值”，此种动机并可发展为留学之后建立国际交流渠道之方便，即借洋人之“名势”作为壮大自身山头之策略。如果仅只如此，亦属人情之常，后果还不至于过于严重，不过是“沾光”而已。可是在此我们遇到了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现象中的另一侧的相关问题：对方不是“吃素的”，可以说不少人正在窥伺主要由留学生们所形成的的国内市场方向带来的机会。这个“机会”指什么？不是简单地像物质商品交易似地去寻找市场获利机会问题，而是将本身学术理论带入一个现代人文学理认知尚不成熟的他国学界环境后所导致的次生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总体效果问题。后者则直接影响到中华精神文化的发展大方向（具体言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大方向）。而按照文科留学文化生态，这样的趋势并非难以成为现实：因为对方有此意愿而我方有此环境，二者岂非一拍即合？这是人文学术崇洋媚外风气的直接学术性效果。现在我们再来看本文开始陈述的当今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的发展困境问题，就不难把握本文的旨意所在了。如果洋导师方的自身有缺欠的学理知识及偏颇的思考方向，意图利用中土弟子方学界的崇洋媚外大环境，而将其学大幅度地“移植”于中土人文学界，此种学术思想移植之效果将可在后者的特殊环境内连续“自动增值”。为什么？因为人文学理的非科学化发展使其易于成为各种“功利主义”运作之工具，此类舶来品将不一定以其内在的学理价值，而是以其经过“土洋共同运作下形成的”使用价值之决定机制，在功利主义环境内发挥其永续性的准支配性功能。为什么？因为各方都着眼于其所增附的“名势价值载者”的功能，而非“真理认知传布”的功能。此类学术功利主义因为运作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语境内，必定以其“国际标准”作为衡量之手段，以服务于此“买卖双方共治之名势产品扩张目标”。此时学界仅能按照参与者在职场内“势力”之大小“论价”，功利主义学界则可进而导致洋导师方的五大优势（人种，国籍，学历，成就，名誉）所支撑的此所谓 “国际标准”成为中土学术山头营建的前提之一。
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国际人文学者人人以推销自家学术思想（学术商品）为其参加国际交流之目的，并视中方绍介洋学的工作为“弘扬西方文化、文明”之贡献，迻译者和介绍者被视为因崇尚其学价值而为彼国文化传播尽力。这样的学术“本国主义”实际上主导着各国国际学术交流政策的方向。【我于九十年代在德国获得德国多年慷慨的科研资助，从“现实角度”看只有对之感激，而从德国哲学倡导的“理念”层次看，其学术资助政策本应采取“国际主义”或“人类主义”，即用德国的资金支持人类共同的学术事业，而非用此本国资金具体地支持本国诸个别教授的私利。自然因此与之发生意见冲突。幸而最后在赢取基金会出版编辑费问题上，我毕竟以我采行的“人类主义观”说服了他们继续为我提供了出版编辑费。】在现实学术层次上，从效果看，翻译和绍介彼国学术的确是客观上在“弘扬”该国学术。但从“动机层”上看，我们译介彼国学术理论其实纯粹出于自身的学术思想建设需要，而并不是“为了协助彼国弘扬其文化”。作为当代法国理论率先和系统地中国译介者，我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中华学区和我本人求知的需要，虽然客观上获得了法方学者的“感激”，但如果他意识到我这样做最初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先是为了我们自己，之后是为了人类整体学术事业）而学习和推荐此国彼国学术”的，西方学者应该如何看待呢？西方学者，特别是当事人，是同样高兴呢还是减少了“感激之情”呢？如果按照学术为天下公器理念，当然应该是前者，但现实学界人们往往表现为后者。再如我在译出老外理论书时，从他们的感谢致辞看，他们多多少少将我的行为看作是“对其本人及其学术做出了贡献”，此工作是“为了他”而完成，而实际上选择并完成翻译该书可谓百分之百是为了自己及国内之需要（甚至于是：利用其人之“成果”以丰富自家之知识；反之也完全一样）。那么这是不是含蕴着另一种自私主义呢？按照仁学，不是的。我们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建设需要而工作，而选择，而奉献。之所以说是为了“自己方”，那是“学为己”之意，因为认为我们特别需要补充己所不知者，正如老外如需要而欲补充他们所不知者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热情给与协助一样。
在此让我们再进一步剖析此微妙心理：译介某人作品之“效果”有二，而非仅为一。他如想到此一工作给他带来了较多利益，他当然感谢你，但如当他认为你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知识收益从而有可能在同一领域与其发生“对峙”，他就会立即产生某种微微“不合算”感觉。特别是当作品本身是相关于第三人思想之时。这是当今学术个人主义最荒谬的表现之一。只有亲身参与此类“中西理论”交流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触及此类心理波动：当思想原创者不是该作者时，即当他和你一样是研究该第三人原创者时，你的翻译过程当然也是向此作者和原创者同时学习的过程，而后两人在此交流关系中的“思想贡献比例”却大为不同，作者当然比翻译者花费了更多功夫来克服理解原创者作品之困难，而翻译者则因该作者之此种“解释性成就”而方便了对原创者理论的掌握。此时，当作者和翻译者在面对着同一原创者作品时，显然是翻译者因作者之在先劳作而受益良多，而此“益”是指读原创者理论的掌握深度。在此过程中，正是作者的劳务帮助了翻译者，对于掌握原创者理论的目的而言，显然是翻译者成为最大获益者（如作者花费多年研究原创者作品的成果，可被翻译者短时间“获得”，而“所获得者”是指原创者之成就，而非作者之成就。该作者可能主要成为了翻译者获益之“拐杖”！这正是该作者可能突然感觉“不爽”之原因）。而如果此最终效果（导致翻译者“增知”）还特别有助于翻译者在自身另外的其他研究计划上受益。该作者的“自我利益得失感”将进一步复杂化。那么此种微妙关系是如何“暴露”的呢？例如当该作者觉察到翻译者的个人计划与思想方向与作者甚至于相互对立时。秉持个人主义的作者会顿时感觉到“有所失落”：因为1) 两人的研究对象相同，翻译的效果主要是弘扬了原创者思想；2)但 正是该西方作者的辛苦在先研究之成果通过此翻译工作而首先为中方译者掌握，而此西方作者的“作用”竟然是有助于中方译者发展其与作者思想方向相反的一种研究方向；这样一来，作者岂非在跟自己“过不去”呢？（此项知识之传播最终反而有助于翻译方发展与西方作者不同的、甚至于相反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当此作者感觉到译者及中方读者最终仅只将他看作一个也是他人思想的读解者时。作者岂非也就成为某种对于原创理论之纯粹技术性解释的供给者。此例发生于三个个体学者之间，三人是：西方原创者A，研究A思想的西方作者B，以及对于同一西方原创者A进行研究的中方翻译者C；例子内容是：C翻译了B的研究A的作品，但后者的内容是关于A的思想理论的。如将此种微妙三角关系扩大到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间的学术思想互动关系来看，随着“学习方”自身眼界和目标的不同，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谁向谁学，谁从中获益，其中还涉及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技术性利益和思想性利益等含混复杂的“算计心理”。一些西方学者在“衡量”中方译介者的“适任性”时，此适任性不仅相关于译介者的西语及知识程度，而且相关于中方学者的“学术实践方向”。如果彼此大方向不同而仅只在一阶段性计划中相互一致，西方学者对于彼此合作适当性方面的“犹豫心态”可能产生于：“我犯不上帮你成就你个人未来的其他独立学术计划！我犯不上帮助你‘利用’我自己的思想成就来满足你的阶段性知识需要？”西方专家当然要“物色”全心全意在中土以传播其本人思想成就为志向者。
以上一段关于中西学者学术互动关系心理的推测性判断看似“琐碎无聊”，其实可从当代学者内心深处察觉知识分子心态的时代性演变：个人主义的发展导致商人是得失算计，从而也可间接反映其学其理构成之动机及方向。按此我们可更细致地体察当代人文理论话语制作之肌理及功能。我在此将西方学者的这种“算计心理”视为战后人文学术功利主义精神膨胀的结果。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结合，遂成为阻碍他们像战前西方思想家那样较能朝向纯粹真理世界前进的关键性因素。但是我们的文科留学文化生态如何呢？其导师方岂非就是在将他们视作传播其个人学术思想的“更为适任的媒介”？学界“职场伦理”会认为弟子方应该“忠实于”导师方的学术思想传播。而我则主张，我们应该批评地研读一切重要国外主流典籍，包括导师的学术思想，目的是为了完成我们自己的“学为己”目地。然而，留学生文化必然广泛受到所谓国际规范的影响和规定，包括对于当前世界人文学术界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人生观的影响。如果在回国后通过自身在本国占据的官方授予的优势地位而将该“国际标准”和“学术风格”传布于国内学界，既作为巩固本人在国内占据业界权威地位的手段，并作为参与巩固和强化国际学术权贵间的学术市场营建，
中国未来的人文科学事业努力必将付之东流。
更深入一步看，此种根植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化本身，并在全球化时代（在科技工商“兢利逻辑”全面扩散下）又进一步强化、深化了的“学术个人主义”，自然有其来自本身的历史文化中心论的背景和土壤之滋养。在其战略层上，此一文化本位主义固不必言，而在其战术层上，与此文明-文化本位主义“在运作术上”相配套的即是个人主义——实践者个体（个人或团体）的学术成就追求人生观。后者包含着两个方面：在三千年连续发展的思想史基础上进行的个体自身继续的创新以及此创新成就的全球性影响的推进。这是两件事：一者为学术内容的实质性“成就”，这是被认为只有在其本域基础上才能有效完成者；另一者是此成就的“被承认、被信仰”效果在量上的无限扩张。要点是，后者的相关“参量”并无关于他人对其成就之有效掌握和正当运用，而是实质上主要相关于对其成就的“认定”和“崇敬”。换言之，当其思想理论“传播”时，真实的（也许仅是下意识的）目的仅在于产生“认定和崇敬效果本身”（自然包括对其“原创性产品”的各种因地制宜的“应用”以及从而产生的“名利收益”）。其个人主义（可比喻为私人企业家，请按此比喻对此学术交流关系的性质进行“真实的想象”）的运作战略必定包含两部分：“自身制作方略”（企业家对于产品制作的“商业机密”；他当然无意于，甚至是防范于此一“机密”被竞争者或消费人掌握）和充分积极有效的商品推销术。如同学者的独创性理论的推广，但其中隐在地包含着[至今大部分藏于潜在状态]一种担心：难道他真地希望他自己的所谓“独创思想产品”的“处方”，“蓝图”被“受学者”掌握，甚至于因此而导致此潜在的竞争方[也许最初仅是“徒弟”]有朝一日以此获取自他的“智慧结晶”来发展另一种足以与其本人的思想产品竞争或抗衡的“新产品”吗？再举例看：古代作坊师傅对弟子“传承”手艺时，为什么要“留一手”？因为其手艺人人生观中的“自利主义”永远要处理一个“辩证矛盾”：既要“传承”[相当于学术传播]，又要防止徒弟威胁或超过师傅。更为严重的是：不仅要防范弟子于师傅生前技艺可能超越师傅本人，甚至于要防范弟子于师傅死后可能超越师傅！个人主义的“师傅”可能还须对其本人之身后“万世名”进行生前布置呢！竞争主义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人生观吗？
为了解决上述比喻中的学术实践之“辩证矛盾”（洋学既要传播和不断扩大影响，又要防止其“效果”引生异文明地区“受教方”可能因此研习成为而有朝一日自身理论之有力“挑战者”），在几十年的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中，洋方（已被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自利意识浸透心灵者）也渐渐积累了其“国际交流战术性智慧”经验：理想方案即首先寻找（找对）自家产品国际推销的“适任推销员”。这个合格推销员须具备：a)对自身产品的基本领悟力（语言+知识）和忠诚度（实为知识上对自身的客观依赖度）；b) 但此领悟力不可达至足以与其抗衡的程度，其信任度不可发展至明确的心态独立性；c)  此一源自在先“师徒关系”的继续推销代理关系，必须符合代理推销者的本人私利（学术“买办”在其本国之名利收益，必以持续高颂此“洋背景”之权威力为基础）；d) 推销区应有长期稳定的“自卑意识和高视老外的历史环境”（实为：权威者需要特意高抬老外以实现其在国内“拉大旗”以自强之目的；“高视之”其实是为了“利用之”）。
按照以上例解，读者即会想象到（此意我几年前已经谈过，而如今之认识又进一步强化了）为什么我会关注“文科留学文化”（主要指理论性专业；本文所说的“文科留学文化”为广义泛指，其实包含一切国内“西语界出身的人文西理学者”）中掩埋着的一种“集体潜台词”。上述四点岂非全部适用？其中关键者为我一贯指出的两点：平均研学程度的“必然低层性”（这是“文科”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中的固有现象，当然不是缘于文科留学生本人的责任）以及回国后普遍受制于“职场功利主义逻辑”之制约。二者的“合力”即反映为上述四条件之合力。结果，海外学术产品制造者和海内同一学术产品推销者，由于都采取时代个人主义-自利主义治学观，彼此必然成为天然理想的“伙伴”（partners）。如果按照仁学伦理学的治学观，此类问题根本不应存在。【本来，留学文化和外语背景本应成为积极学理实践的“方便”，本应是最为正面的正向治学的条件和能力，现在却在百年来历史变化环境下，却大有成为以之率先进行名利实惠追求的“方便”！这是一种难以为人容易发觉的时代文化之“隐秘”！因为，何处不是他们看似最具“优势”呢？此一“辩证表徵”又岂止是关乎个人学风问题的“小事”，而是成为了一桩关乎中华精神文明前景之“现代史大事”！他们自己对此并无意识，因为他们身处的海内外“优势环境”遮蔽了他们的深层睿智。当秦家懿和余英时在几十年前港台大陆综合背景下表现出来如此的学术自信与自傲时，其经验主义的“眼界”之自我窄化，岂非可代表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价值观局限性？其“国学造诣”并未触及人类精神文化之前沿为一事，其“人生志向”满足于在西方校园获一席之地为另一事。】只有仁学价值观才会真实坚守学术思想为“天下之公器”的古训，其所谓“学为己”原则，正符合于“为真理而真理”原则。个体之人文学理努力必然应视之为人类共同精神思想史努力之有机部分；所谓“有朋自远方来”正是为了共同分享“人类真理”之“道”，怎么还会在学术交往中计较“谁占了谁的，谁沾了谁的”，而今日在此领域内的“智慧产权”观中岂非潜在着一种“反天下公器说”？我们须从此全球化时代的全新历史文化格局中重新思考中华精神文明重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问题。所以才会进而辨析说：我们认真积极研习他国文史理论的“目的”主要不是出于为了协助他国弘扬其文化的动机，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发展的目的。因此我们必然要按照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最恰当的方式来研究他国学理。而当老外为此可能责难我们岂非怀抱另类自利主义时，他们又发生了误解。其实我们坚持的独立自主治学观（它必然表现为对于洋学洋理的批评观）正是符合人类共同真理追求之目标的。正是他们的个人主义在违反这个地球村时代更应发扬的普适人类主义标准，我们是为了坚持这个（仁学人本主义的）标准才需要与他们保持合理的“实践观距离”。其实我们更为深刻的“大公意识”（以我长期与西方人文理论家来往的经验，他们今日最为欠缺的就是这种人类一体的人文学术实践观意识）在于：正是出于人本主义和人类主义的仁学伦理观，本着“当仁不让”的士精神故训，我们才需要不顾任何一种现实困境而能如此积极地研习人类全体知识成果，但根本的目的正是在于使之继续朝向正确的、创造性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发现了今日国际人文理论主流的“危机”状态，我们才更加强化了“中华士精神”之力度，此一民族精神意志力强化的表徵正在于（老外对此全然不解的）：正因深识民族历史现代化以来自身知识的缺欠所在，才勇于从基本做起。（阳明学之本质即是：“回归此基本的基本——良知与知行合一意志论”）因此不能因为我们的现代人文科学知识落后就甘居于世界精神科学事业之下流。
此一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的危机绝非区域性的课题，而是也同时反映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危机。西学理论的危机之本质可验证于：尽管二十世纪以来其活动形态历史上空前地丰富化了，却越来越暴露出欠缺实在的科学理性潜力以面对人类历史新阶段出现的特大问题：人类精神的唯物质主义机械化新趋向问题！更准确说，所谓理论危机实指其文明传统上的总体精神力资源——科学学理和信仰体系的“精神文化合力”——之疲软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该总体精神资源内涵的人本主义（科学）和超自然主义（信仰）之间形成的张力，从结构上瓦解着、弱化着其综合理性能力及精神行动意志力。
以上关于中西人文理论互动关系问题是根据于当前国际学术深层现实所做的相关“未来演变推论”，其衍伸的论域不仅涉及到中华精神文明前途方向问题，也涉及到全球化历史新语境中的学术实践学的策略学方面。它首先涉及到如何运用符号学思维重新蠡定各种相关“思维单位”问题【之所以说北美式符号学不是真正的符号学，正因为他们的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使其难以进入此一重新蠡定思维单位的认识论阶段；我们之所以老要谈“美式思维”，因为百年来大多数文科留学精英都是受训于那里，他们势将长期利用此一“个人历史渊源”以在中土经营其整体的精神事业特权，从而将并非属于世界最前沿的人文学理成就广布于中土，以作为自身维持该假定特权之土壤】，来重新思考和规划中西精神文明互动事业。这是不断制造着一波波技术性飞跃的科技工商精英们没有能力处理的领域，虽然他们以其“科技性傲慢”根本意识不到此事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们在“文明学”层面上是应被纳入广义法家-马基雅弗利人生观大方向的；因此，他们当然是属于“物质财历史过程”的。简言之，自此以后，我们必须从功能上区分“产生者”和“效用方”，因而须将“你、他”与“我”的相互关系重新规定，并清晰认识到：凡我可加以对我有效利用者，即是“我的”，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的扩大版观念。在实践学层面上的单位定义与在发生学层面上的单位定义，应该严加分离。如举例极言之，“现象学”明明是西人之创造（发生学事实），但此一事实无关于对此事实之有效利用方的身份问题。不论谁一旦掌握了此“发生学事实”，此事实即被使用方所“分有”；不，甚至于是“全有”。对此问题，与实际思想创造者仅属“同国籍者”更无权利妄自“独占”其“同胞创始者”之“创始权”，何况在人文思想领域此“创始权”根本不等同于“所有权”。一切身份认知混乱都是源于对于“有”字内涵的歧义性加以自私自利乱用之结果。在精神文化思想领域，我们不必盲目跟随科技工商的商品世界的功利主义交易性规范与法则，来规定人文科学发展的“正义性”概念。当然，在此重新蠡定思维单位、身份定义和所有法权时，正当的实践学态度中当然要同时分清不同实践学层面上的不同“划界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发生学层面上的合理定义妄自改换为“使用学”层面上的合理定义，否则即为“思想盗窃”或“作品剽窃”。同理，发生学上的创造者或“与创造者同国籍者”如果企图人为地限制他人、他国人合理充分利用其“本国产品”，其想法和行为亦属“垄断”或“霸道”，因其将“思想品”物化为了“买卖商品”，以期将人文思想活动变异为个人谋私利之工具。这两种倾向当然都是错误的。【此间当然也涉及到一个实际的“得失盘算”问题：如果，慢慢地，洋人意识到了一种“不平衡关系”，即我们的“思维主流”越来越可把握其精神产品之精华或本质部分，而他们则很难在相反的实践中为之，于是在实践者的总体“思维运用资源”上，西方将可能有朝一日低于东方，那时彼此的精神思想事业上的“高低关系”将翻转过来。他们的文明骄傲心将被迫做根本性调整；这就是：西方文明本位主义必须以新人类文明本位主义来取代；历史上的“高低势位”亦将抹平。那么，这是什么观点呢？岂非这正是仁学伦理学之观点？仁学就是“人之学”，就是“人类伦理学”，就是“为人者”必应视之为时空普适之人际义理学！】
以上所论的事态与相关逻辑关系，虽然自信十分清晰，但仍然很少会为学人所充分理解或接受。这就牵扯到本文以及在先之文都曾一再涉及到的文科理论家的“治学偏见”问题。后者的误区在于不能在认识论上区辨析历史1 （社会物质性发展）和历史2（精神文化性发展）二者的人生价值观和实践逻辑学上的差异性，以及与之连带地不能辨析现实学术与宏观视野的思考层次与角度的差异性。前者的偏差表现在学人不能区分两类功能不同的“课题系列”，后者的偏差性表现在不能区分职场制度内的“客观要求”和伦理价值观上的“主观要求。”二者分属不同的心理关注层级，而全球化时期的职场文化必然是朝向于“实用利害”的（当然，无人否认：连“柴米油盐”这样的最低层物质性对象都不能排除，当然更不可能排除解决学人生计问题的职场文化关切），而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即使在未来大部分劳务将由机器人承担的时代，即使在未来由于大部分人口的“惟技术化训练”而纷纷成为“准机器人”时代），人之所以为“人”，仍然不可能摆脱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生存需要（这是机器人和准机器人永远不能取代的）。而此一“成人学”（成为“人”之学）即仁学，它永远不会从属于任何“物学”。可以说，人学与物学，彼此“术有专攻”，不可彼此取代。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在职场规范之外构思和营建真正朝向精神文化世界的目标。所谓宏观视野的必要性，也即古人所言“取法其上仅得其中”智慧的深化版。你心中如无此“上”，那么何来其“中”呢？既然为求得“达中之上”，自然仅需视之为高悬天际之“法”（人类伦理理性），其“建设”涵义在于其方向定位、目标意识和渠道有效。此后三者之“高要求”不须混同于任何职场实用主义格局，因此这是好学者（即“好仁者”）在理念信仰上可以达到的人生精神实践内容，它们并非属于虚无缥缈一类的幻想世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教导含蕴着多么深刻的朝向理性主义的民族性真理意识！此一“民族精神密码”预示着中华民族精神本质的内在科学理性基因之历史性存在）。
以上所谈，绝对不是出于什么国际间的争强斗胜或意气之争之念，而是基于对中华精神文化与人类共同人文科学齐头并进发展的理性思考。【可惜洋人的制度性、结构性个人主义使他们普遍地欠缺了此种伟大的仁学治学精神，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劝勉，[因为：他们都已成为“法律人”或“制度化思考者”，故只相信即遵从既定之“客观法则”！] 而我们所能够关心者为：不能因为百年来的崇洋媚外人文学术环境和建立在留学文化基础上的“学界权势跨国垄断局势”而阻碍了中华精神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潜力。】这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以及百年来形成的崇洋媚外环境，使他们分辨不出你对其学术在某技术层面上的重视和你对其学术在其他方面的保留（甚至于批评）态度的合理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文化认识论的严重挑战面前——中方既需要长期追赶西学知识并在此实践中必然长期处于“学生”地位，而另一方面又须继续超越西学认识论-实践论框架并克服其缺点，以便营建自身未来的独立治学方向——，两千多年前的仁学人生观和学习观为今日我们预先准备了价值观和认识论的“指南”，此一人本主义伦理学方向的学术理性指南，可有效“插入”或“介入”以现代西学为主流的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战略之中。秉持着此一中华精神世界（非指其物质世界）独有的仁学伦理学价值观，我们遂有合理的“智慧”克服此一认识论- 实践论矛盾：即在战术层次上诚心研读西学人文理论知识，而在战略层次上“合理跳跃性地超越”西学之整体格局。这是一个相关于学术实践学辩证法的问题：一方面在战术层维持“可相对满足实际需要的”认知西理程度，另一方面在战略层上依靠仁学伦理学提供的“宏观视野”理念来超越西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藩篱；换言之，如前已述（本人几年前在西北师大讲演时提出的“西学理论实践三原则”，今已无数次重提过），在学术技术性层面上要保持研读的忠实性，而在学术思维大方向上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今日海内外对此二者无不认为是二为一体，以为必须使二者保持实践学一致性，而我们的实践学辩证法则要将二者加以智慧性、合理性的分离，并在此合理的“距离化”实践中构思我们的全局性“宏观视野”。所谓宏观视野观念，可以个人或集体为本位设想，也可从民族文化传统整体发展角度设想。而更深一步看，此一中华精神文化发展的新仁学观，实际上具有其内在的人类全局性，因此最为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人文思考需要。因为全球化今日，中华精神文化的发展前途，与世界精神文化发展的前途，应该是充分一致的。也只有因为具有此种中华与世界的一致性，我们才可能有效地谈到中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有效影响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中华传统本位的全球化人文科学发展观，可能为受到国际人文学术训练的留学生们理解和采行吗？为了在国际面前显示其兼顾中西的规模，他们自然地会采取现成的泛汉学路线，和国学界的“走向世界派”同样采取与西方汉学合流的途径，即以中华传统学术的资料性积累配合以装饰性的西学理论补充，以便仍旧可以因符合“国际标准”而被纳入国际人文学界。而我们提出的宏观视野立场则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努力与国际标准一致，但在思想性层面上则须与“国际标准”保持合理的分离性，甚至于价值观独立性！为了贯彻这样的理性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重建事业，第一步的第一步（形成有效宏观视野的第一步）则是“学术良知”意识的培养和践行，这是一种中华历史特有的实践学的“心学传统”，而不是由西方文明创造和带动的自然科学之“物学传统”。新仁学和新阳明学之所谓“新”绝非暗示要改动此传统思想本身的内涵和结构，而是要调整其现代“运作域”范围和充实其现代化方法论内涵。此种中华文明本位的新思考已经是完成了第一阶段（在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汇通后的产物。（不过，此一中西汇通组合方案与由西方专家们规定的国际流行的方案不同）那么这个“第一步”具体指的“心术”是什么？应该是仁学本位的学为己人生观，其外部表现主要是绝不趋炎附势！包括国际人文学术主流之“大势”。中华文化体内的新“士观”不可能再体现于社会政治界，而是必然转化入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艰难和急待解决的世界人文学术理论革新界。所谓“士精神”就是一种“抗势精神”（此为孟学之核心），在古代此精神体现为社会政治军事实践领域，而如今它转而挺进入正陷入价值观和认识论僵局的世界人文理论领域了。面对国际学术主流之“势”的压力（此一势头大可方便地利用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期间形成的普遍崇洋媚外氛围加以有效扩散），独立自主的中华精神文化实践者首应不为其势所屈。（买办式学术文化的特征则必是处处趋炎附势，正如传统上大家之所以揶揄“买办文化”，首先即因其必具的趋炎附势心态）在深入读解“原始论语文本”时，我们发现所谓“孔子思想”的第一风格性特征正是其言谈举止不含些微势力观。（而与之对立的法家思想的第一风格性特征则必是“仗势欺人观”。）此所以法家成为儒教社会政治成功的主导思想（历史1 ），而仁学成为中华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历史2）。因此正是后者才可能与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发生逻辑性关联。前者则与封建王朝一道永远消失于人类过去历史中了。【先秦仁学和秦后儒教之学今日之所以应该分离，正是中华精神文化史融入现代人文世界时所需的认识论转换之肯綮。】
根据我们对于西学理论态度的二分法（技术层面上的忠实跟进，思想性层面上的批评反省），我们于是看出了其学术成果本身的价值两面性：对在其专业渠道内部的明确技术性成就的基本肯定，不等于将其专业技术层上的（理论）成就视之为可作为任何课题研究与判断的现成认识论根据。同时发现，二者的混淆正是西学理论拙于现实分析判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似乎是一种“生存于”特定“话语系统”中的“自圆其说者”。正是按照我们“修正过的”符号学和解释学观点我们才进而发现，理论分析误植的结构性原因，即在于大家忽略了新时代的人文学理革新要求：人类精神学术文化到了大力全面开展横向的、综合的跨学科理论汇通时期。而该人文学界因囿于职场制度化窠臼（其“发力点”表现在学术权威准山头 [称之为独立的学派和独创的学说] 的存在和权力把持）而难以完成此一时代人文学术史上的“战略性转移”。于是，各种各样的“理论”都自以为可作为解释某种“现实对象”的逻辑工具，实际上其“证实”过程只不过实行于其“人文学术自留区话语圈内”而已。当代国际人文科学具有的“理论成就”之名势（它主要关联到学科本身制度和学术市场运作）与“现实认知”能力（它应相关于社会文化各个相关方面）的普遍分离性，来重新看待本人思考了三十多年的“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其实人所共知，学思分裂或分离为当代社会文化现象中的常态，特别是从越来越朝向深广发展的泛媒体世界中容易发现之。一方面是媒体界擅长于“根据现世经验”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则擅长于“引经据典”，诉诸于学术知识。表面上看，似乎是媒体界更为合乎理性要求（他们常常嘲笑书斋专家的固步自封，脱离实际和自以为是），但知识界也不难发现，媒体界所擅长的经验性认知往往停留于现实之表层，故欠缺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广方面的认知，从而其所谓“现实判断”往往在面对着历史复杂性局面时顿时失效。不过，特别是就西方人文理论界来看，专业学者的确倾向于“准教条主义”式的观察、思考和判断，其所据之“学理”与其现实性推断之间往往欠缺充分的逻辑性、合理性关联。然而由于“理论话语”往往可发挥某种独立的“逻辑美学式的”忽悠作用而可示人以道理上更为“专深可靠”之印象。这类纷纷昙花一现的“理论忽悠”在现代史上真是比比皆是。于是人们似乎又颇有理由怀疑人文科学理论的固有价值。（如今西方世界近年来显著消减人文学术的规模和意义即为证据之一）而按照本人的符号学-解释学立场，相关结论是：这些人文学术各科专业理论知识仍然都具有其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但它们不是可以脱离学科本位范围独立发挥作用的“完整理论武器”。如果将其进行跨学科的革新改造，理论的有效性，或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此一相关性当然须结合与现实更为靠近的社会科学知识才得以较好贯彻），就会大大改善。同理，媒体界的现实关切性，则可通过相关科学理论认知而深广化其观察和分析实践。因此，学术界和媒体界正应该开展积极有效的互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非各自为追求自身的职业化利益而怯于识认自身之短。
广义媒体界和广义社会活动界的“现实贴近性”，其实涉及到诸多不同的“现实因素”，并非即指其更接近一个笼统而言的“现实”。由于此类思想活动含有较明确的功利化动机和目的论意识，其关注的所谓“现实”尤其包括其诉诸的受众对象（大众）之“现实”：即后者之社会条件和知识条件。其所谓关注现实就包含着更强烈的“影响”受众认知和意愿的动机，此种影响他人之动机遂与自身增进知识之动机非常不同。当二者表面上汇聚为同一“现实认知”时，此一认知之性质，与受众方的上述“条件”直接相关，特别是与其知识条件相关。（媒体界关心的必须是受众“喜闻乐见”者）而当当今世界人口之百分之80（知识分子的百分之90）都是科技工商教育背景的时，要对这些基本欠缺（其中少数人例外）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大众进行“人文社会类别的认知引导”时，其有效宣表言论，岂非内在地，结构上地，必然止于通俗化程度，因而其言论本质上欠缺着深度正确认知的可能性？【传统上的误区正在于：世人以为，自然科学须待专学，社会人文问题人人可经验性地直观处理。】世人一贯把“任何一种社会人文谈论”与“对社会人文现象进行的科学性分析”混为一谈。而广义媒体界的急功近利者则偏偏要利用此种“认知范畴混淆性”来从中“取利”（如前文所谈的通过“理论修辞学”进行的“聚众忽悠术”）。例如，今日海外华人世界由于日复一日趋于科技工商化，大众对于高端精神文化日渐失去兴趣，此一现象乃是我们强调严肃人文科学绝对不能追求“媒体效应”（点击率，知名度）的实际理由之一。【此一课题与人文科学的发展关系极为复杂，须待日后专门论述】
【现举海外台湾系报纸《世界日报》为例说明。二十年来本人作为长期订户，年复一年地眼见其删削任何高端精神性的讯息作为，更不要谈，其周刊专栏中今日更无些许社会科学或精神文化方面的资讯[其所谓“精神文化”即指风水、灵异、法师、运势一类八卦]，自今年起干脆将周刊的仅有例行的三小篇“时论”也取消了，以充分适应海外华裔大众的“趣味”。与此同时，必然增加的是各类“星讯”以及各种“迷信”。这种逐年加强的“去高端文化化”倾向，正可反映着科技工商人士的“低端文化趣味”广泛地支配着文化知识市场。“畅销书”的出现亦与此有关。不过这些“抱怨”可能均属本人自身之实质上的“蒙昧无知”，不知今日世界已然根本改变。因时代的新的生活、教育、工作方式已然彻底改变了人之“心态结构”；人正朝向“准机械人”境地系统地演变着。媒体文化不过是在适应此新的社会文化现实而已。如此，倒是我们这些要求“正视现实者”在自我矛盾了！“不敢正视”此“新现实”的正是我们自己。等到现代“半机器人”将来在面对“全机器人同伴”时又该如何？“人”将不复“为人”乎？】
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人士的现实分析能力则受到现代职业化-分科化的阻碍学术领域与课题间自由沟通值得限制。对此我们已经多次谈过。在此仅只补充一点。人类社会文化现代化历史以来，“学问方式”，“教育方式”，“思考方式”等趋于规范化，格式化，效率化，其市场受取性也受到普遍的制度性因素之约制。一方面此类文教制度化方式固然增加了专业内的技术性严格化和判断力统一化，但另一方面，此种全球现代化时期无处不在的“系统性训练养成法”之实践，导致学人之思维方式也不知不觉地与其“受训练之格式化”挂钩，无形中形成了“专业本位倾向的制式化思维之特征”。这是我们在国际人文学术活动中不难发现的思维方式有效性“问题”。但因各专业人士都生存于、活动于、交流于专业圈子内，所以也制度化地形成了业界统一的“格式化语言”（包括术语，推理方式，判断标准，价值等级等）。其“现实关联性”方面的必然“片面性”（=专业化）使其极易以偏概全，是己非他。在此，我们尚未继续发挥前面提到的基于各种专业本位主义的职场功利主义因素的“实用主义限定性”呢（对于后者，“做学问”就是“求利益”，其具体目的首先即是追求 “无限扩大知名度”——社会制度性认可！）
如果一种思想或信仰体系目的仅在于向“大众”宣扬社会、文化、人生价值观，仅在于最终追求“接受者”或跟随者的人数（点击率等），手段自然多多，但均与社会文化人生的科学性研究无关，而二者在国内外均被普遍混为一谈。如此最易引发古往今来最常见的“话语范畴混淆”：信仰宣导和科学认知。前者面对大众，后者面对专家，二者截然不同类却使用着不少共同的“术语”，如“真理”，如“信仰”，如“善恶是非”等等。这些各类不同思想类别使用的共同词语，已流传千百年，可谓根深蒂固于人间，却一贯地起着混淆世人认知的有效作用【世人大多数欠缺社会人文科学知识故必然欠缺有效相关判断能力】。实际上，几千年来经验告知，“信仰”是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向任何教育程度的人有效灌输的，只要“灌输的背景和渠道”有效于人性内在的“受动可塑性”；此一数千年存在的人性“起信心理术”正有待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今后认真加以研究。但将“起信方术”和“理性信仰”混为一谈，是一个国际上至今分辨不清的问题。我们至少不能使此大众认知混淆活动妨害了我们的小众人文科学理性传播活动。
此外，当职场学术专业学者在判断现实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基于其专业本位功利主义立场从而难免影响到其判断的客观性时，媒体界以及与其密切相连的社会活动人士则普遍在其自身目的论的功利主义驱使下系统地将其现实判断与其活动目的意识杂糅一起，使其现实思考和活动设计融为一体，遂可使其现实分析与判断的“修辞性话语”作为其功利主义目标实现之工具。当然，“学科专家”更须防备的本位主义，还不是功利主义性质的，而是认识论片面性的：误以为其专科理论知识即应有资格作为进行现实判断的“理论基础”，也包括这样的“自以为是”：迷信于自身学科内受取的“专业训练”，但不进而考虑该专业与相关现实问题间具有多大逻辑相关性？我们不妨据此推测，为什么西方人文学界，特别是那些本应更具有分析判断能力的理论家们（在此再次提醒区分文科理论中“偏于社会科学的”和“偏于人文科学的”必要性），为什么其现实判断能力如此普遍地“孱弱”而不自知（其时代人为加封的“职称荣誉感”蒙蔽了他们的“认识论良知”为原因之一）？其中尤属不堪者，当为载有古代最高荣衔“哲学家”者，之所以称之为“不堪”，恰因其具有的“自以为是的肤浅心态”和“负面影响力之显著”二突出特点。这是我决意在2014年告别国际符号学活动时发表的论文对之加以公开批评的理由之一。为什么我从最初如此崇敬其学而最后对其加以最深警惕？因为西方理论家们受到“形上学-本体论”的逻辑美感蛊惑，未能按照“当代修正过的解释学-符号学”观点识认出：同一学科名称“哲学”，其古今社会文化功能已经几十倍地演变了。试看，今日该领域内哪里还有一人之“风度”可相比于柏拉图-苏格拉底时代人的？当然，也不是其人本身之过，而是时代环境几百年来已经完全改变了。历史上出于方便沿用至今的各类名称，都应该辨析其古今所指的不同内涵！这正是我们提出的“国学符号学”的主要旨意提出之因由。
当我们必须迫使自身避免自我矛盾地真实面对“真实的现实”时，岂能忽略此最直接的“现实——时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素质”？岂能忽略两类“脱离社会文化深度现实性”：一类是欠缺社会人文教育的科技工商人士及其媒体界代表之以实用性“浅现实观”取代“深现实观”所导致的结构式“一般人文现实疏离性”；另一类是由社会人文人士及其媒体界代表由于制式化社会人文教育而导致的“深层人文现实疏略性”；二者并在统一的职业化平面上共同受制于功利主义实惠观所主导的“实用现实关怀性”。在人类具有的这些现实观环境内，各种怀抱着“夺众聚势”的团体可以随意创造各种“相关于现实的理论观点”，彼此必然相互冲突（如今此类人际冲突的可能性可类比于商家产品品牌间的必然相互冲突性），或（有心人）必然意在制造引发冲突以取胜的理论话语，而世人由于上述各自具有的必属片面性的现实认知，遂自然地成为纳取不同“教义或理论发明品”的人众渊薮。【历史上，为什么同一信仰系统中总是出现不同的相互争斗的分支？因为它们都要通过某种标新立异以“利用同一系统内之共同资源以占先于其他分支”；而这样的功利主义动机却永远要打着该派比它派发现了更多“真理”的高尚口号，此一趋向至今依然如故。其成功的共同动机为：使信众以为，因此信念而可使自身“高于”同类的下意识的肤浅虚荣心。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新教义宣导成功之共同“秘诀”是：其修辞学胜义含有的潜台词是：可使信者以为仅须一步之遥的努力，即可在自身生存价值上超越同类！无论是于观念上的现世还是于事实上的来世。此种大众信仰习得的轻易性，几千年来遂出现了如此多的大小“信仰潮流”，人们并易于将任何一种“信仰”类比于人文科学所说的科学理性信仰；把任何一种唤作“真理”的流行，混淆于科学理性所说的“真理”。同一“名称”承继的几千年歧义性，遂成为狡黠历史弄潮儿加以充分利用玩弄之手段。】
【2017年12月11日完稿，两三周来“课间”叠积而成的一篇笔记文汇。】
· 13、学理析真系列-6：论国外符号学运动中“符号帝国”绰号之空疏及其潜在副作用
1）第一阶段（20年）的观察
2）第二阶段（20年）的观察
3）符号学理想与符号学现实分裂的原因
4）两个IASS历史上的分水岭：2012南京大会/2014索菲亚大会
5）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导致的学术思想僵化和固化
6）“符号帝国观”：隐含着其后国际符号学运动趋于学术衰微的一个总标志
7）文明冲突论的更深背景
8) 结语
文前警语：“学科”（discipline）今日含有二义，或作为具相对统一性的“学术性目标/方法系统”之实践基地(如一些传统常规学科)，或作为在动机/策略上具相对一致性的“学术职业化营建系统”之基地；前者的本质为追求集体学术进步，后者的本质是追求集体职场收益，而二者可利用同一套学术材料体系进行各自方式不同的分别操作，因而二者最终“成果”并不相同。学界机会主义操作者们则善于将二者混合（“紫朱之辨”现代例），并通过媒体式煽发，以“求真”之名行“求利”之实（“义利之辨”现代例）。
         **      **       **     **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人文科学界活跃发展的时期，其中最为突出者即为随着六十年代末“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成立以来兴起的“现代符号学运动”。其中大致包含着三大类参与者：a) 以法国和意大利人为主的泛结构主义思潮（如无此思潮则不可能成立该国际学会，“符号学运动”的主要内容即此部分），b)由其思想史背景完全不同的美国实用主义为主形成的泛符号思想传统（自称为该传统当代代表思想者为所谓“生物学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尽管其人欧美学术影响力极其微弱，却因其特具组织能力而成为国际学会主要的“组织力中心”，其名字并一度成为国际学会之“商标”。如无美国符号学派的介入，此国际学会也将不可能长期运作下去。因此，国际学会的“生存要素”有二：法国当代理论思想和美国组织力量），c) 以及在六十年代末欧美学运高潮后“趁势爆发”的欧洲新一代人文学界投机风格甚著的青年学人一代【他们的一般特点是：成长于“批判传统学术势力”的学界氛围中，标榜着理论化、多元化的思想方式革新，善于运作“拉帮结派”技巧和占据机构地位，并在欧美六十年代末突然发生的高校职业化膨胀大潮中趁势而起】。尽管迄今为止，上述第一类参与者始终是学会或运动的“学术资源”之中心（所谓“参与”，指其学术成果为学会始终奉为经典的材料，而其中重要学者本人从不参加学会；这就等于是：不参与学会的第一流学者，为参与学会的第二、三流学者准备了基本学术理论材料），但随着结构主义思潮本身的逐渐式微（主要学者的学术实践随其本人逝去而一一结束，后继乏人），此部分对于学会1980年后的发展关联性甚小。由美国符号学界为主形成的北美力量一直成为学会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其组成的杂多性，多元性特点，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空前膨胀，学术形态的多样化，作为“四不管人文学界”的、边界极为开放的“符号学”，遂渐渐成为高校文科理论新兴力量，在此，青年们的理论化思维兴趣和功利主义治学观密切结合（学术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异质性结合）为新的“思想‘商品’集散地”。于是，在现当代西方符号学思潮流行中我们看到两大平行存在的现象：结构主义思潮展现的人文科学理论统一化理想主义冲动，和在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学际边缘地带”出现的“后学运期”青年学者中的“以理论化学术方式谋求学界声名营建的”、较前辈学者远为世故而又更善于经营的、以学谋利的集体冲动。正是在后一类思潮运动参加者中间，人文学界新秀们，主要趁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和美国“皮尔士-莫里斯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两大“新潮”新秀们（尽管后学运青年一代本身的“新论”，几十年来始终难成气候），忘乎所以地提出了（由正面提倡者和反面讽刺者同时煽发出的）的口号“符号帝国”时代的到来。一个既平常又“神秘”的词“符号或记号”（sign），遂成为此一主要由青年一代运动参与者们所高标的“时代新思想口号（号角？）”。尽管此一兼含褒贬两义的口号颇显大而无当，但却至少潜在地成为人数加倍膨胀的欧美高校文科理论新秀们热衷于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实质推动力之一。这个一度流行而其后广招诟病的口号，在西方主流学界导致人们对“符号学”的学术价值之评估反而日渐降低，以至于“符号学家”名称几乎类同于“学术万金油”之代称。不言而喻，此一负面现象也成为掩盖了人们对符号学运动含有的真正价值部分的认知。“良莠不齐”可谓国际符号学职业圈的组成特点，而随着结构主义一代大师一一去势，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学术身份也日渐缩水。自九十年代初法国格雷马斯去世和意大利艾柯放弃了符号学理论努力以来（这正是我正式加入学会的时期），学会如其说是“新兴学术理论推动者”，不如说成为了“壮大职业圈声势的组织者”。
此外，本文不可能涉及的一个更为有趣而复杂的相关因素为：所谓“国际符号学形成学”中的早先“苏东阵营学界”的奇特介入历史。人人皆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基地的巴黎，也曾经是“东西两阵营社会科学界沟通”的主要桥梁地；主要由美国基金会支持的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即是促进此东西思想沟通的运作机构之一【该机构之学术标志为在东西双方皆享盛名的法国新史学泰斗布劳戴尔。我本人于“苏东坡瓦解”前的1989年首次成为该机构访问学者，其后十余年遂有幸对该国际学术联谊气氛有所体验。记得1989年初次访问时即赶上该机构与中国社科院计划联合举办的“现代化研讨会”，我曾受邀参加法方的相关筹备会，准备介绍中方学界情况。后来6月事件突起，此计划遂被放弃】。在此，我仅指出冷战期所谓国际符号学运动中的两个值得回顾的特征：
符号学学科，不仅成为被当时东欧诸国允许存在的学科，而且为意识形态限制甚严的前苏联允许存在的学科，并成为允许苏东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早在1988年我就在芬兰意马特拉一处紧靠列宁格勒的芬兰国际符号学基地首次好奇地经验到“东西符号学家友好聚会”的场面，当然更早在1982年多伦多符号学夏令营我已遇到不少“东欧符号学家”，包括后来成为学会主席的波兰逻辑学家佩尔慈。记得那时他还在我做了“当前中国符号学研究现状”的报告会后，代表组织方付我一百加元讲演费并问我“在此生活费用是否够？”。有趣的是，次年在蒙特利尔第十七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又遇到了他，遂知道他是一位允许“自由进出国门”的波兰特殊学者。后来他被推选为下一届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而实际运作基地则是维也纳的秘书处。我后来即是在该秘书处积极鼓动下参加了国际学会的】；
 在（概括而言）作为“结构语言学-社会学和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学”“大拼盘”的学会风格中我发现：在纳粹劫余之后的西德人文学界，与苏联控制之下的东德人文社会科学，均与战前德国人文学术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对西德高校长期访学中发现，西德的人文科学主流远远没有真正进入国际符号学主流（从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两大哲学派系对当代符号学精神的陌生中均可发现），而积极于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德国学界新秀们，其理论认识论眼光竟然与东德地区大体类似，可见战后西德的“精神科学”传统之式微。【1988年我刚到西柏林不久曾参与会见一位西德著名电影理论家。刚刚出版了《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西德电影理论家竟然基本未注意到紧邻法国电影符号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同样的，在我撰写该小册子时也曾再次惊讶发现美国的主要电影理论家们也根本未曾“消化”法国意大利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的确，重实用甚于重理论的美国电影理论，似乎不喜欢理论性思考，以至于其所谓“理论”的构成往往异于欧洲大陆】。而主要由“后学运一代”出身的德国符号学界，日后却成为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另一重要组织力量。我与该组织团体负责人，自1982年起至今，前后交往已愈三十多年了，彼此相知甚深。
然而，五十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毕竟奇迹般地延存下来。其主因有二：a）学会的实际身份越来越脱离人文学理有效交流的目标而成为了各国均有所需的学术职业交流场和联谊场；b）然而，从深层次看，由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一度形成的“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科学新思考势头”本身有其坚实的学理根据，遂隐然成为学会参与者的潜在精神鼓舞力的权威性象征（尽管学会主要人物甚少沿着该路线发展下去，甚至于美方符号学一些人[特别是西比奥克本人]日后成为对其坚决的“批判者”，虽然他们并非不知道，如无法意符号学，国际学会根本不可能存在）。
1）第一阶段（20年）的观察
我于正式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1978年所撰写的毕生首二篇学术性文章—“列维斯特劳斯”和“胡塞尔”，竟可象征着我其后40年间介入现代西学理论的两大领域：符号学和现象学。至于我在七十年代末的三年期间（自1977年夏北图开放起）所进行的西理翻译工作，则完全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方向的。自1982年夏参加多伦多大学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夏令营与IASS建立了联系直到2014索菲亚大会退出IASS后，我算是今日IASS成员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即与现今该国际学会大多数（也许是全部）理事会成员相比，也是与IASS关系最长久的学人之一。
1988年我因承担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中国部的一个“符号学写作计划”赴柏林工业大学语言学部工作（研究所计划负责人是德国符号学学会创始人和其后成为IASS前会长的波斯纳），一年后转赴波鸿大学哲学所继续该写作项目（负责人是胡塞尔《逻辑研究》卷一编者和雅克布森语言符号学专家霍伦斯坦）。完成的作品《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文）于1993年在该德国基金会赞助下于北京出版。（就其相关于当代符号学多元理论内容的深广度言，可以客观地说，超出了西方出版的、内容往往偏于一个学派介绍的符号学导论性作品甚多）。1992年开始在同一基金会支持下进行了长达5年的新的“跨文化符号学”英文专著写作计划（基金会提供了英文编辑和出版费用），并于1997年出版于法兰克福，其两卷本的总名为《解释学-符号学研究：1.中国伦理学的原型；2.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2013年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荐再版于新加坡）。在德的前一中文专著为本人关于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主流的述评（2007年人大扩大版添加了本人的符号学论著部分），在德的后一英文专著为本人关于跨文化符号学的分析。此外我还于在德另一基金会支持的第三个研究项目“当前西方汉学学术方向分析”结束后，结集了一部十年间发表的英文论文集加以出版，用以呈现中国学者以现代理论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新方向。
1989年在列维斯特劳斯推荐下访法期间，得以参加IASS的巴塞罗那/佩皮尼昂大会，并以个人身份当选为代表中国的理事之一（另一为当时因日本符号学学会的逻辑学家会长推荐参会的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分会的李宪琨会长），自此之后的二十几年间遂一直以学会成员身份参与国内外的符号学推动工作。在此期间对于国外符号学和人文学术界的情况逐渐加深了直接体验，并不断与其各方面观点不同的学者产生“矛盾”，并进行了“西方绅士”们所不习惯的“直来直去批评”。诸多插曲以往多有论述，兹不赘。
2）第二阶段（20年）的观察
在九十年代德国长期承担基金会多个长期写作项目的我，曾接获原单位通知因“长期未归”拟以“自动离职”处理。2000年我在争取到美国绿卡回国后，即开始了我在国内进行长期推广符号学研究的另一学术活动阶段。在回国前电话中被前单位领导允诺代办退休而卒至落空后，我仍然在我当时相当看重其作为符号学活动可能组织者的社科院，做了一次关于国际符号学现状的报告，希望作为具有最完全的跨学科条件的社科院能够领导这一学术创新活动。在此报告中我不得不公开提及二十年来一直未曾明言的一桩困惑：即，我所说的“符号学事业”与当前国际符号学界人士的“实际作为”根本是两回事！但是我不得不灵活地处理“需要一个运作地盘”和“维持与这个地盘支配者观点不同”此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通过十年来的密切接触和多次中外合作活动的筹划，我已经对IASS的实际情况相当了解，特别是最经常交往者都是其各阶段的各国“领导人”，并不时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故事”。详情在此亦无需多言，只须谈及一个基本的结论：该学会的平均学术水平，在当前国外人文学理界只能相当于三流而已，而其各级“负责人”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的学术“素质”不仅不敢恭维，而且其急功近利心态更是使我极其失望。我几十年来所说的“符号学”是指二十世纪具有最高理论成就的一些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家的创新成果，而他们大多数均未参加学会，其杰出贡献则成为支持学会运作的稳定学术理论基础，但几十年来学会内部极少出现可与前者相提并论的理论创新（这是一个参加国际学会者应该清晰牢记的事实。记得1988年夏与波斯纳一同乘机前往芬兰参加其符号学研究所成立大会时，他在对我提到艾柯时坦承“他比我们这些人水平高一级！”）。准确来说，的确人人都在“创新”，但其学术品质基本上停留在“模仿重复”水平上。只要谁的论说中按照“写作规范”出现了“大师著作”的引语或经典出处，即可视为有效的“符号学研究”。但是，学会主要人物的学术平平并不是我对其感到失望的主因（人人皆有学术长短，何能对同行苛求？），不断使我感到失望的是其“学风”。他们为什么要组织学会？他们如何运作学会？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一个“利”字足以概括之。于是，当我在有几个研究所的人士参加的社科院报告会上推荐“符号学”时，我是在推荐“符号学学会”呢？还是在推荐“符号学理想”呢？这是两个本质上非常不同的问题，也是我其后十几年在国内参与符号学推广活动时，时时陷入其中的“实践学矛盾”（遗憾，国内追逐新学者大多朝向于“时髦人物”，较少热衷于“学术理想”；大多想要拉国际关系，较少想要钻研学理）。因为，虽然在观念上，当然可以将二者分别清楚。事实上我也在报告中点出了二者的区别：“我说的‘符号学’是指一些‘公认大师们’的著作，根本不是指学会的‘同仁’们”的任何著作（我也根本未曾引介过他们中间任何人的学术作品），但是，学术理念的客观陈述为一事，学术活动的实践为另一事。按照我个人其前10年在西方学界的经历，当然希望完全在国内建立独立的符号学团体，一方面期望避免国际学会的弊端，另一方面（更主要地）以期避免中国符号学发展被我实际上瞧不大上的老外们牵着走（遗憾，国内朋友不大有兴趣深入辨析学理高低，而更关心谁在国际上有势力）。但是我当然也知道国内学界“崇洋媚外”气氛根深蒂固，如不“拉洋旗”忽悠就几乎寸步难行。不仅在国内必然需要“有势力的国际学术组织”的支持才能行得通，就是在国外，如此多职场人都需要“国际组织”以作为个人学术职场竞争的“组织力奥援”（即使此类“奥援”基本上不过是“忽悠”，而对他们有个“忽悠”比没有“忽悠”要踏实些）。这是当代泛市场化时代的“学术社会学”的基本特色之一（尽管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学术职场之现实”）。
本文不拟详述几十年来我的国内外符号学活动的诸多细节，本文主题主要在于论述国际符号学学会同仁的学术水平实态及其学会活动风格。以上说明，应该可以暂时使读者明了为什么我总是也要用此使用相当庸俗化的“学科标志词‘符号学’”来表示我所认为的符号学创新学术方向之“理念”，而同时又不得不用同一词指其作为学会集体及其带头人组成之机构及其活动之“现实”。前者用以表达我的学术思想方向所指，后者用以表达我在促进学术活动时采取的学术实践场地及步骤：即不得不通过“现实学术组织活动”来表达“未来学术理念”。但必须明了：具体学术组织并不等于学术理念！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很少有人将二者时时分别清楚，而国内学界因为追逐时髦，更是毫无兴趣区分二者，甚至于其“最真实的志趣”恰恰在于介入“后者”（“加入国际学术集体”），而非在于朝向“前者”（追求高端学术理想）。因为，前者甚易，后者甚难！此类现象，十几年来我已经积累了大量记忆和经验，终于最终认识到今日国内外大多数人文学者其“第一兴趣” 在于“以学谋利”（不否认其存在有部分地、但难以充分践行的“第二兴趣：以学求真”，而后者却并非其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在国内，曾经有过“一穷二白”经历的“后文革”学界新人，其学风“未健”尚有其可宽谅的一面（客观历史的作用结果），而国外人呢？正是我这个青少年时代必然“向慕西学”者在亲身对其体认了几十年后，在发现了其中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分裂时，才会因此对之产生如此深刻的遗憾！相关问题我在以往几十年的文章中多有阐发，此处也不再多论了。
3）符号学理想与符号学现实分裂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一种“符号学吊诡”是：国际“职场符号学”其平均水平如今仅能相当于国际三流水平，在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可谓声势大跌（与六七十年代相较），其中许多最为活跃的“积极分子”，其学术水平可能连说三流都勉强。因为和各常规学科学界相比，所谓“国际符号学界”几乎是一个“边界无限开放学界”，即几乎没有学术资格限制，凡有钱交注册费和国际交通住宿费的，均受到欢迎，均立即成为此“国际组织成员”，没有学术资格限制，也没有语言限制。国际会议主办方要的是人数纪录和“场面”（给校领导和资助方看的“成功证据”）。固然这样的国际聚会也像其他国际人文学术会议一样提供着国际学者间建立关系、交流信息的方便性，但对于国外职场学者最主要的作用仅在于“依托国际学术合作名号”来向本国单位领导和学界同仁呈报个人学术成绩和影响力的“资格凭证”【他们并非真地关心个人学术成就在“被引介国学界“内的实质影响力，他们所在乎的只是“参与过国际学术交流、受到欢迎的事件记录（文字报道和照片影像）”：这就是所引介的内容质量不管多低，他们不仅本来就看不懂译文，而且也根本不在乎其质量和影响力！一个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交流中的怪现象是：老外与老外作品的他国绍介成果之质量问题竟然都是“双方都不在乎者，只要见到可充作‘标志’用的正式印刷品和联谊公章即可！”其可能的副作用仅作用于广大读者身上（向大众提供本身质量不高、译文又不合格的读物，还冠以“国际符号学”大名。青年本科生对此何能辨别优劣高低！）。但同样的，“双方”都对此实质性学术效果并不关心，所真切关心的就是在学术市场上具有运行效果的各种职场“使用价值”！】。换言之，对此功能和目的而言，国际会议的目的并不真地在于推进学术或创新理论（这些只不过是学会集体“对上、对外”夸张宣扬以获名利的手段之一），而在于制造声势，维持门面。过了几十年，我才懂得，以下二者“是一码子事”：学术交际方式和学术趋于滞后！为什么，一方面“后冷战以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乏善可陈，国际学术活动虽日新月异，无限扩大，此种“学术排场”爱好扩大化的国际倾向，是随着六十年代以来人文学术教育成倍扩增的后果之一。自那以后，人文学术越来越改变其“主功能”：不再是古典时代的“追求真理”，而成为现代“就业资格手段”之提供，此即“借学术知识以作为谋生之道的治学观”。功能与目的的历史性改变，当然就导致其“手段方式”的应变：最终的人文学术的成绩判准不再是“获得科学真知”，而成为：“通过满足人为规定的游戏规则以达至竞争取胜目的各种制度化操作技巧”。这样的历史性人文学术生态演变，不言而喻，正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泛商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国外学者们生存于学术文教职场，自然“与时俱进”，其治学观当然是紧密追随“职场学术游戏规则”的变迁而变迁的（不再与客观真理相关），而游戏规则方式则随着“赢利策略计算结果”而变迁。有如苹果手机须时时使其操作简便以作为竞争取胜的原则一样，人文学术职场的竞争规则自然也会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四十年来IASS的理论水平“日趋简化”（或变相地“抄袭哲学”，或讲求“媒体造势技术”）的一个简单解释之一。（当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此处从略）更为本质性的历史文化演化体现在：游戏规则制定权的“掌控策略”：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制定胜负标准）？。谁掌握着游戏规则制定权，谁就成为“胜败判准”的决定者。而此类“掌控策略”的最方便选择，自然是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方式为学界聚势之捷径。那么谁又是此类游戏规则策略制定的策略操盘手呢？其背后的决定性机制自然是随境而异的。
4）两个IASS历史上的分水岭：2012南京大会/2014索菲亚大会
2012南京大会是南京主办方，IASS负责方，和我本人这三方面，耗费六年复杂互动过程后所产生的结果。但是三方面合作者各自的目的并不相同。其间的发展过程和背景也非本文相关主题，在此我只想重复指出，在此一突破性的进展中【那时新的“外宣政策”尚未出台，在国内举办人文理论的国际会议，不用说，在北京是难以办到的，我本人曾试图鼓励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几个北京高校科系带头筹划的努力一一失败。在南师大，此一筹办国际会议的设想自2006年起，到了2008年的预备性国际会议时[作为2012年会议的“热身赛”] ，记得那时首先还需要将国外数十位教授的简历一一上报，先进行“政审”】。而我作为“中间人”这方面的重头戏，则是如何“deal with”老外方面的各种犹豫心态（他们那时虽然大方向上希望向中国学界转输其学术思想，但如何安排为妥的问题，尚因缺乏经验而处于犹豫之中，即生怕最后被中方白白利用一把）。我的次要“辅助戏”才是相关于国内学界的。与当事方可能“担心”我作为长期游学国外者是否会“过渡地”向国内“宣扬西方思想”相反，他们那时绝不会想到，我的“担心”反而是：国内主办方不要由于“崇洋媚外”大环境而被老外牵着走。六年来，彼此的合作断断续续，我则一直在观察其中是否出现了我所担心的“崇洋媚外”因素。时过境迁，现在可以说，2012大会最终得以成功举办的“具体原因”是，我的“合作方”不属于英语文学理论系或比较文学系系统。为什么？正因如此，对方可不具有“直接”被老外“专家”进行“理论俘获”之动因，或受到老外学术外交策略的“影响”而在学术方向上被对方牵着走的“客观条件”（搞“文论”者因后文革时代必然导致的学有未实，一方面易于被老外认为是“知西派”，另一方面却因欠缺深入辨别理论虚实的能力[他们自己绝不承认]而易于为“西理的花里胡哨所惑”）。不过，问题不在于个人关系问题，而相关于一个国内学者毕竟未曾深思的复杂背景问题：如果你一方面未曾深入了解对方的学术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你却满嘴说着流利的实用英语，二者的“合力”恰足以使你成为“对方”便于加以组织驾驭和学术忽悠的最佳对手方（最需防止的交流副作用是：因时代急功近利而培养出一大批新“学术理论买办”来）。加以百年来崇洋媚外的强大社会习俗的存在，接待方必然易于偏向于顺从老外的学术意志（对方可聪明地发现通过廉价的“恭维话”和国外加予的虚衔即可满足国人的虚荣心，使对方有意愿想将自己的“学界前程”部分地挂靠到老外的势力源上，用以增加个人在国内外学界的“分量”！），而最终由此双方形成一个彼此需要的（由主办方出钱的）“中外欢聚一堂”效果。这样的以营造场面为目的的学术交流结果，当然不是我参与三方合作的目的所在。即使我知道由于主办方属于外语界，他们对于国外人文理论的深广度远远未曾把握，国际会议的召开难以形成实质性学术交流效果。但我的目的是让其产生有力的“象征性效果”。对于国内，此象征性效果的目的在于：值此中国现代化百周年之际向国内外学界显示：几千年的中华精神文明系统今日应该具有深入掌握世界人文科学知识的抱负和眼界；对于国外，这样的中西人文理论聚会的象征性效果则在于，对耽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老外人文理论学者显示：“a）人类历史上一个与西方文明系统平行发展的“中华文明”的庞然大物，你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b) 你们普遍陷于学科本位论的知识范围，于是出于实用目的竟然将一个本应是跨学科方向的‘符号学平台’办成了一个‘杂拌式的、职业化的单一‘符号学学科’”。实际上，学会标榜的所谓“符号学理论学派”远远比不上西方哲学主流理论，却一一躲在“四不管的符号学大家庭”内自拉自唱。此外，2012大会在一个在全球化时代环境内可显示：跨文化符号学的新时代，将自2012大会后，在象征性层次上历史地到来。（这是只能在大会后才可宣布的“筹办秘密”，一旦宣布了这个“秘密”，我将立即成为国际学会内一些“老外积极分子”眼中的“颠覆西理中心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按照我的主张，在这个人文科学发展新时代中担任主角者中将必须包括中方理论学者，而在此真正创新的跨文化中西理论汇通的革新事业中，却将没有西人 的什么事！（君知否：这将是一个未来对于长期片面自信的老外理论家们的“残酷”挑战：当他们意识到，原来在此必须开展的人类“跨文化理论创新领域”内没有老外什么事时！）因为他们不通中文（略通中文者又不通本国高端理论）。顺便在此揭示一个小秘密：一方面老外把不会西文当做是国际做学问者“低了一等”，而从不感到不会中文有朝一日更加可能是“低了一等”。如果你能逻辑性地向他们展示这一“潜在风险”时，其中有识之士将会突然陷入“惶恐”之中！他们的所谓“多元文化论”要的是（也只能要的是）粗浅的异国文化ABC，这正是西方汉学给他们展示的。如果你向他们展示了“现代化后[即深入掌握西学理论后]、理论深入化后”的跨文化理论方向的“科学必要性”，让他们意识到了自身学养中其实欠缺着今日学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必要技术性语言工具，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会使他们有理由意识到自身理论思维中“固有着”严重不足的一面【补充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仅英文即足以满足一切从业者的需要；而对于人文科学而言，不仅德文与法文为必不可缺，就是中文也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必不可缺！】。更因为这一代老外无不以职场内个人主义利得为其治学目的，不懂得什么叫“见贤思齐”（竞争主义就是“你上我下或我上你下”；学术竞争主义的本质就是学术商业化的必然后果），这对他们的自尊心打击会相当严重！对此一事实可能给他们带来“负面”效果的、最有前瞻性感觉的即一些理论权威家。长期以来，当东方仍然局限于其几千年传统的前科学性、前理论逻辑性历史文化阶段时，他们自然以其文明传统中所创发的科学与理论的优越性为傲；而当东方文明渐渐掌握了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技能甚至于可与其在此领域并驾齐驱时，仍然可以保持其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独具的自信心和自傲心。何况东方的科技工商文明发展后还可以与西方共同营造互利共赢格局，未尝不也是西方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引领人类思想大方向之助力。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其本质或其高端形态，正是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发展，这才是他们最感自信和以为非欧美人无法动摇其至高地位的领域（在他们看来，物利大小，历史久暂，文物多少等，均与体现现当代最高精神文化的人文理论高度无关）。正是此一领域体现着价值观和认识论的理论性基础，而现代东方文明学者如出于虚荣心和认知误区，像海外新儒家和传统国学家那样，打算以其东方特有的独一无二文史资料，作为与西方精神文明“对峙”的本钱，则正是中了西方深思者之下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褒奖可为其所用的各式各样的东方“国粹资料主义文化贡献”之缘故，以至于客观上可导致东方文明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永远处于落后的水平上。更为深刻的认知则是他们看透了一种隐蔽心理：东方越不搞现代人文理论并热衷于宣扬自身前科学时代的“文化历史传统”，他们就越加感到心安！“你们再聪明，也不过是施展于低端物质化建设领域，在高端精神价值领域你们将始终难等大雅之堂”）。【最为不智的粗浅学术民族主义策略是：为了赢取老外的文化称赞，发明一些可将粗浅传统ABC层级的文化资料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向西人招徕，以获得“最擅长恭维他人的”老外之赞赏，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之成绩证明。不论是东方歌舞还是文物展示等，因属于视觉直观类并采取了“洋包装”而易于为老外大众所“欣赏”，就以为是宣扬了“文化国威”。如将此类“物质玩赏类文化”再说成是“传统之精华”，岂非反让生怕东方理性精神发扬的西学中心论者大感宽慰乎？此外，在中外人文学术交流中，中方如为了获得国际承认，即实际引发其可能的欣赏，因而降低文化品位以迎合老外之“东方无知”，反把这样的“迎合老外喜爱”的方式视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策略，那岂非在从结构上强化上述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的中西不平等现实乎？参与国际符号学交流的所谓中国符号学如果也采取这样的策略应对之，智乎？】
只是通过数十年的诸多“交往磨合”，我才“看穿”其隐而不言的真实心态：他们最乐意与之关联的东方学专家，或者是自己培养出的“博士学生”（后者必然按照国际标准在次级水平上按照西方权威制定的“游戏规则”回国继续运作，以便继续依托国际规则来引导国内学术方向），或者是粗知西学而外语流利的“东方中间人”，二者均可作为其“进入异他文化领域”的最佳引导。而只因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发展环境下，像我这样一个具有独立个人治学背景者才被老外们最初“误判”为适任者，我也才会对他们的这类“偏爱动机”进行了我这方面对他们的长期误判：以为他们在尊重我的“才学”和“治学精神”，所以他们才会惠助我以各种机会。他们“希望”我会遵照他们的规则和需要进行合作，而当我必然不会盲目遵行其旨意时，他们也会耐心地给与一定的宽谅，期待我在真正明确了自己的“客观依附地位”后（即明白自己实际上“是老几”？），会自动随大流地“转向正确方向”。慢慢地，慢慢地，当其有朝一日突然感觉我这个“对手”不如他们当初估计地那么简单时（照例容易被“利诱”时），遂“幡然醒悟”。（的确，致使他们长期维持着“误解和期待”的是我的“客观弱势” [他们一贯忽略的则是我的来自民族精神传统的“主观强势”]：不流畅的英语口语，未经“标准博士训练程序”，不具备“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等等）往事一幕幕展开，并不时重复着同一“故事”，我遂惊诧：他们怎么是如同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这就是我在《忆往叙实》中声称将续写数十个“海外经历”故事的缘由（卒因同类故事层出不穷，一旦“看穿”，最后反而失去了续写的冲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提及少数几位老外学者的“无私帮助”并对之深表感激的缘由（特别是在2012南京大会发言后答辩期间，借受邀大会主讲人瓦登菲尔斯提问之机，“突然脱序”地对其“高尚人格”表达感佩的缘由）。老外学者的一般共性多是“相互利用”（或同义词“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交换利益”），作为基金会委托的计划监管人（访学邀请人），瓦氏毫无所求地“容许”我在其研究所内独立研习了7年。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教授们能够办到的吗，虽然他所须做的只是为我提供一间办公室和每年为我签发一张新邀请信而已。（这张“邀请信”如按今日“行情”，我该“进贡多少银子”？而我当时所“花费”者仅是一年一度地一次晚餐招待：或他骑着自行车来我寓所接受妻子的中式菜肴，或在大学小餐馆受我一二十马克的“感谢晚餐”！此外他只偶尔提醒我向额外为我服了务的、极其友善的女秘书赠送几枚中国邮票而已。）我在此再次举出此例子，则是为了反衬：大多数情况下所遇都是相反的情况，但为了判断彼此合作关系的“虚实”，不知道要耗费我多少“羁旅思量”，直到最后对方才亮出了“底牌”。（他们的厉害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绝无情面一说”！这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已经businessman化了。商人之间难道在出手前会打招呼吗？）但是这些恼人的亲身经历，却也带来了正面效果：让我有机会看透对方的“治学心态”和“可塑性限度“，这有助于我判断其学理路径，并较准确知道其“思维”之走向及疏漏之所在。
5）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导致的学术思想僵化和固化
如果以上所述偏重于令人遗憾的战后及冷战时代后人文理论学者的学风和生活态度 问题，那么更为严重的负面发展，则是国外人文学术教育和就业方式所导致的专业化教育的视域窄化和思路固化问题。这样的演变固然对于学科内部的技术性方面的发展或许反而有其助益（人文思想开始偏重于技术面上的精化），但在其无论是本学科内部的理论性创发还是在学际间、文化界、社会界等相关领域内的观察、分析、判断上的适当理智思索力方面，均暴露出各种失当、错位、浮表等缺欠。但是由于其学术生存位于本学科、本学派、本团体之准封闭圈内，在“界域”内大家的状态类似，因而形成了本行帮派内部适用的共同价值观和方法论判准，“球员”和“裁判”趋于一体化，因而专家们不再容易体察到自身的真实缺欠（因为其“印证方”不是相关的客观对象，而是帮派内部的人为规定的主观共识）；此外再加上已被“以学求成”治学观控导的人生态度，正是以不断维护和提升个人的自我认同、业界认同和牢固自信为生存目的的，故本能上即倾向于“闪避”自身弱点和朝向于自我肯定的观察思考角度。因此，在判断本专业之外的课题时，就会在个人的判断倾向与对象的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多层次、多方面、难以弥合的“保护性差距”。结果，专家们对各个问题的“评点是非”上，可能客观上充满了纰漏而绝不自知（在职场竞争主义环境内，你如好心批评其缺欠，他会视之为对其“贬低”和消弱其职场竞争地位；因为其目的本不在于求真而专在于求胜：任何一种争利之胜！）。因为其自我验证标准是学科本位主义固化的，也即带有先在偏见性的。而当其学术活动涉及跨学科的符号学领域时，上述思惟背景也就必然成倍地严重化和复杂化了。
另一方面，其本业即选择为所谓跨学科方向的“符号学家”们，作为职场人，只要加入了此“四不管领域”（各个专业其知识范围都不足以检视跨学科课题的方方面面，故提供了学者“随意游走学界”[打游击]的广大空间）的方便性，即可不再受到任何专业的常规的、技术性严格的标准之检验（课题与方法两方面的检验）。这样，就在此时髦学科“符号学”领域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其本来学养尚不足以成为任何常规或传统学科内专家的、潜在学术机会主义者（有如一些国外批评家指出的：今日文学系研究生们是如何倾向疏略于传统经典研习，而纷纷偏爱于游谈无根的“理论话语编织”）。对于国际符号学界内大批这类“票友式或沙龙式”会员，其个人的“符号学思想”可以采用任何标新立异方式，邀名取利，党同伐异，从而根本上败坏了符号学思维本来的初衷。我们于是看到结果是：今日国际符号学专家们对于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影响极其有限，并受到各科专家们的轻视，往往视之为借助新颖形式以躲避坚实学理研究的学界哗众取宠者。该学界今日之“分量”与巴尔特时代可谓已成天壤之别。本质之本质是，“符号学家”们根本欠缺了巴尔特一代人的真切创新冲动和理论思维爆发力。而其职业化、制度化发展早已使符号学学术成为了业界“求成”之技术或工具，此种蜕化导致符号学界不再需要判断真假学术价值问题了。【补充一点：为了强化职场竞争力而相应强化了的文教程序制度化，导致了学人主体独立创造力潜能的“普遍去势化”！游戏规则的智力玩弄者运作于“棋盘”规则网络内，于是或弱化了、或失去了其精神价值创造的主动性！】
学术理论思维方式僵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则相关于此处不拟深论的更为根本性的方面：现代国外人文理论的博士培养程序本身以及文科职业制度本身内在的问题。其结果是：在从学习到就业、再到升等的一条龙过程中，首先是“专业化”导致的“博士”知识储备必然趋于窄化；其次，学界专业化的权威化、标准化带来的认知和思考方向的准固定化；再其次，科研标准化带来的研读对象范围的“文本对象系列”固定化，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对象”具体地凝聚为“文本学化”（纯粹以“操作书面文本”为实践方式），而不再是将思想朝向于各类现实对象本身。这类现代化人文教育后果当然是职场同一化施作的结果，师生从此都成了“寄生于”文本系统上的“读书人”，此即其职业化的物质性体现。结果，所谓人文理论家不再成为相关于“科学、文化、社会等现实”的思想家，而是文本游戏规则的“各类棋手”：即按照共同游戏规则进行的相互竞争“赛手”（也即：学者们均以“职业制度上不断升等”作为其学术实践的真正目的，而此过程是通过游戏规则操作过程中的优胜劣汰结果进行的；本质上，思想理论过程演变为规则操作技巧过程）。以上诸特征在“符号学教学事业”中则成倍强化了，因为此领域形成历史甚短而其中人为操作因素过于密集，也即因脱离了主流学术界而越加欠缺扎实的科研基础。参加者相当程度上受到商业化时代广告学风气影响，倾向于学术标新立异，热衷于寻觅市场成功捷径，并因善于人为建构团体势力而相互缠结为学界的“山头自治区”，从而失去了客观验证自身学术条件的实践环境。“形式化游戏”和“华而不实”则成为界外对其怀疑的主要特点之一。
符号学界的“理论知识”和“掌握理论”的方式，只是国外人文科学理论失焦化发展中极端性例子之一，此种“玩弄理论话语”的势头之所以在国际符号学界更为明显，乃因此一学界内容组成之日趋杂乱性的膨胀，既然什么理论形态都可塞入“符号学界”，参与者在“组编其特有理论话语”时就具有了更大的任意性，而其“合法性”可纯粹从其引用的话语类别本身在符号学界的“人为共识标准”加以认定。其结果必然是促使此类学术活动方式愈益类似于“形式游戏化”。“学科”组成的杂多性自然带来标准的多元性，后者则必然强化了“符号学实践方式”的非科学性。因为最后的学术实践判准是业界的“成功”，而导致成功的有力因素，不再需要是纯粹学术性的（而往往等同于追随权威话语的有效度）。这就是为什么善于市场宣传炒作的媒体界，可以升等为当前符号学活动的主战场之一。国际符号学事业遂与学术文化市场“集团经营炒作术”连接为一体。几十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此类倾向的发生和壮大，其自毁学术前途之迹象也渐趋明显，但就其本质本在于职场求胜而言，则本与“学术进步”无关，而仅与“职场成功”有关。
本节讨论的理论话语“职场游戏化”趋向即使在学科构成单纯和正当的领域，也会随着学术商业市场化的无所不在而不知不觉间“歪曲着”理论话语的编织规则。商业化-职业化趋向，特别对于人文学术的发展产生着难以克服的普遍歪曲化作用。除了自然与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论话语构成具有较强科学性外，外界现实的客观存在也可成为限管和校正理论建构的“法官”。人文科学理论由于欠缺了以上两种“客观性”自然易于成为被商业化力量“诱拐或歪曲”的对象。即使是（客观）逻辑性较强的话语，由于欠缺第二种客观现实的限定，逻辑性话语（包括哲学逻辑话语）也可蜕化为失去其真理指涉性的“纯规则游戏”，一如今日随处可见的电脑游戏特点：其中的确存在着客观的游戏规则，此人为制定的游戏规则仅以“游戏编程效力”（影响力）为其成败判准。陷于既定“逻辑哲学”语言域内的学者，成了由逻辑哲学产生的规则之技术性操作者，哲学家遂可成为“理论话语组编运作员”，学者遂把话语组编的“学场内判定之成效”视为学术实践成功之标志。学者的“爱学”被还原为“爱好游戏操作技巧”（如棋手般）。对象，场域，目的等都可由外在学术市场支配者（由学术山头和权威所控制）加以规定和判决胜负（成败）。不管是规则较松散的学科还是规则较严格的学科，作为在此学术市场竞争化机制内的规则“操作员”，都会将“思想和思维”转化为“对既定游戏规则操作技术及技巧”的关注。哲学思维不再是针对于各类“现实与真实”，而是朝向于“权威性规定的文本系统”，后者形成之当初或许曾相关于某种当时之现实，但此种创学当初的现实相关性，会在历史巨变后和市场化支配下的今日，失去其今日有效的现实针对性。
当这类学术市场标准化、国际共治权威化，在全球化时代继续膨胀后，所谓人文学术理论（非理论性人文学术较少受到影响）的“国际化”即“国际权威标准化”，也即“理论话语游戏规则的普世化”，也就是人文学术理论的国际标准化；不言而喻，这就是在国际学术交流规模上对人文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性、真理性潜力的一种全面“去势化”。传统的“真善美理念”的真理思维，也就蜕化为“市场游戏规则思维”，其极端化发展可类比于每季变动不居的“时装文化”中的“形式化游戏波动性”。时装家“玩弄”视觉形式因素，人文理论家“玩弄”理论修辞学技巧，即语义语法单位的拆解与组合游戏。二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创造市场上验证其新颖变化性效力的“时髦形式”（学界所谓“学派”，学术商品的制作集体（科系中心）则相当于“制作公司”）。
一个本质性的人类文明史上的“跨时代变化”就体现在：人文学理话语的功能可能演变为职业化实践过程的“介质”；理论的思想内容，其功能不再承担着探讨科学真理的“介质作用”，而是成为履行职业化过程的“材料作用”。思想内容当然在人心中存在着，重复地存在着，并被主体意识到其存在，但促动其产生、展开和朝向目标者，不再是积极主动的主体现实真理探索意志，而是由职场实用主义逻辑支配的“市场取利”智慧。此一演变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今日国际人文学理交流中任何一种违反科学逻辑和目标的非理性实践立场和方式（如公然反理性的各种“自由学艺”和各种机械科学主义）可以在学术市场内行之有效，并可一直如此重复地延存下去。更进一步看，学术实践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效果是有力地摧毁了独立主体意志机制，使得学者主体蜕化为单纯的准机械性步骤的操作员，如同棋手和电子游戏手般仅只成为“纯理智性规则技巧运作者”。机器人的功能岂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比喻”，还可以使人文学者理论家感到安心吗？
6）“符号帝国观”：隐含着其后国际符号学运动趋于学术衰微的一个总标志
学界共知，导致“符号帝国”一词流行的最有影响力的提出人，反而是文学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但曾经在某一领域内使用过此名号为一事，将此名号扩大忽悠并在学界市场煽发为另一事。另外，本来就存在着两个巴尔特：一个是，作为通俗化的媒体文化人，通过形式化结构分析法对商业化文化社会的“功能”和本质进行批评性解剖者；另一个是作为文学现象理论家，他完成了划时代的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构。二者尽管都很重要，但各自的任务很不相同。文化界和文学界往往以为了解了其作为大众文化批评家的一面，就算是“巴尔特学者”了，虽然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进入巴尔特的（即没有知识基础进入，如大批喜爱“巴尔特1”的艺术家们爱谈艺术理论，却对于思想史上的“理论思维形态”甚少系统研究）极其严肃的新文学理论领域（从《写作的零度》开始的）。事实是：符号帝国主义观（或“符号学无限扩张主义观”）的直接间接煽发者不仅是肤浅地利用着巴尔特的名词，而且是机会主义地利用着符号学跨学科方向涉及的多学域特点，生硬地把“跨学科必要性”曲解为“学域扩张主义”有用性，可谓实行着一种最庸俗、最低廉的“名实不符偷换概念技法”。其所以能够流行于一时，正因为文化商业化的极度发展造成的人文学术急速“去实质化”和“增形式化”效果。大家遂以为可以不再受各常规学科规范的约束，而可利用符号学的专业术语进行形式上的“扩大学域覆盖面游戏”，竟然以为：凡可利用常人不熟悉的一套“新术语”对各学科的论题进行任意的形式化“编排”，就算是完成了“符号学的写作”。这是多么肤浅的认识论呢？但这又是时代职场急功近利风习全球化扩张以来严重误导青年人文学子的“观念流行品”！
尽管这样的公然宣导属于极端之例，但其潜在的“形式化扩张主义”意识，实际上成为国际学会几十年来最能“蛊惑人心”的潜在性“野心共识”：即以为仅需熟悉一套术语使用规则及引用公认大师作品，就可在各个学科领域加以套用（美之为“跨学科”）。一些符号学运动的主要推动人还真地就是这样做的，由此产生了欧美地区最为无聊的“符号学史建构学”【此类肤浅认识论以为今日“符号学力量”的根源来自“神秘的”概念sign，以为可以从此概念的历史应用过程中探索到什么重要的“符号学密码”似的；艾柯正因为其同样陷入此一肤浅学术实用主义才难以继续其理论构建，虽然其媒体界出身背景已经在思维潜力上限制了其自我理论知识更新的可能性。】以及各式各样的“科学符号学”。一些人甚至于将符号学方法和术语塞进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用符号学术语装饰各种科普学），既然“数学文本”都是符号之堆积，岂非连高贵之数学均可视为 “我符号学帝国”之“属民”乎？而所谓“生物符号学”更是直接伤害着生物学的科学身份本身，自身明明是生物学上的“科普寄生者”，竟然狂妄地以为“我们符号学家”已在对科学家们提出着符号学的思考补充或建言！严格来说，一些人已然达到“狂妄无知”之极点。那么为什么他们仍然“行得通”呢？我们不妨在此反问：什么叫“行得通”？如今在商业化竞争时代，何人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我创新说我怕谁”？这些所谓符号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也都是善于在严肃学术研究之外营造派系和声势资源者，只要能够在校园内“制造出”一定的听课学生人数，他就算成功了；只要花钱出版了书籍，他就有了合法存在的凭证，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如何不断炒作，不断经营，不断借助营建的人脉系统进行四方宣传的技术性问题了！等到开成了“大会”，形成了“场面记录”，就算大功告成，有谁会去纠缠学术品质问题呢？尽管人人都可以容易地提出一个疑问：所谓“国际会议”如果就是说着不同语言的各国参加者，各自在自己的会场内“自言自语”，而数十个会场彼此之间毫无沟通，这就叫“国际会议”吗？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国际会议，特别是跨学科、跨国别的国际人文理论会议，可不就是一个大party吗？party开成了就是办完了事，就是皆大欢喜，此与“巴西嘉年华”本质上类似。（所以今日真地出现了颇有市场的国际性“符号学嘉年华组织”）归根结底，这当然是人文学术越来越趋于职业化、市场化、媒体化的必然后果。1997年我参加墨西哥大会时，最后大会通过了西班牙语作为学会官方语言之一的结论（因为那次拉美地区参加者多，表决自然占多数，而参加表决者即大会注册者，可谓投票人没有资格限制）。我大感不解，遂与旁边一位英语地区参加者交谈到：花这么多钱出国参加国际大会，本国人在一间教室里用本国语言“自说自话”，然后回国后说“我们参加了国际大会，并获得了‘国际承认’”，这是在干什么？这样的学术态度还能期待其有什么认真的学术发展吗？我们由此例子中可见三事：国际学会（或符号学运动）的内容大拼盘特征和所利用的“商标人物”大名（如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当然不会是皮尔士和西比奥克。如果不是出现了“国际学会”，这位只完成了“半成品”的sign思想家，是难以在欧美产生实质性学术影响的）具有着大众文化领域内的忽悠力，文化学术初期地区易于滋生大批不耐研学而喜爱投机的“中小知识分子”，以及正是在文化学术初起地区，通过“聚众起哄”方式来倡教立说，这是最易获得“成功”的（因“信众”大多欠缺基本知识准备，故其“信仰坚实度”反而最大！）。这样，仗着人多势众到“国际场合”以最轻便方式（使本国语言成为国际“公认”语言）获得此“荣誉”（即被大会允许到国际场合关起们来用本国语言“自说自话”），即会造成集体的 “文化骄傲”和“为国争光感”！（反过来看，主办方可用此便宜方式促使自费报名者增加，以利学会扩大声势之效果，岂非最便宜的“交易”！参加者越多，就证明“影响力越大”，就可证明“学术越成功”！）。顺便指出，在是次国际大会期间我因与主办方发生冲突（对方毁约不再邀请原允诺的中方逻辑学会负责人与会，并不协助解决10位台湾符号学学者参加“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入境问题），差一点“拂袖而去”（类似于我2008年在与国际学会商谈2012大会时发觉对方突显傲慢无理而当场予以驳斥，几乎中断了继续协商之念）。结果，墨西哥主办方只在酒店大厅中安排了我们的圆桌会议，而且未提供一间会议室。（是次圆桌会议却引致不少国际学者参与并提问。包括前后会长，一位中英文流利的德国汉学家作为翻译。此事件我几年前已报道过）
几十年的亲身观察下，我相信在国际学会内部的一些颇具“符号扩张主义意识”者，都是假学术之名，热衷于学派势力扩张之徒。即使是木工和商贩也有其对本业之技术性智慧之“喜爱”，此即学者对学术话语之“喜爱”，但正如木工小贩确知其“手艺实践”之真实目的乃为市场取胜（获利），而非“为了”对手艺本身之爱，同理，市场化时代人文学术学者实践的“真实动机”同样也演变为 “市场取胜”，而非因“喜爱学术理论”（试想中外历史上，在前学术职业化时代有多少人都是无私利地在追求真实学理的爱好者呢？）。后者仅成为附带性个人收益，可有可无（有如犯人被迫劳动期间也会对操作的技术本身产生技术性钻研“乐趣”，而其为此进行技术性实践，乃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之。此种“乐趣”并非真实的业务热爱）。几十年来的人类文明的泛市场商业化发展已经极其有效地改造了人文学者学生的“人生观”和“治学观”，读书、就学、就业乃成为一条龙线上的诸阶段，各阶段上的努力目的都是朝向于谋职取利目标的。在此社会性条件下，人文学者自然更易于屈顺学术市场化转变的大环境。国外这样的学者人生观大转变，仅仅在四五十年间就完成了，高校青年学子遂于1960年代的“貌似为集体性真理而生存”的“革命献身者群体”，演化到今日成为“赤裸裸为个人性利益而生存的功利主义一代新人”。
人文学术全面职业化-制度化后，接着就是技术化和市场化。这些“学术实践背景因素”遂体现为诸多学术以外的影响性、支配性因素的出现。学术界和职场界各有不同的制约性制度化因素，二者的合力遂成为导致人文学术朝向职业功利主义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聚集学界势力，宣传学派声望，占据权威山头，经营诸山头间的“合纵连横术”，以最终达到“国际共管”、“互利双赢”之目的，这岂非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化在人文学界内的必然衍生后果？他们最后看重的则是在学会中学者本人和本派人占据的地位和大会参加者的人数问题（作为衡量帮派势力大小之指标）。这些“资讯”最后均转输到国内学界和单位作为自身和本派成就的“凭证”。我甚至于不能完全排除其中个别人明明知道“个中究竟”而偏乐意为之，因其根本兴趣本不在于学术认知之提升，而在于借助于“学术渠道”以达成职业化市场上的准商业化收益目标。而多数认真参与者的情况则更难以“恭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岂非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学术上的自欺欺人者”？如果他们真地相信符号学这么“伟大”，而且其“信仰”还建基于一个“有血有肉的”大符号“sign”之上，有如历史上不少教派对于“本派象征性标志”的崇拜，他们就成了“学术型‘教派信徒’”。的确，存在着不少sign迷拜者，他们围绕着这个词一生打转转，真以为自己在干着什么学术大事件，从而暴露出了自己理论认知方面的深度肤浅性，盲从性！【不过，又是受时代功利竞争主义观念之赐，职场人只要权势在手，还不是成了“我说自己第一就是第一！”，试看哪个商家打广告不是自鸣“天下第一”的？】
我承认，自从我最初令他们惊诧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后，甚至于一时加重了一些无知老外的“学术自信心”：“连远在异国他乡的东方人都在艰难的条件下刻苦专研此学，并如此费心费力地要将其传播到东方去”，可见“符号学”本身的学术性价值有多大了。但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想法与他们竟然甚少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我的真实想法“暴露”了，即会遭致其中“鲁莽者”的“攻击”（在2004年北京国际研讨会和2008年南京国际大会上我均经验到并当场“回应了”洋人的“愚昧性傲慢”。自然我也照例同样“尴尬地”需要反过来处理国内主办方生怕“搞坏了国际聚会场面”者的顾虑心。）“符号迷拜”的愚人作用的确不可小觑。多少才智有限却以为在此领域发现了可大展宏图者，遂成为时代人文学术理论泡沫化发展的参与者。上述与我“隔空交手”的老外曾经为另一老外编辑了一本反映毕生成就的论文集。后者一定要我作为中国人为他写一段扉页广告称赞语，我在一连三次婉拒之后，考虑到日后“学术联谊”的需要，也就最后勉强凑了一句（因为我根本不认可其“哲学符号学”方向）。尤其是，该编辑者在编序中竟然称作者为x国“最伟大的当代哲学家”。此一提法不仅明显不符该国学界实际，而且再次暴露了该欠缺基本哲学知识的该编辑对于何谓“真正的哲学”欠缺基本理解。正是在此事件中了解到该编辑的无知与狂妄，我才会在2012年如此迅即对其“再次无知表现”给与公开回击，以纠正国际符号学同仁有关南京大会宗旨之视听。后来，又在该符号哲学家一再要求下，以及碰巧认识一位在美任教的中国外语工作者有意通过翻译哲学类联系来增加理论翻译经验，我遂介绍两人联系并翻译其一部符号学导论作品。（考虑到这毕竟可以向国内读者介绍该地区符号学学术实况之一）等到中译本完成，该人又通过译者要求我为其写一篇序言。此时我只得果断谢绝了。我从此一系列事件推断出，这位不久前已过世的该国著名符号学哲学家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治学特征：在学术商业化、职业化时代，基于个人主义人生观形成的“自我学术认知”中含有着多么大的水分！【该类自我夸张态度，岂非正源于该人不在该国哲学界“工作”，却一直留在“符号学界”工作，才敢于借助国际学派声势凭空拔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吗。其人又在东欧解体后热衷于到该长期隔膜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苏东地区去“谈西方哲学”。此例并非孤证，而是在符号学界颇有一些“不敢”到主流学界谈理论却宁肯留在大多数人不搞哲学理论的符号学界“谈理论”！这就是实用主义人生选择策略之一？】。无论如何，不难明了为什么，sign崇拜和“符号学教”（请允许我如此调侃一下）特别易于成为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市场化、职业化时代中“行之有效”的学界流行品牌。实际上，“它”反而成为了阻碍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颇具其负面性的“学术庸俗化利器”！这样的副作用之所以值得主流学界关注，乃因此类新学科虽然“名实不符”，却可借助于学界商业化生态和媒体界新的技术性条件加以煽发，以增强其文化学术界的“知名度”（商品畅销度），后者足以对于广大欠缺经验的学界青年产生学术评价上的误导，并反而可因此肤浅的煽发而“真实地”掩盖住人文科学理论在朝向真正科学化发展中的学术缺欠性和革新必要性。【同样的，在国际现象学运动中我们可看到类似的倾向，即所含单词“现象”（phenomenon）可发挥类似的“引生情绪性信仰”功能，从而可用之来强化学术派系的聚合力。而“分析哲学”则难以产生这样的附带作用，因为意涵明确的“分析”是动词，不易发挥“符号”与“现象”这类象征性“实词”的情志因素刺激作用】
“符号帝国”名号，即使后来被视为或具有调侃性或具有讽刺性的名称，却始终隐约地、“幽灵般地潜伏于”国际学会几十年，成为支持其职场延存的精神力量（时代的学者人格矛盾在于：大家依仗着早先创学大师们的学理之名号为学，却具体遵行着职场市场化的规则；其情态正如同今日国际现象学思潮一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们人为地用此“无限扩张地盘主义”将各界“大师”名号纳入（仅仅纳入即可，人人可背上一串大师名号，却极少人继续创造性地、批评性地深研其学，发展其学）。在此集体学术浮夸的基础上，却在另一层面上（社会交际性的聚众结势层面）玩弄着党同伐异和广告宣传技巧。由于至少是潜在的这种“假借跨学科之名行其扩大势力之实”的心态作祟，在学术方向上自然采取着“多多益善、高低不分”的成员资格开放性，一切学会政策得失均衡之以“参与人数的多寡”。有鉴于此，自从我着手促进中外符号学交流活动起，最关心的则是防止学会内蔓延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对国内初起的人文学界产生负面传染作用。不过，实际上最担心的是：海外学会的“功利主义作风”可能助长国内对口方的“拉帮结派”之风，国内外双方，如果利用此“符号帝国”商标相互煽发和变相“结盟”，就可能导致海外学界的帮派势力最终间接地支配着国内合作者的学术方向与风格。这就直接与我长期以来为之努力的人文理论正向重建事业相互抵触了。符号学首先就是促进跨学科的平等横向合作，为此任何一科的“权威”（主事者）都不应企图“支配，领导”其他学科的“权威”，否则合作事业根本无从谈起。海外学会的所谓跨学科活动徒有其表，根本形成不了诸主流学科主力间的诚心合作，所以最终被压缩至按照职业化原则（而非学术性原则）形成了一个组成庞杂的“符号学学科”，从而断送了其真实的跨学科理论交流之路。尽管促进跨学科事业的平等合作在世界各地都很困难，其主因固然是出于既定学科分类死板化的限制，而学术职业化引致的学术山头主义和权威势力膨胀，才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学科主事者生怕“横向合作”会消弱自身在跨学科活动中原有的本学科内的“势力”, 此种势头又是根植于今日学界的个人主义的。但是当此类努力扩大到国际规模后，就会变本加厉发展，即当国内人士得悉这也是国外学界的共同趋向时，跨国合作将必然变成“跨国山头势力合作”（“合作共赢”，学界霸权共享等），其策略必定导致学术上的“党同伐异”之势无限蔓延。如此，符号学的真正跨学科努力将必付之东流！
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最终举行，由于上述学界“以学谋势”的国际格局，一方面成为国内外符号学队伍“合流”之契机，同时逻辑地也成为我长达数十年推动人文科学理论跨学科努力的终结。这也是我与国际学会长期以来“貌合心不合”最终分道扬镳的、个人整三十年（从1982参加多伦多符号学夏令营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实践历程的终结。终结的本质在于国际学会长期采取的职业化功利主义和我本人遵奉的符号学理想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分裂性（虽然表面上是认识了的分裂性，但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分裂性）。其中国际学会最大的障眼法和自欺欺人术为：宣传以人为方式虚构的“符号学单学科”为基地进行的任何活动都算是在进行“跨学科符号学”研究。因为，如常规单学科学者对于他学科没有深入研究而仅在肤浅层次上进行所谓“跨学科研究”，必然产生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的、杂乱无章的拼凑型学术。三十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均宣表过我所主张的“符号学实践观”【例如在：1988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1992/1996年在台湾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中兴大学、文化大学、佛光大学等校哲学系、历史系、比较文学系推动符号学思想；1997年与逻辑学界组成的墨西哥大会上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2004年在里昂大会上与中国逻辑学会和台湾外语界组成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2007年与南师大外院在芬兰组成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2008年在首次南京大会上将川大符号学人士介绍给国际学会并促成川大和南师大符号学的合作；2012年与南师大合作举办的国际大会；数年来与南开、华东师大、贵州师大等中文系的“符号学活动”；以及多年来与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大历史学院、西北师大马院、兰州大学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所、海南大学人文中心、贵州大学哲学系等机构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举办的学术活动等。】然而，正是在2012大会举办之际，我竟亲自见证了本人以往数十年宣传的跨学科符号学理念是如何被彻底“瓦解”的。以往，我反复和中国逻辑学会同仁（特别是与前会长周礼全先生）说明为什么符号学不可能仅建立在逻辑学单学科基础上；后来我也曾经与中国外语界、中文界、和比较文学界人士反复谈，为什么不可能仅以外语系和文学系等单学科（更谈不到根本算不上正规学科的“媒体学”了）为基地来凭空发展符号学，除非所谓“基地”仅只是作为多学科交流的公平组织者，即甘愿为各学科“服务者”，而非“学术领导者”【我曾向若干符号学组织者单独多次宣扬过“蔡元培范例”，即不应以（在国内）个人突出学术成就、或以（在国外）个人“搞钱能力”来作为人文学术组织者的资格，而应以公平聚拢不同学科优秀学者的“组织力”并为其诚心服务，来作为“跨学科学术领导”的资格。简言之，不是以你个人的“学术水平”来压服他科学人的学术水平，来“领导”他学科的精英们。否则就是在通过“搞跨学科合作名堂”来变相“辟疆扩土”了】。因此，当一开始须以单学科作为组织基地时，跨学科方向的活动就是将“学科带头人”的单学科权威性身份，改变为诸学科间的公平跨界组织者的身份。符号学活动的“带头人”，意味着“公正组织者”，而不应意味着要在本学科形成对他学科的“跨界”学术“理论领导”力或跨界控导他科学人的势力！各学科的带头人各有长短，凭什么要由一个学科头头在本学科理论领域来“领导”其他学科的理论实践呢？不过，时过境迁，全面反思后也得承认，我的中方合作者之所以不愿意做我不断呼吁其做的“学界蔡元培”，并非完全是其本位主义作祟，也许是基于学术体制化本身的客观限定性。对此，我只能间接推想，而直接的判断经验尚且不多。另一个事后反省是：为什么在2012以前我曾经“成功地”运作过一个真正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几年来还曾获得过不少单位学界带头人的合作？看来那是因为我提出的真正跨学科理念并非不被诸科带头人所认同，而他们因体制限制之故，自己难以牵头罢了。因此，本身不具有任何“学科权力”的我本人，反而可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纯粹学术交流、聚会组织者”的功能。【早在1988-1989年我们在筹办京津符号学学会时，作为倡议者的我本人首先宣布：在未来的学会中本人将不担任任何职务，仅作为学术性顾问。后来南开大学哲学系一位主任答应承担组会任务而（通过张智庭先生告知）明言条件是：他须成为学会的负责人。这是明显地要以哲学学科“领导”其他学科的学术精英（这是堂堂哲学家者在公然地“就地开价”！）。我当即表示反对，我的原则是：参会者须包括人文科学各学科，公平选举负责人，负责人只是纯粹组织者，不具有任何其他特权。结果筹划失败。后来到了国际学会上，才知道几乎人人都想“以权谋私”，即通过其作为组织者的方便性来某种程度上实现其“影响和控制”他国、他科学术的愿望！】当南京大会结束后，立即出现了某种以外语界为主的诸符号学团体的“准联合” 组织。表面上这似乎是在南京大会激发下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不过是原有外语界诸组织的扩大化经营，即本质上仍然是以单学科为基地的所谓的“跨学科”学会。实际上它至今与人文科学界其他主要学科的主力没有任何关联【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实质性联系，因此也永远不可能对主流学术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哪个有志气的学科学者不能自己钻研符号学文献，非要通过某个“学会组织”来搞符号学呢？就国外经验看，特别当一些学会组织的主事者们自己根本不认真研究、也根本拿不出什么高端学术作品之时？】。这样也就不可能真正推进跨学科的符号学学术事业。况且外语界还含有自身的组成性特点：它连“单学科”都不是，不过，“外语训练”虽不可能成为一个“学术性学科”，却当然是职场内的“职业性学科”。“学科”一词的两义性，在我们的符号学发展事业中遂发挥了它的积极舆论影响作用。而当由多学科组成的国际学会及其维持的符号学运动多年来正在朝向“组建‘单一符号学学科’职业圈”发展时，双方的“学术职业性运作目的论”竟然产生了一种“相互认同”作用：职业性组建的“符号学领域”遂被解释为一个“国际符号学学科”的可操作性身份，虽然这样的“领域”与中外人文科学主流没有任何重要的关联，甚至于成为实质上阻碍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事业发展的一个“以紫乱朱的障碍”！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与我的符号学理念不同的前中外合作者所经营的“符号学”，既然甘愿成为一个封闭自存的职场本位主义领域，也就永远不可能影响到国内外主流学术界【我一直劝说各科符号学组织者勇于承担真正跨学科的组织工作，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只在本学科内运作所谓“符号学”，你将永远不可能与主流学科理论界进行对话。因为，你的“学会凝聚力”是基于学科职场化共利原则的，他学科学者自然无法“分享”你这种“学科本位的集体谋利原则”！结果，“符号学”就蜕化为一种永远止于学科内部的一种“成员互利游戏”！】。自然，你可以通过职业制度化和国际交际术“抢占名号”，但一位严肃学者耽于此类“沽名钓誉”游戏有意思吗？中国学者以为获得了国外亚流学术组织的“加持”就真地自以为个人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国际承认”吗？其中含有多少虚夸水分以及背后又含有多少“算计因素”，想到过吗？
于是，有鉴于海内外均属“事不可为”（早知国际学会的实情，不过是借其为实行本人宣导真正跨学科符号学的“行为艺术演员”罢了！），我只能模仿“概念股”和“行为艺术”模式，满足于继续在国内外学界提出“符号学理念”本身，不断为之正名，以供其后有识者参考。我所谓的“理论符号学理念”（我在国际学会刊物上称之为“符号学-2”；最近我进而明确宣称，符号学-2必须脱离国际学会的符号学-1而开始其与人文学术主流理论积极有效对话的任务），这包含三大主要方面：a）学者心术学（作为我的仁学和阳明学研究之附带结论）为基础之基础（用“以学求真”态度取代全世界人文学理界流行的“以学求利”观）；b）人文科学发展大方向之认知（作为正确跨学科方法之框架；如本人在西北师大讲演中提出的“西学理论研习三段论”）；c）一门新学科理念：“中国国学符号学”专门领域“概念”之提出。
7）文明冲突论的更深背景
尽管外在的历史变革千姿万态，中华传统精神文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主体精神生命形态（其直观形式为古代抒情文艺）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潜在地连续延存着，客观条件一旦具备即会“春风吹又生”。在当代中西人文学理交流活动中，中方的此一民族性倾向也会适时地流露出来，并本着学术天下为公原则期待于国际学人的善意理解和理性应和。这正是本人四十年来参与中西人文学理交流中一贯具有的态度。当此一交流行动遇挫时，总以为是源于文化差异或业界个人的利己主义，为此或者曾尝试启发其“理性良知”，或者曾企图说服以“共利原则”。在一般的事态中也的确往往可以奏效。然而直到2012年南京大会之前我才将类似体验做了“大胆提纯”，即几乎难以令人置信地碰触到了当代中西学理交流中的最内在的“铁板”：不同文明史形态上的等级意识障碍。按照国外流行的多元文化观，表面上的“文化平等主义”其实掩盖着一种史地场域的传统性区分。国外高校中的所谓多元文化观其实仅只相对于今日水平起点甚低的大学阶段而言。多元文化舞台从来不需要涉及高端理论思想层级，正如今日海内外所谓“东方文化”主要指宗教性、物质性、民俗性等大众性、物质性文化，并非指理论性、学术性、思想性的高端精神文化【海外众多根本对于中华古典一知半解者，动辄自言代表着“五千年文化”，此一自欺欺人惯习之所以“行得通”，既因老外对于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二因大多数华人业属科技工商，对于本国古典也是一知半解。而此二者都可因其带着一个“外”字，反而便于任情忽悠，反而阻遏了人们对中华精神文化真实价值的认知可能性】。国外高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当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按照古典视角，可以说的确如此，因为三类“科学理论”（自然、社会、人文）均起源于西方文明传统。当自然科学及其理论已被非西方学人充分掌握后，或者当“科技工商文化”已为非西方世界高度掌握后，其效果不仅也有利于西方社会文化本身的未来共同发展，而且归根到底，科技工商成就会被老外视为一种泛技术类的社会文化成就，后者并不涉及高端人类价值信仰和历史意义等精神思想性层面。为什么他们将莎士比亚和牛顿在价值评估上并列，为什么他们把柏拉图和康德等视为惟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精神价值的最高创造者？一般来说，物的文化和心的文化对比中，后者更相关于人类和民族的灵魂，更为其高级知识分子所看重。如果一个民族只有“物力成就”，那就等同于机器人世界的成就。此精神性灵魂的中心虽包含着自古以来的信仰习俗，但更包含着在其之上建构的理性思想的“上层建筑”（体现为现代人文科学）。况且事实是，百年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大体即西方文明的物化文明扩展史，直至晚近几十年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现代人文学理研究才渐上轨道，而其最佳发展形态显然不过是对于西方学理的亦步亦趋而已。（其中最发达者包括印度和日本，东南亚地区在这方面则还谈不到有所规模）
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出现突然将此一人类文明史发展前景的观念本身改变了。一来，跨学科的方向也直接预示着以学科本位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人文科学本身的发展也自动“降级”，因专业深化本身不再能够成为绝对有效性标准，而横向理论沟通事业则意味着专家们的认知力有待“横向集体补充”，即专家们，哪怕是哲学大师们，其知识体系也是不可能完备的；另一方面，西方符号学理论家最近以来才认识到，符号学的跨学科含蕴着一个丰富无比的跨文化“历史分支”，这却是他们根本无从指导或驾驭的领域。一向以来，他们生存于“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非指贬义，而是指兴趣关注面的下意识片面性）：在此领域跨文化符号学当然要“服从”于跨学科符号学的，因为后者必须从前者获得其理论指导。这是对的。但怎么知道东方后来者不能迅速获得这类高端理论知识呢（有如在自然科学领域上可证明者），一旦社会现代化的眼光扩大到掌握了传统文明现代化的全方位性时？而当西方的同行有朝一日突然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交流实践中其实“大意了”，即发现其东方同行已然在此本来绝对由西人獨擅的人文理论界也正在取得长足进步，并正在将其创造性地汇通于本传统学术中时，才较切实地“感觉”到了东方同行正在向他们展示着一个已然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新大陆”。尽管此新大陆尚处于其作为“概念股”的初始阶段，但如东方后起者有朝一日能以西人正在丧失着的“人文真理激情”急起直追，并今已初露进展之端倪时，怎么不会突然产生怅然有失之惑呢？在此也就暴露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高级人文学理事业”中隐藏着本不该有的“文明间的价值观竞争意识”。
从中华精神文明立场看，人类文明史上的理论精神全球化汇通立场，实源于其远古仁学的“天下学”精神，今日介入国际人文学理交流活动也正欲贯彻本身传统上信奉的“人类学术大公”态度。然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恰恰时当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发展遭受科技工商全面阻击而趋于滞后时期，人文学界经受着市场化、职业化的全面“改造”，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和商业化的。此一趋向当然是与两大文明古典时期的以学求真理念背道而驰的。但是西方合作者长期以来（由于非西方世界对其人文学理的自愧不如，表现出一种急于屈顺的态度）的习惯性“理论自信”，有朝一日突然面对着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不是自然生存史的）“合作方”（对手方？）。后者出于科研有效性的需要，要求着国际合作方式中应在理论上“平起平坐”，前者遂（按照其当前信奉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感觉到一种来自中方的“精神思想挑战性”。就我的国际学会合作经历而言，国际同行们在长达五年的犹豫时期后，终于相信了将国际大会如此带到中土来还是对他们有利的。于是2012大会的筹办正式展开。感谢中外双方组织者当时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我乐意参加办会合作的基本条件），最后均采取了基本由我构思的大会学术议程方向和主题划分。不过在最后协商过程中，在一个总标题设置的技术性问题上，再次流露了对方隐蔽的“私心“。他们反对我提出的“东西文明对等交流”的提法，而建议改为后来采取的“世界文明交流”的泛泛提法。我最初的建议是从纯粹学理交流角度设想的：在人类历史上，在西方文明之外唯一可与其在学术思想上“一比”的，当然只有门类包罗完全的（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中华精神文明传统。这两大精神文明的学理交流才是人类人文学理全球化发展的真实对手方。但是，他们当然也有道理，并再次证明了此国际学会主要是一个“职业性团体活动”，而非“高端理论思想交流论坛”，从而预示着学会本身固有的理论讨论低端性和学术发展局限性。此外，在来往联系中（由于我几十年来与老外学者交流的体验）我可真切感到对方真正的“动机”是：不愿意承认中西精神文明价值对等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当眼见大多数国际学会与会者所使用的理论知识的确都是来自西方的时。而我所构想的南京大会则是全球化时代前瞻性的，是要向西方带头的世界物化文明世界显示：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华精神文明含蕴着深厚强大的理论思惟的历史性潜能（不过是尚待开发而已，而这并不可能由西方汉学界或东方各国初起的符号学界来承担），人类未来人文科学发展必须促进西方理论传统和中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汇通，用以构建未来全人类的人文科学新形态。南京大会的意义就是展望此一“人类精神文化之前景”。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刻意涵，我怎么会有兴趣参与在中国大学里为老外们办个大party的活动呢? 虽然我明知道各方参加者与我的想法未必相同，但各自可以通过大家共同参与的同一国际聚会事件来“呈现”各自不同的“事件解释学”。
除此之外，我积极于参与组织两次南京大会还有一个相关于国际符号学发展方向的动机在。虽然促使国内学者关注各种西方理论为大会目的之一，但更主要的目的还是相关于西方同行的，即要向老外们展现着两个他们所欠缺的知识维面：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理论家们大多出身于哲学系，我通过议程设计令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增加与本国西方哲学主流界的交流，而非“躲在”人为营造的“国际符号学界“自留地内来宣表其“成色未免斑杂的”准哲学性议论（言下之意，特别是对其历届学会负责人而言：你们的西方哲学素养是不够的！）；一个更具体地想法是提醒他们：真正的“符号学理论”应该是跨学科方向的理论创新，而非依附于现成流行哲学势力以期在大多数不搞理论的符号学家中间“做理论”（特别是向不少几十年来疏略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东欧俄国符号学家们展现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另一个是，请他们谦逊地、公正地“容许”、“鼓励”他们不懂也无从介入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符号学领域”的形成，有朝一日在国际学会中发挥积极创造性的作用。【现在回顾，那时还残存的对国际学会的“包容性”、“东西学术交流可行性”的愿望，今已彻底消失，因为今已判定：他们根本不具备基本学术资格为此！】
当我把他们“引入”中土学界后，当他们经历了欣喜和反思的犹豫后，同时也是经此事件“看透”了我的真实动机后（他们的个人主义共识把人人都当成了个人主义者，可以说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仁学治学精神：并不是任何中国读书人都是会被老外牵着走的！），终于断定我绝非他们的“适当引介人”之类，反而有可能会是“降低”其自信心和公信力者（其实我不过是期待他们成为“国外的蔡元培”而已，但他们的个人利己主义已然根深蒂固，“见贤思齐？”连门儿都没有！）。其实，如前已述，早在南京大会开会前，比利时一处新兴符号学中心即因与我发生符号学观点上的严重分歧而全体放弃了前来参加南京大会的计划；在该次学术观点冲突中，我和该刊物主编所争执的是关于西方符号学理论方向的问题，他们还以为时至如今，中国人文理论家只能像留学生一样对其亦步亦趋呢！一些老外学理投机分子则看准了大陆的崇洋媚外“软肋”，意图借此操纵他们认为更“忠实的、更无经验、但更有经营办法的”中方合作者，于是发现我这样一个曾经被他们看作“引介人”者，竟然突然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慢慢发现，只要是洋面孔出现处，就可能会被中方高看上一等，但我却从来把他们的资助和参与视作他们本有义务支持人类共同的学术发展事业，并非可理解为：一方是“施予者”，另一方是“被施者”。
至于要借助南京大会来象征性地展现中国和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的想法，听起来如此虚夸不实，却是一次与双方合作方共同实现的“行为艺术”。老外群体的出现作为西方人文理论学界的代表，即使他们个人的学术水平在西方主流学界看来层级不高【所以我试图邀请哈贝马斯前来担任主讲人为其在礼貌的回信中所婉拒 [1983年我曾在慕尼黑对其访谈有关德国解释学问题；1996年时他还亲自为我写介绍信，寻找其他研究项目机会]；其实即使他如到来，也不过是以其“高知名度”本身可更有效地发挥当前西方理论总代表的象征作用，而非真地要以其哲学作为当前西方哲学之典范，更谈不到中国哲学事业要以其学理为方向了】。多年来与他们来往当中，我从来没有介绍过国际学会带头人本身的什么学术成就（他们也不好意思麻烦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翻译过其作品的西方学者的水平远比他们为高），我还生怕国人误以为他们的学术本身就是西方学理之典范呢。当然，几十年来，也遇到不少正派老外学者，他们会公正地看待他人对自身西学理论的批评，或给予观点不同者以发表异见的机会（自然拒绝刊发观点不同的文章之事，则更属常态）。但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理论论述，纯粹因为东方语言和历史知识的局限使其难以判断深浅高低；而更为困难者在于，如果打算以东方学术经验的现代化发展来“补充或校正”西方理论时，他们对之将更感困惑。我由此进一步确信，现代化的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学界（当然是就理念而言），而不可能在国外学界深入展开。这一意见的贯彻，却又首先要求中方学者能够真实返归传统仁学治学观。我们今日宣扬的新阳明心学，根本上是一种“学术实践心术学”。我甚至于在南京大会的发言末尾真地向西方同行提及此一观点，并提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王阳明”大名。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把握其意义。况且没有几个老外理论家会承认其本身“治学态度”有了问题，然而我对此真可以写一40页论文向其论证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社会性的认知前提局限性”。当然，没有任何一家老外刊物会刊登这类文章，实际上，他们避免刊登任何有具体对象的批评性文章。他们从来不承认什么学术心术学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法制社会的“合法公民”，学术生活上一切依法竞争行事，却意识不到其合法行为依循的规则性本身欠缺着一种主体动机机制（良知机制）作用。正是此一实践主体性欠缺，成为他们克服职场制度性羁绊的最大障碍。


在我离开IASS时最后一次大会讲演中（2014），我的论文在一较高认识论层次上对学会中直接依附于哲学传统的理论家们提出了根本性警告，包括对学会唯一公认的基本理论“大师”所做的根本性分析：即对已故意大利艾柯的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理论方向，以及对符号学理论界的 “海德格尔本体论幼稚病”（更不要谈哪怕在国际学会内部并无实质学术性影响的西比奥克生物学符号学了），进行了公然批评。感谢索菲亚新秘书长公正地将我的讲稿收入大会文集【我不得不记起以往多次被西方学者们因立场不同而违约排除于会议文集的若干往事。此次我作为二十几位国际学者中唯一一位非欧美人的论文被收入所谓“master 系列文集”，而本人的学术立场则是直接批评当前西方主流理论方向的。至于后来他们确信我非可如外语界人士般对其盲目信从而开始对我“疏离”，则为后话，索菲亚主编“敢于”将我的文章与他们并刊于同一大会文集中，其正直令人感佩】，使我对学会主要理论家们的偏颇方向予以批评一事，我将其视为自己对国际学会的一次重要贡献【又是根据老外们根本不懂的仁学“诤友之义”】，尽管其启迪作用要待长久之后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现在的国际人文教育程式都是对学者人格与思考方向加以“预制化训练”的，目的正在于使学子按照学界权威制定的规则去“有效思维”，所谓“有效者”，乃指其可有效于“沿学术市场化就业轨则”以顺利获职取利之谓。
我在论文中（以及最近在公开信中））向国际符号学学会建议的调和办法是用“符号学1”和“符号学2”区分学会中两个不同的学术活动领域。“一般理论”（符号学-2）代表着更专门的符号学理论探索（其起源的确基于哲学，但它必须在掌握哲学后在跨学科方向上“超越哲学”），应将其从国际学会分出，鼓励其积极介入诸主流理论学科之内进行更复杂、更高端的新的理论思考。“部门符号学”（符号学-1）作为所谓各种“学科符号学”当然可继续在国际学会内加以推进，不过应该克服目前一种倾向：不少人企图在人为形成的、华而不实的“单一符号学学科”领域内活动，而非在某常规主流学科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换言之，即使是部门符号学也是由各部门（学科）专长学者进行的跨学科创新活动，而并非仅只在（学界机会主义者努力宣表的）所谓单一符号学学科内进行的特殊研学。不幸，后一倾向在当前国际人文学术职场竞争主义环境中正在迅速强化，以至于按照“竞争逻辑”不得不将“符号学”弄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单学科”。
因此今日国际学会中一些机会主义组织家在运作着三类各不相同的“符号学实践”，除一般理论家外，在“单一符号学学科”名下包含着两套并不相同的参与者。一套是以常规学科为基础的部门符号学学者，另一套则是不以任何常规学科为基础的新兴“符号学职业家”，后者企图不以任何常规学科为其知识准备而欲凭空快捷成为专门的“符号学专业家”。不过平心而论，我又得退后一步承认，这样的国际学界的客观趋向有其“存在”的“职业化生态学上的”理由：如果这样一个人为跨国构建的职业化交流平台，可有助于参与者各自在职场提升其利得，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职场哲学”，任何在学术市场上行之有效的学术形态，都是合理合法的（符合实用主义治学观之要义），即使其“学术生产品”始终存在于主流人文科学理论之外。因此，真正适当的态度是：朝向学术真理追求方向者，可与之分道扬镳。古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本文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强调今日国际人文学场内应该关注于不同学术实践方式的“功能性区分”的问题。
8) 结语
本文从现实人文理论实践文化角度讨论海外主流的负面倾向，颇多涉及学者个人学风问题，这些实际学风特征都可印证于现实学术生活的因果分析结论中，似乎可从中引致一个基本的总结论：一切都源于商业化-技术化时代造成的学者个人主义人生观之作用。其实，本文的主旨仅仅是就社会文化表层立论，并未扩及、深入到当代人文科学生态的完整机制及其各个相关层次上的相互制约网络上加以综合分析。根本而言，当然是“存在决定意识”，即“客观存在之结构”决定着个体的心行倾向。就此而言，可以说明，为什么从高标准判为“聚众谋利”的学术行为往往并非学者个人的“有意识行为”，而是“自动化行为”，即可归之于一种不意识地自发反应：他们在制度化的程序中生存，只能按照既定轨道网络向前行进，职场化学者不可能、无意愿首先进行主体的自由选择思考。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自由学者”，而至多是“在既定‘选择题’框架中进行‘自由’选题者”，但他们在意识界的确仍感觉到自己是走在职场制度化的正途上。执着于有效顺从外界规范与轨则而疏于或放弃自我行为反思，这也应该说是今日国际人文学术职场内的一种普遍倾向。
在此客观条件下，即使从认识论-方法论这样的较具体的学术实践层来看，海外哪怕是大人文学者、大思想家、大理论家们，其行为趋向也是相当地“有前提的”或“方向上被预制的”，而他们对此并无“自知之明”。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现代逐渐强化的学术实践制度化使得任何学科专业训练过程都是“程序与内容方面双预制的”，他们自小被训练成遵守学科专业的既定程序，而这些诸专业程序网络都依存于、决定于学术圈外的社会性、市场性的更深、更高、更广的决定性制度化条件。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长处是专业内的深刻化和细腻化，而其短处就是学科间、界域间的“人为边界化”。这就是为什么，诸多善于专业内理论逻辑编织的理论思想家们的各种社会与学术现实判断，他们在诸多层次上的逻辑推论，都看似如此“思维严密”，而当衡诸于各种现实时，反而会“错得离谱”， “幼稚地离谱”。一方面，他们在任何客观现实界中的问题判断往往纰漏百出，因其主要着眼于追求本身话语的内在协适性，却不顾其与客观现实的相符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放弃了未来展望的理想性和超脱学术文化市场化制约进行创造性的反思。明明是已成为市场化时代泛资本势力的多层次的受控者，却误以为（往往对此不自知）独立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当代国外人文理论家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实乃“精致地被决定主义”】。全球商业化文明大趋向，必然成为沿着物力资本决定论逻辑进展的社会大趋向。在此局面下人文学者个人如何可能不蜕化成广义的“趋炎附势者”呢？
就人文学术世界而言，“现实界”与“理想界”相距甚远。对于人类人文学术思考而言，既须扣紧“眼前诸类‘可触’现实”，又须远眺“未来诸类‘预测’前景”。这也是本系列文一开始所关注的系列之总题：中华新仁学应该关注现实基础与宏观视界的辩证性思考逻辑。有鉴于今日国际人文学术走向惟势是求、惟利是图之际，所谓中外学术交流在理想界上岂非正是有关是非标准和人生目的之辨？如果人文科学不朝向理想的客观真理前进而朝向现实的得失成败目的前进，那就当然会以盲目“追求国际标准”最为快捷，于是就根本不必考虑自身学术的高低是非问题，一切照旧崇洋媚外即可。因此，中国人文理论家，如能本传统仁学之人本主义的（深植于人性本身的而非依附于外在力势的）伦理人生观，在有效应对国际学术现实的同时，开拓本文明固有的未来宏观视野：既能脚踏实地（现实），又能眼眺山峦（理想）。为此目的，首先应强化提升独立自主实践的主体性，国际标准只能是参考之一，甚且应该是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因其重要，故须批评；而非将其故意高抬加以廉价利用），绝对不能将自身的人文科学建设事业简单化地挂靠到世界人文科学的现成轨迹之上。此一“战略”不仅不是轻忽国际学术，恰恰是为了更深广、更切实地掌握国际学术，因此我们须要超出国际人文学术理论惯于自我掩盖缺失的趋向，在区分了其正误高低之后，得以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国际学术成果：惟达至“主体性之坚实”，才能够最有效地把握“客体性之实在”！【2018-3-9 于旧金山湾区】
· 14、学理析真系列7：正名论，阳明学，符号学，解释学 (略论人文学理国际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前言

1. 正名论与乡愿论

2. 符号学与学科名称之滥用

3. 再谈文科留学文化与中华人文学术水平提

4.心学与学术发展之方向及动力

5. 职场化与良知学              

6.再谈文明史发展的两条平行轨迹

7. 职场求存与科学求真

8  读解态度学与符号学正名论       

9. 再论当代中国解释学经历之时代意义

10总结：中华良知学和人文科学之寄望

【前言】：
1.环境：一些国外三流及以下的人文学理者们，利用国内崇洋媚外风气以及在国际学术标准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统一等级名衔掩饰下，被国内从事“学术交际”专长者，以“合作双赢”为口实，以流利外语为手段，一批批地被导入国内或交流于国外，而此学术交流趋于活跃的同时，却不知在深层次上已使其成为了有效阻碍中国高端学理发展的一种稳固的势力；于是不断，学人不再投身于“学术事业”本身，而是仅只关注于如何可使“学术事业”最终有用于、落实于自身职场利益。“人文学术”不再自存以“学理之研发”，而是被当成了学人“谋利手段”。于是，大批三流老外学者遂可仅因其外貌、国际、头衔以及深谙“中西世故”而乐于参与游戏并承担其“只赚不赔”的国际学术商品交易。其中他们所实际担任的角色，不过相当于国内认可的“商标”而已。结果：凡在洋人出没之所，即可一体蓬荜生辉，提升活动“档次”，其间“学理本身如何”实无与也！【失去了“学为己”之良知】

2. 知识：当代国内外华裔学人共同的读解论文的倾向是：处处以文章对于自身当下职场实践需要为判准，难以单从个人求知角度来衡量文章的“有用”与“无用”，而并不以增加自身客观之知识本身为读解之目的。“学为己”原则，即应以获得新知新学为自身之“实得”，而非据“职场需要”为学术判断之标准。可惜，今日校园内能以此种态度读书为文的学生们越来越少了，一切学术活动都须落实在“实处”（职场用处）。人们都被“职业主义”糊住了双目，此乃今日世界人文学界最严重的时代病之一。【失去了“朝闻道”之良知】

3.自反：与客观求知欲相连的课题本应是自我反省。自反的目的，不一定是如古人般的自我道德检视（对于现代人而言，此一古典风貌已然永远逝去），而应是对自我求知认真性之省察：认真学人需要诚实地知道自身知识准备的状态如何，借以继续努力提升。不情愿自反以至于不关心自身求知条件之了解，此即对自之不诚实，也就谈不到认真向他人他学学习的需求，结果必然限制了自身的学习进步。此乃另一更严重的时代病。【失去了“见贤思齐”之良知】

4.耻学：良知学首先不是指学人对“外界状态”有真伪是非感判断（此种社会性道德观不属于良知学，它往往是一种自利心之群体性反映，而人们往往以自身尚具此社会是非心作为自身“有良知”之客观证据，遂可把“抱怨不公”和“愤世嫉俗”误解为“良知感”），而是指人对自身“内心状态”是否有真伪是非感；良知学是君子“对自学”，不是指“识人学”，后者属“智”范畴，前者才属于“仁”范畴。【失去了“知耻”之良知】。

5.良知学即是耻学，是一种对自学。仁学之“耻学”中“耻”为广义，此为中华民族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的最独特、最伟大的伦理学贡献，它实即指一种自发的自我伦理性要求。自现代化以来“对自学”尽失，一切归之于“对外学”。而如无此对自省视意识，也即相当于最基本的良知丧失，此因心志已密切受制于对外追名逐利意欲，如此，思想、理论、学术等都变成了纯粹交易获利工具。“思想”成了“自利之智慧”，此一趋向岂非已成为全球商业化时代之总的历史、文化、精神之效果？【失去了“自誠明”之良知】

              （2018-6-2）

     **         **        **         **

1. 正名论与乡愿论

孔子正名论，言简意赅，反映了学术思想初起时期，孔孟均曾通过“紫朱论”和“乡愿论”严肃指出：由于私利本能存在，人类的“思想与表达机制”内永恒地埋伏着一大“人性痼疾”——诈欺智慧学：通过花样翻新的名实不符或伪造名实手法，以达到（或有意或无意地）损人利己之最终目的。结果，“欺诈学”才是几千年国学传统中士人间最被忽略或误解的思想行为倾向，因为欺诈学必然包裹着人所难辨的各种文化伪装，所以随着文明各方面的进步，欺诈学之技术水平也可不断同步提升。一切文明进步因素都可被欺诈学作为其自我掩护和巧妙利用的手段而难为人知。此正因为，欺诈术都是以时代接受的各种“正面方式”作为其所呈现之外表的。真伪相间，善恶混杂，表里变换，软硬兼施，邪正交用，以白饰黑，以黑丑白，如此等等，不计其数。孔孟时代当然不知道人类文明其后发展的复杂规模和丰富内容，但他们看准、看透了人性中根深蒂固之此一“恶源”。尽管他们均采取正面呼唤人性善的一面，并据之创说立学，但何曾忽略过此人性恶源，并指出其中的“要点所在”：“真恶”多以“伪善”面目和优良技法炫饰于人，此即为“以紫乱朱”法。战士以盔甲护身，诈欺以“伪善”自卫。问题之根源则是“心术学”，此理古今中外同一，人性不变，其“道”（以伪乱真之道）亦不变。孔孟所谓的“乡愿”，实即此道之“源”，其方式已非丛林时代之直接为恶，而是将诸“恶”纷纷包装以“伪善”，使人真假不辨，遂实际达成“以伪乱真”目的。在历史上，儒表法里为最大又最成功的社会制度性之成功，所用的标称汉字“儒”，更成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上最有实用主义“价值”的一个“复合语义综合体”。所谓儒家思想是一种随时应变的古典实用主义思想，很大的原因来自此标称字的“传统多义性”。如果孔、孟二著基型产生的时代此汉字“儒”已然在士人观念层次上流行，那么“孔孟思想”也就不复可能存在了。不言而喻，此一判断必遭海内外专业人士不解和反对。大概要再过二三十年的下几代，学人才能理解此判断之含义及根据，也才能明了作为中华思想史事实的“古典儒学”，如何才可与现代世界学术主流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并发挥其建设性作用。现代国学家们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学术身份”： 你是现代世界中的学人，不再是（根本不可能是）古代儒者之现代代言人。

扩大而言，正名论或紫朱论，几千年来时时处处表现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须关注者即，大多数实质上“为恶者”间极少数属于“刑事罪犯”类别，即其恶行可一目了然，故不难相应把握及处置。即其“表里如一”，无需对其识别“真伪”之劳烦。而文明史发展历程中，最值得关注的乃是为数无限多的、以善言掩护自身恶心恶行者。也即社会上，无论善人恶人都必然在某些时段上一律示人以“善言善行”，否则恶人亦将无从立足或起步。文化学术上也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所见所闻无不为“善言善行”。于是正名论或辨伪论就成为必要了。在此类“真伪论”现象中最称复杂的就是人文思想和人文学术；由于相关知识智慧要求复杂，大多数文化人和学人都会在一生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因真伪辨析不精而蒙受其误。此处所谈特别是指一些骨子里的“恶人”（体现于不同行当里），而与此现象相关的大多数“常人”才是我们所更为关心者【不仅为了护卫他们免受恶之伤害，而且要防止他们一旦地位改变即可能不难由善人滑为恶人，因大多数善恶指做恶能力与需要之有无，即大多数人都是可善可恶者，一切取决于当事人之“地位”而已。孟子所言“人兽之别几希”正指此人性本色。孔子则将“上智下愚”除外。】。正名论或“乡愿论”主要就是对常人所发。古人思维单简，我们今日不必将古代圣贤（记载中称之为圣贤者）一一看作是“真人真事”。我们的先秦原典中的“圣人”实为“型范”之代称，即善恶原则和逻辑理念的具象表达者，人们以之作为思考及行为之标尺。乡愿论也应如此视之，此即从原则角度表达对真实人类间的、真实人性内的“名实不符”、“以伪乱真”之思言行诸层次上的人类历史惯习表现。我们今日将此原则引申至现当代人文学术理论，是为了特别专注于我们人文学者自己的实践学领域中的问题。为什么要如此“没事找事”呢？（作为职场人，就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一切均衡之以利害得失即可。所以今日谈及“真思想”，首先就须超脱职场藩篱来思考）因为正是此民族历史上的智慧遗产可有助于我们强化“现代科学思维意识”；让我们突破职场功利主义迷障而得以透视全球化时代学术理论活动之真实生态。今日“读论语”，就是要你最后通联到当前“相关”现实问题（此一“课题相关性”古今迥异），而不是指你能够掌握字义或如古人般体悟文义即可（否则就不是“学人”而成了“学匠”）。如果仅只于此，当前的“国学家”岂非成为了纯然“记诵机”一般。而如连熊十力、冯友兰等社会公认“大师”都根本办不到“使古文有效连通于今事”（要害在一“今日有效”。他们的思想如果是“真实的”，还会做出那类违背孔子精神之言行吗？），可见今日重新提倡“国故学”，并不是要学人去与计算机算法效能争高低，在电子海量记忆时代去仅以熟练“诵习故事”为足。古今中外思想必须使其相互有效汇通，而不是将诸文本机械地并陈就算完成了当今所需要的“学术研究”。为此，在习得各种相关新知新学新理“之前”，先得实行“态度学换挡”，否则主体无法有效运作古今学理。举例言之：我在若干次参与阳明学研讨会时都提出一个研究态度学，即不要满足于“说阳明”，要“行阳明”，而所谓“行”，其间有须密合于阳明其人心志实态者，有须与时更新者。此二任务的要求不同（一为严格“复古”[态度学还原论]，一为勇决“知新”[面向新知新学新理]），二者的恰当“配合”属于高段人文学术实践；所以此处所言者涉及“三事”：真古，真新，古新一体。今日再以“良知学”立论，因其时代的学术实践论之“段次”已需数量级上升高。如仅以之为脱离时代要求之复古论，岂非在虚掷时间？

2. 符号学与学科名称之滥用

一个名称或标志在实用性语言交流中可以有古今内外多种不同所指，狡诈士人遂可随机发明以虚乱实、以伪乱真的各种名称歪曲使用法，使之指称混乱，以达模糊思想之效果。时至今日，此种人间惯习不仅有效延存下来，而且变本加厉，花样翻新。就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与文化传媒领域而言，自然应该区分此类现象中的“无心之过”和“有意造假”，自然前者更具普遍性。此即，名实不符现象，不一定出于有意造假，而且可能是客观历史环境和风俗的自然效果。这样的现象在现已完全成熟的自然科学中固然难以存在，在多可予以客观验证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在大幅度地被克服中。而在我们广义人文学术和媒体文化中则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一因几千年叠加传承的文化与人文学术的性质未曾根本改变，二因现代社会历史技术性条件的空前复杂化提供了空前丰富的“以伪乱真”的方便。某种意义上，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出现就是出于纠正此种人文学术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缺点的动机。然而，“客观”强于“主观”，百年来的、特别是50年来的现当代国际符号学运动，竟然活生生地被其原初要加以克制之“敌”所侵蚀，反而在时代大环境彻底改变以来最终蜕化为另类学术话语“以伪乱真”得以普遍猖獗之渊薮。原因不难理解，即使连“符号学”这个学术类别标称，也竟然可以随意指涉，并无固定标准与章法。此类“国际学术运动庸俗化发展之可行性”显然源于今日甚嚣尘上的全球人文学术商业化潮流，后者系统而有力地将传统求真目标转化为求利目标。此一世界文化史现象可以首先由相关通行的“学科定义”所代表，如所谓 “符号学即关于符号/记号的研究”。这样一个相当空洞并多义的指称，竟然为各国深陷国际功利主义的符号学学者所普遍接受，因为他们发现了这样的空泛至极的定义含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学术门类定义的空泛性或宽泛性，易于“转换为”学术队伍规模壮大的方便性！后者即扩增学界知名度的或营造学术市场名号价值的物质性操作基础。

结果，由于排除了严格普适性的“资格标准”，符号学一段时间以来遂可在今日人文学术已然全面职场化的时代，有助于吸引、延揽、凝聚国际团体成员之“加入”（传统上任何“拉帮结派”战略之现代变形），以期维持职场竞争利益。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早已发现而于不久前离开该组织时进一步予以明确总结得出的结论。于是，一个本来旨在澄清几千年来文化与人文学术语义混乱为目标的新型学术类别，不仅最终弱化了其原有的 “理论思想创新力”，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进而蜕化为人文职场准商业化经营之渠道。不言而喻，此一现象并非符号学所专擅，可以说是今日国际大多数人文学术理论之“共业”，而之所以要不断提出国际符号学来“点拨”，则因为一个实用性理由：面对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危机时，“真正的符号学思维”的深意本来正是为了献身于人文科学科学化发展的事业，如今一个徒有其名的“新学科”占用着学科名称原有的理论创新性宣传标志，近年来却越来越弱化或丧失其人文学术理论创新化作用与能力；不仅如此，犹有甚者，此一趋向还呈现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副作用：在“学术实践意识形态层次上”（这是古典“意识形态”一词在新时代的历史性功能扩展），承担着关于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日趋瓦解事实之“有效掩盖作用”。【此即，“符号学界”当然仍然包含着诸多重要的原初创学者的重要理论，并成为大家机械地予以“传输”的材料，而一方面，这些照旧被传承着的重要内容，由于学界认识论/实践论大方向的偏差，难以再成为创造性发展的有效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宽泛行规策略”的推行，导致任何一类“名义上沾边”（即任意宣称“沾边”）的职场学人加入，遂使得“国际职场队伍”之驳杂不纯获得了职场立足之资格，并因此使得此职场队伍中少数真正具有“严肃符号学实践志向”者难以再有效生存：即无法继续贯彻严肃学术思想交流】我们本来要利用符号学的学术战略/战术系统对于人类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建设加以推动，而这个以集体功利主义经营为目标的职场运动，严格来说，最终反而成为直接阻碍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的国际学术势力！于是，现实中的“符号学”标称，反可发挥着双倍的阻碍人文科学有效发展的作用，并成为当代人文学术理论趋于职场化全面发展事态中最为突显的事例之一。这才是我于退出国际学会前后不顾礼仪而又不得不“仗义执言”的根由所在（可惜国际人士对于此一中国古代“成语”是难有感觉的，所以说“耻学”为中华精神文明所独有）。由于国际人文界制度性僵化格局早已积重难返，“良知呼吁”自然也就毫无效用。我们仍然按照中华精神文明特有之“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论原则继续言所当言，意义也仅在于留下历史记录而已。

国际符号学现象是极端例子之一。此一人文学界思维混乱和以求真为名而实为求利的学术倾向，实际上遍布于国际人文学界和文化媒体界。人类历史上空前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文学界学人和文化人骨子里“求利”的动机和目的已然在全球化水平上被制度化，被“内嵌于”生活与职场的环境中了，成为了督导着学人生存方式的、难以违抗的“社会性势力”（有如法律势力般的一种“准强制化”作用），在此当代世界人文学术生态内，“求真”意识已被内在地（解释学地）转化为“求利”意识。当学术过程中“求利”（=职场竞争成功）意识本质上成为现代人之普在人生观后，如何“合法求利”就演变为内容与方式无限开放的学术教育文化场域中之惯习。学人间彼此的“学术竞争”，最终具体化为“学术市场价格竞争”，其所使用的手段则大多数可与（或“须与”）学术思想本身的价值无关，而却须与学术思想作为“竞争取胜手段”之“准学术市场”上的有效性（可行性）有关。于是一个普遍产生的社会性后果是：学科职场本位主义成为集体求利的操作场地，学者自身的利益遂与所属的学科职场合为一体：维护职场（系所，中心，论坛，刊物，学会）之权威性，成为大家遵行之共识。加以职场人员越来越均成为“预制产品”，即经“系统前定的”专业化“训练”（=“经过知识积累的加工处理程序”）出身，该专业方向和实践方式的规定性运作方式，也就成为学者毕生求利生涯的操作性基础。学者团体（学者群体必然形成权威等级制度，以贯彻集体市场竞争求利取胜的战略需要）的形象维护和强化成为学术实践的具体目的。在此状态下，当然不再存在什么“自我反省，相互学习，集体求真”的（传统学术中的）动机。专业化学者并自然终其一生地维护着其专业职场的资格性基础，也就是维护着自己一生学术目标、方向和方式，以之作为个人“职场成功”之保障。

于是，在所谓国际人文学理交流场合，所谓“相互切磋学习”之义，也就根本无从发生，不过是在“交流平台”上（利益交易场所）相互交易和经营“学术商品利得”而已。此商品之生产，不再需要是真正的科学求真的过程（虽然必定永远以“科学”为名），而是本质上的职场求利的过程。学术求真和职场求利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类实践逻辑形态。而今日学者们鲜有良知之士（尤其不可能来自老外的）愿意时时反省自身学业在方向、方法和效果上的“科学性得失”方法如何（更不要谈伦理性得失问题），而是只关心（以任何方法求得）职场获利目的的策略性得失如何。（后者则具体化为职位，头衔，知名度等学术职场内的相关等级性参量）这样的治学人生观的时代大变革，也就渐渐改造了学者的心态与心志。换言之，其学术实践过程由于被彻底程序化了，法制化了，他遂可在此制度化框架内功利主义地规划自己的求利方略，使其构思与步骤趋于最佳化。在此时代人生观系统改变的过程中，文前提及的中华仁学“正名论”或“名实不符术”（乡愿识别术），反而历史上空前地获得了现实其现代解释学效力之空间。以至于学者的心理机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即学人自身也可深陷“名实不符”的集体性自欺游戏之中：他在阅读“真理话语”时会以为自己在受着真理逻辑的引导，而实际上不过是受着职场功利主义逻辑的引导（名势标准，市场价值标准等），也就是自然地跟随学术市场上的“品牌效应”前进。（试想，大多数人文学者是不是都在跟随着“名人”路线前进？而其中真正的动机是相关于名人之“真理贡献”本身呢，还是相关于名人带来的“使用价值”之提升呢？）

以上所述实为人人易于发现的现实现象，而且由于人文学术实践逻辑本身的高度制度化，商业化，技术化，个人不仅极少有可能对之进行自觉匡正，而且极少有可能对之进行切实“感觉”与“发现”，因此更谈不到对之进行真实“反省”；实质上，学人的“意识结构”已然被单一化或片面化，失去了其“最初的自我”，此即真正独立的自我选择意志。其“自我行为选择学”已然从价值观/认识论层次上系统地转换为“功利性/有效性”层次。当读到前一层次上的话语时，他只能习惯性地将其自动放置到后一层次加以“处理”（=学术思考）。例如，你和他谈“良知学”，他就停留在“王阳明话语的字面上”；他对此话语的“义理内涵”已经失去了直感，反而是立即按照自身自动服膺的“流行格式”将其转换至一种“功利主义解释学”层次上（= 按照既定功利实用主义格式来“读解”道义性话语）。他和你谈的是“王阳明是怎么‘说’的”，以显示其言说有据和博闻多识，却绝不渗透入意识核心中的“体悟践行”层面。例如，对待在语义构成上具道义话语形态的儒学话语，可有意无意地立即先勾连到对该话语在当前职场内之“取利性潜质”之实用主义判断。其实不论西学研究还是国学研究，学人所关心的多是如何可借之有利于推进自身职场专业的“利得”，因此纯粹在学术话语的职场运作效果层次上处理，根本涉及不到对其客观深入的学理判断的问题。特别当专业职场成为一种集体利益的“共基”之时。为什么今日学人会变得如此功利主义？（我常举的比较例子是：五四时代学人的国学修养至少十倍地高于当代学人，而那个时代的“国学青年”都普遍地对之具有批评思想并产生了大量至今读之有益的研究成果。而今日国学界，正如西学界一样，其研读和讨论方式基本上都是“复述性”的（引述性的，即机械性累计的，最终以表面上出版物的“数量规模”作为职场成功之标志），欠缺理解性、批评性、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力贯穿。但重要的还不是这一普遍今日称其为“浮躁学风产物”的思维倾向本身，而是他们对此自身思维倾向的性质实际上可达到一种欠缺“自我感觉”之心理状态。这当然不是个人直接创发之作为，而是集体性行为方式固化之效果。即使从国际学界看来，几十年来一种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社会学式的“突变”已然发生：学人读解意识之集体性的“人格分裂症候”——如前已述，对待“道义话语”读解感受力的历史性转化：从传统的集体道义层自动跳跃至现代个体自利层（此“个体自利”意识已然经过“法制化漂白”呈现出“集体性公义”之表象！）

3. 再谈文科留学文化与中华人文学术水平提升

战后几十年各地史学家们读不“通”顾颉刚思想的时代普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功利主义如何已经深入学界集体骨髓之显例！如我曾经多次指出的，此一“普遍读解盲点”竟然跨越海内外各地华人学界，当然各地有各地的“读不通”的原因，但其“解释学的公分母”则是源于时代国际学界的功利主义！正是此种普在的功利主义还导致今日国际人文学界对于中外学术思想史上的诸多问题不断发生系统性之误判二者为同一根源！但是，如果职场功利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通病”，那么此外还存在有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特殊原因：日本侵略以来造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长达40年各地的“知识教育”性耽误，此一耽误效果也以不同方式发生于海内外各地华裔学界。这样形成的民族认知性发展史上的“40年断裂”的涵义，似乎还未曾被任何地区的华裔人文学界充分认真认识到（此一认识论盲区同样源于时代功利主义：因为学人失去了纯然科学性、求真性意识与意志，而是处处以“有用标准”取代着“求真标准”）。一般来说，人们绝对不肯承认的事实是：在现代西方人文理论和中华古典学术两方面存在着精神与思维上理论思考上的阻断效果。海外华裔学者普遍倾向于以其职场功利主义标准错误地（自欺欺人地）高抬其因国籍、学历、职称、著述等之“国际接轨”而即成为了中华民族人文学术发展的现代最高峰。他们将任何一种“挂靠西学”方式和资历都人为地夸张为民族性学术水平提高之证据。（如果我们不理智地认清此一普遍国际学界误区，中华学理振兴事业将不可能实现。首先为此“认识论-实践论”误读的是海外华裔学界，继而蔓延至大陆地区）如我多次阐释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如此显著的文化学术史事实他们都视而不见，浮表地仅以学术实践场地的“社会地理性的高低”来取代人文学理本身的真实高低。这样的普遍现象也同样源于深入骨髓的职场功利主义！

我在近期《学灯》上发表的批评性文章所指出的学术思想史上的“事实”（日本侵略造成的中华高端文化40年来的民族知识性滞后，中断了其前几十年奇迹般形成的“黄金时代”的精神命脉和冲力，如同纳粹时代曾中断了战前德国在西方文明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精神与理论的创造性潜力。日本的学术思想现代化发展中的波折之所以使人印象较不突显，一则因为他们本来就以积极复制或被动转输西理为民族学术文化现代化发展之国策，战前的学术实践性质与战后的学术实践性质大体相同，而另一方面适逢战后世风逐渐转为唯物质主义大方向，该国之“国力”衡量标准自然为其“物质性成就”，人文理论的重要性相对大为降低。而民国初期中华人文思想现代化创发力与战前德国的理论与文艺精神的创发力，各自曾经相对地显示着真正的“创造性潜力”。）美国战前的人文理论水平远低于欧洲，战时欧洲学者移民美国成为美国战后人文学术理论显著发展的关键性原因之一。即使如此，欧洲有着连续两千多年的人文思想传统，而美国不过是两三百年，一切都是在“处女地”上从头学自欧洲。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不可能由于战后谁的学术活动发展势头大来加以决定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二者的机制迥异，现代利字当头学人往往故意对之视而不见）。而对此，我们的留美人文学者们是不愿意承认的，正如对待二战以来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中断不肯承认一样。至于今日世界上各个学术职场无不采取竞争求胜的态度，职场等级制度的各种名目遂成为各自自我标榜宣扬的方便手段，加以学术职场化的普遍扩展形成了固化的学界等级制度，其中等级性标志成为了学者表面上“等级化平等”的装饰品。在这样的国际学术生态气氛下，难以再想象个人会产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知学）态度，自然更不可能与今日提倡的阳明学的“良知意识”发生真实的联系。按照“阳明学”之测试原则，学人不肯承认自身的真实学术程度或者出于惧怕正视自身的学术程度（此种源于功利主义动机的“惧怕自知意识”已然集体化为社会性集体意识），或者出于职场竞争之客观需要（必须通过自我吹嘘和相互声援以集体固存于职场）遂成为当代学界之通病。四十年来的新时期固然提供了战后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文学术水平的机会，但此种提升的状态是显著被动性的，复述性的，转输性的。正因如此，学术的“外部成绩”（量度以出版物数量和相关市场化运作）进展显著，此成绩其实仅指“移植古今中外学术大师话语”的效果。此一实践学态度之国际可行性源于彼此的实践学参与机制属于“同构”，尽管在内容上自有高低深浅之别，而在实践内容之“功能和方式”上彼此实质上同一，即不会因此内容质量上的差异性而妨碍了国际交流的有效运作：即大家都可“运作”同样的国际认可的“话语实体”，以完成共同遵循的学术交流程序，并达至共同采行的活动目标。学术话语的“文字性与语音性实体本身”发挥着有效履行学术交流过程的作用，即最终可导致顺利地完成在中土学界引介老外学术思想的任务。但是，明显的缺欠表现在，中方学者由于其“补课急就章”主要实现于重复性、重述性水平上，谈不到融会贯通（为此需要多得多的知识准备）和独立判断，也就是正像中小学受到被动的背诵学习影响缺欠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一样，学者们也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欠缺这类独立创造性实践能力。此一特点老外完全看在眼里，但这无碍于中方引述者实际将老外的学术思想转输至中土。不加批评的转输或者更可符合老外的自利主义需要，因其于中外学场上所实际需要的是老外个人知名度本身之提升，而并非实际关注其思想被中方学界“真实理解”的达成！这就是奥秘之所在。（我们在此暂不涉及那些无不自以为是的老外个人主义者之自我价值估计必定是普遍名实不符的问题）。

现在，问题如果是有关如何有效提升发展民族人文理论水平的问题，首先就须客观认知自身的实际知识状态。但是普遍的职场功利主义又形成了集体的自我张扬、自我隐瞒风格，以期达成职场共进共荣之目的。为了职场竞争的需要，人们在此新时代认识到，“获利”（而非“获真”）并不需要认识和承认自己的知识基础的缺欠；获利的手段和方式，主要取决于职场内非学术性的人际关系运作之效力。为此，掩蔽自身认知缺点反而是竞争策略上所必要的（今日正是处处弘扬古代计策学智慧继承的时代）。于是我们必须正视如下事实：职场求利活动与职场求真活动是两类貌似而实异的活动，而只有后者才与我们提出的阳明心学有关？

4.心学与学术发展之方向及动力

什么叫阳明心学？为什么在科技工商的现时代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貌似“复古主义的”学术实践论？此一古典朴素的实践论正是针对学人形成对自真实（古典真心诚意）态度的民族传统性思维之智慧遗产。阳明学首先就是“自誠明学”，就是“正视自身缺欠的勇气和智慧”。由于其“内容”纯然落实在意识的最深处，即前于任何实质性的思维逻辑与习惯，所以称之为“心学”：最初之心，即心的最本然地段，在社会性实践开始前的“自对自”阶段。自孟子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就存在这样的民族精神思想的固有倾向：即认识到，伦理性实践须从最基本、最内在做起。宋明书院文化的本质即是前于社会文化学术实践之前的“心学阶段”。历史上的阳明心学现象即是指这种书院中形成的“集体自誠明”心态。世人自然对此一书院文化史在具体社会文化实践上的各种“负面效果”大加批评，却没有认识到此一“混沌现象”内的各种组成成分的分别功能问题。完全由于民族历史社会文化的特点，“心学”的活跃并未产生各种期待的社会性学术性成功，却忽略了其“本身”独立存在的“成功”：书院士子们的确达至了某种原初性心学境界，此一真实的心学实践体验记录正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宝贵记录。我们就是要在此尚属一尘未染的“初心地段”（此“初心”当然是前于任何社会文化性观念实体的）进行现代化耕耘，而在其后的各种相关性实践场域则联接于现代化的环境与认知资源。“初心地段”直接相关于“义/利”（真知/名利）二分法的辨析，即在此基本地段建设学子之心的“真实朝向性”，而非“利益朝向性”。其直接的效果就是学人开始“敢于、乐于”正视自身缺欠，也就是表现出了自我真实前进与提升的意愿和志向。自我批评是自我提升意志的最重要标志。不敢、不愿自我批评、自我认知的学者，不仅是自欺欺人者，而且是生命意志脆弱者。正是现代重新理解的阳明心学（为什么偏要突出“阳明”？这与他的“功业”和“忠信”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他时时欲退居山林意识中达至的“最原初心态”，或者其从俗世关切退还至最内心世界的思维倾向），成为了学人首先愿意正视自身相关于学术思想实践的心态现状的初阶。

今日提出阳明心学的口号，看似在“对峙于”职场利益【国际学会中不少“带头人”都把我的独立观点视为在“损害”学会同仁的集体职场利益。这是真实的，而这种“损害”是为了促使其改弦更张，朝向正确的符号学方向，真实目的正是为了“协助”其反省自身。但是，各处都是把他人之“批评”视为“贬低”或“伤害”，因彼此所持的评估原则相反】，实际上为了瓦解世人的功利主义防护层，以促使其“良知萌发”，回归传统的真理事业。放眼看看国内人文学界的各派“大款”，何人不是以权威自居，何人不是要在退休之年满足于自己的“学术成绩”和荣衔（即职场认定的高低贵贱等级凭证）。学人的心志寄存于职场社会的集体资格认定上，而不是寄存于自身良知的检视上（学为己），此种态度正是与良知学原则相违背的。我们的古人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在毕生实际学术成就上颇多受限，而不少人在维持自身“自誠明”治学观上，在达至自誠明的水平上，显露出比现代人远为纯真的心态。我们今日比古人的现代化知识多多了，但我们用此知识追求的是个人之“名利”；知识不是真理的代表，而是名利的工具。在此意义上，我们比古人又庸俗得太多了。如采取学为己的人生观和实践观，即根本不会产生职场竞争意识，也就是名利贪念，而会要客观地认识自己：自己是怎样就怎样！这就达到了不自欺。而今日学界世人无不通过人为设限（自欺欺人）以维护自身自尊心和社会形象。结果，学人不是参照客观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而是根据职场通行标准计算个人得失；不是依据自身良知巩固自身信心，而是依据他力权威为肯定自身之价值。

5. 职场化与良知学              

从社会学角度看，强调主观力的良知学是直接对峙于、受限于职场化生态的。职场化一方面导致学术实践的制度化、以至于强化了客观秩序性，同时也就弱化了主体的能动性。此一结果的实现方式即学界社会的“共识化”的无限扩展。全球化时代，此一“共识化”无限扩大的倾向无远弗届，并为主体意志已然蜕化的学人增强了其生存安全感：向主流看齐=向客观规律看齐=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正确=学人不断强化自身的“共识依附度”。此一全球化时代各地程度不同、表现不同的“共识意识”之不断强化倾向，导致了学人行为方式选择的一体化（方向与方式上的国际化）。在此情况下，强调主体选择自由的良知学原则与之截然对立，良知学因此几乎不可能在国外学界开展（洋人喜爱“良知学话头”者，根本不是能够真正体践良知学者。所以汉学家们不过是“拿良知学说事”，“拿阳明学混生活”而已），而在华人地区学界的有效性也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今日谈良知学，都是知不可为而为之。固然仍然期待千万分之一“读书种子”有猛然兴起之机会，却仍然存在着比此极微可能性远为深广的正面效果，此即：期待于良知话语的触动可引生读书人“自我欺瞒”机制之崩溃。即使客观的共识具有难以克服的支配力，毕竟人的内心“天生地”潜存着某种程度上“认识真我”之冲动，此种冲动甚至于具有“准客观的效力”（如同生理机制不受主观意志支配的部分），即使主观上采取了依附客观共识以求自身功利的态度，而其另一“自反真我”本能总会“下意识地”窥视自我之真相：我是在“自欺欺人”，我是在“自我庸俗化”，“我所做一切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有无此种自我意识，对于一个人的人格来说至关重要，这就是仁学阳明学所说的“耻学”或“耻感”（严格说，读书人如失却自我耻感，其余无足论也）。由耻感缝隙流出的一缕微光，可能指示着另一种真实学术生命的方向，它不同于全球化功利主义时代形成的“以学求利”治学观之大方向。耻感至少启示学人意识到，（国际）学界共识并非绝对的“客观正确标准”，而且它正在成为阻遏真正的人文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阳明学，所谓阳明心学，与关于王阳明学行的资料性研究（今日海外汉学研究者）关联极少。良知学所说的“良知”，是指心体在参与社会文化实践之前的纯洁实态，是指此种原初心态的向真、向善的基本倾向性萌动。未萌动之前的原初心态被各种社会文化化的外力因素所封闭或包裹。良知学的实践首先强调要克服各种外力的决定性机制的把持而直入本心。从而有可能在价值观上“经营”于此方寸之间。如果学人只是重复阳明学话语，只是将其作为职场行为的工具，就根本无由直入此本心。不论西学界还是国学界，其研习材料本身以及错身管理学术行为的职场归属性，都与直入本心的“心学实践”无关。今日各界学人纯然由于职场本位功利主义，主观上佑护自身职场学术的“固有价值”，却可能根本没有开动自身真实的“心学建设”。所开动的不过是另类职场功利主义行为而已。因此到处都是看重阳明学的“可利用性”者多，关注其可触发自身心术与心志觉醒者少。因为职场人多半是受到职场外在集体功利主义的控导而参与学术竞争活动的。由于没有开发本心，学人只能从狭隘的职场利害角度与职场共识标准来介入学术实践，而未能将其连通至由“大人心”（孟言）发动和管理的“真理使命”之高度。【如国学义理正是要教导你经营此本心的，所以顾颉刚先生始终表现出其“大心”，而其一些弟子因其本心之不备，就只能成为“资料学专家”，只能以获得洋学奖掖为自身成就之国际标志，从而本质上歪曲了顾学之大方向；明明在此领域应该以顾学为标准来衡量国际相关学术，却偏偏要让本质上的“洋学生”来为其“中国老师”评判高低。崇洋媚外如成为了一种制度性痼疾，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将永无发展之时。】

一般来说，今日阳明学作为主体能动实践学，将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显示出其独一无二的人类学术实践学特征。一方面，它显然对立于国际人文学术的理念、规范与制度，与一切在文科学理领域打算与国际接轨者无关，也不会在国际学界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力（虽然可以客观地向国际学界呈现其特性和程序，但不可能对之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自日本近代史上和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将阳明心学作为政经实践意志技术学加以阐发、将其作为信心与意志启动术加以利用的历史习惯，也已一去不复返。因为今昔各种科技工商、政法军战领域内的“心理素质”培育术，已然过于复杂和大幅度地向客观制约条件侧上的经营术偏斜，欲将阳明心学转化为意志力修炼的古典观念，也就不再能够独立产生作用。这是我们将我所理解的阳明学还原至其“阳明心学-宗羲史学”思想史系统从而重新规定其运作场域和实践目标之原因；称之为“新阳明学”者（对应于作者提出的“新仁学”），原因即在于此。

6.再谈文明史发展的两条平行轨迹

这样的重大无比的人文学理认识论-实践论转换，也是建筑在作者近年来完成的一桩近似于“历史哲学”的观念之上的：人类历史过程或人类文明史过程，是由两条平行交错而功能各异（外在互动，内在分离）的实践路线缠结而成：外在物质化的政经军实践路线和内在精神性的文史哲实践路线。二者各有不同的发展机制、发展目标以及实践学方略。二者存在于同一物理性、社会性过程中，彼此之间虽然必定发生外在的互动联系，但因各自的形成与运作的机制不同，不能产生内在的互动联系。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固然将其作为“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加以统一描述和综合分析，但在今日史学理论进入更为精细观察和分析的阶段后，遂有必要提升历史描述与分析的精细度，从而认识到在同一物理性、社会性过程中，实际上存在有两条“主线”：历史1仍然作为与传统史学观大致相同的、以“政、经、军、民、教、俗等”为运作领域、实践主体和基础的、涉及生存条件与权力关系形态的发展史；历史2则为日趋细化的理性精神思想创造史（或泛纯粹科学发展史），其近现代形态即为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史，尤其是现代人文科学发展史。历史1的构成维面和行为方式极其复杂，其中人际关系冲突和权势斗争为其中共同的筋络和历史内容，而历史2，特别是自其进入科学时代以来，由于科学理性的统一化、纯洁化、逻辑化作用，其内容、对象、方式愈趋自主独立性。不仅两套历史轨迹形态不同，两条轨迹上的行为方式与实践逻辑更是根本不同。如果历史1的发展动力学机制的推动力是人际冲突及其权力结构的关系类型演变，权力学为其运作逻辑之基础，那么历史2的发展动力学机制则内在地排除任何社会权力学要素，而能、而须一贯坚守其精神理性的实践学方向。因为，如非如此，则任何“科学事业”或“精神产品”将无法有效产生。不过，二者之间的构成性、功能性区分为一事，二者之间在其外在互动中的混杂性共在，则为另一事。此一情况可简单化地类比于我们屡次解释的“儒学”与“仁学”的异同关系：作为同一物理性社会性过程中的存在者，二者当然“实际上”混同存于同一时间轴线上，但作为不同的文化功能承载机制，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服务于儒教社会的维持，后者朝向于精神思想的营建，虽然前者必为后者的实践学对象，但二者不是同一实践学主体。后一“区分”，自然有牵连到同一“生物社会文化实体——个人”可为两类社会文化实践功能的共同物质性“载体”。此一看似“与实不符”的说明，其实是为了精细化我们的“现实定义”和“功能定义”。

再就此举一本文谈及的看似不合理的现代文教现象为例加以说明：由于战后社会的空前朝向科技工商方向展开而引生的一切高教职场的显著扩展，已经使得人文教育制度日趋就业化和职场化，在此过程中，“高等人文”仅只指涉职业等级的高低，而与真正的人文学术的科学性要求反而拉开了距离，以至于大多数学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均满足于追求职场目标，而非如非职业化的古代学人那样出于纯粹思考和研究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和写作。在此情况下，今日的“历史2”，严格来说就不应该仅按照高校职场名目随意纳入其相关内容，今日少数的“人文科学思想家”（包括“哲学家”）与大多数“人文科学职业者”之间就应该合理地划出一“可能性区别”：前者的目标是“学术真理探求”，后者的目标是“完成职场制度规定的程序”，尽管两种功能可能“实现于一人”，同一专业内容可能存在于两种功能运作中。此一“实体”与“功能”间的功能区分，相对地说，自古已然。朱王时代岂非处处面对这这样的区分？古时称之为“心术真伪”，今日我们宁可称之为“功能区分”：例如，按照现代观点，有什么理由称呼“艺人”为职业，而将仅只在文史哲职场谋生活者称作“伪学者”？不仅不能这样加以价值学轩轾，而且此一遍布全球化学界现象，正在把自古以来的通常“文化教养”纳入职场制度化轨道，即实际上将“文化教养形态”现代化了：从泛文艺性变成了今日的“学术性”。不过我们必须继而强调的是，仍然不可将同一套称谓“学术”、“科学”、“研究”等当做是一回事。其中每一个都应当进而区分为前述“两类”。这样的摆脱职场化范畴的功能性区分正是出于真正推进人文科学提升的需要。因为也正是当代人文职场化制度反而要将不同的人文实践类别和目标“混同化”，从而客观上阻碍着人文科学理论机制水准的提升。满足就业需要和满足科研需要，是两种需要，但二者都存在于“同一”职场制度环境内。（正如，媒体人和学术思想者都属“文化人”，彼此无“高低”区分必要，但此一判断无关于二者与精神文化提升任务的距离性；前者是“社会文化实践者”，后者是“社会文化科学思考者”。）再举现代阳明学例，“阳明学还原论”的提出正是出于同一时代认识论发展之共识，体认到文化与文明史的复合构成轨迹，据此进而精细化了两条路线各自的结构、动力和方向，并进而指出这样的现代化还原论结果，并非弱化了阳明思想的价值，反而是提升了其价值，如果人类意识到：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应该是“物质实践”为手段，“精神实践”为目的，物质生产是为精神创造服务的，“文明”的物质性“实体”为物质，而其撑托的目标则为精神升华（此“精神升华”的现时代形态只能为人文科学理论，而不可能指其他超自然性信仰，后者属于历史1，而非属于历史2）。否则人类文明将加深其动物科属性，而淡化其“人科”之属性。人之所以为“人”，是具有创造理性之精神生命者（绝对不应指期待于生前死后可永远吃喝玩乐者）。当代阳明学的最深义反而体现于一种伦理精神上的“自利”主义：即朝向于人文学者个人学术实践品质及水平的真实提升（而非按照职场标准的社会等级化提升）。

7. 职场求存与科学求真

按照以上辨析原则，我们可以无限扩展历史上的分析客体。古代知识人少，专业化知识更是在经年累月历史过程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古学人之间的交流仅只存在于少数友人之间，因大多数人尚为文盲，学术生态相当粗简，时至今日，两百年来高等教育普及化，人文高校的知识人无数倍多于古代，而且高深繁杂学理，已因教育的普及性而为广大专业师生理解。在此情况下，学术思想家的“对话对象”似乎可处处存在，再也不会发生罗马哲人塞内加那样仅只以其一位知友为想象读者对象来从事写作的必要了？而本文却正是要指出“其实不然”！我们谈到的处处都是“貌似而实异”现象，而此现象，按照职场俗常观点是看不到的，而按照我们的严格人文科学观点，则必须关注此现象。使得此类“貌似实异”现象得以合理存在的一个“貌似实证性原因”是：只要在同一职场圈子里，大家都可有能力“把握”同一类学理话语，都可参加同一类学术思想交流，这有什么问题吗？同理，读者正可以此反驳我对当前国际符号学和现象学运动中的各种批评，因为参与者们谁都可“读懂专业语言”，相关学术实践正在有效进行中，何须杞人忧天？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什么叫“读懂”？以及，字面上读懂和“实在把握”之间的区别为何？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如前面指出的，当“读懂”值得是大家均可按照标准释义经典加以统一化“重复”时，你能说谁是“思想者”的懂，谁是“复述者”的懂吗？如按照职场共识规范，这是不可能加以区别的，而按照科学真理本身标准，就必定可能加以区别。这就涉及到该如何看待学术社会普在的职场制度化生态的合宜性问题？如仅为就业生存需要，就不须“鸡蛋里挑骨头”硬要作此区分；而为了严肃认真（即按照“真理原则”而非按照“职场共识”来进行学术活动）提升学术水平，就不得不作此区分。而这样的“价值观判断原则”分裂术本身，则是直接有违现行国际社会学术等级制度系统的，就会直接触犯国际学界专家的“学术权威性”以及广大职场人的集体利益，从而就会立即被迫卷入历史1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的“现代阳明学”之“创新性精神”正在于此，它有助于我们精细化辨析标准而达至在社会学层面上的功能性区分。如若不然，如果只是按照现成国际标准和运作模式亦步亦趋，得名得利，又何须费此周折？再加上，时当全球化时代，这类“学术革新之意、之举”必然触及可阻碍历史2 的历史1力势源：如制度性的崇洋媚外！（百年来文科留学生文化在一般层次上的正向效果、在高端层次上的负向效果）此即：将国际通行的学场职业化制度和规则作为唯一必须遵行之学术渠道，从而从结构上限制了历史1 内部的精神创造自由。

不仅是由于时代文化学术条件的差异性可导致学人读同一文本的“读解效果”可能大异（直指层次上的相同，涵指层次上的相异），古今中外杰出学者个人之间也必然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更不要说今日职场内的情况了。为什么？同样可以溯源于我们所谈的历史1 和历史2二者的“实践学机制”的差异性（参与政治的政治家的心言行方式与研究同一政治过程的思想家的心言行方式，必然不同；如越战司令官的战争反省，与事后研究越战的学者思想家的判断都可能大相庭径，虽然二者处理的“对象”相同，而绝非前者之总结判断即更为正确）。为什么？除了此历史文化基础过程上的根源外，具体“读解者”本人的“读解态度”间的差异性，才是最直接的原因。早在孔子时代提出的“学为己”原则，岂非可浸透本段涉及的各个局面？“文本对象”一样（胡塞尔经典，索绪尔术语，等等都是一样），技术性读解一样（直指层面上），而涵指意义层和文化实践层上的“引申”就大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有必要对于专业知识深厚于我们的西方专家之“结论”和“运用”仍有加以额外批评性检视的余地。为此，解释学实践要求我们需要重新设定自身的“知识结构”，以达学术交流中共同取长补短的效果。我们如能为此，我们将比西方专家们加倍获益；他们今日因为处于连贯性西方文明史主流地位、以及满足于职场技术性专业化目标、以及不可能深入非西方文化学术底蕴，所以难以学习我们的“学为己”态度学（良知学）。这就是我们的潜在性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世界性责任所在。孔孟所言“当仁不让”是具有多层次深刻意涵的，哪里是像法家术士般在鼓励学人一味去与人争强斗胜！

8  读解态度学与符号学正名论       

以上观点，必然会使可能的读者们感到远远偏离了他们的实际关切。这就是“读解态度学”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本系列文一开始就提出学人治学观的根本性问题（目的，方向，基础等根本性问题；而不是当前职场内的具体的“共同关切”），以便能够首先扩展眼界，诉诸基本，认识世界前沿，不为具体历史环境所局限，从而达到调整视角和提升理性实践层次的目的。这样的态度学调整才会导致自身实践理性幅度的深化和眼光的扩大。否则，以职场现实眼界为视域，以职场集体关切为关切，就难以介入真实的学理问题，就易于为国际学界的功利主义和势力主义所控制。

我们现在以“新名词”所阐释者，本质上与本文重申的古典“正名论”属于一条思路。古人知识粗简，所言的指称虚实真伪限于日常经验单位，今日所言则是越过自然单位而聚焦于“微观层和功能性对象”。人类日常语言积成于千万年，始终须兼顾语词明晰准确性与经济方便性，因此处处都需通过一字多义字汇兼用字词语义功能和语境语义功能。“善解”即指（或下意识或有意识地）善于恰当运用两套语义学功能者，但如不善解者或故意曲解者，即可不恰当地玩弄两套语义学功能，以至于导致“名实不符”和“以名乱实”效果。所以今日所谓正名论，自然不必限于古人习惯的事例；简单来说，现代符号学的精神就是如此，之所以说索绪尔才是最“地道的”符号学思想家，正在于此。而英美自然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实用主义方向的所谓北美符号学方向，则基本上欠缺着此类思考意识。所以真正的中西文化思想史比较研究客体，对于该派方向来说其实难以深入，自然，他们自己绝不承认！他们教出的留学生们也自然绝不承认，由后者教出的国内人文学人们遂可能惟知趋炎附势、逐利以求，早就投身于职场逐利文化，以至于终其生而不知真符号学为何，虽然他们开口闭口说道“符号学”，徒徒使得符号学理论蜕化为（集体）“鹦鹉型学术”典型而不自知。

但是，古典“正名论”的现代符号学转型之最严重例，则属于语义结构性的“系统的指称性歪曲机制”，这就是现代化时代的人文教育科研的全面制度化、职场化发展，后者导致相对独立于人文学术本身（A）需求的社会职业化等级制度（B）的形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B过程的发展本来含有促进A过程独立发展的功能，而因相对外在于科学活动的社会性文教就业目标则渐渐转化了B的功能系列，使其不再包含有助于A发展的部分，反而是逆转为使A“服务于”B的一种精神蜕化性存在。即，人文学术蜕化为就业的工具与渠道，目的变为手段，手段变为目的。而传统上的诸多称谓照旧沿用着，以至于形成了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指称错置”。职场文化中，表面上B的等级标识是A的水平标识之代表或“标识”，而实际上B系统完全成为独立存在和自主的目的系统，而其对应的A则一方面堕落成为其材料、手段、渠道，另一方面歪曲为其“装饰”。即B的等级序列（衡量以名利权要素）可装饰以A的水平序列（真善美要素）；即“真善美”成为了“名利权”之装饰，实则为名利权所驾驭之工具。此一时代趋向，不同程度上今已弥漫于全世界。由于其具有顽强人性生命力（名利权追求为人性根深蒂固之本能）和内在制度稳定性，加以其本质上的从属于科技工商权势的低端位置，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世界文明大趋势。此趋势之严峻性还可表徵于一个普遍事实：学人不再有意愿、有能力对之进行反省。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出人类人文科学危机论的根源所在。当此之时，竟然只有作为中国精神“老祖宗的”的仁学精神复现出了一线生机。所谓新阳明学如果不是针对于此对于人类命运来说如此严重的问题，又何须重新提出呢？而为了促其破茧而出，才不得不“冐天下大不讳——制度性的崇洋媚外”而提出与西理态势相忤的仁学-阳明学还原论呢？为什么？为了透过古人的文学性激励语言，促使“有善根者”（潜在读书种子）首先从其长期职场生态熏陶中“醒觉”，以期可从当前全球学界择取的“职场求利”原则转为内心深处的古典“思想求真”原则。如无这样的原则性态度转变（主体态度方向的转变），其吸收、领悟、推理、选择方式将始终拘限于职场逻辑之内（而不自知）。这就相当于要求计算机运作区的一种“换挡”操作，即如果不换至新挡，运作的章法将始终如旧，思想行为（操作步骤）将必然如旧。因为两个档区的身份与游戏规则根本不同。

9. 再论当代中国解释学经历之时代意义

世界各地代表性华裔人文学者的主要共同学术实践倾向有三：一是，自处于西方主流理论批评之外，只知亦步亦趋，以形似之、跟随之为足；二是，职业化本位主义，将人文学术纯粹视为谋生工具，故难以全面独立设定问题范围与重点，而是以符合“国际标准”为唯一可靠是非判准；三是（尤为突出者），不能有效深解践行中华传统仁学立志学，在自动失去自身主体意志决断后，遂系统地消弱了涉及古往今来世界全域的人文精神价值的感受力。其直接效果遂显示为：满足于按照现行职业化制度规范与轨道，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现代国故学是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中国人文科学是人类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既包括“在先的”传统学术也包括“未来的”世界学术，但其实践学的“发力点”却首须不受“国际标准”（其主体为西方本位主义标准）之束缚并在中华精神文明传统土壤上首先完成“立志学”。之所以首先提出须摆脱当前国际人文科学之价值观上的“公共标准”，简言之，理由有二：一是，所谓国际标准，其主体实为西方标准，此标准引而不宣地含蕴着一种西方文明本位主义，而该主义又既在认识论-价值观层面上又在学术技术性层面上，轻忽着、躲避着非西方学术思想传统含蕴的的现代普适价值内涵或潜力（不是指“古典文献价值”，殊不知，学术民族主义恰恰在根本上，本质上，配合了西方主流意识：将中华学术思想传统“凝固于”资料学水平上，以便“切切实实”符合于西方对口学界的“消费需要”；此一推断之证明为：惟以获得国际称誉为自信之根据）；其次，此一所谓国际人文学术标准又含蕴着今日西方学界倡导的一种自以为现代化、民主化的“个人主义”（其本质为名利主义或合法利己主义），按照这种惟个人名利成就为目标的个人主义将内在地，结构上地排斥着跨学科的集体合作治学观和朝向共同真理目标的“诤友治学观”。“国际标准”蕴含的这两大倾向不仅不利于前述真正的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整合的总目标，而且特别阻碍着中华精神学术思想的现代化革新的分目标。为了克服这两大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治学价值观，我们只有回归中华精神文明所深藏着的、经验人本主义方向的“立心学”思想与“立志学”的实践传统。这就是我们今日重新阐释的“新阳明学”之要旨所在。作为新仁学的实践学组成部分的阳明学，即新阳明心学，它当然不再是指什么封建主义的（实足服务于皇权专制主义的）“立德立功立言”之类的古典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表现，而是实实在在的“返心之学”，“发心之学”，即理性主义地朝向“真理价值依归”的自我心志学。只有严肃认真地“在心灵深处闹革命”，人文学者才有可能达至现代化技术水平上的的“正心诚意”，才能在全球化的功利主义时代有自觉有能力地重新建设兼含“智仁勇”的、克服个人主义和名利主义的“新思想家人格”。只有如此充分扩展和提升的新读书人人格，才有可能在治学方略上重新拥抱伟大精神目标，担负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而伟大的人文科学发展重任。

所谓“解释学”新词之解释学启迪了两岸人文思想的新时期，均大致开始于80年代初（以两岸同时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1983夏蒙特利尔国际哲学大会为标志），同年大陆出版了由我协助杜任之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下卷，其中首次刊载了我所撰写的当代西方解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思想述评。刘述先君读我文后决定邀请我参加香港中德哲学研讨会。【我于1983年底在耶鲁见余英时君后，他希望我今后将自己的西学译著寄他参考，我在下年回国后遂亦将该书寄彼一册。后知他于1985檀香山朱熹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亦参用了解释学[诠释学]观念，可见其重视到此历史理论的价值，虽然他因为欠缺足够现代西方哲学知识准备，并未能真正掌握其精神，更谈不到将其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加以“辩证地发展”】。但是在我未被准许参加的1985香港会议上，刘君安排了参会的美国比较文学出身的周英雄先生对我提交的中西理论比较论文中的解释学观点进行“点评”（1988年秋在慕尼黑比较文学大会上巧遇周君，他曾礼貌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对我文的批评性会议言论乃因刘君之授意，并非其本人事先特意准备之作）。1987年洪汉鼎与刘小枫在深圳举办的“解释学研讨会”上邀请了德国哲学家Geldsetzer与会。他和我分别提出了主题发言。我则对这位对中十分友善的德国解释学说史专家的立场提出了多角度批评（1.跨学科观点对立于哲学史本位观点；2.中世纪解释学史对立于海德格尔主义；3.德国存在哲学的解释学哲学和法国结构主义时期的解释学思潮；4.将西方解释学传统资源从现代哲学化变体转换至中国传统“文史语”思想史以形成中国古典史学特含的“历史解释学”因素）。我再次提起旧事是为了再次指出，为什么说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既不可能仅根据西方学理传统加以机械化定位，也不可能直接比附于中国古典学术史经验，而是必须对中西两个文史哲传统分别进行“现代符号学的分析与改述”，然后再探求二者之“合力作用”。这样的完全革新的思想步骤自然不是今日英美人文学理论界得以充分体悟的。但是现今行之于世的普遍学界误区是完全按照世界高校排名机制形成的。在“解释学”名下的战后西方学理思想发展，乃至其跨文化领域的理论伸延，根本不是受到学界高制度化约制的高校理论力量有能力充分把握的。当我突然面对着西理论权威的一偏之论时，正因为早有阳明态度学之熏陶，自然不会为任何国际权势所慑服，而是必须言所当言。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后几十年来多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都（至低在象征性意义上）挂有“解释学”字样的理由所在。这样的视角和切入点自然是那些根本驾驭不了中华文典的西方学界权威们所不熟悉的。当与之发生冲突时，我竟然不得不对其指出：事实上，他们对于我所处理的主题欠缺足够学力判断，不仅缘于其不能深入中文文典，而且也缘于他们不能充分掌握当代西方理论的发展，例如当代欧陆的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发展。（这是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派大多不了解的，其所谓“符号学”根本就不是符号学“正宗”。）我在此再次谈及此事，是为了阐释，在今日人文科学大变革前夜，绝对不能按照各路“国际专家”规定的路子前进（所以世界教育界文科理论博士培养制度是一个颇成问题的制度），而权威们往往自以为是，而非欧美留学生又是惟洋人马首是瞻，这已成为今日不得不正视的特大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呢？又是阳明学！（我们不时不惮冒犯地使用“阳明学”一词，正如不时使用“符号学”一词，都是根基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上的现代多元读解逻辑学观点进行的）学者必须从本心出发，强化修炼，如此才能不至于处处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新阳明学是要求中华人文学者从自身“心学传统”汲取“自誠明”启示资源，如此才有可能摆脱教育研究场域内的应试性学习惯势、复述式方法捷径、抄袭式功利倾向（今日互联网实为世界人文学术研习提供了可方便于全面抄袭经典文本以作为合格论文制作的大方便！）。如果学者只是记诵了、引述了古人洋人的著名文本，当然不能对其真正掌握，更不会借以增加创造性思考的能力，结果就是变相的人云亦云而已。如此自然难以期待人文学术的科学化发展。（虽然足以满足职场生存需要！可怕就在这里！学生们已经彻底搞糊涂了：什么叫人文理论学习？不就是抄袭大师吗！）

              “解释学”概念只是人类跨文化互动时代引生的一种特殊“读解方向与方法之指号”，它标志着读解态度与方向的重大调整，但是这样的态度调整必要性不仅存在于“五四学人”与今人间，也存在于“英美人”与“德法人”间，并进而存在于“德人”与“法人”间，在法人中还进而存在于“古典派学者”和“现代派学者”间。同时，正如本人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突然觉察到的：上述“读解态度差异性”更是多方面、多层次地存在于“中西人文传统间”。本人几十年来宣传的“符号学”正是解释学的“姐妹学”，其内涵正须跨越上述诸不同区别性层阶。因此，远远不是表现出什么盲目跟随西方理论时髦的结果。然而，今日西方的人文新思想多创发于法国，却“兴旺”于美国。而美人惯于以其传统的泛实用主义方式“改述”欧陆思想表达，其由英法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代表的所谓“欧陆新思想”其实都是改造过了的“美式舶来品”。其并非相当于欧陆原件为一事，由于其特殊学术生态而使人以为该移植品为欧陆原创品之进一步发展，则为更严重的另一事。此第一“误解”如尚不严重（这却是两岸留学生的主要思想来源），该误解之“次生效果”才是更严重者：一者掩盖了欧陆原品本身尚须在欧陆话语原生态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但是，德法留学生们不要因此就以为你们自然比英美留学学人更深入地掌握了当代欧陆思想，如果彼此都是采取着以译代研、重复原典、复述原典、争强斗胜、争名夺利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的话。此正与西学界和国学界的共同倾向一样，虽然彼此知识结构不同】，再者，对其“改进”之“眼界”决须超越西方文明学术史范围。然而正是在此关键的认识论挑战点上，有关中西思想讨论领域的另类误导又产生了：以为可以用国学传统本身“取代”、“补充”西学理论！

             10总结：中华良知学和人文科学之寄望
             中华文明人文学术现代化过程经受着三重叠加的历史障碍：从东方文明向世界文明的结构性转化，战争带来的二十世纪40个年头的人文学理停滞，以及新世纪前后突然降临地球的惟物质性全球化文明时代的功利主义。我们必须面对此三大历史动力机制带给每一个人的“精神与智慧的挑战”。但是此一看似增加的挑战性也同时意味着机会性，当我们认识到人类文明全球化时代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构建事业不可能仅只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充分形成。（当你意识到你周围看似比你壮大多多的洋人同行对此根本没有认识，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反而是欠缺着先天语言与文化条件来有效全面参与此全球化精神文明再建过程时，岂非会立即产生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中华士君子的求真勇气？）
人文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历史、未来、价值、信仰如此多的具头等重要性的研究，需要何等宏大胸怀加以把握和处理，而学人如陷于蝇营狗苟、孜孜求利生涯，何来此等博大心胸？新阳明学就是立心之学，是树立自由意志和远大抱负之精神实践信仰学，这是职场上班族的气度所承担不起的，是与利用阳明话语进行职场功利主义程序推进的资料性讨论所无以相副的。为什么新时期40年来，尽管经受着全球化时代的客观惟物质主义的侵蚀，此等中华民族传统的心志学仍有生存之空间，自然因为的确存在有一定的正面客观条件。此种客观条件在40年前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今天，尽管社会上各种“金钱文化诱惑”无处不在，学界“共识”完全被此种客观的准金钱诱力所左右，但同样存在有4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另一种
客观条件的存在：在学界“向利共识”气氛之外仍然存在着个体“向真良知”萌发的“客观可能性”。（人文理论书籍40年来不间断的扩增现象是4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是基本精神生存条件）问题是个体能否有足够坚强的主体意志用一种客观条件来抵制另一种客观条件？这样的“客观条件对峙性张力”在40年前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今日到处听到对于我们的良知呼吁嗤之以鼻的现实主义者们煞有介事地说：个体何能抵御环境潮流的冲势？即学界共识之无比压力？但是，我们的祖先所发明的仁学信仰学岂非正是用于此张力冲突场合？自然，所需克服的远不限于狭义社会性的金钱诱力，而是遍及全世界的不同层次上的人文科学发展阻力【这正是我在海外坦率向国际学人提出的，尽管知道其可能效力甚至于还远
低于国内学界。因为国内的阻力本质上是“非学术性的”，而国外的阻力是“学术生态结构性的”，因此是更具有内在认知牢固性和全局结构稳定性的；加以他们根本不承认我们的精神武器：良知学】。本人作为40年前的过来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今日现实条件下完全存在着在阳明心学激励下组织个人独立研习、思考、写作与治学的“客观条件”（四十年前是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的）。所有举出的那些人人皆知的当前“客观障碍”（特别是什么“车”、“房”压力等），都是弱化了实践学标准和降低了意志力强度后的“市井之论”。回顾一下几千年来我们的古人是在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下组织“个人奋斗史”的，现代人岂能不觉汗颜？我们失去了读书人意志力，看不到存在着4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各种履行“一箪食一瓢饮”条件。读古人书是让你在按照庸俗世界的标准与人争比的吗？一个“读书人”将自己“现代化为”一个按照现代物质化条件生存者，自然处处气馁，到头来宁肯随波逐流，循利而进。失去了精神性自我的目标高度，遂不再能忍人所不能忍，在竞争与攀比的客观环境下失去独立精神自我。此之谓自暴自弃，自然不再能读古人书而奋起，不能将古人语境中的“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解释学地有效转换为新时代的士君子之实践学【将同一 原始本心结构有效投射于构成不同的张力场中，同一心域的意志力向不同的外实践场的“同构性”转换，就是传统解释学思维在现代实践论领域的有效运用。因此，只有首先完成在本心原始域内的建心努力，才有继后应用实践中的“一以贯之”效力】。如果学人只能沿国际学术权势轨道亦步亦趋，就自然失去了有效的“独立人格”。新阳明学精神就是要你摆脱国际权势支配格局以强健自我心志，为此须在智仁勇三达德诸维面上分别完成其现代化实践学转换，其中“智”之一维，当然须指涉人类全部相关学理资源，这就是海外长年来只能依附于国际系统“复述”古人言语以自壮者，色厉内荏性格之流露。【同理，今日国学界之有效“智维”也不能是指古人话语中之“智慧遗产”，那是你的研究对象，而非你的研究工具与目标。今日国学研究之智维必然包括人类一切相关新知新学。国学界似乎永远区分不开：研究对象（传统儒学）和研究方法（现代相应国学理论）。这样的相当常识级别的范畴类别区分性都区分不开，反映了学者之学术实践意识的混乱性和落后性，因此比五四时代学人的认识论水平还要低落。正是阳明学可以促使现代国学界不能再那样意必固我，不能再那样忽略对自身学术能力真际之认知】中华士精神能够养成于、实践于现代高度制度化的世界文教系统中吗？阳明学所期待于中华士子者，当然是远远高大于那些极力对国际权势潮流亦步亦趋者。
本文之基本立场，于理完全可获得“孔孟朱王”诸古典仁学态度学之直接支持，那么为什么国学界读者读后可能觉得“不得要领”呢？为什么冯友兰先生连“学为己”都不能践行，为什么熊十力先生连“仁之至上性”都会曲解，为什么海外新儒家会将崇高之中华仁学义理标准具体化为国际学界等级制度的标准？凡此种种，都与本文提及的“解释学”之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误解相关。为什么读者不能处处时时对自身衡量以“学为己”标准，而是必然大多衡量以职场共识标准呢？为什么读者读文老是直接诉诸于：此论对于当前之我是否“有用”（此“用”乃决定于外界职场力势之决定作用），而非直接以之诚实对比与自身内心之“实态”，以之觉察出自身学养之“高低深浅”？为什么这么“怕”自身“价值”（又是孟子早言之“赵孟贵之”的客观威权所制定）被“贬低”，因此宁肯自欺欺人以避免烦恼？特别是此一“缺欠提醒”正是要有助于你减轻任何“自责”，一切不过是历史自然现象，不须一己之疚责。为什么不愿意正视自身？归根到底，还是源于一最深的时代社会性“共识”：真实面对自我，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职场求利冲势！阳明学的提出，就是要逼使你不时意会到自身精神的真实构造：以学术真理之名，在追求职场利益者。此一自我定位，却可逻辑性地显示民族精神文明未来发展之结构性陷阱。（有如今日环保主义在物质化生产领域所提示者）
本文更深指涉的问题及解决之道，自然涉及到“学理析真系列”文历次论及的思考，这些重要的相关思考又大多有异于当前国际学界权威的立场和方向，而国内学者对于后者的追随正是惟恐不及，何来反省批评之意。如此，本文立意岂非一开始即自知无效于现实学界？“学理析真系列”的论述链索，包括本文，都属于今日国际人文学术实践的“正本清源”之论，重点在于思考方向的根本批评与基础建构领域，并未涉及诸多国内外人文学术理论现实问题。只有坚实了新思考之认知基础和确立了新思考之态度学方向，才可更有效地涉及各领域的现实问题之处理。因此，本文所论种种，无不“间接地”相关于各人文理论领域中的现实争论，尽管本文并未一一切入之。实践学之“心学”其实正是为了扩展化、精密化各种课题的因果分析范围与深度，这些正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理论界处处纠结于其中而难以自拔者，甚至于根本“感觉”（认识）不到问题之存在者。而正是今日控导着国际人文学界既定等级制度系统的权威性存在（此存在力势严密波及海内外受训于、因而依存于该等级系统势力者），正是“堵塞”高端人文学理有效提升之直接根源。各自据此分别获得了本地域的次级权威性位置之后，遂可不加反省地（真正“数典忘祖地”，即放弃了中华圣典《语孟》故训地）自闭于（自蔽于）身处的国际统一学术等级系统，反成为了阻碍正待全面与时更新的中华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前进的“collaborators”。本文最后指出此一学界事实，却又难以期待此辈建基于国际学术权势系统的学界带头人之“良知学觉醒”（国际学界等级制度本质上是反主体本位的良知学精神的）。对于这些历经现代国际权势系统支配力熏陶的时代学界居位者，不因其学养问题，而因其已在心言行三方面陷入了业已固化了的国际学术等级系统，以至于再难对其主体良知觉醒寄予厚望了（倒是要不时防止受其逆向阻击，借势欺人，从而阻碍着民族学术思想事业的真实提升），对此我们或许也只能合理地寄望于未来世代学术良知之萌发了。简言之，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科学是绝对不能简单化地向国际看齐的，这是本人60年来进行中外人文学理观察与思考后之独立总结。
（2018-6-3）
· 15、学理析真系列-8： 现时代和胡塞尔学与新仁学的潜在关联——《第五第六逻辑研究》中译本感言三则
李幼蒸
本人在此书将要出版之前，因联想到4-5十年前收藏此书旧版的往事，遂利用晚间“下课”之后余暇，陆续记下各种感言。这样的随笔式写法，自然主题渐趋纷杂，当确知此书出版后，遂将积累的不少页张加以分隔，作为未来几个不同题目的材料，并将此著的译者序和目录先行发表。今日收到寄来的样书，遂将随笔文的一部分材料拼凑为三段，纳入“学理析真系列-8”。
（1）
在今日广义“自媒体”遍布全球时代，供公共学术理论交流之用的互联网媒体却并不流行。本人学术议论文章一向就在海外各派华人公共媒体中遭到拒刊，他们宁肯刊出大量中外“俗文化”中的业余理论家们的、意在参与鼓动造势宣传的“理论发明”，也绝不愿意刊出我的文章。最近国内的发展竟然也导致纯粹学理文章难以再刊出于任何单位的公共学术网络平台了（原来的非单位挂靠的学术网络平台早几年也已陆续关闭）。不要以为此一现象只是中华文化世界的特产。就是在英语网络人文学理性公共平台也难以发现（可能我了解不全），因为大多数自由讨论平台都是相关于时政批评类的。没有学界“志愿工作者”愿意组织人文学理自由讨论平台。此一事实也逆向表明：人文学理探索家们大多已按照派系集团类别成为“同仁爱好网刊”。文章不属于或相反于本派的观点自然也不予以采用。所以，当我于2004年当选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后，在委员会里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在学会中组建一个学会内部自由讨论的网刊。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符合西方学界规矩的建议证明也根本办不到。那时的我，还是持相当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总认为这样的自由讨论平台可有助于大家共同蠡清一些共同使用的名词、概念、理论、方向等问题。十几年下来终于明白，以上所言各种学术自由交流的愿望，其实是建立在世界人文学理本身构成的“自我冲突、自我矛盾”性质上的。
此一沟通与交流的内在“不可行性”的本质是体现于人文科学中“学术与学人”在学术实践中的“结构性分裂”：一切人文学术活动今日都是建筑在两个相互冲突的“实践标准与方向”之混合体上的。一个是“职业化标准”，另一个是“科学性标准”。每一人，每一专业，都得实用主义地“含混于期间”。现代历史时期才形成的人文学术职业化制度本来是为了服务于学术科学化发展的。也的确在前一阶段有助于学理专业的深化发展。但之后不久，存身于科技工商实体系统内的文科职业化部分，渐渐朝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断演变中的规范和方向发展，从而和人文学术科学化的固定标准和方向（只存在一个科学标准，一个科学方向）渐行渐远，乃至今日彼此发生了严重冲突。广大人文学者学生，也渐渐大多数归顺于职业化标准和方向，而将人文学术实践充分地纳入僵化职场制度程序中。
作为当代学人，本来当然希望继续设法调节职业化一方使之成为科学化发展的物质性基础（让职业化服务于学术事业：A），却最终发现学术本身只能逐渐被纳入职场制度（学术事业服务于职业化：B）。几十年来，本人在此作为矛盾混合体中的“中外人文学界”内“打滚”，模模糊糊地有意努力在中外两侧鼓励B方向，而最终发现A方向的不可逆转性。简言之，全球化今日，人文学者研学人生观已然中外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标准职场人，而且很少人愿意客观查询职业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干脆将二者视为同一。也就是把“思想”、“理论”、“学问”都按照职场内的既定规范和规定框架加以理解。而本人四十年来的个人努力都是在此同一圈子里努力指出上述矛盾，意在启发听者关注自身陷入的“矛盾实践”情境。
不过，最近的觉悟是（可见本人2014年索菲亚大会后的网文）：必须承认，全球人文学术世界的结构和功能已然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即绝大多数人文学人都已“演化为”职场人，即：研学是为了职业 前途，研学方法方向均按照职场规定进行，最终目的是获得个人职场利益（而不再是为了探寻“真理”。此一古典原则已被时代青年视为“过时”）。理论创新是为了出人头地，从而最终达至名利双收，按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研习如何借助传统的“拉帮结派”和当代“新媒体技术”，来制造和提升学术成就的知名度。人文学术的最终标准也就不再是什么“真理，真相，真实”，而是“知名度，市场价值，以及巩固此二者的派系及个人权势。”但是，今日世界国内外一切领域，难道不是百分之99人都是追逐名利权吗？怎么其他各界追逐名利权并因此取得重大行业成就，人文科学家就不应该呢？况且今日百分之95或以上的人文学者都已演化为“以学谋生”人士，根本就是把学问思想当成职场成功手段与渠道，在此确凿事实面前，对之“望洋兴叹”还有任何意义吗？再者，更深一步看，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真理取消论者”也并非全无道理：为什么把人文学理话语媒介当成音乐美术类“美学品”加以利用和欣赏，有什么不可以的？音乐美术中哪有什么真理问题？这不正是今日商业化流行美学泛滥的扩大版吗？对此种种议论，我在过去近年来的中外作品中都曾讨论过。最后意见仍然是：人文学理或未来的真正人文科学就是要和上述各类行业不一样！按此推论，人文科学理念就不可能是寄望于大多数人文学术职场人的，而是只能寄望于其中的百分之5到百分之一者。但是百分之95人与百分之5人都生存工作于同一职场领域，按照同一标准评级。因此我们的人文科学理论重建理想首先只能是针对于人文学科内百分之己以内人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只能是寄望于职场少数人，而当其成就客观之后，再开展在另外大多数学人中的推广工作。参与筚路蓝缕“苦工”者必定是极少数人，而我们的任何理性主义呼吁虽然“大喇叭”吹向职场一切人，实际只能不同程度上落实于极少数人身上。宗教界几千年来有那么多“寺院苦行僧”和“修道院修士”，他们能够特立独行的，我们人文伦理思想探索者反而不能，为什么？我们就非得在朝向理想精神献身方面弱于宗教人士吗？不是的，看看自古希腊至二次大战前，两三千年来多的是因“爱好真理”而必能不落凡俗的。而且献身者中哪个又呆痴到按照最低标准也找不到三餐办法的人？今日职场环境当然是谋生的正途，但具有此基本生存条件后，在朝向独立真理探求和朝向职场名利发展的双叉路口间仍然存在有广阔自由选择空间。据我观察西方学界情况，根本不是因为找不到基本生存条件而不愿贯彻真理追寻自由意志者，而是因抵制不了商业化大时代的全面化物质主义诱惑而放弃了精神提升目标而追求物质利得目标的，又因绝大多数人均已持此实用主义生存态度，遂心安理得地将“名利权”根本取代了“真善美”。这一人生观选择标准上的时代风气巨变，才是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杀手。
（2）
 随着战后后工业化、社会职业化、全球商业化文明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一切学术（包括人文学术）实践者的人生观和实践观均大幅朝向于个人职场私利主义（美其名为个人主义）展开。就人文学术而言，其生态环境演变尤巨，往昔前商业化时代学者之思想学术“向真”动机和目标，在职场制度化格局下，逐渐压塑为“向利”动机和目标。对此，以上及此前论述中多有指陈，其中根本性演变发生于主体侧。求真与求利本均为人性本能部分，彼此在价值方向上相反。“利”（名利权三类之统称）之目标可归结于主体人性本身（一己之自利），“真”（真善美之统称）之目标则须落实于主体之外界，或属客观公共价值范畴。如今学界个人主义时代，一切传统以来之“真”话语依旧，而其功能则已然变质，并被转化为“求利”之工具，具体来说，成为了职场个人求利之工具。即，因袭古典话语不变，学者对于该“真善美话语”之态度动机则大变；即话语之学术性运作（按照职场客观制度所规定之渠道和规范、规则进行的实践——程序性操作）最终须以其是否符合职场规定性目标为度，而其规定的程序性方向必然须是符合该学术操作者之自利目标的。
当人文学术之实践项目追求被纳入职场轨道进行加工操作后，即须参加职场及市场环境内之“竞争历练”。于是学界生态更进而采行“竞争取胜”策略。后者必然创生及强化学场争强斗胜中之各色或隐或显的“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方略。在学场斗争中，就集体而言，此种策略当属最有效之手段；而就个人而言，如才能杰出，亦须按照职场规范和程序追求“学术求胜”表现。也即不论集体如何善于谋略，个人如何善于创新，二者之成效最终均须表现于个人与团体之“职场利得”上。由于此手段（学术实践）和目的（获利）之间的不变次序关系，学术真理话语中获得的“属真因素”即不得具有独立决定作用，而是归根结底仍然归结为“职场求成之手段或工具”。这就是，时当全球商业化全面展开，不论个别产生的“求真建树”多么突出，亦必逻辑性地为“客观制度化环境”压塑为某种求利工具。这就是在商业全球化现时代我们看到为什么现代高端西方人文学理难以有效、有力提升的本质性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人近年来要反复提出中学后进者须避免对“国际学界”亦步亦趋、甘愿成其被动追随者的缘故，尽管西人专家之学术技术性成就是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掌握的。正如几十年来海外大汉学、新儒学系统虽然因自居于“汉学自治区”而可避免涉及现当代西方主流人文学理问题，我们仍必须研习其各类技术性成就而不必在思想理论性层级上为其所囿。
自功利主义笼罩着全球人文科学世界以来，其歪曲科学性目标的负面效果处处可见。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也非常推崇的学者、思想家、理论家们，由于不被视为后学加以深入客观研究的对象，而被视为通过放大宣传（过渡的宣传即是“忽悠”）和“圣化”使其成为“学星”，为其人增值、故值，以便更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如此一来，本来在某方面确有建树的西方优秀理论家，反因对其进行全面崇拜宣传而使得读者对其学理认知失去重点。实际上，中外历史上没有任何“大师”是全面正确的，而是只在某方面，甚至于只在某一时段内，是正确的，我们均应据以对之进行正误高低分析以确保自身理论知识之改善。如果对其加以“准圣化”宣传，反而导致该学者的正确思想被歪曲和庸俗化。这样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如今正在全球人文理论界拉帮结派盛行时代，蔓延开来。（其商业化特性表现在：学术商品只有其商标品牌获得足够宣传，其学术才可获得较大知名度【市场销售量】，推崇此商品的学者才可跟随获利。这不是商业化行为是什么？）在此格局下，理论读解学的意义论应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一个是学说理论本身，另一个是运作该学说理论的制度性结构和运作方式。这就是一种符号学意识形态读解法，由其可读解出字面意义背后产生意义效果的隐蔽机制。顺便说一句，三十年前我回国后突击写就的“电影符号学小册子”，就是为了显现此种符号学意识形态读解法。看起来互不相干的西方电影前沿理论（那时连德国、美国电影理论界对此把握者还甚少），竟然具有如此广泛地解释学模型作用，并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中国儒学分析方法论。
我前两年“写意式”勾勒出来的历史理论---历史1和历史2---具有极其可行性，可成为一种有用的分析模式。自古至今中外学界无不将二者（物质现实历史和精神创造历史）混同，以至于习惯地将在历史1域内“是否有用”的判断，作为历史2域内产生的人文学理之价值高低的根据，结果造成了千百年来人文学理意义分辨的模糊性，忽略了两个运作域内的实践各有不同的目标和方法，不可相互取代，也不必相互遮掩，尽管二者之间永远存在着外部的互动关系，而且此互动关系问题也是两域内实践者需要处理的问题， 虽然各自处理的原则完全不同。这样的分析模式如今直接相关于个人的生存最后阶段的价值观选择问题：如果能够坚守上述辨析原则，不为传统通行的泛实用主义价值观左右，即可首先不至于再以历史2中的精神性产品在历史1中获得的外在效力如何，来作为对于历史2产物之价值与期待进行衡量的根据。具体来说，当认识到，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别是AI-机器人时代的到来，理想的人文科学将无由发展而成长为第三类理性知识系统时，学术实践者将立即面临二元选择：或者“和光同尘”，趋炎附势，以取得职场成就为满足；或者选择“独善其身”，“遁世无闷”，“求仁得仁”，自甘寂寞。自古以来选择后一仁学路线者所在多有，所谓“藏之名山”，“寄望来者”等等佳话不胜枚举。然而当前新及未来文化局势已然彻底异于往昔，科学技术导致人类历史发生了彻底变化，“历史的终结”或将真地发生，此即“机器人时代”和“生化基因工程”可不须介入千万年来的传统历史进程而直接“攻入”社会与人心本身，以至于彻底地损毁数千年形成的人性结构及其功能。在此技术性颠覆人类心理与历史的前景下，人文科学可谓将遭到彻底被瓦解的命运。这样，上述古代仁者独善其身之选择亦将失去意义，对于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机器人世界，只有有效的人文科学思想才能予以批评的判断和提出对待之策！
近读西方历史哲人的人生哲学，均涉及到个人如何在有限生存期间求得最佳“生存方案”之智慧，如罗马塞内加书信所示，其“处方”今日可谓已殊少参考价值，但其“察其所安”之策，无非在于求心境之“安”。我辈今日将何以通过对未来的积极想象以求得自身之“安”？在历史经验世界即将远去之际，如何依据“经验理性立场”进行个人“求安”之术呢？我竟然仍然可在中国古老仁学中的日常俗语中寻索到东方智慧的启迪。前述“求仁得仁”，“独善其身”，“朝闻道”，“遁世无闷”等均可在改换其历史经验性语境后，或在一般经验性语境内，寻求其超出传统历史格局的“变义”。这样的解释学语境转换，竟然也是在完成了历史1 和历史2的实践区域划分后获得的，即首先彻底抛弃俗常以历史1之任何标准作为衡量历史2作品的得失根据！以前我曾说过，鉴于学术现实环境复杂，职场功利主义根深蒂固，任何人文科学革新计划均无法进行，因此不应再构想提出学术改革之“处方”，但仍然可以有意义地提出学术改革之“诊断”。但几年前提出此比喻时，假定着处方和诊断之间存在着可能的未来实践性联系，需要等待的是历史时间差的填充问题。而今日同一比喻中“处方”一端将被彻底虚化或排除，而仅留下“诊断”一端，并“解释学地”为后者的独立存在之现实意义进行“论证”。也就是，在极端情况下，我们须有勇气和定力在“永无来者”的前提下，履践独立完成的个体伦理意志：即在此彻底“虚无”前景下，仍然以最积极、最勇敢的态度，来积极完成时代“诊断书”之编写，以为人类当前学术理论认知状态做出非功利性的客观总结。这可谓是“求真意志”（朝闻道，“学为真”）原则的最彻底体现。
（3）
最近以来本人在诸多人生回顾中也发现，今日观念上的体认，其实大体而言也是个人一生所依行之轨则。此所以“文革十年”虽为历史长河中唯一出现过的民族全面系统“弃学时期”，却也是个人隐居读书期间最奋发有为之时段。其中关键点正是个人的独立研学生涯可与外部动荡世界划清界限，不受其扰。此正因已经下意识地体认到人生中存在着内外两条轨辙，二者可按孔教“智仁勇”原则加以人为的功能性区隔。结果那一段20年的读书岁月，竟然成为个人晚年颇为怀念的、（尽管客观来说不免过长的）人生“准备时期”。那时曾南北伴随过我的、可谓“空前绝后”不可复制的胡塞尔现象学经典，今日竟然由我译出面世，自然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在转入哲学轨道直前，中学时代的自我可以说主旋律即是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成”定律。此一青少年心志表现了本人朝向主体性分析的本能。这样的主体性朝向惯性，自然是几年后亲近德奥心理主义的心理根源。而最终“落实”在胡塞尔的主体论，应该说是发现其推理风格兼含着心理和逻辑这两个维面所提供的一种在科学时代使人更为心安的“思维平衡感”。
从罗素开始正式从文学转入哲学（而不是从当时业界熟知的康德、黑格尔开始），由罗素进而系统化至维也纳学派及其相关数理哲学关联，又从此物理主义大方向跃入心理逻辑分析方向，其展开路径，今日回首，均表现出自己早年关注理论方向的认识论偏好。此一理论方向选择明确脱离了（在我看来非属理论世界的）社会经验性是非辨析的方向。此一在理论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兴趣分辨，可类比于个人中学六年来从不阅读现代中国文学而一贯沉溺于十九世纪欧洲现实理性主义文学中的青春时代心向。而在忠实理想与理论的大方向上，也因时代之发展而朝向于人类现代所直面的前沿理论问题界面，而非沉湎于古代情理交融的思想世界。即，所关注者一定是朝向于现实的，但已感觉此现实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因而必须分门别类地理性介入。正是胡塞尔的理论思维方向和风格使知识远未成熟的我感悟到其思考实乃最深地相关于逻辑性和伦理性的根本问题。也就是，那时已能感觉到，虽然应该在从直观经验到价值理念全过程中把握现实，但具有主要学理价值的关键在于经验与理念之间的“逻辑相关性或推演相通性”。反过来，在《小逻辑》中就感觉不到这种两极相通性。但是，另一方面，今日回想，我正因瞄准于“现实全体”认知目标，故在逻辑性、心理性“现实”之外，也同样关注各类经验性“现实”（社会科学的与历史科学的），而并不将任何在逻辑及心理层面的分析系统视为继后上层现象界的直接认知基础。（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致因“黑格尔逻辑”的发展系统性，而误识为可据以“推演”各类“上层建筑”的理性根据。）胡塞尔学在逻辑心理学层次上的独特创造性价值为一事，而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文艺等其他现实的“理论需要”为另一事。这就是新时期伊始，我何以同时也开辟了研究社会学、文化学、历史等领域内理论方向的符号学结构主义之原因。这是两大不同领域，它们的未来汇通为人类将来努力钻研的课题，而我们首先应该在此两大领域分头提升研究的技术性水平。这是我们当代人的时代任务。这样的纯粹为学而学的态度和立场，在几十年来与西方同行在“相互误解的”关系中磕磕碰碰，终于发现了时代商业化大潮对于人文学术方向进行结构性干扰的机制之存在。如今我应该将个人六十年来积累的中西学理经验积存下来，以供也许是几代以后的“后人”参考。（因为当代中西人文理论家都已成为由全球化功利主义引导的“职场人”，其目的和方式都已结构性地固化，难以相互诚恳沟通了。他们的所谓交流沟通，都是指他人思想有助于自己一定计划方向的发展才予以关注，其他大量课题都作为与己无关问题排除关注之外。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个人主义”。）
在此《逻辑研究》选译本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出版社“例外地”允许译者将自己使用的原著底本——1921年版的《第六逻辑研究》扉页图片插入中译本内。此一要求纯粹出于译者本人一生哲学追求生涯中的一个自我纪念动机。此一扉页上还印有家父李蒸先生的私章（字云亭），反映了“文革十年”期间为了自保而采取的一种幼稚动作，自以为将个人私藏的西方理论书籍（包括我至今留为纪念的百十本中文“内部读物”）加盖上曾任大学校长父亲的印章，以期或可对可能到来的“红卫兵”辩称此类书籍均为父亲旧藏，从而避免“偷偷在家研读现代西方人文理论的重罪”。现在之所以将此书译出出版，不仅是为了纪念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宁波两地读书的旧事，也为了纪念个人研学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象征。因为，胡塞尔现象学是直到1966年北图关闭为止我的理论知识追求中纳入视界的“最高点”。这当然不是说我自1959在北图读书以来几年间理论知识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毋宁说这仅只是标志了那时我对所研习的现代西方哲学风格与方向之“感觉”所“停留”其上的特殊哲学史位置。自从我将胡塞尔哲学视为个人最感兴趣的哲学读物后，就将《逻辑研究》第一卷（我猜测这是当初在北平的日本人留下的）当做德语和哲学的双教本。学界共知，《逻辑研究》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内容和难易上相当不同，第一卷的内容不仅较易读通而且直接上接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奥地利新经验主义理论，这正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所着重批评的流派。今日回想也不妨说，早在大学时代正是从他所批判的内容部分我顿时感觉到该理论方向的重要性的。世纪之交的德奥新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后来成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共同理论资源，而其分析哲学方向的部分因与几百年的英国经验主义连通紧密而较易为1949年前的中国哲学界理解，其早期代表人物罗素又是我走向现代西方哲学方向的主要激发者之一，所以本人对其风格和方向之把握也较具自信。当然，我自1959年初进入北图起已经系统地将馆藏1949年前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类的中文书籍进行阅读，而在强化外语学习后对于语言上较易理解的英文分析哲学读本也较容易消化。在北图读书的最初几年中，也是部分地在故友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的影响下，主要的理论兴趣就集中于逻辑实证主义方向。也因此之故曾经一度打算走上广义科学哲学和逻辑学大方向，除罗素外，卡尔纳普的名字成为二十出头我的主要“思想英雄”之一。不过，从一开始，对于物理主义的大方向的局限性就有所感觉，特别是在尼采、萨特等存在主义另类哲学方向的刺激下，内心的追求方向也渐渐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敞开性，了解到自己的知识毕竟远未成熟，正应该努力多学多知，不可因无知而狂妄地对诸理妄下结论。在此状态下，首先是通过阅读若干介绍性的胡塞尔思想资料后初步感受到，尽管同具数理背景和严格科学信念，其思想方式与罗素、维特根施坦、卡尔纳普和整个维也纳学派却大不相同。其关于“心/意识”的思考方式与我当时较比熟悉的从洛克到罗素的“心学分析”方式很不一样。当时由于中文资料中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甚少，我对其学理的了解还极其初步，加以个人那时初学德语不久，还谈不到下决心专攻此学。此时，文革前在内部书店偶然获得的两册《逻辑研究》，促使我立即决定将其作为学习德文和现象学的“教科书”。在当时仅能泛泛读解的程度上，我对胡塞尔文字的“感觉”却立即提升了一大块，主要是第一卷处理的“心理学-逻辑学批评”的风格不仅立即连通到其前已经极为关注的马赫-阿万纳留斯时期的分析方式（即列宁着意予以批评的对象），而且清晰涉及到49年前中国学界还根本未曾关注的“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综合关系问题。胡塞尔在书中讨论的所谓逻辑学反心理主义的论辩合理性，使我已能初步感觉到，在心域上其思维的深邃性是远高于罗素的“心的分析”的。但是自知在相关知识准备上距离甚大，加以文革开始后相关资料不备，进一步的研习只有等到未来。不过，北图关闭后的文革期间，个人有限中外藏书中这两册1921年版纸面泛黄的旧书就成为了我的一切藏书中最珍贵者。我在以前的回忆文中曾提及在宁波妻子寒冷宿舍拥被习读《逻辑研究》的往事，但因“邋等以进”，基础知识不备，对于“第六研究”的晦涩文本尽管无法顺读，却也能感觉到其“理路”本身的高度吸引力。那时非常自然地假定了，胡塞尔将是我未来专门研习的专业之一。可是，后来当新时期到来，世界资料全部开放以来，我的研究思考兴趣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渐渐聚焦到诸多“相关问题”的方向性探讨上。虽然不再以成为技术性意义上的胡塞尔学专家自期，但始终不曾改变的认知是：胡塞尔学必定是自己加以终生探讨的领域之一。这就是本人在迟暮之念最终来得及完成了八卷本《胡塞尔著作集》译事的因由。
我从对维也纳学派方向的崇尚转至集中于胡塞尔现象学方向，应该说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感觉到了“物理分析方向”与“心理分析方向”的本质性差异，因此体察到今日行为主义和分析哲学仍然体察不到的“心理学”和“大脑科学”两域在认识论上的区隔性；也正因如此也连通到为什么更早之前我就对杜威哲学不亲近，而对罗素的“心的分析”颇有不足感，也正是发觉到他没有在认识论上将意识内域与行为外域二者加以区隔（至于二者之间的科学性关联乃是另一类科学性问题，不应混入意识本身分析场域。这也是今日西方众多分析派的意识现象学者的问题所在）。此处涉及到的认识论区分界域问题，无法深入剖析（本人各种著译多涉及此类问题，可参照），但可以简单地归结到两个“标准”之间的区分：物理性标准和功能性标准。之所以在此又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乃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中仍然普遍存在的观点分歧的根源。如英美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大陆哲学的区分根源所在，乃至法国结构主义与法国传统哲学间的差异根源所在。欧洲拉丁系符号学和英美德国符号学大方向的区别，何尝不是根源于此？不懂得语音学和音位学的认识论界域，就根本没有进入真实符号学分析之门（而今日自认为是符号学界的人士有多少是对此能够明晰分别的呢？）。至于今日将符号学和认知科学混为一谈更是当前符号学界认识论混乱的突出特征之一，学者仅因其学流行于北美地区就将其视为“符号学正宗”，这又是出于多么肤浅的见识呢？。
扩大而言，今日世界人文学理现状可以说普遍存在着界域混乱的现象，以至于不能有效处理社会文化和人文学术领域内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问题。“西方文化与学术”是由错综复杂的各个门类构成，其分界和沟通往往均基于职场实用性方式之处置。上述功能性和物理性的划界和分类标准，实际上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混淆，以至于同一名词包含着不同所指，难怪相关论述中混乱纷呈，例如这些名词“理性，真理，信仰，科学，迷信，自由，理论，价值”等都是诸不同意思的混合体；一门专科的科学家在另一领域就会是迷信者，但其往往用其在一个领域内的科学能力来证明他在其他领域的言论行为的同样具有科学性。这样的现象，科学界内比比皆是。前面提到的功能性标准与物理性标准间“在功能上的”区分和“在物理上的”叠合竟然被普遍地疏略，因而本人近来提出的“历史1”和“历史2”的划界也同样难以被国内外学界理解，对于习惯于实用主义/行为主义/自然科学式思维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对此更是难加以把握了。这也是为什么现象学家们分不清胡塞尔学和海德格尔学的认知缺欠之所在的原因之一。本人根据四十年来与西方现象学家们的接触经验，终于认识到此一怪异现象：为什么所谓“现象学运动”一词会由迁美的德国现象学家们所创造？为什么西方胡塞尔学专家们仍然会将胡塞尔学和海德格尔学归为一大类？唯一的结论是：技术性学理的因袭性把握为一事，思想性学理的创造性体悟为另一事。而对于职场内的学术文化而言，仅具前者即可完全应对职场任务需要了！
 我在各方面理论知识不足时期对罗素认识论与胡塞尔认识论【别忘了哥廷根学派时期的胡塞尔《逻辑研究》学（包括未经后来修订的“第六研究”）跟随者大多数都未能理解其成熟阶段的《通论》一书。他们对之进行的普遍质疑，岂能因其具多数而认为错的一方是胡塞尔？实际上，所谓早期现象学运动的追随者们的“现象学基础”是根本不够的。1983年本人访问慕尼黑大学期间曾经会晤早期慕尼黑学派的后继者之一，并蒙其赠送相关该学派资料。我却感觉到，今日学者如具历史上某一存在过的学派为基础继续“发展”，乃是一种纯粹“学匠”行为？在学理思考上，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通过所谓“现象学运动”来炫示“现象学”的丰富多彩，纯粹是一种商业化噱头！】的区分感觉，应该说是我后来至今一系列“界域二分法”的同一根源。其基础就是要区分出“物理性知觉标准”和“心理性功能标准”，而今日西方人文学界远非对此基本性问题界定明确。最近我在国际符号学界提出的应用符号学（符号学1）和理论符号学（符号学2）划界法，以及九十年代我在西方哲学界提出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划界法，乃至在国际汉学界提出的“儒学”和“仁学”划界法，未曾受到各界主流理论界的积极回应，正是源于职场内流行的同一“知觉层对象整体性界定”的认识论局限。
我本人一生治学中的此一思维倾向，可以说正是萌发于早年对罗素和胡塞尔两位逻辑学家（心理逻辑学和运算逻辑学也是非常不同的两个界域）的思维方式的辨析的。正是胡塞尔的思维方式最终决定着我其后几十年的治学方向。胡塞尔思想对我的决定性影响，尚非限于哲学技术性层面（对此本人的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本人对此推理方向并无积极期待：胡塞尔是“唯一的”，后来假其名加以另行发挥者，多属偏离正轨。），而是同样呈现在人格伦理性层面。在此专门问题上（思想家人格）我们又会遇到认识论划界问题。通常几千年来人们都将思想家/理论家的“人格”与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外界的道德性影响混为一谈。【如萨特和罗素等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所实践的政治道德性影响，尚不谈其正误问题，均可反映其治学动机之不纯；或者，如罗素，在数理逻辑专学上贡献卓著即被误认为此应成为其社会政治活动道德性判断正确之证明？这就是分析标准欠缺relevance之显例。萨特，海德格尔就更不要说了！他们都是以个人在历史2中的常识性实践，自以为是地应用到历史1中的事端上去。如此造成的任何胡乱影响，都可因其历史2中的大名而误导于历史1的实行中。此类思想行为分类学混乱现象充斥着人类几千年历史】而理论家的“人格伦理性”并不体现在其社会活动领域【那是另一类问题，不可与其学术在理论上的贡献混为一谈，这就是我一直批评那些“以政养学”和“以学煽政”的学政两栖学者的原因；因为此类现象的效果是损害者双侧上的实践目标】，并特别发现，知识分子在社会界“择善固执”并不困难，而在学术理论界“择善固执”则反而甚为困难。（此所以我一向推崇胡塞尔和中国顾颉刚的“伦理人格”，此处“伦理”专指其“学术求真”的纯一坚韧性，而并不讨论他们的社会性、政治性态度与行为。）此一心理十分反常：在社会政治界实践者容易“择善固执”，而在学术思想界反而难于坚持此一心志！（其中仍然隐藏着一种虚荣心心理，前者存在于众人鼓荡之间，后者须独自冷清面对真理思考。）
现在再谈一下我为什么要在八十年代初欧美游学期间的第一志愿就是在1977年后在中外学界得以接触新知新学资料后，决定选择一部胡塞尔著作为回国后的第一位的重要工作（而不是完成一部已经积累资料多年的法国结构主义专著。几年前我将七十年代末开始积累的不少手抄法国结构主义和年鉴派的资料带来旧金山湾区居所，不过是纪念三四十年前的一段心力，而那些课题今日看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1949年后全程的“过来人”而言，对于突然到来的“新时期”，真感觉到是历史上突降的特大偶然幸遇，但对于新时期的政策会存在多长时间根本没有信心，因为原则上一切都可以说变就变。为此，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将荒芜了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趁机补课。在我的新时期，因接触了新思想世界而新展开的日程表上，尽管几年来结构主义符号学占据了我的主要时间并认为其相关于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实乃第一重要参考理论。但是就我个人有限时间而言，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重要性”始终仍然为第一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982-1984在欧美期间主动联系最多的学人即胡塞尔学者。在进一步研读和征询专家之后我即可分辨出《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通论》两部经典之间的“等级差异所在”。由于获得了访学自幼年其所心仪的美国的机会（可以说，我是在1949年前南京上小学期间通过美国电影和美国翻译小说而开始自己的“人生启蒙阶段”的），加以我的英文阅读方便性大于德法文些，访美期间尽管目的多端仍然自然地接触到不少分析哲学派和实用主义派学者（以至于后来偶然成为了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名著的译者），但德国的胡塞尔在我心目中始终占据第一位置。但是在美发现英美胡塞尔学专家们主要是《逻辑研究》的研究者，他们对于该书的逻辑哲学类课题与分析哲学的关联性特别关注，并急于企图将其与分析哲学加以汇通。对于胡塞尔纯粹意识分析的学理则甚不关注，这是因为他们多受到分析哲学界相当活跃的“心的哲学”方向局限，而像罗素一样不易按照胡塞尔思路切入意识分析内部。在选题最后斟酌之时，正是我在出国之前已完成其“解释学思想史”长文和所编《哲学主要趋向》一书的保罗利科清晰确认了我的主题选择，况且该书也是利科自己翻译过的（西方哲学家很少从事翻译工作），且撰写了详细注释。这样，我就决定参照英法几个译本将该书及利科注释都翻译出来。此书的无比重要性，对于我来说，那时已被坚定地确认。那时每一课题选择都是在内心假定着下一课题计划可能即为“再次封闭”前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回国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将《通论》翻译出版。正如我于1978年为杜任之主编的文集的首篇文章着意介绍的是胡塞尔其人的学术人格一样（这正是百年来中国学界最为欠缺的，不仅指伦理信念的坚定性，而且指思维方式的细腻性和系统性），此书的翻译则是要向中国学界展示西方理论家思想家所达至的思维深广度，以鼓励中国未来人文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而思维的深广性又是与人格的伦理性密切相关的。其后关于该书译毕及出版的辗转过程以前已经谈过，不赘叙。多亏商务印书馆武维琴主任的特殊关照，此书终于在1992年出版，并对于当时已经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了解胡塞尔现象学起到了（至少是字面上的）激发作用。但是，要想把握连早期现象学运动参与者和今日英美逻辑派现象学逻辑学研究者都对其有所隔膜的《通论》，特别是对于新时期前全面失学40年的学界国人来说，这当然不是一部“适时的”读物，而是供有志者未来钻研的读物。没想到在晚年初步完成了新仁学建构（《儒学解释学》和《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等）后，余生尚有些许光阴利用。这才想到，按照自己的视角（而不是完全按照西方专家的视角，比如我一向不重视《欧洲科学危机》），用自己暂时选择的一套术语，来编译一套胡塞尔“逻辑学与心理学”系列。此系列的完成，恰于新仁学构想发表同时，二者之间的逻辑性关联，个人猜测至今中外难有人得以沟通。新仁学是一部伦理实践学手册，而胡塞尔学文集是未来对前者进行科学理论性支持的准备。尽管在理论上认定了后者的可行性，却并不期待其未来必然完成。因为“哲人已逝”不再是限于指个体，而是今日指人类全体。在如今高科技、高商业化、高物欲至上时代，我们还能够再期待一位新胡塞尔的诞生吗？
· 16、学理析真系列9：仁学人本主义与人类精神未来（“人”之科学复元40年（1978-2018））
笔者自1958-1959年走上独立哲学探索之路起，二十来年念兹在兹者为：如何在古今中外人类人文智慧遗产的基础上，更恰当、更有效地认知思想理论探索的新方向。此一自我设定的人生观和治学观的目的针对于探索思考人文学理之“正确方向”，而非凝聚为具体知识积累之方策（按照论语，“相关者”是方向，而非具体知识细节，因“生有涯而知无涯”，所可确定、确立者实乃“方向”之认知）。那时二十出头的我，已然下意识地区分出了“方向正确性”和“知识丰富性”二者间的本质差异。自然，这样的倾向却正好暗合于“朝闻道”的民族性智慧焦点（其要首先在于“闻知，认知”，而非在于“实现，实行”，因前者全然在己，后者则牵扯于外物。故所谓“闻知”者，知“道”[方向]而已。）。整整60年过去了，早先的个人精神态度，今日依然如昔，所勘自安者亦仅在“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已。本人立身行事，所思所求，从来不是为了博学多识，所以，尽管自身所知不过沧海一束，但从不曾因人生短暂，所获局限，从而自怨自艾，而是以“尽其在我”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升个人认知与体悟之“方向正确度”，并自安于此。【举例来说，不是自安于读尽个人藏书，而是自安于坚守藏书显示的精神方向！】此一传承几千年的古人之态度，可叹今日已为全球化时代新人类所抛弃，所谓“人心不古”，莫过于此。今日，由于传统求真态度之丧失，世界人文科学不仅停滞不前，而且面临着逐渐衰退或变质的必然命运。尽管如此，当此之时，我辈仍应以“朝闻道”精神勇于面对危机并亟思有以应对之策。或者，按照现代语言，在强大科技工商统御的世界上，我们目前虽然难以（甚至于不可能）对其予以 “救治”，但仍应尽其在我地对其进行正确“诊断”！诊断，就是“朝闻道”。此一几十年来践行的学术实践方向，直到最近才概略地表述为一种区分历史1与历史2的“认识论-实践论分界观”。新时期的40年，也正是本人正式参与学术活动的40年，那时新时代伊始，万象更新，本人即已将治学的方向、对象、方法均抽离出社会现实，以形成“实践运作区”的逻辑一致性，也即勾画出历史2的范围与目标。今日回顾，自己当初认定的“学术运作区之‘窄化’”，正是朝向“学术视域之‘宽化’（最大化的视域宏观）”的认识论与实践性之前提条件。其方向也是与本人最近撰述“学理析真系列”目的相一致：人文理论家必须具备“宏观视野”才能够切实做到“小处着眼”——宏观（古今与中外）与微观（现实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善读《论语》者，必然可从中领悟到的智慧启迪。
毫无疑问，这一套基于古今中外多维综合立场的人生观，治学观，西人是完全不予认同、也完全无法实践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与把握他们的思想，他们几乎难以充分理解与把握我们的思想。客观上（语言上，文化上）他们不可能参与真正综合性的思维实践：“古/今，中/外，理论/实践，理想/现实，话语/实在”。他们今日几乎全部成为了两百年来确立的“教育-方向-方法-目标”综合体——即“思想方式生产机制”——内的“产物”。其性向、动机、目标、方式都已是在该客观机制内被有机地予以“标准化施为”，相应的固化价值观已被内在地“嵌入”。纵观人类文明全史，中西两大文明在人类漫长生存史上，一两百年来首次开始汇聚，其化合后的创造性效果，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当上世纪最初几十年在中国国土上发生了中西文明与思想的创造性汇通之时，中日战争将此短暂的“黄金期”一举摧毁。上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全面性中西汇通，经过战火的洗礼，各地中华社区最终均演变为导自西方文明的惟物质主义方向的片面性发展。中华固有精神文明的元气遂被系统地加以“物化”和“商化”。 于今，本人根据个人60年的独立探索经验，终于在迟暮之年最终发现，此一中华文明的固有精神元气（仁学）竟然与西方文明中产生的社会人文科学在理性主义大方向上“惊人地”相互契合，并预示了一种真正的“中西精神汇通”之途。质言之，新世纪人类命运所期待的一种真正全球化的“新启蒙时代”的到来，不仅有赖于新人文科学在世界与人类全体层级上的新发展，而且此一发展还有待于中华文明史上产生的新仁学之伦理性方向之引导。（为了理解此一断言并非狂悖，亦须按照上述综合性的现代化思考方式予以把握。如果仅按照传统学术民族主义或现代科学实用主义之类的思考方式，是根本无法对其恰当悟解的。）
新时期4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关键性的文明方向转折之会。此一近乎革命性的转折，体现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性领域的诸多积极变革成效，人所皆知，毋庸赘叙。在层次甚多的精神领域内我所最为关注的是：1979年在中宣部理论局领导下开展的关于“社会科学第一禁区——现代西方哲学——解放”之讨论。在党内杜任之和体制内洪谦两位专家的积极配合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合法化颁布，成为了新时期一切意识形态开放的总闸口。本人也在此开放初起时期一跃而进入最高学府，并参与了最初十年的哲学思想解放实践过程。本“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我的研究方向与当时同仁侧重于“理论结合实际”、因而着重于社会现实改革的学术目标不同，而是从人文科学及价值学理论的基本建设着手，放眼于建设性的未来，而不是纠结于情绪宣泄性的过去。为此，首先需要积极开辟百年来海内外华人学界均少深入探讨的现当代欧陆人文理论研究。那时选择的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诸学，以及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电影理论等新学科，40年来始终是我的主要研究和绍介的领域与对象。在此基础上其后转入中国传统伦理学现代化研究，其方向和方法自然与海内外相关主流研究方向大相径庭。最初十年之后发生了新时期历史1场域内的“曲折”，此时身在欧洲的我，在密切观察国内时局变化之时，一方面把我于80年代抓紧时间译出的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书稿复印件，立即托人带至德国，并于92年访问台大哲学系之时，顺便安排了台版的出版（当时对于此书稿是否还能够出版于大陆，是心存疑虑的）。在此曲折之后，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十年复原期”是否亦随之中断，这是我当时密切关注之点。所谓“改革开放”，在我来说，最重要的开放就是社会科学的开放。当确知即使在“苏东坡”之后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未随之而关闭，遂大为宽心，并继续调整和规划了个人新的中西理论汇通研究方案。如此匆匆又过去了30年，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也是我个人学术生涯正式开始的40年。【一桩“历史辩证法般的”个人幸运是：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社会开放半年期间意外“挤入”的；如果没有碰巧三位“老干部”[杜任之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孙耕夫所长，曲敬先人事处长] 的 一致无私支持（此类“文革”之后乍现的“公心”，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是难以遇到的），我是不可能进入哲学所的。如果是在后来的知识分子当政期间，就绝对不会有我的任何机会了。须知，（据本人“反右”以来的观察）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其“趋时特性”反而是大于对其进行改造者的。再扩展开来说，如果具同样性格与经历的我，当时如身处海外任何文教制度严格的地区，没有任何法定学历资格的（从未被纳入世界各地组织化中的）我，也绝对不可能有机会进入任何地区高等学府的！】这40年也正好覆盖了我个人的正式学术生涯全域。在此新时期40年结束之际，也是我个人60年独立研学生涯临近结束的最后时光，遂决定于此中秋节前夜，对于新时期40年来的国内外人文学术大势再次予以回顾，并简要汇总于此。
短短40年间，不想人类历史已然发生了多次重大“翻篇”。就人文科学建设而言，世界上的客观条件可谓每况愈下，因此对于人文理论家来说，学术挑战的力度已然多倍地高于我们刚刚走出“文革”之时。【1977年下半年本人再次进入北图接触到各国学术资料时具有的精神昂奋和乐观现已化为面对无边挑战时的冷峻与静默。所不层改变的是对峙意志与方向之坚定。为什么？这同样是源于中华“朝闻道”的认识论-实践论之历史精神指南：即知不可为而为之，或“不成功便成仁”；当然不再是古人的历史1中之“成仁”，而是特指历史2中之“成仁”。】新世纪全球化时代，已然是科技工商彻底主宰人类文明大方向的时代，人文科学建设的环境、土壤、资源均已无数倍地降低。【近闻丹麦朋友告，那里的人文学者退休后将面临着丧失顺利发表人文理论著作条件之窘境。当前西方人文学界中最突显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制度化的僵化倾向：一切验之以参与“既定程序化”的资格。其社会性效果必然是“以势取人”！难怪九十年代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巧遇清华大学王宁先生时，他告我他的邀请访问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曾对他坦诚：他已届退休年龄，但当前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年龄，以免为国际同行所“轻视”。我听后大感不解：这算怎么一回事？人类难道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那时之我正是步步顺利之时，故尚无学界倾轧之具体经验。那时对于学界“流氓说”，“黑帮说”更属难以想象。】在高科技文化全面渗透局势下，自幼儿、学童起，成长期间将被全面纳入电子文化控制过程中，任何儿童和青少年将从而大片失去自由掌控时间。（本人一生治学的根本条件就是自我充分掌握自由时间）这样成长的一代，进入大学文科后，其研学方式也将被全面纳入制度化系统内，朝向着有限的社会就业竞争机会而“定向努力”。学术过程将完全蜕化为职业培训过程或“备战过程”（果然，今日“学场”即“商场”，那么何谓商场？前日读到网文关于企业的“狼性精神培训”的描述，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惊叹！），从而根本上脱离了科学实践精神和方向，代之以职场“打拼”或奋斗的大方向。当此人类文明遭受几千年来彻底惟物质化价值观转变之际，我们少数有幸得以摆脱职业化窠臼而仍有志于人文科学建设的同仁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正身处空前的“实践张力压强”中，此压强两端即：科学发展带来的一般科学知识水平和条件的升扬与人文科学特殊需要的人文养成氛围与条件的坠落。
今日世界知识分子或“精英”，百分之95均为科技工商人士（在我过去粗略的社会人群分类中往往将文艺人员另行归类，也是最近才意识到：如今演艺人员无不已成为兼职资本家了，或，如系“成功人士”，多已成为“艺商两栖”人物），他们不仅主宰着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而且也影响着或主宰着文化与人文学术的大方向。而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他们虽然思维精密无比，但对于人文科学而言他们因根本不具有相关知识准备却一致地具有着“科技傲慢”心态而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企图在文化与人文学术领域内贯彻其“科技式的”文化与人文学术引导观。由此产生的教育上和文化上的认知性混淆偏见，正是我们人文理论家必须加以质证的。为此，40年来本人一贯将世界上普遍盛行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分法，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分法，以期将人文科学的“命运”，在认识论上，从科技工商的统御架势中解脱出来。具体而言，其引申的重要启示是：在科技工商第一的领域内，其人文科学绝非当然地也是第一！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此一提醒的“具体性”正是针对百年来中国文科留学文化而言的。由于上述分类学混淆和学者的自私主义，遂将国外较低人文学理，通过趋炎附势作为，而有意地将其拔高为较高人文学理，用以误导国内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在面对全球化趋炎附势时代，不为其国际性力势所屈，努力创造真正独立的、朝向理论高端的、朝向世界全域的“新中国人文科学”建设之正确构架。
我们身处的另一“认识论张力场”是: 一方面，认识到百年现代化以来我们的主要成就都是源自西方文明的科技工商成就，现代人文学理方面的现状和发展条件，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应该继续全面认真研习世界上一切主流人文学理知识，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这是留学生们的功利主义态度必须加以诚实反省的）清醒客观认识、察觉、批评国外人文学理对象本身的弱点和缺欠，勇于参与对其批评与克服的学术实践。然而这样的排除任何一种“学术霸权”的科研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功利主义和唯利是图时代）遭遇到亟思利用国际学术势力建构自身国内特权者的抵制（全球化时期最需警惕者为各类跨国势力集团的新型“合作共赢式”聚合，从而将人文学术也蜕变为为其利用与驱使的材料）。于是留学生势力集团，可能反而成为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主要“媒介”（agent）！对于此种“历史辩证法现象”，我们不可忽视。本来留学是为了提升现代化知识，但因不区分科技工商知识和人文学术知识的巨大分类学差异性，并借助此种分类学混淆，意图“借势压人”（借域外科技工商之势欺压未曾留学的广大人文学者，意图使其成为国内二等学人），硬要将自身在海外人文学术领域学得的次级知识当做中土最高人文学术知识加以忽悠【如台湾中研院长期以来将不具备现代理论素养的西方汉学宣称为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最高成就。这样的崇洋媚外观点结果“害死了”台湾文化界和学术界，导致今日台湾人文学界普遍欠缺高端理论思维能力！而他们的集体虚荣心又妨碍着他们正视自身现实，一味将“对岸”的学术缺点当做自身“学术正确”的实用性根据（范畴性混淆）！这样的色厉内荏态度与“对策”实可溯源于早先新儒家“大儒”一代。表面上他们曾以其“古代思想资料”激励着民族精神气节，但因情理不分，结果以情害理，反而耽误了中华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事业】。
40年来我们的确积累了大量现代化人文科学知识。标称，理论，名词甚至于可朗朗上口，而且这些“知识材料”确已成为在教育科研领域担负“职场化功能”的有用“介质或材料”。于是我们就以为如今我们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已然大幅度地提升。然而由于今日学人（尤其是国学和儒学界）远远脱离了《论语》提倡的仁学与诚学原则，学界均一致地维持着这样的“共识”：我们的人文科学知识今日已然大大高出于40年前了。然而此一“客观断言”对又不对。其“客观性”是指所掌握的“博学强记材料”之显著增加，但后者并不等于是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原始学术理论知识之证据，更不等于是因此提升了自身的科学性思考和判断能力。这三者（原始，理解，发挥）是三件不同的事。其实，在更高的层级上，此一“名实不符”现象今日已通行于世界各地人文科学教育，当科技工商导致“电子方便工具”取代了传统研学方式后，当科技工商用市场化社会轨辙“框住”了学人生涯取向后，“材料”和“思想”的认识论分离性，就日益浮现出来。中土类似的现象，不过是世界人文学术“智商蜕化”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已。此类国内外观察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名号化”或“名实不符”化，已然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现象中的普遍倾向。此一倾向，自然以我个人最为熟悉的符号学界、现象学界、国学界等领域最为突显。在“符号学名号”下包容着多少根本与符号学精神不符甚至于相反的东西，而在“学术民主”的口号下【例如本人九十年代初在访问巴黎高等研究院时，那里的汉学界专家当面对我讽刺走廊对面“新史学”编辑部，称之为自身的“对手”。这也是今日华裔汉学家在西方校园里以为自身的学理地位决不低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心理一样。当前职场人文学者一切在于争比有限学术资源，不肯正视自身学理欠缺，通过“以自己之长比他人之短”的方式，自安于职场竞争世界中采取的“法家斗争策略”（其要素有二：权术与扩张，并忽悠以道家玄虚。顺告：现代人文科学中必须排除一切談玄论虚话头！談玄论虚，纯粹是一种古典类型的制造迷障的“修辞术”[思维迷魂药]）。而另一方面，对于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一无所知的西方史学理论家们，则自以为通晓人类历史话语之理论，以其片面形成的理论之长，而妄图抽象地扩大演绎世界历史学理问题。】学界须知：你在字面上记住了、初步理解了理论文本的字义，并不等于你“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其内容，更不等于你因之而提升了自身的理论思维水平。你所获得的可能只不过是“记住了一套他人创造的语言符号并会加以复述”而已。但由于此等“技能”已经足以使你应对于职场，你遂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该学术理论（为什么我们要在此“苛求”？正因为今日人文学界泛滥着“速食文化”，职场竞争文化，学术真伪异同遂难以分辨）。同理，一位中国的外国理论思想讲演者，由于忠实地讲述了他字面上掌握的国外原始理论知识，遂获得了听众和领导的认可与欢迎。【此不过因讲演对听众提供了有用知识而已，但此转述的知识不是你个人的，而是挪引自他人的，不过是因为大多数听众今日尚不善外语而使得此类“以译代研”方式可大行于学界当下。如果当事人以此“时代效果”作为自己也可相应比肩于“西理大师”之自瞒理由，那将是多么可怜的自欺伎俩！不是指个人可怜，而是指民族文化精神之可怜！“传统书院”精神是指自我反省批评精神，不是指相互吹捧、抱团取暖精神】其实此一过程的性质可能仅相当于一种“转述或传译”而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华而不实现象（学界公认的“学术浮躁”），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会既发生于西学界也发生于国学界？因为大家都生存于同样的环境内，都沾染着相同的积习，都被急功近利、名利竞争动机所推动，因此普遍“来不及”（没时间）沉潜治学或厚积薄发，而是人人争先恐后，急于自表（据说，不急于自表即难以立足于士林），一切都为了职场谋利之需。的确，凡打算认真研学者可能马上被职场竞争化环境所抛弃而成为“loser”（这是一个今日国外科技工商主导的势力文化观中普遍使用的贬义词：以“竞争成功与否论英雄”！），为社会所鄙弃。这样的“功利主义加实用主义加势力主义”态度，自然是根本对立于论语之仁学治学观的（难怪今日人文学者既读不通顾颉刚也读不顺《论语》）。【所以，今日学界，包括国学界，可以说其一般态度与倾向都是反论语的，都是反仁学的！包括：以符号学名号瓦解符号学，以论语名号玷污仁学，以儒学名号颂扬帝制意识形态，以现象学名号颠覆科学理性！】同理，在较高层次上，国外人文学界的本质中也包含着这一普遍倾向，只不过他们的制度化严格性（基于职业化目标的有序贯彻）对此可加以有力的掩饰罢了。（所以，那些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也一味以哈佛耶鲁关系自傲者来说，其自身学术本身之前景绝对不意味着比进入非名校者要好多少。但哈佛耶鲁名号足以成为“以势压人”时代毕生借以取利之招牌。）
所以，我们面临着人文科学建设中全面调整和改造的任务。那么此一调整和改造的“动力”何在呢？今日人文学术职场内的“动力”为自利追求。这样的治学动机（体现于职场和市场内之个人及集团名利增值的目的）是根本无关于真正的人文科学再造计划的。就西方人文学界主流而言今日也完全如是，只不过其实践过程在技术上较为严格而已。归根结底，如我前文所说，时人都已颠倒了传统的人生观与治学观：结果，不是职业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职业服务，以及学术和职业都是为个人之名利权欲念之实现而服务！今日所谓阳明学，实乃“治心之学”，阳明心学不是什么事功学或计谋术，而是“正心诚意”之学，是“诚学”或“誠之态度学”。无此诚学态度，学者将根本不可能沿着正确的治学方向前进，将根本无助于人文科学的建设（知识之杂乱堆积，不等于知识的科学性提升）。本人于1971年曾前往余姚龙山“朝拜”，那时天下纷扰，混乱迭出，此行乃个人净心之举。此一净心态度一直贯彻于五十年的仁学信仰与实践过程中。而新仁学或新阳明学只能是古典仁学与现代理论的积极互动的结果。后者有助于学者“贴近”及“察觉”原始仁学及阳明学的固有结构及深层功能，有如有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工具后研究者得以看见叶片或细胞的肌理。同理，只有在学人治学态度端正后，才可能“对自诚实地”进行学术实践，才会真实辨析自身知识掌握的程度，才会勇于承认自身及导师的、以及导师之导师的历史性连环耽误所积成的反向“业力”及其及于自身的负面后果。这样的学人心理素质之所以今日比古代更加迫切需要，乃因新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物化和商业化环境导致的职场竞争功利主义的泛滥和统制。结果，职场学人往往把“符合职场、市场要求”和“职场业绩成功”视作学术实践之成功指标。这正是今日世界人文学术职场内的普遍倾向。然而此一在职场威权体制内形成的是非曲直标准，并非是人文科学的标准。职场制度性的规程化，也不等于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性。当今日世界人文职场普遍遭受商业化功利主义垄断情势下，只有中华传统的“仁学治心之学---诚学”（当然不是指什么非理性的禅宗、道家者流的超世性“治心之学”），才有可能获取心灵鼓动力量，以使学者超脱商业化制度化窠臼，朝向于真实的人文科学建设方向。
人类历史生活中因此存在着两个运作区域，两条发展轨道，两套相关问题系列。所谓“有识之士”即指那些在两个历史世界混合交融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或“察觉到”两个系列间的隐在分界线者。举例来说，无论是在“抗日战争8年”中还是在“文革10年”中，在看起来是统一的各个历史过程中，均存在着两套相关“问题系列”。例如，文革10年中天下动乱，每日唯一“大事”即与文革行为相关的、冲击着人们耳目的“社会大事记”。那时人人抛弃宿业，无不关注于文革事件之演变，以为“今日真正重要之事”，即日日发生的各种耸人听闻之事件。但社会现实中“重要者”，就是精神思想中的“重要者”吗？那些一味被社会性事件牵引着的心态，结果虚掷着多少个人宝贵光阴？（学人动心于外，即不能静心于内，而只有静心于内才可专意治学）今日回顾，当时那几年的“关注”，于公于私，最终带来了什么积极结果呢？换言之，那些看似“天翻地覆”的大事记本身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固然是生活中的的惊悚事端，但是否应该令其主宰或介入个人心志呢？于是，有识者如在此有历史1和历史2的分界意识，就可不必把历史1中的“问题系列”当成历史2的问题系列或实践对象。除了两套问题和两套对象的身份不同外，彼此的自身“历史结构”也全不一样。简言之，社会性问题和学术性问题不是统一的问题，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因果性关系。同理，在全球商业化时代的今日，由科技工商产生和主导的人类物化世界和人文科学建设所需的人类精神世界，也非可纳入“统一场论”内加以混治。人文学者的科学性标准和目标也就根本不能瞄向金融权贵的庞大物质场面而受其动荡。当然，历史2的精神事业的“自足域”，也绝对不要自以为是地企图为历史1的力学场内的事态进程妄施 “规划之策”，企图影响其进程。因为二者的运行“逻辑学”的结构与功能根本不同。如是，历史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这类“跨域思考积存资料”，仅为参考资料，并不能视作今日人文科学研究的现成分析基础。（今日还有人动辄援引黑格尔或康德作为自身理论研究的“根据”的话，无乃大不“着调”乎？今日，阅读了大量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书刊后，国学家们如果还意识不到“儒学”应指“对象材料”还是应指 “理论与信仰根据”的话，不正好也证明了：读书之事实不等于真实之理解吗？如是，西理话语徒徒成为了国学家论述的理论性装饰！此外，今日各类喜谈理论字面者中也大有最不擅于理论思维者。后者忽悠之术正是多多复述大师话语，意图以其名势手段屈人）再如，五十年代萨特思想曾经响彻战后西方文化与学术界，并一度被苏东阵营视为洪水猛兽，今日回顾，此一现象岂非相当于多方面的一种“笑料”？萨特一代企图用自己的哲学来“改造世界”的人生观，固然是极其荒谬的乌托邦幻想，但也暴露出另类隐蔽的、民族性“矫情”。他所说的“自我欺瞒”如果不包括他自己，那就更加糟糕：即，说不定他根本知道自己隐蔽的作秀意图之存在。二十世纪（战前、战中、战后）法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表现其实充斥着混淆历史1 和历史2的倾向？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仅只对西学理论博闻强记、照单全收是绝对不成的。而如要敢于对强大的世界学术思想势力进行分析和批评，我们除了树立坚定的诚学心志（此为仁学和阳明学之核心）外，别无他策。当代法国理论的创造性才华为一事，其内容和功能的客观意义是另一事。
国际人文学理实践中也必须严格区分历史1和历史2的分界，因为西方主流人文学界也是对此混淆不分的，以为二者的各自问题可以相同并具有因果关系（本人刚刚发表的40 页英文长文对此进行了初步论述）。除了学理认知不明外，也因为今日世界学界普遍盛行的功利主义，一则以为学术的价值可直接验证于其社会效用（这是我与罗蒂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二则更是由于学者所持个人主义人生观，后者的成就端赖其市场化价值的获得与否。如何智慧地应对于此学术功利主义，当然须首先了解其心态。几十年来本人就是按此“求同存异”原则与其交往的。已被社会制度心理“齐一化”的西人，对我存在着对我有利的“误判”（其实不是误判，而是判断的片面性），我对他们（我的西学理论研习历程其实比相当多年龄小于我的西方学者长得多）却不存在对他们的误判。正如在每一合作之中的所谓求同存异是：我永远遵照着人类理性求知（不是非理性的“求势”）的共同理想主义构想，他们则在此“科学求真”的大帽子下落实于自身的具体“利益”之上，但彼此最终可达至“各取所需”。这样，在参与筹划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时，在克服了西方同行不愿与中华文明“并驾齐驱”的傲慢观念后（南京大会主题遂放弃了最先拟定的“中西文明交汇”的方向，以使其安心与会），我们的大会议程，在充分符合西方学术活动标准后，却客观上分离地实行了一种潜在的“学术行为艺术”。其涵义有三：促使西方符号学理论家意识到他们的哲学理论知识准备之未足（通过邀请西方哲学专家与会）；促使西方哲学家意识到其跨学科理论方向的体悟不足（亲临符号学舞台）；使得二者均意识到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远非限于认知不足）！长期以来中土各地的学界崇洋媚外态度滋养了西方主流学界的“理论傲慢”，我所宣扬的真正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理论（完全不同于根本不属于真正符号学范畴的生物符号学、认知科学和媒体符号学）使得他们初步感觉到他们的知识传统中的一个巨大“空洞”之存在：中华文明历史文化具有的普适性的潜在理论性-伦理性价值。而这样的中西理论汇通的方向将不得不纳入以特殊理性形态所显示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伦理学智慧（对此，如坚持已然制度化了的西方哲理思维方式，是“把握”不到此东方智慧的）。于是，2012南京大会的最终潜在效果是向西方主流理论界宣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知识必须全面朝向理性主义方向前进（不能只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坚持理性主义，却将理性主义排除于人文科学之外！），而“理性”和“理性主义”必须是多元的，不应只是在西方文明框架内形成的某种单维理性系统：即其延续两三千年的“唯一逻辑中心主义”及其产生的“唯一价值观”信仰体系。于是，在南京大会后，本人一方面将最有价值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代表——胡塞尔学进一步加以绍介和探讨，另一方面对新时代的“新仁学”所包含的普适理性主义价值加以阐释，并使其“态度学的伦理学”与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大方向的调整相结合。本节所谈的一切当然都是在历史2的界域内所进行的，历史2与历史1，虽然相互外在互动交融，却各自维持着独立的“历史运作”逻辑。因缘际会，本人的新仁学著述与上述英文历史理论论述均发表于最近，或可hopefully将此视为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产生的一种对话时机之到来。试问，朱熹与王阳明的当时之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特立独行,何曾顾虑到其现实效果？但新仁学与其旧仁学相比，他们的初心毕竟在于欲以历史2的实践有朝一日可应用于历史1为目的，新仁学的理性主义则严守实践界域的“科学纯洁性”，将其界域表面上“窄化”为历史2（此一操作域之“窄化”，恰可在精神生命层次上推进视域之“宽化”）；也不像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那样浪漫地以为人文思想可以“改善社会”，而是真正地做到“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世人知否，《论语》中的常识性格言所含蕴着的认识实践论启示，是只能通过全书“结构性读解法”加以体悟的？）。至于历史2内的真实成就是否可有用于历史1的计划，则是属于历史1 实践者的“业务”，历史2的学者（有如数学家不应越界思考其工程应用可能性以至于混乱其思维一样）不应在实践上犯此“范畴混淆”误会。同理，“文革”期间曾经涌现了不少忧国忧民“思想家”，他们所为者并非属于对于现实之科学性研究，而是相关于现实之“价值观强调”或以准理性话语形态掩饰着的情绪性宣泄，而后者本是人人凭常识即可知者或实际已知者。作者与读者的“心灵契合”本身，遂成为作者思想“深刻”之伪证明。从而集体性地排除了认真科学求知必要性的意识。这样的常识性误会今日仍然比比皆是：仅只将认知对准历史1 内的对象就以为是对其进行的深入科学性思考，这是今日国内外各类历史社会思考者普遍具有的范畴混淆倾向，并正由于说者和听者在价值观上易于形成“汇通效果”（同一认知层阶上达至的“共鸣”），遂以为“证实”了言说者的“正确性”。简言之，正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人们以为和科技工商不同，都可“不学而能”！试看海外大批出身于科技工商及政法媒体的议论者们，他们人人凭自身经验分析推论即“敢于”对自身并不深入了解的（并加以轻视的）人文理论问题“指手画脚”，并进而为各种貌似高深的迷信类畅想大开方便之门。结果，一方面是人文理论家本其文本教条海阔天空，夸夸其谈，无人理睬，而另一方面科技工商政法媒体本其经验分析外加迷信点缀而可独擅论坛，左右着从来不知文史哲为何物的广大读者群体之观感（今日海外华文报刊已然彻底排除了任何人文理论话语！）。至于一些天生记忆力超强者，遂以为其历史材料积累之丰富，就足以用过往历史实例进行古今中外比附，以为这就是在进行科学证明。这又是另一种深层次的“不学而能”者：以为多看史书就可经验主义地把握天下之理，并大言不惭地以预言家自居（如今日科技界那些喜欢援引“八卦”以作另类忽悠之术者）。于是“博闻多识”恰可成为掩蔽中土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缺失的利器。简言之，由于人文学理的现代科学性不足，一则使得人文学者没有足够理性思维面对复杂社会历史认知问题，一则使得科技工商政法媒体人士因既无古典人文学理知识更无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知识而在任何上升至高阶社会历史理论思考时反而转向非科学的迷信忽悠！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在 报刊上强调，应该效法自然科学的划界、分类、分工的科学原则，为人文科学进行同样的学术实践分类。例如应该有大致像“数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工程技术。。。”等不同的研究类别。就人文科学而言我们今日最欠缺的首先是其相当于“数学和理论物理”学术位阶的部分。（西方符号学曾经号称“文化逻辑学”，但是现今符号学界哪里存在有任何有效的“逻辑学等价物”存在？）而为了重新建设此“基础理论”，必须为此进行相应的知识准备。我们的文史哲理论家们今日有没有这样的“理论意识”？有没有相应的努力意图？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内，除了理论建设外，还涉及到价值观立场的“理性化重建”的另一重大任务。例如，我们所说的“人本主义”，不仅是指人文科学的价值观基础（在任何“科学”领域都不应有任何超出经验理性的因素，也即不应有任何“超越性”、超自然性、超人类生存经验性的想象因素介入），也是指人类现实生存的伦理性方向之指南。正是在人本主义的此一“双重意涵”下，我们再次体悟到仁学或新仁学所最佳体现的此一“双功能”：认识论的和实践论的价值观基础。正是《论语》体现的此一人类历史上最“纯洁的”人本主义，除了为人文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了理性方向指南外，还特别在新世纪全球物质化时代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人？”的价值观基础。正当AI科学与机器人时代以泰山压顶态势到来之际，也正是已被全面物化的人类到了必须对“何为人？”之大哉问加以深入诠释之时。因此，新仁学不仅相关于人文科学的理性大方向上前进的问题，而且相关于机器人文化和太空工程（以及基因工程，大脑改造工程，生化科学，太空开发等一系列彻底改造人类生存形态和人类生理心理构造的巨大挑战）的“彻底物化”时代如何保卫“人之本质及精神”的生存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再由文学家和史学家们仅据以往历史经验加以直观的思考来解决（更不可能由文艺家、影视家凭感性联想加以附会），而应通过更有效、更准确的新人文科学工具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应对。“人”不能被等同于“活动性操作机器”，也不能被等同于无休无止的“大自然征服”者角色（人活着是为了向外“征服”自然呢，还是为了向内提升精神素质呢？）。今日甚嚣尘上的移民外太空设想，实乃抛弃“地球人”本质而朝向于“去人化”方向的机械主义努力步骤之一。但“人”归根结底是历史人，是几千年在历史文化积累中存在的历史参与者。无论是大脑晶片安装还是火星移民，都是使人“非人化”的、颠覆人类正常生存态的广义物化迷恋症之表现。正在此时，新仁学的介入，充分验证于中华精神文明史（而非物财产生史）的仁学伦理学的“新理性介入”，或将在人类生存大方向迷惘中起到的拨云见日般的启示之一。此一重要作用，并非源于任何神秘之力，而是源于最为自然的根源：人性本身。仁学或以孔子其名标志的伦理思想，乃是远古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集体的历史凝聚，诸多相关价值及其关系均产生于人性本身，故为最具天然性的“人本主义”。此一历史人本主义突然摆脱其整整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束缚而可能跃入人类新世纪，并在两大人类生存层面上再现其启示力：关于“人”的科学知识体系建设方向之启示，以及，关于“人”的生存方向与方式之启示。
【匆匆于2018-9-24中秋节】
· 17、学理析真系列-10：阳明心学-人文科学-文明危机

（0）前言及补记数则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回顾

（五）后记：基因改造与新人类时代的仁学反思

（0）前言及补记数则

【前言：本文为九、十月间几次随想之联接，主题一贯，但非整体论述，且与此前上贴之类似诸文难免有局部重复处，不过因语境和牵连方面各不相同，故也可反映今日阳明学的多方面意涵，故不避琐细而论列如次。“学理析真系列”诸文的目的是，在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基础上，提供创建性、批评性的人文科学治学观之基础、方向、步骤诸观点，但此讨论目的实际上是朝向人类于未来而不是针对当下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读者难以从中发生共鸣的根本原因：当下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主流仍然是学科本位的和文明传统本位的，而我们所说的创建性和批评性立场，却是朝向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尽管如此，人类的思想必须高瞻远瞩，而不是迎合国际时潮以谋求功利的。作者希望，尽管如此，读者的任何一种程度上的体悟仍然是有所助益的。对于作者本身，如前所述，此类笔记式写作主要起着一种自我推进和重组个人认知的实践。正如文学家是靠“文学式写作”为生存方式的，学者也是靠“理论式写作”为生存方式的。2018-9-30】

【2018-10-15前言补记：本人的“学理析真系列文”所讨论的问题，实为国际人文学界主流支流均未曾、或不可能讨论者。因为，国际人文学界为人类人文学术职场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思考讨论的问题，都必然属于职场制度和学术制度框架内设立的“合乎制度化规定的”问题。我们所设立和讨论的问题，则是既在职场制度与学术内又在职场与学术制度外，因此是不属于现行国际人文学术制度性规范与规则的，因此不可能在任何职场制度内提出和讨论的。此一背景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因而不是当前随意流行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视界内独立组织和重新设定的。人所共知，人文学术的科学性、知识性进步，完全是在社会和学术上长期制度性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性知识，不同于古代“泛文学性知识”，必然是在绝对制度化的自然科学影响和引导下产生的。没有近现代专业分科内形成的知识总体的发展，就谈不到任何“人文科学”的问题；就没有人的科学，而只有人的文学。这也是我们推进新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前提所在；新人文科学理念是绝对产生于社会与知识的现代制度化发展环境内的。奥妙在于，我们所提出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问题虽然是基于人文学术专科分划制度化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各科专业制度化知识的条件之上的，如今却要超越现行制度化分科框架（兼含其硬体制度化和软体制度化）来重新全面综合地，也就是“整合性地”设定新的“跨制度性学术区域”，并在其中以及旁及社会历史文化各域，也就是在一更高的认识论-实践论层级上，提出我们的“设问系列”。这样的治学态度、方向和步骤，虽然是基于（必须基于）现行职场制度性框架的，却也同时是超越该现行框架的。因此，前一部分是与现行学界制度化规定一致的，后一部分却是不与其一致的。此种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张力关系，主要源于职场学界治学方向必须朝向于就业规划，因此是必然须受功利主义原则规定的，而我们的治学态度与方向则必然是非功利主义的和纯理想主义的。虽然如此，人文科学理想主义与人文科学功利主义，有理由达成一种临时性妥协，此即共同认识到：职场学界应该划分出一小部分区域供“泛跨制度性科学理想主义者们”的实验性实践。因为职场功利主义主要完成的是“以学术支撑就业”的目标，而科学理想主义才是朝向纯粹人文科学理论建设的。后者的真实前进必然取决于其合理地部分摆脱职场功利主义制度的限制的可能性。我们提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心学，都是后一类努力的组成部分之一，理论上它们并不属于儒学或国学或汉学“诸职场”或“诸学科”，原因在此。同时，此一分类学模式，反而呼吁诸专业学科内的“职业人”，能够各自在不同的程度上、比例上划分自己的学术实践过程，即在职场任务之外，或献身于或（哪怕）关注于此种跨学科-跨文化学术发展事业。因为，这也正是在高端领域重新调节“古今中外态度”的问题，有如我们以学术史上的简单事例所说明的：制度化的儒学学者（兼指其学术方式和社会政治实践方式）和理想化的仁学信仰者间的关系。二者往往是可以合于一人而分头予以实践的。】

【2018-10-12补记：今晨听本地广播介绍即将上市的折叠版手机及其将引生的市场变化。本地是世界科技工商中心，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消费一条龙般的“新人类生存链”之具体呈现地；日复一日，辐射全球，从而成为全球化物化世界之典范。另一方面，今日世界各地有关地球危机，环保危机，生存危机的讨论层出不穷。我总是立即感觉到此类议论争辩中显露的一种明显的人类自我矛盾，却被普遍忽略不计或视而不见。试看，此类一切环保危机，包括只有几十年剩余期的怂世听闻等等，其总根源难道不正是今日新人类奉行的“不断科技生产革命论”世界观-人生观之产物吗？不断的科技革新“硬道理”，岂非正是地球安全危机的“硬逻辑”之直接因吗？怎么这些伟大的科技工商人士们就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因此，目前的世界环保主义岂非色厉内荏之最：不敢直攻本源，而在外围晃悠以博眼球。人类的生存问题，地球的前途，岂非都是价值观、信仰观的问题？（而世界精英们都仅满足于治标不治本：只从技术性层面着眼以拖沓岁月，听任人类文明在“全盘物化[物质性异化]”轨道上走向自毁之途）难道今日的外太空事业，确实是为了未来“机械化人类”“弃地球而去”的“高瞻远瞩”之准备乎？人类不是“向内”追求人类精神之不断提升（仁学），而是“向外”追逐物利权势与生物性享乐之无限扩张（法家）？须知，“身体”属于“人本体”之“外”，而非其“内”！在竞争文化之利益欲望驱动下产生的折叠式手机一类科技商品的追求，岂非象征着一种新世纪对“奇技淫巧”之无穷无尽爱好？“科技人”与“机械人”在其生命性向上是否正在日趋一体呢?人类拜科技工商文明之赐，似乎已深陷“物化其本性”之泥沼而难以复原（人之本质）了。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之明义与开拓的历史背景！“国学”作为从中性技术性角度设立之学，或可不必上升至此高端理性思考层次（如所谓训诂考据家可以根本上不涉义理与伦理层次上的问题），而“儒学”内涵价值观因素故必应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反而首应超克自身“泥古托古”之宿疾，在新世纪全球化今日，努力升扬至此“按新知新学新理”所重新规定的“新高度”，来改造自身之“思维结构”，故不可满足于重复旧知旧言或固守于旧历史经验而“自愚自残”！如无此“自我革命”雄心，可谓即非今日之“真儒者”！今日所谓“真儒者”，必应指“真实的”仁学信仰者。“国学”指史料技术性研究，“儒学”兼指技术性与信仰性研究，且须特指“新伦理信仰之践行者”。所以，简言之，“新儒学 = 仁学 + 国学”。——本段补文前后论题貌似相异，实际上具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2018-10-13补记1：学理析真系列的目的，简言之即意图有助于改进读者心理之“轻重缓急结构”。此结构遂动机、目标、视界、认知之不同而互异。我们主张从“向外”转至“向内”的治学态度学，就是在促进学人“轻重缓急结构”的自改进实践。按时下国内外惯习规定自身之“轻重缓急格式”为一事，按照新理念调整此“轻重缓急格式”为另一事。因此，本系列文不是为了提供系统的知识，而是为了激发读书人的“良知”，此良知的“动态表现”即其在高端理性引导下形成的一种新“轻重缓急格式”。俗语“轻重缓急”就包含着价值观、方法论、实践论、策术论的诸因子：你究竟把什么看作自己的：最重要，最迫切，最切当，如此等等。这样的治学观思考比单纯获取知识理论要更为重要，因为它恰恰是判断、吸收、组织、运用诸知识的“指挥台”。无此指挥台，知识者不过是杂乱之信息堆积，可用于眩人耳目，却无助于自我思想力之提升。学人如果不依据“良知意志”来统领知识储积，学人就仅是书呆子或教书匠（职场人）而已。】

【2018-10-13补记2：今日报载哥大19岁中国留学生，本来样样优秀，仅因期中考试不合理想，觉得对不起爸妈，决定自杀了。同学齐感惊愕。哥大自杀同学今年已有多起。今日留学生之处境，与家父二十年代留学哥大时的处境，怎么如此不同？只因今日为全球化时代，也即人人“打拼才会赢”的相互竞争时代，从孩童起父母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代。多么可怕的时代！82岁的我多么庆幸我幸未赶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教育机械化时代！我还庆幸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一个在学校和同学竞争的兴趣和意念。因为那一切外在环境对我纯粹为“身外之物”，应付即可，何须认真。以至于从小学起，我们那时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应付课业，而且听任大字课、珠算课、英语课等吃鸭蛋，家里也从来不闻不问。今日这个“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时代，是一种纯然为了未来科技工商英材训练的教育制度，却同时也是一种阻碍未来文史哲理论家成长的制度。我断言，凡如此认真陷入此竞争化、机械化、标准化教育制度中的“尖子学生”，直到他拿到博士学位，都非本人今日宣扬的新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适合人选；也就是都非（在长期格式化训练后）还有剩余潜能来在制度压力外萌生其特立独行的良知意志。按照制度化、程序化的国际规则亦步亦趋，还谈什么人文学理的创造性想象和研发？因为这样的“成功学子”必然成为“标准化产品”，必然继续按照标准化轨道合法行事（符合国际“标准”——“标准”这个词是只可用来准确形容科技工商人士素质！），以期在职场上毕生“荣华富贵”、“扬眉吐气”！此一人生观、治学观，岂非与古代“读书做官论”百分之百地一致？“头悬梁锥刺股”的所谓个人奋斗精神，岂非正是同构于今日的“爱拼才会赢”？“赢”字人生观，岂非正是今日各地华人人文知识分子理论思维能力全面降低的一种总心理根源？此外，经此数代人的标准化“养成制作”程序，此类学人的心志结构必然已经经受了根本性准基因变异，其性向可能已经根本上区隔于传统人性的精神部分，而趋向于准机械人类型。其中改变最大的就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变异。】

【2018-10-14补记：前述“轻重缓急”之主体自动调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实都相关于主体自主性、能动性或独立性的潜力。在全球化的今日，个体的行为动因已然全面定式化、被动化、群体化和制度化；在此过程中个体之独立性、能动性、自主性都已降低至近乎零，即已成为全面程序化行为动物，其典型可以日本人为代表。此一人类倾向，恰恰适合于科技工商文明的整体化发展，却非常逆反于人性独立精神创发的本能，后者正是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提出的“自外于”全球化、科技工商化的人文学理发展观，因此只能建立在中华传统文明的仁学伦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我们会令人不解地宣称：仁学和阳明学的核心或本质（而非其在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外射”或“应用”），其实是一种具有高度个体主义或主体主义的伦理实践学，其强主体性的特点使其难以被吸附进现代制度化轨道成为其被动性组成单元。正是这样的东方文明“辩证般具有的”主体伦理精神，才使其戏剧性地承担了新世纪历史性重任：引导学人理论家具有主动调节自身“轻重缓急策略”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反之，一切职场主义中的亦步亦趋者，在无远弗届的全球化制度性压力下，将必然失去了自我革新、自我解脱的独立意志力。】

【2018-10-15补记：前文用引号表达的“真儒者”，其“真”字有两义：或指最符合儒教教义者，或转义指“儒家综合性总义中偏重‘仁学’者”。本文当然用其指后者。此前所谈的学者和学术的制度化经历背景，当然应包括自古迄今中外学术史全域内不同的类型，只不过全球化今日此一学术制度化趋于极端化或超严格化而已。“学术”之身份已经内涵着一定的“制度化特点”，否则无以为“学术”。儒之学术，起源于汉初字义训诂阐释所形成的经验规则及其传承经历，此即早期的“学术化”，也即“学术制度化雏形”。（自汉代起才有“学术”，先秦时期则称之为“思想”）而先秦时代的诸思想类别则显为前学术化或前制度化时期。在此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原始仁学”及“阳明心学”，都是某种“去制度化的还原论产物”，即“心学”，“心志学”或“心术学”，其具有的原始性、本能性、主体性，均属某种“前于系统知识”、“前于学术”、“前于学术制度化”的“心言行”思想，其内核即“心言行关系本身”。在此意义上，仁者因素为儒家整体的组成部分或“被心学还原部分”，即特指其“去制度化”性质而言。儒家如指儒学者（而非特指其“性格特征”），则已为制度化存在者。即其学养历程、学术过程、学术方向等均已受到各种外在制度化轨则之制约。反之，我们所说的表现在《论语孟子》中的仁学，则属于前制度化的思想类型，故最具有主体伦理学特色。】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现代阳明心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塑历史伟人形象或圣化古人以鼓吹盲目崇拜，而是为了探索和体悟其古典学理思想的现代有效意涵及其精神力量价值之普适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现代性和普适性，我们倡导的阳明学国际研究岂非无的放矢？

准此，我们不可泥执古人心言行历史踪迹，并对此过往已逝行迹顶礼膜拜。时至今日，如还要通过面对所谓“孔庙塑像”而扮古装、行古礼，以至于不折不扣地“泥古自重”，岂非自爆迂腐和虚伪？我在海外处处时时看到海外各地华裔此等“做作”表现往往感叹道：半个多世纪来人们把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习练纯熟，其洋化程度及依洋自重程度早已无以复加，而另一方面却“虚饰”以与今日行事毫无关联的华夏精神遗产，逆向地彰显自身真正的“数典忘祖”之本质。今日已全面走上“科技工商西化”（今日大中小学课本的主要部分已然同构于世界各地可为明证：所学知识已然是主要来自西方文明传统！）的华夏文明，如果以为可以抛弃华夏文明之精神核心而只承接历代帝王将相享乐过的物质遗产（楼台馆阁，珍玩宝器），即可争强斗胜于世界，而实质上不过是以另类方式全面趋附于西洋文明轨道而已。在此格局下，所谓倡导民族文化传统，只不过是以已被“物化”、“商化”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为“异他性文化装饰”而已。有如今日身处世界“服装秀市场”的设计师们要以其所谓“东方元素”，在西方主导的市场上，自别于西人以成就品牌效应而已。科技工商人士的人生观单维化和文化思想肤浅化的新世纪普世现象，正在控导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大方向。

在全面“物化”、“商化”、“科技工商学制度化”的全球化今日，古典阳明学的时代性反而在历史上空前地突显出来；对于人类人文科学建设的任务而言，在此现代物化方向的文化世界中，与现代“物学”对峙的仍然是古典“心学”。如果没有相应于时代特征的古典“伦理心学”的复兴，也就没有现代人文科学的真实发展，因为全球化的物化加商化时代，人文科学建设事业面对着前后两个方向上的压力、阻力和诱力。在社会性层面，人文科学已在全世界被推至边缘地带苟存着；在个人层面，人文学者由于物质性生存压力不得不顺应全球化加予他们的寄生性生存方式和学术方式，难以再进行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科学实践。物质条件上的丰腴化恰恰与精神上的因应化并存；学人的心志状态疲软化如不加以纠正，进行人文科学实践的必要主观条件即不复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治心”的意义上，我们才认识到阳明心学今日加以解释学地再提出之深意所在。我们期待学界少数有识之士能够如宗教信仰者般勇决地悟解和参与阳明心学实践。

我们今日提出的“重读阳明心学”策略，乃是针对上述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言的，绝对不是为了国学职业家增加其学术市场竞争资本之用的。让我们首先概括“新阳明学”（根据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认知方法对于古典学理之固有本质及其现代衍伸意义进行的时代性新悟解和新实践：因认知方法之革新反可更忠实地还原出古典思想之“固有深意”；而绝对不是要“偏离或利用”古典话语以图今日之功利目的）。然而，这样的“逆向复古思考”，如前所屡述，不是出于任何不可能推行的实际目的，而是本仁学精神践行的另一次“知不可为而为之”，即客观呈现人文学术生态之深层现实，以促使学人“体认”（不敢奢求其践行）两套价值观、两套“应为标准”之张力性存在。至于学人对于此身处的张力情境的反应方式，则自然依个人禀性而互有异同。换言之，本文企图更明确地在中华古典阳明心学和现代世界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实践逻辑”，以供有识之士自我反思时之参照。如此而已。

以下简列10条现代阳明心学之真实表现方面及特征：

越过相关历史言行表层以还原至学人动机深层结构，前者不过是今日对古学之认知“途径”，后者才是今人学古之真实“目的”，如泥执于前者而空洞膜拜却对后者不闻不问，则反而是在破坏阳明学形象；

在动机层凝聚自身之为学诚意，其途径为增加“真伪辨析”意识。阳明学的学术实践主要体现在现代“辨伪学”上。根据“阳明诚学”心志，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思维手段，以形成各类“辨伪学”方法；即超脱记诵转述层次，摆脱学术权威控制，以提升个人独立的真伪辨识意识；

为此，学人须沿内外两侧推进其诚学实践：内学：时时检视自身是否在各种外诱条件下弱化或失去了诚学心志；外学：努力增加有效科学知识以便达成或接近治学目标；

面对国际人文学理潮势，本上述立场，一方面努力“学所当学”，另一方面，不为国际学术权势控导，而能勇于自省与批评；

身处职场环境，善于智慧地处理个人功利与人类集体求真责任的张力关系，沿着正确方向，通过职场生存手段以参与追求人类共同的人文学术求真目标。

学人在其各种相关实践规划上，即可因上述仁学-阳明学的动机、态度、方向“综合心体”之成立，而能够深识何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之”；此即本人提出的历史实践分区观念的来源之一，也是“术有专攻”的最深层意义所在。我们说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跨学科方向观，与人生观-实践观的分界-分区-分层观，二者实应并行不悖，相互为用。这就是，学人当“定”其心志（如古代僧侣、修士般“定于本业”），不为外物、外务所激动（“激动”有二：内心之必然有动，此所谓切近现实，而此动当relevantly被纳入“本区实践规划”；而“外行”不可“随动”，那样即将失去本我立场而受制于外力而影响本业进程或方向），坚守宿志、不受摇动。简略言之，历史几千年中乱多安少，所谓“读书人”者往往于世情混乱中隐居求志，卒能传承华夏人文精神于各种颠沛流离情境间。（古有教之：“造次必于是”是也！）

所谓辨伪学，实可泛指学人一切心言行层面之虚实、真伪、浅深之辨。所谓“虚实”，还可特指自身自励、自明之深浅，此虚实深浅可涉及内外实践之诸相关层次、方面、角度等之践行充分性与适切性。此一内外实践学之“充实性”自然要求学者首先将本人之自然习性提升之自觉升扬之高度。因此阳明心学虽非功利之学，也绝非如禅宗般“虚饰自慰”之学。试观《古高僧传》中记录的千百位毕生寻求“西方极乐世界”者事例，其行迹千篇一律，均被视为“人间楷模”，而其中却少有“精神生产性”成就流传于世，其中尤以公然倡导念诵万遍“阿弥陀佛”以达“永生”之境（正相当于道教“飞仙术”，“炼丹长生不老术”，殊途同归。而今宣扬现代“三教合一”者，岂非正是仁学-阳明心学之对立面乎？因仁学阳明学所重在现世真实理性实践，而非在于惧死恐惧之排除艺术）为最大之“忽悠”？新阳明学之所以是“心学还原论”者，正是为了越过“阳明时代的历史话头”以专注于其心志层的“动机纯洁化”。其本身的禅宗源头和历史行迹，只应视为我们今人进入其“真心”之字面途径，岂能执着于其因历史条件限制而选择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所谓的解释学，正是为了“穿越现象看本质”，得鱼而须忘筌！不能参透此现象/本质区分，即是泥古（如海外新儒家），即是内心“誠意志”之不足，而徒徒为古人之“情意”牵动却失其潜在能动性的“理实”。（我在批评港台新儒家一代时所说的“以情害理”是也，其根源在于：“其识未真”，“其志未坚”，“其勇未实”！用通俗话语说：其精神虚荣心掩蔽了其求真之意志力！凡内心有一个求“五百年后又一人”之意动者，均属此类。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人之“学”，均难免此俗，因均欲成为历史上公认的“时代圣人”，可称之为文明转型期时代知识分子意志薄弱之型例：可均以“是闻也非达也”点评之！）。

只有当“内心”最“凝缩”（积极性运作域窄化）时，学人才可使其外实践中的“视野”最“广阔”（所谓能高瞻远瞩，“心怀天下”）。而正是最适切、最实在的“心学还原实践”，才会产生外实践运作域建构的最佳配置，而如内心虚而未实，伪而失真，其外实践的目标和方式都会因而成为华而不实，乃至自欺欺人。故无真“古典心学”即无真“现代学理”，以至于将学术活动纯粹视为谋生、谋利、谋名、谋势之工具。

今日国际人文学者，无论西裔华裔，无论西学国学，几乎均不可能采行以上诸建议，因均已自行纳入既定职场规范规则系统而循阶前进，也就是多已将“学术内容”视为职场程序性操作之材料与工具。其人生观与治学观均已制度化，定性化，标准化。此一新世纪的世界学界现实，才是我们今天提倡阳明心学的背景和理由所在。阳明心学之“建心哲学”，其意旨却在于越过各种外在加予的制度性框架重新独立建构自身“治学系统”：从动机核心到治学目标路线上的层层环节，均须按照伦理原则和理性原则加以重新设定；也就是，要在“社会域生存”之外另行构建与之平行展开的“个体域生存”轨道。前者为“以学治生”之域，后者为“以心治学”之域。至于二者之间的“学术实践关联”，则须应对于第三种实用智慧，以期使二者之间的冲突减至最低。简言之，自诩为阳明学信奉者，必须按照上述独立建构的标准衡量自身“学术实践”之进境，而不可仅以职场标准作为衡量方法。学人如无此种分离及平行思考意识，则不过是将阳明学思想作为职场运作的材料而已。而真实的阳明学必定得是：从心志动机到研学目标方法，另行按照阳明心学肌理加以重构的“自我重塑”之学。

 尽管前述种种困境之存在，阳明心学（正如其根源“仁学”）今日的时代意义，反而较其古代意义，更为宏远，目标更具根本革新性，其最终目标则是历史上空前地朝向人类文明于新世纪的另一重大无比目标：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建构的一种“伦理实践学”。我们甚至于可向世界人文学界宣表：如无此在伦理心学和伦理实践学层次上的人文学者自我心志更新实践，真正科学的（即理性的学术实践，以区分于各种影响强大而实属非理性的信仰实践）人文科学现代化重建任务将难以实现！这一立场对于今日全球化功利主义盛行的世界看似一种“学术乌托邦”之论。实际上非也。正是在中华精神文明（而非物质文明）遗存中我们仍可觉察此传统伦理心学种子之有效存在。

【2018-10-7】

现代新阳明学的目的如上，形式如上，绝非仅指一些“以教授阳明文本为业者”；如真“读通”了《传习录》，人文学者即应可不同程度上表现于以上诸方面。反之，如无以上学术实践，即是将传习录倒背如流，也和阳明学之真实体悟没有关系。“记诵”之学害人处，不仅在于“不通义解”，而且尤其在于其“以假乱真”：单纯记诵礼拜实为“假”，悟解实践方为“真”。概言之，凡读了孔孟朱王后不能联系于现代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现象者，即不能称之为孔孟朱王信徒。本人正是从此高度出发几十年来一贯批评海外新儒家的泥古治学大方向的。

本人经常提醒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关注自身知识养成的历史背景问题，此一提醒往往引致学者不快，以为学术环境艰难状况下还要“挫人心志”，弱化学人的自信心。其实本人如此提醒的意图正相反，而是完全出于期待学人能够更有效、更真实地自我知识提升的动机。因为后一目的必须建立在对自身知识状态的真实认识上。由于要求学人着重学术基础和“补课”，看似反而要减缓学人前进速度或因纠缠于各种“补课”而陷入知识海洋，而难以“靠岸”。具体来说，这样的治学要求当然是相关于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认知和步骤的。治学的步骤、方法与方向、态度也须相互一致。按此，自我认知真实性的要求自然是与自我治学态度的正确性相联系的。这就是：治学的原则主要相关于方向和态度的正确，而非主要相关于知识量的机械式增加；所以衡量方向与态度正确与否的判准并不是知识量的大小。这样就首先排除了前述顾虑：被知识海洋所吞没（所要求者仅是“尽其在我”，而时人不肯践行乃因处处与人争比，怯于“落后”他人。此种心理正因不识“学为己”之意）。此外，这样的“要求”，其本质为“哲学性的”，治学要求即人生观要求，即价值观信仰观的要求，也即传统理性主义信仰观的养成，以作为（今日伪儒忽悠的）所谓“终极关怀”！真君子所首应关怀的是自我不断的伦理精神之提升（朝闻道[理性至真]）及其践行步骤之实现，既非对外之假大空的“天下妄语”，也非对内之“生死关怀”。仁者（人者），“未知生焉知死”，其“切实性”正在于认真关心于自身此生之“理性认知提升”（学的哲学），而非（本质上）自私自利地妄求“永生”。【前述《高僧传》中千篇一律地只颂扬一件事：贬低此生，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位一位“大智慧者”均以“趋死之技艺”来傲视于人，而全部忽略生界之固有精神事业本分，甚至以日诵万句“四字言”来占据此生大好光阴，以达至使其无时间来进行“现世思考”的迷障。此类行为为古代真儒所不取，却反被现代新儒家所吸纳。可见文人之理性能力绝非一定随时代而长进也。】

【2018-10-09补注：为什么一个今日新人类必定视作“迂腐至极”的阳明学问题，我这个长年研究西学理论者，要对其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呢？只有有识之士才可对其深意准确意会。绝对不是出于迷古主义，而是正好相反，即：正是在最现代、最当前、最国际、最高端、最切己的精神理论层次上，可时时悟见一种“万元归一”的学术实践逻辑学义理之存在。此即：不论什么复杂深奥问题，最终都须溯源于此“实践学发端或渊薮”：心术！心术，就是动力源，就是指南针，就是导向仪，就是调节器，也就是标尺和处方。好，让我们落于实地谈：为什么当前最具完整训练、完整资历、权威职位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高端的各类“理论家”们，其思考方式与推理结论，不仅不一定属于最佳，而且多半反而易于名实不符、误导后学呢？[所以我们才说世界人文科学必须改革] 就是因为他们的制式训练与思维，相当多部分仅属于“机械积累性知识”，即未曾经过全局性、动态性、结构性的协调处置，故未能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一种“思维运动战”，以求得兼顾不同层次、方面、角度的、轻重缓急合宜的最佳方案。[即可还原为仁学的“权学”。阳明学作为心学，其对象和运作域仅限于“心域”，而仁学才是相关全面伦理学框架，但心学永远是仁学之源、之核、之志向]。本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习得的最具普适性的术语即relevant[适切性]一词。因而：万千知识集合内诸单元间必须随时、随境营建其各种相关的“适切性关联”，此所谓“适切性”，不仅相关于诸单元间的静态特点关联，而且相关于诸推理片段间的多元、多维、多层次的“逻辑适切性关联”。因此，本人对于流行人文科学理论家和理论层的社会科学家的各种“理论性话语”，常常可发觉其缺失正是源于其定式化、机械化的学术思考训练背景。留学生们往往喜欢暗示或强调其受过“高等训练”。我却从那些最喜欢强调其“训练资历”者的思想方式中，看出其思考缺失正是滋生于该所谓正规训练之制度性限制，然而，反而是后者，而不是“思维能动性、生产性、创造性本身”，成为了人们在职场上比高比低的唯一根据！可惜，受过高级训练者，却最难坦承此类在职场为优越而在“适切思想方面”为呆滞的、不利于本身思维能力真实提升的根源。】

【2018-10-11补述：relevant 这个词，作为一个 index，实际上可相当于提领多元、多维、多方理论思考方式的“特征性总称”。它首先强调着：认知，不就是资料之堆积，而应是资料间有序的、结构清晰的、功能可验的综合性整体；是按照现代化或超现代化“方法论图纸”进行的“资料重构”。其现代性、前瞻性正是我们所说的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人文话语的再编织（[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大三论”，就是指万千资料元素之“多元多维合理再配置”。那么什么是此配置的“合理性”呢？我们强调的是：摆脱学场职场的制度性框架，重新进行“再组织、再协调实践”，而其有效的“基础和前提”则正是要求学者须充分开展其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探索，也就是尽量合理充分地吸收现当代各门主流科学和用新方法研究中外古典。之所以所这样的学术实践要求须“超越职场学场的框架”，主因该框架使得学人根本无时间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和思考]）。资料，可能古今相同，而运作资料、建构资料的方式和目的，则古今中外间可大不同。据此，我们才提出不可将我们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化发展的目标，与此前千百年、百十年、几十年来成千上万“文科大师”们运作人文资料的方式和目标不同，因此不可以用同一套标准对彼此的学术实践进行轩轾评比。这也就是我在不久前于《龙》和《国际儒学论丛》两刊物上发表过的类似论说主题的缘由。我在该二文中以简化方式提到了传统“文学方式”和现代“人文科学方式”的历史性、时代性差异。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必然仍然要以原原本本古人的方式赏鉴“传统思想”，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再以古人的“方式和目的”来安排现代化的人文学术实践了。也即，一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赏读“杜甫李白原本”，但我们绝对不可能、甚至于不应该再以“吟诗作赋”技能或“背诵三字经”的古代幼学读本来“重复古人行迹”了。同理，我们对海外现当代新儒学的批评也是同一理由；我们不是看不到其治学心态的真诚，但必须进而看透其动机、方法、目标上所犯的“历史性误会”。此一立场也即：正如今日必须在科技工商领域不断提升智性层次一样，与时俱进，日求其新，在人文科学领域也须采行同样的立场，而不是像“腐儒”般反而在新世纪“倒行逆施”，处处“返古自愚”，并期以大悖理性而后快！这也就是我的如下感受之由来：对此间大批华裔科技工商人士明明是“全盘西化”着，惟恐落伍于西人，而却另一方面要穿着古戏装去拜神祈福，同时包藏着一种自身未必明了的损害中华文明健康发展的“自戕设计”：结构性地颠覆人文思想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事业！为什么世界科技圣地“矽谷”的华文媒体越来越充斥着“怪力乱神”和“占卜风水”？此现象正反映了科技工商“成功人士”的“文化素养”为何？在以技谋利方面他们决不糊涂，大搞全盘西化，而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愈趋空白，故可“逆时间地”“迷信自慰”。由于科技工商社会大面积地人口均如是，遂形成了足以支持自信的“共识”。严格说来，这岂非是另类历史性的“积非成是”！我推测，未来“机器人化”（人机融合化）时代，此一“人类人格分裂”（科学与反科学的共存）倾向将日趋严重！】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补叙：今日报载大陆幼儿园的外教，多选聘老外（洋面孔）担任，不问其教育水平，而英文学养俱佳的海外abc则因“中人面孔”而难以受中土聘。此事使我想起当初我们筹办国际会议时得悉，大陆一些校方认为：只有在西方召开的会议才被认为是“国际会议”，如在国内召开，不论参加者学术水平如何均视为“非真正的国际会议”。我又记起，1992年冬访问台大哲学系时听说当时台北正在举行“国际儒学会议”，牟宗三先生莅会，据说会议宗旨是讨论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而参会的“外宾”据说多为（或全为）牟先生的移民海外的弟子及弟子的弟子们。此类观察更加印证了我对海外新儒学的“色厉内荏”性格的体认，而他们因已在西方学界“受衔”，获得“国际加持”，故浑然不知自身学术方向之得失问题。又过20年再看大陆学界风气，哪里有和台湾两样呢？多年前一位在美已获中国学终身教职的原清华高材生向我抱怨，大陆学界高层将华人分为三六九等，硬要将“美籍华人”视为低于纯粹洋人，在接待规格上差了一大块，对此颇为不满。我们再看今日学界，不论国学、西学，均以是否获得、获得多少“国际”（洋人）认同、合作、支持作为向领导邀功、向同行炫耀的硬性根据。凡此种种，均可以显露：百年来，所谓几千年礼仪之邦，反均遂行其“崇洋媚外”姿态以为其推进现代化发展之方式。人文学者，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即均以能够用洋文与老外流利交谈为荣。40年的人文学理经营反成为遂行“崇洋媚外”之工具。如此，置我《论语》于何地？置我《阳明学》于何地？彼等古人复生，必不行此类事，以至于矮化、降低新时代民族文化精神之抱负与前程！再如，今日会展及会议，无不宣扬参展规模和国别数量，以示展事与会议之等级及力势规模？其动机实为张大势力、争名夺利而已！---2018-9-5】

人文学者和人文思想家的特质应该根本上不同于常人，其特质的主要表现是其“关注点”或“兴奋点”不同于常人，而具有其自主选择的恒定性，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心有所主”，故其注意力和集中力由自身意志所决定，而不由外力所左右。此义看似简单而实难实行。因为人们大多数都是按照外力、外界因素刺激性强弱而被动地形成自己的集中力及其持久性选择内容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抗战时期，在敌机大轰炸突然来临时，某教授在逃向防空洞之前数分钟唯一想到的是如何带着自己正在撰写的书稿一同逃避轰炸。那时，客观环境是“敌机轰炸”，当下具体情境是逃难避险，这些外界因素均须关注并应对，但其真正的关注力集中于自己书稿之安危---后者乃自己长期独立选择的关注对象，其关注度不因外界条件变化而改变。一位积极于数学思考发明的数学家，也必定如是。如果上述极端例子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心有所主者是不会受到“灯红酒绿”、“荣华富贵”、“人心浮动”、“世情动荡”等外在“气氛”影响的。记得几十年前府右街上每日上演“纠刘火线”荒唐剧目时，因家住附近，也差不多每日前去看热闹。大街上人山人海，只有一件“大事”须待关注---实为“不知所云”的此一特大国事。那些年里，小报满天飞，臂章、胸章换个不停，处处煽动着紧张社会气氛。这些就是当时周围世界的唯一大事，或唯一气氛。当此之时，人心涣散，无所事事，百业停顿，以至于除了积极参加派系争斗之唯一大事【凡当时热衷于此者今日都应反思：尽管今日变了立场，仍应想想那时的“积极参与”代表着自己那时的何种精神状态？那种关注事变的“唯一积极性”难道不是一种彻头彻尾失去“自我主意”之明证？这又如何可以用后来的另一种“应世智慧”加以遮掩而忘却自身之过去呢？对此不加反思，反以自身“彼一时此一时”各自均有理来自我忽悠，此即存在主义者自身体现最深的“自我欺瞒”！】，就是纷纷转攻于木工、烹饪、缝纫、养花等以舒展身心，因已因世态混乱而“无心于”自己的本业了。这是“自我失心”的另一类型。无论前者后者，都表示着主体对外界环境的被动应和行为，也即均因“内心无主”而遂可听任“他主”。（有些“信徒”特别宣扬要放弃“自主”而是强调信从“他主”，这又是另一种主动的放弃“自主论”的立场了。而我们的仁学和阳明学却正是要高扬“自主论”！）我由以上诸特殊例想到，今日全球商业化、追名逐利化时代，商人和准商人均如鱼得水，“下海”云者，“下商海逐己利”也。当此大潮席卷全球，无远弗届之时，其力源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又非前例可比。当此之时，人文学者是效法商人行为，将人文活动商业化，以取得准商人式收益呢，还是在彼辈形成的商海世界浪潮中感觉到自身“本业”失去了社会重要性因而消极懈怠、失去奋进兴味与意志呢？此时掩蔽自身“弱心、失心”的口实是：客观环境如是，人文学理本身顿失“重要性”，何能继续做书呆子？是学理本身失去了重要性还是自己使其失去了重要性呢？（难道不是因为没有读通“造次必于是”吗？）外界浮动浮躁气氛难道可成为自身浮躁浮动的理由吗？我还感觉一件今日绝大多数小于我一两世代者欠缺直接经验的有趣现象：今日网言形成的各种“现实关注焦点”，岂非像极当初小报每日满街飞的景象？此种作为“外力刺激下”产生的“诸焦点谈论”才被视为今日之“重要课题”，其他都是无关紧要。那时每日收到的、抢到的各个战斗队、造反派派发的相互叫骂的小报（我曾积攒过很多小报，可惜在我旅外期间被房间借助者或其朋友盗去了），岂非就是人们的“世界主要课题”？你如按照那样得来的印象来“感受世界”并从而“顺应世界”（即据此自我形成的世界假象拟定自身的“关注点”，即“当务之急，当务之要”认识？），就足证自身已然“失心”。孟子实践论的要旨就是“求放心”，阳明学的要旨就是深护、深析、深正其本心，使其不为外力左右，随波逐流。这也正是我辈人文学者今日应反复三思其宜者。否则，世界变动不已，我亦随之起舞；人文思想研究不得深入，岂非正因“失去我心”！学者的“定力”有无，正表现在其处置己心与外界的互动关系上。所谓“阳明心学”，其义在此，哪里是如一世纪前日本人那样将其改造成“武士道”的功利之学！（顺便指出，现代新阳明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从古代之社会政军领域转化至人文学术领域。如不识此，可谓错解了现代阳明学之意涵。如果以为古代儒者怎么做，我们今天就应怎么做，那就相当于“因泥古而悖古！”）顾颉刚先生之所以屡言学者要带着问题研习，就是说，学者要预先就积累着、形成着自己的稳定问题系列，此问题系列才是自己的真实永在的“关注中心”（有如前例中教授之“书稿”才是其自我的“问题中心”，而不是外在世界或环境形成的社会性、集体性问题中心，尽管后者当然客观上比自身的问题中心广大，但那不等于是你自己的问题中心，而只是你认知中的相关“客观环境”。）

此外，博闻强记与思考能力是决然不同的两件事。努力读书多识者多多，而能够合理思考者缺缺。因为，博闻强记是一个机械性积累过程，其计量随时间而递增；而思考是一种理性能力的运用，为此必须有运用理性之心志及运用理性之能力。心志维系与能力养成不是随着阅读增加而自然增加的。而喜读书不思考者，可谓比比皆是（误以为“读书自娱”即是“做学问”，固然肯定强于“钓鱼打牌”，但仅相当于被动性的精神享乐而已）。此种相关关系甚至于可能形成逆向发展之势，即可能是：被动读书越多，积极思考越缺。这样的普遍倾向，其遗害一国之文化学术发展，可不言而喻。对此，当事人往往浑然不觉，甚至于为自身“知识”的可见增长而沾沾自喜。此种心态如再加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炒作，更可因将其纳入“学邦系统”而被进一步巩固、发展，并渐成为一国思考方向之定势。我们提出的阳明学乃针对学术思想之高端建设而言，本不涉及此类俗常的“知而不思”惯习的纠正问题。（毛毯厂式的“狂学现象”，是社会性问题，不是学理性问题；或者是几千年的读书做官论的现代变态性发展。我们也可据此体会古代大多数儒生的真实精神境界为何。朱熹，王阳明辈只是百分之一儒生中的特例而已。）

上述倾向当然也“结构相同地”存在于国学和西学两大场域内。二者的运作材料不同，而运作的心术和实践方向完全一样，还不要说彼此因不同外力刺激，因不同之原因，而纷纷“玩票于”对方之学，因均欲以学贯中西而“忽悠”于学术江湖。近年来在海外真是到处弥漫着那些控制着网路的集团如何 在科学世界里制造着各种风水、八卦、阴阳、推背、易经等曾经导致两千年中华文明欠缺理性思维能力的所谓“玄学”。听众们恰是学科技工商出身的广大理工人士。我于是又体会到另外一种海外华人怪相：科技工商人士在本业和社会经验观察域虽然运用科学理性，但如欲在理性认知上更上一层时，则极易（甚至只能）堕入此类国学玄学的大忽悠里。我看到他们这些“工程师、医生、科学家、金融家”们纷纷谈玄玩虚，故弄高深，才体会到一个更可怕的现象：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而其在其科学窄学训练之外，也是不知如何对世间万物进行理性思考时，人类历史前程又该如何乐观预期呢？（其自欺欺人表现为：以自身一隅之科学资历作为自身已能在其他领域进行同样的“科学思考”之“伪证明”！）于是，今日的实情是（我的诊断）：搞人文科学的不知如何“人文科学地”理性思考，不搞人文科学的，在其专业之外只知“反人文科学地”（非理性地）思考。

对于思维混乱，对于博闻强识与理性思维的矛盾性，存在有内外两侧的原因。前面所谈是内侧原因：学者急功近利，以学求名，因而陷入了孔子所言“是闻也非达也”之痼疾（中国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所身患的民族病）；但对外侧的原因不甚了了，其中含土洋两类渠道。本人多年来与洋人理论家周旋中，主要就是辨析其“逻辑性、修辞性的文字式云山雾罩”和真实人本主义科学理性间的区别，而多年来亦面对着海外汉学、新儒家等的“玄虚性、大热昏性的文字式云山雾罩”，而越来越看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或“异曲同工”性，即二者均可成为阻碍、摧毁人类理性思维机能的文字利器：即如微波武器般“轰炸”理性，使人脑理性去势，却误以为因接受了如此文字式的玄奥织体而提升了精神与思维层次。实则，不过是掉入了“文字式玄虚迷魂阵”而已。而当此类文字式圈套的实施过程被纳入外在制度性程序内后，又可增加一份功利性的（职业化的）外力保护层，从而可以放心地令自身“理性沉沦下去”！于是，失去了理性思维能力而不自知的大多数中外人文理论知识分子们，遂易于被纳入各种外势运作之力场。而这一切现象却又获得了文字性“伪理论系统”之“伪理性支持”。后者又可大分为两类：一类是此伪理性阵营中的“主力军”，即若干选定的中外基本“教典”（如与胡塞尔学对立的海学，与论语对立的易经），另一类是通过此基本教典对其“理论对立面”进行的“渗透、颠覆、曲解”，以至于将后者“异化为”主力军的“武器”。后一可能性，一则源自理性思维本身的普遍片面性和时代局限性，另一则源于对其进行的“硬性歪曲”（如依靠学界造势和制度性经营以制造“指鹿为马、白马非马”的“伪解释学颠覆”效果。）

回顾40 年，我们应该如下总结：由于历史转换与耽误原因，以及由于主观态度失误原因，我们的人文科学认知本质上仍停留在“知而未思”状态，因此必须有此自知之明，对此不可自我掩饰；而另一方面，认识到由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积累的人文理论知识成果，虽然是我们必须深学深研的对象，但也必须对其性质和功用有尽量客观的、批评性的认识，即应观察明了其正负两方面的特点，而相应处之。这就是，我们面对着一个“辩证性智慧”要求：虽然所知未深、未实，但却不可在为此谦虚前进过程中而失去“应对”的主动性，即必须在所知未深、未全、未实之时而要另行树立坚定自信的、对其批评性的积极思考意识。如何协调此二者看似矛盾的任务，是对中华文明理论思维现代化目标的一大挑战。历史命运迫使我们在此挑战前创立一种特殊平行而积极互动的“致学态度与方式”。按此，如实践正当，甚至于可进行一种超越性、创造性的认知“飞跃”：在此过程中提出一种适用于各文明学术思想环境的思想理论贡献。因为，正是在此全球化时代的同时，西方文明也同样面临着他们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任务。例如，如何朝向真正的“人类全史”研究前进，如何完成人类“普遍思想史”的目标挺进？在其此类任务中，没有中国理论学者的合作是办不到的（单纯文献学者和汉学家是远远不够的；但西方汉学界因其功利主义治学观故绝无此自知之明和大公态度，特别是一些一向以“当世道义巨擘”自诩者），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从双方合作的客观必要性上着眼的，而是从西方学者本身也同样存在有他们那方面的所知“未深”、“未实”、“未全”的问题进行判断的：甚至于对于西方学理方面也同样如此。（这是我们不可将洋人当做绝对楷模加以“利用”和“炫耀”的一个外在理由。如我早先说过的，他们的理论家中“知而未能思”者同样比比皆是，虽然其失误发生的“技术性层面”高于我们。结果：“技术性成就”掩蔽了“思想性弱化”；文献学者和谈玄论虚者均如此）

而更为隐蔽且更为重要的“为学不诚”状态，自然源于当代世界现实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现象之混杂呈现，而实质不诚却标示其最誠者，因进入不到阳明学内里，而特意（也可能是无意识地）利用（因私利未除而“有意”倾向于“无意识地”）利用此类混杂现象来“偷梁换柱”、“混淆概念”或“视而不见”，以至于客观上参与着掩蔽学理真相的目的。此类倾向尤以海外华裔人文学者为甚。归根结底，他们首先均被自身“地理处境、外语程度、等级地位的优越性”蒙混了头脑；更为深刻的混淆现象表现在普遍将社会政治问题与人文学理问题混为一谈，以借助于“政学两栖策略”（今可扩大为“媒学两栖策略”）来沽名钓誉。此后一类之所以更为后果严重，乃因彼辈属于玩弄“复杂道德语言”以树立个人“道德制高点”的假象，并最易于以此来“以假乱真”。那么以上种种“混淆AB”的人文知识分子混世策略的实际负面效果为何？并不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此层面内并无彼辈“文人”施展之余地，不过是沽名钓誉以自慰而已。不过，此辈人士却正因其精神特质和学理低端而会特别为权势阶层所“借用”，形成各种直接间接的“权学联合控导”关系，遂可因此类关系而增加其“利用学理材料以谋求声名权势”的根本目的，而是在学理层面（在人文科学的理论性提升层面。实际上，此类“两栖学人”不过是被各式权贵操控于掌骨之上而已）】，而是在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进行客观阻碍的层面上。因为正是在此，他们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道德褒贬语言”取代了人文学理内的“科学真伪语言”，从而可利用绝大多数人口不识人文社会科学的现实状态，以至于客观上导致：一是使得人文科学世界不被大多数人识见，二是使得人文科学的提升不得进行。于是，正是在国际人文学术界“爆得大名”者反而可成为阻碍中国及世界（因今日之人类一切知识都必须兼含东西）人文科学进步的实质性绊脚石。某种意义上，此辈最擅长表演道义之士者，反而实际上是在最深刻意义上的最伪善者。可惜，在今日媒体世界争名夺利时代，此等伪善之作正可大行其道。为什么？很容易理解：为了取悦和俘获大多数人口以壮大己势，时代弄潮儿必选择最有效的“言语忽悠工具”，此即“道德修辞学话术”：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几千年人类历史上此类“低端智慧”处处得手，而人众之特点即是：不耐积学深思，而是习于顺应或应和一切“喜闻乐见”之词！事后有觉，又一切推责于客观。“道义性话术”遂成为人际斗争中的最简单易行手段。于今机器人时代及准机器人时代全面逼近之际，我怕此等历史技艺将更易施行于AI时代也。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警语】[ 阳明学/良知学 ]：根本性，普适性，践行性，方向性：

1. 根本性：溯源自身心性动机之本，以作为重建仁学心志结构之基

2. 普适性：仁学产自中土，因以心性为体认对象，故可连通于古今中外

3. 践行性：良知学兼含识与行，不仅为体认之源，亦为启动之机

4. 方向性：知行兼涉内外两域，以善恶正误，而不以业界流行，为蠡定个人行为方向之基准

以上诸项特征貌似俗常，但为阳明心学之本质表现。所谓阳明学，既非指赏读阳明字面，又非指挟古自重，乃指个人现今身体力行之指南。所谓知行合一，即心志重建之后，必投射于、验实于认知眼前新世界、新理路、新目标，而非止于重述旧言，颂扬古语。心必脱俗革新，行必坚定果决，理必真确深远，生必求仁得仁。

【2018-9-10】

我们常说，今日认真学术实践规划是朝向于未来的，我们的写作是为未来世代读者阅读的。这样说，并非是面对今日人文学风现状时的一种自慰之辞，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实在意指的。毕竟我们恢复文教学术不过40年，与科技工商类知识不同，甚至于与实用性社会科学类知识不同，此二者都是几百年来语词精密或趋于精密且学理系统清晰之学，且均与自然和社会现实紧密对应，故可于短时期内获取相应真知真理，而人文学术以其数千年累计的各类语词及认知类别，可谓内容无比混乱。在其漫长历史基础上建构的近现代人文学理系统本身之驳杂，素为有识者所深切体认。40年来的“恶补”固然颇有绩效，但多属停留在或字面层次上或意思层次上之学者“熟悉度”而已。“术语和意思的熟悉度（重复记忆度）”即被广泛视为“知识之获得”，此种知识获得结果因必然可在操作上满足国内学界职场内任何规程之要求，故可行之有效，即可被视为有效知识学理之积累。但如深入细致观察及分析即会发现，此种基本停留在“记忆重复性”层次上的机械性知识，是难以带来创造性理解和创造的智慧潜力的。此一观察和结论自然是从最终效果经验层面向前逆推得来的：尽管知识量、“理论量”大增，观察、分析、推断的创造性能力，即俗称思想能力，反而每况愈下。为什么？上述机械性认知不仅表现在字面、“思面”的机械性积累上，而且进而表现在对西理普遍具有的“逻辑形态”面的盲目崇信上：并非因为把握了逻辑线路含蕴之“义理”而倾服其理性力，而是纯粹因对其“话语逻辑面”的直观性严格印象而产生的间接信仰力。（有如熊十力先生因《论语》话语链的简单性而对其价值存疑，而因《易经》话语含有多重貌似相互制约部分的“复杂性”外表而对其增加某种“准逻辑感”！）此后一种“准逻辑复杂印象”之机械性判断，反而可成为今日自以为“熟悉西理”者难以进行理性思维之直接绊脚石。加以这些字面、思面、逻辑面又都承载着有“思想大师”们遗存的“势力痕迹”，遂将理解层面的“浅尝辄止”心性与实践选择层面的“趋炎附势”心性，下意识地纽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使自身不进行自我认真反思的现代式的“意必固我”。加上国内外职场所外加的各种制度性力势之撑托，以及职场内形成的集体性“互撑”和“共识”意识的内化作用，真实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无问题将不复呈现，甚至于被内在地加以“阉割”。以上所言的目的，是提醒读者不要将记忆与言谈之“引经据典丰富性”本身误当做了自身已然“掌握”了高深思想理论的明证。将文辞和内容之复杂性话语制作误解为学理之深奥，实为自古至今人文理论家共有的误解。

学界理论思维方式流于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之“肌理”，亦可类比于今日广被批评的中学应试教育体系，其教育法本质正是背诵和记忆。同样的，正如此类教学法足以符合中学结业和升等的“业界合格”要求一样，大学阶段中集体性的硬记、硬译、硬性发表通过转录他人话语（古今中外）堆积而成的“论文”，再通过全部审核系统和过程中集体性认可的“知识获得”标准与“职场共识”，此类习得的学理知识必然足以承担职场进行的规划目标。这就是本人反复说的，足以完成其“职场求成”目标。但这样的结果并不等于“科学求真”的结果，二者之间虽然分享着共同的词文话语载体，其实彼此的学术实践实属南辕北辙。本学理析真系列的撰述，正是为了指出二者之别，并期待于未来有识之士对此勇于自反，当客观条件更加成熟有利时，得以萌发自身研学上改弦易辙的意愿。在此意义上，今日每件学术实践项目其实都是朝向于未来的，因为单纯的“记诵式和因袭式知识”是难以形成思想理论真实重建的基础的。而时当学人以学谋生意识根深蒂固之际，职场人因“畏惧”被指为学养欠缺，自然更谈不到在真实自知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补课进学。于是， “惧识自身真相心理”岂非是全球商业竞争化时代中外人文理论界普遍存在的逻辑性后果？其实，重要的不是知识量的机械性积累，而是学人态度的端正性。可惜西方同行难以悟解此东方伦理学深意，我们所能期待者仅只是通过逻辑性陈述 “逼使”他们“正视”仁学治学理念与他们今日在商业化大潮中流行的人文学理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他们在自然与社会科学职场内的积极成就为一事，他们在人文学理方向上的大幅偏差为另一事。之所以国人须在知识不备之际仍须对国际专家“吹毛求疵”，实因他们们已成为非西方学界之当然楷模，后者并甘愿成为国际学界的二流追随者，甚至于包括“国学”【否则为什么此学老是强调要走向一个读不懂古典中文及现代理论中文的西学世界呢？为什么非要将国学修养不如自己的汉学视为“高级导师”呢？此一集体性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又何来 学术之“民族自信心”呢？今日凡以为因不能“架接”到洋学制度上及纳入洋人学界中就是低人一等之意识，仍然还可称之为一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吗？】。

在完全相同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另一种相反的倾向：正因为同一“揠苗助长”和“不如荑稗”原因，却可相反地产生相当顽固的自信态度，其思维的“狂悖”风格恰于前者的“卑顺”风格形成对照。而二者却基于同样的外部原因：面对强于己者之消极性反应。记得文革刚结束时曾经陡然冒出不少失学时代产生的独立思想家和学者们。这些人都曾因时代资讯荒芜遂可因针对时弊的一思之得而名噪一时，其因乏学而片面积成的理论性认知，却随着社会上国际知识渐增而逐一被消解。这些独立思想家和学者于无书时代产生的独立思想和自信，虽源于个人性格使然（自然也包括特异天赋）但和一切时代的媒体式思想家一样：他们都将直接经验着的社会现实观察视为个人真实思想的可靠来源，故以为所论言之有物，并仅因扣紧其实人人皆知的现实经验分析而产生学理性自信。这类自我思想的自信之误区在于未能深识对象的不同类别、方面、时段、因素、关联上的各种差异性。这也就是俗常说的“经验主义”偏误。而当此类思想之对立方为外界庞大舆论而具有巨大威势时（如文革时期处处弥漫着的铺天盖地“大气势”），反可激发其自雄自壮的抗反意识，从而加强了个人认知和判断上的情感上的自信，却不知是自己犯了认知范畴上的差误。今日海外华裔媒体世界的认知水平其实亦属此一类型，“经验现实”遂成为其唯一认知正误判准。但当其思考判断的主题稍涉意义性、价值性、概括性、信仰根据性等“上层理论层次”时，就会立刻流露其认知逻辑的混乱：结果，媒体式认知毕竟不能等同于学术性认知。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海外所谓华裔知识分子大多为科技工商类知识分子，一涉及价值信仰层次问题彼辈言论之空疏遂可立见（但他们人多势众，自然实用主义地以其群体共识为其认知之权威性根据！）。不过，此一现象也并不能为那些国外职场人文学理界科班出身者之 “博学多识”的品质加以背书。因为后者涉及到另一更为严重的当代国际人文学术博士培养制度之结构性缺失问题。对此本文不拟讨论。

在各种认知偏误倾向中均可看到各派共同的如下特点：欠缺自誠明冲动。古人确有此冲动，所以说今人人格不如古人，虽然古人因各种客观局限性而难以或不可能实现其“天下梦”，但在其动机层面上的思想感情却是真诚的。如果将古人之真诚与今人之客观知识相结合，其综合效果将大为可观。然而今日又逢人人趋商习技的功利主义大时代，其时代精神特点正是要以法家之“术学”取代孔家之“誠学”。此所以天下人文学界今日均呈以学求成之治学大方向（竟至于“以学弃真”地步）！另一方面，坚持“以学求真”者，其“学”与其“真”彼此间也可能并不搭配。其所谓“真”乃指其直接经验到的社会现实，其“学”乃指其随意研读后积累的杂乱之知，而正因“不如荑稗”之故，其无序知识之杂多性加上性格的“意必固我”性而采取了另类机会主义的“自圆其说”自欺策略，并遂行其“六经注我”之功。如此，学理话语徒徒成为装饰自身经验观察的“话术”，以为带上“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名号即可使自身思想自动高人一等。如此轻巧习气与文革派斗期间各逞口舌之快的习气，可谓殊途同归。“学”与“实”的关系不容如此实用主义地、功利主义地简单化处理，学是分层分界分方面的，实也是分层分界分方面的，二者之间的关联更是分层分界分方面的。对此种种不加分辨，而是“意必固我”地力申己意，此并非具有独立思想之谓。一界一事有真识见者，不等于在无数多的它界它事中及其相关关系上均可有真知灼见。而读书人如自誠明不足往往自动关闭大千世界诸门而宁肯据一孔而观天，以方便于成就职场内有效用的“独家创见”，并借助于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设计用术等集体争利伎俩于职场内，以巩固自身之职场生存地位。以上种种指陈均可佐证为何我们要说，今日有志者之积学用思，其实只能是为了供给未来世代学界条件大为改善后的学人参考之用。即使我们客观地猜测到，由于全球化科技工商势力日盛一日，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重建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了。（对此，仁者应对之策仍然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以上各类检讨都是据学术思想肌理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而相应提出的。当然，实际上，来自外部的误导因素才是国内外人文学界更为严重的进学阻力。如果学人企图完全按照国内外学界等级制度的层级来判断学术水平，虽属等而下之之见，却广泛流行于海内外学界。不过，凡对己、对人、对世的文科学理衰退现状视而不见者，岂非皆因欠缺基本的自我反省之誠？试看，远比文科的科学严格性为高的自然科技界今日亦大量出现欠缺创新能力之抱怨，相比之下，我们文科学理的问题难道不会更值得关注和忧虑吗？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回顾

本人自1977新时期起持守至今的治学原则为：企图以更准确拟定的人本伦理理性主义进行人文学理重建之“启蒙工作”（而非世人所说的社会政治领域的“启蒙工作”），以期于“三中全会”所言的“灾难边缘”之后，积极于民族学理生命之复兴事业，并以建设性态度于人文学界参与推进、提升、煽扬理性之光。然而笔者未识文革后遗症如此深广顽执，文革期间蕴育的自利主义人生态度在新时期开始后反呈另类发扬光大之势。“诸事求利”意识最终彻底取代了“学术求真”意识。其实，对历史客观之“真”的认识何其浅显，而时人无意先补充自身学识以便达其深刻目标，而是颇多人士通过“集体操弄”此“历史真伪之辨”，以期先声夺人，求其快捷之实用主义利得。学界遂将二事混为一谈：社会现状实际改进事业与社会科学理性认知提升事业。后者岂是不学而能者？难怪那时社科院一位负责同事承认：他们尚未理解或分清“政策设计”与“政治科学”之别，即承担了开展相应革新之设计任务。那时我曾多方建议：大家须首先亟补专业英语阅读能力，以获得新知新学为目的。这是因为文革前已然将正常社会科学教育加以废弃，所以人们才会出现这样幼稚的认识。但文革后自以为“胜任于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均因将其文革武斗文斗期间积累的社会经验视为其未来“社会政治认知”的可靠基础，根本不理会“经验与理论”、“学理和政策”之间的异同所在，结果多急于“用世”而缓于“进学”，甚至于根本分不清所谓“真实进学”为何意！当后来学界恢复等级评定制度后，人人可依资历升等。于是，其后此等级名号遂成为学人继续自欺自慰之自我掩蔽工具。至于其后更深层的自我掩蔽方式则是用所谓“获取信仰”取代了“理性研学”，因后者须花费无数倍的时间，而前者却可“一蹴而就”（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立地成佛”这样的欺世盗名、聚众成势之术吗？其本质为：追求“精神控导之力势”）。这样，“快餐文化”也就广泛渗入到此高端领域内；“高端”名号可以为“低端”求利之用，此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之故伎。

谈到后文革时代之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我们应补习的不只是“十年之失”,而是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四十年之失”，还要加上百年以来出现的各种由于“中西文明史”上自然差异性而产生的不同文明间学理互补认知之失。中华士君子岂非正应趁此“新时期”提供的难能可贵机会，远近兼及地全面补充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知识？这样的关系到文明与人类发展的宏伟深远之构想怎能听其蜕化为职场追求个人蝇头小利之手段、途径、口实呢？这就是后文革开始的新时期我所观察到的并深感遗憾的问题，（而所谓文革反思一类问题，对我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那不过是一清二楚的社会经验事实。），那时我已本能地（虽然还未曾在认知意识上）区分出两大历史实践区域：社会政治区域与学术理论区域。二者的目标、任务、方法不能混同；不能让民族学术理论现代化复兴任务再耽误40年下去。

【一段趣谈：抗战以来40年社会历史风云动荡，可感可思者何止千千万万，但均无关于民族与文明的学术理论发展问题，此可充分说明，两条历史路径的动力与创造机制完全不同。忘记了自己是否已经在网文中讲过，90年代中期曾与何兆武先生在德国居所闲谈时发生的一段趣事.我谈到,从理念与逻辑上说，如果抗战8年期间能够有数十位人文各界英材被政府置于大后方安全处使其全力专攻现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理论高端知识，以便为中华文明日后在精神文化现代化革新任务上发挥全面引领作用，从文明发展角度看，可谓明智之举。因所废资财有限（购置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书籍而已）而其后于民族精神建设上的成效则不可限量。何先生则从实际角度驳斥此一“幻想”，按照常理强调，大敌当前，读书人何能继续“独善其身”？如今回忆这段对话时，我当然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安排之幻想，而仅只是为了将幻想作为一个文明实践中的逻辑性“说明模式”，用以说明人类文明应平衡睿智地兼含两大历史实践场域。社会救助与学术发展为什么不可能“分头并进”呢？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人们轻视精神文化，重视物质得失的通习。此外，睽诸现实，我怎能不知早在民国时代即流行的世间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呢！自古以来人类即视社会安适，物质享受为第一要务，所谓精神事业仅为哲人之乌托邦畅想，何能充分行之于世？】 

近来作者在国内外著述中提出“历史1”（社会物质发展进程）和“历史2”（学术精神提升进程）应该在目标和功能上严格区分开来的一种“历史哲学观”，惜乎远未受到国内外体制内学人之了解。简言之，人类在其生存实践中受到两套不同价值观引导，追求着两套不同的实践目标和成就，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着紧密的外在互动关系，却各自按照其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分别推进，此两套推动机制的方向和“原理”则是明确分离的。在与此相关的种种引申认识中最与个人生存相关的就是实践者在其实际态度、目标、方式等层面上的适当选择问题。有识者实可在两条历史路径上分别前进，以完成更有意义和更有效率的实践策略的选择。按照传统精神文明方式有志于精神创造事业者，即可少受社会物质世界内纷扰混乱情境之约制，而一以贯之地推进个人独立精神事业之创造【述评：个人此一最近加以理论化的总结，其实源于个人早年性格之养成。此种观感更进而据文革期间以客观观察者立场所见所闻中进一步加以明确化。当时曾困惑于：为什么如此众多知识分子所全身投入和宣导之言行，竟属“完全不可合理解释！”“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地思言行？”，“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如此一律地思言行？”而改革开放后又通通将之抛诸脑后，大家从此不再提及自身参与其中之事端，而又一律地改行另一套心言行。如是，人们就没有想过：那轰轰烈烈的十年内如此壮观场面和个人之全身心投入的一段大历史，就这么全部成为了时间虚掷吗？难道，那时你就真没有办法读书和为读书做准备了吗？同理，今日你除了追求社会习气所鼓动的名利权目标外，就真地没办法认真读书进学了吗？发此对之不解的感慨乃因：此种现象之令人惊异的普遍性！】。古今中外，何时何地不是“无序”多于“有序”，而几千年来仍然有诸多优秀精神作品可通过智慧抉择被成功创造出来，留存并惠及后人。本人不久前出版的《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对此东方高端人生智慧学做了详尽阐释，其意义与此处所谈完全一致。心志真纯的现代哲学家和人文理论家，因此既不会满足于一生仅成为“职业教书匠”和“以学谋生者”，也不会甘愿于随波逐流，成就一名逐利而行之“经济动物”，而是有志于为了民族与人类的未来精神文明事业发展而献其一生。【人之所以为“人”，因其具宝贵的现世精神创造能力，而非因其有能力于不再“宝贵”的[宝贵源于稀缺，如永不稀缺，何来“宝贵”！]“吃喝玩乐”，更非因其可幻想获永生而可庸庸碌碌地永远吃喝玩乐】。古人所谓“立志”是立此类精神目标之志，非指如今日世人般多立名利权快意人生之志。其真实生命必然是通向人类遥远将来的，是为将来客观条件改善后的一代代新人类的精神集体之提升而预作准备的。故所谓立志于人文学理事业，非为异日成名成家而可留名后世之谓（如以此为志，则或者易于成为曲学阿世之徒，或者易于成为持技鸣高之辈），而首应指在治学方向与风度上之态度端正（孔子射仪之喻即为生动辨析“方向”与“技能”在本质上的区别，可惜千百年来至今儒士者流极难体悟与践行之）。今日学者正应在全新世界知识格局下勇于认知与追求治学观点与方向之正确（而非满足于仅能按照职场标准以逐阶升等目的），即能够坚持方向端正以实现“学为己”之深教（而非满足于借博学识广而成就“学为人”之虚荣）。

5）阳明学之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以上所言，绝非仅适用于国内人文学界，而且在较高标准上同样适用于国际人文学界。因为全球化今日，无处不以个人主义追名逐利为人生筑梦之鹄的。本人前不久出版的上述新著，实为向今日世界人文学界提供一古今价值观大反差之警示，以显露科技工商时代人文义理之危机是如何之深重。今日学人痼疾均为“与人争比”，因之个人兴趣与实践之取舍均相联于学术讯息是否有助于个人利得与“身价”之提升，并据此估测以作为个人人生态度选择之依据。我们只可将此一痼疾首先归之于曾经无远弗届、无不分沾的“十年岁月”。此所以屡言学人应时时从其中诊断个人今日为学取舍偏误之根源。纠正之方甚易：检验个人治学得失均应以方向之端正与否为标准，而不可以求个人“身价”高低之术为目的，孔子“闻达之辨”正为此意。我请儒学家们（首先请最具历史盛名的已逝“老先生”们）扪心自问一下，是否曾于此修为根本处着力过？（凡于艰难处境中仅能以默读圣贤书以自安自慰者，尚非孔孟之徒也。“危行言逊”重在“危行”，我未见晚近大儒间能臻此境者。）至于大批仅因“儒学”所具之“历史权势”而行另类精神层次上的“趋炎附势”者，岂非正是逆孔反孔而有怯于自反自新者？无论是外国学界普遍信奉的个人主义还是国内学界流行的实惠主义，都属于个人职场功利主义，故难以朝向于自我真实的精神提升目标。此一适合于科技工商业者的自利主义，却逻辑地成为阻碍人文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厌恶此一伦理性学理批评者，也必是不喜读《论语》者，也就必是个人利字当头者，岂能因其为今日世界之通势而自以为在“与时俱进”乎？（“个人主义”为今日最为含混的概念之一！）【《易经》之盛行表明其正为个人“求利之学”，一如算卦为自古以来的求利之术。《论语》精神正与此相反！本人去岁参访白鹿洞书院，颇思有朝一日能在此历史胜地雅集一新“朱陆之辨”，即汇聚新一代国学者们以深辨“《论语》vs《易经》”之别！】

功利主义的制度决定论与科学真理的主体意志力之间，遂形成了必然的结构性对立，并在新历史格局下必然导致后者的全面弱化或消失；于是学术思想话语成为了制度化运作的材料和手段，此一思想内容趋于“材料化与手段化”的大方向，遂使得学术思想话语内容本身弱化了或失去了独立价值（真理价值，真善美价值），传统上所说的“思想真伪对错”这样的价值观问题将失去其意义或效力，因为反正该内容仅只令其承担着作为追求功利目标的“材料和手段”之用。至于操作该作用的力源和方式，均可溯本于学术思想界以外之权力机构势力，在此学术思想类产品定式化生产过程中，学者思想家对“思想内容”本身的处置或创造性部分，主要成为了为配合制度决定性机制而进行的言语装饰性的修辞学技法，其“去实质性的”形式主义有如物件流行款式之纯形式面蛊惑效用。（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与学术的形式主义之艺术化发展，其背后隐蔽肌理均难免于属此作用。）

同理，外在制度化决定作用和内在思想内容之形式化方向二者，又共同成为学术思想商品设计者与生产者在市场化竞争运作过程中的环境和对象。学术帮派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两个主要相关维面上（人际制度性关系和去内容实质后的学术思想之准形式化标志[名号，流派，特点标志等参量] 系统）加以综合操作的过程。由于学者群及其派系头领的共同功利主义转化，其心态与动机已然大幅接近于商人风格，遂将人文学术派系和社会文化思想流行之建构作为职场内纯竞争主义事业加以经营。加以派系集团的共识之存在，融入派系帮派的学者思想家们遂获得了附加的社会性团体意识之支持以及随之具有的个人职场物质性收益，学术思想世界遂可因此而获得更具稳定性的存在。此种学术思想生态的“稳定性存在”本身也就进而成为掩蔽学术真理意识淡化或消失的决定性根源。

当然，虽然人文学术生态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大体如上述，并非说优秀学者和思想家，在人文学术历代贡献自然积累的条件下，没有不时出现的求真（求真善美）冲动及相应成绩积累。而是说，这类成绩自然创发和留存因无法成为独立的能动性主导因素，而均不得不经受客观制度性结构的整体性制约及其效果导引，所以其成就之片段性存在，尚不足以形成积极的学界整体内生产性发展之势。反之，这些正向创发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成就学术价值的文本积累，均因须纳入职场制度化统一操作和市场化检验渠道，而可纷纷在过程中“变质”。原因在于，人文学理与有序生产的自然科学学理不同，其所谓正向价值均指某一层次、某一方面、某一时段上的成就，此成就实为“半成品”意义上的真伪价值，即并非独立完整之“真理产品”。其作为半成品的局部真理性的确实存在，反而因其片面“真理价值”所具有的自然吸引力，而成为学术游戏操作者特意利用的对象，以至于产生对其加以优先歪曲的意向。今日我们具有的大量历史上留存的“大师作品”，可以说均可能遭受此类歪曲化作用。如此被集体驾驭（在派系运作下）的大师名号，反因其名号之响亮（商标之知名度）而成为派系功利主义运作的有利工具（历史名号成为现代操作工具，现代名号被加以煽发使其格外响亮）。而对于陷入现当代人文学术功利主义世界者而言，因其自身的伦理精神“去势化”，所以不会再从严辨真伪意识出发而进行独立科研，而是有意无意地按照公共“利害得失”原则进行功利主义的思考和实践（此思考方向因有学术社会的集体性共识支持而可趋于稳固）。

如我以前曾经指出过的，在现代西方人文学理世界，特别是在我最看重的符号学和现象学两个领域内，形成了最有力度的派系操作现象，即一方面此二领域是最重要的现代人文科学发展之例，而另一方面也是派系运作意识最强的两个领域。其中派系运作中不时出现着学风甚差及学术甚差的人物和风格。这是多么“吊诡的”现象：本来恰恰是在此二领域内我们看到了如此杰出的思想理论先行者的高风亮节及其理论创发，却在不少自我标榜为其后继者的学派营建者中间看到如此多不诚实、不严肃的作为“学派炒家”的派系后继者。一些重要的名词原理发明，反成为学派运作者加以利用的方便法门，而相关学术思想则成为了派系竞争之运作区域。于是，我们可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这样的反差现象：建立在原创者学理基础上的后续技术性层面上的成就与其思想义理大方向上的歪曲性展开之并存。这就是为什么本人一贯强调，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智慧地将上述正反二者加以区分。但如为了参加国际派系集团以“自壮”，则不得不对国际上“占据职位者”之主张照单全收，以证明自身学术继承的完整性，却可能因此将导致我们的相应学理发展沿着误导性方向而进行。其害处我已言之再三，此处不赘叙。简言之，当代人文学理的功利主义大方向之最坏表现，即为此种国际拉帮结派趋势之发展。“值得警惕的是”：学派原始内容中越具有学理深度者，今日反而越可能受到各式“机会主义学风”之沾染，即该重要概念理论反成了学派人物最偏爱运作的部分，而其中概念思想的原始“价值部分”和其在派系运作格局中借以运作的“方式部分”之隐蔽区分性等问题，那些只能在技术上对之亦步亦趋的后继学者们，反不易加以分别。

由于我在新时期头二十年中关于促进中西理论交流工作的重心，还是集中于直接引介国外杰出理论成果，那时国内西学理论界的国际化活动尚未显著展开，此类交流的实际效果如何，个人尚未加以深入了解。同时，个人对于国际学者的心态和动机之体察也尚不全面，总以为大部分人热心于交流是出于促进人类人文社会认知活动的想法。之后渐渐才具体体悟到，一些已被彻底个人主义化了的国际同行，其“进入中土学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其个人成绩及扩大其个人名声。为此，也是在积累了中外学术交流经验后，洋人们也体会到，其理想的中方“中介人”不应当是具有独立思考立场者，而应是对洋人国际权势有所希图者（包括学者和组织者）。这样，当中外国际交流趋于活跃后，遂将国际拉帮结派策略与国内拉帮结派策略加以汇通，而共同将中外人文学术交流的目的和方法凝聚到“共利双赢”的实用主义目标上来。况且，越是海外对于通过扩大中土声誉有所希图的洋人，其有求于拉帮结派策略的心态就越强烈。结果，几十年前万万不会想到，为了促进中华文明人文学术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最应加以“警惕”的竟然是一些“热衷于游走国际的人士”。早在八九十年代我已看出走国际路线的海外儒学系统与西方汉学的结合，足以阻碍中华人文理论现代化的有效提升，因为他们在骨子里都是借助于中土“国学”和西方汉学的联姻以追求派系利益者。他们根本不了解、不关心什么是“中华人文理论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和方法。 他们具有的“半个洋背景”使其足以借两岸四地百年崇洋媚外环境来追求其学术垄断地位。（我对其批评的理由之一正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对于现当代西方主流理论的研习并进而参与打压排挤国内深研西学理论者。）现在，没有想到，当我参与进行的的中外人文理论现代化研究交流事业在有所进展后，竟然在更严重的程度上重复着同样的学术方向误导现象，而且其“误导力”系统，已由“半洋”提升到“全洋”，从而客观上加强了阻碍中华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力度。这两大现象固然客观上均因其不同程度上具有“洋背景”，恰恰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百年来的一贯“重洋风气”（其本质为心态上的趋炎附势，此所以为有从内在消弱或瓦解中华“士精神”的危险！），同时就学术实质言，均因其各自具有自身学理上的弱点，二者的合流遂加重了学理认知误导性的程度。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者恰为两现象隐含的自利动机（名利权）及其运用的掩饰性道义语言（真善美）：当代人文学术实践者的最大危险并非其学养高低问题，而是其以学求利的自利动机问题。而由于他们均采取了通过操作“道义语言”并配以其他学术外广告式操弄伎俩，遂可对其本质上的个人与集体求利求成目的，起到了一种有效的自我掩饰效果。例如，仍然袭用着古希腊“哲学”之美称以自视为超越俗世者，在本质上可能仍然是借哲学话语之炫示，以达至个人“名利权”收益者。

（五）后记：基因改造与新人类时代的仁学反思

【2018-10-16补记】今日中文《世界日报》载书讯《大问小答》（霍金文集），霍金担心基因工程突破与富人DNA改良竞赛将产生“超级人类”的出现，从而彻底颠覆传统人性。霍金早曾猜想宇宙高级智慧生命如发现地球，必将一举摧毁之云云。这样，关于人性变异和文明新形态的到来，将不需依靠宗教类畅想，而是仅只按照经验理性即可加以推测了。如是，我们说的“人类本质”、“固有人性”等将彻底消失，而基于此的人文科学将随同失去存在的意义。本文及前文谈及的外太空移民和AI机器人时代问题与此一脉相承，都是自本世纪起人类及人类文明，均将发生历史上空前巨变的时代，简言之：“人将不再为人”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这些都是尚未到来而即将到来的极端“去人性化”时代的征兆。而相对地“去人性化”时代岂非已经“悄悄”笼罩着全球？特别是最为发达地区。我们还曾定义说，所谓“固有人性”或“人的本质”，其实即为其直接间接的“历史性”，即发生于地球上的历史性。而今绝大多数人口的教育与工作经历已然越来越疏远于历史性知识和历史性抱负，也就是其“传统人性”的“成色”已然大为降低并在越来越降低之中。等到智能机器人时代到来，人机共处时代的到来，此一“去人性化”倾向将进一步发展。霍金所担心的“DNA新优种学”流行后，富人为了争取先天地具有高于常人的智商而会从下一代的DBA改造入手。在此，广义的“智能范畴”将很快使人机之间的特性进一步一体化，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去历史化”（由文学史和史学史所承载的历史经验或文明史经验），最先删除的就是历史性经验。于是，完全根基于传统历史经验并朝向于改进此历史经验的现代人文科学，将蜕化为一种纯粹的“文明考古学”，其目标仅只是朝向过往回忆的，而不再是朝向人类未来改进的。因为，科技能力的加速巨变将把人类及其社会加以彻底改变！此一可能的文明趋势，正是我们当前一再反省检讨的科技工商支配的“全球化时代”之极端版。处于此人类生存“彻底‘物化’的革命性变革”前夕，人文科学的身份、职能、理想将如何予以因应？在本文最后部分再次提出此一对人类命运的空前严峻挑战，岂非也应是我们新仁学和新阳明学和新人文科学思考者应纳入自身视界的巨大哲学问题？在此前瞻性意义上，“哲学学科”也许在此“后人类文明史时代”应重新获得其新生命？我们人类今日应该认真思索一下人与科技的关系究竟该如何“摆平”？人类是否应该甘心情愿地被无限扩张其控制幅度的科技所裹胁，而不久之后全面“进化”为“准机器人群体”呢？标榜人本主义伦理信仰的新仁学，必须当仁不让地以“传统人性方之代表”，勇于面对此人类历史经验的重大挑战。中华文明传统是人本主义传统，新仁学因此是现代人文科学的伦理认识论基础。我们必须努力将此问题以最理性、最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最彻底的方式呈现于国际人文学界，促使历史上“最后一批独立的人文理论工作者”从此对之进行严肃的思考。霍金的问题，就是我们仁学家的问题！

【截稿于2018-10-16.】

· 18、阳明学与中西人文学术交流问题断想
【小注】本人于今年五月份欣获中国明史学会阳明学分会之邀，拟再次参加崇义县阳明学大会，为此撰写了参会论文“阳明心学，浙东史学，孔孟仁学——试论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的现代意义”，并呈交于大会筹备组。后因个人原因最后遗憾未能与会。据悉该文已收入“大会论文汇编”，故仍可间接参与学术交流。该文或将于两年后刊于会议论文集，亦可能先行发于某国内学术刊物（因绝不可能被任何域外学术刊物接受），并发于本人网站及未来编成的电子文集，以广交流。在6月份完成了该论文并呈交大会筹备组后，意犹未尽，其后相关感想联翩而至，遂复成另一新文。现将此新文先行发于网上，以供同好参考。此文于两三个月间陆续辑成，有些话题前后或稍有重复，祈谅。（2019-11-10）
【简目】
1. 前言：再论中西人文学术对话三原则
2. 阳明心学与现代学术
3. 往事印证
4. 西学东渐与当代国学之复兴
5. 阳明心学与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
6. 历史典籍的现代理解问题
7. 再谈阳明心学的国际学术价值
8. 阳明心学与其潜在国际人文学术语境
9. 小结
【正文】
1. 前言：再论中西人文学术对话三原则
本人几年前提出的中西学术对话三原则，看似简明，其实并不易于为中外体制内同仁所充分理解。此三原则实际相关于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前提，并直接相关于中华文明思想史传统的重大潜在作用，故在此复录于文前，希有助于读者首先把握本文论述背景和理解当前人文理论探讨所需的复杂认识论前提。
1）西学原典层次：在中西对话中首应尽量正确研习读解西方理论原典。在此层次上中西学者的目的、立场、方法完全一致。在此层次上西学对中方的相应学术多会表示赞同；国内学者和留学生学者的相关观点也应一致。【中西一致】
2）跨学科层次：由于西学理论，特别是古典理论，多属专业内成果，其前提、立场、方向、方法均相对受到该专业既定标准和章法限制，其专业内之意义规定在当代跨学科理论语境中，将有多方面差异解释的可能性。如果中方学者采取西方跨学科的多维面的互动理论方法来重解原典的意涵，就会与原著在其专业化程序中产生的成果之表面解释有所不同。对此情况，西方相关专家必将不予认同，彼此从而产生（甚至可能是）严重解释学分歧。原因是，大多数西方专业化学者，由于专业制度性限制，仍然很少采取真正跨学科的学术方向。【西西对立】
3）跨文化层次：所谓跨文化实际上是特殊类别的跨学科学术现象，尤其是在涉及到不同文化历史与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的复杂并多维面的理解性对话关系上。中方的跨学科跨文化方向的（概括为跨文化符号学的和跨文化解释学的）学者，对同一西方原典的读解来说，就会发生“二次再解释”之必要。这样的二度解释学程序就会导致中方相关学者与西方专业化学者及跨学科学者两方面对于同一对象与课题，均会发生一种解释学的分歧。然而这一跨学科兼跨文化的人文理论科研方向，恰恰是人文学术全球化时代的自然发展。总体而言，对于同一专题的科研实践来说，相关中方学者就会呈现三种混合性实践学功能：作为纯学习者（1），作为一次解释学创作者（2），以及作为二次解释学创造者（3）。当中方学者以此三重身份与西方相应专家对话时，必然易于发现与其进行学术对话时的“沟通障碍”。此一沟通性与理解性障碍，首先应归结于人文学术文教系统中的制度性障碍。（60年代罗兰巴尔特在法国体制内文学理论界所遭遇的冲突，可作为学者间理论化冲突的简化例子）。【中西对立】
以上三原则与我们所说的“符号学特有的思考方向”问题基本一致。按照原初真实的符号学精神，自称为符号学者，必定应是跨学科研究者，故凡以既定学科为基础而点缀以“跨学科花絮”者（今日国内外符号学学界大多如此敷衍局面），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符号学家，特别是那些建基于某哲学理论或科学理论之上的各种所谓 “符号学理论”。我们在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郑重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跨学科学术”的最新发展——即东西跨文化符号学的新方向，此一所谓新方向不过是既定跨学科认识论-方法论之扩大化、普遍化或世界化。因为人类的人文理论思考，今日再也不能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了，尽管全球化的跨文化学术必然以人类现代科学体系为基础。然而本人也一再指出，就学术实践论而言，所谓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理应与国际人文学术主流现存制度性格局保持相对的、批评性的距离。因此中国学者不能被动因袭地沿着国际主流设定的制度与规范亦步亦趋，随波逐流。高学历和留学生具有较好的知识基础，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文学术继续发展的生力军主力，但如高学历者其后只能被动地遵循国际既定方向、规范、方法，“与之接轨，获其承认”，从而放弃了或放缓了独立自主创造性治学的态度，那就反而会为此高学历和洋学历所误。如果将“国际接轨”体现为“亦步亦趋”，认识不到洋导师或洋权威可能正是受到上述当前人文科学遭遇到的结构性限制而趋于保守，就会因大方向的偏差而耽误了自身的真实学术发展。
今日进行中外人文学术理论交流面对着两个关键性的“外部因素”，一个当然是二次战后国际学界日益强化的学科专业分划倾向，此倾向直接相关于学术泛商业化的国际人文环境，另一个不易察觉的因素是二战以后国际人文学者染有的日益明显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此种人生观复因内植于市场化环境，导致学人视其成果为某种“流通交易”中之个人产品之“品牌”，而非视为人类集体思考网络中的“一环”，故在国际交流中只愿为自身作品进行“鼓吹”而已。为此之故，其自我批评、自我改进、“相互切磋”之意识日趋淡薄，并极不情愿正视或注意自身学术之缺欠。这也是跨文化、跨学科符号学精神日益萎缩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2. 阳明心学与现代学术
如果我们将上述要点理解透彻（对此本人已经在中英文著述中多所详述），再来反思今日提出阳明心学或新阳明心学的意涵，就会领悟到其意义之深远已然触及国际和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会意识到，原来我们所说的阳明学的当代意义（如我早于70年代末与已故加拿大阳明学专家秦家懿教授在背景和平宾馆中所谈及者），是远远超出东亚史地范围而应触及到人类精神世界发展大计的。此外，可谓完全出乎民国时代及海外新儒家们的现代阳明学学术想象之外者为：古典阳明心学岂非与上述跨学科、跨文化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在人文学术实践论的大方向上，本质上，也是在实践论上趋于一致的？因为所谓“心学”，并非指“唯心主义”之学，反而可能是指一种“科学理性的”（或心理科学的）态度。正是阳明心学在提醒学者、思想家们应对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既定传统学术制度及其产物保持一种合理的批评性距离（返心之学，就不是泛学之学，就不是首先返归既定学理，甚至于不是如通儒所说的那样指返归儒家“道德通则”）。为此提出学者应该返乎良知初心，即从内心最深处首先来重新整理自身“认知与实践”之整体结构（心的结构），对之进行伦理根本性的调整。为学之道并不在于博学多识或多多益善，并非要求寄身于老师宿儒，而是特指：为学之道在于时时反躬自省，强健本心。此一治学观恰恰是对峙于今日国际学界之普适“行规”的。
从人类认识论创造性发展角度看，以上三层次的人文学术实践原则，可谓三位一体，均一不可，应该在逐层循序实践的同时，进而筹划三者的有机综合。简单比喻来说，在第一层次上，自然是国际主流学界的主场，但在第二层次上，国际主流只能占“多半席”地位，而在第三层次上，不妨当仁不让地说，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开始显露其重大时代使命的场域。然而因为近年来职场竞争化发展强化了专科专业技术化方面，对于跨学科对话方向多取名义上的或避重就轻的态度，故在第二层次上国际主流的作用也在弱化之中，如此就更谈不到主导全面综合性的第三层次上的学术实践了。（国际上的东亚学和汉学，与此处所谈的第三层次学术实践，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它们普遍绕过了第一和第二层次，从而疏离了当代人文理论主流的成果。）以上概述的国际人文理论界的内在矛盾，目前几乎是“无解”的，因为历史上一贯的情况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环境决定学术思想）。对于国际同行而言，学术商业化，生存职场化，生存竞争化，导致学者不得不核算成本与利得，因而阻碍着他们有勇气去超越客观制度与规则而采取学术上自由创新的态度。这样的“学术制作成本”是他们难以负担的（即欠缺足够强大的内心为之奋斗的。例如：西方学者如何能够先花时间深度掌握东方语言再去进行跨文化研究项目呢？）以上所论，当前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对之还处于根本难以领悟的阶段（或者说，他们因心理脆弱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已然深深地、习惯成自然地陷入了学术商业化生态的定式结构中。几百年来自然形成的科学文明上“唯我独尊”心态，其实正是阻碍着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的根本性原因。本来学术思想是天下公器，按照马克思价值观，精神产品是不应被视为一般商品才可参与流通的。可惜全球商业化时代，文化与学术产品均已被全面商品化，思想内容遂不再是“自由思想内容”，而成为“市场价值载体”，此价值载体成为了商业化的学者们用以交换利得的媒介。成为价值载体的规则和条件，则由具有相对支配机能的学术市场所决定。这样的发展当然是几十年前、百十年前的西方诸多贤者也料想不到的（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生态能够蔓延得如此迅速与普遍，这是百年前世纪初的思想家们根本想象不到的）。
3. 往事印证
回想几十年前本人青少年时，竟会自发地，像鲁迅所劝导的那样，轻忽 着“中国旧书”。一个表面上的理由是，觉得那些“经史子集”的内容，既缺理论也乏思想。【最近我才意识到，五十年代初当家境甚为艰困之际，母亲仍坚持把我们一一送进北京名校[灯市口育英中学]，这对我一生的成长原来如此重要。因为藏书丰富的初中图书馆，而非课堂，实际上成为我少年时代主要的知识来源。如果是上了普通中学，缺少了思想类图书馆藏书，简直不可想象后果为何。同时，也幸好后来教会私校改成了公校，家里也才有经济上的余力让我继续在该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我的六年中学求知过程，百分之八十得力于图书馆，除本校图书馆外，还有护城河边西城区图书馆和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那时之所以轻忽中国著述而喜读图书馆收藏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克鲁包特金、赫尔岑、普列汉诺夫、罗素、柏格森等翻译书籍，即因感觉到欧洲人的书文“有思想”（那时当然还不大清楚“理论与思想”的区别）。1959年初起继续在北图读书时，不仅在楼下东侧专室通读了《资本论》第一卷（至今保留着劣质笔记本上做的该书笔记），而且同时也在楼上大阅览室通读了《饮冰室文集》。记得那时就读杭大中文系的妻子来信告知同学某人也喜读《饮冰室文集》时，我竟在回信中妄言梁氏文中等西方思想介绍类读物已然过时，应劝该同学直接研读欧洲思想等等。自己为了日后能够直接研读欧洲思想，所以才（好高骛远地）同时学几种外语，眼光朝向着不知多少年以后的将来。多年以后当我换了一个角度重读《饮冰室文集》时，感受当然完全不同了，后来并将梁启超与顾颉刚两位史学大家视为上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学者【我佩服和重视的现代学者永远是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不是因哲学较不重要，恰因哲学较为重要，而民国时代哲学家还远远未曾有足够时间在知识论上进行充分准备。现代国史学家之所以贡献最大，固然源于其对对象材料的掌握本来就是世界第一，但更深层的原因相关于史学家的“经验实证主义思维”倾向，使其自然接近于经验现实。反之，哲学家们在对现代社会科学远未了然的条件下骤然被西方形上学、本体论等半生不熟的“理论话语”所迷惑，结果邋等以进而不自知。学者对于现代“易经学研究”的态度可谓典型例子：儒学家和史学家的方法和结论截然相反。】。不妨说，我是从“西学”走进“中学”的，而且从90年代起西学和中学，对于我来说，是“平起平坐”的，因为我已从先前的“西学中心认识论”扩展到“人类学术认识论”了。这当然不是出于任何学术外的理由，而是因为对知识、学术、理论、思想、历史等范畴具有了更为成熟的认知。为了了解这种价值观的改变，首先应该把握以下三范畴之间的区别：知识，思想，理论。在内容上，三者是广泛重叠的，在功能上，三者是互有异同的。在读解中外几千年来形成的的文史哲宗艺书本话语时，现代学者在组织自己的思维进径时，宜应时时在心中存有一种相应分类学意识。三者各有不同的“认识论价值”！
文革时我到宁波探亲期间，常常从东钱湖宁波师院图书馆 “偷借”（图书馆长期关闭，但馆员桂老师给予方便）中国史书阅读，这是我从此走进中国史学世界之开端（如此迟暮的开端！然而因此我在80年代有条件时国内购置的书籍都是当时恢复出版后的中国旧籍，虽然那时我的“主业”仍是现代西方理论）。在（王安石主政过的）东钱湖我首次通读了《资治通鉴》，并接着翻阅了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其后《资治通鉴》成为我经常翻阅的参考书，几年前还曾再次系统通读一遍并将重点逐一勾画。顺便指出，中国汗牛充栋史籍中最伟大者，可归之为“两司马”先后巨著。司马迁之“史著”，其性质实为一部早期中国思想史或中华精神史，其中之“史学本身价值”属另一问题，因为所谓先秦时代史籍的出处或来源均不清楚，即使资料来源属实，其“纪实性程度”也属无可稽考并多半类似于传说一类（绝不因此降低其精神思想史价值）。而司马光的“编著”所根据的大多是汉代以来的历朝真人撰写记载者，其史料的真实性自然大为提高。在我看来，《资治通鉴》不同于其他史著的最大优点是其有意识地将历代残暴卑劣之史事一一诚实呈列，编著者高倡仁学善恶观，通过尽量客观的描述，坦率暴露了封建帝王时代历朝黑暗之真相。而司马迁的史诗般巨著也正是源于作者具有的伟大伦理情怀，并在儒教专制制度充分建立之前（所谓武帝时的所谓“史官”，职能并不明确，并非如其后出现的官史撰写机构，可以说那时连“官方史学意识”尚未形成，于是中华民族才可幸运地拥有了如此伟大的史诗般的精神史巨著）得以较自由地抒发历史长河中的义利之辨，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原初伦理精神世界留下了忠实记录。至于续司马光巨著的李焘二十册的 “长编”，因涉及本朝史事，几乎是流水账记录，可以说，与司马光书完全无法相比。虽因撰述 “当代史”所限，我个人认为，也因为作者欠缺了司马光内心深处的强烈仁学历史伦理情操（此与朱熹的儒教教条主义的所谓“历史哲学”在本质上不同，朱书不是“史著”，故毫无史学价值）。清人毕沅的12册《续资治通鉴》因为是在为先前诸朝作史，资料俱在，尽管生于严酷清代，著者具有了较大编写自由度，故较南宋李焘书的可读性大增。）此外，在东钱湖读书时的较大收获，也包括文革前公开发行的一套《太平天国史料》。那时正是各处武斗频仍，局势一片混乱之时。本人有幸成为“革命大海”之弃民（并坚决阻止妻子参加任何造反派之躁动），遂可日日读书自娱，并因历史激烈动荡而滋生了对中国历史溯本穷源之好奇心。此时再读国学旧籍时，自然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也正是文革年代，对我来说，古典诗词和《语、孟、传习录》等均已（超越一切西方文史哲）成为最感深切之读物。此时，我曾六年间浸润其中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和古典俄国文艺理论等，不仅日益远去，而且仅只在回忆时呈现为一段美好的青少年旧梦。那么，中学时视为“思想”之所在处与成年后的“思想”之感应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时至今日，虽然再也看不下去古典小说的我，却仍将它们视为青少年的最佳读物（今日人人打电玩时代，国内外习惯于速食文化的青少年们再也不会去看那些今已打入“classics”冷宫中的大部头了[在国外旧书卖场上古典文学都归为这一摊，鲜少有人拣选，而大批的畅销书，我则自然视为“文化垃圾”，对之不屑一顾] 。我因此时代教育生态巨变而不禁想到，那些开始上大学时进入文史哲专业的一年级生，他们可能是带着“一片古典空白”来的，其后按照规定好的“学、硕、博生标准生产程序”产生的各路“专家”们，会是什么样的“学者”呢？）。其实伟大的十九世纪欧洲小说正是发源于上一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之人本主义精神运动的，二者均属于人类科学时代的广义乌托邦浪漫主义精神传统。而从柏拉图《理想国》直到后期中世纪思想以来的一两千年乌托邦畅想，则属于“前科学时代”，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两种“乌托邦理想”间的重要划界。】
面对思考对象时之“思想”是指什么呢？其实并非指文本对象自身之语言内容，而是指该内容与历史、社会、理想的多方面的“不同程度上之联系方式”。此种综合的联系性，大部分并非载于对象内容本身，而是产生于思考者根据对象内容所进行的诸多“关系性构建语境”。现代文化人类学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的主要发展成就之一，其思考对象为“未开化社会”之口头传承内容与其简单化的社会文化形态。当此对象内容被人类学家初步整理出来后成为重要的研究材料。那么人类学学科内的“思想”难道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该社会文化本身吗？对象之“思想”并不等于是现代人类学学科中呈现的、运作的“科学思想”。【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人浪漫主义”部分并非其科学研究中价值所在部分，其对于“野性思维”之分析与颂扬中的“科学思想”其实是指原始初级理性与现代科学理性之间的互动结果。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科学化方法论方向，与其本人的“原始人浪漫主义畅想”不是一回事！】如果以为现代人类学的成果就是要证明与现代人类社会相距数千年时差的未开化社群之原始思想应视为为某种“高于”、“重要于”现代科学理论的“思想”，现代人类学中的“思想性价值”就含蕴于原始社会之中，岂非大错特错？这是一种极端的例子。如我在与列维斯特劳斯通信时曾经提醒这位研究“原始异文化”的学者，中国古典学术和思想与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本质上的不同是，中国具有着通过文字连续记载的最为丰富的文史思想著述，因此不可能沿用西方人类学学者研究土著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我是在暗示出身于涂尔干社会学学派的西方汉学家们以为其社会学、人类学学养可有助于提升其中国学研究的科学水平，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另一方面，黑格尔等因为中国欠缺西学意义上的“哲学思维”而轻视东亚精神文化中含有的思想传统，乃缘于其另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偏狭性：以为形上学和本体论才是科学性或理论性形态之最高峰。历史上的各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史资料”（有无文字记载的文明直接关系到该文明的“思想性层级”），既不能以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简单化的处理，也不能以西方古典哲学的方法作为衡量高低的标准。这不仅是关系到“现代”（而不是古代）历史学和历史理论之学术深广度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到人类伦理学科学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正是当代符号学（与“认知科学”没有任何关系）和历史解释学（与“海德格-伽达默尔学”没有实质性关系）促使我们重新调整了自身的文史哲认识论，从而才可能更有效地反思和评估中国古典精神文化的独特价值。
4. 西学东渐与当代国学之复兴
在比喻的意义上，几百年来西方学者虽然了解自元代起中国社会文化中包含着高于、丰富化于刚脱离“黑暗中世纪”不久的欧洲社会，但除德法少数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哲人悟识到中国现世人本主义的伦理学价值外，大多数近代史以来的西方理论家们将中国学术思想视为非理论性或非理性化的思想形态，因为他们从有限的文史哲翻译中看不到严格逻辑性的思想表达。后来黑格尔对中国思想之轻视其实代表着西方人的一般观点（所以四书五经翻译成西文百余年，对于西方学术思想家影响甚微）。等到十九世纪四书五经这样的最高儒学经典译为西方文字后，他们更加相信中国传统思想（儒家思想）属于实用性经验主义思考的结果，而非逻辑理性主义的产物。这也是根据近现代的成熟起来的西方自然科学标准进行衡量的结果。不仅西方人如此看，清末民初时期锐意与时俱进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看待【他们那些人的国学修养都比今日两岸三地行儒学家们高出甚多倍，而偏偏是他们一代更熟悉旧学者会对其持有更为批评性看法，而旧学修养弱于他们甚多的今日“穿学术思想马褂者”，反而对之一律颂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欲求其解者请参考刊于香港版《学灯》上的拙文。当代人文学人须不断诚实反省和关注“文革十年”全国“辍学时代”给每个个人造成的毕生“学养后遗症”，相应不断“自动补课”的民族必要性，是不可能被后来职场赋予的“高级职衔”以及错身其中的人为拔高了的“学科高贵性”所剔除的。正是阳明心学有助于克制此二者带来的自我欺瞒效果】，这样才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口号。从梁启超到五四时代的“进步人士”大多均接受了这样的学术思想价值观。儒家思想内容当时就被普遍视为欠缺科学价值的封建主义产物。随之现代社会科学自然成为“思想”之正当形态，并处处与儒道释传统思想对立。基本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而自幼熟读古书的“国学家”们，只不过将经史子集视为科学研究之“对象材料”，并非认为其中还存有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古史辨派人即如此，胡适、傅斯年等亦如此）。这些近百年前发生过的中西学术思想问题，岂非也正是我本人在青少年时代要到欧美作品中“找思想”而非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中还含有什么可激发现代人精神理念的“思想”之同一原因？乃至于因此而觉得寻求更严格的“现代思想”也需要超越梁启超以降的民国时期洋派学者而直攻欧洲现代思想本身吗。
后来在与当代西方学者发生联系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存在着一种“中西学术沟通误会学”。我发现，不仅大多数西方现当代学术思想大家很少关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且也根本不重视所谓汉学家们，甚至于讽刺其为“中国通”。因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西方汉学家们的成果，大多止于“复述原典”的水平，如能以西文如实呈现中国古典思想之“文本”，在业界已属难能可贵，但如此花费大力气完成的作品，却并未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重视。汉学家们自我解嘲说，谁叫汉语太难呢。于是，他们将文字之难易与思想内容之深浅混为一谈。也有少数尊重中国传统思想的西方主流理论家们（如列维斯特劳斯），他们抽象地尊重异文化传统，却根本没兴趣深入钻研。因为“四书五经”中看不出什么有思想理论吸引力的内容。这样的态度也是类同于我在中学时代轻忽传统思想的同一原因：生活在现时代，学的是数理化，接触到现代世界，怎么还可能从古人过时的直观经验性话语中感悟到什么启发性思想来呢？
让我们再结合现代情况解释一下。年轻人未必清楚，在“十七年”的新文教革命环境下，不仅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理论均被排除于文教界，民国以来现代教育中并未放弃的中国传统文史哲思想也在新教材中被大幅度简化，今日盛赞的古贤大德（王阳明等）那时都是批判的对象（唯心主义典型），中文系和哲学系的旧学分量较49年前仅存若干分之一，古典原文的研习更加少之又少。简言之“国学”分量的消减足足延续二三十年之久。而所谓“国学”其实早自五四时代起，岂非逐年也在经受着“时代淘汰”。那时已经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加以“留洋镀金”潮流反映的时代崇洋轻中风气，可说49年前已处于处处旧学见弃的大趋向中（1948年下半年我随家旅居于杭州父友蔡堡家，后来得悉那时浙大师生革命风潮正烈，熊十力讲学听众缺缺，而学生们对于来自欧洲的马列思想等新潮都趋之若鹜）。那时的国学无用论加上49年后的“严防封资修”政策，不要说知识界，学术界，文教界大多数人均“不碰国学”，甚至于除了中学课本上的有限篇章外，大多数知识分子毕生不会再读什么文言文了。在此大环境下，中国文史哲专业教师和学者的旧学修养，与民初时代已经远远不在一个档次了。接着，新时期来到（1978年也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年），首先获得解放的就是国学。四十年来的编辑、出版、教学、研究堪称改革开放时代第一盛事。然而，新时期伊始，最后一批受过49年前国学教育的老师宿儒，大多数已然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大多数一线文史哲国学中年教师，虽然无不奋起直追，其旧学根底较五四时期同龄人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此外，正是在国学界，此前27年中他们对新知新学新理的知识较其他文科学者甚至于更为生疏。另外，本人亲身经历过的八十年代学界，基于弥补失去的“青春”心理，人人无不着力于自身学术成果之追求，由于上述情况，那时并不存在正常的教学条件，研究生们基本上不过是各个自学者而已。只是由于国家对国学的大力提倡，国学业者“身价”陡增，业界同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国学界”，随着学位制颁布，等级身份也渐具雏形。另外，毕竟是本国之学，本国文字，即使是文言文，凭借参考书物，不难在文字技术层面上迅即提高。国学界的“高低深浅”标准也在制度化的业界自然形成，用以作为论级升等的实用性标准。在此学术活动初步恢复阶段，根本谈不到积极发展提升的条件。然而时当全球商业化兴起时期，国际学术交流中充满了功利主义，学界提倡走向国际，国学界自然首先走向西方、日本汉学界。当八十年代起急就章成长的一代遇到中文洋泾浜汉学家后，竟然突然增长了学术自信心：“我们中国学者比起国际学界[汉学界]名流来毫不逊色！”新时期的中国国学新秀在语言上当然也不会低于西方教授，并受到其特殊尊敬（汉学家的尊敬也是一种洋人对华人的尊敬！）和推崇。于是中国新一代在西方汉学界内找到了走向国际的出路。在此环境下进行的中西交流中，后起直追的中方国学学者也可应付裕如（以我中文之长对应于彼辈中文之短）。另外，随着台湾也是于八十年代初开放以来，一向以复兴中华文化自诩的台湾国学文史哲部分竟然逐年自然衰退下去（新儒家一代的努力可谓付诸东流，根本对于台湾文化学术没有留下任何实质上的影响），而时代关系，也进入了以学竟求时代，此时竟然在大陆发现了国学复兴的新天地。于是四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渐有规模的国际汉学、国学、儒学的综合体。各地的汉语程度尽管高低不齐，但彼此能够形成有效沟通关系的要诀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文字上普遍的可理解性”。如果说大陆新一代、新二代的国学修养难比从前，但足可相比于西方汉学，而且大家不必再像古人一样讲究数十年磨成的文字功夫，而是集中讨论“思想内容”即可。用中文表达的古代思想，哪里有什么技术上的难点呢？我们不再需要吟诗作赋，讲究书法，背诵经典，只须“谈论”古人思想内容即可。这个“思想”是不是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由古人直接表出的“内容”呢？如是，这是不是可以说几十年来因急功近利或不须关注根本问题者，大多以停留在古人的“思想平面”上为足呢？这也是我多年来参加阳明学会议时曾经提醒过的：今日阳明学研究不应止于将其说过的话翻来覆去地重复去履行参会程序。此类“话语重复”已经延宕了5百年了，以至于部分上因此而丢掉了大明王朝：清谈误国！历史实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但此一历史抱怨足证：仅只重复大师话语，使其成为一种“仪式行为”或“生活方式”，并非即为严肃的学术行为。
自从接触海外新儒家后，国学界顿时为其将旧学糅合于西方古典哲学所启发，加以新时期新一代学人眼界较前大为开阔，对于不断引入的现代西方理论所自然吸引，二者均增加了新国学界的理论化兴趣。但是此种急就章式的知识背景（临时恶补的旧学知识，一知半解的西学理论知识）和新时代的国际竞争主义学风的结合，阻碍着厚积薄发、力学深思的传统严肃治学观，而是在现成的职场渠道上个个急取“功名”，以追求职场成功为最终目的。以学求“成”（职场之成，非学问之成，而二者今已全面混淆）的捷径即充分灵活地沿着国内外既定功利主义的方向和规则治学。研学，制度，市场，学界共识等，遂“拧成一股绳”，左右着学人的治学方向与方式。学人不再是直接生存于“以学求真”的知识探索海洋中，而是直接生存于职场“游戏规则”中，成为既定“棋盘规则”（含规范，规定，权威，声誉，等级，市场，出版）中之被动顺应者。当此一“棋盘”伸延至世界职场范围后，其内含的功利主义原则将自动地融于盘根错节、根深叶茂，自成一体的（专业世界封闭式的）学术行为定式体系中。专业学人，不再需要什么自主意识与志学初心，而是只需勤勉及时地参与专业市场文化的相互竞争即可。【于是，商场如战场，就扩大为“学场如战场”】“竞争意识”不必朝向于自家心志和科学目标，而是必须朝向于职场方向与规则，研学之思想内容必然须符合规范与权威共识。
5. 阳明心学与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
于是在现代国学领域我们看到两类特点。一方面其“对象”为既定旧籍系统，后者由历史上留存的固定文本所限定（所谓“内容”是固定的），另一方面其现代理论化发展则由国内外专业职场制度所限定，研究作品须符合由职场权威与市场规定的方向、规范、目的和风格。历史留存的“固定化思想内容”与现代增加的“定式化理论加工”，共同履行着职场学术商品生产的任务。历史的固定内容材料和广义市场限定的“理论加工”程序，共同完成着现时代的学术商品生产过程。至于历史内容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形态”，从海外理论化汉学趋向看，可以说基本上是外在性的。其所谓理论加工并不能提高人们历史思想的可理解力，只不过提供着理论化装饰性。历史文本遗产也就难以展现其现代科学化的作用。历史文本的“思想内容”仅只起着规定性学术商品生产的固定材料作用（可比喻为，现代化钢铁生产的原材料---铁矿石的固定性）。这样产生的学术成品虽然足以在国际职场范围内履行其职场功利主义程序与目标，却并未为主流学界提供足以使其重视的学术思想价值。然而国际大汉学系统的职场制度化发展完全可以在自身“领地”内满足于“自成一体”的自主性，也自有其职场之得。所得在何？目标、规范、规则、标准，可纯由本领域内权威与制度加以规定并监管其特定区域内学术生态系统的运作。
以上所论，也即本人一贯指陈的“以学求利”学术生态，后者由于深植于全球化职场制度化系统中，学生学人一开始就被自动纳入此“学术生产机械程序”中，而视其为学习与学术生涯中的当然之义，当然之法，当然之境，以此必然形成“入芝兰之室”的效果，难以自拔。正是在此状态下，我们提出了针对性的所谓“阳明心学”来。也就是提醒学人意识到“以学求真与以学求成”间的区别，以及求真之学必应先有“求真之心”的道理。而在由现代西方文教制度发展中形成的人文学术生态，使学子一开始即先学其法、其制、其规，甚至于接受其兴起于商界的“爱拼才会赢”精神，而完全忽略了良知初心之基本存在。按照我们的解释学推衍，古典阳明心学的本质就是引导学子先从外在儒教制度化生态中“内退”至本身动机深处，以完成其内力、内志、内省之“心学建设”，从而在“治学逻辑上”先获取仁学之价值、标准、方向与方法，然后才可进入儒教社会之程序化生涯。我们今日的新阳明学，当然只须认可阳明学之纯粹“心学”部分，而排除其历史时代加予的儒教封建主义治学程序。今日可成为普世价值的，自然是其所含的人类共同具有的“人心”之理，而不可能再是已被时代“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之学术意识形态。【儒学界人士如果区别不清人本主义的“历史心学”之普适性和该心学从中产生的历史社会环境之历史性，即因对上述现代理论认知未能充分把握之故：也即还不能从语义、结构和功能层面上进行古典学术文化之思考与分析。如此产生的对古典学术进行的“现代研究”，可能不过是历史内容与现代理论间的生硬拼合而已。】当理解到阳明心学有其普世价值一面后，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在国际场合提倡阳明心学对话（试问：如果阳明心学没有此跨时空普适性，为什么还有可能召开国际会议呢？）；才会理解为什么说，阳明心学之大用不是在于将其作为膜拜偶像或学术商标，而是要将其作为中华精神文明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内进行根本性创新的目标。就具体读解法而言，当然也只有在掌握了现代语义学、符号学基本知识后，才会从其古代儒家直观言事的语言表达形式中，把握其未曾直接明示的某种心学义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中华文明文化环境内，都是“以事言理”的。《论语》如此，阳明学也如此。国际汉学家们由于历史国学和西学理论两方面的条件疏略，从中国古典话语中当然“读不出”其一般性、抽象化的“理”为何。于是著名论语汉学专家可妄言论语中无“心之学”的浅论。实则，论语全是“论心”之谈，不过是采取“就事言心”方式罢了。所以我在此次为崇义县第二届阳明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阳明心学正是孔孟心学之实践逻辑性的展开，因其直抵本心的“心理良知学”，已较孟子的“行动良知说”更具有一般性，也即将孔孟的动机伦理学直接“内推至”动机层最深处。其学因时代限制而未曾在实践方法上逻辑化地予以完成者，则是心学与物学、与事学（也即与历史儒学）的逻辑分离性。因此，今日研究中应该看到，阳明心学也须与其几百年来最为人（包括东亚儒家）称道的“阳明武学”，予以“解释学的”分离。不妨说存在着两个“阳明角色”：心学的（普适义理的言说者）和儒学的（明代无私奉公之官员）。后者所为者相关于儒教政治环境中的忠君之道，此种成就并非不同于几千年来的无数清官良将。如果其心学仅只被视为其为皇家立功建业之道德准备，就大大窄化了阳明心学之现代学理性价值。二者之间的“反差性表现”，则正是我们对其心学具有普遍性的证据之一。我们应该注意，阳明的素其位而行之的平叛剿匪之实践，与其戎马倥偬间隙中的山泉论道之实践，并非一事，而是呈现了一身行事之两截身段。在其治世言行中显现的忠诚和坚毅等品德，自然也为其心学思考所需之同一品德。其贵州悟道固然因外境艰困而显示其内力之深厚，但此悟道不应被窄化为是在为其日后丰功伟业所做之“心理准备”（不论其自身意识与言行如何。古人之自意识能力不如现时代人；与其外在言行对应的内心世界，则显然为一更具“独立性”的（非自意识的）“内世界”。后者才是促使其从波澜壮阔外实践生涯中不时得以返回此 “内实践”之生命力根源）。
6 历史典籍的现代理解问题
本人的阳明心学独立论最可能遭受儒学家诟病者为：王阳明和朱熹均以《大学》为两人重要辨析经典，足证两人对于心志与儒家实践步骤的关联性之重视。当然毫无疑问，两人都是外实践领域中的“典范儒家”，其心其学都是朝向于外实践方向上的“治国平天下”的儒臣人生目标的。然而正是在此我们提出了“解释学的儒学读解法”。在古代儒家的意识层，他们当然只有一个忠诚服务于皇室的心言行意念。不妨说，不管什么具有思想性的儒家，其“读书做官、服务皇家”的外实践的内容都是一成不变，呆板滞固的。一句话，他们从来没想过人世间秩序的维持方式还有其他类型的选择，因为传统文化基因中欠缺此类知识资源，先秦孔孟亦必然如此。【朱熹晚年竟然钟情于最欠缺思想性的“礼学”，可理解为其道德学之关切仅针对于如何提高既定外实践效率之目标。但这类社会政治类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普遍乏善可陈。我们从其行迹中可以抽离出其关心民瘼国安的心态，却可完全抛弃其所思考的内容。其他优秀古代儒家的政治类思想，可以说均已属历史陈迹，哪里能像梁漱溟或钱穆等人所说的那样还可适用于新时代的中华社会。】《大学》在儒教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是沟通孔孟心术与儒教政治的纲领性经典，但其目的和作用完全是服务于皇权专制社会的。故与现代民主政治没有任何关联性。但现代儒学如果不是以学求真，朝向于现实对象的科学认知，而是用其朝向于古代儒教经典于历史上享有的“尊贵性”（文本性“古玩珍品”），并将其作为现代职场功利主义运作的材料，以至于用以“挟古自重”，那就首先失去了孔孟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求真之义。我们现代人不能师古自愚，而应将古人言行经验视为今人之新知新学的认知研究对象，并客观分析其意义与效果优劣，而不应将其矮化为现代国际商业化学界内的“学术古玩”而加以炒作谋利。
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还不仅在于提醒学人应在进入功利主义制度化的职场渠道之先（就实践逻辑言，非限于时间次序方面），因此可不为现代国际学术商业市场化环境所拘限，而且儒家所谓的“正本清源”，应指净心、诚心、返心之意识。如此才可首先抛弃职场等级制度内形成的高低贵贱意识，敢于自省、自责、自励、自强，即首先认识自身之治学条件的真相。此为学者治学之第一义：认识自己之学术准备实态为何。在这样的“清理自心”之后，才能够合理地规划自身内外实践之合理步骤。至于在职场现实中如何合理协调处理“职场教学要求”与“学术创新准备要求”，自然是另一种学术外之问题，其解决之智慧如何，自然是因人而异或见仁见智了。
在广义上，汉学，国学，儒学，跨文化符号学，大家都汇聚于同一研究对象领域，但彼此所不同处在于学人采取的方向、价值、目标、态度、方法上的不同，也就是在各自学术化、理论化加工程序上的方法论选择不同，结果或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谓国学之现代化革新，目的正在于最大限度、最高目标地挖掘中华精神文明积存中的真实时代价值，而不是其历史性古玩价值或职场功利主义的工具性价值。我们与海外新儒家诸君子之辨争，并非是源于此“目标高度”上的抱负不同，而是在方向、方法、价值观上的体认不同。归根结底在于，历代国学家、儒学家们仍然是站在传统儒学儒教的制度化阴影中“安身立命”的，即按其古今同一目标和方法治学，不过是装饰以现代化理论性词语而已，结果自限规模与抱负，仅凭自身母语和文史典故掌握的强项，厕身于语言历史必然弱于自己的国际汉学界。但这样的国际交流对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发展有何益处呢？何况这相当于我们泱泱大国学术主流自愿降阶至国际学科偏流，甚或甘愿以其国学水准远低于自己的洋学科（我已多次指出：汉学是西方教养性级别的学科，而“国学”应是中国人文科学大家庭内的主流学科）之标准和方式，虚应国际局面，如此无乃自低学格乎？（难道仅因有洋面孔就自觉抬高了学术活动的层次吗？中华传统士精神能够如此低看自身吗？我不知已故张光直先生欲把中研院语史部门办成“另一世界汉学中心”，对此一学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张先生是否还有个基本概念？）多年来我对港台国学界的批评实际上出于“责之切”，而绝对不是要与其比高比低（虽然他们必然如此视我）。如果人文学术不知与时俱进，与时更新，耽误了中华精神文明学术发展之大计，岂非正因背离了孔子之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广大深厚的外来学理不先择其重要者潜心攻读，吸取其长以补我之所短，而是时代误会地以为古典儒学（过时的知识方法）于儒教制度上曾经占有的封建主义“特权”与“尊荣”仍延存于新时代，遂可现成地“依古自重”，此与阿Q精神何异？早在民初诸儒中我们已可发现这样的学术民族主义，如王国维史学和熊十力儒学等，均以其旧学某技术性方面之特长，反成为阻碍现代中国人文科学革新发展之保守型威权。彼等民初先贤对于二十世纪初已大为展开的新知新学新理几乎一无所知（将来自东洋二手介绍性的资料之了解，即视之为完成了自身的西学知识论准备。而时至今日，此种传统上规定的学术权威之落伍观念、方法和方向，如今照旧笼罩于职场等级制度生态中。）那么，为什么如此明白易明的古今中外高低贵贱的道理，如此多的青年留学人士仍多未能获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心学（实为心术学）今日之关键性作用。学人如果采取不论古代现代的、中式西式的、功利主义的与职场竞争主义的、以学求成的人生观与治学观，就会首先不问义理（熟视无睹）而专求快利之术。真正意义上的良知也即被糊死在心田而不得萌发，乃至于将阳明学也同样以逆其良知方向加以操纵，视之为一种公私求利之资。阳明学如此，孔孟学亦然。违背其心志精神，利用其文字躯壳。
我们在全球人文理论主流西方化时代，力倡中华精神文明的伦理学遗产的时代价值，足以证明，我们不仅不是在“贬低”国学，反而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国学，自然是在将国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进一步严格蠡清的条件下，从沙土中淘金银。为此要有能力提升“现代科学化的开掘提炼术”。如果止于抱残守缺，依古自重，系统性地窄化、矮化、呆滞化“中华精神瑰宝的‘矿藏’”，将其用作个人在“考古学式的”职场内谋取小名小利的工具，而忽略其“大展宏图”的潜力开发的时代巨大潜力，现代国学家和儒学家们何能心安？时当全球彻底商业化、技术化、机械化时代，环境污染，电子鸦片横行，全球精英均不关心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类本质性问题，而是全球奋力于使人通过生技业、AI业、航天业、脑殖晶片即将把人变为半机器人的新商化科技时代，将几千年来的人本主义世界，变为将全地球、全人类彻底物化的“准外星人式的新机械人世界”；我们的国学与儒学对此时代重大、特大、极具挑战性的精神危机性的大问题，是否存有任何发言权呢？学者们是打算通过易经、书经、礼学、春秋学来处理这些最严重的时代问题吗？如是，这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面对时代真实的问题与挑战，大家真以为熟读了经史子集即可以不变应万变了吗？
7. 再谈阳明心学的国际学术价值
按照本文所谈的阳明心学或新阳明心学，今日其切实贯彻的问题，既不可能在西学主流世界或汉学领域内推行，也难有可能在国学职场内实现，那么如此宣表岂非唐吉坷德式的空谈？确实如此，那么仍然要逆国际潮流而申言之，其目的何在呢？可以说仅只是“知不可为而为之”，言所当言而已。不过是证明新人文科学建设过程中尚欠缺一个必要的“实践逻辑环节”：心学环节；不过是指出，如不补齐此一实践观环节，在今日全球商业化学术生态下，人文科学理论系统断难建立；不过是要警醒学人正视自身及学学术之真相，促使学人因无法真正地知行合一，无法萌发其治学良知，而可不觉自生愧疚。“知耻近乎勇”，所言仅及乎自知之勇。此亦致良知之初阶也。
我们在读古籍时（其实也是在读任何人文社会科学书籍时）应该增强功能性分辨的意识，即在自然混同的单一“事件”中抽选、分类其中包含的不同功能、作用及效果，遂可按照功能性、作用性、效果性的分界来辨析各自的因果、评价与是非。本人提出的历史1和历史2二分法，引申而言，也可粗略对应于古人说的思与行二分法。在自然事件或行为中，二者往往融合为一，因此人们对于“知行合一”的提法有所不解，因为本来就是二者合一的，似乎此命令句并无深意。但是正是在阳明学中，其心学之直观性分析式思考是首先将思或知与行或动加以抽象地分离，以深化、精化其“思/知关系”部分，然后再将此净化的思与知加以践行。正是在此由知向行的过渡门坎上，人们会踌躇不前，所以才有知行合一之教。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知”范畴与“行”范畴的“语境”不同，完成“知”只须在一己意识中严格遵循人本主义理性即可，而贯彻“行”则须 进入社会现实场域，面对着各种各样阻力和艰困，实践主体必因此“力行”而遭遇来自人际现实的和自然环境的多方面风险，以至于读书人往往都会口是心非，违心悖义。所谓“良知”，不仅指知之良，而且指因其“良”（深切诚挚）而必然行之坚。不能践行之知，即不得称之为良知。阳明学中此一由“知行合一”辩证地显示出的在先步骤：“知与行的功能性分离”，可被一般化地比喻为并表示着我所提出的历史上的真理探索功能（H 2）和权力运作功能(H 1)的二分法。历史上的阳明学之行动语境为古代封建主义定式化社会，所知所行均在该简单化的历史环境内定位，其“知行合一”之教具有具体性和可行性。我们在将其扩展比喻为人类精神探索（知）和人类社群行为（行）时，则特别注重于二者的可分离性，即历史功能的二分法：物质性实践与精神性实践。在对阳明学的指令句加以这样的解释学运用后，我们遂可赋予“知”之历史区域以其独立存在的正当理由，甚至于必须在安排“知行分离”后来单向地推进人类的“知之实践”。如是，本文所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就不须再含有通常的“悲壮”之色采，而是蕴含着在进一步提升理性思维水平后的、未来人的新的求知之路。本文指出的世人难以践其行而仍可致其知的努力，至少为人文学者提供了明智合理的“无入而不自得”之有意义的生存效果。即在难以超越职场化规范而生存的情况下，能够“与行分离地”却“于心认真地”继续有效追求人文科学自身真理之目标。这即是可予践行的“以学求真”目标，当将其与“以学谋生”目标合理地、智慧地在生存实践类别上予以合理分隔后，继续予以独立推进。
阳明心学的普遍性，因此是经过现代解释学读解后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原始阳明学的产生和作用当然是在儒教儒学环境内实行的；其发生学机制（龙场悟道）甚至于完全是在人性恶的历史环境内形成的；由奸人之不断陷害所激发出的智慧和勇气，却在人性升华的层次上朝向一个更为崇高的精神生命探索方向展开。结果，外在具体之恶（此“恶”意在致阳明于死地）最终却激发出内在崇高之善，险恶环境下滋生的反向彻悟，并非庸俗地针对于原初加害之恶（因哲人深知，恶乃历史上人性之常态），而是异质性地转向生存中之大善：朝向至高精神价值目标。如果我们今日说，阳明学实践论中此第一次“转向”，也是一种初级解释学的升华，那么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的第二次“转向”，则是一种二级解释学展开。新阳明心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提出了思与行的实践范畴关联性与分离性（知行合一论）问题，而且启迪我们认识到“良知论”可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沿着正确方向革新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之一（良知学）。
8. 阳明心学与其潜在国际人文学术语境
良知学促动我们返归“本心”，意思是从历来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的、外界加予的惯习、方式、轨道中，“抽离出主体固有反思意志力”，遂使我们得以朝向生存之“心理原点”，在此进行彻底的心志梳理，以期从新将个人心言行予以合理化整顿，也即重新强化自身之“良知”态（在知情意三域中协调的智仁勇关系），从而可在更正确的方向上，更有效地安排个人精神实践之步骤与程序。具体来说，其结果首先即是摆脱百年来形成的“学术镀金意识”和“职场趋炎附势惯性”；从因机械地随波逐流所形成的对国际通行人文学术生态制度框架的盲目趋从中获得解脱（克服各种虚荣意识），开始更客观地，更科学地，更有效地树立自身独立的学术实践方向并选择更合理的治学轨道；这也就是，在国际人文学术领域内，从由历史上的学术权威所人为形成的的标准、方向、方法、价值、利得系统中解脱出来。为获得此种使自我从趋炎附势束缚中获得解脱的动力，当然需要一种精神勇气；所以，阳明致良知学，也是一种大勇之学（王学直通孟学以此），是仁学所教导的智仁勇三维实践中的核心步骤。这样获得的认识论与实践论“新生”，才使我们有可能超越由两百年来形成的国际人文理论界惯势，按照更为崇高的仁学价值观，对之进行间接的批评和调整，以期更有效地参与现代化的人文科学实践。因为，现行国际人文学术制度化惯势，基本上也是朝向于物质性异化的文明大方向的，此即以现代名利权价值取代古典真善美价值。所以，阳明心学的直接目标，可以说正是对准学人的之名利权欲念的（当然既不是对准商人也不是对准科技人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追求物利为人生目标的，无可厚非），是对治于人文学者之不当物利贪念的。【更具体说，是对治于学人对学界等级制度内的虚荣与权势欲念的。现代国际学术等级制度对此却加以全面掩饰，因而阻碍着学人对自身生存品质之诚实反省。】于是，阳明学的更深层的含义，并非仅相关于俗常所说的道德观树立的问题【不要说常人是不读《传习录》的，就是东亚一些将王阳明视为神祗加以崇拜者，也不过是将其学曲解为一种“斗争意志、勇气与谋略”而已】，而是更为深刻地相关于人类的人文科学和精神文化之未来发展的。正是在全球物利至上的现时代，阳明心学或新阳明心学，才突然显示出其最深刻的时代性意义。我们的雅好阳明学和专深于胡塞尔学的瑞士耿宁先生，能够把握此处所言之意吗？当然也不可能！一般洋人自然欠缺着对阳明心学之“感悟基因”，耿宁先生对于阳明学即阳明学派的理解角度，与其对禅宗类宗教心学领悟的角度类同。【我与耿宁先生当年在伯尔尼家中曾经谈及他的强烈东方文化情怀，但我“故意”问他一句：“你在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思想史间有无高低比较？”他马上回答“一视同仁”。我于是理解到他的“境界”的局限所在，虽然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之间，他是西方现象学家中极少数人和我意见一致的。他明确对我说胡塞尔远远高于海德格尔。但他并不清楚我比他走得更远：我对海德格尔是抱着非常否定的态度的。我当然也不好在他面前力辨：中国文化思想史比印度宗教思想史高明深刻太多了。一切的标准异同相关于我们如何在宗教性和历史学之间进行学术思想性的“解释学的意义比较”。耿宁先生与现代符号学、解释学无缘，所以从来未曾关注现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这也是相当多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共同倾向。】
今日形成致良知实态的另一个外在因素是，学人不可避免的参与国际主流学术活动的问题。学术商业化发展的结果，使得人文学术交流的关系变得相当复杂，此因参与学者往往须将学术研习和交流与自身的得失意念相结合。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西强中弱的态势本身向中方参与者呈现了复杂的机会和挑战。学习与被学习的关系不再是古代社会文化较单纯时代那样的“敬师爱生”的关系，而异化成了利益交换关系。（如在今日国外交付昂贵学费向学校和教授“购买”知识这样的环境下，师生之间往往成为买方卖方或“合作共赢”的关系；此种利益勾连关系，其后自然可成为师生结成学术帮派以争抢学术资源的“祸因”之一。）当代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深刻异化问题此处无法详叙。我们仅须指出一个中西研学交流的功利主义倾向将如何影响人文科学质量的问题。学术商业化的演变，就像商场生态一样，促成了制度性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利己主义的蔓延。学术交流不过是利益交换与利益集体经营的一种渠道，教方与学方都成为一己利得主义者。这也是我数十年来与国外学者交流中渐渐体会深化的结果。因此才会出现我曾经抱怨过的怪异现象：例如，对于绍介或译介国外经典作品时，你会渐渐体察到一种奇怪现象：被绍介方可能并不以其作品被绍介的程度与质量作为自身满意与不满意的标准，而是要察看该介绍活动的“最终效果”为何？后者最后可能并不归结为其学其理被异域学界掌握的程度方面，而是更为具体地归结为其本人或其专长名家在异域获得的知名度为何？最终的“察验标准”不再是学术交流的学术性效果（商品固有价值），而是交流“商品”取得的市场化效果（商品使用价值），即最终取决于商品之品牌效应或市场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心态与策略商人化后的学者们会这样想：他们并不关心该商品在异域市场产生的科学学术效用，而是只关心其名利效用；如果商品介绍的程度较高，而商品却主要成为异域学者进行客观研究的“材料”（此材料当然越“真实”越好），而非作为被崇拜的对象，因而并不直接与其期待的名利影响挂钩，而是主要成为了异域学者科学研究的“工具”，于是他们会想：“我的或我专长于其学的名家的作品最终成为仅只供他人发展其自身学术的工具或阶梯，这难道是我的学术交流目的吗？”特别是，如果“我的作品被交流对方用作发展他自身学术的材料和工具，甚或因之而促成了他与我在同一课题上互较短长的条件，这样的交流对我有意义吗？”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会理解为什么国外出版商随意售卖出版品版权，根本不在乎他国翻译处理的水平如何。其“最终关切”仅只凝聚于统计数字上（该著被翻译成多少国文字），根本不相关于（根本不关心）译著的水平；特别是当译著可能被作为对方自己的研究手段的话，就更不需要在乎译著质量；如果是自家珍视的学术成果成为了他人自身发展的阶梯（有如商家自行开发的品牌设计被他人“掌握”后而成为其创造可与其竞争的新品牌时），甚至于还觉得自家不免有所“亏损”了。凡此种种，都是个人主义和商人主义心态泛滥的结果。如果按照学术为天下公器之公理，不同个人治学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进集体科学水准提升，学人秉持以学求知的态度，相互交流切磋，乃至相互讨论批评，通过改错趋真一方面增加个人学识积累，另一方面促进人类共同知识的进步，哪里会发生上述怪异现象呢？这样，我们更可理解，今日人文学理生态中的不同派系构成的学术世界，成为了相互竞争求胜的“学术商场”，学派或师门成为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集体谋利的渠道。至低限度，认派归宗，为其成员，有如古代教派相互争夺信众的现象，信众皈依教派不过是趋炎附势之一种方式，美其名为探寻“真理”，实则不过是为摆脱孤立、攀附权贵之手段。即使无甚作为，至少因依附学派与大师而可在竞争职场谋一席之地。读者们：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文科学系统地失去了其科学精神和科学成就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如果沿此路线追踪下去，我们或可发现一种更加想象不到的中外学术交流后果：一如古代帮会行业中的师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既教授之又防范之，师傅对于徒弟总要“留一手”，因为两人之间既是“合作共赢”关系，也可能成为“相互竞争”关系。按此，同理，如果按照目前这样的趋于“古代行帮式”国际学术生态，整体而言，外国之“师”与中国之“生”的“关系形态”，难道不会结构性地导致前者永远须提防后者不能超越自己从而损害自身之最终“名利权”吗？当人文学术不仅被商业化而且被技术化后，上述情况乃是极其自然的后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正向还是反向的口号呢？为师者是因此而高兴呢？（表面上当然如是说）还是因此而不高兴呢?诸位，你们以为“哲学家”者就是心地高尚者吗？你们以为谁把“高尚话语”作为自身专业对象加以宣扬他就与其“使用材料”同一，从而自然地成为道德上高人一等了吗？（哲学史上喜谈道德伦理者往往品性可议！为什么？因为制造“道德话语产品”也是沽名钓誉的利器之一！）实际上可能正相反呢？高尚话语也恰可作为对于利己目标加以有效掩饰的包装手段！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这样的人格分裂倾向今日远胜于往日？固然，主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中普遍盛行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以及随之产生的人际竞争主义，但也与客观上人文学术分科分业的制度化运作格局有关：其相关因素有二，一是专业分科强化与职场竞争主义的有机结合造成的结构性自利主义，一是因分科密集化导致“专家”的认知性视界窄化，因此其学术价值上的高低轻重判断严重地受到专业制度技术性深化的限制，随之失去了横向宏观判断的能力。
归根结底，在中西理论知识交流中应该进一步明确此类活动的目的、意义和态度究竟为何。什么叫（人文）“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人文思想虽然具体产生于诸个人，但其真实的“产生机制”绝对是跨时空集体性的，学术交流是相互取长补短的活动，不是相互售卖、崇拜、吹捧、交易、恩赐的活动。我早已说过，翻译某人、某国、某部作品，是为了学习“彼有我无”的知识，因为其发表后的知识思想本质上为“公共财”，有如古代书籍留存，并不是因为“崇拜”该作者而要翻译其书以表示对其的“尊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该作者对此应该高兴（学与授均为读书人人生快事），仅因看到自己产生的知识发生了效用，但不应该以为对方“欠了自己人情”或自己“给了对方恩惠”。况且人人知识互有短长，我取我短，我赠我长，此乃学人应有之义。而如交流双方中一方有能力阅读双方文字而另一方无能力阅读他方文字，彼此之间的“取予关系”还牵涉到“谁向谁学习”的微妙问题。即如对方如无能力向你学习而你有能力向他学习，而他因此还许可能感到抱憾，怎么反而骄傲起来呢？然而在此特殊国际文化环境内，外国著名学者会将中方学者对其学术的某一部分有兴趣而加以迻译一事，理解为对其学术成就的特别尊重，复因此外国学者因不会中文对于庞大中方文化学术资源无可汲取，此一不对称的交流关系反可能将彼此的“长短比较关系”颠倒过来：学术上有所欠缺者，在此环境内反而显得是学术上更为丰实者！（可以说这是我在与不少西方一流理论家交往中颇有观察者：西方学者一者由于其专学所限，一者由于其彻底无知于中学，其综合理解能力显然大有问题。只因他们生存于专业分隔的制度化职场生态中，也即生存于“学科分划保护区”中，故学术交流规则得以片面地由该保护区权威规定。偶尔也会遇到对于跨文化学术交流有要求者，不时会流露出某种难以弥补的根本性学养欠缺的遗憾感。）以上所谈，既相关于不同个人，也相关于不同文化集体，我们且不可因此含混的人际关系而错置了中外学术交流中的态度学问题。虽然因为商业化时代学人均沾染上商人习气，大大增加了“买卖公平”、利害得失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仍然是发生于弥漫公私的崇洋媚外大环境中的。此种环境硬是拱出一种洋高中低气氛，把一个正常国际学术交流现象弄成一个洋尊我卑的模样。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已经谈过多次的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此一人文学术革新的大问题是民国时代先贤们还无机会认识到的，也是今日全面崇洋时代处于国内外学界等级社会中身居上位者所认识不到的。阳明心学的“勃发作用”当然是在象征性层面才能充分显示的，这就是既不泥古又不崇外，既不急功近利又不好大喜功，而是在认识到今日国际主流人文科学的正反优缺点后，勇于发扬中华精神文明的当仁不让传统，从而不虚耗光阴于以学术争名夺利之窠臼，立心于、志向于符合新世纪的时代重大学术任务。当全世界学术主流均孜孜于物利营建的时代，当世界人文学术主流日趋萎靡无效的时代，我们中国学者本着中华士君子精神，敢于在人类人文学术危机时刻承担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之伟任。简言之，我们不须仅以重复古人言语而自足，也不须羡慕攀附于西方理论，而是要于新世纪在二者革新发展的轨道上，勇于创造人类的“第三学术世界”，即在义理意义上的（而非在技术性意义上）更高水平上综合国学历史与西学理论，以期为人类精神生活和人文科学方向与方法探寻更具实指性、实效性的新理性化方向。这也就是在学术危机时代，返归和深思两千年前的民族精神智者在人类历史上提出的独一无二伦理实践观： “人能弘道”！阳明心学，可以说根本上就是要为此跨时空的人本主义仁学之伟大智慧提供具体的发心之术。发心者，大幅度提升“致良知”之高度、深度、纯度、力度，以力克当今深入学人骨髓的功利主义治学观。
阳明心学还原论，一方面使信者能“外张其心”（宏大其精神目标），即达“人能弘道”之结果，另一方面复使信者能“内敛其信”（誠化其动机结构），卒能勇于自省，自识其失（自我批评）。二者均有助于摆脱职场视域之狭窄及俗世目标之虚妄。如不能朝向此方向努力，阳明学又与今日何干？阳明心学的（世界）时代性，直接关乎价值观、伦理观、意志论的超时空反思和与时俱进地重新调整的生存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当时代在全球惟科技化、惟物利化全速狂奔时刻，当人与社会面临着（不再仅是其物化的而是进而机器人化的）人类精神文明大转变的历史关键时刻，遥远“心学”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意义才越来越浮现出来。这又是本人于约五十年前私访阳明讲学故地时难以推想到的了。无论是为了扩大宏观视野还是为了深化内心情志，均表现为对外之方向性端正（认识论）及对内之动机学纯正（态度学）。具体来说，新阳明学首先在于促进学人对于学术思想实践大方向之反思以及对个人治学目的之内省。简言之，今日所谓实践阳明学，非指研究复述或崇拜其历史学术，乃指用其学其理“整顿”自己之身心；是朝向于内的，而非专注于外的。也正因其有此“内外发心”作用，才值得我们现代人提倡并向世界人文学界推广(仅限于人文学术和精神文化领域，而无关于广大科技工商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现代世界合法的竞争谋利者)。走笔至此，马上再次面对着最为现实的“困境”：当代国际人文学界的制度性的与个人性的“反对”！少有或干脆没有“同情者”，因为依靠现成职场制度追求生存与福利，已成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天经地义”！新的文明方向为：不再是职场为学术服务，而变成为学术为职场服务；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履行职场程序，而非思考客观真理问题。为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干脆先将“客观真理”一词“解构掉”，通过新虚无主义的“朦胧理论”，以方便于人文思想向职场制度和资本势力顺服，以方便于人文学者挂单于权威性的“学园寺庙”。
更具体的说，在当前国际学界等级制度一体化时代，在治学方向与方式全面地倾向于定式化、职业功利主义化倾向时代，从幼儿园起直到“功成名就”退休时的一整套的、一条链的机械化程序践行与贯彻，已然成为“学术工厂”国际标准化“商品”（学人，讲学与写作）生产的既定“图式与流程”。此一基本上由商业化价值追求目标决定的就业资格养成程序，与传统上追求客观（即摆脱商业化定向制约力）人文社会真理的科学探讨目标，大相庭径。结果，现代与古典的对峙，也就是职场商业化方向与学术思想的科学理性方向的对峙。所谓古今中外的对话，即是使上述四参量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以现代技术知识更新古典，以古典求真志向匡正现代。此一任务的有效客观发动力为何？新阳明学是也。即首先回归良知本心，从思想实践的“源头”重新做起，即重新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资源加以合理化的“重组”，重新配置，如此才可摆脱国际学界等级制度设定的“准封建式专业化区隔藩篱”和由其提供的各种功利主义诱惑。【朝向“何谓真正人”的古典伦理学观念，也是完全符合毕生轻视物欲享受而朝向纯粹精神追求的马克思人生观的。如果他没有此精神目标至上人格的一面，怎么会对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利科、雷蒙阿隆等当代法国非马克思主义派思想理论家也产生如此深刻的精神影响呢？阳明心学的另一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是：在人类全面趋于物质化及工具化异化的时代，有助于提升“人”之意义的新高度！此亦为马克思思想在新世纪所应继续蕴含的最深价值之一。】只有深刻的自我良知反省，才可能焕发出坚强的独立意志，首先达到不受国际学界等级制度体系的制约，不为商业化的国际学术权势所控制，才可能有勇气和智慧朝向于探求人类新精神文明前途的至高、至大、至远的问题。
9. 小结
新阳明学特别是指在对当代人类人文理论主流进行了批评反省后对中华传统仁学实践学的一种新“回归”。此“回归”概念不是指直接诉诸古典阳明学的理论与实践本身，而是指在对后者进行了现代化理性分析后所达至的阳明思想之潜在的深层次意涵，此即心学层次上的实践意志力。所以，在此存在有两个回归过程。一个是指对古典阳明学本身的显层（多重表达面）向其固有的深层（深层内容面：称之为“深层良知学”，或仍沿用旧名“阳明心学”）的回归（由中向中回归过程）。另一个是指我们现代学者从现代世界人文理论主流向中华传统的“深层良知学”（阳明心学）的回归（由西向中的回归过程）。前一回归的过程是一解释学的过程，也即设法将阳明思想内之伦理心学实质抽离出来，使其区分于其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实践路径，现代学者因此不至于将今日阳明学误解为在为古代帝王社会意识形态张本。后一回归过程则是另一解释学过程：在批评性地分解了现代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的系统，将其中的各种“有生理论力量”抽出，“为我所用”，从而摆脱了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主流依存的、准商业化的制度化藩篱。正是阳明心学足以激发学人心底深处之良知，并“勇于”摆脱国际学科既定材料对象和程序方法之拘束，而“敢于”重新为自身的学理探索勾勒创新方案。为此，当然就须对国际学术主流权威认定的对象和章法进行积极批评性的读解，更绝不可将国际市场化决定的什么“哈佛耶鲁斯坦福”之国际典范视为当然的人文科学标准。再重复一次：拥有国际科技工商医农之一流学术的机构，决不等于证明了其文史哲宗艺学术也自然成为一流（他们自己以及大多数人士绝对如此认知，但我确信此非合乎实际）。简言之，新阳明心学将使我们有见识、有决意地不以国际人文学术主流权威为抄袭模仿之典范。如果今日人们都以洋文、洋学历、洋等级、洋学问、洋头衔、洋关系、洋中介等等为人文理论家的进身之阶，这样的与时更新和与时俱进式的“国际接轨”，将从根本处瓦解中华精神文明之创造力元气。特别当新世纪学术全面商业化时代，此种接轨如果演变成通过权权合作以垄断学术方向和内容，以期客观上使得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机械地纳入国际统一学术系统，将从根本上瓦解中华精神思想创造的潜力。此一越来越显现出来的时代深刻的挑战，极其难以为一切在此百年来文科治学方式日益固定化中“被塑造成的”专家学者们所理解，他们普遍地将“知识”与“思想”等同，而复将知识与职业等同，从而纷纷以成为合格“职场匠人”自足，以获得学术等级社会内之接纳自傲（此与王阳明、朱熹时代诸贤者对俗儒以儒学奔功名的批评完全一致！）。这正是我几十年来在英文刊物著述中多次指出的，以至于在本文开头需要重复提出的“中西学术交流三原则”。但是，特别是在欧洲人文学界，他们有着喜爱“抱团”传统，如今热衷于建立学会、中心、文库、权威刊物和业界认定的“学术权威”，意图将该领域（此所谓“领域”实乃一顶人为形成和操弄的大帽子），用以“笼络、招徕”学者参与其组织，借以壮大其声势。但其真正重要的目的在于：在其控制的领域内形成固定的等级秩序网和权威学术评定集团，用以在该学派名目下形成学术垄断势力。本人对这些商业化时代的作风极其反感，故屡次在英文文章中强调：学术思想是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自由平等研习之，不可受到人为构建的“帮派”势力所垄断。特别是此类拉帮结派的作风往往将历史上已故大家的遗产视为本集团或本人才有“资格”加以实质上支配（国际承认）的“私有财产”。为此，当彼辈了解到本人提出的、对于一切历史学术权威作品均可客观、批评地进行再分析、再评估的立场时，自然招其反感和拒斥。对此类态度，本人简直相告：西方理论作品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不仅不可为已故作者本人所“垄断”，更其不应被后世各代“专家”所垄断。因为，人类文化传统多种多样，治学方式与角度，各有长短，彼辈所谓专家者，往往以己之长为唯一正确而排斥其他研究角度，并凭借于世界学术之商业化风潮，以商业化方式营造学术思想垄断态势，卒使人文学术成为并无真实思想生产力而仅为合乎权威制度规范规则的职业化工具。如此新世纪的国际人文科学生态，不仅大有违于中华仁学伦理学及阳明心学之求真信仰，也显然区别于上世纪初尚留存的西方人文学术的求真传统。
以上谈及的问题涉及世界人文学界方方面面，我们的探索与实践，却在更具知识专深性和学界主导性的国际人文科学体系内，遇到严重的阻碍，后者与当代国际符号学界面临的危机也直接相关。为什么这一事关全人类人文科学发展问题的讨论，反而会在开始现代化不久的中国学界更容易被理解呢？（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学术实践恢复短暂，因而尚难积极推行）固然作为象征性的“药方”之一的阳明学较易为中国学者接受，但更因为作为学术现代化后起之秀，正因其尚处于恢复、准备和营建阶段，国际人文学术制度化力势尚未在国内牢固建立（此一建立必定须通过与留学生们建立密切的“合作共赢”渠道加以实现，此亦非短期可为），因而学界读者内心留存有较多灵活思考空间。反之，当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文教制度严格确立后，学人的职场自利意识将牢牢地与既定职场程序和市场目标挂钩，任何与此功利主义朝向的学术系统不一致的“异端意见”将直接触犯学术集体之自利意识而顿遭排斥【所谓“直接”，即彼辈直感到这样的“异端之见”在直接“损害”着其毕生循序渐进辛苦得来的、可为之荣耀终生的权威（霸权）与等级（虚荣）地位！此可相当于古代之“科举出身”者和“不次拔擢”者间的等级差别意识。“名分”对于古代大多数儒生是多么重要！所以历代有识者均称之为“腐儒，俗儒”。这个名位制度的现代版和国际板，殊不知，正是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化提升的“痼疾”！】。此一拒斥异端的固化肌理之奥妙在于学人极难辨析的一个关键点：学术制度化僵化的稳固性，可受到国际主流学界一个“绝对优势”所护卫：此即专业化分工的日趋严格化（必反对跨学科方向）与专业定向学术中的技术性之不断精细化。简言之，国际人文主流学术维持其主导地位的第一战略即：用不断发展、积累、并由权威钦定的 “专业技术化”判准，来越来越全面地取代人类人文学术的“精神思想性”判准！（用技术性判准取代思想性判准！此即时代人文科学发展停滞之主要症状。）
【截稿于2019年11月10日。明日将为商品疯狂交流日，故提前一日发文以避市场化气氛之冲击。】
          【附录】    “再论新阳明学是新国学的伦理实践学基础”
【作者网刊注：作者为以下论文另拟此一引申标题，意在暗示本主题牵扯之现代深层含义。因海内外大多数国学家都是两岸四地大同小异的“国学-汉学科班”出身，其学路、思路、理路，自然与非科班出身的我本人不同，因而可能未必认同本人据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立场所表达的国学论述。海内外专业国学同仁对于本人论述国学课题方式虽颇多异同之见，但彼此之间有一“共识”似应成立。此即：我们的现代新国学宗旨，是希望其论述效力仅限于职场国学界呢，还是希望其学术效力所及越深广越好呢？诸位是否知道：所谓国学，汉学，在全体国际学界中并未进入主流领域，其国际交流仅只联系于国际边缘学科“汉学界”。换言之，对于国学，汉学或儒学，我们是应该期望其有能力“介入”“天下之学”呢，还是在全球化时代仅只满足于交流于 “国际汉学界”呢？如果是前者，当代国学理论家是否认识到，例如，仅只像海外新儒家那样将国学旧籍原本与西方哲学语言irrelevantly拼接在一起，这并非就意味着实现了“儒家哲学的现代理论化”。此一似真实伪的路数，却被另一种非学术性痼疾所掩护：百年来国学界形成的权威等级系统所支持的“以学求贵”的反仁学治学观之泛滥。两千年来我们的古代“真儒”无不抵制此种“以儒求利”的俗儒态度（如果古代儒家世界中都会处处滋生古代大师深贬的所谓“腐儒”，可证“单纯古籍运用者”并非就相当于真实学者）。今日，传统的“读书做官论”又与在现当代国际人文学界市场内定位的“以学求名”之共识相汇流，从而形成了双料的“功利主义治学观”。两岸四地国学，儒学，汉学，遂成为百年来学者比高比低的“竞技场”。我们提出的阳明学或“新阳明学”（“新”者，指进一步凝缩其思考中心域）正是针对此阻碍“以学求真”的“封建主义”和“市场主义”两大路障而提出的。之所以说此为人文学术领域内的“治学路障”，因百年来形成的“国学-汉学学术体”已然在职场专业内根深蒂固，促成了学人思维方式的定式化。“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专业学者们，或许难以辨析和体悟相关问题要义之所在。实则，唯有阳明学之“自我攻心之学”才有机会激发学者履践两千多年前的仁学“三省吾身”之古训。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在“态度层”上勇于不时“换挡思考”者，才会有自我真实“日日新”之机会。而对此一仁学要求来说，“路障”是什么呢？这就是个人与集团的“名利权”之宿疾。因果关系在此，“自我更新的路线图”亦在此。阳明心学就是激励学者“跳出名利轨辙”之学。甚望我等共勉之。以下文章原为提交会议的论文，自然不曾直接论述以上所谈诸端，言外之意，识者谅可意会之。2020-1-12】
· 19、阳明心学，浙东史学，孔孟仁学——试论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的现代意义
（2019年10 月崇义县第二届国际阳明文化会议论文原稿）         

【本人因故未曾实际与会，所提交的此文已收入《第二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论文汇编》，“中国明史学会”等大会筹备会编，中国崇义，2019年10月，刊于“汇编”第569-602页。】        

李幼蒸
论文摘要：
学界关于“浙东史学”、“浙东学术”、“浙东思想”等学术课题类别，均属“学术史研究”范畴，其研究均力求客观反映学术史上实际发生者之实情。本文在学界上述研究基础上，选择相应学术史上特定精神倾向，以“浙东历史思想形态”标名，意在呈现以四明王阳明-黄宗羲之“心-史思想系统”为基型、以广义浙东思想史为范围、并可与“现代历史理论”相沟通的如下学术实践特征：徵实角度（现实），仁义价值（伦理），良知动机（心志），积极实践（力行）。具有中华仁学伦理学特色的此一浙东“历史思想与史学理论精神”，几百年来流布于各有不同侧重、角度、风格与成就的、自宋至清的历史思想实践的长河中，并可对现代历史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未来发展，起到理论启示性作用。本文并特别指出阳明心学属于孔孟仁学思想大传统，彼此可相互支持与印证。
章节简目
（一）引论：古典人文学术与现代人文科学建设
（二） 阳明心学与主体伦理意识之强化
1） 阳明学的仁学还原论
2）理学与心学：仁学实践论的发展
（三）阳明心学是孔孟仁学实践学之组成部分
1）仁学与阳明学的实践理性：“ 一以贯之”论
2）阳明心学及其学理作用
3）阳明心学与仁学三达德
4） 阳明人格学与道德行为机制
（四）浙东历史思想传统的时代性
1）.阳明心学与宗羲史学
2）浙东历史思想形态
3）浙东历史思想与其仁学方向
4）浙东历史思想的现代意义
（五）小结
（一）引论：古典人文学术与现代人文科学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华文明史进入了五千年来崭新的新阶段，从此全方位地融入了全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进程，并将可能在新世纪的人类精神文明历史上发挥其空前重要的参与作用。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史必将介入“人类全史”上的两大区域：物质建设领域和精神建设领域。如果说，物质建设以之为根基的“数理化”学术，历史上主要是起源于西方文明体的话，那么精神建设以之为根基的“文史哲”学术，却同样也为中华文明史本身所固有。因为所谓五千年的中华精神文明史，在其进入现代化时期以前，正是以其灿烂的“文史哲宗艺”精神文化创造辉映于人类文明史全程中的。在前科学历史阶段，历史上的中华“文史哲”身份可概略地以具有广义的“文学性”加以刻画，所以中华文明古国素被称作“文学古国”，所谓“精神文明”也就主要体现于中华民族的广义“文学式文化”中。现代化以来，中华文明体的生命力极其突出地表现为勇于、善于与时更新，并在西方所创发的科技工商领域内，几十年来一跃而列于世界前茅，大幅完成了中华民族物质建设现代化的任务。在物质文化建设顺利发展之后，中华文明自然须继而思考其（原已有几千年优秀建树的）精神文化之现代化发展问题。对此，本人近年来曾提出一个相关人文学术认识论-实践论观念：中华历史上的“泛文学形态”（传统文史哲宗艺）应该在新世纪朝向“现代人文科学形态”转化（参见 文化季刊《龙》）。在相对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将此与西方思想史上的文学现象相比：西方小说文学至19世纪达至其历史上的最高峰，而自“文艺现代派”彻底改变了西方文艺发展形态以来，小说文化发生了激进蜕变。西方学者对此“突变现象”百年来提出了各种解释。按照本人的分析，我们不必止于“就事论事”地囿于其演变所历经的时间因果线索，而应看到：十九世纪作为“综合思想表现手段”的“夹议夹叙体写实体小说”，其观察、分析、表达社会、文化与生活的“知情意表现功能”，已然按其相应类别转化或提升入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了。换言之，文学式的“思惟方式”已然让位于科学式的“思维方式”了。因为人类进入了（不管你喜欢与否）科学时代，科学思维定式已然深切刻入现代人之大脑。科学意识与实践提升时代，也就是精神理性实践的深、细、广化演变时代。于是，同理，具有与时更新生命力的中华精神文明体，在其完成了物质文明现代化提升之后，必然也应开始平衡地筹划其精神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任务。泛文学形态的古典文史哲形态，也就自然地转化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形态。顺便指出，马克思思想自十九世纪产生后，延至二十世纪，一直也在欧洲学院派主导的“文史哲”领域内持续地维持其重要的学术思想影响力，其中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它在此自然科学博兴时代开创了“社会科学式”的新思想方式（因而与诸多欧洲乌托邦思想家们的“文学式思考方式”拉开了距离），并积极探求在资本主义所引生的商业化惟物质主义时代及其之后如何复兴未来社会中人类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问题。
今日我们在思考和涉及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时，当然应该在世界文明整体环境内，高瞻远瞩地思考中华新精神文化建设之前景。历史上“儒家”所说的“天下”，今日应该自然地理解为当今之“世界”。如果把古人所说的“天下”即按古人当时实指的地域文物场所加以直意的理解，即可谓不能“善读古书”。“善读”不是指“泥执旧义”，而是要根据古人精神之“字面义”（denotation），在适当变通其“语境”后，以适切地“引生”其在新时代的“蕴含义”（connotation），从而得以“辩证地”既保持住又发展出其思想精神之“永恒深层价值”，以期在新的历史环境内有效“激活其精神生命力”。如若不然，这些古代优秀思想遗产就会仅成为“呆滞文献”或蜕化为现代人之“雅玩”。于是，现代以来，特别是几十年来，当学界不断讨论如何复兴阳明学时，自然也应根据现代国内外的新历史文化环境，最大限度地考察和推演其与现代人类文化与学术理论的有效关联性，并在此现代化的理论视界内更确当地估量其在人类精神文化建设中未来可能具有的精神价值和学术功能。所以，无论是阳明学还是一般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都应该在此人类历史全新格局中，思考其参与现代化文化学术发展的意义性及可能性。正如本人在第一届崇义县研讨会论文中所说，阳明心学完全有可能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的革新发展起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与认识论方面的引导作用。因为今日世界人文科学主流充斥着非理性、非科学性的发展倾向，其原因之一正在于学者的治学动机，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已然全面地功利主义化、个人主义化，其学术实践目标遂严重地脱离了历史现实相关性和对科学真理的关注性。
本人在国内外几十年研究符号学和解释学后认识到，在当前数十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人文科学革新实践的“第一领域”应该是“广义史学”或“历史科学”（而不再是“哲学学科”，更加不会是“文学学科”，因为此二学科的直接“学术对象实体”是学人的主观“话语”[discourse]，而非历史、社会、文化之“现实”[reality]）。“历史”，可以说广义上与“人类时空存在”或“人类文化世界”同一范围，既包括“重要事件系列”，也包括“精神文化成果”，更包括“各种伦理思想”（体现于文史哲宗艺诸域）。这样的历史学术认识论似属不言而喻之通识，然而却并非今日国际人文学术主流及历史学术所采行者。对于国际史学职场内的专业人士来说，其研究对象，大多具体地针对于历史上完成的史学著作之“书写内容”。按照一种历史符号学认识论观点，我们不可仅将全体史学著作及档案文献视作史学研究对象之范围，却不考察“史学文献”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形成学关系和说明性关系”。我们应该始终将历史现实范畴和史学表现范畴之间的“关联性结构”，作为“史学认识论”之深层的“思考框架”，以期首先对相关文献的“历史现实相关性程度”有所认知。 “历史现实之存在”（历史实践之结果）和“历史再现之表述”（史学实践之结果）之间的多方面关联性之结构问题，今日在国际学界上仍然是相当复杂和含混的，因此作为史学成果的“史书与文献”并不能简单化地被看做是相关历史现实之有效“客观表现”。本人在2007年芬兰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大会发言中对于西方学界惯常采用的历史分期法（史前史，远古史，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以及当代史等）的视为当然的妥当性，提出了质疑，因为此一划分法仅只是按照史学内容的“时期相关性”来分期划界的，却忽略了实际史学“生产实践”本身的分期性，从而有将“史学制作结果”和“历史现实过程”混为一谈之虞。因为，不同时代的“史学制作机制和性能”非常不同，其相应史学产品的“历史似真度”也就非常不同。在革新的史学研究中，应该首先关注不同时代的“史学作品产生机制”（包括史料收集加工，史学撰述方式，史家知识结构，史学与政府的关系，一般文化思想状态，以及特别是，时代之自然、社会、人文诸科学的知识性水平）。（参见 李幼蒸（5），116-136 ）实际上，史学产生机制的历史演变，今日已是根本地改变着历史认识论水平的。时至今日，西方学界仍然喜欢沿用什么“史学之父”、“史学典范”、“史界权威”等概念，俨然把“历史科学”当做是对现有“史学著作”本身进行的专门研究。那么，按照历史符号学认识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史”应该指什么呢？现代人通常都把现代政治军事史当做现代史之核心，固然因此使现代史撰述易于实行，却大大缩小了“现代历史”包括的范围。在“中世纪史”、“罗马史”这类断代通史范畴意义上的“现代史”（如哪怕是一国之“二十世纪史”）已经难以组织了，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空前巨变，使得各个领域内的知识内容无限增扩，对于“现代通史”的内涵首先就难以定义了。（汤恩比等的世界通史巨著的可行性都是建筑于即使庞大仍属有限的古代史著史料积存上的）质言之， “现代历史内容和史学生产机制”发生了此前历史上不可想象的全面性变化。真正全面的现代史将涵括人类社会、文化、政军、科技工商、学术、媒体等一切领域。这些空前丰实的“史学制作条件”（如在各个领域跟踪、记录、存储、加工历史现实过程的物质性、技术性和学术性条件）已然使得人类对于历史现实的认知，在全面性、精细性、验证性程度上，百倍千倍地高于以往历史认知能力。
另外，此一学术事实的实际史学认识论启示，其实还不是相关于现代史学史问题的（首因此一事实相关于人类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全体，所以我们才说今日的第一人文学术领域是“历史科学”，而此现代史学范畴也已与十九世纪以前的几千年的“古典史学范畴”根本不同，或已发生了“质”的突变），而是相关于我们反省传统史学身份和性质问题的。现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新是一事，而作为其“对象”的人类几千年的各类历史文献之积存材料为另一事。二者的联接，也就成为“现代理论”和“古典文史”互动关系的研究课题。毋庸误解，我们强调关注现代理论之态度，根本不是要轻忽古典文献成就，反而应该说正是为了扩大增深我们对古典史学文献的认识以及更有效地在全新时代知识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古典文献。由于在思考的视野、框架、角度、层次上的革新，我们对于传统人文学术和历史的把握和处理必然也会相应提高。维护传统人文学术文献（将其视为学术文献，而非将其视为附庸风雅之文字性古玩）的学术价值（而非商业价值），正是生存于科技工商文明时代的今日文史学者的职责所在。特别是当我们面临着未来可能的机器人时代或准机器人时代将可能进一步瓦解传统人文历史价值之时。因为，人类“精神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实践领域，与科技工商物质建设的目标与领域不同，前者必定是建基于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学术史等广义历史文化资源上的。在科技工商势力空前控导着人类文明方向的时代，深化、丰富化人类存在的历史性意识和精神文明史意识，已成为防止未来准机器型“新人类群体”，可能为将被彻底技术化了的人类，创立一种“去历史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全面物化了的（马克思时代尚根本无从想象的）新人类的新生活世界。因此，历史意识，史学革新，历史反思，都是我们促进中华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中应该加以系统强化、深化的重大课题。今日对阳明学和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浙东精神史和史学史的研究思考，也应该从此全局性视野加以进一步反思和珍视。
（二） 阳明心学与主体伦理意识之强化
历史上阳明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于宋明理学或“历史新儒学”思想史脉络中。与一般儒学理学家不同，阳明学影响力可遍及历史现实中的文化、学术、政治的方方面面。就朱王异同辨析而言，首先应该意识到，两位儒学大师的学术生涯类别并不相同。朱熹是典型的“学者”，其学并成为元明清三朝统治者所偏好的儒教意识形态系统，具有孔孟以来的至尊地位。南宋统治者一度视其学为“异端”，而元明清统治者则发现其具有维护皇帝政权合理性与权威性的深刻功用，故反而均视其学为儒学之“正统”，直到更加诡谲的异族乾隆帝突然意识到“宋学”内仍含有鼓励个人积极思考的因素故改为采取偏于文字技术性研究的僵化“汉学”，作为其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促使汉族读书人之精神朝向思维技术化方向发展）。就中华古典学术理论思想史而言，经学已然成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固定法权规定和社会惯习，遂为学人普遍接受，并视为“社会性之自然”。但在理学传统中经学部分并未实在地成为学术思想中的“实际对象”。对于宋明理学家，经学是一套不可违抗的固定教条，其主要“思想对象”为孔孟思想。王阳明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儒学学者”，阳明学主要属于“伦理思想性”类别。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与功能是不同的，阳明心学思想核心不是直接建基于正统儒学史谱系中的，而是在理学思想和禅宗思想背景下，渐渐萌发于儒者自身之主体性觉识。几百年来围绕着两人特有的不同理学思想方式差异产生的论辩，其实并非仅缘于两人之间思想大方向上的不同，主要是源于两人的“儒学主业”类别的不同（一人为儒学系统重建的学者，另一人为仁学实践理论家；两人之为官生涯与事功多寡则不属本文考虑范围，因“儒家”多须“学而优则仕”，其职责行为源于儒教制度之规定），此外也相关于对同一儒学伦理学目标的“实践方式”之不同。为什么说“道问学方向”和“尊德性方向”并非是对新儒学或理学的认知立场上的不同呢？今日我们对于古人之间的所谓“理论论辩”大可不必泥执于其直意上表达的理由，而应透过其宣表的表面理由来探测其中实在的原因。简言之，朱王之辨的本质，虽然间接地涉及认识论原则但主要是实践论方面的差异性，此即：何种方式可更有效于“成真君子”。客观而言，作为中世纪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儒学学术性贡献自然大于阳明，但从现代人文科学（包括其哲学、史学理论、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角度来回顾此一公案时，就会在其中发现：貌似单简的阳明学却可能具有比朱学更为重要的现时代的学术实践功用。阳明心学，正由于其理论主题高度凝聚于心域，相对地隔离了儒学整体，故可在时空上与科别上，扩大到一切人文学术领域中的认知方向性与实践学层面上。与自然科学不同，欠缺精确对象和严格方法论的古今人文学术之实践内容，始终是密切相关于学者自身之人格构成的。腐儒、俗儒志在以学谋利，自然不在意什么方向方法上“正确与否”问题，而是出于自利动机而可实用主义地在学界投机取巧，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王阳明对于公私世情往往激烈抨击，如 “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揜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訐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猶谓之殉义，险以相倾而猶谓之疾恶，妒贤嫉能而猶以为公是非….。”（王阳明，80）按照儒学的教育学和一般宋明理学，尽管俗儒无处不在，“小人当朝”则无代无之；而古代“小人儒”亦无不饱读诗书，儒家们却会相信认真诵读儒学经典即足以感化读书人立志 “向善”，继而促其学术“向真”。阳明学则认为以学求知过程未必导致士人求善求真，如果学者在灵魂深处没有彻底的伦理性觉识的话（禅悟自然为其良知学所借鉴的方法论原型）。而除此学术认识论问题外，阳明心学的另一更加远离“博学论”的理学宗旨为：学人应以直接“改造内心”为目的，以达至摆脱一切功利之念的“心灵净化”为生存之目标。其良知学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认识论，更是一种仁者信仰观，故以实现“良知心体”为人生最高境界。（阳明学被讥为“逃禅”以此，因其学似乎最终“止于”心界，而非“止于”具良知者在外在生活实践中之“验实本身”。）质言之，阳明心学确立了一种去佛教宗旨又保存下佛家“信仰方式与践行力度”的儒家信仰学。虽然二者在思想目标上迥异（出世与入世），在各自的“发心阶段”彼此却颇为类似。王学后学进一步趋向禅儒一体化，岂非也是符合心学要旨的逻辑性发展？要点在于：尽管阳明抽象地以儒教儒学为前提和生活内容，但其相当独立性的“心学构建”事实上的确是“止于”（其实在 “关切”最终落实在） 信徒之“言说”本身。儒者均生存于儒教社会，其公私生活中之言行举止之合乎儒教规范，本来就是社会之自然要求，近乎于一种“外在生活常量”，故不必视之为特意“努力之结果”。此一事实遂有利于心学将其学之过程主要安置于内域，而非验证于外域。
孟学、陆学、王学三家心学一脉相承，三学之产生均与各自所处的艰困环境及时代危机之 反向激发相关。但孟、陆二学产生之危难环境为民族之共同遭遇，而王学产生之环境为其个人亲身经历逆境下之产物。其学其理是在身受严酷磨难中的自家“特产”（司马迁亦如是），其人“善之学”乃实实在在地产生于“恶之境”（龙场悟道）。杰出事功与讲学生涯虽可相互促动，但其“理论”不必被视为为其政军成就之“形成因”。即使其学同样强调学人应该充分履践其作为真儒家的心言行，而其心学的实际“最高目标”本身并非 “验收于”儒家道德实践目标上。即其内实践之良知养成术并非被心学家们运作于更有效地推动君子外实践之“手段功能”上，不如说反而是强调要以合乎规范的外实践行为作为其内实践目标（良知态形成）之实现手段。孟子政治伦理学的实践学次序是以心促行，其最终关切是在外实践中政治目标之实现，王学的实践学次序则是在内外实践互动外表下实行一种单向因果作用过程：外实践为手段，内实践为目的。此种隐在的内外实践互动关系中的因果单向性体现于、验实于同一过程中“手段项”与“目的项”间关切性的相对比较性。让我们再重复指出，儒者的合乎儒教规范的心言行表现，为历代读书人均须有的共同行为方式，多属儒教社会定式化文教与强制性社会惯习的结果。毋宁说，心学的本色则是要在儒学教育及其规范性言行举止之外，“额外增补”一种实现特殊“信仰心理”目标，此即良知态之建立。“良知”成为了心学派精神团体最终信仰实践所朝向的心理象征体。此一内实践中在位置与次序上的细微差异性，成为了阳明心学在明代心学学派中独具之特色，也是（辩证地）使其在现时代具有特殊学术性价值的“秘密所在”。此信仰团体的“崇拜对象”——良知，成为了信仰心理中的最高存在。良知具有的此种绝对性、至高性、真实性、主体性、切身性、内在性，使其本质上完成了相对于认识论与实践论的两大“搁置性”或“距离化”：一是导致皇权谱系意识在儒者内心弱化了其威权绝对性或思想垄断性，一是导致道、释、理诸学以各自超自然的无限神权与“必然逻辑”在个人内心降低了其教义的真理性，也就是（下意识地）松懈了由具特权的“学问”及“教义”等形成的精神压力，而转为朝向自身心内的“真理”（良知心体）。“良知”于是相当于一种“对自崇敬的”精神实体（天渊心体）。从伦理学角度看，良知学成为了一种强化主观能动性的伦理主体实践学。
所谓“解释学”其义为，在“古今中外”千百不同之文本组织方式间求其现代有效思想“互通”之道。其要点为：在读解古人话语时，如何一方面把握其当时之“实指义”，另一方面“适切地”扩解其当前之“引申义”。此因古今中外学人使用的相同词语或类同词语，在不同古今中外语境中之所指者多为异同相间，有同有异，相互叠加，欠缺明晰。此因作者各自存在的历史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因此如不变通读解方式，反而既会错解其当时之“真切实义”又会失去其今日之“合理转意”。如朱王之辨中所说的“学”，“理”，“用”等字词之所指，其实古今有异，其间之因果联系因而随之可大不相同的。如王学所说的“心理一体”与朱学所说的“即物求理”间的异同问题即是如此。按照王学立场，二者间确实有异（至少是体认次序之异），我们今日可据其所持之“异”，发现其异解中蕴含的现代新意；而按照朱学立场，其所侧重的“学和理”都超越了王学之伦理实践学范围，而有其专门的学术实践领域内的功用。虽然古时知识与思维之细密性较粗犷，知识深广度远逊于现代，而朱子作为儒学集大成者是显示了其在知识论方向上一定的进步眼光的，即非仅将“儒学”视为践行儒教社会行为规范之有效教养学工具，而是同时也朝向于客观的学术思想研究（此种学术性抱负孔孟时代尚无）。然而，在“客观研学”和“以学成德”二者之间，在儒教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中尚难清晰辨析，以至于王学并未重视儒学实应包含着这两个相对分离的部分。即同一朱子学实际上涵括着两个组成部分，王学批评的所谓“支离性”即为仅只将朱学视作“成君子”目标之手段。而另一方面，恰因王学本身的“知识论与伦理学”的相对分离性前提，反而在特定仁学立志学和动机论领域实现了其分离出来的“心域目标”：良知心理实体之凝集。其心之学是在客观上将“知识论维面”加以隔离后所形成的，因此他才将关注力凝聚于其心学目标并强化了其单向性实践力。（其心学系统中甚少包含客观“做学问”的目的。其“经学言论”部分可以说多为“服务于”其心学之实践。）由于其心学与其儒学学术学部分相对分隔，遂突出了其心志学方向的贯彻力度。结果，其学与儒学学术性部分的分离性，反而使其不至于在学术内容与宗旨上与其他学术形态发生冲突。同理，其心理经验性心学甚至于可与现代知识论中的“物学”（人文社会科学）相挂接，并在现代人文科学语境中促进学人正确治学观的养成。反之，朱学之儒学的“学术与理论”部分则必然要与现代人的科学理性知识发生冲突。于是，阳明学的时代性，一方面表现在其知识论层面上的开放性或“可外联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其于现时代提升人文学者求真意识与意志上的可行性。
不过，我们需要在此提醒，我们所说的阳明心学之现代性意义，是与我们所说的解释学方法论相关的。按此，现代研究应该进一步区分以下二者：阳明心学在古代环境与条件下实际产生过的“尊德性”效能为一事，此历史上实际实现过的效能之“真实机制”为另一事。因此，我们今日对阳明心学的正面评估，其理由并不完全相同于历史上心学家们的理由。我们之所以要在朱王异同论中评估阳明心学之恒定性意义，是为了“客观上”（古今一体）呈现二者在“实践学逻辑”上的次序差异性，以显示朱学之“道德论述”与“道德品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之不确。此一结论本身是具有跨时空的重要性的，即可从反方向质疑古今中外道德哲学家的理论之不实性（如康德理论）。而阳明心学之否定此因果关系的判断本身，以及其判断是根据其亲身验证之事实，遂具有了客观科学性价值。此一结论是我们今日从伦理学认识论与实践论上首先肯定阳明心学的理由所在。此一科学结论，当然并不同于阳明心学派为克服“道问学”差误性而发明的“良知启动术”之合理性问题。因此也要认识到阳明心学实践论本身仅只是历史经验性产物，难以（甚至于不可能、不必要）复行于今日。那么其现代意义何在呢？本人认为，其跨时空学术价值在于为我们现代研究留存了一批他们当初的确有效实践过的道德信仰激发术之“真实证词”，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客观研究人类伦理学价值观理性根据的特殊历史经验资料。
1） 阳明学的仁学还原论
因此，现代阳明学研究的重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知行合一”论中的心与行关系间的实践论问题，一是“致良知”论中“心志学”与“知识论”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目的在于：如何在现代知识论基础上充分吸收其心志学部分的问题？也即思考其古典心志学如何可用于现代人文科学的实践学问题。
我们现代人之所以须从伦理实践学角度重视王学，是因为传统儒学中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学术、道德、伦理等等因素的规定性不如现代严格，彼此既叠合又分离，以至于我们的认知对象难以明确化。如果我们用“道德范畴”侧重于表示学者客观上遵守的行为规范，用“伦理范畴”侧重于表示学者主观上的善恶是非意识，即使二者均为学者不同程度和比例上所共有，其思想行为之偏重性特点本身，即可产生不同的实践学方向性上有意义的差异性。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在儒教与儒学的历史环境内，阳明心学不仅表现出如上所述的一种伦理性内实践的专注性，而且其良知论的“良”字即“善”字，两词均相对抽离于儒学特定道德规范，而在字义学上直接上接于具有远为广扩性外延的“仁”字，从而表现出其在思想重心上朝向于孔孟仁学之回归性。按照本人提出的儒学范畴与仁学范畴的区分性（请参见李幼蒸（3），下卷   ），阳明心学在理学的仁学还原主义大方向上
 又进一步强化了此一“仁学还原论”倾向。此外，阳明心学的仁学还原论呈现出其实践学层次上的创造性发挥，从而丰富化了孟子心学的内涵。因此，阳明学比朱子学更明确地以其孔孟仁学中心论立场取代了汉代儒学以其经学为中心的儒教立场，尽管彼此兼涉对方，而在关注性方面大为不同。回归先秦人本主义的孔孟仁学，也即朝向仁学实践学主体性的回归，所以我们不妨描述说：朱子“四书学”是向孔孟仁学的“一次还原”，阳明“良知学”是向孔孟仁学的“二次还原”。朱王二人同为儒教思想史上的杰出理论家，其主张上的异同性主要是相关于同一仁学实践论中的实践次序与侧重点上的“区别性”，正如孟学和孔学的不同点也是其仁学实践学中的实践对象与切入点上的差异性一样，虽然在根本伦理学原则和方向上彼此完全一致（至于朱王二者的儒教基础性与禅学偏向性等复杂的构成性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宋明理学的仁学还原主义表现之一在于，他们均一致地断定在程朱之前、孟子之后无真孔学，其蕴含义岂非是：“秦汉以来社会与学术均根本不合仁学理念”！岂非是说：理学家们对所身处其内的儒教帝王专制社会制度之深刻不满？（我们可从理学家们痛陈“孟后无真儒”的话头把握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客观允许的范围内对儒教帝王社会的现实持深刻批评态度。）那么，王学相对地隔绝了儒学知识论（在其心学内部“搁置”了儒教经史学），此一“去学术化步骤”导致的其心学内容“虚空化”，也即使其外实践对象“虚空化”，而其内在良知体反可外延为在心理主体与外在虚位对象之间具有的一种实践学“态度关系”—— “知行合一”论。其儒学的知识论部分虽然呈现出时代的相对有效性，但此态度关系论则呈现了其一种跨时空的“绝对性”意涵（即其伦理实践态度型式具有的永恒性：动机层决定论），后者因此才有可能适用于今日的学术实践环境。古今知识与行为内容不同，“规矩不同”，但学者向真心态（良知）与其行为和知识方向的“态度关系”仍然相同。
2）理学与心学：仁学实践论的发展
然而我们的历史解释学在此仍须有所辨析。阳明的“致良知”学强调其“致”本身（“内行”，心内行为）的“身份”问题，似乎其中含有道德发生学的性质：“良知体”相当于某种“心物因果关系源”，它可自动产生正确之心言行效果。唐君毅说明道：“故致良知之工夫，亦非以另一心，去致良知，而实只是良知本体之自致，而自呈显，以为功夫。”（唐君毅，325）王学在其心学实践中“搁置”了儒学知识论部分，乃因不仅当时之“学”（经史）形态已然固化，而且儒学行为规范也相应趋于固定，即其所应行之“外实践”乃儒家自幼熟知惯行而无疑者，于是良知学的更深意可理解为：此等“及物之学”（行）是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物与学之内容和尺度均已知之，而相应心理动机部分呈自由态：即可誠可伪）？之所以有此问，乃因儒家共知，自古至今人情险诈，自私自利，其合乎道德之言行（不合者无需论列）者中多有动机不纯、目的污龊之读书人。因此，王学的对话体思考之中心，不在已知之外实践内容之“验实”方面（此可被视为定式之“自然存在”），而在主宰外实践方向之内实践之动机成分方面。结果，依孟子“求放心”之教，所谓“为学”者，遂被简化为朝向于内心之“复其良知”的修炼过程。（此过程本身有类似于佛学实践学特点，或者王学与禅学在内实践域所内具的“基本同构性”。）此即，通过师生对话方式的相互激励过程以达“致良知”（复其本心，促使其“知之意”具强行动力）的为学之目的。此可解释，为何阳明反复强调学者必应求师问友，相互切磋，此师生互动形式不仅相关于弟子如何认知心学之理，而且特别相关于如何激发弟子“良知体”之出现。质言之，“讲学”或“师生对话”情境，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促信”。“学”者，学致良知也，“及物之学”遂亦具体化为致良知的手段和验证其在心域（而非在“物域”）达成否之方法。所谓知行合一，知行一体，内知外行，均体现为“心体之实在性”（良知本体之“充实”与“明证”）。此一貌似兼顾动机与行为之断言，实际上含蕴着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次序与等级上的差异性：内重而外轻。“外”不仅为“内”之“充实、体践”的手段，而且外物虽千差万别却可归约为定式化的“理型”中（以理御物，以“理一”代表“万物”），从而在讨论中被“定格化”（搁置化）。阳明对话学艺术的主旨也就相应归约为“良知复萌”之一种心理技术学。良知为其（本）体，学行为其（实）用。因假定所施用之外物之理已知，师友间相互切磋场合（相互激荡之场所，晚明书院之日趋活跃以此），即讲演艺术导致讲者与受讲者对话群体内心志激荡之心理过程。而所讲之人所共知的“儒学内容”，不过是传达情志打动力艺术之语言手段而已。此一心学家讲学特点，在象山学行记录中尤为明显，甚至于达至纯以讲坛本身为生活之内容的程度。（参见陆九渊，501）
所谓知行合一，其知，首先指“心之行”，其“行”即为“心之知”，“（心）体”与“（行）用”无间，结果其学、行最初与最终都定于内心域，而非定于外行域，外实践者实际上被该派意会为不过是内实践之自然“效果”，反不予看重。因此致良知首重内域之行。阳明学因将心内之行为（act）与心外之行为“贯通”，所以今日可引起现象学者的特殊兴趣。
按此心学实践学的因果性认知（内行与外行间的因果关系），外行引生的外实践“效果”（社会、学术面等的道德性之落实问题）反不被特别关注。于是，所谓“天泉证道”之会，其目的并非为了求知识，而是为了励心志（自然须联接，因汉语的多义性，“求知”可理解为求“心体之自知”，“为学”可理解为“习得如何‘致良知’”），即其“讲学活动”实为实现“心之证”，非为实现“物之证”。后者属于“（物）用之阶”，前者方为“（心）体之阶”。心之体的形象性比喻先被抽象为性理，并体现为理则，此抽象而确定之理则，通过“万物映于一理”的象征性假定，遂可在良知对话过程中起到“代表”（无穷无尽）“物”一端（对象域）的功用，借以完成“心”一端之多主体间的良知互融感。后者实际上正是阳明学现象之真实目的：寻求同志间的“共感”与“集体心证”之实现。此一主观性的集体心态之追求当然也就无关于今日所说的“学术实践”，而是一种“心术实践”。因理学家们认为万千事物已通过理则“预知”之，孔颜乐处即可实行于同志间的心证讲会间。论语中的“吾与点”气象主题也被心学家特别推崇一事可说明为：心学最终归结于“内证”目的，其仁学还原论特点乃偏重于仁学之内实践部分（此与孟学同），但搁置了仁学的外实践部分（此与孟学不同）。“天泉证道”意象并非显示了孔孟仁学之“全”，而是显露了其仁学还原论之偏于仁学之“内学侧”，以至于将孟子心学人为地架接于颜子学之上。颜子与孟子实际上代表着仁学伦理实践学之两端。但我们也可将此事实解释为阳明心学对仁学实践学内容之发展（歪曲性发展？），即将孟学中的兼涉内外的“意志论”与偏于内实践的颜学中的“气象论”人为地予以结合（此非孔孟学实有的课题，甚至于与原始仁学意旨相反），以更有力地塑造一种“心境营造”象征术。结果将兼重内外实践的孔子仁学，通过人为地“强其内、弱其外”的认识论选择，以将原始仁学主题虚化为“吾与点气象”。但是，此一理学学派伦理学共有的“颜学偏向化”（特别是二程本人），被阳明心学从程学的人生观论域转移至实践论论域。在儒学史上，此一宋明性理学态度固然成为儒家假孔子之名逃避现实问题的一种诗学化借口，但从我们的“新阳明学研究”角度看，阳明学将此仁学还原论实践于心理学技术性层面（如何“实现”信仰与践行之合一），反而在另一跨时空文化领域（现代人文科学伦理学）呈现出其特有的一种伦理实践学肌理上的历史经验启示性。
阳明学通过其特有的细密察析能力能够为仁学伦理实践学分节出实行的等级次序，遂在仁学的框架内构拟了一个类宗教而非宗教的、更具可行性的信仰学实践体系（止于信仰心态之确立）。其隐在的佛学修炼技术学背景和其分解的仁学伦理学节目之结合所形成的此价值信仰学养成术，既保存了禅宗心学的心理实践技术学因素，又通过仁学还原论隔离了儒教经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介入，其所形成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方向的“信仰学”构成之单纯性，是使其得以和新时代人文科学结合的构成学原因之一。反之，朱学由于在儒教历史上担负着更全面的儒学重建任务，其囿于儒学和道学传统的知识论构架，使其反而难于与现代世界的学术文化直接对接。阳明学的心学固然同样形成于儒教和儒学环境内，但其具有的双还原性（其学构成上的仁学心志学中心观和儒学的“去经学中心化”倾向），不仅使其可灵活地外接于其他文化、思想、学术对象，而且在其哲学心学探索中历史性地突显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经验性心志学的存在。将认知经验性，现世伦理性，实践坚定性有机地结合于、凝聚于“窄小的”“心域”内，遂为后世精神文化提升与伦理学重建的任务提供了理性的人文科学实践论的历史经验根据。于是，阳明心学将仁学实践论凝缩入心理实践方向，有助于进一步突显并支持仁学伦理学的经验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本源。
（三）阳明心学是孔孟仁学实践学之组成部分
如果说程朱理学最终通过《四书》编撰学而与作为汉儒意识形态的《五经》系统在儒学系统认识论上做了轻重相对性的区分，从而体现了他们的思想中心越过汉儒经学中心论之独断性儒教阶段，而上溯至孔孟“仁学”的伦理思考阶段，那么阳明学可谓沿此方向又进一步强化了此一仁学溯源学之力度。原始仁学的本质是其属于一般人本主义伦理学大方向，汉儒经学却将其纳入本身系统技巧地使其成为为封建帝王制度服务的道德品质养成术。如前所述，道德品质的身份与伦理原则不同，它们仅是实行皇家既定价值规范的“信仰训练工具”。宋明理学家们，时代所限，当然未必对此有明确认知，他们是根据民族人本主义伦理观本能，对于封建时代文化学术中的轻重缓急因素关系进行了更符合孔孟仁学价值观标准的、内容与实践次序上的合理化调整。阳明学为什么特别强调其良知学应上溯至孟子？因为，在原始仁学系统中，《论语》与《孟子》各自担负的仁学节目重点有所不同。孔学为仁学伦理学提出了一般性的全面的（隐在性）理论系统（参见李幼蒸 （3）上卷），而孟学则在更具历史现实性环境内提出了其伦理实践学上更具可行性的基本原则。注意，孔孟思想之所以具有跨时代有效性，正源于其思想内容与历史现实的相对分离性，其内容中的历史人物与史地名称，不应视为历史现实的实在反映，而应视为仁学借其进行“表述”的一种修辞学手段。（今人凡是将《语孟》文本中的史地名称及其故事视为具有历史事实再现性质者，都是不适当的。顾颉刚先生对此亦不免有其偏误性）此种历史内容上的抽象性，是其义理不受具体历史内容限制而具有跨时空普适性的“符号学理据”。例如，《孟子》中有关具体人物故事的言论今日并非可视为准确史事，从而忽略了该书乃属一部伟大的伦理诗学，而非史学著述。（因此该书可如同西方《圣经》与《伊里亚特》等同样具文化精神伟大性，此与其话语含有多少史实记录无关。）因此，例如《孟子》与《传习录》之要旨乃在于根据人性经验做出的有关“仁心”确立与“寻复”的论断。这是一种有关人类伦理行为因果关系的经验人本主义论断（因此与一切基于玄思的宗教畅想不同），在其行为因果链的顶端即当事人“仁心”之存在与否，并据以提出了评判人类历史现实中善恶是非现象的人本主义伦理价值观标准。
就儒者在立身行事方面达至基本上言正心端效果而言，孔孟二书已足；对于介入学术文化活动者，辅以汉后陆续出现的经、史、文、论文本，亦足以丰富儒者个人的儒学认知与仁术修为，而世间仍然大量存在着腐儒俗儒一事，正可说明俗常人众间多数人私心极重，其中能成为合格君子者，孔子早言“好仁者稀”。如是，阳明良知学如何能够违背孔子论断而视其本人之心学有“救世之效”呢？（当然我们也可溯本穷源来质询《孟子》：“性本善”之根据为何？）阳明学在明代中期以后能够一度造成学界求“诚心”之学风并在不同的层面上维持着其持久性精神影响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全如其自身所解释者。不过，如前所述，其学理在儒道释时代能够在少数读书人间造成类似于道释信仰的“学界风习”为一事，此风习是否有助于改良世风为另一事。良知学的跨时代效用，当然不在于其改良世风方面，而在于因阳明话语特有的分析力与感染力而形成的一种在较高精神文化层次上的“信仰力之解释学模式”：即关于伦理实践学内部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一种新认知方式。后二者在前儒学学术时代的战国及以前，其合乎仁学义理的因素仅只潜存于孔孟文本的字里行间，而经阳明在伦理学实践维方向上予以分析解剖后，虽未必能在促动君子人养成效能上超出原始孔孟的自然激发力，但却能在孔孟文本网络中“凝聚并突显”了其中实践节目间的轻重缓急“逻辑线”。仁学之仁（价值与方向）与义（方法与路径）范畴乃关系于仁学伦理学全域的问题，其朴素性“心”之学乃泛指心性、心志与心术三者，而阳明将此“心（之）体”在实践学层面上刻画为“良知”，“良”者相通于宋代道学之“合天理性”，“知”者强调着此心体产生（“致”）的“意念”（内之行）具自动外显力（致）。“致良知”的综合效果当然兼涉内外，一为向内达至心之“良知态”（正念），一为向外达至行之“合天理”（= 符合现成儒家规范）。准确来说，所谓“良”者，实为具有仁学“三达德”品质之谓，而其实践学规定则止于心域或动机域，而其外射、外显自然假定为符合于现行人事道德规范（古代相当于仁学与儒学之心言行规定，现代可比拟于新时代法律道德规范）。二者之间的“因果性过渡”相关于“智维面”本身的外延（无论按古理还是按今理均如此）。后者（道德规范）随境而异，不具永恒性，而前者（良知或三达德）不随境而异，具永恒性。
如前所述，此种良知学对于派系之内少数同仁固有促动性作用，而对于后世其他文化历史环境内之学人也可发挥其一般“可理解性模式”功能，以及对认真追求真理学者产生跨时代伦理精神激发作用（通过按“解释学方式”研读传统经典）。因此阳明心学的跨时代可理解性与可应用性，也正（辩证地）源于其知识论的搁置性。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行规范均属已定，故易于在认识论上被“纳入括号”，不必实际进入良知学模型运作条件之内，于是这样的“对象域片面性假定”，今日反而使历史上已成为过去的儒教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意识形态”可被排除于良知学模式之外，从而不至于因存留着儒教意识形态因素而导致其难以与现代科学理性知识系统相互协适并存。
1）仁学与阳明学的实践理性：“ 一以贯之”论
阳明学将知行合一论等同于孔子的“一以贯之”论，可谓对原始仁学的另一重要引申及运作上的“转型”。格言句形式的孔子话语中甚少直接谈及心学，而是通过言行举止的外在行为规范来表达其仁学之“原始心学”（心志学）与“原始理学”（义理学）之存在。这是由于从战国春秋到汉魏宋明的演变过程中，士人的抽象思维程度和知识积累程度代有不同之故，孔子时代根本尚无如后世理学时代那样的“理论化兴趣”和知识性准备（熊十力等今人对此显著事实却不能辨析，以为各代读书人的思维形态都是一样的，又误以为“思维理论化”就是语言抽象化。）孔子的“一以贯之”所谈者相关于其心言行一致性及外在行为风格一体性，却并非对其“根据”问题有所论列。阳明则将其良知体（孟子的“集义体”）称之为“一”，以将其描述为仁者心言行一贯之根源。君子为求心言行之合乎仁学标准的一贯性，须持其心志之纯一性。良知体遂成为一切内外行为之总发源处。阳明学的一以贯之新解，可谓丰富了《论语》中该格言之意涵，即凸显了仁学实践学的一种纵向发生学层面。本人在相关研究中曾指出，貌似散乱的“论语”数百句格言或指令句，其实隐在地构成着一个相当完善的伦理实践学整体系统。“一以贯之”的直意，可表述为一切心言行的方向与标准的一贯性，也就是特指诸指令句之间具一种横向关联性和互补性（参见李幼蒸（4）上卷 ）；孔子是在对外实践中这些指令句的过程中贯彻其伦理系统中所固有的一致性的，所显示者则为，在仁学横向静态结构关系中将统一价值观和方法论予以普遍而一致的贯彻。而“知行合一”论则将表达仁学的文本思想系统的一致性、一贯性特点，同时解释为为“在心与物发生学关系上的一贯性”，此即：外在的“及物求理”被解释为内在的良知天理之“外发”（或干脆是“内外合一”），而逻辑上内者成为外者的产生性“根源”（天渊）。“一以贯之”即直意地以心之“一”对万物万事予以“贯穿”之谓（类似于佛家的事殊理一，而阳明学之“心一”与“理一”同义）。良知学遂呈现为一种动态的纵向心物产生关系的因果性存在，也就突显了仁学实践学的一种纵向动态性。（参见王阳明，49-51）然而，归根结底。阳明学为中华仁学历史实践谱系的组成部分，因其所创发者完全实行于孔孟固有体系之内（既非“汉学”[经学及其意识形态] 之内，也非“宋学”中的道学系统 [形上学] 之内）。调和朱王的刘宗周言，“心无死地，则曰贯。无所不贯，则曰一以贯之，非以一贯万也。一以贯之，还他天地自然本色。”（黄宗羲，1593）此一以“客观主义理学”解释“贯”为“天理贯通万物”意，宗周对阳明心学“贯”义之批评，相当于“误解”了孔子原意。按阳明之意，所贯者自为天理，但贯之者吾心也。天理即儒家公认内外理则，可以善字概之。按孟子“性本善”，心本体即善，故可致良知。因此阳明说天理之善与心体之善同一。此种推理现代自然不取，但可说明阳明心学本身之主观主义理路。之所以说在此问题上正是阳明心学和孔孟仁学实践学的立场一致，而道学派的解释反而不正确，乃因忽略了阳明心学与孔孟实践学均坚持者为仁学实践的主体能动性（人能弘道）。无论是汉儒迷信主义型的“天人合一论”（灾异论与谶纬学）还是两宋开辟的客观天道决定论，均抛弃了仁学伦理学之本质：在智仁勇框架内的主体意志决定论。
不过，如前所述，自幼熟读程朱学的阳明后来在伦理实践学层面上的（二次）“孔孟还原论”，当然也是在程朱陆等（一次）“孔孟还原论”基础上完成的。朱子完成的“四书学”体系建构，蕴含着对秦汉时代形成的“五经系统”绝对权威性的相对弱化的一种解释学作用（参见李幼蒸（3）上卷），随之为后世在理论上确定了（表达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的）“孔孟文本”之准正统地位。然而其道学建设部分所形成的性理天道论，又构成了另一易于成为新教条主义形态基础的土壤，以至于其后陆续成为了元明清三朝御用意识形态教化学范本。阳明学和程朱学都是反对汉学中心论的，在此意义上二者都有属于“宋明理学范畴”的一面；而明代良知学则又进而发展了“抵制”宋学引生的另一客观化的“准宗教性的意识形态理论”（道学形上学）的潮流（在此，王学对朱学的批评也体现了一种“去理论化思维的立场”）。按照程朱学，儒学系统不仅因经学意识形态具有其历史上具准客观性格的王权权势统系之基础，更有其具客观规律性的天之道主宰的宇宙权势逻辑性系统之基础。某种意义上，明代心学传统与宋学道学系统的认识论对立（反映在其各自对“天”、“理”、“道”诸字的不同意素侧重上，虽然他们都使用同一批字词），起到了从封建社会史上这两大客观性绝对权势系统中“解放”的作用。其思想史上的效果是，进一步（与两宋理学家相比）强化了伦理实践主体性意识。按照朱学，其道学或天理学是内通于人之性理学的，后者具有其人本主义因素一面。后者更因有《语孟》经典之依托而同样含有“尊德性”倾向。但其后之三朝统治者均从儒教意识形态方法论更新角度，在理论话语的用法上突出了性理学对王权学与天道学的依附性，有如汉儒将孔孟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挂靠至帝王权势谱系（主要通过《书经》与《春秋》）之准客观性规律上一样。
2）阳明心学及其学理作用
良知学因其“简易”而特别有效于儒者间的情志感染作用（有如佛学中的禅宗因其简易性而易于强化信仰传播效果一样。我们要知道，历史上任何“集体性信仰”之形成都是一种社会心理力学之效果，所谓相关的理论与逻辑，大多仅只是强化信仰力的修辞学装饰品），主因排除了宋代道学的形上学理论化的复杂性。当然，大众所不耐的形上学话语也同样与现代科学思想抵触，而良知学话语凝聚于经验主义的心域，故易于与现代思想“相容”或“并存”，此为阳明学于现代化今日有其复兴新机的认识论原因之一。此外，现代化以来不仅绝大多数地区的“政教关系”均已分离，世界俗世化程度日益加深，“学教关系”更属必然相互分离。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理性倾向的增强，古代宗教和类宗教在学界引生的道德信仰则大幅减弱，人文学理界中学人之学术品质特别与其人之人格结构相关联，在社会普遍信仰缺失的环境下，人文学者最易受到商业化风气的诱惑而发生治学观上的偏差。在此情况下，无宗教教条束缚却又分享有类似宗教“起信学”潜力的阳明历史心学，遂显示了其特殊的时代性学术伦理学效力。此种特点使其不同于包括朱学在内的国内外各种学院伦理学系统的取信力。阳明学的学术时代性价值当然远非限于此类实用性方面，而是在伦理学认识论和实践学层面（经过适当的语义学转化）也呈现了重要的学理启示性。因为其所根据的孔孟仁学（可以断言，如无孔孟文本传承即无良知学存立之可能）以及良知学在仁学实践学领域内的发挥，都是根据于经验人本主义立场的。此一立场，由于以庞大人类历史经验为根基，故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匹配。而良知学的现代解释学的意义，必须与孔孟仁学“合读”，并保持在传统中华文史文化语境内，才能获得有充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之充分体认和应用，所以绝对不能按照“现代读禅法”孤立地加以推崇。
对于近现代国人以及东亚人士来说，孟学作为仁学系统中的政治伦理实践学具有的吸引力，使其可成为人们不分立场而共同采用的历史意志论思想渊薮；与之相比，其构成更为单纯的王学，对于近现代人所起的意志激励作用可谓更具普遍性，不仅如前述，王学理论话语中排除了宗教思想和儒教意识形态因素，而且还排除了孟学话语具有的专门政治历史背景，其凝聚于经验心理领域内的伦理实践学，使其更便于为各个领域、各种立场人士所采行和遵循。阳明心学首先在学术界以外的近现代政军界，常常被视为一部励志手册，近现代日本、韩国和中国不少政治家均喜附庸阳明心学话头，意图深化其政治实践中心言行之表现性和感染性强度。此一现象与本文所论关系不大，兹从略。近几十年来，除国外汉学外，具有研读中国文献条件的少数国际现象学家们（特别是瑞士现象学家耿宁先生），对于胡塞尔心学与唯识论和阳明心学的比较研究渐渐获得学界关注。（参见耿宁书）三种研究的对象域都是“心域”，反而因此与现代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关注点拉开了距离。唯识论涉及佛学的“宗教意识形态”，因其神话学背景而在根源上与现象学旨趣根本不同，而其有关心理结构的直观性理论分析，早为现代心理科学和现象学所超越，本文不予讨论。现象学与阳明学的可能对话联系，并非表现在思维理路上（胡塞尔的心理科学与逻辑科学的知识论背景，当然与大为单简的、经验直观性的阳明心学实践论，在学科划分上不属同类），而是表现在共同运作于广义经验心理域内（均无形上学和宗教学成分的介入）以及均指向伦理实践学问题。虽然胡塞尔的“逻辑主义心学”与其彻底改造人类伦理学的志向密切相关，但终其一生他尚无余力创造性地致力于此伦理学基础问题。不过，正是其潜在的伦理逻辑性心学的思考方向与阳明的伦理直观性心学的思考方向，均奠基于人类共同具有的“心域”和人类共同面对的人际公平正义问题，因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在此共同的心理世界，胡学的心理逻辑性经验与王学的心理意志性经验，均可成为人们在新世纪构建新伦理科学的相关参考根据。阳明心学表现出的意志心理学分析倾向，可以通过其对“知行合一”的特殊解释来把握。此一原则非如世人简单化地理解作“言行一致，重言诺，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等等，固然其学理中含有此类常识性意思。其心学之深意，如前所述，乃在于一种伦理认识论上的发明：如果“知”即意，那么就有“意即行，行即意”的断言。有知就有意念，此意念之虚实真伪虽可验证于外之行，但按照阳明学，“外行”之真实性即已实现于、体现于、叠合于由“意”表示的“内之行”的真实性上。阳明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6 ）；又云“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同上，42）因此与以下俗常认知相反：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知与行二者可分离，二者成先与后的因果关系。阳明认为，“‘意’即行”的进一步解释则是：心理上之“意”即为一种“行”，此“内行”与其“外显”因而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者。如此的体认法可进而坚固主体践行的绝对性力度。也由于这样的“准现象学认知”，心域内部的实践学遂加倍受到重视，此也可所谓“心之学”的现代复兴的理由之一。阳明心学的复兴因而并非完全出于理论性思辨兴趣，而是也因为它具有着伦理实践学上的特殊实效性：阳明学以为，在此体认（心证）下，为了强化儒者和士人仁学践行的有效性，溯本穷源，应该直攻心田本身（求放心），使心田之“耕耘”（“善”之“意”的实行结果即良知）成为性理学的核心部门。如前所述，我们在阅读阳明与师友的大量书信对话时可见，在其相互切磋的对话过程中，实际上其“最终关切者”，并非止于学者或信徒之实际操行问题之落实或各种外实践的实行计划之效果，而是学人内心之“信仰意志力实态之成熟丰满度”。阳明学认为：有此内在良知，外在行为必然良善。可以说，此种直意上的“知行合一观”，其实仍然相合于孟子的“性本善论”！此种心学“因果关系逻辑性”，在现代学理上当然不再成立。如前所述，阳明心学当时的“实效性”与其自称的“理据性”不是一回事，其一时的有效性和后来的流传性，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和后来东林复社等士人的“儒学实践”朝向于社会政治外界不同，阳明学师生之直接“志向”是朝向于品德内界的。而内界良知心态之养成与否，也基本上“验证于”、“体践于”彼此“对话式相互表达话语”之本身。（试看，阳明全书中之语录书信之“对话内容”，均实行于、验证于彼此的“话语本身”上，而多非直接相关于信徒之社会性实践评价。）换言之，阳明心学实际验证于（满足于）师生共同形成的对话场内展开之思想感悟之心理效果。
关于阳明心学的运作机制，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下。此一将伦理实践学停留于心迹之言语表现的风气，自然可同构于禅师与禅友之间的“象征主义式的语言艺术感染术”。但是，另一方面，阳明力申其学不同于禅学而是服务于儒教社会的，其 “良知”概念自然应该是根基于仁学基础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并非是一种独立的信仰起信术。我们在此即须对阳明狭义良知学学说本身的社会性效用补充一项不同于禅宗的学理背景解释。所谓良知学的“简易性”并非如其所言有其独立发挥的神秘感染力。可以确信，一切王学信奉者，如无现当代一般儒学修养是不可能有效参与良知学对话场内的“话语艺术实践”的。一般儒学知识和修养已然成为参加良知学对话师生团契的潜在实践学“前提”，“良知”概念不过是起着整体仁学实践学内之一种“指号”（index）作用，也就是作为在实践学层次上仁学实践之“提领词”，用以方便践行者加速（因简易）完成其仁学实践节目之全程。因此良知或致良知的作用性是密切相关于践行者之一般仁学修养的，绝非不需学问之准备即可行之。（如佛教之不停“念佛号”宣传那样）王学与朱学的差异性因此主要表现在儒者践行中信仰形成的心理活动的技术性方面。虽然如此，按照我们的分类法，“仁学”（主侧重于价值观原则和动机层行为）和“儒学”（主侧重政治与学术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作为阳明学的认识论前提和实践论规范，在其实际介入、运用、侧重方面的选择性“取舍策略”，使其学理之宗旨与儒学的实质的关系并非如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具逻辑关联性。不如说，儒学在阳明心学的系统内主要起着一种象征工具性提示作用。儒学儒教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规范，自然是阳明学派之生存环境和道德标准，各派学人无不自动当然地如是规范自身，并非是经过特殊学理认知后进行自由选择的效果。此即其外实践行为方式与规范的自然合乎儒教规矩性，并不是其良知学或知行合一学之实践学结果，二者之间毋宁是平行共存关系。其所声称的良知学的外实践成果，其“原因”其实是来自前述儒教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作用”，而非来自其学理推演（其他理学家亦然）。不过，这类儒教、儒学社会与思想之历史现实，在阳明学的心学运作中可起着一种“虚位的”象征性对象域参与主体实践的“准对象维”作用。
3）阳明心学与仁学三达德
虽然良知学的实践学是以儒学（秦后王权系统内行为规范教义系统）和仁学（先秦孔孟人际伦理规范与践行手册）为前提的，但在其简化了的、“符号语用学似的”良知学操作法中，是排除了儒教意识形态的和理学形上学的因素介入的，而是将孔孟精神“凝缩为”或“集中于”仁学伦理意志力启动艺术过程中。良知心体即为“仁”之“代表”，而“仁学”之实践学核心为三者缺一不可之“智仁勇结构”，后者体现于心内知情意三区，涵括价值观（仁）、“知识论”（智）及意志力（勇）三维面。但其要义在于三维间在实践中的永恒一致性或协适性（一以贯之的“准结构主义原则”）。良知体因而必然成为智仁勇三者协同迸发并协同贯彻于外实践的理学渊薮。前理论化时代形成的孔孟仁学，是纯然人本主义的，即经验理性主义直观人性论的；宋明理学的“天理”概念中所用的“天”字意，历史上可游移于“天道”和“天然”之间，按照孔孟的用法自然是指后者，而王学比朱学在对天、道、理诸字的理会上更加贴近了孔孟的用法。对于“天”及“道”的意思之确解，不应泥执于古人不同时期在使用“天”字时的“比喻法修辞术”，而应考察在特定语境中其赋予字词概念的具体作用。古人对“天”字的混乱用法不谈，现代海外新儒家因坚持用传统语言论传统对象，故同样受困于汉字多义性，以至于可错解古人文意。如牟宗三云“孔子所说的‘天’、‘天命’或‘’天道，当然是承《诗书》中的帝、天、天命而来。此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超越意识，是一老传统。”（牟宗三，21）仅从此一段断语即可知其论学方式之痼疾所在
。顺便指出，他们竟然根本未曾研读过同时期的《古史辨》之类书籍。一涉古人抽象字词即致随意衍伸，卒至可曲解《论语》意涵。（参见李幼蒸（1）（3））
如前所述，一个明确的标准相关于“天”或“道”概念之作用，一者它们是否具有左右人事的势力，二者是否存在“天人互动机制”？（今人把较合理性的“天人合一”观中的“天”解释为“（大）自然”也是不妥的。“大自然”是含义单一明确的，传统话语中的“天”则随时代不同含有不同的综合性意素，兼涉主客观方面。）秦汉以来的“天人之际”属于明显违反孔孟人本主义认识论的概念，孔子的“人能弘道”即明确否定了存有人世之外的决定人间命运的“客观决定性机制”的存在，否则就不存在所谓仁学，人之学。而仁学者，即指人间伦理性义理仅存在于经验性的“人性内与人际间”。而在人际间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其实施纯然根基于个体之人性。由孔孟提出、由朱王反复强调的“立志学”，即表明伦理实践的可行性基于个体之自主觉识力与意志力，此即已由智仁勇三要素规定的“仁者心志”（即良知）之实行与实现。良知体必含的智仁勇三要素，仅只指动机层面上的“基本心志倾向（或潜质）”，并非相当于与三者对应的具体社会文化内容，后者与主体身处的客观环境相关，而可有各种形式的变异。而随着主体自身天然素质的差异性，其智仁勇倾向的“成色”、“程度”、“相关度”也不尽相同。我们称阳明良知学具有所谓“实践学义理虚空化”倾向（相当于在其实践过程中相对隔离了有关政治、社会、学术、意识形态、理论等诸多具体历史内容与客观条件的涉入，“虚空”者，将社会文化外实践的内容予以“搁置”，即将其排除于实践过程之外）恰可呈现“智仁勇良知体”本身的最基本形态（存在于心内动机层）。正是此种挂靠在孔孟智仁勇“三达德”上的“良知指号”，使其含有了最为开放的“外实践可结合性”。而此良知学的“简易性”因含有其固有的仁学基础，或因其仅相当于作为仁学或其三达德的“简称”，因而不嫌其（在社会文化内容上）简易。同样的，前已指出，对于不知仁学为何物的局外人来说，良知学对其却是没有影响力的。
4） 阳明人格学与道德行为机制
当然，对于众多学者读者而言，王阳明的传奇生涯也是使其思想产生精神感召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如历史上的千百杰出人士可产生的人格感召力一样。但此种人格感召力与其学具有的现代理论价值无关。历史人物的感召力包括言行两方面，言传身教互为表里，近几百年历史上最具此人格感召力者可举王阳明与曾国藩两人，世人皆因其事功超绝而加强了对两人言论之关注，《传习录》与《家书》遂亦成为读书人之励志经典。就事功论，阳明不可与国藩相提并论，因阳明事功止于局部平乱，国藩事功则导致延长了一国之生命。然而两人同为事功上大为有成之典型。历史上具伟大人格而其事功归于失败者，则可举文天祥与黄宗羲为例；阳明、国藩之“文章”与其事功间相得益彰，相互辉映；而天祥、宗羲因其事功上归于失败反有助于其诗文思想本身含蕴的伦理精神伟大性之呈现。按照中华文明特有之传统伦理价值观，历史人物之伟大首因其道德人格及参与事业之道德性，而非如西方历史传统上那样单据外部成功规模以形成“英雄崇拜”，此一世界上少有的重伦理性的民族价值观，可以肯定说直接来自孔孟原始仁学。而黄宗羲等明末清初一代志士之养成，无不受到过阳明仁学精神之感召。表面上看，良知学与事功学间并非真具有因果关系，历史上建功立业人士何止千千万万，其中大多并无特异思想生活，之所以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其道德品质多积成于环境与文化之自然熏陶（如来自古时“不忘故主之数百年恩德！”等儒教习俗）。在考察阳明学对现代人文学术发展的意义时，我们在关注其学思与行事的关联性时，并非从现代社会道德教育角度予以思考，而是要从其学行关系中直观地省察伦理实践学本身具有的特殊学术伦理实践学效能：即由其人格与行迹反观其学其理的“伦理性相关面”之运作方式。道问学与尊德性的此一段古代儒学公案，因此在现时代学术环境内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价值信仰激动力：就人本主义实践学认识论而言，为什么说“尊德性”会比“道问学”更重要呢？尽管朱王之辨论题中，历史上儒学学术之“宗主”仍非朱熹莫属，因为王阳明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研学学者”，但就伦理实践学而言，王学的现代学理相关性却要明显超越朱学。这样，我们才可说明为什么说牟宗三先生在其《心体与性体》中扬朱抑王之不当，因为海外新儒家们本其于三十年代形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模式”崇拜，而企图在中国思想史上寻觅具有“形而上学逻辑性”思考方向的传统哲学类似物（参见牟宗三，38，50，57，124-125），遂将两宋道学视作可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媲美的道德哲学基础。殊不知二十世纪科学时代以来，无论是康德式还是黑格尔式的形上学和本体论的道德基础论，均受到广泛批评而失去其伦理科学的时代有效性。现代伦理学是否相当于所谓道德哲学？此道德哲学是否即以某种形而上学为逻辑理性之根基？这样的古典道德哲学认识论，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前景全面展开后已难视为当然之理。特别是在现代化革新发展最速的历史科学领域内。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学科”已然取代了“历史哲学学科”（将史学类思考归结为哲学类思考实属中世纪教条主义之余绪）的地位。现代各类科学表明，人之道德信仰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绝非在认知上与实践上根基于某种学术性与逻辑性之理论化感动。道德学家以为通过深刻研学和领悟逻辑道理即可使自身达至高尚道德境地，其实此观点多属迂腐之论。至于北宋理论家们在佛学理论和道教理论激发下，意图为儒家伦理学建立更具其“象征性形上学”的（理论化）基础，因其与汉儒经学一贯忽略理论建设的方向相反，故亦属于儒学史上的前进与发展。但是朝向理性方向的意图和尝试的正面性倾向为一事，其古代努力之朝向理论化的学术发展成效之过时性为另一事。在此抛开伦理学本身的义理要求不谈，仅从儒学道德实践论的效力看，无论宋代道学还是明代心学，其所期待和宣布的思想理论“效力”，多属各派系团体内的一种“抱团取暖”现象，书院“结社与会讲”之目的并非真在于促进学术求知，而是在于相互滋养情志和营建精神势力，其中虽不无儒教社会中的集体功利动机之驱使，但自然也表现出儒者中伦理性实践主体能动性之强化。所谓思想效果不过是同仁团体内之信仰心态形成场内的一种群体精神互励效应，但其积极历史文化效用是显然可见的。（参见谢国祯（1））
不过，从现代学理角度看，所谓朱王思想对立现象（作为在儒学思想史上之大事）的确蕴含着一种普遍性的伦理认识论深意：朱学，最终以其天道学的“客观性”取代了汉学文献学的“客观性”，成为了儒教社会集体性方向的道德意识形态系统，而王学在其理论上（而非在其行事上，如后来的东林复社士人般）则以其良知学的“主观性”提升了体意识形态环境内之“个人主义式的独立主体性。不过，即使是认识论上重客观性根源的朱学或一般宋理学，其朝向理论化思考的发明（天道学和性理学），已然从重天势决定论（谶纬与易经）和皇权谱系说（“书经”）的儒学，朝向诉诸儒者主体理性理解力和能动性的儒学，从而可以说在认识论上完成了“一次主体化”转向。而良知学在宋理学认识论基础上又进而将其伦理认识论和实践论集中于个人之独立心域，从而完成了“二次主体化”转向。但相对而言，朱学坚持其“天道与王权的伦理义理决定论”，故维持着其客观决定论观点，王学通过“理心一体论”而使伦理义理决定论根基于个人性良知（如批评湛甘泉之“天理”求之于外，自家之“心理”说为求之于内），因此维持着其主观性立场。朱学的客观性理论化思维倾向与其重视理论话语含有的普遍性（= 客观性）教养效力有关。按此，主体的主观性伦理实践与其读解客观的理论话语之间应存在积极因果关系，即主体践行力可导自主体的知识理论上的悟解效果。此种主体践行力与学理感染力的关联性实为中西一切“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之共同原则，但睽诸历史现实，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完全因人而异且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正是本此经验观察，失去了对于“明理即践行”的信任，阳明学才悟识到伦理践行力只能来自主体之觉识力与意志力本身。虽然验于实际并非如此，但王学的认识论-实践论的恒定性启示力在于，其学理思路本身客观上揭示了伦理学中有关认识论和实践论固有逻辑性程序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焦点”，即认知与践行间的复合过程中此一普在焦点之实证性“场所”即 为“良知体”，后者真实地、实在地决定着“践行完成”之心理基础。此一心理内在的决定性机制可证明伦理实践学不可能实现于任何“理论逻辑性本身”。这样，阳明学派的历史上的聚众效力为一事（具有其历史文化的偶然性原因），阳明学展现的伦理学机制之“实证位置”的认识论实在性为另一事。此一认识论-实践论之发现的学理价值遂具有其普适的科学化理性倾向。概括而言，朱学心学（敬学，静学，制欲等都是心学节目）与王学心学的区别表现在伦理实践学的实施节目之次序性差别上。良知可体现于具有内在践行贯穿力的善意念上。朱学的客观性是指：其主体心志“最终”朝向于、基础于主体之外的天理系统与帝势系统（以外摄内）。而王学的主观性是指：其主体心志“最终”朝向于、基础于主体之内的“心之理”（以内摄外）。
（四）浙东历史思想传统的时代性
1）.阳明心学与宗羲史学
从一般中国思想史来看，王学的伦理学认识论表现出一种（从儒教儒学意识形态教条中解放的）“思想自由态势”：在儒教范围内（非如道释思想等在儒教范围外）形成了一种主体伦理实践信仰学系统，从而在传统儒学的内学领域中极大地高扬了个人主体性的自由意志，因而在其实践学上更为靠近原始孔孟仁学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这样的主体性精神意志力的风气显然对其后明代士人的各种“个体独立性风习”的形成，起到了一种有力的精神引导作用。到了东林、复社、几社时代，我们于是看到另外一种极具戏剧性张力的社会思潮：在批评性反思王学后学之空疏后，仍然牢靠地坚守着王学高扬主体独立意志力的“新儒学”精神品质。此一围绕着阳明心学形成的张力关系（既批评之又继承之），在明代儒者遭遇历史巨变后，遂成为明末清初历史思想认识论革新意识产生之精神根源。（参见《东林书院志》）士人道德践行力（在实践论层面上）的主动性与学人革新史学求真力（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主动性，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大变局下，共同汇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风气，并沉淀入浙东历史思想传统内，其中强化的伦理主体性趋向，在支撑个体物质性生存的国家组织被征服者瓦解后，却表现出一种原已相对独立出来的、今而愈趋坚实的个体独立精神意识。此一精神意志的个体独立性存在，可以说主要是起源于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明代心学传统的。此种相对独立于（隔离于）儒教制度和经学教条的主体伦理意识（李贽为其极端例）的构建，即是阳明心学得以跨越历史、制度、社会与文化条件而独立发挥其精神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此种心学带来的主体自由意志力强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渐渐落实于“批评性的历史反思”与“趋实性的史学实践”内。明代心学与明季历史思想以及明史学术间的紧密互动关系，遂最终成型于明亡清兴的前后百年间。其典型性表现可以本文提出的“浙东历史思想形态”加以阐明。
我们从《明儒学案》这部明代思想史书中看到，其中大多数明代“思想家”仍然属于“宋明理学谱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类思想家”。在作为官学的朱熹性理学背景下，陆学却渐渐恢复出其相反方向的影响力，于是出现了由陈白沙与王阳明所继承创发的明代心学传统。如前所述，心学思想方向由于注重主体能动性开发，导致明代读书人自明中叶后思想渐趋活跃，其“理论实践”专注于深化心学色彩的性理学思考，而一般士人也表现出独立性较强的主体伦理性思想意识，特别是在面对明代腐败朝政的问题上时。专注“本心理论”问题的冥想派遂与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的现实派先后出现于明代思想界。此外，由于儒教文化中“儒学”固有的复合性（亦学亦仕的生活形式），在学术方向上呈现出重心派与重事派间的分歧。自王畿、王艮等“阳明后学”将心学派导向类禅学方向后，遂引起思想界对阳明心学方向的进一步批评性反思。此种学术上的批评与反思是与学人愈益关注社会文化现实的倾向同时产生的，并因此而表现出对重“学术”的朱学方向的再肯定。于是，如何将宋明理学传统上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二者加以有效的“综合”，渐成为读书人之共识。此外，作为综合性学术思想实践的“儒学”（兼具研学与從仕二者），除了其研究学术和提升向善心性的儒家任务外，强化和深化学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力与践行力的问题也自然表现出其学术思考愈益偏于务实性特点。为了在從仕后更有效地介入社会实践以尽其儒家本分，儒者既须增加责任意识（需要心学之激励术）又须提升现实认知能力（需要改善从政所需的史学认知）。因此，我们不妨说，东林书院文化兴起的“思想基础”可谓综合了以下三种因素：阳明心学，理学正宗（朱学）以及在“阉党政治压迫风气”所激发的关注现实心态之强化（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负面环境反可成为正面学术思想提升之外缘）。前二者属于“理论层面”，后者符合于史学的“徵实方向”。可以说，“王学后学”以后的明代思想史上的“反向之动”，主要产生于并积极朝向于对历史现实的关切性上（史学实践力的提升乃基于历史认知心之强化），而朱学则代表着阳明学所少谈的儒学“知识论实践”部分。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不同，历史思想兴趣的增强主要是指学人对历史现实的认知与介入方式方法的思考兴趣之加强，但此思想的所指范围与专业史学的思想范围并不一样。
本文要指出的是，明代以及明清时期极其活跃的“历史思想”如何最终体现为“对革新史学学术方法论（史学）的普遍朝向性”。因此，我们的思考问题一方面包括“心学与历史思想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包括“心学与史学学术的关联性”。两种关联性间有分有合，分别形成两类研究课题：明代或明清历史思想和明代或明清史学思想。二者并各以不同形式上接宋元历史思想及史学思想，并均可以“（历史）浙东”名称加以标志。而当我们将此扩大的“浙东历史思想传统”类别（可兼含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与现代思想史、人文科学以及现代历史科学进行比较研究时，还须首先处理“古今中外学术思想”间的学术与学科类别上的相互协调问题（我们提出的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符号学方法论均相关于此类中外古今学术话语的综合性理解）。于是，当我们如今通常说“浙东学术”兼含哲学和史学或兼含心学与史学时，会涉及不同的语义学和类别学上的歧义性辨析。我们只能通过对诸“子课题”的具体梳理来设法较清晰地进行相关的讨论。一方面，我们须谈及“宋元-明清”两区段间的“历史思想”，另一方面须讨论浙东历史思想传统中的“史学理论”（史学编撰经验总结），后一课题的强调乃因其直接相关于浙东历史思想及浙东史学对现代历史科学具有的认识论-实践论方面的相关性与启示性。然而我们所强调的是其认识论-实践论方面的合理化‘倾向’本身，并非专指其于前科学化时代完成的学术成果本身。即使就中国史学史系统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清代《明史学》而言，因其囿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框架和时代知识论局限，可批评与商议处甚多。（参见黄云眉 ，109-178     ）而明代日益丰富化的各种史学“编撰学”部门的经验性成果，虽然都是今日传统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但由于同一原因（传统史学基本上是封建王朝的“官史”，其方向、观点、方法、范围，均受到官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人为限制，从而影响了其学术思考与判断之学术可靠性），应该认识到，史学史上的学术成果和现代史学研究之间并不能直接汇通。我们所强调的“古为今用”的学术原则所侧重的主要是精神性和思想理论方向性上的正面因素，以及史学史上一切学术经验中含有的跨时代的历史经验徵实性价值。传统史学的徵实精神主要反映在其记载、加工、保存、编写的既定史学编制程序上，而此编制程序本身的科学完善性是高度受制于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的，因此其当时所谓的“徵实性”是偏于技术性的，即相当片面性的，并不可能对当时的重要史事因果关系网络进行全面充分处理。因此应当看到，古今史学实践的方式、意义与功能彼此之间差距性极大。
2）浙东历史思想形态
如果我们将阳明学形容为“正”，将王学后学形容为“反”，那么宗周-宗羲学或可称之为“合”。合者，回归“正”、克服“反”、以在更适切的仁学原则上综合“事”与“理”之谓，以期促使史著与历史思想更充实地朝向于对所经历的“历史现实”之认识。一方面，晚明令人悲愤的政治史史实与明代性理学之清谈，共同促成明末清初思想家们反思为什么其前辈对历史真实认知不确（故未能以正确的认知和方法阻止住王朝之衰亡），因而进一步在态度上加深了对宋元浙东史学之重实性（认知史实）与践行性（参与实践）的思想传统，而其史学认识论上的发展则表现为：仍然能从阳明心学中体认到史家和历史实践者，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混沌中，反而应该具备较前更为坚实的仁学信仰及主体意志力，以通过深思熟虑积极面对时代挑战。明末清初读书人是在“天崩地解”历史现实中进行此一综合性反思的，故其体悟也最为深刻真切，而其相应“实践场域”主要是“史学”。同样的，从现代学术角度看，清初遗民撰写明代“痛史”的普遍意愿和热情，与其受到环境和知识条件的限制所实际完成的作品之学术性价值为两事。我们高度重视宗羲学在四明山中二十年沉潜于先师留存的典籍并冒生命危险积极搜集明代史料（特别是晚明史料）的义勇精神，后者必然可溯源于其师刘宗周之言传身教并溯源于阳明心学精神。其学其志其行，遂可完满地代表着“心-史”一体的浙东历史思想精神。而其出山后，“死而复生”，在为有明一代留下一部思想史巨著外，并于先师“证人书院”讲学以践行“失国不必失学”之仁者心志，遂最终“完成了”了我们所说的将史学与心学综合为一体的“浙东历史思想形态”。我们从《明儒学案》中绍述阳明学的最佳篇章中可见阳明心学实为宗羲学在学术思想实践中矢志向善、向实、向真以及向前不懈奋力之动力源。
世所公认，阳明心学与中国史学、明史学、浙东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思想、现代历史思想、乃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等诸学术类别之间具有不同的重要关联性。此一跨学科的历史学术关联性，今日不再是通过哲学学科，而是通过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和新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加以通观和概括的。限于篇幅，本文中只能提纲挈领略述之，以完成本文的主题论述。在分析和评判历史学术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时，都是相关于其中所含积极与消极两方面进行的。如前所述，从现代历史科学角度看，我们肯定的是浙东史学的“历史真实”朝向性、史学思考伦理性，以及史家积极参与历史思考及史学实践的主动性，在此过程中自然须同时检讨其学术思想上的得与失，毕竟传统史学是产生于前科学时代的。从伦理学角度看，我们特别予以肯定的是其现世经验人本主义伦理观（仁学伦理学）以及伦理实践学的主体能动性的精神朝向，而并非是将古人据此立场和态度所完成的各种具体学术认知和判断。例如，就伦理实践学的“智维”而言，其所涉及的知识、经验、技术条件大部分都是历史发展中受到各种时代性限制的学界集体性产物，伦理实践主体对相关知识掌握的程度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不断与时更新的。对于本节讨论的兼具实证性与伦理性的浙东史学和浙东历史思想来说，自然也应采取同样的研究态度。由于史学涉及具体历史内容和方法，其所谓学术典范性不仅并非意味着可将其作为现代史学之现成范式，而且也不意味着该史学学派的历代著述之观点都是正确的。
专业性的史学研究方法学（从史料制作到史书编撰的方法上的不断丰富化），自宋至清的演进，从未间断。我们在排除了传统史学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束缚后，自然应该继续充分吸收在此前科学时代历史中积累的经验理性的知识成果，特别包括从汉至清的各种汉语经史文献考据学和史学制作的各种技术性部门的特殊经验记录。（虽然一切传统优秀的史学技术学成果，今日都应与现代历史科学中的现代史学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以重行配置其中可有用于新历史科学建设的历史资源。）而广义“历史思想”范畴，不仅包括专业史学制作中的“指导思想”（包括各种徵实观念的不断强化），而且也包括文史哲宗艺作品中的各种“思想内容及其精神倾向”。历代正史因受到专制王权编史制度的限制，如前所述，在其历史编撰学文本中的“思想内容”是受到多方面的意识形态限制的，此所以历来正史批评者特别推崇《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史记》。因为该书是在编史制度成立前由学者私人撰写的。
由于《史记》中秦之前两千年部分是根据传说编写而成的，我们自然不须将那些必然挂一漏万的“远古史学”性质与现代科学性大为提升的“科学史学”相比较，《史记》的所谓作为史书“第一佳作”当然不是因其提供了编撰学上更为可靠的（按照现代史学标准）历史因果关系脉络的忠实记录，而是因其在时代思想与观念层面上展现了具有充分心理真实性的古代民族精神史特征（重事，善恶，是非，信仰，期望，耻辱，奋斗，不屈等等仁学伦理态度学特征）。由此一古代最初的思想史、精神史原型中（至于儒学声称的先秦经学形态的古史书，因来源不明，其构成与性质与司马迁以来两千年可徵实的中华传统史学非常不同。可参见本人的《儒学解释学》上卷）我们从中可以明了，由其内容表示的“历史思想”类别，与由魏晋官史建制以来的编史经验积累及唐代以来正式出现的“史学研究”二者所形成的“史学思想”类别，彼此之间显示的异同关系如何。
国内史学、哲学学界几十年来对于浙东学术史问题一直相当重视，从各种会议文集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浙东学术传统讨论的热情极其高涨，足证此一学术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如何深入人心了。2010年本人曾在浙大人文学院的“东方讲坛”讲演“浙东历史思想传统”；2011年复在余姚“国际阳明学会议”提交“阳明心学与宗羲史学”论文，论述了以两位余姚学者为中心的浙东史学精神，此学术精神的特征即兼含其伦理性与实证性倾向二者；其后于2014年又小范围地在宁波天一阁、白云庄和贵阳豫章书院参与组织了明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阳明学与浙东历史思想的研讨会。本人自《儒学解释学》出版以来，扩大了视野，在“广义浙东史学传统”基础上，遂提出了称作“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的特定思想史课题，汇聚和突显其中具有重要时代性学术价值的部分，以提高其“古为今用”的潜力。质言之，本人认为此一以浙东史学为主干的广义浙东历史思想史，或可成为一种对于国际史学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的课题。其所具有的实在性、实证性、伦理性学术思想大方向，蕴含着一种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所急需的普适学术理性观和伦理观。之所以认为我们可以以“阳明学-宗羲学思想轴系”为核心（心学与史学的结合体）来串联起南宋（起源于四明-永嘉一线）至清初（还可间接地上延至北宋、下延至清末）的兼含文史哲学术思想的中华精神史脉络（继承了《史记》这一民族精神史的伦理性原型），不仅因在此时段内有关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资料最为丰富，而且其中显示出一种一脉相承的古典徵实理性治学观，并因其形成于历史颠覆性巨变的特殊时期，因而显著增强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经验实证性与伦理精神性倾向。
因此，有关狭义浙东史学传统和有关广义浙东历史思想传统的现代化研究，应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规划中极其宏远的伟大目标。本文使用的“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的内涵因欲突出“心学”与“史学”（而不是“哲学”）具有特定历史结合性的特点，此特点系列因具有异常的现代学术思想启示性，故特别值得加以推荐，它并在不同的方式与程度上关涉到浙东思想史全程，并概略地包括“核心”与“外延”两个范围。其核心即指“阳明心学-宗羲史学综合体”，其主要外延部分特指宋元和明清两各朝代鼎革期间的史学学术与历史思想。之所以以“浙东”标名，首因核心部的二学者均属四明地区，次因该两大历史区间（宋元段与明清段）的主要学者大多出身于、活动于、联系于浙东地区。顺便指出，如此突显“浙东”并非暗示此一地域之山水可蕴育学术豪杰人士。实际原因是自南宋定都杭州后，周边地区于是自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学术、思想命脉的新延续与发展地区。此一文化学术之“地缘学”说明当然含蕴着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史源学”暗示：北宋百余年来的文化学术思想的空前发展，成为了南宋时代在“国破家亡”大环境下民族得以在精神上（而不是在政军上）加倍奋起的 “驱动力”。我们将余姚王阳明和余姚黄宗羲作为（在明代和明清之际）强化了的浙东精神传统之“代表人物”，因为两人学术思想的结合恰可最鲜明地显示“浙东史学思想”与“浙东历史思想”的统一特征。一方面我们强调传统史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史的核心部分，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并未选择那些专业史家（如宋元诸类书编者和正史编撰者）来“代表”“浙东历史思想精神”，这是为了要在史学编撰技术学和历史思想家之间加以相对的划分；甚至于要在“历史思想家”范畴和“对历史思考和史学思考有理论或精神影响力者”的范畴间加以区分，以便对“历史思考方向”和史学理论方向的统一精神予以更集中、更明确的表达。简言之，由于现代跨学科认识论的发展，我们也应该区分“客观层面的”现代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与“主观层面的”历史精神重构这两大类现代学术思想实践。与“历史浙东”名目挂接的诸多有异有同的研究类别，各有其学术正当性和必要性，并不需要进而辨析哪种研究最“适合于”浙东史学、浙东学术、浙东思想等学术类称（况且“史学”、“学术”、“思想”这些字词表示的思想史内容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本文特别使用的“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短语，则是要用其标志浙东思想史中若干具有现代学术启示性价值的历史学术精神，使其可作为现代人文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参照对象。
在此我们面对着一个复杂而极其重要的学术范畴分类的问题。如果存在有“史学思想”（指导史书制作的思想）和“历史思想”（含史书内容表达的思想以及历史阶段中的一般学术思想）的分类性区别，我们重新划定的“浙东历史思想”形态却有意要（在现代科学框架内）将二者加以“相对的包容”，以便将传统历史上的相关课题有效地转化为现代学术世界中的相应课题，也就是如何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重要学术思想史经验加以“合理化重组”，以使其可有机地成为参与现代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建设事业中的“战略性思考的历史思想资源”。这就是：首先将“史学思想”从其专业性的狭义（如指明清史学关于“明代史”的实际编撰工作）扩大到当时的史家、学者与思想家们对于史学应该如何更新的思考方向及其尚属模糊性的治史理念上。就“史学思想”而言，我们还可区分明清之际史家的实际史学工作和当时史学家及思想家们心念中的历史思想想象及史学新思维朝向。后者不仅超出了前者的思想范围，而且自然地旁及身处历史现实认知以及一切相关历史思想。我们的“浙东历史思想”形态范畴，不仅会涉及史家与思想家言行之实际成果，而且特别要涉及在其实际学术思想成果及其历史实践中流露的重要精神倾向与有价值的学术理论倾向，并设法将其作为现代历史科学重建思考中的重要参照。简言之，浙东历史思想蕴含的“危难极境、政治参与、史实关切、伦理导向”等传统历史实践学显示的历史思想特征综合体，如何可被有机地、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历史思想，这应该是我们现代人研究此历史思想传统时特别须创造性思考的新课题。
在对浙东历史思想传统的思考中，我们把具有伦理学普适性的“阳明心学范畴”，“落实”在中国历史上特殊时期形成的“宗羲史学范畴”内，这也同时就是将发展到明清“最高史学阶段”（从黄宗羲、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到章学诚阶段）的浙东史学谱系以阳明心学精神加以贯穿，从而将在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浙东‘心-史’学术思想体”看作是一永恒的学术思想范型。这样的现代思考角度不再是按照古代史学家“以史为鉴”的史观，意图取得如古代般更具政军可行性的政治智慧，而是首先将此传统史学思想遗产的“文化功能”加以根本地转变，使其不再是作为现代政治方法论的智慧资源（现代世界的政经法情事已经百倍地复杂于古代，今日处理 “政经法”问题的知识与方法也已百倍地高于古人。况且传统史学完成于前科学时代，其史学作品的“徵实性”是高度受到时代内外条件的限制的），而是使其转而作为现代历史科学及人文科学发展的历史思想参考资源。历代史家也早已认识到“忧患时代”反而易于产生杰出史作，宋元、明清时期古典史学思考与著述的蓬勃发展也是源于同一原因。但今日史家也应该认识到：民族危机时期引生的“忧患隐退意识”与“悲愤抵抗意识”是非常不同的。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偏重老庄道释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与宋元、明清时期坚信孔孟仁学的读书人的心理结构甚至于是本质上不同的。有如道释老庄与孔孟朱王在精神方向上是本质上不同的一样；因此那些今日仍然动辄谈“儒道释传统继承”者，未曾意识到此种拼合法乃是封建王朝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下之实用主义产物，用以服务于封建主义时代之统治集团的利益。“辟佛”为理学家、心学家的一致立场一事，即可证明宋明理学思潮的“仁学还原论部分”是其含有人本经验理性主义倾向之明证。理学家辟佛的意义当然是为了维护其仁学学术的逻辑一致性，此与佛学佛教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为两事。宗教不应介入人文学术理性，后者也不应介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宗教冲突。简单说，这也就是理学思潮发生前与发生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形态上的不同。在类似大环境下，彼此“史学求真”的动力构成也就不尽相同。我们重新定义“浙东史学精神形态”，自然也因为其史家及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相比）中是含有强烈的抵抗强敌、誓死不屈精神的。这样的心理状态遂强化了、提升了其历史求真的意识与意志，并将其践行于历史实践与精神实践中。王阳明对文天祥的由衷敬佩，即因尊重其真实而深刻的仁学信仰。浙东史学家们在鼎革之际强化历史因果思考，按照史家惯习，似乎是为了“以史为鉴，志在恢复”（史学服务于政治），而实际上大多仅相当于为了回顾、纪录、崇拜、表彰具有坚强仁学精神者之事迹（黄宗羲等对明末通史事迹的尽力搜罗），以便通过著述将其民族伦理精神传之久远（史学服务于民族精神传承）。我们现代研究者对此辉煌历史现象的观察重点，今日却转为关注于：这样的历史实践精神是如何导致当时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们深化了其对历史因果真相的思考的。
3）.  浙东历史思想与其仁学方向
虽然我们的浙东历史思想要素“重组”工作必然包括文史哲各领域的思想记录，但其中“心学”和“史学”这两个传统学术部门的组合，并不宜于划归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和史学的结合。虽然心学在大类上属于现代所说的“哲学”，而“哲学”具有的西方意义 上的学术“基础性”功能却不能比拟于儒教历史上的“经学”。我们用现代的分类法说“文史哲”不分家和儒学历史上的“经史不分家”说法意涵完全不同。当章学诚说“经史一体”时，从史学角度看，因“解构”了“经学”的“神圣性”，使其成为思想史一部分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如从经学角度将《书经》、《春秋》、《易经》等视为史学之典范，则有破坏对传统史学的经验理性组织原则认知的副作用。如将这些儒教经书视为思想史材料自然极为重要，但如将其即视为先秦历史现实之可信表达，则大错特错。此外，如将“经学”视为包括孔孟文本（在儒教、儒学中自然如是看待，以为是提升了孔孟思想的“等级身份”）还将引生更严重的古今认识论混乱。（参见章学诚，1-3，及上卷全书）我们特意将孔孟思想按照现代分类学划入“伦理学”，既为了使其与子部包括的“哲学”（今义）相区分，也为了使其与传统的“经学”相区分。现代史学研究，应该按照现代科学的概念区分思想史对象的“分类学身份”与其封建等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身份”或“准宗教崇拜性身份”。“经学”固然可视为“经史子集”传统图书分类法的明确类别，但其称名完全因其被封建皇权人为赋予了有利其统治的“神圣意涵”。同样源于古今学术思想分类学系统上的差异性，我们之所以要将“心学”作为一个类别区分于（它本来也属于其中的）“理学”系统，就是一方面要将其合理地归入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类”，另一方面又使其可与 理学学术紧密相关的经学研究部分加以分离。我们在此专门使用的“心学”类称，也就显然将其从（现代意义的）哲学（形上学）和（传统意义上的）经学这两大类学术范畴加以分离。目的在于使其构成尽量意义单纯化和功能明确化。另外，我们同样按照现代分类法刻画较具有“徵实性的”传统史学部分与较偏重于理性与实践的历史思想部分，是出于我们选择的课题需要：偏重于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准科学性特征或倾向”。就宋元浙东史学思想与历史思想而言，我们同时看重的是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史学编撰学、史料文献学等实学业绩以及在政、哲、史、文诸领域内的积极践行学者和鼓动事功的学人。我们将南宋事功派思想和明季书院、会社中的心言行思潮视为“历史思想”表现，乃因关注现实和介入现实的态度实乃史学徵实性思考方向的心理基础。（黄宗羲为其典型）一般来说，增强的现实关切和趋实的史学思想是互为因果的。
扩大而言，我们泛泛所说的“浙东史学思想”和“浙东历史思想”两类别之间也存在着多方面的交叉与互动关系，首先二者的内容本身就是相互叠合的。这两个在思想史上甚为宽松的学术类称虽然起着一种静态学术内容层面上的划分作用，也还具有着一种历史动态因果关联上的分析功能。“浙东心学”之最佳原始典型为阳明学（所以自古及今心学主指阳明学），两类历史现象中都贯穿着广义“心学”特征， 即历史上空前强化了的儒者伦理实践上的主体性自觉。简言之，此一心学思想产生于三种外在历史因素：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的自然发展结果，禅宗心学在方法论上的正面启示与负面激发，以及民族危难极境所触发的儒家伦理献身精神。后者又直接源于“儒者”的固有双重身份：学术思想家和政务从业者。此一由《大学》规定的“儒家”身份自然使儒者便于实现其“学行一体化”。（所以刘宗周言，有官守君子应该死职、死事，无官守君子亦可“死土”。明清之际官吏降敌者多多，而民间却有大批自愿为故土“以命尽忠”者。）三个因素中最后之外部因素不仅对于心学之伦理主体性自觉之实际萌发最具决定性，而且也在其学术思想方向上深化了对历史现实真相的探索力。结果，中华民族于政治失败、历史危亡之际反而在思想方向上同时加强了并升华了向真（在史学层面）与向善（在信仰层面）的精神意志。此一民族精神境界的普遍提升则是源于其前千余年中华仁学伦理精神之长期教化之结果。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由于其与宋明理学、浙东史学和历史实践的紧密关联性，在大方向上自然呈现出其体现仁学伦理信仰的浓厚民族精神气质，因为无论是其学术趋实性、信仰归仁性、思想向真性还是身体力行性，都是孔孟伦理学中必有之义。良知心学与徵实史学都是孔孟仁学精神在历史现实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学智慧层上的积极创发。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并非单纯指“人群团体活动之记录”，而是含有丰富精神内容的综合活动之表现。史学的价值首先在于其通过史事描述表现出其中含蕴的精神思想内容，“事”不过是“思”的存在与表现之媒介（手段），无“思”之事与物与迹，即无深层史学意义与思想价值。而中国历史上特有之“思”即由先秦孔孟仁学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原始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称之为仁学
。以伦理思想为中心的仁学，而非兼含王权道德与学术意识形态的“儒学”，才是活生生历史思想中之最真切的精神推动力。我们可再举浙东历史思想史上亮点之一——文天祥为例：其正气歌之首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可见其就义前之“心事”已然超越封建主义的“忠君观”之狭义，其思想可谓径直上接中华民族精神信仰——基于经验主义人性观的人本主义的 “仁义观”（兼含价值观与实践论）；其“过零丁洋”诗中首句所言“辛苦遭逢起一经”之“经”字，我意亦应指可直接激发心志的《语孟》民族信仰伦理守则（而非指《五经》系统等官方意识形态教条）。风雨飘摇之际，文天祥之屡跌屡起、可歌可泣的军政行迹，并无关于相关史事本身之轻重，其人在思想史上“千古一士”的地位，全因其言其行坚守此人本主义的“民族仁义信仰”，并将其视死如归心事以最佳诗学形式表露之（此为西方学人至难领悟者：何为“不成功便成仁？”），故被后世史家赋予了民族伦理精神代表者身份。“征战史事”因承载了“伦理心事”才具有了精神价值，“心事”者涉知情意三域、含智仁勇三维，故为史事之行为主体及其言行增附了伦理精神层面。此仁学之“伦理心”乃民族精神之集体历史传统，自古已然，默而未彰，遇事乃发。阳明心学之成立固然源于其艰难困苦之龙场磨难，但其顿悟不同于溺于个人生死之私的禅学，而是朝向良知心体之集体伦理性意志表现之仁学。此种人本主义的民族伦理精神，于是被创造性地灌注于历史实践与学术思想中，成为其学术思想的伦理信仰指南。史学之现实真理朝向，心学之良知本体朝向，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士精神，遂可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不约而同地显露于浙东历史思想史迹中。民族精神之存在，指其伦理精神引导力本身之不同形式的存在，而并非指其仅仅表现于“完人人格”功绩上。即使如宋末天祥、明末子龙等也有其“之前”、“之后”两个阶段的生活风格区分性。至于大多数读书人的人格表现更属参差不齐、出没无常，往往此时此事上可为“君子”、彼时彼事上可为“小人”，明末东林、复社、几社等“讲会同仁”中充斥着此褒贬不一例，以至于连“风声雨声的读书声”气氛下，抗拒阉奸与党同伐异竟可为同一批“善士”所为。于是，高、顾倡导的讲会文化自然应归入“浙东历史思想传统”。（参见谢国祯（1），（2））他们的现实朝向性、主体知觉性与身体力行性，在在属于同一精神潮流。（此所以《明儒学案》为其专辟“东林学案”颂扬之）因此，所谓民族精神“实体”是由无数不同人士的不同善行细节汇总于、映现于中华青史长流中的，呈现为一种集体性精神存在形态。如是，钱谦益、侯方域、吴伟业之流的“事后羞惭”也可谓仁学“耻学”一端之流露，其人其事较史上无数残暴之徒仍大有过之矣！

4）. 浙东历史思想的现代意义
以上对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的分析，也与所谓符号学-解释学分析法相关，因为在界别混沌文化现象中蠡定各历史组成单位时，人们都是在相对性中察觉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按此，历史上的朱陆之辨或朱王之辨，即如前面所言，彼此并非论理明晰，往往不过是同一实践过程中的“角度”不同而已。因所谓“儒学”范畴本来就内含有“学术”与“思想”两大侧面，而且二者之比例是随着历史文化的演变而有着不同的社会性与个人性侧重的。即如“汉学”与“宋学”两种治学派别，也仅是彼此在研学中安排学问功能与品德功能的兴趣与角度不同而已，而此二者本是“儒学全体”所固有。宋理学的“道德学理论化”（道学）即含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为在汉代构建的“经学”提供某种理论性支持，故与汉学同属“做学问”方向，而另一方面其理论性探讨（由天理学而性理学）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学术思想层面上激活孟学的伦理实践主体性，借以提升儒家实践的能动性。宋儒提出“孟后无真学”的口号，即表现出他们认为在儒学的学问与道德两方面均应发扬儒者实践主动性的立场。（北宋亡而书院兴，书院成为士人提升主体实践主动性的一种“集体立志营建场”）这一伦理性精神一方面在“发展学术”方面推动了浙东宋元史学的独立发展（均实现于具有坚强意志力的诸学者个体精神上，南宋亡后，士君子退隐山林，“各自为战”，仍能在亡国期间有效地延存着中华仁学史学的精神生命。同样的现象也重复于明末清初期间），另一方面也在“强化实践”方面促成了后来明代广义心学传统的形成。在此意义上明代心学反而是在宋代道学基础上形成的，故同属宋明理学传统。这是从总体上看的二者之间有一脉相承的方面。而如从伦理实践学的局部看，二者之间的“分别”又不可忽视，除前面阐释者外，简言之，“道问学”的客体中心性，强调的是主体对“客观真理”（外在之“道”）的受动认知与忠实信奉，而“尊德性”强调的是主体对“主观真理”（内在之“良知”）的主动开发与其真切践行。与前者相比，后者显然强化了一种“ 主体精神独立性”倾向，其信奉的儒家价值观标准当然仍然是儒学与理学所共有的，但其实践之推动力则转化为一种纯然自我之主体意志力。此独立自我意识与意志之形成为一事，此自我意识意志的“外实践域”（良知外显域）可随境而异为另一事。因此当王学之后东林运动泛滥以来，虽然其将心学之“实践域”从阳明后学空疏之“内”转向社会危机之“外”（与阉党之斗争），其主体实践的“内在性机制”可谓完全来自其前之心学伦理学影响。至于随之引生的遭人诟病的“党争”偏误和其行其为并不能真正改善政情之学理局限性事实，以及人们将明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王学空疏的简单化推断，可说是均属片面之论。我们观察和分析历史上学术思想与历史行为的得失进退时，应该将同一“历史自然现象”划分为不同的侧面来细致考察不同侧面各自独立的效用以及相互间的综合互动。作为考察单位的历史事件之大小课题选择为一事，与同一历史单位构成与作用之多元复杂性关系为另一事。不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学术思想的“评判”均须分析地进行。何况历史上同时或先后出现的观察单位，其真实的相互因果关系与其出现的自然次序关系并不一致。在此意义上，当我们推出阳明心学和浙东历史思想时，当然也是按照分析的态度对其考察的。这样才可能将其中我们看重的“有生力量”或“有效因素”从出现的历史事件中抽离，之后再来评估其功能性分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相关历史事件（如东林运动）中包含的东林思想之道德性自觉强化、儒教社会结构之固化、官场风气之恶劣、社会理性知识之时代局限性等等各个互动层面，都需先分别考察其各自之构成与作用，然后再考察其相互作用之综合性效果。对于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浙东史学、浙东历史思想等不同课题范围之构成规模的历史现象，今日也宜于如此思考，而不是将其视为历史上的一个个自然独立事件或事件脉络，按照其中组成成分自然出现的时间序列，进行笼统的因果关系次序描述。（这是传统历史编撰学中不可避免的惯常做法。）
浙东史学学派与浙东历史思想传统中表现出的学人重实、重义、重心、重行的学行风格，在完全不同的现代世界环境内的现代史学学术和人文思想理论学术生态中，可显示其特具的历史启示性意义，我们对此应该在涵括古今中外学术全局视野中加以重新评估。本人在第一次崇义县研讨会上提出的论文中对此已经详述，兹不赘。在2007年芬兰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本人在发言中指出，西方文明史上的“通史或全史”著作基本上欠缺中国历史部分，这是国际主流历史认识论思想上的巨大缺欠。因此在建设现代新历史科学时必须纳入西方理论家们难以驾驭的中国学部分。浙东史学思想因为充斥着史事因果与伦理思想的密切交织性，遂为人类的历史与思想认知提供了与西方文化非常不同的、体现于“历史实践与思想形态”中的一种“伦理实证主义精神”。中国学术经过现代化的改进之后，将不仅从史料上而且在相关于历史的“准理论性思考方式”上，可为人类人文学术新启蒙时代提供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史资源。简言之，浙东历史思想由以下不同的维面细密交织而成：跌宕起伏的史事、纪实史学理想、仁学伦理精神渗入学术研究，以及学者全身心投入危难历史过程的义勇精神。与哲学科与文学科等著述单纯形成于“思想域”不同，史学（包括思想史和史学史）兼含事与思，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等不同类别的“历史现实”，故可呈现出人类精神生存的全景图。此所以说广义史学思想即人类思想之全体。同时，按照前述现代人文科学重建事业目标，历史科学将成为人文科学之基础（此基础已非哲学可以担当，因为人文科学必须兼含“境、事、行、思、理、信、艺”诸主客观维面），浙东史学与浙东历史思想的综合“学科”遂具有参与人类人文科学重建任务的特殊价值。
按照我们的“中国历史解释学”观念，“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研究的内在价值，虽然首先表现为其呈现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思想中积存的中华精神史精华，但亦表现出其对于现代历史科学发展具有的认识论-实践论上的方向启示性。也就是，心学因史学而趋实，史学因心学而趋真，古典心与史的结合有助于现代人文科学的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论的理性化提升。无论就其历史思想精神价值方面，还是就其史学理论方面蕴含着现代意义而言，它们均属人类精神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历史概言之由相互具有外在联系性及内在分离性两大“演进轨道”组成，其一为物质性的政经法军活动，另一为精神性的文史哲艺创造。浙东历史思想传统虽然兼涉二者，但其具有现代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主要是其在第二历史轨道中的历史表现及其成果。我们不再需要根据古代在第一历史轨道上的远为简单化的认知与经验进行现代化思考，但这一事实丝毫不减弱其在第二历史轨道上完成的永恒性贡献，后者的本质或可归原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仁学基因”。
 （五）小结
本人在准备此次会议论文中，除相关典籍外，重新回顾了本人以及几十年来学界有关“浙东学术”（或：浙东之史学、思想、精神等）定义的讨论，在大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论辩中，作者重新为自己的相关思考再行界定。学界所有采用的标题都是成立的，都是对同一思想史长流中相互内容叠加的不同学术方面的“思想史研究”，均按同一原则加以界定。本文则将相关“历史思想精神特征”本身作为课题对象，但仍采取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与学者出身相关的历史地域名作为该精神特征的形象性标志，这样就暂拟了“浙东历史思想形态”（The Eastern Zhejiang Pattern of Historical Thought ）这样相当宽泛的课题标名。让我们对此一界定和标名的理由再重复归结如下。
以浙东四明地区两位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的“学术思想组合”（心学-史学综合体）作为此一历史思想形态的“基型”，即作为该历史精神特征（心学因渗入史学而充实了其真实性，史学因贯穿了心学而禀具了伦理性）之“总代表”，其内涵为：
a）对社会历史认知持经验理性的现实主义立场；（认识论）
b）学者具诚挚的人本主义仁学伦理信仰；（价值观）
c）学者具坚定的伦理方向的学术实践主体性；（实践论）
d）以广义史学作为人文精神实践之学术领域；（方法论）
e）由于其所持人本主义的经验理性立场及其学理产生、实证于漫长历史过程中，故在世界人文学术领域显示出其跨时空的普遍可理解性及学术对话与合作之开放性。（时代性）
上述学术思想方向和特征，在不同的程度、方面、比例、成效上，出现于自宋至明以广义浙东地区为主并波及其他地区的思想史历程中，相关学者思想家群体以史学家和历史思想家为主而包括文史哲艺各类学者，当其不同程度与比例上涉及上述五类治学特征时。我们的定义基于上述学术思想之具体特征与一般倾向，而非基于个人、学派、学术整体及著述整体的历史自然身份。即使作为其中典型学者的阳明与宗羲，也仅指那些相关于其学其行涉及该特征与倾向的部分（例如本文未谈及两人的易学观这样的明显非理性思想部分，因此部分并未介入我们规定的学术思想特征系列。两人文集中其他“不谐思想部分”尚多，亦同样暂时置而不论）。之所以一定要保留“浙东”这样一个“史地专名”，因为由阳明-宗羲学代表的此一思想史特征与倾向，是体现于具体历史人物的思想史过程中的，特别是广义“历史浙东地区”的。此一“历史浙东地域”的“中心点”可以阳明、宗羲出生地余姚四明为象征性标志。
体现此精神与学术特征的相关历史过程的关键区段为“宋元之间”与“明清之间”。所谓“浙东历史精神”之形成，固然源于南宋建都杭州之史事（辐射至东部四明、永嘉、西部永康、金华，并迅即波及苏南、皖南、闽南等地），从此中华民族之文化重心转入“江南地域”；而随之衍生的中华精神文化特质则特别是成型于两次王朝鼎革之际（在高文化之汉族被低文化之异族征服之际）的危难极境期间。在此民族物质性生存最艰困时期，却逆向地成为民族精神文化高度升华时期。在贯穿于中华精神文明史全程的仁学伦理精神催发下，思想家们在民族危难极境中反而集体地强化了其求实与求誠的向真意志与文化实践力能，并体现于批评性的历史思想反思和理性化的史学学术更新意图。这类理性主义的和人本主义的伦理性朝向的精神价值是永恒的，尽管其学术思想实践成果不免会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必皆保持有现代历史中的知识论的有效性。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按不同标准分别地评估其史学史上的历史价值和其现时代学理价值。因此，无论是阳明心学还是宗羲史学，今日我们特别看重的是其在毕生心言行轨迹上表现出的伦理性与求实性的“精神倾向和理论倾向”本身，而非情绪用事地采纳其论说内容之全体或专注于塑造其人其事之丰功伟绩形象。具体而言，我们关注的是其在心言行三域中呈现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理性化治学态度以及在此态度下通过多方面努力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仁学方向的“伦理性美学创造”。
我们的历史思想特征类别界定因此是以具体史地名目为标志的特定古典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的原则性概括，而非属史学史或思想史类别的研究，虽然这些原则性理论特征是完全归纳自中国历史和思想史资料的。由于此课题类别的选择性，我们的研究并不针对于浙东思想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具体贡献与评价方面，而是按照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标准企图从含有这些特征的历史学术内容中，抽离出那些有助于我们发展现代历史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生历史思想力量”，使其可持续运用于未来中华精神文明史的现代化发展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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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文理论成就，在全球范围内，予以理性再阐发的时代任务之一。阳明心学（仁学之心理内实践学）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之最高阶段，是孔学以来继孟学（仁学之政治外实践价值观）、朱学（仁学与儒学理论化结合）之后的古典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最高理论成就（终止于清初）。古典仁学伦理学及其阳明学阶段，之所以在今日国际科技工商化时代仍可保持其特有的人本性伦理精神价值，乃因其与远西逻辑中心主义（希腊罗马）和近西直观出世主义（佛学）各自特有之其他文明中产生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立场不同。在其远东历史文化外衣下隐含着一种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内经验实证论倾向”，因此得以超越历史社会局限而可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进行有效沟通（就此任务而言，儒学与佛学皆乏可能性），并因而可与人类生存及人性提升之人类人本主义思想保持着永恒、有机、实在的关联性。当来自国际的现代理论化工具与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精神史资源彼此产生积极互动后，阳明心学隐含的历史现代性与伦理科学性，才有机会在地球村时代人类共同的思想舞台上呈现其意义学、价值观、实践论上的普遍深层启蒙力。

             **            **           **

【先贤谈孔孟与阳明关系之语录】

•
王畿：“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某士，而端绪实原于孔子。（《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1360）

•
刘宗周：于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可谓良工苦心。（同上，1611）

•
黄宗羲：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明儒学案》，6-7）

•
李春芳：夫致知学发自孔门，而孟子良知之说，则又发所未发。阳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则好善恶恶之意誠，….(《王阳明全集》，1352)

            **           **          **           **

【本文简目】

  （一）思想史分析工具简述

1）仁学与儒学：二者在传统“文献语言”中的通常意指与其在现代“研究语言”中作为科名与概念的意指不同

2）道德学与伦理学：本文论述中二者为不同学科之名称

3）历史1域与历史2域：历史过程与产物之功能上（而非现象上）的二分法

  （二）在道德学-伦理学两域中的阳明心学

1）解释学的历史读法

2）新仁学之“新”字再议

3）新阳明学中“新”字之义

4）古典实践论与现代实践论

  （三）阳明学与仁学还原论

1）阳明心学作为主体自由意志选择学

2）朱王异同论：道德学上同一，伦理学上相异

3）向至高价值范畴“仁”之归元

  （四）再考朱王异同论及大学改本问题

1）从大学改本看儒学学术观点演变

2）现代国学与阳明学的相关“设题”

3）朱子编写《四书》及改动“大学”的理由

4）王阳明重解“大学”字面之理由

5）阳明心学与儒教批判

6）关于大学辨及朱王学理异同的小结

  （五）心学三纲领与仁学人格学

1）仁学还原论的多种表现

2）致良知作为内实践激发力

3）心学之实与学术之实；致良知与明末士林

  （六）小结：再谈致良知的现代意义  

         **         **          **               **

（一）思想史分析工具简述

古今中外的文化惯习虽千差万别而均须载录于各国传承的固定字汇系统内，而文本字词语句之确义不仅取决于内外语境，而且相关于不同的文化、学术、思想之环境。今日对于古典文本的读解，既需有一复原其原初意指的功夫，也需有一个阐发其时代新义的功夫，二者需分别对待。由于人类词语系统的有限性，尽管一国之内现代与古代的思想既混融又分异，却只能通过同一语言系统予以表达和留存。于是，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古今人文学理表达首先即会遇到一“如何用酒瓶装新酒”的问题。同一套语言系统，需通过字词搭配、旧字新义等调配方式来组成“以旧表新”的话语。如话语内容兼涉古今中外，思考者还须从新的知识论角度来利用旧的语言工具，在全新历史与文化条件下进行比较研究和适当的表述。此一称作是“解释学-符号学”的理论工具特别相关于中文国学学者。中西两套语言堪称史上最丰富、最完整、最富创造力的人类语言系统。用中文表达的自然科学思想，由于其专门语词已然实现了全面系统的重新定义，遂奇迹般地充分完成了“旧瓶装新酒”的语义学改造任务。狭义社会科学在相对的意义上亦然，因其课题内容主要相关于内外知觉性对象，故易于在中西比较学术中满足彼此语词对应关系。相比之下，跨文化、跨学科的人文科学讨论却普遍遭遇着现代思想交流时的语言使用的困难，因其不仅涉及古今中外历史上自然出现的语词变迁繁杂性，而且涉及历史现象本身构成的高度复杂性，特别当涉及相关心理性、精神性、价值性、信仰性、惯习性、策略性等诸多“抽象性”或“多义性”语词时。现代汉语百年来因深受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学校课程均使用来自西方翻译的“准科学性”词法句法，在阅读自身传统历史文本时，反会遇到上述语义自行调整的需要。对于“非外知觉性”（抽象性，心理性）语词间的古今思想交流，大多也只能满足于在类别性、范畴性层次上达至语义近似性表达。汉字的多义性、近义性、混义性堪称世界语言之最（故其诗学艺术性最为丰富多彩）。固定不变（或少变）的单字字形仅只是某种“意素丛”的能指（signifier），在阅读中每一字词不仅自身即是“意素类别”记号，而当其与其他“意素丛”相互搭配时，其“相关意素聚合”立即由内外语境加以意义调整（通过字词搭配之调整与字词与语境关系之调整）。此一读解过程中的语句内之语义关系自动调整需要，在从现代角度读解古典文本时，尤为突显。今日所谓中西人文理论性对话中，为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更加会涉及这类语义调整之需要，以期增加古今沟通的有效性。中国读者因掌握着同一字汇内所形成的传统与现代两个语言系统，在读解古今不同话语时会随时选择或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词法句法表达，在读解时会自动进行着古今两套分离的语义表达过程，却可能在古今思想交流时忽略了在二者之间进行语义调节的需要。除语义学方面的组织方式不同外，古今语言交汇中在涉及学理性、思想性沟通时主要会涉及到逻辑性、学科性、惯习性等方面产生的语言表达的异同问题，特别是在分类性、范畴性语词使用方面。在这类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性话语交流中，字词、成语、类别词等的古今指意可能并不相同或相当不同，这对于古今理论性对话来说自然易于引生歧义与误解。之所以如此的直接原因即字词数量的有限性，在用旧字词来表达新意思时，为了“节约”字词数量，会尽量采取“旧瓶装新酒”方式加以解决。（国外汉学家可能读懂中国古文却读不懂现代中文理论翻译作品，他们会以为翻译不确，实际上因他们的汉语经验远不足以在中文读解中进行古今语义调节工作。）

【补注：表达思想的语言不得不节约所使用的单字数量，也因此而易于造成字词表意的混乱，这在古今中外思想交汇时最易发生，因不同环境（时代，文化，学科，主题）内作者的字词用法有别。试举最简单的例子：人与人性。人可作为“类称”（物种名称），也可作为“属性名称”（“你不是人！”“何以为人？”）；“人性”可以作为人之属性总和的概称（兼含好坏善恶），也可作为人性中好或善属性的专称（“毫无人性！”）。我们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中使用的形容词“人本”即相当于“人性”之概称（兼含善恶），故其原则不同于古代“性本善”的表面意思。“人本”的认识论专意特指：有关人的认知基于经验性的“人现象”本身。因此作为概称的“人性[1]”蕴含着好的专称“人性[2]”和作为类称“人[1]”中的坏的专称“人性[3]”(或“动物性”)。由此可见在涉及“人”、“人性”的讨论中，仅因各自所指中意素（semes）搭配的差异就可能因彼此语言误会而无谓地相互争执。】

笔者在国际符号学界尝试提出了一门新学科“比较历史符号学”。虽然国际学界不乏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历史课题者，但笔者指出，用统一科学方法对相互具极大异质性构成的中西历史材料进行的比较研究，才是“历史符号学”新学科的主要对象之一，其中包括着跨文化、跨学科、理论化的诸多历史理论研究分支。笔者也在国内外学界多次主张“历史理论”应该是人文科学理论系统内之第一学科，其现代地位应该超过哲学学科。由于中学对西学的研究深广度，远远大于西学对中学研究的深广度（与国内外汉学界一些名流的错误判断正相反！），西方汉学对于把握“现代比较历史理论”这样的新学科，既须克服其语言障碍，也须弥补其对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疏忽。此一立场也相关于笔者的阳明学研究法。笔者在此无法展开，仅拟在本文中使用三对工具性概念（仁学与儒学，道德学与伦理学，历史1与历史2），以使其有助于进行本文的比较思想史分析。三者也是三对分类学范畴之名称，每对概念由相互对比的二学术范畴组成，首先用以为古今中外话语论述的类别进行区分。这些学术类别性名称与其学界通常的用法有所不同。“解释学”与“符号学”这两个战后初步形成并逐渐发展的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话语理论分析方向，已经显著地脱离开了其古典哲学框架。自本人在国际符号学学会首先倡导“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后，越来越觉得从中西比较角度对“解释学”与“符号学”两大“比较理论分析法”方向予以再组织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此二分析法方向既超出了国学语史学本位惯习又超越了国际主流理论的偏见，至今尚难扩展其交流范围（当然也不是仅以“外语”或“外国文学”为基础所可能介入的）。因此，面临着认识论-方法论革新的目前各类国学的分析性研究，是难以根据国际主流人文理论界的既定方向或在其学术制度内进行的。其中大多数专业仍然是延续着传统学科本位的（因受制于职场生态），所以专科学者较不熟悉跨学科理论对话的新创认识论、方法论的内涵与意义。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共同处理同一历史类课题（对象语言）时，因需要借助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学科理论知识，所以在学术讨论时有必要通过“旧词新用”方式来增加相互交流中的“可理解性”。

1）仁学与儒学：二者在传统“文献语言”中的通常意指与二者在现代“研究语言”中作为科名与概念的意指不同

读者在读解本文时须根据上下文语境来区分此二词的不同所指或用法。所谓 “旧瓶装新酒”，实即一种“旧词新用”思想表述法。对于作为现代学科词的“仁学”与“儒学”之区分，读者可详见本人若干专著。简言之，作为现代学科性概念，仁学指“由孔孟文本”（排除经史文献中“语孟”以外的大量孔孟言行传说）代表的先秦民间独立伦理学思想系统，儒学指在秦后汉魏建立的儒教官方学说思想系统，但它包含着部分仁学品德学内容（在此，儒学弃仁学之“系统性”而选择性地利用其材料）。至于本人据此提出“新仁学”及其分支“新阳明学”类别词的做法，并非意在创建新的伦理学系统，而是在传统思想系统基础上加附新的解释与应用；也即：如何在全新历史条件下重估和发扬此先秦人本性（而非其他文明中采行的神本性）伦理学系统。“新”者，所指为“读解与应用之新”，其所谓“新”首先反在于（一反两千年传统儒学对仁学之儒教意识形态解释）复原其“旧”（复其“原本”，排除其“后加”）；其次，将仁学伦理学的新应用范围，从传统历史性实践域扩大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人文科学全域。“儒学”作为现代学术类别称呼，所指为儒教传统学术思想史全体（政法制度，风俗习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诗词曲赋），其学术价值必然全面受限于已然逝去的中国古代历史，而仁学仅只是一种伦理思想，其内容具有跨历史的普适性。二者在“身份”与内容组成上完全不同。但此二词在现代用法中也可专门表示“思想概念”，于是仁学相当于一种人本主义（人性论）伦理学，儒学则专指两千年来儒教政治的意识形态、文教工具以及思想习惯，后者当然也包含着来自仁学的品德学部分。在现代讨论中，这两个词无论作为学科类别词还是作为思想概念词，在所指与意涵上都是与古人用法不同的；而在传统话语读解中二者当然是处处混同一致的。

“论语文本复原”的“新意”是指：当现代考据学对某些古典文本的变迁实迹不可能复原时，也不应随意接受两千年来古籍中“人云亦云”传说作为当然的历史事实，按照解释学，意义的确定应该与史事的考证相对分离，为此应对传承文本进行合理的“文本性重构”，以形成（在历史解释学上有效的）“论语真本”。此处“真”字不可能指考古学意义上的“实有”，而是指“历史过程中‘可验的’意义上的‘真’”，于是所谓“真本还原”不过是指一种“文本解释学重构”。（关于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解释问题，可参见本人著作《仁学解释学》）此一文本复原学（所谓《论语》“真实”部分）的“可验证性”原则是：它应该客观上在两千年中国社会文化史过程中起着一种价值观上多元而统一的引导作用。因此，新仁学所说的“仁学原本”仍应该是一历史性事实，但不必认定其为个别人之独创，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民族性伦理思想之结晶。其“实体”的“仁学初版”形成于秦汉之前，而经几百年来的“集体编辑定稿”后形成为被列入儒学系统内的“儒学再版”（今日“论语”传本）。我们的现代“论语还原论”则是根据（解释学判定的）“仁学精神”对此“儒学版”予以“去儒教化的删削”（只删不增，以保持其历史解释学特性）后形成的“新仁学版”。这个原本，如其说指“今传论语”全体真实文句，不如说是指由其反映出的一套伦理实践指令句结构性运作之历史表达记录。我们将其比喻性地称作“仁学原本”。

我们的所谓“原始仁学”的“文本复原”工作，因此是两种程序配合的结果：文本考据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先秦文本）与仁学义理意义上的“真实性”（合乎具统一性的“伦理逻辑”）；前者参照了诸多前辈语史学的考证，后者则是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思想与中国思想史解释学研究的结合。所谓“复原”自然并非是指严格意义上原始文本的语言性复真，这是不可能充分做到的，而即使能够做到也不须进行，因为本人的仁学还原论设想是充分根基于古今中外思想的汇通，目的在于从“古籍”中“读出”（重构）其现代意涵，而非为了“尊古敬祖”，“弘扬圣学”。换言之，此一“古为今用”计划相当于在现代人文理论启发下，从两千年来中华精神文化创造史中发现了由仁学导引的某种普适性与统一性的人本主义伦理精神。仁学既来自其静态的原始“文本实物”，又表现于其动态的精神“文化实录”（具有双解的真实性）。而“儒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指秦汉以来的历史上可考的综合性文化思想实践产物全体，其存立及方向紧密贴合着秦后儒教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包含着先秦仁学资料，但已经过文本的部分增编而使其服务于帝王专制权力制度与儒教意识形态系统；因此，在儒教意识形态内被使用的“论语材料”已然被卸除了“仁学”人本主义伦理思想逻辑的系统性。

【补注：从现代符号学语用学角度看，不同的语用学格局决定着同一经典文本的不同“意义学构成”，何况还有一个“文本”构成发生学问题。现代百年来中华国学传统中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是：未能清晰区分“儒学”作为儒教社会学术思想史之专称和其作为儒教人文意识形态系统的名称。前者的指称仅为确定历史文化事实，后者的指称则相关于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全体内涵，其儒教时代内容已与现代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相去万里了。现代“儒学家”是指职场内“儒学史研究者”（儒学作为思想史对象）还是指“某种程度上欲将古代儒学精神复行于现代的思想家”（视儒学作为价值观信仰体系者）？“提倡儒学”是指重视该思想史研究呢，还是指倡导儒教学术意识形态复兴呢？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任务，可是现代专业“儒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本人曾经批评，后者的此一崇祖复古思想，缘于其在对人类新知新学新理了解不足情况下而片面热衷于“依古自重”的态度，此混淆岂非也由于未能本科学立场区分仁学与儒学各自的身份与构成？另一原因或在于未识：现代“尊孔”应为“重仁”，“学孔”在于学其精神而非泥执其史迹。今日国内外复古主义者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弃其人本主义仁学精神而行其儒教封建主义典礼。即使第一代“新儒家前辈”亦不知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不识先秦民间之“仁观”与秦后官方之“儒观”有何本质性分别。这类已行之于现代百年的思维方式混淆，是难以有效走向世界的。】

那么，我们（有违今日国际人文学理主流地）欲将新仁学的宗旨施之于现代世界人文科学，是否与上述态度相互矛盾呢？“新儒家”复古主义所欲复旧者，包含着社会、政治、文化、学术、思想方方面面的“中华封建时代历史内容”，但未注意今日全人类知识范围（包括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信息）已比新儒家心目中的复古知识范围，广大高明过亿万倍之多，于是不得不问一下：海外多年来提倡的“复兴中华本位学术思想的运动”究竟何指？这难道不是一种现代版的“中体西用观”吗？在两千年儒教制度下与儒学控导下产生的“文史哲宗艺”旧学，当然是中华精神文明的无比珍贵的遗产，并成为中华精神文明乃至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无比的历史资源。但由于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影响，新旧世界间已然发生了多方面的“认识论-实践论断裂”，中华文明也必须与时俱进，自我更新，不可能照搬先祖旧章以应付新局。现代儒学者必须明了：所谓继承和复兴“文化传统”，应是指复兴其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伦理精神，而不应是指复兴早已逝去的过时制度及其封建社会思想内容。（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对此理一目了然，而我们的人文学者却对之易于混淆呢？为什么自然科学真理研究必须与时俱进，而人文学术思想则必须返古恋旧呢？）按照本节的提法，实则，新儒家的“复兴论”所欲复兴者乃儒学及其精神遗产，而新仁学所欲复兴者乃仁学及其精神遗产。前者的核心是儒教道德学，后者的核心是仁学的伦理学。前者将导致现代中华文化思想隔离于世界文化学术主流，后者则主张当仁不让地介入世界学术主流且参与引领其建设性发展。而所谓仁学之“复兴”，不过是专指在人文科学界内的人本主义传统伦理价值观之提倡而已，并非如古人或现代新儒家般妄想将其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经世”宝典加以宣导。我们的古今中外学术沟通工具的想法，也直接相关于当前国际比较人文学术交流的策略问题。顺便指出，为此我们绝对不能盲目信从名实广泛不符的“国际主流水准”而亦步亦趋。

2）道德学与伦理学：本文论述中二者为不同学科之名称

随着三百年来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渐渐形成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人文科学系统，其理论部分却始终与传统的哲学与神学混合在一起。因此，现代人文科学，无论其概念之语义还是其学科之分类，由于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故极其混杂无序，其理论部分只能说是尚在实验性的摸索发展之中。同样由于其内容与方法的混杂，故相当程度上易于受到职场和市场制约而妨碍其朝向理性有序的科学方向发展。所以本人在构思新仁学伦理学时首先即须摆脱以哲学或神学为中心的西方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传统框架，并参照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前沿的发展，将素来混用的道德与伦理二词加以区分，为其范围、目的与功能重新定位。（参见《李幼蒸学术文稿》卷3）按照符号学跨学科立场，我们首先以此二词标志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道德学指社会生活中之风俗律法规范方略，伦理学指个体的价值观选择及相关理论性思考。然而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规定”特征不同，今日所谓“人文科学”各科的学理内容，带有明显的历史性、实用性、临时性特点，其高低正误标准相当程度上相关于历史上偶然形成的名家名著之职场地位及权威级别。此所以西方学界将其称之为“自由学艺”（liberal arts 及 the humanities），而不看重其科学性发展的潜力。今日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也因此反对“人文科学”名称，反而企图将其向非理性的、艺术化的方向“推进”，以便可以更加随意地“操弄”人文学话语以制造于己有利的名势与利益（此所以今日国际善谈“理论”者，率多名士派哗众取宠人士或以伪乱真、以虚乱实之辈）。而我们理性主义者之所以坚持将此一尚在形成中的学术整体称作（或望其有朝一日真地成为）“科学”，是从有关人文思想发展方向“二择一”立场出发的，这就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思考方向。“促其朝向人文学术潜在的理性方向发展”的意图，不是断言其已充分符合科学的性格，而是认为它有条件相对地朝向科学化（理性化）方向发展，以成为有益于人类精神生活提升的“知识系统”。从“解释学-符号学”角度看，与当代西方一些理论家们的立场相异，传统上颇具文艺性的“人文学术”之所以有条件朝向理性化的“人文科学”方向发展，乃因对其而言“科学”与“理性”二概念都需在扩大解释后被赋予新的定义。按此，西方传统中的“伦理学”与“道德学”用法，就须以“旧瓶装新酒”方式予以专门理解。按此，所牵扯到的远不只是学科类别性称呼用法改变的问题，而是触及到西方学理传统上的哲学、宗教、社会学、法律学、道德学的方方面面的概念系统调整的问题。同样，从现代跨学科人文学理研究角度看，我们也不能再一成不变地以传统上的分科学与既定概念系统来处理古今中外话语对象的思考与分析了。“伦理学”和“道德学”这样区别的用法，正是为了摆脱西方传统哲学史框架内形成的理论化教条主义之束缚，以便为相关思想对象更准确地进行分类与定位。其理由既相关于来自西方而未能在西方学界充分贯彻的“跨学科”学术革新意识，也相关于中华精神文化史特有而西方所无的特殊语史思想传统经验（比较研究涉及的“跨文化”方法论本质上实为另一类更复杂的“跨学科”）。这也是当今国际理论符号学界最难突破的认识论思维障碍，更不要说国际人文科学理论主流思维的定式生态了。笔者希望“仁学与儒学”和“伦理学与道德学”这两对学科类别的分划，可有助于读者把握本文论述的思路。顺便指出，现代化的各类国学研究，应当隶属中西比较理论研究大类，因其所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革新突破，既相关于也超出了现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格局，特别因为后者也是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与中国思想史没有关系的）其自身社会文化历史生态的。中西比较人文理论研究，应属全球化时代人文科学革新发展任务中的核心部分之一。

3）历史1域与历史2域：历史过程与结果之功能上（而非现象上）的二分法

另外一个历史认识论-实践论思考中的范畴二分法，不是直接相关于人类历史过程本身的，而是相关于其中两类不同“历史功能及其产物”的。我们可将人类历史从功能上区分为两大片，或两个历史效果积存区，可概括称之为物质类区（“历史1”域）和精神类区（“历史2”域）。此一区分法表面上似乎道理不明，实际上极其有助于我们对复杂历史过程进行更有意义的的分析与解剖。这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精细化需要所导致的一种历史范畴新形式之提出（可参照笔者相关中英文论述）。我们将人类知觉上统一的、混合一体的历史现象（人类行为及其产物），从特定功能上与评价方式上，概分为社会实践性创造（或“社会工程性”实践）和精神实践性创造（或“精神思想性”实践）。所谓“功能性判准”是将“历史”定义为人类实践之性质与效果类别总和，并将其按照无限多个体行为之客观的“实践效果集合”予以归类（而非按照诸个体行为之主观的“实践意图”加以归类）。因无法详论暂且简述如下：两类（社会物质类与思想精神类）历史实践，首先以其“产生方式”定义，一者可标志以“利害得失逻辑”，另一者可标志以“真伪虚实逻辑”，其中比喻词“逻辑”，兼涉意图、方法与结果方面。在混合性历史事件过程中个体行为之“意图、方法、结果”自然混淆难分，每一具体成分（潜在地）参与不同的历史实践程序并最终“按类分区地”自动“参与着并沉淀于”相应的历史功能区域中。一者相关于人类物质性追求及成就，另一者相关于人类精神性追求及成就。二者的“实践逻辑”（行为方式类别）、效果内容（产物）以及价值标准（权势与伦理）均不相同。此一历史实践分类法大致由二不同而相关的判准定位：实践逻辑（A）与实践结果（B）。重要的是：AB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或意图行为贯彻后即在两个不同的人际关系互动场内分别完成其“作用组合”，并分别“沉淀”于历史1域和历史2域内。

【补注：此一关于历史范畴的功能性类别划分，也是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的实用性步骤，其中“事实范畴”与“功能范畴”的异质性，出现在不同层面、领域、方面。但有一个划分标准可以特别提出，即历史1域必含“行动逻辑”，可比喻为“工程学场域”，而历史2域仅含“认识逻辑”，可比喻为“科学性场域”。两域包含着众多共同具有的“现象因素”，但均受到各自的“实践逻辑”管控与调配。工程逻辑与科学逻辑身份迥异，一者为物质性构建，另一者为精神性认知。（“认知”在刻画历史2时所指者为行为全体之目的，在用于历史1时所指者则为行为全体之手段。）在两域中，认知之发生、组织、效果，因行为目的与实践逻辑之不同而相异。在历史1认知仅为手段，在历史2认知即为目的。】

按照以上三类认识论-实践论范畴划分法，“儒学”更多涉及“道德学”及历史1域，“仁学”则更多涉及“伦理学”和历史2域。同理，一般所谓“阳明学”如指有关王阳明的心言行史事，作为一段个人历史即应被划为道德学和历史1域内（作为军政官员及社会道德宣讲者之行为与效果）；而如专指其心学思辨研究，如朱陆异同论等，因此涉及到思想理论性实践，其学即宜于划为伦理学和历史2域。二者的内容构成不同，评价标准也不同。前者的研究属于一般政治史与道德风俗史，后者的研究属于人格精神和伦理理论。即使同一习用名词“阳明心学”，也可按此原则将其划分为不同性质的课题，此 “心学”可指涉其家庭、政治、军事等社会性行为领域中的“用心”（求胜及求成的实用性智慧，如“良心”之有无），也可指涉其在追求仁学义理问题时的“用心”（求真及求实之理论性智慧，即“良知”）。求成之心与求真之心，不是“一个心”，而是两个心，二心的“运作逻辑”不同。在历史当事人的具体心言行中两个用心过程往往先后内外次序混杂，但这些看似混合性的心言行结果，会在历史过程中，按二不同历史功能与目标而自动分类地积存于不同历史区域内。此一解释学的分离方法看似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明显“歪曲”，实则是将此自然层面上的“事实单位”在功能层次上进行了细分，后者并未否定对象的事实性综合存在，只不过是将同一直观现象做了层次性（level）、方面性（aspect）、功能性（function）、价值性（value）区分。结果，发生中的经验性事件之因果关系现象为一事，事件的最终分解性因素之分类性积存效果（不同类历史遗产）为另一事。此一分析过程的合理性，其实类似于自然科学方法，如生物学的任何部门研究都是如此进行的：越过自然直观层次，深入至更微细复杂的肌理脉络。历史现象如此庞杂混沌，表达语言又如此模糊无序，如果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改造我们的表达工具与研究方法，自然难以获得较可靠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价值。按此分类性思考，历史两域的评价标准当然也根本不同了。

（二）在道德学-伦理学两域中的阳明心学

1）解释学的历史读法

“以今读古”的问题在于，前科学时代古人由于社会制度、知识性质、信息渠道、技术条件、文化风格、作者心态等处处不同于现代人，因此现代读者在古今对话时，往往相当于“以今释古”，以至于未能充分把握古人著文的原义。古代文本“制作”于前科学时代，该过程已然消失，现代人根据科学时代的知识打算通过古代文本更准确地分析其因果和更公正地评价其是非，难免出现主观性的揣测之言。为什么思想史研究会比“历史研究”更具有可靠性呢？因为古人对于事件的因果关系记录与分析受制于当时知识与技术条件，其描述的准确性与资讯收集的全面性远远不能和现代历史著作产生程序相比。（例如，今人对于古代战争成败、政策得失的“研究”极不可靠，即因古人留存的“资料”远未完备，很难引以为据）而思想史研究虽然与史事研究所使用的史料相同，但不必据以透过其事件描述来研究史事本身，而是满足于了解古人或作者对史事之态度及反应，也即其具有事实性的“主观思想”部分。后者于是提供了一种较可靠的“历史真实”，即作者或人物之思想与心态之真实。（例如，《战国策》绝非先秦史书，但其反映的法家策士的思想与态度足够真实可信，至于该思想多大程度上靠近先秦，多大程度上靠近秦后，其史事部分仍难客观判定，却并不妨碍我们获得较可靠的思想史认知。）我们的历史符号学和解释学侧重于中外思想史研究的理由之一正在于此。所谓以古为鉴，如言史事，其实不无问题，因为历史载籍提供的“史料”（历史信息），按照现代史学标准，大多不够精确及完整，既源于社会与作者本身的认知局限性也源于时代意识形态及偏见（加予观察、分析、选择、记录各方面的）歪曲性。而思想史作品自身就是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我们正是要理解古人对待事物的主观态度和其思想方法表现。对于现代道德学和伦理学研究来说，思想史作品甚至于是最主要的史著类型。况且，我们的研学目的不仅是为获知而求知，而是进而要从古人生存经历中吸取我们未来社会与精神建设所需的历史得失经验。然而即使为了了解古人思想和汲取其人生经验，由于上述古今沟通的障碍，也须首先关注我们的“思想史‘小学’”建设（包括文字学，语义学，解释学，符号学等），借以更有效地从古人的古代“直意话语”（denotations）中“读出”其现代“含蕴意义”(connotations)。古代杰出思想家的思想表达都是一段段人类生存经验记录，后者正可成为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基础。理性认知能力为一事，生命体验深度为另一事，前者取决于人类一般知识水平的自然增长，必然多是“新胜于旧”，而后者则相关于历史变迁中个体的偶然遭遇，它们往往成为可遇而不可求的艰辛历程与独特应变之体验。同为人类成员，杰出古人学行记录遂成为具有永恒价值的伦理精神表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影响下以及在百年来中西思想（世界两大精神文明体系）交流启示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古今中外思想史、精神史上的建设性沟通，二次大战后逐渐出现了（尚在形成中的）历史解释学-符号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详见《李幼蒸学术文稿》诸卷）

【补注：1)关于所谓解释学及历史解释学学科范畴，一是存在着两千年来的西方圣经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的解释学传承，其思考方式特点不是直接针对作品内容，而是针对作品的“形式”，因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式思维方式，故一直不为民国时代中国哲学家了解[钱钟书先生因系比较语史学者故曾关注到西方“古典解释学”思想，但对于战后才真正展开的现代西方解释学理论并无接触]；2)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文史哲学术的理性化、理论化研究的发展，二次战后形成了更为系统的现代解释学思潮，包括其哲学分支，其思维方式更其不同于传统哲学方式。3)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结构主义-符号学运动的展开以及八十年代以来中西人文思想理论交流的恢复与发展（特别包括传统中学中的文字学与考据学传统以及在人类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古史辨”学派），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兼含中西人文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工具，后者之所以仍称之为“解释学”，一来因其根源上相关于前两大解释学传统，二来因其正在形成中并合作于当前国际多种前沿人文理论，难以恰当地重新命名，姑且用此国际上通行的学科旧名，虽然其跨学科、跨文化性质远远超出了前二者。】

今日，在民主法制时代，欲按封建时代环境下提倡的“诚学”作为今日行为之原则与方法，实乃源于“历史之误会”（实则，此类历史1域内之古为今用，不仅无效而且易于导致伪善风气）。日本幕末或中国民初新旧交替时期，一些中日政军人士欲将“心学”作为维系将士忠诚之品德修炼术，在当时“东体西用”原则下，或有其道德学领域内之一时功效。现代法制社会时代，所谓阳明心学之“复兴”如出自此类实用性道德观，则断难实行。如欲将此学歪曲地利用于商家勾心斗角中之“心术”（戒忍以用计，炼心以制敌），则未免降低了良知学之“身份”。（将高尚的阳明心学伦理学精神误用为低俗的商家相互斗争策略学，此为对阳明心学之“利用”，非属阳明心学之“践行”）现代阳明良知学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历史解释学性质的，因古今社会文化条件迥异，不仅古今道德学实行环境不同，其伦理学思想建设的历史根源也不可能复生于现代世界。然而在历史2域，现代思想精神建设的基础领域（人文科学发展）内，“古为今用”则大有可为，而且恰因历史与思想史之不可复现反而成为现代文明最为珍惜的精神文化遗产。

今日善读古书者，展读旧籍时仍能奋然起兴，即因通过“想象方式”“生存”于该历史情境内而可感动一时。但如欲效法其人其事，令古人风骨复行于今日，则是根本不可能之事。思想效力与环境特征的关系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故时过境迁之后今人难以将“历史经验”直接施用于当前。民初“黄金时代”中国现代化初期一切新知新学均属初始阶段，以至于造成各种“认识论误区”之泛滥。读旧籍而能与古人同感动（彼为实际，我为想象）为一“功课”（此为“温故”），如何以新知新学新境完成自我建设则为另一“功课”（此为“知新”），继而又如何以后者（新）反思前者（旧）则为又一新“功课”。三者相通而绝不相同，故必应温故而知新并创更新。三者虽逻辑上为“一条龙”但须按 “三节、四节”分段而践行之，实践中各节段的内容不同亦须分别处置。正是在如此的综合性认知情境中，我们“温故知新并创更新”的中土学人，在古今中外大混合的全球化新时代，深刻体认到产生自几千年中华精神思想史上的智慧遗产中隐藏有超越历史而具普适性的人性深层伦理性“基因”。后者却因潜存于庞杂历史文库内而未得于现代显露其永恒性精神价值，而此精神价值绝非全面物化时代之科技工商媒体精英们得以瞥见其万一者。而如仅循世界文化市场机制将民族古典精神遗产加以商品化，使其迎合国际大亨买家的“玩古兴趣”，用以加附其以物化商品性价值，则不仅无助于阐发中华精神文明，且恰足以对其掩盖之。此外，一本仁学的伟大精神价值，今日我等欲将中华精神文化（大不同于由古代帝王将相权威命令下建成的历代物质文化遗存）发扬光大于世，则应切实行之于历史2域内（历史上此域内成果多源于民间行为），而非在历史1域内（历史上此域内成果多源于官方行为）将其塑造为古玩商品以之争名利于国际商品化学术。时当“后现代化”泛滥全球时代，我们在力申远东古代民族伦理精神之价值时，乃是从地球村时代全人类未来命运整体角度来重估中华仁学伦理学之时代意义及其贡献于全人类福祉之潜能的。为此当然需要我们首先进行自我之知识更新、角度更新、态度革新，以践行“苟日新日日新”之故训（践行故训是指传继古人伦理性“态度”，不是指泥执其远古行迹。百年来新儒家于此理尚有未明也）。同理，我们应将阳明学的历史意义从其由两千年儒教帝王意识形态解释学藩篱中抽离，使其作为普适仁学伦理学之实践学“先锋”，以在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中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关于如何将阳明心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相结合，笔者讨论甚多，可参照《李幼蒸学术文稿》卷1与卷5，以及Organizational Power and Ethical Subjectivity--- In light of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emiotics）

【补注：“文革”后笔者在读到西方阳明学专家秦家懿女士的英文王阳明著作时极为兴奋。七十年代末秦女士访问社科院时，我曾自行到和平宾馆访学秦女士，一者表达个人敬仰之意，再者想知道阳明心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如何。八十年代笔者还曾与瑞士现象学家及汉学家耿宁先生在北京与伯尔尼两地多次讨论阳明心学与现象学的关系及其在西方学界的前景。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哲学家是出于对阳明人格学的深刻敬仰而从事阳明心学研究的，但生存治学于西方学界的两人，应该面对着难以克服的两大中西思想理论交流的障碍：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用以进行职场课堂教学为一事，用以进行时代所需思想理论创新为另一事）。现在回想，就上述比较研究的概念性工具以及本文所说的解释学-符号学分析法而言，两位哲学家恰因其哲学科班之羁绊对之则更加难以接受。跨学科理论一定不能是任何哲学中心论方向的（海外新儒家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正在于其坚持着西方古典形上学-本体论传统，将其视之为“理论典范”；而他们的“心术”问题则反映在“心气”上：即以“求胜”为心，故坚守其百年来构筑的辈分等级性堡垒以固守其势力。新儒家问题，正是一个“心学”问题）。今日国际符号学理论界的“哲学化偏向”也正是反映出一种反符号学精神的倾向（跨学科理论化方法论）。比较思想史研究的“战略理论”思考也同样如此。笔者在此插叙个人过往经历乃因作为当初曾参与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引介”的学者，那时尚未清晰认识到的是：“历史与理论”的复杂关系绝非当前“西方历史理论界”的知识范围足以涵盖的（如卫斯理《历史与理论》刊物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不仅因其不识中国史学而且因其不能跟随欧洲大陆符号学等前沿理论而没有条件满意地处理当前跨文化史学理论的前端课题。结果其不得不偶尔处置的中国史学部分仍然只得依靠国际汉学。还不要说今日西方人文学界是如何广泛受制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以至于自降学术品格了）。自此之后，笔者越来越意识到，应该沿着西方理论家们未能充分贯彻的跨学科理论分析方向，对主题更具综合性的“中西比较史学理论”，进行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探索。有鉴于比较历史理论研究所需的学理准备如此复杂，其规模和目标也非初识西方思想的民初大儒梁启超一代所能想象的。过去的学术名家永远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依据，但远远不足以成为新知新学新理前进的基础或指南。】

2）新仁学之“新”字再议

在此“新”字有二义。一是指：以新的学术立场，在新的历史环境内，为了新的目标，而体认与践行“历史上创生的阳明思想”；二是指：将后者从其历史道德性心言行层次（儒教社会层，儒学层）“更为清晰地”“还原”至其本身内在深层的普适伦理性层次（仁学层）。第二个“新”之意实为“深与原”之意，也即指同一重要历史思想实体含其内外、深浅、暂永等多维性双层意义构造。换言之，无论孔学还是阳明学思想，字面上都含有一个作为（民族性）历史现象的儒学层和一个作为（跨时空）人本主义仁学层。儒学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真实存在，并包含着作为其核心之一的历史性仁学部分，此“仁学”于历史上是在儒学、儒教系统内发挥其相应作用的，就此而言儒学与仁学二词均如古今通常用法所示。（在此层次上我们的用法与通常法相同）但按照“解释学读解法”，我们赋予同一词“仁学”两义，一者如其通常用法，即“历史儒学中之仁学品德学”，而另一者为以其特指其被“还原部分”（参照现代语史考据学及辨伪学意见以增强论语孟子文本之历史原初性，但采取只删不增原则，以确保文本中一切字符都如其历史上所实见者）的相互关系网络。作为文本系统组成部分的诸论语格言句，不仅是通过适当删削原文中伪掺芜杂语句而得，而且在现代阅读中相对地恢复其（被儒教、“儒学”加以割裂利用的）原初文本内的结构性关系。今日读《论语》不能仅只按照个别指令句孤立地直解，而应通过搭配其中相关指令句而在随境而异新搭配的相关语境内把握其相关关系中的“确义”。在读解时组织的相关关系内诸格言句的相关意义均可相对调整。按此读解法法，儒学儒教之“仁学1”是指其在自身意识形态内“被限定之”语孟历史性读解结果，新仁学之“仁学2”则是指在仁学伦理思想框架内对“被还原之”“语孟‘真本’”之读解结果。两个“语孟文本”大部分内容及字句意义相同，但彼此读解语境、作用功能与系统方向均大不相同。仁学1作为儒学材料组合，在儒教帝王制度内，选择性地服务于在该系统中定位之儒教意识形态需要（语孟的特殊运用），仁学2则作为一人本主义伦理学内之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论，而其评断、认知与处置者则为古今中外不同历史对象及其相关知识系统（语孟的普遍性运用）。此新仁学伦理学既为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现代化的人文科学建设服务，也为有待调整更新的人类未来普适伦理科学建设服务。（参见《仁学解释学》与《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

【补论：“论语”从秦后儒学的“道德学”功能向先秦仁学的“伦理学”功能的“还原”，包含着以下相关部分：构成中文本之删削，读解中指令句之搭配，思想中去儒教意识形态】

3）新阳明心学中“新”字之义

“新阳明学”中“新”字的意思大体同上。不论在传统儒学系统里还是在人本主义伦理学系统里，阳明学都是仁学的一部分。也只有如此理解才可辨析阳明学的历史1域内之传统道德学价值与及历史2域内之现代伦理学学理价值。按前者，必言 “忠君爱国”与“剿匪有术”，但不一定相关于其心学理论性思旨。因一部二十二史中的忠臣义士何止千千万，有功于皇朝社稷的杰出人士无需同时为哲学家。在此，我们前面提出的历史1与历史2的划界则有助于我们在此异质性话语分析中调准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仅如古人般以其儒教功业成就讨论其历史性地位，一是易于陷入其“尽忠帝王”的过时政治道德类问题，二是更易纠缠于“阳明后学空疏”之思想史正误问题（阳明学传道行为后果属历史1域，其心学理论思辨后果属历史2域）。朱熹“本业”为独立学者（其为官经历有限），王阳明“本业”则为资深官员，两人都是大思想家，而其思想之内容与目的，表面上均为如何改善儒教社会政治，其中如何践行儒教条规之类的“儒学语言”，都属于历史1域之道德学范畴。而此类历史陈迹与现代化时代关系甚微。我们不必泥执于儒学字面语言而应透过其话语“直指层次”以达至其话语“涵指层次”；或者换言之，按照现代解释学读法，我们自然地会从其“儒学话语”层次“还原”至其“仁学话语”层次，从而超脱其儒教社会政治的“历史内容”以“读出”其具有人本主义持久意义的 “伦理内容”（基本价值观+主体意志论），并进而从其原始仁学基底直达其“心志学实践论”中心。龙场悟道之眞义可超脱其道德学的“如何成君子”范畴而升扬至伦理学的“如何知行合一之认识论”范畴，并进而据以推断出此二者间并无直线因果关系（可相比于：在动机与效果间并无直线因果关系）。前者固然须是后者之准备，并为其必要条件，但非其充要条件（王学后学极端说法为不读书亦可“尊德性”，此非王学本义，但准确说，此处“德性”一词可包含道德学与伦理学两解，前者仅相当于“有良心”而已）。陆学欲强调者为：仅好读书不足以成“君子”（而朱熹在特言读书与实践的关联时，只是未及兼提尊德性罢了，哪里会是不知此理？）。此一创意，孔孟程朱岂能无见，但诸前贤因生存于不同“历史语境”中，其各自之具体思想主题的表达侧重点不同，相应“表达面”的意素组合之粗细亦不同（“粗”者未必“低”，“细”者未必“高”，关键在于：在任何话语层次上诸思想单元间的“结构关系适切性”如何），彼此虽然必定均已“下意识地”默认德学兼备之旨而不一定需要将其完全表达于任何论述中。同一“良知”概念，在孟子，被用于政治诗学层次上发挥其刺激行动力作用，生活于“后朱熹四书官学时代”与“明禅学流行时代”之阳明，则在其（孔孟时代尚难形成的）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使其发挥一种 “实践逻辑”作用。加一“致”字的修辞术，则是将同一过程一分为二：“良知”为一事，“致”为另一事（此为认识论层次上之“分节”），而紧接其后者复为“合二为一”，即“知行合一”。阳明心学的伦理实践论即可用“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刻画之。为什么阳明在为弟子们解惑时总要击破理智性直观中“明明分离显现的二心理过程”（认知为一事，实行为另一事）呢？阳明偏偏要强调二者实为一事，非两事。此因如分为两事（理解为一事，实行为另一事），在二者间留下了贯彻实践之“间隙”，就会将此二项在实践层次上消弱“一气呵成实践”之力度及（阳明认为存在的）贯彻之必然性。故必说“真之知”即为“实之行”，以前制后，此知不仅应为可行（而非虚悬），以后制前，此知必能践行（而非自欺）。但是，阳明学话语毕竟不是现代论说，其人也非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古人王阳明未曾在意识层自明者，我们现代人则可从中“体悟出”其言论本身含蕴着的两个层次：认识论与实践论（此二范畴均须按符号学理论理解，不必按古典哲学分类学理解）；而其“心学潜意识”已在功能上“辩证地”处理了二者之间既区分（在认识论层次上）又合一（在实践论层次上）的关系。解释至此，读者该会体察，这样的表述已然完全相合于现代学理表述方式了。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把握其思想辨析具有的普适性即现代性之意义。例如，此一伦理学觉识岂非直接挑战着德国古典道德哲学的各种“理论机械化思维”惯习乎？至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异同问题，按现代观点看来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两人均同为生存于儒教历史中的古人，使用着相同的古代直观语言，彼此观点的所谓异同均与当时语言习惯的实用性、直观性惯习相关。关于二者之间的“现代比较研究”应该列入另一儒学解释学课题类别。在此课题中二者必然大同小异。只有当我们将其儒学话语还原为（简化为或“心化为”）仁学伦理学类别时，才可能按照现代学理论述方式对其异同关系予以有意义的讨论。

【补注：90年代中期我以研究当代法国理论课题获得三个月访法机会，签字邀访者为早在十年前曾经美国罗蒂介绍认识的德里达（1989年初法方正在与中国社科院讨论共同召开“现代性理论国际研讨会”，我因列维斯特劳斯推荐正在访问“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后者邀请我参加他们为此次法中哲学讨论会准备的一次法方座谈会，遂与计划担任法方主讲人的德里达在基金会见面。后来发生“64”，此会遂被取消），后因某法国汉学家再次作梗，进行挑拨，致使德里达改变对我接待态度（几十年来“对付”国际汉学家成为我的海外治学生涯中的常态。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学人到了他们地盘就该拜码头，更不应“挑战”其学术。加以他们不少都是势利眼，一是见你人单势孤，二是见你对他们没有了利用价值。因此，他们学了半天中文根本不知何谓“学术求真”与“诤友之义”），在我抵巴黎后，他不顾其邀请方责任，突然拒不见我。此事曾引起主事的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负责人不满，主动安排我认识了德里达的高师同学及批评者J.P.法耶，因我该次访学计划正是“德里达的伦理思想”。我在其原为纪德旧居的家里与其谈话时提到过我当时正在思考的“伦理学认识论”概念，这位哲学家兼文学家告我说他是头次听到此概念语词，我才意识到此一自撰学科名称的特殊性。我是在此自设的认识论框架内重新思考着伦理学与西方道德哲学的关系的，自此之后我的研究方略就越来越与西学理论主流拉开距离了。因为我不是在哲学框架内而是在史学及思想史理论框架内使用“认识论”一词的（此一思路部分地受到“年鉴派”启发，后来见到勒高夫时，他还曾主动解释他们说的“认识论”与哲学界不同。而那时我已进一步体认到：没有构成与功能完全不同于西方史学的中国史学介入，两千年来作为西方史学界理想的“世界通史”是不可能成立的。而如与形成真正的“人类通史”，单只靠史书文字上汇编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历史认识论”这个关键性的理论革新概念，并非年鉴派史学理论可以掌握。）。那时的思考是在我后来构想的“历史符号学”学科轮廓尚未明晰时形成的，该词的选用暗示着我于九十年代进行中西比较伦理学研究期间对于西方道德哲学系统的不满。那次访法的任务之一包括欲与法国学者讨论形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人本主义的普适伦理学应该与中西传统“道德哲学”模式加以区分。我自60年代在西单旧书肆买到民国旧版《阳明全集》阅读后，即对其伟大哲人人格极为敬重。然而在90年代在德研究撰写“儒学解释学”时尚未从理论层面进入阳明心学。等到新世纪开始领悟到阳明学与仁学的内在关联后，我才觉察到在阳明学讨论中将认识论与实践论作为“双连词”使用可更显完备，其意涵岂非亦恰好对应于“知行合一”？具体而言，本人有关符号学与阳明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研究过程，也是我在思考如何在历史理论框架内为“伦理学”重新设定范围、定义、方法、目的的过程。继此之后我才渐渐形成了“新仁学”与“新阳明心学”的学科模型。】

4）古典实践论与现代实践论

如果以现代观点（国学或国故学）看，在儒学、儒教框架内重估阳明学的（以及任何儒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将须涉及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理论等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阳明学和朱子学，作为两大思想史课题，均须置入“儒家思想史”领域内讨论，此时“儒学”即指中国历史上漫长而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后者今日须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加以理性的“重述”和批评性的“分析”。而本人提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学则是从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角度集中于探索王阳明思想具有的超历史性的学术意义及普适伦理学价值。历史上关于王学及其影响的争论，部分上缘于一切相关阳明学词语均可“雅俗两用”，兼涉其社会性的外实践与心理性的内实践两域，其中同一使用词语的指称不一定相同。争论首先即可能源于“字同指异”，此类语义学分歧自然也相关于内容本身的构成繁复性。例如，我们不能将龙场时期对未开化夷民的“道德教化”和余绍时期与高足之间的“伦理思辨”同称之为“讲学”，前者属于其社会性外实践，后者属于其思想性内实践，虽然二者的“内容材料”属于同类，其各自的“功能”并不相同。后王学思潮之王学禅学庸俗化也导源于此实践学类别混淆：哲学思辨与道德教化不是同一类精神实践。此一现象在先秦孔孟思想时期似乎较少出现，因古时历史记录贫乏，其外实践描述之简朴性不致损及其内实践表述之精细性（因此思想所指对象的“稀疏性”不致引生指称的含混性），这恰是孔孟伦理学得以形成的主要符号学条件之一。而秦后儒家之载于史册的外实践已经包括了大量儒教社会文化中“复杂”的内容，从而相应地引致内实践描述的内容意指趋于驳杂化。在研究阳明学时，如果侧重其学理思想与其外实践各个方面的因果联系方面，并据以对其学行进行综合性判断，所指所论就难免发生分歧。实则，王阳明传奇一生实可由相对分离的两大部分组成：建功立业为其一，理论思考为另一，二者实乏内在交集。 阳明学之外实践之传统化与其内实践之创新化间形成了反差。其思想内容的“构成单纯性”实为其论旨超越性之形成因。阳明公私信札内容充斥忠孝之义，责善之言，然其高风亮节仍属儒学君子风范类，其养成主要源于宗族文教之传统性熏陶，非关其独特理论性思考。虽然良知学传导必然涉及外实践节目，而后者如其说是其理论目的所在，不如说是验证其理论之“媒介”或“教具”，重心在内不在外。外实践的“谆谆教诲”相当于（实行和验证的）“手段”，最终“目的”却在于落实心侧。（阳明的理论思维风格是由外而向内，目的在求“理”；通常儒家思维风格是由内而向外，目的在求“用”）儒家道德言行本属儒教社会之常规，其践行乃该文教社会内之自然产物，故并非其思想之特殊引导之结果。正是在此因果关系问题上，古今讨论可能不同，并相关于因果关系分析的不同细致性程度。例如，最为后世盛赞的阳明应世智慧与戡乱功业，在阳明不过是为家尽孝、为国尽忠之素业与必行之惯习，从其字里行间看，其一切外实践内容均属儒臣之“克尽本分”行为，而其丰功伟业乃基于其个人资质超人，并非源于其致良知理论之“特效”；对其而言，功业者乃“心外之事”，其念兹在兹者反在于心中义理思考之内。

【补注：“良知”可按“实用道德性”与“理论伦理性”二层次而具有二义。前者实为历史上一切所谓“正人君子”者所多有，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至于其通俗化表达“良心”更属民间之习常；这些品德与惯习并非理论化修为之“成果”，对阳明而言亦然。当其未袭用孟子此词作为其理论概念时，已然具此儒家品格也，当其后创发良知学时，虽然使用着同一旧词，但已赋予其以新的理论功能，涉及到思维层次、相关语境、思考目标以及思维方法等。此处所言良知二解，当然不是阳明心学所自论者，虽然这只是阳明心学现代分析之结果却完全符合其理论之“实际”。我们对“仁学”的现代解释原则也与此相同。所以本人在论述现代解释学与符号学时特别指出：对古代话语的解释学-符号学改述，绝对不是要改动古人话语的“本义”，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其“文本原义”内在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后王学时代直至明代灭亡，明代志士仁人无不受到王学之激励，而所激励之内容今日亦应划分为二：外实践中智勇双全、除暴安良的英雄人格（道德性），内实践中理论思维之深思远虑（伦理性）。从现代学理研究角度看，相关因果关系并非即如载籍中经验直观所示。社会环境，个人德才，学术背景，专门理论，此四者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应该具体细致分析，如此得出的“分析性结论”才可使其学理思想与其特殊历史情境（在理论分析中）拆离，以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其心学学理与其社会政治行为间的因果关联性问题。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并无实质性因果关系，即在“心物之间”、“意念与行为”之间，正如“读书与行为”之间一样，并无“实践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表面上的因果关系发生于另一“行为主义”层次上，即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致良知”作为“指号”所产生的刺激效果（稍后再谈）。

“致良知”的影响力或感染作用，对于不同人，其效果的性质也不同。如三字教中“致”字的打动力在其“行之切实”，“良知”的打动力在其“知之善真”，“知行合一”意指着“知仁行仁”；以上三者均含一“实”字，此“实”字作为良知学的关键的行为风格属性，既可具体指“事之实”（按师生谱系传承关系，或“精神衣钵”之继替），又可泛指反思“实学”的明末士林之“心之实”。后世的阳明思想受益者更可摆脱宗派俗见及传统派系观而感悟到其“心学”深处中的普在“精神性真实”。严格来说，阳明学影响如其说“在空”，不如说“在实”，不仅包括“心之实”，而且包括“事之实”，“行之实”，从东林运动到宗周、到宗羲均如是。这一深层现象说明，的确如王学所言，事之实来自心之实。但此一因果关系尚停留在“知行合一”的心侧，而如其要将其实际贯彻于物侧，则尚须当时未必具备的知识性与技术性手段。同时，“物侧实践”过程即已入历史1域了。按照现代理论观点，阳明心学的固有价值是在历史2域内，或伦理学的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稍后再论）。再者，阳明心学之“实”并非指（连古典仁学均无力完成的）理念的“物域实现”，“良知”之“实”乃特指“善之知”、“善恶是非之知”或“仁义之知”，以对比于法家的“利害之知”、“胜败之知”或“强弱之知”。“良”的本质为（价值观上的）善，其“知”即为（认识论上的）知善，其“致”即为知必行，此致良知的三合一的绝对贯彻理念即为“实”。故良知学的实特指认知之正与践行之真。因此阳明心学在认识论层次上的真与实，是与价值观上的“善与誠”内在相连的。此一重大思想史贡献问题本文无法继续展开，但可将阳明心学的伦理实践学价值再次总结如下。阳明心学，不仅是在非宗教性的、而且是在非哲学（形上学）性的传统型“精神感召力”框架下“创发”其伦理“起信力”效用的（良知顿悟仍然只是一种心理经验现象）。传统上，民间信仰多依靠超自然的神力威慑或超经验的天道迷信煽发而成，其本质为对“至高权力者”的“屈顺”（儒教帝王崇拜虽成之于暴力制度而其编造的天道意识形态仍是准宗教性的）；而致良知信仰学则是现世经验性的，人本理智性的，以及仁学（人学）伦理性的。这是人类信仰学史上的伟大认识论-实践论飞跃（阳明学得以延续至今并波及海外，即因其学既拉开了与儒教帝王崇拜的距离也拉开了与仙佛迷信的距离；阳明心学是“人之学”）。从儒学意识形态分析角度看，良知信仰学的更深层的突破性意义在于：良知学的仁学还原论产生了一种人本主义及人道主义的“儒教隔离论”效果，即当主体将伦理实践学运作置于纯心理世界后，就等于是在“实操性上”隔离开了儒教的帝系崇拜，因在此“操作过程中”所朝向的既不是天上神也不是人间帝等至大威严权力者，而是仁与爱理念。直溯良知意味着：不假神祗，不假逻辑，不假迷信，不假暴力。这是什么信仰呢？不是相关于任何物质性权势，而是（心理实证论似地）相关于人类精神性价值。再者，阳明心学在伦理认识论-实践学层面上的真正创发性，表现在其设定了实践主体中心论：伦理实践力肌理不再建基于儒教权势系统，而是建基于主体自我的选择意志。

从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角度看，古代阳明心学的此种起信力所具有的“人本纯粹性”极为重要。仁学在商周神鬼迷信支配人世的危机时代创建了人本性的价值观仁与义及实践术智仁勇；阳明心学在儒教专制主义危机时代创造了人本性的主体意志论致良知；东方的仁学-阳明学伦理学，在源自西方的今日全方位科技功利主义时代，开始介入人类精神文明前途的思考与讨论。高科技与超自然信仰体系无法以其越来越强大的物质性权势解决当今人类所需的高端精神伦理性问题。于此全球化时代，阳明心学则可试行一种新还原论：暂时切断传统伦理信仰与科学逻辑及神学逻辑之关联，在伦理学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将物质性的绝对技术崇拜予以价值观“悬隔”。对于此一事关人类生存命运危机的特大问题，具有三千年书写史的中华精神文明自有其择善固执、勇于深思、当仁不让之义！

【补注：新儒家同仁应该体认：“古之天下”即“今之世界”。身份应为“当今哲学家”的新儒家不是古史学家，其观察思考对象应为“现实中的今之世界”而非“书本上的古之天下”，因前者比后者已然丰富亿万倍，现代哲人怎能避难就易地一味只在书本上、口头上亲古而疏今？数典忘宗云者，首先应分清何谓态度何谓史迹。如果一方面泥执于后、另一方面疏略于前，这是尊孔还是悖孔呢？就现代学术而言，新儒家必须理解：“作为西学制度内的汉学”与“作为中国学术界的国学”（更不要说与“现代化的中国人文科学”）是在范围、深度、方法、目标上完全不同的两个学术思想系统。按照本文前面提到的认知工具概念，海外哲史两派新儒学的“时代误会性的思考方式”，从技术性的意义上说，正在于他们混淆了历史1与历史2，以为学术思想实践与政治军事实践“同属一域”，彼此间具有切实的因果关系，不知道二者各自的“实践逻辑”与“评价标准”迥异。今日“尊古”应指其态度精神，知识方法则必应“重今”，况且惟认知日日新方为“真尊古”！】

（三）阳明心学与仁学还原论

1）阳明心学作为主体自由意志选择学

阳明心学的“知而必行”自誠学，是在传统上的“迷信式皈依”（宗教）或“机械性服理”（哲学）等通常信仰轨辙之外思考与实行的。超越性的信仰（诉诸情感）是指以非理性方式对想象中的宇宙至大力势（神，道）之绝对屈顺，其后之“力行”均来自社会组织性强力之塑造，后者与主体伦理性自由意志无关。西方唯逻辑主义形上学之“服膺绝对真理”，乃系前述信仰观之特例：功能上以“理”代“神”，即诉诸逻辑性之“绝对”。存在论的“第一因”与逻辑性的“第一因”合二为一，巨大权势与绝对理则，同为个体之外的、控导主体意志的力源。换言之，早先的“第一力”与后来之“第一理”，均因其或为身体性或为心理性的外在绝对性威权，而具有着支配个体心言行方向之能力。在此信仰框架内的“违（本）性顺（外）法”（“克己复礼”为其俗称之一），不是决自主体独立意志之选择，而是决自外在强制性力势。阳明心学的所谓“心学还原”乃是指，主体通过（在认识论上）自行隔离开外实践场域内之外在决定机制而设定的一独立自存的“意志选择区”---心体，在其内，心志选择过程不再受任何身外的或超越性的势、力、理之惯习性制约，而是在一己本心之内自行完成其本身“知、信、行”层面上的价值选择（“良”即善，即仁，即一伦理属性，与力势毫无关系）。在此，伦理性，一是指己对人关系，一是指己对己关系，此伦理关系学的人本性不仅将伦理关系定义为人际关系（而非人神关系或人理关系），而且由于其“心之学”运作于主体心志区内，遂托显出最原初性的己对己关系域---良知域。“良知”不仅指内涵上的伦理价值性，而且指实践上的自我意志选择机制本身。简言之，良知学的人本性肌理既不受神鬼威力挟制与迷惑，也不在理智维上片面地为机械性的“推理链索”所绑缚。因二者皆属控导着外实践内容的“外力”，良知学的自我意志则属于纯粹“内力”。不论是仁学还原论还是阳明学还原论，其伦理实践性特质都表现为由外力区向内力区的主体实践方式之彻底变革性。阳明心学导致的此一内外分离性效果（儒学仁学分离性），当然不曾为作为儒家的阳明本人所意识。而且，此一所谓内外分离效果是潜在的。在（古代）现象上（按常识观点），阳明外实践与内实践浑然一体；今日客观来看，其（历史1域内）外实践轨则与（历史2域内）内实践肌理，构成了相互平行的两条生命线，二者在现象上自然广泛交叉叠合，而各自的“实践逻辑”及其产物则根本不同（物质性实践与精神性实践的分野）。

2）朱王异同：道德学上同一，伦理学上相异

在道德学层面（牵涉儒教之宗族、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经世领域内行为），阳明学与朱子学其实基本一致，两人在社会政治目标乃至方法上不会有何显著差异，因为作为儒教成员，他们的道德外实践框架、方向、程序、方法早已被儒教制度预先规定并深深嵌入各自外实践机制之内部。与一切宋明理学家一样，两人在“政治道德哲学”上也同样并无独立思想建树。只有当进入“哲学层次”或认识论-实践论层次时，甚至于当在“四书时代及后四书时代”朝向原始仁学伦理实践学归元时，才会产生仁学实践学内部的“程序性差异”。由于古人的思维属于前科学时代类型，层次区分与辨析程度处于相对模糊状态，待其“层次区分意识萌发”之刻才感觉到“相关问题的存在”；也就是在道德学和伦理学的交接与区隔的界限模糊地带，阳明作为朱学之后的明代儒者才提出了“《大学》辨析”问题。《大学》文本乃是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之间（于道德学上）“衔接”与“沟通”之媒介（参见本人《儒学解释学》下卷），“大学读解方式”相关于两个不同体系内“实践论分节法”的需要，也就是伦理学上理智性认知与意志性实行间的（认知性及促动性）关系问题。对此“朱王之辨”核心---“大学改本”观点的前后改变，以及所谓朱子“晚年定论”等的课题设定，都相关于思想者所选择的思维层次问题。从道德学领域看，两人根本同一，对《大学》的理解彼此本应一致（所以有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的欣慰感），而在致良知原则上，所谓朱王之别，不过是指话头上关注之侧重点、意识突显点上的差异性，并非指对同一问题在“外实践逻辑”上的相互差异性。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此一“认识论-实践论”上的阳明学仁学还原论，正由于在理论思维层上“隔离”了儒教道德学实践论而自然地跃升至纯粹伦理意志学层次（在阳明不过是直观层次上的真伪之辨，在我们现代人则将其转述为认识论-实践论上的理论层次区分）。这个儒教道德学实包含着宗教性、准宗教性、政法性、家族社会性、学术意识形态性等方方面面。阳明学在将其设定为“不变量”而加以“搁置”后，才可集中于伦理行为选择意志贯彻的核心课题。后者与现代伦理学思想在设题解题上遂具有了协恰一致的可能性。阳明心学的学理现代性意义在此。其“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其隔离开了宗教信仰学与理智逻辑学之后）对人本主义的“伦理学本域”之回归。古典阳明学的伦理意志学还原论，遂为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实践学核心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伦理实践论思考的历史经验。此一（跨历史性的）“设题决定”，其实也与当前世界学术与生活的众多方面相关联，特别是相关于现代人类人文科学整体改造的特大问题。（这个具有永恒意义的“特大”人文理论问题，今日却正在被世界主流学界权威以及对其支持的背景势力加以系统的忽略、排斥和压制！新仁学应该根据此一现代情境来反思阳明心学之理论深度及其时代性。）

3）向至高价值范畴“仁”的归元

程朱性理学持“性理同一”论或“由性归理”论，这也是一种准人本主义或准仁学还原论，即从社会政治道德性领域先还原至人性之本源（初始），之后进而将“人之性”“向上”归依至“天之理”（后者以“理”代“神”的立场[形上学转换]也相对地表现出一定的民族精神的人本主义倾向）。此一还原过程的前半段属经验主义的人之性，后半段属形而上的道之理，此理复增附以道法两家共举之“天之道”意象，以张大“理”观念之力势感，遂以此含混之纯客观性的“天”字，取代着护佑帝王权力的人格化天（神，道同然）。与此“向上”归元于至高权力的观念相反，王学则由人之性“向内”归元至由至高价值“仁”所导引之人性的“心”与“志”，也即实行着隔离开外实践的内在“道德性层面”，或内缩至个体心域之内以完成内实践的“仁学心志域还原”。其中既无社会性经验界因素也无宗教性神力因素，更无形而上的“纯逻辑性”因素，而是在直面人性论“本心”中形成了“自对自”的伦理实践意识。但所思所言不再是指生物心理界之性，而是指人类精神界之性（理之性），也即内实践中的仁。孔子根据人本主义立场（人类立场）将区隔于生物性的“真人之性”定名曰“仁”，对其既空之（抑制了商周时代的“神兽”两性和排除了帝王等级制度下的“主仆”两性）又实之（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类精神生存目标提出了一最高价值之代称：将精神价值区隔于“力”与“理”的态度，蕴含着重大潜在的伦理学深义）。于是“人”字被区分为二：作为一般物类标称，含其生物性或动物性的显在组成部分，以及作为排除动物性部分的“纯人”（真人）的潜在组成部分。仁字之意指及功能既虚且实（参见本人《仁学解释学》及《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其功能之一即超越或排除了先秦及秦后整个儒教历史传统，并进而可成为中华精神文明信仰体系之总称。仁的价值学至高性（“高”者，指伦理价值性之高度，而非指现实人间或想象天国中权势之高度），遂为中华精神文明创造了一个区隔于、对峙于“物域力势面”的“仁学价值面”，使其在历史上发挥着现世人间善恶是非之“人本主义价值观标尺”的作用（“木铎”）。“仁”的实践学一面，岂非即可理解为阳明学的“良知”？“致良知”岂非即是“践行此仁”，而阳明心学之作为对仁学伦理学的独特贡献尤反映在一个“致”字上，“致”乃能行必行，能行必行始真始实。我们至此所论只是在描述阳明学的伦理实践域之“程序性转换”特点，并未涉及其本人所宣称的内实践域内容真伪对错问题。解释学的“可理解性”概念表现在：古人对自己陈述中所肯定之理由与今人对该陈述认可之理由并非一事。

虽然阳明学思想兼具认知性与促动性两面，从现代观点看，其学今日似乎仅有效于认识论层面，或称之为一种“实践认识论”。“知行合一”，意在激发知与行在心物两域之双实现。但当落实于现实生活时，强大的历史客观环境必将“制导”或“干扰”其心志实践方向，使其良知学激发力仅只停留在心侧。其所谓影响，并非其学理之“意向性产物”，而是社会力学与思想力量的综合互动的结果。传统上人们习于将杰出思想家予以“圣化”，使其作为崇拜对象或加以利用的手段，此与本文所谈的良知学意义问题并无关系。然而从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观点看，仁学和阳明学的以上“局限性”并非其“缺点”反而是其“优点”。因其思想方向本来即是朝向于精神方向而非应属社会实践方法论的（即使他本人天真地如此断定）。原始人性论的孝学（而非秦汉后的“移孝为忠”的政治论孝学），是中华文明史上自发人本主义民族惯习之固有倾向。孝学基于人之生物天性。将此基本“人际关系”置于如此高度，显示了民族传统信仰观的朴素人本主义精神。更为重要的民族性人本主义表现则是“祖先崇拜”，后者为孝学之自然延伸，遂将逝去的“神鬼”与自然性父子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最具实质性的泛人本主义崇拜系统（崇拜对象兼具“准人性”与“准神性”；民族的超越性想象仍然以现世性事实缠结在一起）。仁学伦理学在外实践域内的效用遭受多方面外力的限制，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内实践中的人格学与人本性伦理文化创造方面，因此其历史上的有效实践主要表现在主体伦理意志域及其泛文学性创造表现上。此社会经验域的“空洞性”（例如，其教育观、政治观等泛泛理想讨论，实难以独立实现于儒教现实社会中）却“反讽地”开辟了另一精神文化界面，此即人生精神价值方向之定位：精神高于物质，现世（生前）高于来世（死后），实际高于幻想，仁爱高于征战，人的精神文化性高于人的物质动物性。（这些民族现世伦理精神性倾向，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人本主义伦理性特征）孔学的（于其外实践失败后出现的）“木铎”所指，与（成功推动历史演化的）法家权势哲学相反，明确朝向于现世人间的仁爱理想与精神升扬的目标。

【补注：儒学与仁学在两千年间儒教读书人身上塑造的两面性（外实践的“儒性”，内实践的“仁性”；外实践域内的忠臣孝子，内实践域内的意志高昂），成为现代研究儒学思想史时特别重要的研究课题。良知学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可成为有助于儒家外实践之良方。阳明之儒家言行与其仁理思维不必视为一体。此一内外实践之分离性，恰为其人其学得以超历史“永存”的构成性因由。仁学或良知学，正是以其历史2域内理性与理想追求之纯洁性，自然指向着人类精神目标大方向的，于是才在现代科学文明时代“发现了”自身命运的真正归宿乃是：作为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伦理性基石要件之一。现代儒学家视为圭臬的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作为本文区分儒学与仁学必要性之佐证：学理上，张载此言乃儒家最大之“假大空”；实践上，卒成乡愿辈虚狂矫世之具。阳明龙场悟道后将批判实践直指儒学学理大本营，其深邃动机吾人何能悉知？为何其风度与北宋两先生如此不同？其仁学之“心学”所对峙者，岂非正是儒学之“物学”乎？以今析之，王朱对立之本质，岂非也是“真经验心理学”与“伪形上逻辑学”的对立？后者足为封建儒教之功臣，却无益于现代理性世界实践也。（除非意图再次成为自我精神矮化的民族主义之新意识形态工具。1992年底本人在台大哲学系讲演时曾将此意比喻为“学术义和团意识”，讥刺其既无效用又色厉内荏，当场曾遭致某听众“驳斥”。）】

（四）再考朱陆异同及大学改本问题

关于朱陆大学辨问题，今日学界多从思想史角度如实描述历代学者之相关意见及理由。有所忽略的是：古今历史情境迥异，所谓学术思想观点的争辩直接相关于不同的设问方式与分析角度。大学辨公案与朱王思想异同问题的古今学术重要性，其实涉及不同的方面。

1）从大学改本问题看儒学学术观点演变大略

•
《四书》成为官书以来，大学文本正误问题自然变得重要起来

•
东汉末年马、郑等定稿的（实为经隋唐编订后传承的）《礼记》中的篇章大学，被程朱主观歪曲为由孔子、子思等著，故将其提升至“经”的地位，并为历代学人所尊信。如是，朱子对汉代原始文本的改动就相关于孔子“经文”之呈现是否真确问题。复因读书人均熟悉经史子集和儒教社会，遂纷纷据己意揣测朱子改文（字词，次序，删加）之是非。

•
一是所谓“孔子原文”根本不存在，而人人视其为曾经“实存”者，故可作为（根本不存在的）标准；二是所谓“孔子思想”传说遍布载籍，儒士大多不辨真伪，随意择用，加以汉字多义，意指含混，故人人可在文本上随意更动字面而不致损及“经文”主旨。（简言之：既不知何谓“原本”，又无公认更正标准，相关讨论的意义已非关于大学改本的是非问题，而是反映着古人本身的思想倾向问题）

•
因而千百年来出现的诸多“大学改本”，今日看来，并无任何文献考据价值（这是儒学导致儒家学术内容呆板无用的显例之一）。其中最可笑者为伪造大学石经流传并引致读书人普遍迷拜的现象。学界可仅因伪造者才智过人，文本可读，遂容忍其错身于“大学辨公案”之列，反置真伪标准与好坏标准之混淆于不顾。

•
以上情况均发生于前科学时代的古代儒学界，它们自然与现代“科学”学术观念不同，因此今日不可再按照古人的“设题”进行讨论，而是应首先指出朱王辨问题本身的不合理处，并对其予以“结案”。

关于大学文本来源，据已故台湾胡志奎先生考证，大学与中庸所引尚书语多出于东晋晚出伪《古文尚书》。胡君云：“考大学一篇未见于古籍有徵引者。初，宋程颐定为‘孔氏之遗书’，自朱熹集注……‘四子书’，言大学为曾子所著，此前实无斯说，于史亦无徵。”（《学庸辩证》，479）至于大学从出之《礼记》，胡氏云该书只可能（或由马融、卢植）辑于东汉末：“班氏依刘氏‘七略’所作之‘艺文志’，既未列‘礼记’之名，亦未列其篇数；”（同书，348，358）

胡氏为“古史辨”一代之晚辈，入台后专意古籍真伪辨研究，尤侧重于四书文本辨析，其采用的文本语言用法分析法为古史辨一代尚未关注者，其人学术恐怕亦不为留在大陆的顾颉刚先生所知。胡氏主要贡献为通过分析抽象字词的文本出现情况来推测相关文本产生的时代先后。现录其《学庸辩证》中数段有关“誠”字的文本出现及其属性变化为例。由此我们可知汉字字形与其“内装”之意思是相互可分离的。

今文尚书无“誠”字，伪古文尚书有两见（“至诚感神”，“享于克誠”），“此誠字已用 

为德目之词，当系魏晋人语；且与鬼神相连用矣。（390）

誠之一字，至孟子始升高其地位，而用为‘德目’之词。《荀子》后始多用誠字，且多用为

德目。（71，392）

中庸与大学，从语法形式到德目语汇用法多类同，“当为同一时代之作，甚至于出于一人之 

手笔焉。”（474）

    “今观中庸与大学殆若孪生，其出现年代当在东晋伪古文尚书撰作前，固无疑问；”（532）

胡氏的研究偏重于考察同一个别汉字在不同时代的意义区别，特别是具抽象性的汉字。笔者早在90年代在德撰写“儒学解释学”著作时尚未见过胡志奎关于论语与学庸的研究文集，但由于其前十几年的符号学研究已使我特别注意到今日的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关注一些汉字的意义变异现象。如“儒”字本身与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意指状况，足以显示民国学人（胡适，冯友兰等）关于“儒学”起源的讨论是靠不住的。而古史辨派则促使我们首先对古籍，特别是传说先秦旧籍，加以真伪辨析工作。例如，古史辨派早已指出，五经绝非孔子所编著，多属汉魏托古之作（不一定全是特意作伪，而是因当时“著作意识”不明，其“托古”的意图与后世弄虚作假者不同），其书“材料”当然包括来自先秦实物及传说者，其“编著能力”则必出现于西汉统一后所出现的“中国制书时代”及以后（参见《儒学解释学》上卷）。本人在讨论所谓“最古书”《易经》时亦指出：其中卜辞“材料”或有传自商周远古者，而其“建筑”成屋必在秦后，甚至于晚至魏晋时期。海外新儒家号称学兼古今中西、哲学历史，但对民国时期已卓越完成的此一最具科学性的思想史理论研究反而最不理解。其实“古史辨派”比不少现代中外汉学学派表现出了更清晰的理性精神。（技术性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学术理性”尚不足以首先对“课题”的身份与领域予以适切的定位）

【补注：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于民初学人对清代考据学的讨论，今日应该超越传统语史学的古代水平而广泛结合现代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乃至符号学对之加以全面重新整理。民初学人才智出众，贡献良多，但其现代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尚属初阶，故不可因百年来学界热衷于“塑造权威”之等级崇拜性陋习而阻碍了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之路。（当前新一代一些海内外学人最不成熟的态度是：他们的第一关切并非相关于论题结论之真伪正误，而是相关于学术结论是在增强还是在消弱自身崇拜“宗师”之学术地位！对他们，“学术”不是求真之具，而是“争胜”之资。感觉“获胜”即欣喜，面对“批评”即憎恶。此无他，岂非正是违反于“致良知”！）至于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性成就与其政治意识形态背景的关系问题，与此处所言非属一类，可不论。但从学术角度看，清代史学史研究与语史考据学研究，当然是重要无比而不可重复再现的“传统资料学成果”，更是现代国学的科学性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参考经典。由于民国以来现代学界完全失去了清朝传统时代的社会文化条件，在该环境内学者们以毕生心血完成的古代文献研究是现代学者们根本不再可能重复者。从现代科学角度看，即使清代语史考据类作品都是重要参考资料，但绝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完成品”，其“不完全性”首先即因作者们尚未接触现代语言学、语义学、音位学、符号学等语言类方法。更不要说完全不知现代社会科学了。至于其中古典史学方法论研究部分就更其如是了。但是，不仅中国学术思想史如此，西方古典思想史研究的今日问题也应如是看待。】

2）现代国学与阳明学的相关“设题”

“大学问题”是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节目，亦必有其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但我们也不必受限于古人设题范围来对其进行现代研究。为此，如上节所述，现代史学家和国学家对于古人史料必须首先具有一个“辨伪学”观念，而不能像陈立夫先生那样（虽系美国工程学出身却因身历清末民初私塾尾声而）受制于“数典忘祖”意识形态。（此种教育背景的特点也反映在其一生政治生涯中）现代学者，当然不可能将前科学时代、前现代史时代的儒教学术生态，都原封不动地当做现代合用的学术遗产加以照单全收。这样的区隔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地“还原真实历史”，至少应该是将无据史说予以存疑，为此不应该再将明明作于后汉的《礼记》文，特别是“学庸”两文，看作是先秦作品，更谈不到什么孔子、曾子、子思之作了。如果大学仅只是汉人撰写的、揣摩中的“孔子思想”，那么汉后儒家谁都有资格在其基础上进行删改（使其合乎改者心目中的“孔子思想”）。如是，其方法不应是破坏（他人之）原作，而应是另作新文。新旧文字都有权利存在。在此意义上朱子改动郑玄定稿之文，也可如此视之。阳明认可郑文也有同样道理。千百年来浪费时间于此公案，全因错信了“大学”为孔门经典，故人人欲维护经典而互争是非。（竟然那时就没有人问一下：有何证据说此文为孔子口述、由曾子记述、由子思转播的？说来说去不都是“口活”么？）两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习于人云亦云、信奉传说、重古尊圣，均以为载于官定文典中者即为如实记录，不知几千年来的官学作品都是受到儒教意识形态框限的产物（如二十二史。既然早在百年前就已与其产于其中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划清了界限，怎能再将该制度下的文字产物照单全收呢？如从发展现代学术角度看，这样的“尊古”态度是在重视国学还是在损害国学呢？（这样的质问同样可以假设地投向朱王本人：按照古今一致力申的中华诚学，治史原则应该是“求其真”还是“求其用”呢？

【补注：参见《儒学解释学》上卷，笔者谈及国民政府和陈先生是如何抵制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史学方法论探讨的。他们对中国历史没有兴趣进行客观科学的研究，而是只关心于如何“利用旧史”来为当前非学术性的意识形态服务；甚或干脆就把古典人文学术视为宣传工具。国民政府中的学术政策思想可谓由“西方工学”与“中国旧学”异质性拼合而成，遂形成了民国型的“中体西用论”，由其衍生的政治哲学于是直接反映在各种政策分析的水平上。几十年前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风格仍然如是。“用史”态度比“知真”态度远为浓厚，学者们真地认为“拉长历史长度”比根据现代科学“去伪存真”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更为重要吗！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主要都倾注于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事业上（可谓完全遵循着科学性原则），而在发展传自祖先的中华传统学术思想问题上，因分不清是非真伪原则反而放弃了理性原则！此一情境可令人警醒地比拟于今日古董市场。古董商人比职场学者更为理解“辨伪学”的必要性，知道在作业之前必须先辨别真品与赝品，而现代学者们反而失去了史料辨伪意识。古史辨派学人49年身留大陆，海外仅因此之故即不顾自身人文学术发展需要而特意与其思想长期保持着距离。值得国人反思的是：为什么近百年前如此具科学前沿性的古史辨派思想，其后竟会被世界各地政治观点互异的华裔学界领袖们予以普遍一致的冷淡处之？笔者以往著文中反复指出此一看似无伤大雅的史学界倾向，却关系到一个深具民族精神现代化提升的大问题---既是理性化思维能力的问题，也是功利主义时代伦理态度的问题。百年来各代主持学政者，不是关心于民族历史之真伪认知问题，以知真去伪为喜，而是一律关心于如何借史争胜争利的问题。一方面背弃孔丘所言“是闻也非达也”，一方面对其逐年行礼如仪。须知，无论孔子还是阳明，都是爱真超过爱胜者。】

3）朱子编写《四书》及改动“大学”的理由

关于上节所谈大学改本问题读者也可参见拙著《儒学解释学》下卷。四书编订的功过问题也相关于区分儒学立场与现代立场之区别。“经史子集”的思想框架，包含着意识形态、历史编叙、思想理论、文艺美学以及经世方略。此一形成于数千年的庞杂思想文库如何使之有效于社会、政治、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儒教社会两千年来逐渐摸索前进的过程，自隋唐科举制度以来愈加成为儒教教育学思想（官吏培养选拔方式）的关键。《五经》虽然是儒教意识形态之基本，但其多为根据先秦流传文史材料编写于汉魏时期者（参见《古史辨》各卷），“内容”则主要为“将远古帝王史事传说中的思想定为‘金科玉律’”，目的是要突显统治者帝王世系之尊贵性与天授性，却远离了当世政治与文化，以至于难以实用（两汉以呆板迷信方式“用经”之例[天人合一，灾异谶纬等]为其极端）。如以此类古史经文作为考核仕进的教材，与政治实务显然大有隔阂；如果以一般文化文艺为考核标准（如唐代诗赋取士），其内容也与政军实务无关。从官方角度看如此，从儒学思想家角度看，教育学应该培养道德学问兼长的儒士。而经学的这些“官方大道理”是否真有助于儒家道德人格的培养呢？（西汉最初“立经”的深意是为了在草创之学术环境内为帝王专制制度树立准宗教性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用以牢笼诸侯及臣民，使其一体效忠于神化圣化的王室，而其治国的实际策术基本上延续着导致始皇成功的法家之方略。史上“秦汉”并称之义应缘于此。）宋儒利用宋室宽松待士环境，敢于齐声痛斥“孟后无真儒”，由此一理学家共识可以推见，他们骨子里对秦汉千百年来以来儒教政治现实多么失望，又多么轻忽历代官方经学教育之效用，遂在千余年来王室高抬经学（僵化意识形态）、疏忽子学（灵活思想）的官方政策下，亟思复兴子学传统。作为儒家，宋儒当然看重的是孔孟之学。二者，尤其是《论语》，虽然一向为人诵读，但或作为“小学”或作为“次经”，而未被官方充分推举（因其作者来自民间而非王室）。宋儒们的学术牢骚其实针对着无法明言的一个事实：“五经”者，帝王将相言行录也（经学=话语权在权力者；子学=话语权在人民），“孔孟”者，普通士君子思想记录也。前者为崇奉法家的权势者话语，后者为以仁学为本的先秦思想家话语。以思想对峙于权势，这大概是宋明理学家的普遍具有而不敢明说的心态吧。以此，一方面他们感叹历代皇权社会政治远离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所忧虑者为：乡愿伪君子因此而大行于世。朱子的四书，即有实质上（或下意识地）将其道德影响力位阶抬高过五经，以使其成为读书人的具体品德教材的目的，俾使读书人具有较高道德人格以服务于儒教皇权政治（其意图之“背面”岂非也是：以仁学之道德原则端正儒教政治之腐败？）。另一方面，作为哲学家，朱子的更高目的是欲将四书作为实现普遍“成君子学”的教育利器。为什么？因为语孟二书才是直接触及君子人格培养之术的“真学”（经学的直接目的则是教训儒士如何敬重并服从帝王权力者）。在此意义上我称朱子四书学相当于“仁学一次还原学”。就其编撰学思想而言，我们抛开程朱伪称大学为孔子嫡传不谈（古人治学以“用”为念，并无今人之“科学观”也，况且也不排除古人有其更深的“用意”：以其中“假孔子”话头支持其中的“真孔子”思想，以希真孔子的思想得以有效流传？），其直接的编撰学思想是为了在“先秦仁学”（语孟大部分相关于人际伦理学）和“秦后儒学”（五经大部分相关于王室权力史谱系与儒教道德律法学）之间搭建一解释学桥梁：这就是学庸文与语孟“拼接”的理由所在。

【补注：我们可由此类古代儒家尖锐的自我批评来揣测，理学家用以批评儒教现实的真实根据为何？合理推测，此即相当于将作为民间道德法典的“语孟文本”作为评价根据。所以说，概括而言，宋明理学运动体现着整体向仁学回归的一种精神倾向。《四书》之编订即为其结果。从中可以瞥见理学家自己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儒学vs仁学”对比性态度学图式。隐约中这岂非也是一种“官学vs民学”的对比模型？在今日的古代思想史意识形态研究中，我们应该设法透过其儒家话头探察其话语中隐藏着的“儒教批评”意识。例如，理学家们动辄抒发“三代理想”之思，而又人人皆知“三代”者为根本不可实现之“梦幻”，如是，言下之意，内容已被“钦定”的、代表天意王权的经学（恰以三代为其合法性根据），岂非是根本无用于当世乎？此类“肯定语式”岂非蕴含着内容相反的“否定语式”？宋明理学家们的隐蔽心迹或下意识关念者，正需现代研究者深加挖掘，以揭示其“今不如昔”儒家说辞中所真实流露出的一种针对儒教不公社会的深刻批判性？】

《论语》整体而言必为先秦旧籍，自战国以来即为读书人启蒙教本，其内容多相关于个人之品德文化修养，历来被用作贵胄子弟之教育初阶。复因布衣孔子不属帝王谱系，其著述于汉魏时亦不登经典。《孟子》全书均属先秦真迹，为孔学思想之发展，因内容挑战春秋战国几百年间各国最高权力者---王候之间扩土争权的野心，虽符合仁学政治观，却也为好战帝王所厌弃，故历来鲜有直接讨论者。朱子后来成为民间学者，其以“四书体制”将二“平民思想”（虽然被王室虚捧为“儒教教主”）置入儒教经典系列，自然为儒学思想史上创新之举。其可行性策略在于“以孔制孔”。孔子被汉儒编造为“素王”，作为儒教意识形态之教主，而其“真著”中甚少“五经”内容，虽然《论语》（尤其下编）插入一些后儒伪造言语（第二十篇则显为全部伪作），其文本主体部分形成了一完整的人性论伦理学思想系统，与经学帝王至上主义关联甚少（孔子思想是“借君行道”，不是“神化君王”）。另一方面，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教作为官方政治制度，二者一方面形成了秦汉皇朝秩序稳定性之基础，亦为朱子等理学家所遵行。另一方面此类软硬儒教实体之历史表现，远远不合深受仁学熏陶的儒学思想家们之愿望，因此软硬实体已成为历代功利之徒借以投机取巧、自私谋利之具。《礼记》两篇章大学与中庸遂被朱子挑选出来作为沟通人本仁学伦理学与汉儒经学意识形态间的“思想过渡”或“文本衔接”。虽然在儒教帝王专制时代读书人不敢畅所欲言，真实想法难以测度，但可断言朱子此一编辑学创制完全出自本心，意在调节追求“人性真理”和服膺“官方律法”此二不同思路间之互利共存，或为“弥缝”二者之间的“逻辑缝隙”。其“伪造”（或属故意，因有程子背书故）两文出于孔门之事，也是为了人为抬高“四书”整体的地位，以实用主义地增加其可传播性（实际动机难以揣测。古代儒士著述必字斟句酌，内心真实思想究竟有多少“流露”于外，值得现代人深考之。）我们现代人要宽谅不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知识分子在治学观上“用巧”的不得已处，并从其真伪掺半的“儒家修辞学”中瞥见其可能隐存的真意。因为儒家在帝王专制社会是动辄冒着杀头罪来进行善恶是非问题思考的。一般来说，四书体制的形成以及其后被官私普遍接受一事（一是将语孟与学庸相连，二是将“四书”与“五经”并置），在儒教思想史上调节了儒家思想生态中的永恒矛盾：首先，在孔孟思想代表的普适人性论的仁学伦理学和由五经意识形态与儒教制度代表的皇权专制制度之间；其次，从读书人角度欲以作为价值观标准的“仁学”来框限皇权，并从官方角度利用仁学品德学强化君王与臣民的道德操守。实际上，自元朝将四书钦定为科举制度的官书后，儒生入仕的条件可集中于个人品德学话语范围，即如何更有效地践行“移孝为忠”原则。朱子编创《四书》的苦心，何尝不是在强化“尊德性”的作用呢？至于今人所云，四书成为专制王朝驾驭读书人的有效工具，一是此情况与朱子的初心无关，二是如无四书体制也会有其他因时制宜的方式来完成官吏培养选拔方式的改革。“四书”不可能是“因”（制度本身为因），而只能是“工具”之一而已。

4）王阳明深究《大学》字面之理由

我们称四书学是朱子完成的一次“仁学回归”，即提升了“孔孟学”在儒教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地位，使其（以同为孔门著述的名义）在日常操作上可与五经学平起平坐，实际上则导致儒生自然地将精神关注主要凝聚于语孟（尊德性）。朱子所谓毕生研究大学最花力气，就是要在所谓“内圣学”与“外王学”之间探索其切实联接点。朱子之“大学学”中伪的部分，还不仅是指其伪定作者身份问题，而是特指其通过断句法将文本从形式上划分为经、传两部，借以突显此“新三纲”文本为孔子所著之“文本证据”。这类做法当然都是朱子等人出于在仁学与儒学之间人为制造“经学-子学逻辑一体论”的目的，却也反映着儒学本身内在的矛盾（而其后儒家对此一律接受的事实可证，儒教时代读书人的真伪辨别意识是相当薄弱的）。但其首要意图仍然是为了突显“内圣”（近似于我们所说的“仁学”），也即突显内在品德学、心志学的重要性。而其手法却是儒学实用主义式的，而非仁学理性式的。顺便指出，朱王相比，朱子是思想家加学者（虽然其绝大部分工作仅只是“编注性的”学术工作），阳明是思想家加政治家而非专门意义上的学者，但从两人的思想话语来看，阳明的语言逻辑辨析能力远远高过朱子。正因比朱子更加深思熟虑，阳明选择以“大学分析”入手来挑战朱子四书构筑学之“勾连关键”（“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一者，所谓回归郑玄旧本，是为了指出朱子的大学改编意图不足以、甚而有害于提振尊德性的心学，二是，以忽略朱子官学权威性方式，直接上溯 “孔孟” 来为心学定位（阳明大量书札举例中多引用语孟原文以证良知学与孔孟一脉相承。注意：心学具信仰学第一位阶并使之直通子学而非经学，这样的貌似实践技术性的轩轾姿态，却隐含着价值观上的次序调整心迹）。其入手处同样是大学。阳明虽然也承认大学来自孔门，却反对朱子将“纲与目”之分转变为“经与传”之分，并质疑此“新三纲”之字面意义。朱子盛推大学，为“三纲领”重新定义。两人均高扬大学在儒学中提纲挈领作用，大学“三纲”所指（价值[明德]，对象[人民]，目标[至善]）相关于儒学实践节段之“程序性”标示，似乎比儒教“三纲”的等级性标示（君臣，父子，夫妇）更易于作为仁学内外道德实践学的“总纲”（客观效果是：学习阶段排除或隔离儒教之等级权力支配戒律，以增强主体选择的自主性）。可以说，阳明心学将此大学三纲领予以了进一步心学化的解释。其实两人的“大学解释学”手法均属“借题发挥”，目的均在于将儒学之“纲领”从儒教社会政治性层面提升至仁学实践论层面。如前所述，表面上问题在于此一孔子话语该如何解释才合乎孔子真意。实则，客观上说，既然不存在原文“真假”问题，岂非即可将其转为何人所谈近乎仁学及儒学的问题？（从物理性文本真伪问题转化为精神性题旨是非问题）于是此一纲目文字义解争论实为各自对儒学-仁学义理之不同理解与表述，根本无关于何人义解近乎“经文原本”的问题。

四书建构如被比喻为儒学向仁学的“一次仁学”，朱学所完成者为文本身份的重新定位（提升孔孟至经学位阶），也就相当于将儒学的核心溯源至（根植于）仁学；如将心学比喻为儒学向仁学之“二次还原”，也即意味着将仁学实践学归元为心学实践学。在诸多词义混杂叠合文段中，意义的细致区别即体现在字面上的“轻重缓急”之间，也就是彼此相对位置的“次序”安排之间。“明德”可以仅相当于“品德”（“入德之门”），而阳明实质上将其作为仁学总称的“仁”字加以定义，而另称之为“良知”。孔子的君子学即孟子的大人学，也即如阳明所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我们可由此宣言体认，阳明心目中的大人学何等光明磊落，实际上朝向于当时所知的“全世界、全人类”，绝非如眼界自囿一隅、专事服务皇权的俗儒们可把握其精神高度者）按古人精妙修辞法，“仁”被视为一种“伦理性实在”，用“明德”称之，以突显“仁”之道义中心性，遂使其成为主体之动词“明”的对象，此即仁学之良知。第一个“明”字即相当于“致”字，致字音如知，意如行，故其义兼含知与行。良知学所用语言十分平常以至意思反易混淆。阳明用日常语词表达内省心理，后者呈现直观含混状态。古人直观的精妙心理纹路与欠缺抽象词语的古汉语特点，使其对此所做表达者不易清晰呈现。阳明在将“大学”解释予以“心学化”时，不得不“一词两用”。“知”的二义是：认知与认可；“行”的二义是：意念“行为”（内，心）与身体行动（外，物）。

此朱王共尊之大学“新三纲领”，原则上自然也合乎孔学、儒学及一般儒教道德学：仁作为最高真理，可代之以下一级“德性”（道德学）和“良知”（心学），以显示古代中华精神之最高真理对象为“人际道德”而非“宇宙道理”（道德之基在于人类本身，而非在于天道神鬼，故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精神倾向是人本主义本位而非神本主义本位的），其所谓“知”者首指“知德”；亲民或新民一字之差相关于主体态度与意图：仁爱及知新间的细微区别，须结合儒教社会现实加以具体把握。此三纲领连句的省略“主词”首先应为君王，亲与新两字之不同，显示着君王与人民的态度与关系间的细微之别。朱子改为“新民”自然在表达促使民人 道德更新之意，而新者变也，变有好有坏，君王役使百姓亦可称之为“使趋新”。阳明坚持大学古本旧字“亲”，遂在价值观上为君王（一切治人者）对民应有之态度明确其规定：权力者应爱民（而非虐民或仅役民）而非仅“改变之”。这就是亲的一义性与新的两义性之别。因此可以明了阳明“纠缠”单字选择之苦心以及领悟其应世之智慧所在（注意：在此我们的客观判断与古代当事人的主观心意并不一样；在阳明，不过为了强化为政以德故训，而客观上，此一敦促君上持德的姿态却表达出对君上多无德之潜在的否定，故须规诫君上“爱民”为其义务）：一个“新”字，其本身具歧义性（一为“使变”，一为“使道德觉悟革新”，而事实上君上多以后者为标榜而趋民为王实行任意“更张”）故价值方向不明，而“亲”字即无此语义含混性，亲与爱语义相连，最合仁学本义。

至于新三纲中最后一节 “至善”，表面上显然应被理解为社会中（人际间）实现德、爱、新等的“事成”。但阳明的“心学解释学”竟然细腻如此地将行为之“完成”不定于“外事”而改定于“内事”。在阳明看来，如以事业之完成定义“止于至善”，则因儒家公认的负面现实诸多因素之影响必多有“以假而成”之事发生，于是将至善定义于外与定义于内的区别会影响到外实践之“果”的性质（“成”应验于“外果”还是应验于“内因”）。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阳明想到，因人人皆知“成事在天”，外在因素并非主体所能控制，故仅致良知难以最终落实于事，故“学为己”者只得满足于“内圣”之成。换言之，即人格之成，也即精神上的“成人”（君子人）而已。（笔者读阳明信札时感觉到，其劝导之义多表现于关注对方“心之成”而非“事之成”）此一“心事”上的成就亦不可小觑，如能在污浊之世依仁旨而自臻于“大人”境界，已为大成。所谓“外王学”或事业之成，自孔子以来根本非良知所可驾驭者。“止于至善”，明明可按朱子意解释为美满完成“事业”（建功立业），事业千种万种，各有其美名也。阳明的“心学革命性创发”，则再次将“至善”的“所指域”从“事”移至“心”。其知行合一即心物合一，而如按常识拆分其过程，则心在物前。

【补注：孔孟所不能成者，孔孟信徒岂可复望其成？我们是否据此可以合理推测：历尽艰辛、痛定思痛、深思熟虑之王阳明，不过是（也许下意识地）在行孔丘之故事，即将仁学方向再次定位于内实践。因而良知学的直接产物只能列于民族之精神文化建设（内圣）领域，而非用于治国平天下等帝王霸权事业领域（外王）。其后明王朝政军腐败日甚一日，可证致良知思潮根本无助于社会政治之改善。但致良知思潮及其影响客观上相对地呈现出了一种儒林对儒教社会的道德批判意识以及主体坚守仁学精神的勇气。所言所论自然仅为少数志士仁人，大多数人自然苟且偷生，何代不是如此？而体现与传继民族伦理精神而当仁不让者正是少数人也。此正所以宋、明儒政败亡之事（历史1）与宋、明仁心不死之志（历史2）必应两解之。本人在《儒学解释学》中论及文天祥“死义”何以不同于“死忠”时，曾举其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以证其“辛苦遭逢起一经”之“经”究竟为何？仁学之经是也。】

5）阳明心学与儒教批判

朱王两人对“大学”的推重的意图与动机其实同一，而阳明之所以责备程朱大学改本失当，绝非为了争强斗胜，而是因坚信仁学实践学心学化的价值高度。（质言之，阳明心学以其极为赞佩的朱学为“对立面”，实因正确判断：因朱子之“大学解”，“四书学”达不到朱学“改造儒学”之目的，最终不过是强化了 “儒教用孔孟”而非“孔孟用儒教”的结果。）而且客观上，朱学作为官学的确具有着阻碍心学传播的学术势力（民间心学与钦定官学之对峙）。朱学通过对大学的编辑与注释欲使其成为贯通孔孟学与五经学之“中介”的设想，结果反而巩固着以后者“指导”前者的传统儒教势力。阳明会认为，其无效根源在于朱子之“格物致知”认识论与方法论本身。从字面上看朱学在认知上完全正确（从阳明诸弟子袒护朱学的疑问中可见一斑），而阳明学则从社会现实与思想现实两方面判断：按朱学原则（格物，即针对事物与习俗进行的各具体实践）及儒教社会现实，儒士如依重“格物以致知”即相当于将外实践作为内实践之“外验”，而千百年来官场轨辙与故习表明，投机者往往会想方设法“依规成事”，实际上不过是或敷衍塞责或诈欺谋利而已。按照历史解释学，我们对此类古代论辩的是非判断原则，并不直接等同于古人所自持的理由，而是须根据现代观点另行评定。其过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古人理由的客观陈述，一是我们的理由陈述。二者的“褒贬结论”虽可能相同，而彼此褒贬的方面与理由却并不相同。我们对于朱王学理之辨的做法即如此。阳明良知学的“唯心主义”企图通过在内“以心御心”以达成在外“以心成物”。而今日可以断言，古代心学家们和现代新儒家们打算沿大学三纲领轨辙采行良知学道德以为学术与治世之方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的新阳明学照旧认可并力推其心学“三纲领”，但在实践学过程中仅取其内实践的仁学伦理学（按照我们的仁学定义）部分。此一新仁学及新阳明学的实践学转换策略，表面上似乎在窄化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实际上却是（正因为剪除了妨碍其成长的“多余枝叶”）在扩大与深化其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不仅承认古典阳明心学之重要伦理学理论上的贡献，而且甚至于强调其学实乃现代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必要条件之一。简言之，良知学的本质实则欲将理学家们共同的“誠”原则真切落实于内实践的程序上，使主体之意图与意志坚实化，以为完成了此一心事之“成”即可自动转化为物事之“成”。（我们可合理推测，按阳明思想，程朱之“诚学”因牵扯外实践儒教规定而失去其独立效力，心学则是将“诚学”进一步“心学化”，即使其隔离开外实践而仅在内实践域独立发挥作用。换言之，外实践道德学无助于内实践伦理学实践之完成）不过，对于此一推理链的后一部分，据现代观点显然并不完整，阳明的理论自信主要来自对朱学实践逻辑本身的批评：即程朱之“誠”不可能仅通过学问来达成。现代对致良知学理意义的肯定只限于阳明用力最深的心域前半部分，对于阳明“略而未论”（但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物域中的后半部分则未予肯定（此理同样适用于朱学）。对于包括阳明在内的理学家的“诚学论”全体而言，按照现代认知，一方面我们不会承认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本身正确（心如正，事必善），另一方面，至于在古代历史环境内其论断可能具有经验上的相当可行性之事实，我们的解释是：不是因为其唯心主义实践论的理论正确，而是因为特殊环境条件的效用。在此，对同一古代事项古今解释的不同正是源于彼此对于事项因果关系网的“描述分布性”不同。理学家，包括阳明，其共同的理论性认知偏差在于以为学术与社会的道德实践结果之关键在内心，而非在内心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上（在此互动关系环境内成事者被认为是单向地造成于内心。殊不知，在外实践域其“诚学”的有效性并非仅立于内心，而是立于内外互动关系上）。那么，如果诚学与良知学作为“一般理论”均难以成于事物界，为什么现代化今日还会被如此看重呢？按照我们的解释，上述讨论均相关于历史1域内之内容，我们的历史解释学则将同一主题转换至历史2域，即精神文化建设与人文科学发展领域；也就是将此历史主题从古代转换语境至现代语境，在其内我们发现良知学的“普遍性意义”竟然可复现于此。对此本节后面还将再论。（在《历史解释学》下卷末尾，笔者亦在结论中力推“诚学”概念的时代性，观念自然源于理学家们，但其意涵与适用语境均须按照新时代内外条件予以适当改变。同时参见《李幼蒸学术文稿》卷1、2、5）

【补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二词可以在不同层次与语境内使用，意思颇为分歧。本文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的，大致同义于“主观的”或客观上无效的意思。在古人生活与思想浑然一体惯习下，士人或因外实践无能为力而偏转向内实践？仁学的内向化是否也是其治外无方后的“自慰性”消极反应呢？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兹不论。当然，正是由于古代欠缺“科学性与工程性”思想，以至于欠缺外实践建设性所需的内外“经营工具”，所以才“卷缩”于内实践？这的确是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但此一背景事实并不妨碍由此负面机缘导致的“退缩”倾向，反而促成了在另一内实践域的认知性成功。至于“孔子归鲁”何以属积极作为，老庄之退隐山林何以属消极作为，其中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正所以须严辨儒道释三者与仁学本质上之不同也。此一三教论大杂烩岂非正是混世与乡愿者颠覆仁学之传统伎俩？】

其实，阳明心学的持久性伦理实践学贡献，主要是反映在如何有效设定“正确实践程序”之上的。他当然知道，无论朱子、象山，都是君子人，都在同时妥恰地践行着“道问学与尊德性”；阳明对朱子非常敬重，其“挑战朱学”完全出于学理讨论之目的。用现在的语言说，他认为，朱熹未能在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突显正确的“实践次序”。在实际读书治学过程中，人们当然应是学思并行、德智互进的，而阳明心学，因思绪更密，似乎在主体内心设定了另一“内实践伦理心志层”，以给予此“学思过程”以更恰当的“实践次序性规定”，即在认识上，应该心在物先，在实践上，心物应该同“行”。二者均高标心的主导性，并认为孔孟仁学处处尽是此义，以确保意真行实。在腐败明王朝中亲身经历九死一生的王阳明当然确知儒教社会危机重重，而依儒家素来所持“唯心主义观”，以为一切源于“人心不古”，所以天真地设想“改造世界”首需端正人心。古人有关治世方略的思想大多简单化，唯心化，认知远低于科学时代的现代人。我们所好奇者为，在其积极有为心言行表现背后对于自己为其效忠的儒教社会之状态，究竟如何看待。可以推断，曾屡遭大难而不死之阳明天赋智仁勇品格，其生前如此大力传布心学，或有其“不可明言”之心事在？我们可察知，阳明心学其实是建立在其对儒教社会全面批评的思想上的。试看下面一段肺腑之言：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 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 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 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 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全集，55)

这可以说是王阳明对于两千年来（即不仅是本朝而且是历朝，也即按秦汉制度原型展开的历朝历代）儒教社会政治道德腐败状态所持的总批判态度。按其观点，现实腐败之根源却在于历代“君臣上下”道德操守之恶劣（阳明与其他理学家未识：道德堕落实源于制度之腐败，所谓道德腐败为果非为因。孔子之“上智下愚不移”论早已正确宣告人性自私之实态为何），虽然历朝历代绵延存续迄今，往往不过是上下欺瞒，敷衍律法，虚应故事而已，所以能臣幹吏中亦多仅为乡愿之徒。（这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崇古派应该三思其义者？你们如此盛赞封建王朝，而你们敬重的古代儒家却如此贬斥儒教社会？）“士之取盛名干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虽欲纯乎乡愿，亦未易得。而况圣人之道乎！”。《全集》1168。我们会以为阳明所说的仅是少数儒士吗？）但阳明天真地以为，此均因历来欠缺致良知功夫之故。因此阳明最为彻底的至善解，不在外实践之结果（此结果大可弄虚作假而得），而在内实践之初心（自誠明）。“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莫测度于其外，….”。（同书，969）阳明对“至善”义解的“唯心主义”，古今均难服众，明明到处存在着“好心做坏事”的现象，对此难道阳明不知？如上所述，我们对此给予的现代解释是：无论仁学还是阳明学，其今日之效用只存在于伦理态度学层面（其动机与结果均选择性地沉淀于历史2域），而非在道德实践学层面（历史1域），因事物（事业）之成，显然紧密相关于客观的社会条件、知识条件、技术条件与运气机遇。那么阳明对“至善”的“唯心主义”解释的伦理学意义何在呢？本文对此试图再予解释如下。正如孔、孟等修辞术一样，在某些特殊情境内会以故意夸张的断言来曲折表达某种“画外音”。在此，阳明心学为了克服人性之虚伪狡诈一面，遂将致良知全过程置入心域，对其加以彻底检视，以期在行动意念之“弹射出”（于外实践）前（出心域前），剔除一切非良性意念之残余，以达最真切的“尽其在我”之真，如此已足。在古代儒生，其实践学唯心主义源于文化传统中科学理性思维惯习的集体欠缺（非如此理解即不可想象他们何以一律相信“君子小人二分法”，以为如用君子即可达到行仁政目的？）；如上所述，在我们现代学者看来，对此一貌似主观幼稚的推断，可通过解释学的读解层次转换，将其仅定位于主体侧（心侧），“君子小人”二分法之现代效用（西方所无）于是仅只表现在态度伦理学层面（不过此思想在古代的相对可行性程度当然大于现代，因古今社会与政治条件迥异）。经此实践域与层次性的读解法定位，反而可使其在心域内侧突显出一内实践中“意与行”的微细互动关系。理学家的“誠学”其实也在此，因人性自私倾向，主体习于在“意”阶段自我欺瞒，此即孔孟伦理学为什么专列一乡愿论之故，俗称“自欺欺人”亦指此。这些外实践的道德性瑕疵的确多是首先发生于心侧，性理学家提出诚学亦基于此人性事实，为此二程还提出其极端反人性的“克欲理论”（对于所有古代“公认圣贤”，今日均应重新检讨其学之正误，绝对不能根据其历史条件下获得的“名号”便将其塑造为“大儒”，并使其可能成为桎梏后世思想自由发展的绊脚石。中学如是，西学同然！）。而阳明的心学化的诚学，则在认识论上将其止于心侧。因此处的心侧与物侧的“暂时隔离”，阳明心学的诚学表述遂形成了实践学逻辑上的“自洽性”：即“首先”将其实现于心侧。这就是何以阳明心学（仁学）可有效于现代思想而一般宋明理学（儒学）则与现代思想扞格不入的缘故：是阳明，而不是朱熹，提出了一个心学自足体作为伦理内实践的场域。后者可通过解释学的变通而被用于人类精神目标提升的目的（古为今用）。仁学者所有效经营的也只是内实践域的“心事”（心术）而已。阳明的貌似违反直感的“至善在心”解，其深层含义于是在于：大学三纲领中的三节段，必须节节落实于意与志之“誠”（“誠”可解释为内实践行为链上节节“知行贯通”之一种定势）。

我们现在可把大学三纲领的心学化解释再归总如下：

•
明德为良知，良知即“是非善恶”之真知；明明德为致良知，第一个动词“明”不只是“知”（理智之得），而且是“行”（意志之决），即已在心域内决行之良知（体认并决意践行是非善恶之辨）；“良”之“知”即为既深明之，复决行之，此仍属“心事”

•
亲民者句中以（内侧之）“亲”代（外侧之）“新”；亲不仅为内心态度，而且为明确其价值性规定，而新虽表面上仅是中性的现象性特征，却可因其“价值性歧义”而被权势者虐民役民用作掩饰其恶的口实。反之，亲民原则则因明确了君上对民态度的性质（因阳明深悉帝王因具绝对权力故天生惯于作恶，此所以竟然倡言“三代之治”永无可能），臣下遂易于“据理”（孔子言）责其行善去恶

•
止于至善，即心事、民事最终皆体现于将其如实贯彻于外实践的“志向上”（志者，行动力之朝向性也）。真知善恶，爱民之心，善事之志，三者连通为心域“一体之仁”。大学三纲按常意为：发自心，行于民，成于“事”；而在心学化解释后，此“事”概念复被阳明在认识论上一分为二：事，通常指外实践之结果，而阳明将其分为“因-果”两截，心侧为“事之因”，物侧为“事之果”，后者的“性质”“规定于”前者。

大学三纲领不是致良知过程的三阶段，而为其三面相。在古人，此一体之仁，按字面上应指兼涉内外两界，起自内实践，成于外实践。而良知学的知行合一使三者均显于心界：在心理域中逐一践行起意、明意、决意、行意。“止于至善”可比喻为“控弦待发”之刻，后者即由起意起、决行待发止，如此即可达“能行、必行并即行”的“知行合体”心域之“心物边界点”。“控弦”已为“意之行”（心内“行为”。此一或许受到佛学启发而产生的思维对象域，今日行为主义者们是难以领会承认的），属于“知行双连体”之实态，而“将射出”或“将扣机”的此一“心物间域”即“心域边界”。阳明以其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细腻心理语言实现了伦理实践学中一次“革命性的深思密析”：何以“事亦在心”？他所沉思的是“内外、心物、静动间边界上的”片刻“待令点”。此决行待令片刻上，知为真知，行为必行，但二者仍在心界。此刻之心物因果关系究为如何？前科学的阳明时代对此尚无法进一步研究（现象学于此可“接力”展开），而这却正是今日伦理实践学的关键性问题，在此良知学与现象学或许组成了未来伦理实践学思想研究的一前沿性课题。

以上所述为以现代方式进行的“思想重构”。此一对致良知的现代式重述，与阳明本人的经验直观性的原述，二者之间应具同构性。按现代解，良知学的有效性界线亦在此：所谓“内”即“在我”者，因唯有“心”是完全属于个体的。仁学已知谋事非必可成于物，但却可成于心（“尽其在我”）。此内域与外域的具体分界未必处处清晰，但该“分界概念”本身则至为清晰。今日在进一步划清内实践与外实践分界后，我们据此功能分界的“思维倾向性”与“态度朝向性”，遂可认定仁学与阳明心学对于人类伦理精神性实践的确具有普适确当的启示性。

 6）大学辨问题与朱王异同论小结

除伦理认识论成就外，阳明心学自古至今的影响力主要源于其人其学在中华伦理人格学方面体现的深厚人道主义情怀。君子学即人格学。宋明理学家能够在腐败威压王朝环境内智慧而独立地（即与帝王的“经院哲学”拉开距离地）完成精神上 “尽其在我”者，遂表现出了一种对主体自主意志力的强化。如果说朱子之“大学编辑学”倾向于促使孔孟学靠近儒经学，那么阳明的“大学解释学”则是倾向于使儒经学靠近孔孟学，而二者的意图均为提升孔孟思想在儒教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地位。良知学曾受禅宗顿悟术启发，其影响主要在内实践的技术性方面，不过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效果也不容忽视。试想，禅宗学发展以来庞大“佛藏系统”的势力即被信众冷落；同理，阳明心学扩展以来“儒经系统”对士林思想的影响力岂非也在相对地弱化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经儒学作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实学”（朝向于权力者实体），在致良知的仁学实践程序中，却被仁学内实践心理性之“空学”（朝向于主体性自我）所取代。

儒教社会政治制度，儒学意识形态系统，孔孟伦理思想，此三类历史客观状态使得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包括朱王思想，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上的趋同性。宋明理学思想是孔孟伦理思想与儒教权力史发展交互作用之结果，也即儒学制度与仁学思想互动之产物。与两人的政治身份相反，朱学的影响主要仍在儒教官学领域，而王学的影响则可散布于民间。良知学在伦理学内实践论上的影响不仅显著升扬了明末思想家求真求实的意识，而且在扩大的仁学伦理学框架内，激活并激发了人本主义伦理学核心问题之时代性思考。在成君子人格学实践上，两人在不同领域里均可称之为儒家“豪杰之士”，呈现出理学家追求崇高人格型范之努力。但两人思想著述本身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则颇为不同。笔者虽然称朱学、王学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上均介入了仁学还原论实践，但彼此的学理方向的差别性清晰表现如下：偏于态度保守的朱学意在通过“强化仁学”以拱卫儒教，偏于态度激进的王学则意在通过“仁学归元”而改造儒学。朱熹是儒教儒学功臣，王阳明则是具有人类普适意义的伦理思想家。（试看《传习录》思想几乎可完全沟通于现代伦理精神世界，而其中内容甚少包括“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等儒教道德教条字样）

古典文献之现代读解，须注意古人比喻性简朴表达之内含深意。所谓致良知，所谓“求放心”，其伟大人本主义伦理学价值，并非如古代思想家孟子与阳明所理解的那样以为：凡人性必内存有良知（性本善），只因习染遮蔽使其未显，故主体努力去除不良习性遮蔽后，善根或良知就会自然复现。新仁学和新阳明学对此关键问题的重新解释，并不基于古人素朴的、用比喻方式表达的“道德唯心论”。笔者将孟子“求放心”句式不理解为“断定句”，而解释为“促动句”：用肯定性语式表达“激励意图”，后者即有可能带动一种心理应动力。（参见《仁学解释学》）但按照新仁学伦理学，“致良知”，“求放心”，也都表达着一种经验实证性的“事实陈述”：伦理实践“能量”的确是以不同几率方式存在于主体意志内的，不过那是一种潜在、或然、程度不等的“可能性”。此意也早已由孔子本人揭示于先。“上智下愚不移”论，即为人本主义最合理的人性事实之真实陈述。无论道问学在先还是尊德性在先，都只是一种伦理性实践的可能性。（在经验事实界根本不存在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逻辑上的“绝对必然”）同理，新阳明心学也须按“求放心”解义方式将“致良知”理解为一种“良知呼吁”或“良知激励”，其结果预示着人性善根潜在之可能性而已。如果这样，致良知的作用范围不是过于窄小了吗？事实上人类中“上智”比例就是如此窄小，但几千年来的确代不乏人，其“择善固执”天性如“好色”般天然而强劲，几千年中华文明中遂仍可不时出现“无文王而兴”者，如朱熹、阳明、文天祥、黄宗羲等均为活生生历史典型。据孔子之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比喻，仁学精神经系统的文教滋养亦必可不同程度上延存于历史世界，卒可有助于提升人类精神生存之伦理性高度。（仁学与阳明学所关心者主要即历史2域内的精神价值提升问题。“学之不讲是我忧也”，所忧在此，而不在无代无之的“梁惠王之好”也！）

（五）心学三纲领与仁学人格学

王阳明一生学行在讲学方面可分为道德学传播与伦理学思辨两大片。前者为面对一般民众的通俗性宣讲（始自贵州处夷时期），后者为与弟子学友的“理论性”深思；前者的性质类似于“传教”，后者的性质属于探究学理。两类活动交互叠合，均以“良知学”为统一的标榜。“致良知”遂相当于推广与提升仁学之“学的伦理学”实践中之另一“心学三纲领”。如果将阳明学的大学辨与良知学结合起来看，阳明学的“心学化”实践也通过其“三纲领修辞术”包含着两步骤：即“大学三纲领”之心学化（大学改本）与“心学三纲领”之心学化（致良知）。

由于前述古汉语字词多义性特点和随意联想习惯，关于三纲五常观念的产生和义解的演变颇不可靠。首先其出现与孔孟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战国“五行论”流行以来，以“五”字标称的类称极其普遍，以之作为品德泛称本无特殊之处。自董仲舒本其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迷信理论”提出“五常”（仁义礼智信）概念作为基本品德概称后，此概称遂沾染上“形上学色彩”。至于他所提出的“三纲观”，则是对于儒教社会政治的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理论模型”：儒教权力结构基型。古人对汉语字词随意比附解释的惯习，不难在孔孟等先秦话语中找到类似的“字眼”，并依此胡乱为“三纲”思想“溯源”，甚至于“赖到”孔子身上。实则，作为绝对权力支配关系的设定，三纲明显符合法家思想（如《韩非子》中已有其雏形）。至于将法家最为重视的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扩展为社会上的父子关系与夫妻关系，显然为秦汉大一统后权力范围空前扩大后的产物，其中心思想为将政治权力关系与宗法权力关系紧密结合以形成结构严整的儒教专制社会。至于历代三纲论者将其与五常、五伦等道德观结合以形成一定程度上“限君”意图的思想，都仅只是书生一厢情愿说辞，而惟简明“三纲”论两千年来起着实质性的儒教政权方向与方式的作用。原因之一，正在于两点：一是在成对的人际关系上明确规定了（次位对主位的）“绝对服从”之方向，另一是在三纲本身并未同时规定服从之原则、标准与方式。此一细节的乏规定性，遂使得第一点“绝对服从”原则具有着“权力支配方向”的明确性。“三纲”本身于是直接意指着：三次位必须听从三主位之命令。同时，此三对权力方向固定的结构也就鲜明呈现了儒教社会自身的稳定性基础。千多年来儒教历史使得宋儒看到，作为道德原则的五常根本“限制”不了三纲（主要是君纲），所以纷纷设想如何以孔孟品德学框限儒教权力者的无德或无能。朱熹根据北宋儒学家的思想编制了“四书”体系，意图亦在于此。其中大学占据着关键性位置，对此前面已经谈过。朱熹本人也是“三纲-五常”“联论”（以五常限三纲）的重要思想家。“仁义礼智信”作为品德类组合，当然都是来自先秦千百年者，可以说是“先秦民间思想”；“三纲”则是在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建立后出现者，标志着儒教权力形态，反映着“秦后官方思想”。朱熹倡导了此一“联称”---三纲五常，其中呈现了此一“道德”与“权力”的对峙关系，或许正是出于其“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家理想而特意为之？我们倾向于将此“修辞法”视为其将“儒学”推向“仁学”的努力之表现。在此背景下来重看其大学改本解，即可将后者也视为同一理学政治哲学倾向的表现。对此种种，持同一政治哲学态度的王阳明必定完全理解，只不过认为宋代理学家们的做法欠缺实效，原因有二。一是“格物致知”代表着过度侧重外实践效验，二是“道问学”过度看重理性认知的实践力。二者都是外大于内、物大于心之偏误所致，尽管理学家均强调“内圣学”，其“心学实践”并不真纯。朱王辨的核心于是就表现在王学意图将朱熹之“一次仁学还原”推向自己的心学“二次仁学还原”。（当然是本人的“改述”）

无论从阳明学立意看，还是根据现代观点对其学进行分析，良知学创生与传播之时都是兼涉内与外、思想与行动、道德与伦理、乃至兼及历史1域及历史2域的。在古人偏直观经验性思维方式中，二者必应贯通，“一体之仁”兼及内外。但阳明学之所以称作心学，因其在理论思维中偏偏将心界“悬离于”物界，以提升伦理实践主体域肌理之解析度，于是，“一体之仁”除了上述通常意思外，还可特用于心域自足体本身。这就是何以一些西方现象学家会将阳明心学比较于胡塞尔“心学”的原因。当然此一比较伦理学的可行性理由是：两人均将其认识论与伦理学推向主体中心论方向。正是由于此“主体心理学本位”立场，阳明心学反而可以免受历史偶然因素羁绊而有资格成为跨文化、跨历史、跨学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种古典伦理实践学。但是当涉及阳明思想全体时，作为儒教社会中的儒学学者王阳明，其于历史1域的言行举措以及其心目中的“经世”心愿，自然也在另一层次上相关于其心学理论。在此一内学与外学的关系上，古今观点就大不同了。古人之外实践，包括其社会政治性及学术文教性诸方面，受到当时制度性、知识性、技术性、习俗性的制约。于是在心域内可自由驰骋的思想家，在有关于儒教社会中如何贯彻其道德学思想时，其所思所想即不免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失去了今日之价值。但是，如我们多次指出的，今日在对具有混合性的古代思想理论话语进行分析时，应在古人话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的表达方式中，注意各事端与与观念在动机、目的、方法上的态度与方向上的细微差异。思想话语中的此类倾向性、偏向性本身，就可能表现出特定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s）。我们所说的心学“还原性”、“归元性”分析即与此类特点相关。“还原”含“转移”或“偏转”意，即指主题中心之“移位”，从历史1域内的制度、渠道、规范、方法、乃至道德观，向历史2域各精神类主题方向的相对性“偏转”。

1）仁学还原论的多种表现

阳明学的此一仁学还原性可表现在诸多历史方面，均显示了阳明学思想主题与儒学主流的相对“偏离性”，可概括列举如下。

-
从“道德学”（外实践）向“伦理学”（内实践）的主题转移

-
从事向心的主题转移

-
从外行向内知的主题转移

-
从儒教、儒学此二外实践（均有各自既定必须遵行之历史性章法）向仁学内实践的超历史性的、主体意志自由选择的、普适心性域的主题转移

-
从儒教“等级性三纲”（君父夫）向心学化解释的大学“程序性三纲”（德民善）的实践域转移。在转移中隔离开集体性儒教教规，以便在心域内直接面对主体伦理性问题（从权势命令“内容”向伦理规定“形式”的转移）

-
从大学程序性三纲向心学伦理性三纲（致良知）的转移。致良知意义上相当于智（知）仁（良）勇（致），也即在良知学实践域内直接“调适”古典仁学智仁勇三因素搭配关系问题；“致”含必行、成行、勇行多意素，“良知”亦为同时知仁、知智、知勇。外实践的智仁勇遂心学化为内实践的致良知，并使三达德在内心聚合为“一体之仁”

-
从朱学道德学向王学伦理学的转移，即从官办科举中心向私人书院的思想舞台转移，也即从官学向民学的“去权势化”转移

-
从民族历史性的道德学层面向普适人本性的伦理学层面的转移

-
从官场权力追逐学向个人伦理人格学的人生观转移。

当然，这些连带的场域与主题的所谓“立场偏转”或“主题转移”，是我们对该综合性历史现象思考与分析的结果，虽反映了良知学精神的影响或相关联现象，却并非全属阳明本人及其学派有意为之。在阳明，本其性理学宗旨，此一心学还原论当然源于其以善心促成善事的心物因果论想法。由于古代弱于科学逻辑性思维，故未识动机与结果的关系过程并非直线性的，而是牵扯到诸多内外错综复杂因素。按照现代解释，在人类社会环境内，成君子学，或人格学，或君子小人二分法，远不足以形成达至外实践成功之充要条件，但却可通过独善其身而增加“好人”形成的条件。阳明学由于其在内实践逻辑思考中排除了外实践节目（儒教儒学），遂形成了心理性实践论方向。此一古代片面性的思考方式，反而启发了在现代化今日促成跨历史、跨地域、跨学科的伦理学学理沟通平台之搭建方略（因人性心理域的非历史性，使其可有效通向现代人性论心理域内之思考）。阳明学学理具有现代性的根源即在此。而朱子学或朱子注“大学”的课题与目的都是直接针对于历史性的儒教儒学的（包括其来自道释本体论的性理观），不仅内容上受限于历史环境，而且在理论思维层阶上亦较阳明学为低，故难以直接参与现代人类普适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此，按照我们的新仁学立场，仁学伦理学的功用今日表现在历史2域内而非表现在历史1域内，因此“历史2域”恰恰可对应于、协同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领域，后者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弱化着并失去着其伦理性精神指南。“指南”在此的意思等同于古代仁学所喻指的“木铎”；也等价于阳明学的“良知”。其中“良”字之义既深且广，兼含今日所说的“真善美”价值因素。稍后我们会再谈，良知学特高扬一“善”字，这使其与功利法术派在“何以为人”的人生观上遂高下立别。后王学之明代学风主流，如其说可由谈空的王学左派来代表，不如说应由曾对王学批评、反思、并予以调整的晚明思想史上诸多重“实学”的儒士来代表。正由于致良知内含“真实性”要素，良知学之“善”必衍伸至“真”及“实”。“善，真，实”的价值观-认识论倾向，不仅因此影响了明末士林总体精神，而且也因此故在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中可发挥其“木铎”的作用。

【补注：1。于此我们可再次理解本文提出的工具论概念之解释学作用。明末百年历史，既是政治极端腐败的过程，也是学术思想精神昂扬的过程，同一历史过程包含着价值观方向相反的两大“支流”及其经验结果。2。“唯心论”一词如用于刻画阳明心学，当主题相关于内外两域时其含义不同。在外域，显属主观之念，以为“好心即有好果”；在内域，则为客观描述，属于心理界之“实证”。此一区分今日国际行为主义者是不予认同的。3。新儒家的朱子学“国际讨论会”只能由国学界与汉学界联合举办，此一“国际学科”的高度狭窄性，是否能引起美国华裔汉学家们反思其学科内容与今日现实世界（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的关系问题呢？当你们欲将自身汉学学科称作是“中国人文学术”之国外代表或国际学科高峰时，是否意识到所言所论属多方面之失当呢？如进而欲将朱子学称作是“中国学术”之现代儒学基础时，是否意识到是在如何地窄化着中华精神文化的发展目标呢？此一现象之所以表面上行之有理，原因之一正在于不解历史1域与历史2域在功能上的异质性。社会政治类话题与精神思想类话题完全不属同类，而二者也皆非汉学之专长也。】

2）致良知作为内实践激发力

“致良知”三字教，一方面由王学禅化派将其误用作类宗教性之“口头禅”，而另一方面却由于其根植于人性实体本身而在理论性思维层面起着一种（直至今日有效的）理性化认识论作用。我们在多次讨论“尊德性道问学”公案时均同时指出，致良知在伦理实践学层面上还具有一种“实践动力学”作用，即呈现出伦理实践层面上的一种“促行力”。后者并非如宗教传道中般将其“口头禅”用于直通想象中极具威慑压服力的、逻辑上必须对之屈服的超级“权力者” ，从而可在信徒身上激发出一种“去害逐利的本能屈顺反应”。致良知被后王学用于民间教化活动时，沿禅宗话头称之为“三字教”，其实际作用不过是相当于通俗版的“有良心”而已；而致良知用于学界思考新方向时，则相当于另一“三纲领”，如前所述，三字既各有独立意涵又相互贯通。

【补注：神，教主，天道等，都以不同方式代表着其有控导所谓客观历史规律之权能；如据近百年前顾颉刚先生的批评可知，表面上不言神鬼的“五德终始论”所要宣达的即是不可违抗天意支配的“人间客观历史规律”。如果阳明心学纳入了上述任何法家式“权势意识形态论”（其本质均是：“道德绝对性”是基于“客观历史规律”的；因“天意或天道”就是一种“客观宇宙规律”，其“非神论”形式，于功能上恰等同于另类“有神论”），它今日还会有任何现代学术意义吗？这也是我们强调“人本经验实证主义的”仁学，应脱离儒教意识形态儒学的理由之一。例如，曾受教于欧美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家们在全球化时代还在继续倡导“儒学第一经易经”（是否相似于倡导“第一拳太极拳”者？），可证“儒学原教旨主义”是如何惑乱着现代思维逻辑的。对此，笔者不得不对民国时代一些“早熟”而开明的语史学家反而能够对易经持有理性批评立场表示钦佩，其理性思维能力比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如第一代新儒家）高明太多了。理论型话语形式本身并不等于理论性思维深度！】

“阳明思想”作为思想史主体当然须涉及其仁学倾向与儒学信仰两方面（包括其“易经学”），现代学者须根据现代学理对之进行理性分析。而我们讨论的“阳明心学”主题当然是将其思想选择在内实践心学场域内研究，并专注于在此场域内其思想的形式与效果问题。致良知“口号”的“准理论性意义”，在于其实际介入了一般伦理实践域，也即如何在一定领域内确保“知而必行”这样的人类永恒难题。此问题岂非也正是脱离了中世纪神学教条后的欧洲古典哲学所努力探讨者？自康德后两百年来学界欲以绝对理性的“逻辑力”取代古代实用主义的“神祗力”，而尼采开启的现代怀疑主义百年来所要颠覆的既是神学也是哲学。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文明反在伦理学思想上陷入因价值观怀疑主义所导致的左右两方向上的激进虚无主义泛滥。本人发现，人类当前的认识论困境，首先亦源于传统字词的语义含混性（笔者在“文革”结束后即投入符号学研究实源于对此问题的关注，此类符号学学术与今日国际以符号学为“招牌”而实则抛弃符号学精神的职场业者毫无关系）。例如，最属习常又最具歧义性的词“理性”正在科技工商如此成功时代阻碍着人类有效讨论自身命运的问题（此一“设题”本身即被压制，因国际主流只承认一种“命运逻辑”：技术与金钱为唯一合理“硬逻辑”！）。可以说，当前国际人文学界正是深深陷入其几千年来积存的语义泥垢之中而难以自拔。

【补注：有鉴于此，本人参与组织了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有意将此文明史上特大问题提出于古都金陵举办的国际人文理论舞台。与国际学者纷纷欲借助学术平台推销自身“学术商品”的态度不同，笔者的内心则是打算通过国际学术聚会促使国内外同仁反躬自省今日人文学术危机所在。方法之一在于鼓励跨学科科研方向，以有助于学人摆脱职场学科本位中形成的固化思考方式。大会提出的“理性类型学”概念，不仅在提醒注意“理性”一词的多重意义，而且特意介绍了以中华阳明心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伦理实践理性概念。参见《江海学刊》2013年第一期。此一南京国际人文学理大会，表面上均以为是在向国内绍介国际前沿人文理论，其更为深刻的意义是在向国际学界间接客观提示：1.符号学代表着几千年人文理论向跨学科大方向的时代性转移（取代支配了两千多年的哲学中心论），并非什么职场内形成的单一“符号学学科”；2.但国际符号学理论界正在违背此一符号学精神；3.南京大会进而提示，跨文化是跨学科的另一类型，而国际理论界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国际汉学不能等同于“跨学科理论”）；4.如是，当前国际主流学术理论组织形式，并无客观条件承担此时代精神前沿的重大任务。大会之后本人参与的国际符号学推广工作即接近尾声，以往几十年的推广工作相当于在历史1域内“呈现”而非“贯彻”历史2域内之课业，一如阳明学派之情境：阳明心学之学理思考为一事，阳明心学之社会推广为完全不同之另一事，虽然二者使用的名目相同。同理，今日国际符号学理论部分早已被纳入历史1域内（职场与市场机制）大幅度走样，“符号学理论”成为在历史1域内追名逐利之具（有如晚明后王学）。因为历史1域内之环境张力场必将对来自历史2域内之学理因素予以施力、扰动、限制、利用等。其情状与本文前面引用的阳明对士林潮流之痛斥相同，虽然如今属科学时代，学术话语充斥着逻辑性、系统性、理论性等“修辞学门面”以示其具“科学性”品格！】

为了参与国际主流学界的人文理论讨论，我们当然要根据现代人文科学理论进展及国际通行的“学术性语言”进行讨论。恰恰在此有关人类精神文明价值观的关键性课题上，我们幸运地发现，“阳明心学课题”竟然天然地蕴含着对于现代学理语境有效的认识论-实践论启示力。良知学提供了一种如何“虚中取实”（由心及学）的学术伦理实践技术学。作为古人，阳明的比喻性话语（良知内在于人性）是通过“否定式”加以表达的：即“尊德性道问学”格式不能解决“知必可行”疑难。而致良知的“肯定式”表达（“体认良知”作为此一思辨逻辑链的最后一节），按照今日判断，岂非仍然也是无法以理性方式有效践行？于是，阳明心学的现代理论上的意义即（辩证地）显示为：可将心域伦理实践轨迹进行“心理实证性扫描”；也即首先对此人类道德理性的关键性过程本身予以客观精细的呈现（相当于“扫净思考与对话平台”），以便（在现代知识手段丰富后）在其上继续进行理性化的真切分析。换言之，阳明心学对此一关键性问题的“有效陈述”产生了一种内含创造性潜力的理论开放性。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不同，今日人类人文学理探讨必须同时承担两个异质性任务：一者是，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坚持进行人文学的职场内有效的“理性化研究”，另一者是，逆反于时代功利主义潮流而沿着正确伦理理性方向导正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目标。致良知三纲领的时代实用性意义是：根据后一原则推进前一任务。客观上，良知学相当于精细化的孟子奋起说（“无待文王而兴”之良知践行力），并将孟学的质朴性“良”字增附以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观的“善、真、实”等“因子”。致良知作为“伦理实践激发力”，于是兼含着“动力维”与“价值维”二者。此即：在认知不定与现实艰困的客观条件下，不再依赖任何外在学理教条而是直溯良知本能地在精神世界（历史2域）探索中坚行“择善固执”之仁者宿命。简言之，按照阳明学启示，人文思想家具有的相互“冲突”中的“二使命”是：在欠缺充分知识根据下践行精神真理探索。所“根据”的不是尚在探索中的现有知识结论，而是与知识在操作上“无关的”人本主义伦理信仰，后者即由仁学-阳明学依据普适人性论设定的上述价值观三因子。它们是内嵌于人性良知而不变的，而外在知识则始终是与时更新的。正当（来自国际的）现代人文学者于认识论-实践论上彷徨无解时，在东亚民族性历史仁学传统中或有可能找到引导人类人文学术伦理方向更新的普适理性基石。

【补注：1.二十世纪以来知识的蓬勃发展却导致人文学术职场商业化造成的认知混淆：将技术性繁荣与真理性提升混为一谈。2.全球化科技工商的空前飞跃发展正在走向另一极端：存在有导致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包括良知学）彻底失效的文明危机。当未来生技业与AI业结合起来企图“从内部”瓦解或改造自然人性之构成时，迄今为止有关人文科学的一切活动均将顿时失去意义，人性论伦理学将不复存在。因那时几十万年来“历经艰险”逐渐形成的高级物种“人”，以及几千年来历经人类自相残杀代价后产生的现代人类文明，都将不复存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善性”将被“类机器人”从结构上瓦解。有关人类命运与高科技及资本势力的关系问题，岂非也是历史学、仁学、阳明学等有责任、有能力参与讨论的？】

古今人民的心言行合规性（道德合法性）主要来自社会制度养成的集体惯习，而非源于个体自主的理智性选择。所谓宋明理学思潮，其中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表现者其实屈指可数，“讲会”如其说是学术讨论，不如说是读书人间的相互切磋、激荡志意的群体励志活动。然而宋明讲学风气及书院文化在儒学思想史上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个体追求伦理性精神自觉的冲动。在此背景下，致良知新三纲领于是在外实践与内实践两域内发挥着可称之为“指号”（index）的作用。儒教社会的“生活世界”基础即为儒教儒学惯习性教规系统，作为相对自由思想产物的良知学，也只能在该“生活世界”内发挥作用。一方面，对于启蒙大众来说，致良知可以之作为儒教道德性宣教之“三字教”，另一方面，对于学者思想家则可相当于其精神追求与伦理思考的“三纲领”。“致良知”作为儒学“新三纲”，其总的旨意则是将其实践方向由外（物）转向内（心）的一种实践方法论艺术。虽然朱子官学与阳明私学背景不同，总体而言，彼此学术思想也各有千秋，但阳明人格学在读书人心目中的感召力，远大于朱子。正是阳明学历史上独一无二地真实呈现了孟子所谓的“思想豪杰”形象，其人不仅深于思，而且勇于行。不论学者对于朱王异同论立场如何，无不受其人格超迈与心端术正之精神感召，以至于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如此多勇于求真求善的志士仁人。人类现代文明已然全面取代中西古典时代，产生此类人格的历史环境已然不在，其人其学的历史意义今日该如何审定，正有待于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另行思考评定。今人也应避免“时代误会地”以为可以在今日世界重新借助“良知学”来改善世风。（重人格学的古代尚且不能，遑论专讲功利之现代？） 

【补注：1)“致良知”作为三字教以及传说的后王学之“四句教”属于民间王学之变形，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不过是欲将良知学歪曲为一种类似禅宗煽发之手段，完全违背了心学宗旨。（在历史2域，思想史事件必以其内在学理价值论高低；在历史1域，才会对事件之社会性影响论大小。二者的评价标准完全不同）“良知”本义即心之“善”，其“知”即严辨善恶，而且其“心之事”逻辑上含蕴着“物之事”。心学不仅不是“弃物”之学，而且恰是最终必“格物”之学，心学之“实”义即以此故。2)今日新儒家将“儒道释”一体照收，也表现出严重的逻辑混乱，不知三者的动机、方向、方法各不相同。此类现代认识论思辨能力反不如朱王等宋明理学家时代。3)阳明学的仁学还原论不可误解为一种儒学取消论（古人思想立场乃就其半意识半下意识的“倾向”论，我们对其分析判断的结果当然不等于他们的自我表白），而应将其理解为伦理实践过程中“轻重缓急次序调适”之理智性智慧与态度性选择。对于今人而言，我们可在全新的内外语境中对其加以“选择性的”运用。】

3）心学之实与学术之实；致良知与明末士林

对于王学思想在晚明的影响力问题，我们不必拘泥于古代学派传承谱系的粗糙划分习惯，更不必在意所谓派系分划史事。《明儒学案》不过是按照地域和传承关系罗列文人名号与文摘，相当于一份丰富的思想资料汇编，但非学派思想分析研究之结论。但黄宗羲此一杰出思想史汇编的深意是：有明一代，朝政腐败，开国朱氏，残暴无比，而明朝两三百年来仍然自发出现了大批读书人，他们在为官行事之余积极主动地热衷于思考人生、社会、哲理问题（此种自由独立精神志趣，在现代科学职场时代反而荡然无存）。其中王学一系自为明代思想史之中心。因儒教儒学受到历史上儒教既定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各代万千儒士所思所言，今日看来，不免大同小异，所谓彼此同与不同，既与儒家思想的实用主义性格有关，也相当程度上与古汉语语义学的“乏抽象性词语”可供精细表达之用有关。今日重新思考明代思想史得失时，应该从其整体趋势、动机、目标、方法对其加以概括性重估。作为一体儒家读书人，他们当然都是将治学与经世相提并论的（在儒家意识中，本文所说的“道德学”与“伦理学”分界当然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一贯想法，尽管实效甚微。一者，此“唯心主义政治学”本身效力有限，一者儒家道德学自有帝王专制制度所严格控导之章法，其容受任何独立思想表达的社会空间十分有限，所以个体思想影响不了社会现实，但可为后世留存下古代具有良知的读书人代代相传的一种向真、向善、向实之集体性精神倾向（此即一种仁学精神），其文字性表达卒可成为中华精神文明未来发展之历史精神资源。王阳明其人在学行两方面遂成为仁者（具仁学人格者）最高典范之一，其后世影响不仅在于其道德人格感召力，而且在于其学术思想启迪力。

所谓明末以来“阳明学的重要影响”，因此根本不限于王门后学各派（思想史上与宗教史上所谓宗派传承谱系之谈，极其无谓，张扬门派有余，严肃思考不足），反应首先包括深受阳明思想与人格影响的大批明末士林诸子，其中首推东林讲会诸君子。历来明史研究者都从政治思想学角度分析东林开启的思想运动的性质问题，本文特别从仁学伦理学认识论-实践论角度关注阳明学精神的此一“曲线发展”，特别是由阳明心学中经顾、高诸君子直到宗周的展开路线，后者直到鼎革之际的黄宗羲于清初开启的新史学运动始云终结。（详见笔者他文）阳明心学，其“务虚”之论反而是明末“实学”意识产生的根由之一。阳明学所深化的“重实”学术思考精神，具体而言，在明末特殊历史环境中，作用于历史1与历史2两域，前者属政治思想领域此处不论，后者体现为重实学之三观上：“价值学上”重“心实”（誠），“认识论上”重“事实”（社会现实），“学术方法上”重“史学”（史实之真相）。在儒家此三者实为一事，而今日则可析之为三，以精细显示其不同的功能性后果。

明末书院文化迭起，读书人关心民族兴亡、文化传承之时代风气，固然深受良知学的求善求真之教的启发，而此精神实可溯源于中华儒学思想史和明代思想史本身延存了两千年的仁学固有择善固执精神（从其“儒学”中见其“仁学”）。来自孟子而为阳明精深化的“良知”一词，如上所述，起到的是一种孟子所说的“起兴”（激发）之指号性作用而已。在此意义上，无关于参会者的朱王学术倾向如何，东林、复社、几社大批士君子之精神动力仍属于历史1域内现象，并非可明显归之于阳明学的或正向或反向的直接激励作用。虽然如此，笔者认为，如果说此一明末大思潮确有良知学因素在，这就是一种表现在心理学层次上的倾向表现：正是在此天崩地解大时代，禅学（谈空）与“实学”（=史学）的对立形象，在明清鼎革之际激发出的普遍求实冲动及其热情文史创作表现，反映出明末读书人在民族存亡危机年代突然深化的自我反省意识。后者在心理学上会直接激发主体的独立奋斗意志。作为良知学的一种“副效用”，伦理实践意志学，遂在思想与行动两方面显示出其重要历史性存在。（入清之后，由于满清在历史1域内的高明控制策略[间施威压与利诱]，遂将此前朝出现的求实求善的个体独立伦理意志力渐渐消弭殆尽。文化策略上尤为突出者为：学术思想界将阳明学引发的伦理性的学术之实，成功地转化为技术性的语史之实）

我们将阳明良知学的心学还原论涉及思想史上诸多大小相关“还原性”效果，再简要概括如下。“还原性”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心志对儒教意识形态藩篱之客观上的“隔离术”，大致涉及：

•
仁学还原论（1.隔离儒教制度；2.隔离儒学规范）

•
伦理学还原论（1.隔离超越性神鬼迷信；2.隔离儒教道德律法）

•
心理实证性还原论（隔离形上学及本体论等玄虚性框架）：

•
持恒人性还原论（隔离历史性变动情境）

•
人间心性平等论（隔离社会等级论）

•
排除学术权威垄断性（排除经学学术等级性之多元性“道统势力”；儒学学术上的“非朱”，岂非相当于隔离开儒教“官学”？）

所谓心学还原论与以往仁学之不同，表现在其意识性、自动性、激发性、乃至意志力操作性上，其属性体现为前述智仁勇三心素之动态结构，此即一最真切的“致良知”态，我们可将其再次比喻为“控弦将发”的即时行动态。“致”对应于“行”之力、之勇，“良”对应于“仁”之善、之爱，“知”对应于“智”之真、之实；“致良知”岂非正可相当于“智仁勇”之代称；此正是仁者人格学之静动相合、智勇双全、至诚亲爱之伦理学指号？其中良字即善字，即亲字，即仁字，此即心学“新三纲”总方向之符号。换言之，无善无亲无仁即不足以言良知，此三字下意识地暗含着与出世性禅宗和等级性儒教在价值观大方向上的本质性区隔。阳明学在人性论之心域建立了此平等、自主、自觉之“新三纲”，通过在认识论-实践学级次上（而非在社会现实中），相对降退了儒教域之权力学“旧三纲”[君，父，夫]和儒学域之儒家实践节目性“三纲”[德，民，事]，阳明心学人格学可谓全方位地表现出一种智仁勇智慧：作为现实界（历史1域）杰出忠臣孝子，在儒教儒学制度化世界内却通过书院讲学形态创立了一“主体自由的生活世界”，在其中将其心学“新三纲”（当仁不让地）定为仁者之“第一行为准则”，并在认识论-实践论层面上(历史2域)，完成了从（集体性的）儒学道德规范学，向（主体性的）仁学伦理实践学的一次实践程序性还原论！正是此一“脱离历史规定性的”人性还原论，使得阳明心学超越了儒教历史束缚而得以于几百年后扩展为人类普适性的人本主义伦理学。

【补注：1)大学之此一朱子官学的“新三纲”为历史1域内的实践性程序，但其行事规则已内嵌于儒教律法之内，实践者难以越雷池一步；而王学将朱子的“理学新三纲”转化为转化为自己的“心学新三纲”，以在心理域内实际隔离开了等级专制意识形态之控导。其中蕴含着的智慧性的实践学“权观”，此或许是曾经九死一生的王阳明在龙场石洞悟道时所有意策划者乎？2)其仁者气概有如当初孟子在孔子不在后当仁不让地以“良知”一词突显了仁学为义勇之学，遂鼓动了其后两千年来中华士君子在艰困条件下敢于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地献身于民族精神文化创造事业。在两千年儒学思想史上，任何朝向仁学精神的偏转姿态，都透露出儒家不同程度上下意识地拒斥儒教中法家因素的态度。】

另外，我们再次重申，历史现象与文化功能效果为两事，阳明学派传承谱系与阳明学的实际影响也为两事（许多不属阳明学派者受到的阳明学影响反较学派正式传人更深刻，更真实），同理，阳明心学内实践与其外实践亦为两事。表面上看内为外之因，外为内之果，实则两域中的“实践逻辑”是相互分离地发挥各自作用的。外实践域的行为轨则早已在儒教制度传统中先立，成为一切儒士不得不自动遵循的惯势，后者与其主体思想自由选择关系甚微。（在传统非科学性编写的历史叙事表面上，似乎存在着此种因果关系，后者其实并非真实存在，存在的只是内实践域自身的独立心理行为记录）。我们所说的儒学与仁学的功能上的分离性也属此类认识论区分。我们说的“儒学向仁学还原论”或“儒学仁学分离论”，在此类例子中是通过人为“搭建了实践学隔离平台”后实现的：由讲学、问难、答疑、思考、文论等纯学术行为，出现于（具心理性、伦理性、仁学性的）精神世界内形成的、自由的“思想场域”内，其存在是相对独立于（具社会性、道德性、儒学性的）儒教世界的。此内外两个实践域内各自的“实践逻辑”是性质不一样的，虽然（在“本体论上”）共同融合于同一历史世界之内，却各自履行着不同的功能并积累着不同的历史效果。心学，心域求实之学，其功能还原论作用如此。事学，物域求实之学（其求实动机来自心域求实冲动），其作用也如此，其最典型例为前述东林现象。虽然书院与官学并存，甚至于相互人事转换，但书院内部形成了一个“临时自主自由区”，在其内可沿仁学政治价值观实行着相对自由的批评议论（践行孟子精神）。当东林人转为官府要员或进入儒教官场后，自然也须按儒教儒规履行其臣子义务，其政治道德性言责也须依规而行，其行事之正反效果则一如往昔而已。但从学术思想角度看，历史上毕竟出现了两个场景：书院场景与官府场景。（关于书院派党人党争现象，属于人性之自然，此一必有之负面现象并不排除其正面现象之历史存在及积极影响）彼此的“对象语言”同一，但“工作语言”不同（仁学立场[至高者为“仁”与“义”理念]与儒学立场[至高者为“天”与“帝”权势]）。书院内士子对逆宦权臣的抨击，实相当于对儒教政治现实本身的批判，此种因“心之实”而转向于“物之实”的“实学性”态度，不仅强化了明儒学术之社会之“现实”针对性，而且（在“天崩地解”间）进而巩固了士君子应对学术对象之“实在性”强化认知的意识。对后王学空疏的批评即是此一演变的反映。后王学的“谈空风气”归之于阳明学并不正确（古人对于历史现象的复杂因果关系网分析是相当粗糙的），何况阳明心学自身的价值在于其思想内在的学理价值，根本无关于其身后弟子、传人等以其名义产生的性质变异思想（“去善恶”即反仁学）。而历史上的学派影响事实，更与阳明心学本身的学理价值无关，因此“外界影响”发生于历史1域，其实践逻辑已然不同于阳明心学在历史2域内之固有实践逻辑了。今日对阳明思想系统内“心学-实学”综合体之判断应该首先区分其在二不同“历史域”中的作用。例如，就历史1域言，其直系传人“二王”反而可能是“悖王”者（不懂得其“虚”是曲线通向“实”的），其间接影响到的东林士君子反可能是真实“继王”者。而当此两支思想脉络均在历史1域内活动时，即须在域内“张力场”中各自采行相应之“实践逻辑”（煽发以取胜），亦必因此而分头“失败于”该客观张力场内，留存下并沉淀于不同之历史实践遗存域。就晚明书院文化而言，现象上的存在“自然单元”为一身，一事，一言，一行；同一“历史事件”可兼涉官私两个实践场域（心域之慎思，事域之素行；书院之畅言，官场之尊行，可谓“各行其是”），但可能根本无助于官场世风之改进，却在“书院自主区”内形成了一段读书人间相互“激扬志气”的自由精神史之记录，此所以几百年后代代士君子仍可对“书院读书声”心向往之。而“二王”因其“异化”王学以至于成为后来真正反王学者攻击阳明心学之虚假材料。

所谓功能上的儒学、仁学之分，由于心言行三相在想象界的叠合存在，所谈儒学-仁学“分界”实为“倾向差异”或“偏向标志”之谓。还原云者，态度与主题的偏向性而已。关于朱王之别问题，因两人均生存于儒教制度环境内，彼此的言行区别主要为偏向性程度之别。如二者均言心性，程朱在性理发生与验实方面侧重于“事域”，象山、阳明侧重于“心域”；誠者，程朱偏向验之于物域之学与事（格物），阳明偏向验之于心域之悟与行（将“格物”首先理解心界之“行”，以确保其“心之实”）。在儒学大方向上，二者之同远大于异，在体现仁学还原性上，彼此间则有程度之别。按前者，乡愿辈易于通过完成事之“形似”以掩饰心之“伪誠”；按后者，欲事之“实成”必先有心之“真诚”。为此，阳明遂在心理域设定了雅俗两解的全新概念：知行合一。按通俗意，知行合一固然指外实践行为中之“行必果”，而按良知学意，所指实为内实践内的心之仁（良）、心之知、心之行三者。简言之，阳明仁学还原论的实意为提醒学人应坚守“内在外之先”原则：外实践域事业经营前应先行（或同时）耕耘于内实践域。读者注意否，从孔孟到阳明的诸多主题思辨中均含有一（在伦理学层面上的）统一的仁学价值观指南，此即由其“诚学”所代表的价值观前提：在心域内（态度层，动机层上）严持其“实践逻辑”：善与恶、是与非、真与伪；以对峙于世俗世界通行之“实践逻辑”：利与害、得与失、胜与败。

（六）小结：致良知的现代意义  

宋明理学，明代心学，阳明心学，不同程度上均表现出了朝向仁学义理之“还原性”（即从五经学向孔孟学的偏转性）。其学，其著，其行，虽均有助于中华仁学伦理精神传统之延续，考诸史事，却甚少有助于社会政治之改善。一方面，仁学的道德中心政治观并不能有效导致仁政的出现（孔孟从政失败之象征意义正在于：在历史1域内，如欲以君子良知对峙于制度权力，必是前者败，后者胜），但另一方面，此同一仁学信仰却可有助于处逆士君子反向淬炼其伦理人格，并继而将此伦理精神意志力实践记录于其文史创作，卒以流传于后世。宋元明清性理学家的历史意义相当于一种中式乌托邦精神运动（部分表现于民间半自主的书院运动中），也如欧洲乌托邦思潮一样，其朝向社会政治改良的意愿是诚实的，却是幼稚的，但亦含有其思想史上的积极启示性意义。“三代理想”为纯粹乌托邦式幻想，却反映了读书人对儒教现实天然怀有一种道德批判的态度（通过理念与现状的“对比修辞法”以达借古讽今之效）。明代书院文化遂为读书人提供了一可相对自由交流思想的“平台”，在其内可较易真率地表达向善疾恶之人性正向本能（今日文史读者喜读东林讲会激越之言即因此故）。书院精神秉持的仁学原则是善与恶、真与伪之对立，而儒教官场遵行的“儒表法里”原则为利与害、成与败之对立。如将大学三纲在“事上”解，“至善”最终即应归总于“王事”之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如将大学三纲在“心上”解，“至善”即体现于仁义之成（功能上，心学将其义理之“虚”置于教规之“实”之前）。在孔孟仁学，内仁事与外王事并不一样，而在仲舒儒学，二者则合二为一。

【补注：董仲舒其所创儒教意识形态，实基于前朝之法家制度性遗产，所谓以五常协三纲，不过是以儒饰法之术，因“秦后三纲”为硬制度，“先秦五常”为软观念，嗣后两千年历史上儒家欲以其“软”对峙其“硬”，乃结构上不可能之事。何况作为儒教真教主（伪托于孔氏），其以“阴阳五行教”证明帝王权力谱系乃命之于天，故必不可违。学界习于“儒法”、“儒道释”等传统学术对比名称，其中每一单字之所指其实均充斥歧义。如用这些传统字词标示古人思想“倾向”，笔者习于用“儒仁”或“法仁儒”等对比词组，用以标志不同的“倾向概称”。据此可以推论，本文所谈“还原”、“转移”之类，均指性理学家的“思想倾向”或“言行倾向”。仁学还原不过是指儒家“离法近仁”之人本主义实践，而朱王之别主要表现在各自所持该倾向在程度上的大小而已。】

当然，理学家亦为儒家，或“偏向孔孟的儒家”，他们正像一切儒家一样，无不视秦汉以来通过霸道形成的皇权至上社会为人人均须当然服膺的（上天所定的）“政治自然”，故儒生的现实批判性态度止于个体品德操守层面，而从不（敢）触及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合理性问题。于是其乌托邦理想仅只天真地诉诸于想象中的“三代幻想”，后者的模糊性以及与儒教戒律对此“儒家幻想”采行的意识形态包容性，恰足以使其不致成为儒教之“异端”而被清除。从现代角度看，古代士君子人格学理念，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但其儒家信仰的天真性均根基于（现代社会中难得一见的）内心真诚的动机与愿望，此一精神文化的历史记录本身，即已成为有助于现代历史2域内创造性实践的珍贵精神遗产。古代侧重精神追求的人生观对功利主义今世的启示性或警示性意义也正在于此。由于理学家及阳明学的伦理性思考与政治学关怀的分离性（内圣外王隔离性），以及古今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彻底区分性，我们自然偏重于强调中华古典精神文明的文化层面，并因此将“儒学文化、儒教制度、仁学精神”三者间的内在意识形态关联性，设为现代应予重述与解剖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尽管笔者倡导新仁学研究，但也明确认识到，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形态之形成，与传统仁学并无关系。我们设置历史两域解释学模式，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区分古代历史中的“精华与糟粕”，“过时与永存”。不言而喻，此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科技立国大方向，已与百年前绵延两千余年的民族性儒教社会根本不同。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在全方位地朝向着唯物质主义建设的总方向发展，新世纪高科技文化更已使人类历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惟技术主义发展策略”的战车。无论仁学还是阳明学，创生之初都是针对当前情境与问题而朝向于未来命运思考的，其留存于后世可供继承者，不可能仅止于“温故”。任何历史性课题都应该是现实性乃至未来性的，都应采取 “古为今用”态度。正当现代人类文明朝向全球化高科技时代发展之际，其强大势力已然导致人本主义精神求真事业全面屈服于世界科技工商求利目标之时，素与此物质全球化无关的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精神全球化”遗产，相形之下，其时代处境不免尴尬。然而，我们的东方古典人本主义伦理精神逆流而进之历史意象，或许蕴含有一种思考人类未来合理发展方向的最新启蒙性。

【补注：阳明心学的世界学术意义如根据跨学科、跨文化的认识论立场分析可更为清晰。笔者在不少近著中均与国际主流学界观点相反地指出，当今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大方向，已被科技工商支配的市场化机制全面控导而失去了其独立真理追求之传统动力；因此，读者耳熟能详的诸多国际一流文科学界之“权威性名号”（人名，派名，机构名，荣誉名），多属名实不符，不足以引领时代思想革新之正确方向。此因：当今一些流行国际人文理论的“水平高度”本质上多属技术性的，而非思想性的；须知：理论话语形式编织的复杂性，不等于理论思想的适切性与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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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旅美独立学者，国际符号学学会前副会长。


� 当然无关于自然科学，甚至也无关于社会科学，因为较严格的科学性知识的学术标准和学术动机，今已足以客观地规范学者的正当学术行为，后者可以符合学者的私利要求而无需特殊伦理心态从主观侧加以保证。即这类严格的和准严格的科学研究行为，其正当方向可由其学构成本身加以保障。此所以即使自私的科技人员仍然可以完成杰出研究成果；反之，人文学者则不成。


� 关于《四书》与孔孟学的关系，也即关于《学庸》的身份问题，对此历来学者至今均大为误解，因不了解取于《礼记》的二文，与该书内其他文章一样，多为秦汉前后的产物，不仅《礼记》一书与孔子无关，学、庸也与传说人物子思无关。根本的问题是要看出《学庸》与《语孟》在宗旨上的本质差异性。对此问题请参见《儒学解释学》上卷 。


� 胡塞尔现象学的独创性心理科学贡献即在于：将心理世界亦视为“合法的”人类经验实证领域，故与维也纳学派和行为主义方向完全不同。


� 简言之，一方面对于传统文籍欠缺现代辨伪学认知，直接在古人文本上用与之同一套术语讨论，另一方面简单化地采取德国古典哲学形上学作为推理范式，因不了解现当代解释学成果，更加不了解与传统文本语义学分析相关的符号学理论。


� 那时所谓“史官”的含义与其后官史制度确立后的“史官”意思不同。而远古更早时期的“史官”含义更加不同。所以不可认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同类的史官制度。后世之所以猜想“夏商时代之官方历史档案”之存在，乃因不知古汉语中“史”字的含义不仅是多义的，而且在先秦时期是逐代变化中的。此一严重误解与现代人对“儒”字的误解相同，随之进行的古代思想史推断甚至于是普遍失实的。一门现代“汉字符号学”的建立是必要的。


� 所谓仁学是先秦中华民族集体伦理精神思想史之凝聚，孔子是此精神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我们可以其“述而不作”一语证之。仁学并非汉帝所御封的传说“孔圣人”之个人“创作”，而是由其前中华文化精神引导的春秋战国读书人团体之集体创编成果。


� 陈寅恪之《柳如是别传》在刻画明清儒士屈辱与气节并存时，仍然流露了对屈辱者内心羞耻之同情，故以史家笔法为时代存证。在此背景下宗羲学术精神愈显珍贵。至于后来间接支持官方明史写作的行为，绝对不能如章太炎那样简单化的理解。痛定思痛后，士君子如何有意义的继续生存，已属人生的另一页了。








1

